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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雅诺什•科尔奈——世界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 

几部经典之作——《短缺经济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均是其重量级著作。

读者面前的这部经济学著作是科尔奈1995年以前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 

作。作者将传统社会主义（即文中的“经典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分析和研究 

的对象，对其“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 

经济的监管、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一社会一经 

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解读。这是该书与 

目前流行的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应该说，在宏大的国际背景下 

对“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微观分析是作者在本书中 

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科尔奈写作本书的宗旨，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言:“我要做的是构建一个 

理论模型，其中不包括个别的东西和特殊现象,有的只是一般性结论和共同 

特征。”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大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亦即他所得出的 

每个结论均建诸于实证的基础之上。有鉴于此，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并在对这些资料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之上厘清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 

的共同的体制特征。他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位解剖学家，而不是艺术家”。 

作为一个“节俭而吝啬”的建构者,他希望“能够发现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体 

制最少、但又最关键的特征差异，同时在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历史发展中， 

清晰辨别不同的体制发展阶段。

鉴于科尔奈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卓越建树，他这部关于社会主义体制 

的著作目前已是许多国家大学中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必选教科书之一。

我们出版这部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体制的力作，希望读者能像科尔奈 

先生所说的那样,“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从而以更开放的心态 

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让我们在纷纭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清醒地思考 



2 社会主义体制

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有哪些  

体制特征？同时又受到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 

制度为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其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独特的历史方面又 

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当然，正是因为科尔奈的研究主要基于东欧的材料，基于历史的材料, 

所以不能简单套用到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考察上，实际上。中国社 

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超越 

了科尔奈在本书中所分析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局限和制约。尽管如此，本书 

仍然不失为中国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备参考书。

本书中有大量出自英文文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引 

文。鉴于我国目前的马、恩、列、斯著作与之在翻译上的出入,故我们一律没 

有按例行的编辑原则对照中文原著译出，而是直接在脚注中标出引文的英 

文文献页码，特此说明。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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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1 .目 的

写作并出版本书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柏 

林墙依然屹立，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领袖们还身陷囹圄，东欧仍是共 

产党执政。而当我在1991年春天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这些国家已经在 

几个月前进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组建了新的国会，合法政府也开始担 

负起后社会主义的转轨重任。当本书面世或者当读者数年后再读起它 

的时候，谁还敢说自己能够预言未来呢？尽管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本书仍然希望能对这一体制的本质特征做出一般性 

的总结和描述。

请让我引用西蒙•谢玛（Simon Schama）在其杰作《法国革命》前言中的 

一段话:“当问及中国总理周恩来对法国革命的重要性有何评价时,这位总 

理曾这样回答：‘现在就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再过200百年,依然是'为 

时尚早’，或者是’为时已晚’。”我也想借用西蒙•谢玛这段耐人寻味的评 

论:对于一个社会研究者而言，即使再过200百年,要对（社会主义运动）这 

一宏大事件做出评价，同样是为时尚早，或者为时已晚。

但本书的作者却不想再等下去。至于能否接近历史真实，作者愿意承 

担所有的风险和不足:社会主义即使从1917年开始算起，也不过七八十年而 

已，而且现在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如果要用穿越几个世纪的历史眼光 

来加以评判,作者也许会理解不当，也许会夸大或削弱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 

特征。尽管本书力争做到客观公正，但不免会带有个人偏见。然而我无法 

抑制（也不想抑制）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我必须说出我要说的话。在阐明 

本书的意义之前,我想首先向读者坦白自己的个人写作动机，因为这必然会 

涉及到对我以前作品的评价。



2 社会主义体制

作者所有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文章都以专题和论文的形式散见于 

各种学术期刊，每项专题研究都有其自身的重要价值,如扭曲的增长战略、 

持续短缺、改革的失败等等。作者当时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 

分析,但那毕竟只是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①现在，我想把自 

己在不同文章中所表达出的思考连成整体，从而可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综 

合。本书对我以前作品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既包括了我本人思考 

后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有从别人那里吸收的思想。

在系统整理本书的时候，我将指出每一种思想的先驱者是谁,从而将 

读者引向每个专题研究领域的总结性著作。我本人的思考也受到了许多 

人的影响，文中的注释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此我还是想特别提到四 

个人的名字：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因为他们不仅对我的思想 

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可能有人会因此而 

批评我:上述四位伟大的思想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科学哲学。 

的确如此。我还想加以补充的是（不再一一列举有关人士的名字），我还 

大量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内容，例如，当前西方制度学派的社会科 

学分析方法。批评者或许会认为这种过于多元化的思考方式很可能使本 

书成为折衷主义的大杂燈。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各种方法之间有的 

相互冲突，有的互为补充。但我仍然希望得到一些有益的评论，支持我去 

尝试这一综合性研究。

我以前的著作都对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批评，但我没有像很多人那样 

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或是领导机关（计划者）的错误来解释问题。我在文章 

中指出，（社会主义）体制带来了它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冲突,致使运行机制 

出现了功能性障碍。但我的分析主要限于经济领域,最多会涉及到政治领 

域的问题。本书试图跨越经济和政治的分界，出于研究的需要，关于政治权 

力结构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在本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毫无疑问, 

读者一定会感觉到，书中对政治权力结构或所有权关系的论证以及对体制  

表现的总结性评述决非作者的即兴之感（或是有感于最新的见闻），这一切

①在迄今为止最综合性的论著《短缺经济学》的前言中，我曾强调指出，这里所做的讨论 

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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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大厦基础之上，更是作者自己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结 

果。

当然，我知道现在写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勇敢的行动”;但在今天谈起研 

究社会主义体制时,至少要有这样的勇气:应该抱着科学客观的态度，避免 

一味的攻击谩骂;要告诉人们为什么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期内 

相对平稳运转并不断复制自身。我在书中把政治方面的问题也纳入了分析 

之中,在以前的著作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绝不是出于所谓的“勇敢和 

无畏”。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政治对于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说些纯属个人的想法。今年我已经63岁了,我们这一代人 

是历史的见证者，有义务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有人已经用回忆录 

或历史纪实的形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但我仍然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见证这 

段历史：即进行专业分析。当身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中的时候，我们都已长 

大成人了,我们在这一体制下生活了四十多年，年轻人可能经历有限。对我 

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上苍可能还允许我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社会进行深入 

分析，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我们恐怕也没有信心等到生命中的风风雨雨都尘 

埃落定时再提起记忆之笔。正是这种想法让我有了序言开头的那句话:时 

不我待，我必须立即动手写作并出版这本书。

在叙述完写作本书的主观动机之后，我还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的 

有关内容。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停滞和衰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和经 

济事件。社会主义鼎盛时期，它曾统治着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社会 

主义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体制之内的人,还深深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世 

界之外的人们。千百万人都曾经心存恐惧，担心终有一天自己也将处于共 

产党的统治之下，或者在爆发战争时，他们将不得不抵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军 

事力量。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这并不是想像中的危险，而是真实的苦难经 

历:在一些国家内部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不惜 

兵戎相见，相互残杀。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命运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 

观，特别是知识分子，包括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的人和那些思想极端 

反共的人。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现实后果同样让那些决心退出政治和意 

识形态之争并宣布奉行中间路线的人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他们不可能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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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不管是否愿意，他们都要为冷战中的军备竞赛 

付出高昂的代价。有鉴于此,我相信，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朋友，还是社会主 

义的敌人，都需要了解这一体制的本质特征。

可能会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我猜想主要有四类读者，而在这四类 

读者中，可能又以大学生和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为主。

首先，本书将献给那些曾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如今走上了民主、自 

由企业和市场经济之路的人们。对旧体制的分析决不仅仅是为了回忆过 

去，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我希望那些仍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们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在 

此，我并不是要夸大这本书（或者任何其他的文字）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是 

相信它或许能够在方法上帮助他们分析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澄清自己的 

思想并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希望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人们也能从书中受益。对他们 

而言，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过去和现在是职业和工作所需。例如,从事比较 

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为金融和企业界 

提供咨询的专业人士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等等。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让更多的人去关心社会主义体制，即使从严格意义 

上说，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业兴趣范围。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言，这 

两个世界并非在所有领域和任何事情上都是截然对立的，有些现象既在社 

会主义体制中出现，也同样会在资本主义体制里发生，只是程度和频率有所 

不同。让我仅仅举一些经济领域的例子。无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还是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都会出现一些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萌 

芽”（这是马克思所用的术语）的趋势，如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政府开支不 

断膨胀、基层组织内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人们也会遇到“短缺”现象，特 

别是享受国家补贴的部门；具有“父爱主义”倾向的政府替公民做出决策；中 

央计划和价格控制失控;救助陷入财务困境并处于破产边缘的大企业。没 

有必要再列举下去了。社会主义体制将这些现象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 

为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背景。医学研究者发现最好能够在 

一个可以让疾病充分发展的“纯净实验室”里对某一疾病进行观察研究，这 

样，研究人员将来就能够在疾病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敏锐地观察到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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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轻微的发病征兆。

当前，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状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人们 

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本书力图帮助读者 

在这一片“知识汪洋”中把握自己的航向，从而能够更加轻松自如地驾驭滚 

滚而来的“信息洪流”，进行观察和思考。当代许多人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详尽记述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或是某个国家的历史，或是某一阶段的历 

史），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无法也不想与他们竞争，我的目标是 

想在一个严谨的结构下研究这一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髙分析的规范 

性。鉴于本书的内容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考察、总结和综合，我也希望它能 

够成为一本有用的教科书。①

我还希望本书能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但必须说明，这 

本书绝不是仅仅写给那些非常重要但人数不多的专业人土看的 ，我写的是 

一本综合性著作。我相信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学生、经济咨询人土、外交官, 

或是打算去东欧或苏联作首次访问的记者，以及那些仅仅想看一本关于社 

会主义体制书籍的读者，本书都能够起到指点迷津的作用。②

如果今天有位作者想写一本书来简单介绍资本主义体制的微观或宏观 

经济学（作为教科书或其他用途），他完全能够确信已经出版过一系列此类 

的综合性书籍。但就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著作却少之又 

少。③读者不难发现本书有诸多不足之处:有些问题没有全面展开,许多争

①乍一看，这些目标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仅就我自己的判断而言，这本书并不符合通常 

的分类规范。按照一般性的分类要求，写给本科生的介绍性教科书要通俗易懂；而研究生教材 

则要强调较高的技术性，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同样，为广大知识阶层人士所写的书和让 

专家学者阅读的东西也是完全不同的。可是非常抱歉，由于本人能力所限，只能写这样一本综 

合性的作品，并力图简单明了。但我相信心胸宽广的研究生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会仅仅因为在 

其中找不到数学模型便将其束之高阁。只要各位对社会主义体制这一问题感兴趣，相信阅读 

本书一定会有所裨益。

②鉴于本书的综合性特征，篇幅有限，因此，不可能对某些问题进行详尽讨论。脚注里的 

参考文献及书目能够帮助对有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研究。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似 

乎有些片面性，因为大部分参考文献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对于其他语言的参考文献，只是在作 

为思想来源或数据材料时，或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并无法在英语文献中 

找到时，才会出现在本书中。

③这里必须提到是P. Wiles（1962）的开拓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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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仍未定论。有关社会主义体制的许多档案刚刚公开，大量伪造的数据正 

被逐一曝光。如果若干年以后,能再有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 

的书问世的话，它一定会比本书更好。可万事总要有人开个头，去做那些综 

合性的研究工作。

2 .经典社会主义、改革和后社会主义转轨

本书第一部分的前半部分内容主要是讨论社会主义体制中被称为“经 

典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后文中将进行 

详细阐述，这里我仅限于讨论以下国家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和经济 

体制: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同一时期的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以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少数国家。

这里有必要再回到序言开头西蒙•谢玛提出的那个问题:现象之间的 

时间距离。本书的前半部分对一段相对封闭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进行了 

理论总结。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成为过去，但仅 

从分析视角而言，“经典社会主义”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但是，由于“经典社会主义”在其存在的时期过于封闭，以至于很难将它 

概括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主题。尽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早已远去,但它仍 

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今天的世界。本书在第二部分里将重点讨论这些影 

响。了解经典体制对于我们认识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和后社会主义转轨中 

的种种复杂现象至关重要。而对经典体制的考察则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在 

受到其他体制的“污染”之前，是如何在“纯理论模式下”运行的。一旦理解 

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读者就自然会得出政治和理论上的结论。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如1968年卡达尔在匈牙 

利开始的改革和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 

重新激发社会主义体制的活力，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总是时而前进、时而停 

滞。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松动，尽管存在种 

种严格限制,私人企业还是有可能悄然而出的。此前许多潜在问题如今都 

已浮出水面；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状态，新的困难又 

接踵而至。本书最后对改革持有非常悲观的结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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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己的影子，局部改革永远不可能突破自身，因此，必须要有体制上的 

彻底变革。

很容易就可以总结出本书关于政治问题的结论:尽管斯大林式的经典 

社会主义是高度集权型的和无效率的，但是它构成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 

然而当该体制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这种连贯性同时也就被破坏了，内部矛 

盾也将不断加深。尽管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好的变化，但它注定要失败: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无法从内部进行自我更新,从而长期保持活力。因此，当最终 

发生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一去而不复返,社会也将 

从此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虽然我感到进行综合性研究并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及其改革进行实 

证分析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不敢说,现在就可以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 

类似的综合性实证分析。①在第三部分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行分析的时 

候，我一再强调了后社会主义时期所继承的经典社会主义遗产，但是我并没 

有继续深入下去，读者也不应期望其中会对后社会主义转轨有深刻的分 

析。②对于那些仅仅想快速了解社会主义转轨及其现状的人来说，阅读本书 

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对那些真正理解社会主义之后的转轨以及转轨所 

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内在问题的人而言，本书值得一读。“转轨”一词清楚地 

表明了自身的含义:从某个地方开始向特定方向前进。显然，出发点就是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这一体制将对打算告别它的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 

响;那里的人们将会继承所有的制度、思想和本能。

肯定会有部分读者急于了解现状，他们免不了要从第16章开始阅读。 

我理解这种心情,但还是希望读者能够花一些时间研究改革之前的经典体 

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透彻理解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危机

①我的另一本书《通往自由经济之路》（1990）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讨论了与后社会主义转 

轨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该书总结了我自己的经济政策行动建议，但这不同于对后社会主义 

转轨进行综合性的实证分析，因为转轨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感到时 

机尚未成熟。

② 尽管本书没有对后社会主义转轨进行实证性分析，但我希望帮助读者（特别是教师和 

学生）了解相关文献。我在书最后的附录部分列出了补充参考资料，其中包括了经过选择的后 

社会主义转轨研究英文文献。其中有几篇文献本书没有参考，因此，也就没有列在参考书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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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个变革历程，理解国家事务，理解后社会主义改革开始时所面临的困 

难。

当本书面世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仍将处于巨 

变之中，未来究竟如何，恐怕很难进行准确预测。但我相信,不管这些国家 

的经济和政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书的主要论点依然成立。虽然根据 

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性评论总结出一般特征,这并非 

难事,但是我本人无意根据1988 -1991年间新出现的各种数据和现象来对 

本书中的观点进行“最新”的阐释。

3 .致 谢

我从1983年开始准备本书的研究工作。这些年里，我有时在社会主义 

国家,有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研究，这样一种经历更激发了我通过比 

较的方式来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主义体制。

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 

的教学工作，该课程的讲稿在1986年有了复印本，这也可以看做是本书最早 

的一个初稿。面对课堂上那些严谨认真的学生，我更深切地感到，把这方面 

的知识传授给他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聆听一系列课堂讲座的听众来自世界各地，讲义几易其稿，每次都要 

进行新的修订。在课堂上,不乏来自西方的学生，他们可能对社会主义一 

无所知，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曾被下放到农 

村生活了很多年;也有来自波兰的研究人员，他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有着亲 

身的经历,熟知其中“奥妙”。还有不少保守派的年轻人，他们对共产主义 

抱有极端的偏见;也有丝毫不了解社会主义体制荒谬之处的“新左派”幼 

稚分子。听众来源的多元化促使我尽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我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要再次感谢学生们的积极参与、踊 

跃提问和他们极富启发性的考试论文。有了课堂上的教学实验，才有了这 

本书。

衷心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帮助并为我创造了启发思维的环境和良好 

研究条件的所有机构:匈牙利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哈佛大学经济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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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研究所。特别要提到发展经济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Lal Jayawardena博士及其他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还要感谢为我 

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厚资助的基金组织，它们分别是:斯隆基金会、福特基 

金会、麦克唐纳基金会以及匈牙利国家科学研究基金。

感谢我的妻子Zsuzsa Daniel,是她一直鼓励着我并给了我无私的支持， 

而且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有机会能与她共同讨论。作为初 

稿和手稿的第一位读者,作者对她提出的评论和建议始终感激在心。

在同事中，我必须首先提到Maria Kovacs,她的献身精神、严谨的学术态 

度、无比的耐心、髙效的合作以及一丝不苟的工作对我而言是无可替代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Carla Kruger,她为本书的写作花费了大量心血，提供了许多 

有益的评论以及其他各种帮助。同样感谢Judit Rimler,她在数据图表的整 

理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出色的帮助。

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匈牙利完成的,Brian Mclean承担了英文版本的 

翻译工作,Julianna Parti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为作者（母语是匈牙 

利语），我可以说，本书的翻译准确充分地表达出了我的想法。对两位翻译 

者细致耐心的工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不仅翻译了本书的最初稿，而且 

对此后的大量改动都进行了重新修订。

我还想特别提一下以下同事的名字:Janos Arvay, Attila Chikan, Mairann 

Dicker, Piroska Gerencsér, Zsuzsa Kapitány, Janos Kollo, Goohon Kwon, Ala­

dár Madarasz, Peter Mihalyi, Laszlo Murakozy, József Palfi, Jane Prokop, 

Yingyi Qian（钱颖一）,Istvan Saigo, Judit Schulmann, Anna Seleny, Gyorgy 

Such, Ivan Szegvari, Istvan Janos Toth, Jane Trahan, Agnes Veszi, Xu Cheng- 

gang（许成钢）。他们在收集数据、整理注释、表格及参考文献，以及其他编 

辑工作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为此，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当然也包 

括许多未能提及姓名的人。我还要感谢Hona Fazekas, Ann Flack和Liisa 

Roponen出色的打字工作。

很多同事或早或晚都阅读了本书的手稿,他们的评论意见使我受益匪 

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以下各位:Tamas Bauer, John P. Berkeit, Timothy J. 

Colton, Ellen Commisso, Ed A . Hewett, Mihaly Laki, Ed Lim, Frederic L. 

Pryor, Andras Simonovits, Robert C. Stuart, Martin Weitzmano 从同事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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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批评中，我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都将由我 

自己承担。

最后，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正是在它们 

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迅速出版。为此，我也要对Jack Repcheck, Anita 

O'Brein, Karen Fortgang, Jane Low, Andrew Schuler 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热 

情鼓励和细致的编辑工作。

于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

布达佩斯



中文版序言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 

了。作为作者，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用了五年时间写作本书英文第一 

版，当然，所投入的精力远远不是时间所能说明的。本书总结并综合了我本 

人自1955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那一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过度中央集权化的经济管理》）。

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充分关注本书中的三个基本思想：

第一个思想从题目中就可以直接看出：本书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体制。 

可以用“体制（制度）范式”这一概念来表述本书的研究方法,它很好地概括 

出了以下主要特征:①

1 .采用“制度范式”的研究者把体制（制度）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 

整体之间的关系。尽管知道局部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 

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基本不采用单纯的局部分析方法。

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涵盖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 

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内部的信息流动、 

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一社会一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这一 

点构成了本书和许多其他著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一般都局限于分析某

①“范式”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哲学和科学史学家库恩引入到科学理论中的（见《科学结构 

的革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如果一群科学家都在研究并力图解决同一 

类（或密切相关）“难题”，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也都相同或紧密相关，那么 

我们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家都是在同一范式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

我在"制度范式"一文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见：Altraud Schelke, Wolf - 

Hagen Krauth, Martin Kohli和Georg Elwert等人主编《社会变迁的范式：现代化、发展、变革与演 

进》，法兰克福/纽约2000年版：Campus Verlag/St. Martin's出版社，第111 -34页）。《制度范 

式》一文的中文版见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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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的问题——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

2 . “制度范式”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可 

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宽泛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 

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

3 .相对于短期经济、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者更 

关注长久的制度，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 

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本书所定义的“制度”是一 

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法律制度、伦理规范、产权安排、权力配置、社 

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以及制度内部的信息结构,等等。

“制度范式”特别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否具有特定的体制 

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是与体制本身有关，还是源于其他环境因素（如 

政治领袖的个人品质、日常的政治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口 

分布特征）？

4 . “制度范式”希望人们认识到，现存结构与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 

特征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制度范式”研究在社会科学与历史 

研究（现实和过去）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5 .与目前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范式”研究从一开始并不假设个 

人的偏好是事先决定的,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偏好是如何形 

成的，是什么塑造了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及相关动机。

6 .“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与特定体制密切相关的低效率以及功 

能失调。例如，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各种负面特征归结为工厂主的 

邪恶本性，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体制根源。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制度内部修 

正其具有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但是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 

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制度自身，并且具有自我复制的倾向。

7 .每一种范式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制度范式”研究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通过与其他体制相对应特征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 

理解自己的体制特征，并分析其中的异同所在。

“制度范式”具有很长的历史，尽管很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并没有 

使用这一说法。“制度范式”研究第一个伟大的先驱者是马克思，他的著作 

充分体现了上述7点所概括的内容。“制度范式”研究者中还包括其他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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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家，如冯•哈耶克、卡尔•博兰尼、约瑟夫•熊彼特，尽 

管这些人在世界观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

在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 

“制度范式”分析方法(非常不幸的是,为数并不多)。在《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我有意识地努力尝试使用“制度范式”的研究 

方法。如果这本书的出版能够鼓励更多的中国研究者采用类似的视角和分 

析方法来研究和理解自己的国家,我将深感荣幸。

我想提醒读者关注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能够在更高层次上进行一般 

性概括和抽象研究。

我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社会主 

义从资本主义体制内诞生后一直到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个阶 

段我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个阶段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就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改革阶段，改革的目标是进行体制的自我更新。对于每 

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日期都各不相同，并且 

都具有各自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例如，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阶段一直持续 

到斯大林去世(1953)。我们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清晰地辨明这三个 

不同的阶段。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更无法复制自己的历史。本书没有讨 

论个别国家的具体特征。在进行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的分析中，为了找出不 

同国家所具有的共同体制特征，我们有意忽略了每个国家的个别特征。艺 

术家在创作肖像作品时，会努力把握主人公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特征,但在进 

行人类分析的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却需要阐述人类具有的共同特征。如果 

要研究阿尔巴尼亚或蒙古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者就要力图用最大限度 

的细节描述和丰富的资料分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本 

书志不在此,作者更想成为一位解剖学家，而不是艺术家。我要做的是构建 

一个理论模型，其中不包括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现象，有的只是一般性结论和 

共同特征。

作为一个模型的建构者，他没有必要竭力让自己的作品丰富多彩，那份 

工作可以留给历史学家,他宁愿成为一个极为“节俭而吝啬”的创作者。理 

论概括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发现社会主义体制与其他体制最少、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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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特征差异，同时在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历史发展中，清晰辨别不同 

的体制发展阶段。换言之，它必须找出充分而又必要的体制特征。正是遵 

循这种力图“节俭吝啬”的想法，本书在第15章概括出了“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的基本特征。本书在后半部分主要描述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道路之后 

的基本轮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

中国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波兰和越南。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发现《社 

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一般特征并没有以 

特殊的方式在中国表现出来，就轻易地下结论说，本书不适用于中国。

我坚信中国的读者能够认真思考本书所表达的观点 ，从而以更开放的 

心态看待当前的社会主义变革。这里我就可以引出本书的第三个基本思 

想，它能够为分析下面的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和基础：中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历 

史发展中具有哪些体制特征？同时又受到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本书的研 

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进行因果分析,这样才能够区分体制因素和其他因 

素。从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制度支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为今 

天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从另一方面看，其他一些因素在塑造中国的独特 

历史过程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 

化传统、广袤的国土面积、地理位置、伟大人物的个人品质（毛泽东或邓小 

平）以及其他一些因素。

这本著作或许有助于理解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及体制特征上的因果关 

系，同时它也可能无法为人们提供所谓的“指南”。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中国 

读者必须认真考察其他各种因素。在这方面，国际上也已经有很多的研究 

成果,但我想，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学术界自己进行最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 

真正把握中国的问题所在。

借此机会,我还想表达对那些让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的各位人士。首 

先要向我最亲爱的朋友肖梦女士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在出版本书的过程 

中,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指导并校对了翻译文稿，其中包括编辑整理工作。 

可以说没有肖梦女士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本书中文版的问世。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译者张安，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还要感谢布达佩斯索罗斯基金会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还要感谢汪辉先生、孙宽平先生、赖海榕先生，他们为本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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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要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和龔社长和责任 

编辑邢艳琦女士。

对于中国人民我始终充满敬意和热爱。想到通过本书又能够和你们进 

行思想上的交流，我在此深感荣幸。

经济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

布达佩斯

哈佛大学

布达佩斯学院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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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内容与方法

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想解释一下这本书的题目。我们认为 

从一开始就应该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本书要研究哪些问题以 

及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当然，在这短短的一章里也 

不可能进行过于详细周密的阐述。

1 .1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与一般特征

首先我们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引例来说明本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 

容。虽然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但是几乎每个研究者都感到想真正了解 

（并理解）这个如此宽广博大而又纷繁复杂的国家是多么的困难。这里我仅 

列出现今中国的几个主要特点：

1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执政40多年，这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 

的各个层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 .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所谓“第三世界”就是指与发达的工业国 

家相比，属于这一世界的国家相对贫穷、落后。

3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文化遗产、宗 

教与哲学传统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关系等方面，中国都带有许多典 

型的亚洲国家特色。

4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中国与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相似之处（共产 

党执政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国家），但中国在很多地方又是独一无二 

的，无法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比较。就国家规模而言，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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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由此成为 

其他亚洲文化的摇篮。与任何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极具特色的历史发展 

也使它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上述分析也适用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 

展，毛泽东不是斯大林或铁托，同样，邓小平也不是卡达尔或戈尔巴乔夫。 

在每个阶段，中国所采取的政策都与其他国家的政策（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 

还是其他类型的国家）有很大差别。

不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强调每个国家及其社会、文化都是独一无二 

的（即上述第四个特征中所指出的），他们通常认为寻找所谓的一般性规则 

或阐述普遍的历史规律都将劳而无功。

也有人认为采用一种更为一般性的方法会有所收获。他们试图研究不 

同国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例如，许多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强调第二个特 

征,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他们眼里，这一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所观 

察到的大部分现象。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第三个特征最值得关注，即中 

国与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的相似性模拟研究。

本书并不完全排斥归纳总结“共同规律”的方法，当然也不认同所谓每 

个国家的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本书认为，尽管许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存 

在巨大差异，但是某些东西还是以相似的方式对其产生了一般性影响。从 

另一个角度说，本书避免采取任何一种单一因素解释论,而且坚信,对社会 

问题的研究必须运用多因果关系和多因素分析方法。为了对中国的现状进 

行全景式描述并更好地解释其现有制度和历史发展,必须考虑上文提及的 

所有特征（当然也应包括尚未提到的其他特征和影响因素）。

尽管多因素分析方法必不可少，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本书还是 

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某一类因素分析：即第一个特征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想针对中国、苏联、朝鲜、南斯拉夫等所有共产党（曾经或仍然 

继续）执政的国家，深入研究具有共性的社会现象、因果关系和一般性规律。 

没有人可以宣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宣称），这种研究方法能够 

解释中国、苏联或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所有问题。我们确信,对上述共性问 

题、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一般性规律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察，为研究此类 

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当然也包括其他有用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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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列出了共产党执政较长时期（至少是数年以上）的所有国家。纳 

入此表的唯一标准就由共产党的执政。此后,本书把表中列出的所有国家 

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

截止到本书写作的时候，表中所列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共产党 

执政，而有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已经出现了变化［16. 3］。①因此,“社会主义国 

家”一词仅指曾经或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图1. 1是一幅世界地图，图中的阴影部分标明了截止到1987年社会主 

义体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在1980 - 1987年间达到了顶 

峰状态，此后就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萎缩。

至此，我认为有必要提前阐述一下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作为 

主旨将贯穿全书的所有章节:尽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各不相同，但它们绝 

对不乏相似之处，并且显示出了非常重要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实 

际运行体制在细节方面确实有很多差异，但所有这类国家都可以在更广泛 

的范围内将其明确纳入同一类社会一政治一经济体制（本书称之为“社会主 

义体制”）。这里可以借用一个生物学上的模拟:某一个社会体制是某类社 

会体制的一个“种”。正如生物学中某一"种”个体和另一“种”个体会出现 

差异，但它们仍然属于同一“类”。因此,我们说单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实 

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属于同一类的社会体制。本书所探讨的主要内容是:清 

晰概括“社会主义”这一类体制的本质所在;描述（并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 

义体制的主要特征。用本书中的话来说，这些共同现象和特征都可以称之 

为“特定制度”。就这一点而言，本书有意进行了单一层面的考察，目的是想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找出其有别于其他体制的特定制度特征。因此，本 

书不打算在一开始就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而是想 

归纳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使之可以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①方括号里的数字系可参看的本书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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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社会主义国家（1987）

1 2 3 4 5 6 7

开始执政 人口 面积 经济发展 农业人口

时间 1986 1986 水准人均 所占比例

国家 （年） （百万） （千平方米） GNP 或 GDP 1985
1985 （百分比）

（美元= 100）

1 苏联 1917 281.1 22.402 50.0 19

2 蒙古 1921 2.0 1565 — 53

3 阿尔巴尼亚 1944 3.0 29 — 50

4 南斯拉夫 1945 23.3 256 40.4 30

5 保加利亚 1947 9.0 111 40.8 23

6 捷克斯洛伐克 1948 15.5 128 59.2 12

7 匈牙利 1948 10.6 93 46.0 20

8 波兰 1948 37.5 313 39.2 30

9 罗马尼亚 1948 22.9 238 34.1 28

10 朝鲜 1948 20.9 121 — 48

11 中国 1949 1054.0 9600 19.5 74

12 东德 1949 16.6 108 10

13 越南 1954 63.3 330 — 70

14 古巴 1959 10.2 115 — 25

15 刚果（布） 1963 2.0 342 8.7 90

16 索马里 1969 5.5 638 3.1 82

17 也门 1969 2.2 333 — 44

18 贝宁 1972 4.2 113 4.1 60

19 埃塞俄比亚 1974 43.5 1222 2.4 86

20 安哥拉 1975 9.0 1247 4.5 60

21 柬埔寨 1975 7.7 181 — 90

22 老挝 1975 3.7 237 — 76

23 莫桑比克 1975 14.2 802 4.1 85

24 阿富汗 1978 18.6 648 — 83

25 尼加拉瓜 1979 3.4 130 15.6 65

26 津巴布韦 1980 8.7 391 7.6 35

1-26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1692.6 41654

社会主义国家占
34.4% 30.7%

世界同类资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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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4-5列：《世界发展报告》（1988,第221 -23页）和Kozponti Statisztikai 

（中央统计办公室，布达佩斯）（1989,第9、14 - 15页）；第6列：R. Summers, A. Heston 

（1988,表 3、4）；第 7 列：G. Balo, I. Lipovecz （ 1987） 0

注释:1.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的时间或者是以暴动发生的年份确定（如苏联是1917 

年），或是以取得胜利的年份确定（如南斯拉夫，1945；越南，1954）。以和平 

方式取得政权的东欧国家则按照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的年份确定。

2 .与本书中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所提到的国家名称是根据其地理位置来确定的，而 

不是根据其官方名称。例如，朝鲜的官方名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东 

德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等。

3 . 1987年的数据。

4 .农村人口。

5 .有些国家（如缅甸、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圭亚那、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塞舌尔）很L 

难清楚界定，因此，没有列入本表。根据本书的标准，很难说在1987年时这些国 

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表中所列出的前14个国家而言，共产党在那里执政最少已超过30 

年，这一时间长度足够让社会主义体制稳定和巩固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不 

断巩固足以让其体制特征完全发展成熟，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科学观 

察、论述和分析的主题。本书正是以巩固稳定下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 

共同经历为基础展开全部研究的。①

从表1.1的第15行开始，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相对较短,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其中有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已经结束，其他一些国家也 

即将结束。对这些国家而言，社会主义体制并没有巩固和稳定下来,而且社 

会主义制度能否继续保留或得以巩固还将取决于迅速变化的内部和外部条 

件。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无法从这类国家的经历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 

论总结。在本书的论证中包含这样一个假设:如果第二类国家（表1.1中位 

于15行以下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发展巩固,那么从社会主义制度 

已经得到巩固和稳定的国家（表L1中15行以上的国家）中所观察到的一

①本书中的大部分解释性案例、资料和参考文献都是指建立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集团中的一部分国家。按照表1.1中的顺序，这9个国家分别是：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中国和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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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规律迟早会在此类国家出现。但本书不打算检验这一假设的真实性。①

1.3对“社会主义”一词的解释

“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所引发出的思考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延伸：一 

个是社会主义传达着某种思想;另外一个是让人想起某种已有的社会存在。 

第一个方向涉及到“社会主义”所传达的思想,其范围很广而且各有不同，因 

此本书不打算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真实的历史存在，前文已经清楚地表明本书主要探讨的就是共产 

党执政的国家。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无数社会民主人士、托洛茨基主 

义者以及很多新左派的拥护者，他们认为表1.1中所列出的国家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最近几十年以来，表中所列的26个国家不断有 

个别国家的领导人指责别的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事业。谁都不会忘记斯大 

林谴责过南斯拉夫的铁托，而苏联和中国也都曾相互指责对方。阿尔巴尼 

亚的共产党领导人更是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是社会主 

义事业的背叛者。

本书有意避开上述争论。表U中的每个国家的官方领导人都声称自 

己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体制。既然这些国家自己都把自己称做社会主义国 

家，那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另贴标签呢？！本书在后面的部分还会提到，有 

不少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派别也认为上述国家具有社会主义的体制特 

征。本书不想去研究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是探讨 

这些国家建立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依据某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 

标准去判定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

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经常使用“共产主义体制”或“共

①至于我们在前面没提到的国家的研究资料也相当丰富，其中包括对特定国家经济状况 

的概括性描述，如阿富汗：B. Sen Gupta ( 1986 );阿尔巴尼亚：A. Schnytzer ( 1982 );安哥拉：K. 

Somerville( 1986);古巴：C. Mesa - Lago, M. Azicri, A. Zimbalist, C. Brudenius( 1989);哥伦比 

亚：M. Vickery(1986)；老挝:M. Stuart - Fox( 1986)；蒙古：A. J. K. Sande』(1987);莫桑比克: 

H. D. Nelson 等(1985)；尼加拉瓜：D. Close( 1988 )；朝鲜：F. M. Bunge( 1985 )；南也门：T. Y. 

J. S. Ismael( 1986)；越南：M. Beresfbrd(1988);津巴布韦：C. Stoneman( 198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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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一词来称呼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让那些还没有读过本书的人更容 

易理解，我用“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本书的副标题。但贯穿本书，我 

还是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体制”①一词。

在讨论社会主义体制这一问题的文献中还有其他各种名称，如“苏联体 

制”、“中央管理型经济”、“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经济”以及“国家社会主 

义”，等等。总而言之，名称的选择只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只要能够准确 

界定其含义,对此不必过于在意。

上面的内容只讨论了问题的一半，即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来称呼表 

1.1中所列出的26个国家。问题的另一半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一词只适 

用于这些国家。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社会主义”来称呼斯堪的纳维亚 

福利型国家，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被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控制，而且有高水 

平的平均再分配。再如，为什么不能把一些非洲和亚洲的国家称为“社会主 

义”，尽管它们没有当权的马列主义政党,但它们自己却认为自己是社会主 

义，并且也确实具有某些社会主义体制特征。

本书无法为这类问题提供答案。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本书不打算纠 

缠于上面所提到的国家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避免产生误 

解，需要指出的是:书中在使用“社会主义体制”一词时，仅指那些共产党执 

政的国家。当讨论到其他体制时，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进行体制比较,否则都 

不在本书的主题范围之内。

14 “政治经济学”

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我们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而没有用“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没有什么区别,

① 我在选择是使用“社会主义"还是使用"共产主义"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作为共产党 

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是在很多不同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它用“共产主义”来 

指称未来的乌托邦社会，在那里每个人都将按需分配社会产品。当权后的共产党支持者从未 

把自己的体制叫做共产主义。因此，仅仅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外的人用"共产主义"这一称呼，就 

把共产主义一词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是非常不合适的做法。本书力图从“内部”来讨论社 

会主义体制，因此，本着这一精神，当然要用"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这么称呼自 

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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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些年来，这两个术语却有了非常不同的政治和理论含义，尽管两者之间也 

存在许多相互重合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①仍然没有达成 

共识，但我必须在此对本书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做出明确的说明。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我们主要是在较为狭义的概念上对有关经济问题 

进行探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关于生产与消费、投资和储蓄的决策是如何 

做出的？经济活动的效率如何？当然也会考察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现举 

例如下：

♦ 政治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哪些联系？政治机构的体制框架和意识形 

态对经济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 哪些社会特征塑造了决策者的价值体系和选择标准？

♦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本书不打算局限于研究"事 

物”之间的联系。本书主要关注点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中将着重分析 

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使用权力者和服从权力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东西 

塑造了上述关系,而后又对经济活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正因为要对上述全部问题都进行考察，所以读者能够想到，本书肯定会 

超越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边界,而且必然涉及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 

心理学、政治和道德哲学以及历史等诸多领域,这种学科的延伸恰好是“政 

治经济学”一词所力图表达的含义。

毫无疑问，研究领域的扩展必然有其缺陷，因为它不免会侵占某些可以 

进行深入阐述的经济学分析空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扩展为研究社 

会一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内部关系提供了空间，从而可以做出更为全面的考 

察分析。

1.5实证分析

本书的主旨是对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历史沿革进行实证分  

析。

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的支持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今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都对 

此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此问题更全面的历史性介绍可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P.Gmenewegen编著,1987年版第3卷第904 - 907页）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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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使用的官方教科书在教授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时常常把现实和愿望混在一起,把现存体制的真实特征与想像中可 

以公平有效运行的体制特征混在一起。本书将放弃这一做法以避免出现扭 

曲。我们的目标是要描述经验展示出的东西,力图刻画出体制内的常态和 

特征,而不是去讨论，如果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将会发生什么。书中将多次 

回答下面的问题:体制的常态是什么？体制的习惯是什么？体制的一般规 

律又是什么？本书将不涉及那些规范性的问题，如从公共福利和社会利益 

出发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本书的任务是要描述和解释长期适用于某些地方的规则。社会科学家 

并没有制定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永恒不变的规则，规则则是一个更一般性 

的概念，规则的产生依赖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环境的变化又塑造了行为模 

式、经济代理人的决策路径、政治和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经济过程的发展趋 

势（这些现象都可以进行解释）；一项规则并不是始终有效的，它受制于创造 

规则的制度。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制度环境中一直 

保持稳定的某些规则。本书在一开始便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社会主义的长 

期存在足以让某种行为规则发展成熟并最终稳固下来。①

至于本书的实证描述及一般结论是否正确，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参照 

现实进行对比。但必须提醒读者的是，目前很可能还无法进行这种严格检 

验。因此,我们还是希望，读者能够将书中的很多观点作为有待证实的假 

设。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无法为其论点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作者确信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术研究者能够彻底推翻书中的主要结论。②

在很多情况下，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性“证据”是由生活在社会主义国 

家的人土提供的。他们认同书中所描述的情形吗？纸上所写的东西与他们 

（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经理或雇员，以及购买者或销售者）在日常生活中所 

经历的东西能够吻合吗？我把自己也视为这样的“证人”。此外，几十年以

①本书在谈到普遍有效的规则时会使用现在时，而在谈到在某一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内 

的现象和事件时会使用过去时。

②如果有其他专业著作对某个假设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只要是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 

我都会在脚注中提醒读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在脚注中提到的这类问题时，那都表明这 

些假设仍处于争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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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一直和许多其他“证人”进行交谈，阅读了大量案例、报导、会议记录、 

书面报告、采访纪实以及社会地理研究报告，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①我 

之所以提出自己的假设,是因为我坚信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与真实的生活已 

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如果有任何论点与其重要“证据”相违背，我 

随时准备进行重新思考。

对于那些更一般性和更抽象的论点，常常无法直接检验其正确与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一般性结论与特定结果及部分规则（它们从一 

般性假设中得出并且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充分证明）的吻合程度来检验其正 

确性。在不少地方，本书都将采用这种一致性程度分析方法来处理上述问 

题。

书中也利用了统计材料（其中包括86份统计表格、7张统计图标以及大 

量的其他数据②）来支持部分论点。此外，在脚注中我也列举了支持书中有 

关论点的更详细的实证研究文献，其中还包括一些经济计量分析。

我还想加以说明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专业文献仍然无法从实证的 

角度清晰阐明本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很多官方资料都存在有意扭曲的现 

象，因此，会产生明显误导。当然，因为情况的变化，许多资料正在进行重新 

审查和修改，这一过程很可能持续下去，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以前所有的错误 

资料都得到更正。对一些资料进行更正，再加上对统计报告的经济计量分 

析，或许有一天会让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他们从前得出的结论, 

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只有等到收集完所有必要的观察内容和资料并 

进行了认真客观的统计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尝试理论探讨。再说理 

论分析本身就会促进我们对某些现象进行考察、衡量或实证检验。

①许多研究者往往对此类“证据”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些逸闻轶事，不应进入 

科学人士关注的视野范围。但事实是，这类证据常常更容易让我们理解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像 

很多更宏大的分析研究，那类研究尽管站得很高，但其立足点却是被严重扭曲的官方资料。

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统计资料是基于我自己的研究，其他大部分资料都来自其他学者发 

表的文献。由于本书的综合性特征，让我不能仅仅依靠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因此，哪怕是第二 

手资料，只要它深入扎实并能够很好的阐明书中的有关问题，我也会加以充分利用。在大多数 

情况下，资料来源仅指那些提供了资料或表格的文献材料。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献为读者提供 

了原始资料的补充参考材料，如国家和国际统计资料等。

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允许我引用他们文中表格的作者和出版机构。关于引用文献的详细 

说明都被放在了书中最恰当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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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模 型

研究内容自身就决定了在分析过程中必须采用某种方法论原则。我们 

的研究任务是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经验，因此，和许多其他科学著作一 

样，本书也是基于其自身的研究目的（总结性研究）采用了相关的模型。①

举例来说，如果想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控制投资资源的机构与要求投资 

资源的机构之间的一般性关系（而不是具体介绍苏联在1951年或捷克斯洛 

伐克在1985年时，国有工业企业和工业部委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必须对此 

进行宽泛的抽象。这时,我们不得不忽略国与国之间以及某一国家不同时 

期之间的具体特征差别,也不再考虑某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不同部门以 

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具体差异，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所有特定情况下都具有的 

典型特征。这类模型无法准确周密地反映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或特定部门 

的具体状况。那些熟悉具体细节的人往往会指出事情并不像作者所宣称的  

那样，尽管很可能存在这样的反驳意见，但本书还是将遵循抽象、建模和进 

行理论总结的研究思路。

作者不打算反反复复地强调本书是在演示“模型”，而不是直接观察现 

实，但读者最好在通读之前记住这一点:本书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在词 

语的用法上也多有变化,有时会说某个“典型情况”，一个“典型结构”或“原 

型”，但书中出现的所有这些说法基本上都可以看做是“理论模型”的同义 

词。

书中还会谈到大量规则，这些规则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

①在这里“模型”一词必须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倾向于 

把这个科学哲学上的技术术语专指为用数学语言表达的模型。尽管利用数学建模也是创立模 

型的方式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建模方式，而且数学建模本身也是有利有弊。在准确严密 

与全面描述现实之间总存在权衡取舍的难题。

本书是在词语本身的意义上使用“模型” 一词的（如"理想模式"或"原型"），这也是有所 

得，必有所失。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非常不严密、甚至有时是模糊不清的说法。但从另一 

个角度看，这种做法能够对真实世界进行更丰富的描述和更贴近的分析，因为它能够建立在读 

者思维联想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以及对不同的假设简化组合 

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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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有些规则具有较深刻的本质特征，有些则能够解释更表面化且不 

太重要的其他规则。我希望在本书结束的时候,这些规则的“层次体系”能 

够逐步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这个角度而言，读者将不仅碰到联系非 

常松散的现象观察,而且还会看到一系列的演绎性思考（这种思考可以让作 

者从几个基本前提引导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性思想脉络）。在其他文献中，也 

会出现本书中一系列思想所包含的各种要素，但本书的特点恰恰在于用一 

种演绎的方法将这些或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各种要素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5.1]0

1.7评 价

看过上述讨论以及作者对实证研究和模型安排的一再强调，读者可能 

会认为本书是一种"与价值判断无涉”的分析，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对所有 

的社会一政治一经济体系进行评价时,我们都要依据这种体系在多大程度 

上促进了一系列伦理要求的发展，以及它在实现某些特定价值的过程中发 

挥了多大作用来做出判断。

本书无意将作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读者。尽管在选择特定主题, 

安排重点内容以及如何组织事实等方面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价  

值体系，但是作者一直试图尽量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自由、平等、社 

会正义、福利以及其他许多终极价值都在评价社会体制时具有相同的权重。 

可能会有人打比喻说，上述各种价值也都是"不同的研究科目”。本书在对 

社会主义体制进行评价时将认真考虑所有这些值得严肃对待的价值“科 

目”。在进行体制比较时，作者会尽最大努力对所有经常探讨的“价值科目” 

进行评价,而且还将评价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自己所提出的“价值科目”。

再打个比喻来说，当面对学校的成绩单时,与此有关的人——父母、老 

师和学生对每个科目都会赋予不同的评估权重，有些人认为数学成绩是最 

重要的，有些人则认为体育或历史成绩是最重要的。

如果能够客观而又令人信服地做出判断（例如，就某个“价值科目”而 

言，社会主义体制应该得多少分？它在促进某项价值方面究竟做得怎么 

样？），作者将毫不迟疑地给出答案。这种“科目研究”式的评价是一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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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至于本书是否令人满意地完成了这项科学任务，作者相信具有各种 

不同世界观和党派观点的人会对此达成一致。如果本书确实很好地完成这 

一任务，那么它就能够帮助所有持不同世界观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澄  

清他们各自的思想。

即使做到了这一点，读者仍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道德 

信念。至于对各种不同的“价值科目”赋予多大权重，以及根据自己的价值 

体系来比照社会主义体制的总体表现，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了。毫 

无疑问,这些问题将留给读者自己。

人们经常会谈起一连串的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未来社会建设的“伟 

大蓝图”、远景以及行动计划。但所有这些思想在本书中都是些次要问题,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检验意识形态的实际效果,或者说是要把一些先验概念 

与现实进行对比。本书不涉及方法论的全面考察，或者说不对社会主义思 

想史进行评价。

本书不打算超越实证分析，也不会对社会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更不 

想建立一套规范性理论。作者在书中将描述并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历 

程,但不会提出作者自己的改革建议。但作者坚信:只有在进行了体制变革 

之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才能最终克服它们在社会和经济领域面临 

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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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及改革体制(本书的主要 

内容)进行考察研究之前，必须首先介绍这一体制的“前奏”。 

尽管我不打算详细叙述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想史，但是鉴于它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大致描述一下马克思所想 

像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对革命前的体制进行简短的分析，之 

后再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型稍做阐释，最后，我将把社会主义 

之前的社会与制度化和固定化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联系起 

来，简单回顾一下那个时代的基本状况。

2.1 马克思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大部分科学著作①都在研究资本主义，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 

会他很少提及。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通过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勾勒出他 

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在此,我仅从这幅蓝图中挑出与本书主题相关的 

部分加以介绍，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还会多次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家，马克思始终髙度评价资本主义在发展生 

产力、消除中世纪的蒙昧落后以及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表面出的非凡能力，并 

且称赞资本主义采用了更好的组织形式进行集中生产。马克思认为，恰恰

①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见以下几个人的著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很 

好的概括和总结：T. Bottomore 等(1983 ), L. Kolakowski ( 1983 ), G. Lichtheim ( 1978 ), D. Mclella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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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资本的不断积累将导致被剥削 

阶级日益贫困，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带来一场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 

将被推翻，“剥削者将自食其果”。

很显然，这一思想中包含着社会主义将“超越”（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 

义的观点。一旦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它不仅变得成熟，而且已经腐 

朽。当资本主义生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必将替代资本 

主义，资本主义自身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为更高发 

展阶段的生产体制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资本主义将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 ， 

通过高度组织化的公司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做好了准备 ，这种高度组织化 

和集中化的生产方式将使生产集中于少数资本所有者，而在他们被推翻之 

后，无产阶级就能够自己进行生产。①

在这样一幅社会主义图景中，控制生产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一旦 

不再有处于无序状态的市场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复杂的商品交换过程 ，生产 

关系将变得极为简单，清晰可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按照不同的任 

务进行社会分工，直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

按照这一思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体制下经 

济活动的简单平稳运行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 

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点不言自明。

2.2 体制原型

社会主义体制有三种不同的原型：

①“英国能够单独引发一场严重的经济革命"，马克思在1870年曾这样写道：“只有在这 

个国家里，资本主义方式，即大资本家们将劳动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实际上控制了全部生产； 

只有在这个国家里，绝大部分人□是由赚取工资的劳动者组成；只有在这个国家里，阶级斗争 

以及工会领导的工人组织已经相当成熟……如果说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英国 

的传统特征,那么导致它们灭亡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是最成熟的。”卡•马克思[1870] （1975b,第 

118 页）。

恩格斯以类似的方式说道，“那些刚刚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也可以建立社会主 

义，但“只是一个样本而已，它必须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帮助”。他接着说道，那些比较落 

后的国家只有实现以下条件后，才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比资本 

主义更先进的经济体制，或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弗•恩格斯[1894] （1963,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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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命过渡体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2 .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

3 .改革体制（或改革社会主义）①

这样就有三种模式。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与这三个模式完 

全雷同，而且模式本身也并非理想状态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们只是对社 

会主义历史现实的抽象概括。

人们首先可能会发现这三种原型似乎是按照历史阶段依次排序的。革 

命之后就进入过渡时期，过渡期成熟以后，便开始了经典体制时期，再经过 

很长一段时间后，又让位于改革社会主义。

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阐释这些原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并非十分 

准确的研究方式，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

就某些国家而言，不同原型阶段出现的时间顺序也有差别，各个阶段会 

相互替代出现。例如，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可以被看做革命过渡阶段，紧接 

着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改革阶段，即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此之后，苏联才开始 

全面建设经典体制。在中国，经典体制出现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 

时期的状况与本书所介绍的革命过渡体制有许多相似之处。

历史已经表明，第一种原型无法永远存在下去,它只是一个过渡的阶 

段，迟早会让位于经典体制。但没有任何一致性证据和结论性经验表明经 

典体制一定会让位于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就在写作本书的时候，还有国家 

仍处于社会主义经典体制阶段（如朝鲜和古巴）；而还有其他的国家（如东德 

和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没有经历改革社会主义，而是直接从经典体制跨 

入了后社会主义转轨阶段。

就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原型以最纯粹

① 我们将在第3-15章中展开有关经典体制的讨论，在第16-24幸里讨论体制改革。 

本书尽量按照这一分类标准来排列各类图表的顺序，但难免会出现不统一的地方，例如在进行 

国际比较时,在同一时期会有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第3-15章里有不少图表列出了处于体制 

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资料。

当图表所要说明的现象既适用于经典体制，又适用于改革体制时，这种变通也是可以理解 

的。同样，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特征也可以用改革经济中的有关资料来加以说明。

在一般情况下，各种图表本身就表明了经典体制和改革体制有很大的差别。就图表的综 

合特征而言，改革时期的数据有必要在第3-15章中提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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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出现。当一种原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必然同时存在其他原型的一 

些特征，这种混合状态往往伴随着内部的矛盾,不断出现相互冲突的趋势。

尽管很容易确定某一原型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存续时间，但没 

有人会认为该体制在其整个历史时期都是一成不变的。就苏联的社会一政 

治一经济体制而言，自斯大林掌权开始，一直到他逝世（准确地说一共是25 

年，即从1928年到1953年），它都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经典体制特征，但体制 

在最初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当那些主要特征逐步发展并稳固之后，则是另一番 

情形;当该体制走到尽头的时候，情况又有所不同。在赫鲁晓夫时代（1953 - 

1964年），苏联进行了过渡性的改革实验，而当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经典体制 

再次复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斯大林统治下的 

苏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此，原型表现出了跨阶段的共同特征。让我们 

继续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发现，斯大林统治的初期、中期和末期 

与勃列日涅夫的整个执政期都具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应该集中关注社 

会持续和长久的状态，并对这些状态进行相互比较（如对经典体制与改革体 

制进行比较,或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至于特定原型或社会 

经济体制在存续期内发生的短期变动和其他变化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 

内。

之所以要构筑原型这样一个理论大厦，其目的是为了以浓缩的方式精 

练概括几十年的历史变迁。所谓原型，并非静止不动，因为它是要在不断运 

动的过程中动态地表现出体制的各种变化，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它们通 

过行动铸造了自己的模型。也许用一个文学上的模拟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 

点:原型就像一部小说，它把很长的一段历史浓缩为四幕独立的剧目。小说 

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会消失,但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冲突将以最精练的 

形式让每一场剧目映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无论是阐释历史事件，还是预测未来,对原型的理解终究无法替代对历 

史的具体考察。当然,这些原型会是非常有用的概念工具，有助于我们进行 

阐释性研究并做出预测。

2.3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体制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真实的历史过程，首先从介绍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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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体制开始。第一个问题是，当不同的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每 

个国家的内部冲突有何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个 

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哪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内部力量引发的, 

哪些国家是由外部力量引发的？需要同时考察这两类国家。这里我们只能对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做出明确的判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 

权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帮助。但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 

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革命力量或多或少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之 

后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至少是道义上的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它 

们得到了更多的实际支持:从政治到组织，直至财政和军事援助。有人认为社 

会主义纯粹是“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说法可能过于夸张,但我们 

却可以说，绝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内部力量和外部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力量结合的比例有所不同。①

考虑到本书的主要目标，没有必要对这些比例进行详细考察。我将按 

照下列程序开展研究：

表2.1列出了表1.1里26个国家中的14个国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 

这些国家里,外部支持对社会主义革命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小于内部力量，这些 

国家的共产党主要是依靠内部力量取得政权的。表2.1可能并没有将这些国 

家全部列出，但它排除了所有有疑问的国家。表2.1并不表明外部的政治、财 

政和军事支持对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无足轻重，而是指内部力量 

发挥了主要作用，至少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表中所列出的国家在社会一政治一经济体制方面都具有以下主要特 

征,这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前奏：

1 .这类国家都处于贫穷和经济不发达状态。②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①至于苏联的最初状态以及后来的历史发展对社会主义体制一般性特征的形成造成了 

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苏联模式和苏联的干预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稍 

后再进行讨论［15.4］。

② 毛泽东（1977,第306页）对此作出了透彻的解释。他在1956年这样说道：“我们的两 

大不足也是我们的两大优势。我在别的地方讲过，我们是一穷二白。穷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工 

业，我们的农业还不发达。穷是指我们象一张白纸,我们的文化科学水准还很低……这不是一 

件坏事。穷人才要革命，但想让富人革命就比较难。具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准的国家正被骄傲 

冲昏了头脑。我们像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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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国家革命前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仅是当时最发达国家的很小一部分。

表2.1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由内部力量发动革命

共产党夺取政权 

之前的状况

1 2 3 4 5 6

个数 国家
取得政权 

的时间

经济发展 

水准人均GDP 

（美元= 100）

对外依附类型 武装斗争类型

1 苏联 1917 21.8 独立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

2 阿尔巴尼亚 1944 —— 独立国家， 

意大利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 

解放战争

3 南斯拉夫 1945 14.0 独立国家，

德国和意大利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 

解放战争

4 中国 1949 ― 独立国家

日本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战争在解放战争 

之前和之后

5 越南 1954 — 法国殖民地，

日本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战争，首先是反抗日本, 

然后是反抗法国

6 古巴 1959 — 独立国家 国内游击战争

7 刚果 1963 12.8 法国殖民地 

（至1960年）

殖民地独立斗争， 

军队夺取政权

8 索马里 1969 5.4 意大利殖民地 军队夺取政权

9 南也门 1969 6.0 英国殖民地 殖民地独立斗争

10 贝宁 1972 5.0 法国殖民地

（至1960年）

军队夺取政权

11 埃塞俄比亚 1974 4.5 独立国家 军队夺取政权

12 莫桑比克 1975 12.4 葡萄牙殖民地 殖民地独立斗争

13 尼加拉瓜 1979 21.4 独立国家 武装起义

14 津巴布韦 1980 14.7 英国前殖民地， 

实际处于独立状态

7年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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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 1 列：S. N. Prokopovich （ 1918,第 66 页）。其他列：I. B. Krabis, A. W. 

Heston, R. Summers（ 1978,表 4）。

注释.如果能够一一列出每个国家在革命前和平时期的有关资料,那么就能够很 

好地说明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准，但由于资料缺失太多，这项工作无法如 

意完成。表中提供的资料是1970年的。

2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以英国1913年的国民人均收入为基础计算的。

3 .此处选用的资料是1937年的。

2 .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非常低。它们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家,农民和 

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3 .构成现代工业部门的大型工厂（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 

规模相当小。

4 .社会关系和所有权形式保留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量特征。

5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非常严重，甚至远远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 

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鸿沟对群众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 .就政治体制而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稳固的议会民主制 

度，当时各国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压制政治自由，不少国家还处于血腥的 

专制独裁统治之下。

7 .在表中所列出的国家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半依附或全部依附于其他 

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处于军事占领状态；或是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 

于某个更强大的发达国家。因此，取得民族独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8 .大多数国家在革命爆发之前都处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之中，严重颠覆 

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内战、游击战争或是一再发生政 

变。在不少情况下，这些动荡中的战争往往与第七点特征有密切的联系。

前四个特征与马克思的期望完全不符:社会主义没有首先出现在非常 

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那里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已经被 

耗尽。如果我们将那些规模有限的现代工业部门忽略不计的话，那么社会 

主义几乎没有继承资本主义大工厂高度发展的组织化和集中化生产方式 。 

此外，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这些国家处于极端动荡之时取得成功的。

上述八点特征基本概括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社会一政治一经济体制 

的主要特征。在本章的后面部分和本书其他章节中，我还将多次提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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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和新体制诞生之前的社会特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以及 

其他初始特征为社会主义体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些落后状态的印 

记深深地扎根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的国家。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些基本不是依靠内部力量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 

国家。如果参照上面列出的8个主要特征，这些国家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 

有些国家具有表2.1所列国家的特征，如蒙古和阿富汗。但绝大多数在二战 

后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都已经超越了表2所 

列国家所处的落后状态，其中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实际上属于当时最发达 

的工业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是在苏联公开和隐蔽的干预之下接受了社会主 

义体制，因为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首先是在落后的社会里建立起来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后在考察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了 

此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时,不能把那些“依靠外部力量发动革命”的 

国家的初始特征作为研究基础。研究的起点应该是表2.1所列国家的初始 

特征，首当其冲的就是苏联。

2.4迈向经典体制的革命过渡时期

这一部分将简单介绍一下由前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制度化经典体制过渡 

时期的基本特点。

尽管每个国家的过渡方式都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 

共同特征，特别是那些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里 

我们重点讨论这些共同特征。以下内容并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描述, 

而是综合概括了一些国家过渡模式的基本轮廓。

仅仅回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 

的社会公共氛围和政治气候。那时的革命领导人满腔热血，沉浸在胜利的 

喜悦之中，他们认为革命是历史的正义之举，他们冒着被捕入狱、严刑拷打、 

甚至牺牲生命的危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 

们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为集体而奋斗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革命热情 

不仅仅局限于少数革命积极分子，大批群众也都深受感染。正因为如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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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通常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英雄年代”①。

“剥削者”终于开始“自食其果”了。部分工厂、银行和其他机构很快就 

被收为国有或变为集体所有，然后就开始进行集中生产和集中分配。

再分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将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无地 

和贫穷的农民。

与国有化和社会化相伴而来的是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这里需要提醒 

读者的是，革命之前的体制处于非常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状态；而新制度恨不 

得一夜之间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于是，取消了上层阶级的高收入 

并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没收充公。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穷人搬进了富人 

的家里，而宫殿则变成了学校和工人度假村。

在多数国家，最初的革命转型都发生在内战或抵抗外部敌人的时期，此 

时整个经济已陷入崩溃状态。因此，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确 

保平均分配食品。这样就引入了配给制，以确保穷人能够得到基本的食品， 

那些企图规避配给体制的黑市商人遭到追捕和起诉。

尽管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激活了覆盖 

全国人□的国民教育运动，许诺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并组织 

孩子们度假。

实现历史正义绝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物品的重新分配。贵族、富人和旧 

体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都受到了惩罚，其中许多人被关进监狱，送入 

劳改营，或者被处死。在革命年代，到处充斥着暴力和恐怖。

在剥夺旧社会统治阶层的财产和镇压他们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不遵循 

法律的情况下为所欲为，或是仓促通过新的法律加以执行，各种法律同时并 

在，甚至相互矛盾。整个社会不再有任何法律和秩序，或者没有丝毫司法保

①这一称呼来自研究苏联经济史的历史学家L. N. Kritsman的著作：《俄国伟大革命的 

英雄时代》(1926)。在这本书里，作者在研究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用到了这个词。“战时共 

产主义”是原型的历史实践之一，本书将它命名为“革命过渡体制”。“战时共产主义”具有这 

一部分所概括的模型的大部分特征(当然不是全部特征)。

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研究，如苏联的研究可参见M. H. Dobb [1948] (I960), A. Nove 

(1969,第 3 章)和 L. Szamuely ( 1974)；中国的研究可参见 H. Harding( 1981 )和 M. Meisner 

(1986),南斯拉夫的研究参见 D. D. Milenkovitch(1971)和 F. B. Singleton,B. Carter( 1982),句 

牙利的研究可参见L Peto S. Szakács( 198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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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这一切往往是由于革命前的内战和对外战争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症 

状随处可见。

从这时起，社会开始分化。除了革命的支持者、那些对革命漠不关心的 

人、或是仅仅是想活命的人之外，也有积极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在一些 

地方，“反革命”活动只是小规模的地方性运动,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爆发了有 

组织的反抗行动,引发了起义和内战。这使得双方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血 

腥的报复之后便是更加残忍的复仇。

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切如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社会 

主义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那么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呢？如果社会主义在和平的年代获得资本主义创造的大规模现代生产力， 

那么它是否能够从一开始就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物质产品呢？

可事实是，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能够通过内部力量在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政权。恰恰是由于前文提到的那些社会特征（前资本 

主义的落后状态、贫穷、极端的不平等、残酷的压迫、战争以及深刻的社会危 

机）才引发了革命，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正是这些导致体制变迁的条件诱 

发了下面一系列行动：胜利一方满腔热情,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坚决抵抗反 

对派,并迅速进行再分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秩序。

革命前的各种事件有助于人们理解革命时期的许多特征，并能够对这 

些特征做出很好的解释。如果考虑到支撑革命体制的诸多因素都是暂时性 

的，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必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无法长久维持。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在伟大事业和 

群众运动的激情鼓舞之下，带着必胜的信念,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他可以为 

了集体而不惜牺牲个人，但他不可能永远这样。激情过后,他仍然要回到日常 

生活之中，关心自己的工作、所做出的牺牲以及相应的物质福利。此时，对整 

个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物质奖惩来鼓励人们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当所有富人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充公之后,这种形式的再分配也就走 

到了尽头。由于革命前的动荡，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过渡时期的混 

乱①，必然导致生产的衰退。显然，只有依靠生产活动，而不是没收充公，才

① 例如在苏联,1920年的工业产值只有1917年的21%,见L. N. Krisman（ 1926,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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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断改善人们的物质状况。这时,生产活动已经掌握在公众和集体手中 ， 

然而想进行生产，就需要组织和有效的控制。

革命前的体制曾让国家处于落后状态，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之前就郑重 

许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彻底消除这种落后状态，当社会从内忧外患的血战 

中走出并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掌权者认识到必须通过迅速提 

高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来完成先前的承诺，他们渴望尽早实现经济腾飞的 

奇迹，他们还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军事威胁,为此必须迅速增加军事实力，这 

也要求高速的经济增长。

然而，无政府状态、缺少法律和秩序、各行其是的地方行为都严重阻碍 

着上述目标的实现。没有一定的规则和纪律,任何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 

因此,恢复秩序的要求与日俱增。

所有这些情况的变化为整个国家走出革命过渡体制准备好了条件。革 

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逐渐褪色,直至彻底消失，即使那些曾对革命满 

怀激情的人也不例外。新体制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其制度的官僚特征日 

益明显，生活恢复到了正常状态。经典体制时代开始了，并逐渐稳固下来。①

这里有必要单独提一下东欧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②南斯拉夫和阿尔 

巴尼亚基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上述模型所总结 

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体制的主要特征同样适用于这两个国家。但正如我们 

在2.3部分所强调的，由于苏联红军推翻了德国对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事统治，又在打败德军后占领了东德,苏联的 

军事和政治存在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毫无疑问，共产 

党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苏联主要通过向当地政治环 

境施压，让共产党最终取得了集权统治地位，从而将社会主义体制强加给这 

些国家。

①不少历史著作都涉及到了从革命过渡体制走向经典体制的转型过程（可参见注释6 

中的参考文献）。

②关于东欧战后民主极为痛苦的两难境地，可参见匈牙利杰出的政治学家I. Bibo在 

1945和1946年撰写的文章（1986年重印并收录于他的文集中）。关于1945 - 1949年东欧政治 

史及苏联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献,应参考Z. Breezinski[ 1961 ]（ 1967）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后 来T. 

T. Hammon* 1975）和 C. Gati（ 1984）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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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内，东欧国家实行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 

这些国家组成了联合政府，其中共产党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获得的选票比 

例。整个经济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结构，一边是“常规”的资本主义 

部门，一边是社会主义部门。国有化稳步展开，土地改革也开始大规模实 

施。

1949年之后，共产党与社会党进行合并取消了多党民主体制，这一阶段 

宣告结束。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由此进入了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

1945-1949年期间，东欧国家具有革命过渡体制的不少特征，同时，在 

很多关键方面又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 

1945年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其内部力量引发的,1945年之前的体 

制完全是由外部力量即苏联将之彻底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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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权力结构

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是要考察其权力结构，但许多 

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 

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均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特 

征①。.

本章（“权力结构”）与第4章（“意识形态”）紧密相连。 

这一章主要讨论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方式，下一章研究掌权者 

政治行动背后的目标、价值体系和思想意识形态。也可以这 

样说，本章是介绍权力的肌体，而第4章将触及权力的灵魂。

本章的描述与分析将紧紧围绕全书的主题（社会主义经 

济体制），集中介绍与之相关的关键特征并尽量做到简洁明 

了。这里就不再讨论政治结构的其他重要特征，相信对此感 

兴趣的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会进行深入研究。

① 我建议读者按照以下顺序进行阅读:在开始第3章之前，可以先阅读第15章，这一章 

对第二部分关于经典体制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尽管在没有读过3 -14章之前，可能无法 

清晰透彻地理解第15章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但第15章对主要结论进行了基本总结，这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3 -14章的有关内容。

我的意见是,读者在读完第15章之后，阅读3-14章，并按照顺序再看第15章，因为在研 

究了第二部分3-14章的内容之后，有必要重新阅读第15章。

当然，不提前阅读第15章也不会影响对整体思路的清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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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执政党

社会科学的通常做法是要区分特定组织或机构的正式运行规则（公开 

宣称的东西、内部的章程以及国家法律的官方解释）与实际的运行规则。这 

两套“游戏规则”之间有哪些相似之处？又存在哪些不同？下面我们在介绍 

党、国家和群众组织如何运作的时候，将阐明这两套规则之间的不同之处。

权力结构的基本组织机构是共产党（为方便起见，下文中如果没有特别 

说明，一般都简称为“党”）。①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 

政党。②在处于权力顶峰的时候，党员总数占有非常高的人口比例（见表 

3.1）0

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入党是自愿的，党支部③负责管理 

入党申请人的有关事宜。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它包括了某一地理区域 

内（如一个城市或城市的一个区）或某一工作单位（如一家工厂）内的所有党 

员。领导机构由支部党员会议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支部书记是党支部 

的领导。

支部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通常以地区原则安排。例如，区党委由区 

党委书记领导，它的上级组织是市党委及市党委书记。处于最高层的是中 

央委员会（或是联邦制国家的中央委员会，如苏联；或是联邦中央委员会, 

如南斯拉夫）。国家（或联邦）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选举产生一个规模更小 

的执行机构,一般称为政治委员会（即苏联最为人所知的“政治局”）。中

①长期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版本的党史）在苏联一直被奉为神谕， 

强化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后来，这本书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关于共产党历史及功能的学术性著作可参见以下作品：苏联,J. F. Hough和M. Fainsod 

[1953] （1979）以及 J. F. Hough（1969）;中国，H. Harding（ 1981 ）和 J. W. Lewis 等（1970）；东 

欧,S. Fischer Galati 等（1979 ）。

②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和波兰，即使在经典体制阶段也存在其他政党，但这些政党 

不掌握实际权力。

③不同国家可能采用不同的名称（如“支部”、“党的领导"、“书记”等等）。本书中所使 

用的术语并不特指某一特定国家，而尽量能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个别情况之外，本 

书避免使用毎个国家自己的说法。同样，对于意义相同但非标准化的其他用语（各国均有不 

同），本书也采取了上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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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还要选举产生党的最髙领导（总书记）和他的同事，即中央书记 

处书记。

表3.1社会主义国家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1986年）

国家 党员人数（千人） 党员总数（占人口比例％）

阿尔巴尼亚 147 4.9

保加利亚 932 10.4

中国 44,000 4.2

古巴 524 5.1

捷克斯洛伐克 1,675 10.8

东德 2,304 13.8

匈牙利 871 8.2

蒙古 88 4.5

朝鲜 2,500 12.2

波兰 2,126 5.7

罗马尼亚 3,557 15.6

苏联 18,500 6.6

越南 1,700 2.7

南斯拉夫 2,168 9.3

资料来源:R. F. Staar （ 1987, pp. 45 - 47） o

注释:表中的资料是以党自己宣布的党员人数为基础的。党员比例是指党员占全部 

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所占成人人口的比例，数字会更高。

按照正式规则，各个级别的领导机构和书记都要由党员选举产生（或是 

直接选举，或是由代表间接选举,或是由已当选的领导干部选举）。选举程 

序以及党的任何决定必须获得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同意，这两项内容构成 

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中民主的一面;另一面是集中制，上级党组织的决定 

对下级党组织具有约束力，所有党员必须服从。党在做出决策之前可以公 

开讨论，但党的决定一经通过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不允许再有任何争论或抗 



34 社会主义体制

议。

而在现实生活中，集中制更为普遍和强大。按照党的正式规则，党组织 

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进行运转的。

中央领导机构有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构成了官僚化的等级体制，其中 

包括部门一把手、部门副手和其他人员。按照党的规则，任命就职的党员干 

部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只有经选举产生的机构才享有决策权。但事实是,党 

员干部在事务管理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根据正式规定，总书记只是中央领导机构的决策执行人，以及在中央委 

员会休会期间负责执行政治局的决策。但实际上，总书记集大权于一身。 

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地位。①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 

入经典体制阶段之后，总书记迟早会以极端或不太极端的方式掌握绝对权 

力。

对规模较大的支部来说，书记是一份全职工作。所有党的中级机关和 

规模较大的支部都要建立负责任命干部的组织。

最终将出现一个覆盖全党的官僚等级体系：下级组织必须严格执行上 

级指示。在这样一个等级的体制中，选举产生的领导和上级任命的领导没 

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那就是经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和受命担 

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全都是党委领导。

3.2 国 家

处于经典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 

法、法律和司法制度。国家分为三个独立的权力机构:立法、国家行政（负责 

执行法律）和司法。立法机构（以下将称为议会）的成员由公众选举产生，议 

会负责任命政府成员，地方立法机构（以下称为地方议会）在各自的地域范 

围内（联邦制国家内的州以及州内所辖的地区、市和乡镇）行使权力,地方议 

会在法律范围内是独立的并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

① 有关斯大林的传记文献非常丰富。例如，可参考I.多伊彻（1966）,R. Tucker （ 1973, 

1990）和A. Ulam（1973）,其中Tucker特别研究了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本质特征与斯大林的领袖 

魅力型恐怖统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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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但没有具 

体说明党在国家实际管理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党的活动和 

国家事务密不可分,这样就可以确保党在各项活动中都处于支配地位。①尽 

管国家法律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党实际上具有以下权力 ：

1 .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职务都是由党的各类机构 

决定的。国家法律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党自己通常会详细规定不 

同的职务任命需要由党的哪个机构决定。换句话说,人事决策是政治局的 

特权，由它来决定地区和城市党委或重要机构党委的领导。②这一特权包括 

任命国家行政部门首脑和所有主要经济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党委决定谁将 

是共和国的总统,谁可以担任议会成员，以及谁可以参加地方选举。因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职位都只有一个候选人,所以实际上所谓代表都是党 

选出来的。同样,党组织还负责任命法官和检察官。

前文已经提过，党委在选择选举机构成员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党委领导还要提前准备党委的其他人事安排决定，所以 

党委也不过是对领导们事先做出的选择加以确定而已。完全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党委领导在选择谁担任议员、国家行政机构成员和司法人员方面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在国家行政机构进行决策之前,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 

做出决定。中央政府的主要政策都事先由党中央或政治局定好了，地方政 

府主要政策的制定则是地方党委说了算。

3 .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双重体制。在党委中 

有专门的干部或一部分干部来负责所有的重要政府活动。中央委员会设有 

各类机构分别负责工业、农业、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等。这种双重体制 

并非完全对等③，区别之一就是规模不同:党委中负责特定领域事务的干部 

人数要少于与它平行的政府机构的人数。但从另一方面看，党内的小人物

①1950年前后我曾听匈牙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人物Jozsef Révai用了 一个非常贴切 

的辩证法式的评论:“党和国家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也不是两个东西。”

②在苏联，这一管理机构被俗称为人事任免部门，人们又把它形象地称为领导阶层。

③低一级的党组织按区域原则设置，但每一个地区党委机关也都有与政府部门（工业 

部，农业部等）相对应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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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手握大权，他们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有时根本都用不着发表正式的指 

水。

此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党委班子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监督政府管 

理,当它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时，都要立即报告。

宪法中从未规定政府官员、议会成员、地方议会或法官必须要服从党的 

指示，但他们几乎全都是党员，因此必须执行党的命令。实际上，这些人并 

非仅仅服从党的决定（由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做出的决定），他们还要按 

个别领导干部的指示办事。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按照领导人的指示来执 

行党的决定。

在谈及党和国家是“水乳交融”的时候,我只说明了党（更确切地说是党 

委领导）是如何统治国家的。至于为什么用“水乳交融”这个词，我们可以用 

以下事实来说明：

在经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中，有不少人都在政府机构或国有部门担任 

重要职务，如部长、副部长、国有企业总经理、大使、将军、警察局长和议会成 

员。

"水乳交融"还表现在个人职业生涯方面。有人从党的低级干部开始做 

起，然后在党内不断晋升,直到成为高层领导。同样也有人从政府低级职员 

开始做起，然后就一直在政府部门内工作。但党员的工作职位调动十分普 

遍，例如一个工厂的经理很可能会被提升为地区党委书记，然后再调入政府 

当副部长。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先是做党委书记，然后成为大企业的总经理 

或警察局长，最后变成党的高层领导。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党委成员”、“领导”或“干部”基本是一个意思，并不特指从事某项具体工 

作（不论是在党内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有人用“党国”一词 

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关系。

尽管从上述论证来看,党和国家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它们之间没有“自然分工”，党管政治，而国家负责行政管理。可这种分工在 

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实质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治是“无孔不入”的, 

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国家行政管理根本不可能“脱离政 

治”。共产党认为自己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它不允许政府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享有任何自主权。事实上，“党国一家”以及政治与行政职能混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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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正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

3.3 群众组织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类社会组织和协会一般都被统称为群众组织。① 

绝大多数群众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处于单一垄断地 

位。例如只有一个工会运动组织，一个青年团，一个妇女社团。国家科学院 

自己就代表了科学研究。当然还有各类职业团体，如一家工程师协会，一个 

作家协会，一个音乐家协会,一个电影协会等等。

这种单一组织垄断特征使得群众组织有可能建立起它在某一领域的绝 

对权威地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从国家预算中获得拨款后,负责工 

会成员福利基金的发放并对工会成员的福利待遇做出限制性规定。艺术组 

织的会员身份意味着可以参加职业性艺术活动,如果不是会员，就不能参加 

这类活动。

按照法律和正式规则，所有群众组织都享有自主权。根据组织的不同 

性质，其领导成员由会员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但实际上,是由党来决定谁 

是候选人。②群众组织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与党委领导或政府高层官员没有 

什么区别。在前面部分我们介绍过政府官员的特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 

同样如此:他们也接受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所通过的决定也都是相关党组织 

事先确定好的。党委成员对群众组织的事务进行各种干预。尽管没有正式 

的规定，但事实上是党委在命令群众组织采取哪些具体行动。群众组织的 

主要作用是向特定社会群体（与每个组织相对应的群体，如工人、青年和妇 

女）传达党的思想和意图。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组织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 

Äh" 
伟* o

① 有关群众组织的研究文献，读者可参考B. Ruble和A. Pravda（ 1986）以及A. Kahan和 

B. Ruble（1979）的著作。这两本书都谈到了工会所发挥的作用。

②1929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解除了托姆斯基担任的工会领导职务（后来他自杀 

了）。与斯大林关系最亲密的卡冈诺维奇对此事曾这样说过：“我们把大部分领导人都换了。 

有人说，这违反了无产阶级民主。但同志们，对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而言，对民主也不能盲 

目崇拜。”（见苏共十六大报告，摘自R. Conquestí 1968í 1973,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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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大型群众组织 

的领导人（工会、共青团）一般都是同级党委（国家、地区和支部）的领导成 

员。在党内，他们代表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中，他们代表党。如果他们不 

能在群众组织中代表党，那么党就会将另换他人。

群众组织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与党的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工会或共青团 

的领导会成为党或国家的髙层领导，党或国家的干部同样会当上群众组织 

的领导人。

3.4 凝聚力

当谈到党员干部、国家政府官员、群众组织领导以及国有企业经理时, 

我们在以后会用到“党委和官僚”这两个词，其实它们都是一个意思。①在没 

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本书中的官僚一词适用于所有党政机构（党委、国家 

行政机关、群众组织如工会）。因此，党委也是官僚的一部分（内在组成部 

分,而非外在机构），而且还是权力最大的官僚（科层）组织，处于支配地位。

是什么力量将这些官僚机构凝聚在一起呢？

1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特别是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是 

靠着特定的思想、目标和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党的许多领导成员在崇高 

目标的指引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并坚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这里我仅仅是对意识形态所 

产生的凝聚力稍作解释。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体 

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一章我们将专门就此展开讨论。

2 .权力。官僚部门（包括党）的成员为了保持权力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官僚构成了经典体制的权力精英阶层②。由于官僚体制是一种多重的等

①"官僚"在口语中和社会学上有几个不同的意义。在口语里，这是个贬义词，指办事拖 

拖拉拉、工作没有热情以及决策不果断。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吉，特别是自马克斯・韦伯 

[1925]（1978,第3章，11节）以来，官僚是一个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技术词汇，是指一种特定的 

社会组织形式，与其运作的好坏、快慢、热情冷漢无关。本书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官僚一词，不 

涉及价值判断（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6. 
l]）o

②"精英”这一概念可参见 R. Michels] 1911] （1962）和 V. Pareto[ 1916] （ 193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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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因此，权力绝不是平等分配的。党委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它比其他 

官僚机构要强大得多。高层领导比低级干部享有更大的权力。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在官僚机构中，每一个人(除了处于绝对高层的领导人)都既是仆人 

又是主人:他可以对下属发号施令，但同时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官僚集 

团统治着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并分配整个国家的资源。 

作为权力的拥有者,尽管其具体人员会不断变化，但是整个官僚集团却会无 

限复制自身，不断拓展自己的权力范围。①

3 .威望与特权。官僚机构的成员享有一定的威望。首先是官僚机构内 

部的高层成员在低级职员眼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少数 

职业除外，如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他们有自己建立职业威望的标 

准)，职位髙低是衡量官僚成员地位的唯一标尺。②(这与建立在多元权力结 

构和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有许 

多并行的威望衡量尺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业成功、收入和财富)。

将威望与职位联系在一起，容易带来“个人崇拜”的现象。国家的最髙 

领袖被认为拥有超乎常人的才干，永远正确并无所不能。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中出现的典型领袖人物就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时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也不断形成。即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仍然能够在 

处于经典体制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个人崇拜的许多特征。③

① 有些研究者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僚集团看做其统治阶级。这一观点首先由列• 

托洛茨基[1937] (1970)和 M. Djilas(1957)提出，J. Kuren 和 K. Modzielewski( 1968 )也有类似 

的说法。

G. Konard和I. Szelenyi( 1979)强调了知识分子阶级的潜在力量。但Szelenyi( 1986)后来 

修正了自己书中的部分观点，认为官僚集团也愿意与新兴的企业家阶级分享权力和机会，此后 

他又再次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见Szelenyi(1988)。

争论的关键是如何定义"阶级"(Class)。关于阶级、阶级冲突的定义，以及这一概.念的现 

代应用可参见R. Dahrendorf(1959)o

当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相英阶层时，必然在"阶级”的定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 

例如，我曾提到过官僚机构在权力分配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此，在本书中避免使用“统治阶 

级”这个词来指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

②这里不仅有“同级"的非正式定义，而且出于礼仪上的考虑，还有正式的规定。例如政 

府行政级别(部长、副部长，及下属部门的负责人)与党的各级干部、军队首脑、企业经理和群众 

组织负责人等等都享受同等级别。

③ 例如，罗马尼亚的尼・齐奥塞斯库、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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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之外，还有对地区领导或党委书记的个 

人崇拜（尽管程度较弱），这些人头顶上照耀着神秘的光环，他们所说的每一 

句话都被视为绝对真理。

威望还意味着按照级别享有相应的物质生活特权[13. 5 ]o髙级职位和 

低级职位之间的工资级别差额与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机构大体相似,实际收 

入也不是很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工资收入之外，还有与级别相联系 

的附加福利，其中包括免费或以很便宜的价格获得各种福利待遇。官僚机 

构人员还可以获得短缺商品和服务，他们还能到内部商店购买普通大众商 

店里所没有的特殊商品。官僚机关都有自己的住宅①。官僚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设备更好、条件舒适的医院里享受医疗服务，他们在自己内部的疗养所休 

假,那里的豪华程度是普通企业工人度假中心不能比拟的。这些特殊服务也 

是根据不同级别提供的:更髙层的领导干部可以在更髙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到 

商品更丰富的商店里购物，坐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部门专车，有私人的度假别 

墅等等。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也同样享受着这些物质生活特权。

4.严明的组织纪律。前面我们曾提到过,每一位党员都有必须在实际 

中认真贯彻党的决定和指示。在官僚机构里，下级人员也必须执行上级命 

令。这样,党和国家的纪律都得到强制遵守。

党内有一整套严格的惩罚机制：不同程度的批评、降级，直到开除出党。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开除出党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因为一旦被开除，就 

意味着这个人党内职业生涯的彻底结束。在多数情况下，此人很快就会受 

到国家的起诉。

至此,我只是提到违反“党纪国法”之后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在经典 

体制下，所谓“党纪国法”的概念非常宽泛。对党员干部而言,除了要绝对服 

从各级指示之外，还必须坚决拥护现行的政治路线，如果偏离了所谓的政治 

路线（或是真的想偏离当时的政治路线；或是被人怀疑企图偏离政治路线）， 

那么其性质就是违反了党纪国法,将受到党内纪律或国家法律的严厉处罚。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官僚体制的内部冲突。

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词是无法翻译的（如俄罗斯的公房：cjiy水e6HaH KBaprapa或匈 

牙利的Szolgalati Lakas）。单位（如企业或政府机构）拥有自己的住宅和车辆（或者是租用）,然 

后作为福利分配给自己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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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内部冲突

虽然有党作为其背后的原动力，官僚体制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它内 

部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在极端残酷的镇压时期,这些冲突可能会全部消失 ， 

但一旦镇压有所松动，它们又会以各种形式浮出水面。

最激烈的内部冲突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尽管党内派系采取了非常松 

散的组织形式，但是它们实际上相当于“党内之党”。党内派系是指一派集团 

代表着它自己的政治路线与其他派系的政治路线截然不同。例如，苏联共产 

党内反对强制快速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领导人就建立了这种所谓的“党中党”。

共产党的内部规章是严禁建立不同派系和独立政治派别的。当权的政 

治派系总会找机会在特定时期对攻击其政治路线的其他派系进行彻底清 

洗①。因此，在党内组织政治派系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然，在遇到新的 

根本性问题时，又会产生新的派系(或至少是松散的党内政治小集团)。但 

在经典体制下，任何一个党内派系都不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最终成为稳定的反对派。

党内冲突还表现在其他许多领域，例如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分歧,上一 

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当涉及到究竟由谁来全面 

继承党的最高领导权时,这种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

另一种形式的党内冲突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对党委 

的干预日益不满，而党内领导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又认为政府部门负责人 

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同样无法避免诸如美国出现的利益集团或游说团体  

之类②的社会现象。不同方面的利益代表，如工业部门、专业团体、商业部门

①斯大林曾使用无情的恐怖手段来解决与所有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宿怨。这方面的研究 

可参见R. Conquest[1968](1973)的经典著作，也可以参考由史・科恩撰写的《布哈林传记》。 

在东欧，那些真正的(或所谓的)“民族共产主义”代表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彻底清洗。

② H. G. Skilling( 1966)和 F. Griffiths 以及 H. G. Skilling 等(1971 )人首先提出这一观点 

并用来分析苏联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广泛争论可参见J. F Hough( 1972),W. Odom 

(1978)和S. Slolmon(1983)o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可参见K. Lieberthal和M. Oksenberg 

(198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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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个地区，都会向中央机构施加压力（例如要求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命）。 

有些利益集团甚至跨越了党、政府和群众组织之间的界限,在各个位置上都 

有“自己的人”。例如农业游说团体就包括了出身农民的中央领导，来自农 

业省区的党委领导和政府官员、农业部长、议会中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以及 

农业学院的教授。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矿业利益集团”、“文化界游说团 

体”等等，不一而足。每个利益集团都会通过自己的人事关系突出自己的意 

见和观点，并以各种形式施加政治压力（派出代表,在会议上大声疾呼,安排 

报纸发表相关文章等等）。

前文曾提到,各种凝聚力量把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不同部门紧密地连 

在了一起，这里所谈到的内部冲突削弱了这些凝聚力。冲突的确无处不在， 

否则我们就无法全面了解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

36经典体制下统治精英与社会的关系

在介绍了社会主义统治阶层（党）的本质特征之后，下面我们将探讨一 

下统治精英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官僚集团采取了各种手段让人民相信他们并支持他们的政策,其中包 

括全面的国民教育和现代政治宣传［4］。大型集会和群众游行是经典体制 

下带有典型政治色彩的活动，但如果对国民教育的内容提出反对意见并强 

调什么启蒙之类的话，那就会遭到约束。约束行动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类社会成员：富裕的农民、一些宗教派别、城市知识分子 

以及那些要求更高待遇的工人,等等。当经典体制的政治结构逐步稳定巩 

固之后，党的管理和指示才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也正因为如此，统治精英确 

保了社会纪律。

官僚体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任何社会体制下，国家总要 

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立法限制某些活动,通过政府规章干预社会生活，购 

买产品或者成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等等。在其他社会体制下,还存在着国 

家无权干预或不愿涉入的一些“私人领域”，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与“公 

民社会”以及国家事务与个人事务之间的界限却彻底消失。当然,官僚机构无 

法做到事无巨细，无所不管，但这只是因为在实践中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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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而言，没有什么事情它不可以管，或者说它不想管［6.7,19.5,19.6］。

这样，官僚体制的影响甚至扩展到了传统的私人领域，诸如文化、宗教、 

家庭生活、应该有几个孩子、邻里关系、业余生活、职业和工作选择……这里 

我还没有提及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任何经济交易活动都是党和政府所 

“关心的事”。①

之所以说官僚体制的权力是集权主义还因为它无孔不入，渗透到了整 

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当地的党支部、群众组 

织、政府机构以及警察当局掌握了每位公民和职工的所有资料。举个例子 

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位成年人都有一份个人档案，其中盖有工作单位 

的公章，记录了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状况。任何情况变化都要记录在案，只 

要有关当局要求，就必须提供个人档案。再举一个例子,不管公民从事什么 

工作，以及担任什么样的职务（从党的基层干部到群众组织、政府或企业的 

普通工作人员），都要由相关人事部门将这些信息登记存储。档案将伴随一 

个人走完一生。当某人调换工作岗位时，无所不在的官僚机构就把个人档 

案及所有材料转给新的部门。

在经典体制下，官僚机构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确实有一部宪法， 

但其中的有关规定完全可以让立法者为所欲为。根据正式规定，法律是议 

会通过的，但实际上这是党管的事情，法律的内容由党中央来决定。此外， 

还有大量没有正式法律地位的规章制度:它们多半是政府或部门的条例规 

定和政策规定，或者是根据特定官僚机构有关人员的个人裁决,这种形式最 

为普遍。各类规章的法律形式完全由官僚机关自己决定。

官僚集团，特别是某些特定部门和机构，自己就常常违反法律（“写在纸 

上的法律”），这导致了极端严重的后果。有人这样说,如果当权者想这么做

① 有些研究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比做“军事独裁"。我认为这个比喻并不准确，原因如 

下：首先，在军事独裁统治下，权力集中在军官和军人手中。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尽管军队 

和警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官僚机器的推动力并不是高级军官阶层，而是党。事实上，在社会 

主义极权体制里，军队在党的控制之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 

许枪指挥党。"毛泽东［1938］（1967,第272页）。

另一个原因是，尽管军事独裁（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对国民进行了可怕的 

恐怖统治，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并非“极权主义”。军事独裁统治阶层并没有力图干预所有 

的社会和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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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大自己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法律、政府 

命令和法庭判决都可以变为正式的司法处罚，这些都很清楚地说明官僚机 

构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而且情况恰恰相反:正式的法律制度服从于官 

僚机构。

在政治学理论中，已经有非常好的理论模型①来描述选民、立法机构和 

官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推导出官僚组织的行为规律。根据这一模型, 

由于立法者关注的目标是能否再次当选,他们被激励去赢得投票人的信任 。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立法者将向官僚机构发出相应的指示，并监督它们 

的执行情况。在这类模型中，官僚机构服从于立法者。

但这一模型不能用来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因为模型的两个主要假 

设在此都不成立。（1 ）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机构与模型的假设截然相反，它 

完全独立于投票人；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议员们”是由党委提名并指定 

的,立法机构由此变成官僚体制的自身组成部分之一。（2）出于同样原因,立 

法机构也无法独立于党的官僚组织，更不能监督或控制它；立法机构自己就是 

整个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还处于劣势地位。

这样一来，议会民主体制中防止官僚机构攫取并长期垄断权力（或将自 

己置于其他竞争力量之上）的制衡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由于没有独立的 

法庭来审查法律、法规或政府行为是否违背了宪法和以前的法律，因而公民 

也就无法通过法院要求国家赔偿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在整个国家里也就没 

有什么力量可以保护个人不受权力的侵犯。

在前面部分我们曾提到,在经典体制下，权力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它内 

部也存在不同派系和相互冲突。但就狭义层次而言，以及根据这里所提出 

的三个标准，我们完全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是权力高度集  

中的统治。

① 见 W. Niskanen( 197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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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及本书的其他部分都不打算对所谓经典体制国家的 

意识形态学术思想史进行系统分析。我们的目标仅限于以下 

内容：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稳固和维系而言，意识 

形态在思想、信念、承诺、价值以及道德要求方面发挥了哪些 

实际作用？这些意识形态包括哪些内容？

4.1 官方意识形态

这里所关注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下列作品里：党的决议、领导人 

的讲话和著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教科书、报刊、杂志上的重要文章以及其他 

官方声明。

在发展成熟并稳固下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不存在不同意识形态 

为赢得人民的真心支持而展开的公开竞争，官僚集团几乎完全垄断了意识 

形态。当然也还容忍其他意识形态的存在，例如传播宗教思想并不违法，但 

维持教堂的运行却会遇到很多行政和经济上的障碍,而且在某些国家和某 

些时期甚至宗教活动也遭到了迫害。虽然不时也会出现与官方完全对立的 

意识形态,但是多半会很快消亡,而且基本上都是半合法或不合法的。与此 

同时,党的各级机构、政府以及群众组织不遗余力地通过新闻舆论、其他媒 

体宣传、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等各种方式向人们灌输官方意识形态。

官方意识形态的来源多种多样并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之 

中。正如地质学上地层的形成,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逐步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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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过程。

最底层是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然后主要是马克思、其中还包括社会 

主义革命爆发前的欧洲劳工运动思想传统。

紧接着的一层是与各国（后来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 

动有关的各种思想、憧憬和价值取向。

再往上的一层主要来自共产党在革命过渡阶段获得的经验。此时，共 

产党已经完成了从反对派革命党到全面执政党的转变，并向人民做出了许 

多郑重的承诺。

在经典体制的建设过程中，所有“层面”都涂满了意识形态的涂料。意识 

形态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稳定并最终固化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一过程中, 

意识形态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为现实中出现的东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就苏联而言，官方意识形态的最后一层与斯大林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许 

多说法也都被冠以“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苏联境内，而且对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有 

自己的贡献，因此，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不同国家都有所不同 ， 

其他各种变化则都与时间变迁有关。

各个层面之间都相互关联，官方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往往是靠近上面 

的一层会从更早形成的那一层里选择部分思想，有些思想在被遗忘之后,进入 

了社会主义体制的“潜意识”之中，其他一些思想则获得了新的名称和意义。

本章的最终目标是想对不同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归纳总结，然后 

找出处于经典体制阶段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 ，这 

些特征一般都具有典型性和长期性。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只对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进行客观描述和分 

析，不进行价值判断。因此，这里唯一的要求就是真实准确,不能有任何歪 

曲。本书是在对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进行阐释分析，不代表作者的个人 

观点，这一点我不想一再重复。

42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感

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怀有救世主般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注定要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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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全人类。坚信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更优越是官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 

组成要素之一。这背后的主要假设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社会主义能够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损害效率的体制特征。资源分配由处 

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和供求波动决定，这将带来总量上的错误配置。这些 

问题可以通过计划来克服，同时还能够解决大规模失业并避免随着而来的 

对人类最重要生产力的极大浪费。有了计划，就能够防止因过度生产而产 

生的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①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必然会有商业机密,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创新（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自 

由竞争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浪费，例如日益增长的巨额广告开销，持续不断 

地调整产品种类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将消灭这些浪费行为。最后,社会主 

义还将结束由于剥削阶级过着寄生虫般的奢侈生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除了能够防止私有产权、竞争和市场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之外，社会主义 

还具有其他优势。处于被剥削状态的无产阶级工人将不再受到劳动剥削， 

从此他们会以更大的热情自觉地进行生产。这样的工作热情会提高生产业 

绩并降低监督成本。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将不断提髙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 

会。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到那时劳动已经成为每个人的生活 

所需。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再需要为了让人们工作而花费社会成本，也不 

必为了金钱而出售商品,这样就可以完全取消市场。

社会主义的优越感还与下面的信念有关:资本主义对社会进步做出贡 

献的时代已经结束，种种腐败堕落的迹象随处可见。②

马克思和列宁则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其经济成就上，而

①历史上人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体会最深的时期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那场危机使 

西方国家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生产严重倒退，成千上百万的人失去了工作，而与此同时， 

苏联却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② 阿尔巴尼亚的老牌社会主义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曾这样说过：“资产阶 

级把所谓的’消费社会‘都捧上了天，仿佛那才是’未来社会的典范'。其实他们都是在胡说八 

道，那是一个腐朽墮落的社会。资本主义总是想掩盖这一切，但它们长久以来存在的腐败和骯 

脏之物却不断大白于天下。我们的社会永远不会有这些东西。”恩维尔•霍查（1975,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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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或主要不是）体现在道德层面上。①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反 

映出了这一信念: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来自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社 

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人民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做 

出巨大的牺牲，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 

明，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将始终保证社会主义在克服 

了最初的缺点之后，其优越性将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②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发生变革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经济 

优越性的过度信仰开始动摇。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开始怀疑社 

会主义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必然（或自动）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成就，他们 

不得不承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资本主义已远远领先。一旦 

官方也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需要模仿或引入资本主义的某些体制特征时 ，社 

会主义就开始偏离经典体制状态。

社会主义优越感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是其道德优势，尽管这不是 

衡量两种体制竞争胜负的主要标准。官方意识形态宣称，社会主义是更纯 

洁更高尚的体制,它可以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人 

们会进行自我改造，从而自觉自愿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样就能够战胜自私 

和个人主义。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先前曾讨论过的问题:人性的彻底改造是 

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可能将反复提到价值［L7］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本书在 

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列举出特定社会集团认为其具有“内在价值”的 

社会现象，并区别所谓“基本的善”和那些仅仅是为了获得基本的善或内在 

价值而使用的工具或手段。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建立并维护社会主义体制 

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是一个基本的善。即使社会主义体制在某一时期无 

法完全实现基本的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保证了它最终将实现其内 

在价值。所有的单个因素（如物质福利、效率或公平分配）在本质上只是工

①例如，列宁曾有如下名言：“社会主义应该有比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取得 

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弗•伊.列宁［1918］ （1969b,第248页）。

② 正如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奇所说:“我时常这样想，即使生活 

在最差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乔治•卢卡奇（1971,第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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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它们存在的真正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些东西必 

然成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副产品，尽管在时间上可能会有长有短。其实很简 

单,社会主义胜利了,这是最重要的。

4.3 基本承诺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曾向人民做出过郑重承诺,这些基本承诺也是官 

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体制究竟能够为人民带来些什么 

呢？即使不能立刻实现，那么至少10年或20年之后，它可以取得哪些主要 

成就呢？

社会主义体制通常都是在革命前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的国家里建立起  

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过渡时期都非 

常混乱，再加上内外战争,它们与处于经济增长中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日益增大。党对人民的许诺包括:这种差距将迅速消失，而且社会主义国家 

将很快赶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切就在于前面曾 

提到过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但只有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才 

能实现承诺。这就需要集中资源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且要为高速增长做出 

牺牲。

赶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是说了一遍又一遍。①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都 

有各自的豪言壮语，但是就其本质而言，②基本没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国家 

必定会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而且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还 

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体现了经典体制阶段官方意识形态的几个重要特 

征：自信,坚信社会主义体制所具有的优势,相信今天的问题都是暂时的，明 

天的生活一定会更好;保证,动员人民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怕牺牲，努力工作。

①长期以来，东德的口号是“不是赶上，而是要超过它"，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会打败 

资本主义，而且不会带来资本主义任何不好的东西。

②这一思想首先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9. 1],然后赫鲁晓夫又开始继续使用，他在谈到 

苏联第七个5年计划（1960-1970年）任务时曾这样说:“到1967年，也许会更早一些，苏联将 

成为世界上物质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这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 

行和平竞争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尼•谢•赫鲁晓夫（I960,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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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承诺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体制的责任与义 

务。社会主义体制在一开始就继承了原有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在争夺 

政权的过程中，又要同时面对国内国外的敌人。当整个国家仍然是满身伤 

痕之际,党就许下诺言,它将扮演起经济水准已经相当发达阶段的福利国家 

的角色。每个人只需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剩下的事全都由国家来负责。 

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以下来源:劳工运动和欧洲社会党的 

思想传统，极端不平等体制下的革命运动（革命者曾发誓，一旦夺取政权，他 

们将彻底消除那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

第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承诺便是提供工作。即使不能马上就实现 

全民就业,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一定会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每一位具有劳 

动能力的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其他一些承诺也都是公民的权利,如国家有义务为所有人提供基本需 

要: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休假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了表明实现这些 

承诺的郑重决心，首先做出了以下典型姿态:在国家提供补贴的情况下，以 

非常低的价格出售基本食品。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配给制来平衡购买 

力。城市公寓楼被收为国有，提供髙额的租金补贴，然后由政府分配租期。 

整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或是半国家和半工会），并为人们提 

供免费的医疗服务。①教育也是免费的,工会免费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为工人 

提供休假场所。书籍、唱片和电影票都有大量补贴。

尽管一开始通过价格和税收政策以及建立各种组织（例如食品分配局、 

住房办公室、社会保险中心、国有企业经营的文化和休假场所）采取了不少 

实际措施来完成这些承诺，但社会主义国家未能完全实现这些承诺［13. 7］。 

在整个经典社会主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诺言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 

积累了巨大的矛盾和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法兑现最初的承诺就成为 

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

① 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医疗保障作为一项公民权利较晚即直到经典体制稳定之 

后，才逐步覆盖到所有人群。最初，只有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才享有这项权利。国家承诺提供 

的其他“基本需要”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第四章意识形态 51

44权力的自我合法性与“父爱主义”特征

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就是它如何看待权力结构以及党在 

这一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①

官方意识形态宣布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专政政体，问题的关键是谁对 

谁实行专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资产阶级在实行专政。在社会主义体 

制下,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官方意识形态宣称农民阶级和其 

他社会阶层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支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自己却 

不能当政,当权者公开承认他们实行的是阶级政策。

工人阶级并不直接行使权力，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党是工人阶 

级的先锋队,因而最终也是全社会的先锋组织。因此,党必然要领导整个社 

会。

如果当权者的政策遭到某些政治团体的反对，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有什 

么问题,而是因为那些反对派是内部和外部阶级敌人的代言人 ，他们愚蠢、 

恶毒或者根本就是公然敌对。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也不能说明有一部分群众 

不支持党的领导。党比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也正是“先锋” 

的意义所在。是党发动了革命并最终击败了革命的敌人，这已经充分证明 

党有能力领导群众。这些思想和方法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被称为“科学社会 

主义”。掌握并懂得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思想和方法上都高于任何其 

他思想和方法论者，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指南，能够充分 

理解任何新情况并发现它提出的新任务。因此，党完全能够比党外的广大 

人民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此时还让党受制于有其他政党参与 

的选举程序，岂不是画蛇添足？事实上，如果真那么做的话，将是一个非常

①在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时，我们没有必要深究革命爆发前最早阶段的情况。 

马克思对此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法,对革命前的权力问题，他只有寥寥几句话而已，而且都是一 

般性的描述。马克思所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意味着某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管理，根本不涉 

及官僚权力。

这里所描述的观点（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包括权力问题）是党取得政权之后，为了替 

已经出现的情况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支持而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些观点的形成和发展主 

要与列宁和斯大林的努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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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投票给没有真正代表人民 

利益的政党。斯大林就曾说过:“如果党仅仅是工人阶级情感和思想的应声 

虫，如果党总是尾随于自发的群众运动之后，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 

的党……党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最前列，党一定要比工人阶级看得更远 

... ”①

斯大林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广大农 

民和小业主,成千上百的政府职员，行政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再 

教育，让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 

我们也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斗争，进行无产阶级自身的 

再教育，因为无产阶级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摆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偏 

见……反对小资产阶级影响的群众斗争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②

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奇特的自我合法性构建过程。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而人民又是否真的 

支持他们，这些都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衡量指针（如投票统计）。当权者认 

为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并且始终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用相 

对晦涩但简洁的学术语言来说，那就是党通过“概念界定”完成了权力的合 

法性构建。③

经典体制的家长制特征显然也源自这种自我合法性：当权者坚信他们 

比被统治阶层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层）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 

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 

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这种体制与官僚统治集团所担负 

的“看护”角色密切相关（前面所讨论的福利国家角色）。只要公民按照指示 

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就不必再担心没人照料，因为党和国家会把一切都管 

好。当某一领袖位于权力顶峰并产生个人崇拜的时候，这种家长制特征就 

显得尤为突出。伟大领袖不仅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而且他 

还是全国人民的父亲。家长制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权力集中并交给官僚组织

① 见约•维・斯大林（1947,第82页）

② 同上，第41 -42页。

③ 可参见F. Feher、A Heller和T. H. Rigby的文章，由T. H. Rigby和F. Feher等人编辑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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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主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4.5 纪律、牺牲精神和警惕性

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道德责任。道德责任并没有正式的成 

文规定，但在官方声明里会以各种形式对这方面的内容做出规定，其来源既 

可以是实践中的奖惩决定，也可能来自经官方批准的文艺作品。

在其他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里，当然也会有许多道德责任。例如，道德 

规范会涉及到家庭生活,一般都相当保守并与西方文明中维多利亚时代的 

道德要求①关系密切。然而这里所强调的道德责任主要是指社会主义体制 

下的特定道德规范，并与本书的主题（政治经济学）有关。

所有公民都要严格遵守纪律，特别是党员。“创见”很容易就会被贴上 

“怪诞”的标签;“独立”则意味着不服从和个人主义（一个贬义词）；批评性 

的观点被认为是不尊重上级领导，不守纪律和具有破坏性。虽然没有明文 

禁止这三种行为，但如果在实际中这么做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无条件 

地服从纪律才是受到赞赏的行为。必须紧跟现行的政治路线，对已经通过 

的决议和上级命令要毫不犹豫地加以贯彻和执行。统治阶层认为这才是应 

该加以肯定和褒奖的行为，在官僚体制中，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成功升迁。 

选任的主要标准是政治上是否可靠、忠诚，是否忠于党组织和党的思想（也 

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衡量比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准重要得多。一旦 

政治上有疑问，如不够忠诚、不可靠或不听从指挥，那么即使能力再强或专 

业水准再髙也不能任用。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经典体制之前的意识形态来源，就会发现不论是马 

克思，还是革命前的欧洲劳工运动传统,都没有提到过所谓“忠诚”或“服从” 

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内容最早来源于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前各国 

（主要是那些依靠内部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2. 3］）的革命运 

动时期。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几乎都是专制政体,那里的革命者，特别是共产 

党员，大部分时期都是在非法状态下开展工作的,并且受到各种迫害。如果

①多指故作正经、固执己见或因循守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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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严格的纪律，革命运动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而且,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 

主要就是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暴动和国内战争,所有这些都需要严格 

的军事纪律。在革命胜利之后，和平时代的公民统治权就转移到了那些在 

革命中成长的人的手中，他们已经习惯了命令和服从。

在革命过渡时期，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混乱状W,社会分 

裂，急需建立新的秩序，同时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还要进行军事斗争。面对 

这一切，党势必要求党员、干部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养成严格遵守纪律的 

作风。然后就开始了工厂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化运动，对它们的管理也要求 

服从纪律。

纪律和忠诚成为道德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原因是社会主义经典 

体制的建立。本书后面还会详细谈到官僚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管制，这类 

管制措施与上述道德责任密不可分。

服从纪律的美德和牺牲精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官僚集团确定的 

特别情况下，个人必须随时准备为更髙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如果需要, 

他们在官方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仍要加班加点。如果需要,他们应该放弃 

改善自己物质生活水准的要求。如果需要，他们要将家庭生活置于国家利 

益之下，因为所有成年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和政治活动填满了。 

就这一点而言,官方意识形态包含着某种“军人精神”，所有公民都要被动员 

起来。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引用军队比喻:“劳动战线”、“社会主义劳动 

英雄”、“生产斗争”，等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漫长的战役，每个人都要完 

成自己的职责，那些完不成任务（或者被怀疑没能完成任务）的人被视为胆 

小鬼、逃兵或叛徒。

这种“战争意识”还要求具备其他“美德”，例如对内部和外部敌人的警 

惕性。由于不能够用和平文明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支持或政治反抗（例如，向 

不同的政党投票），因此，无法确切知道谁是真心支持社会主义体制和现行 

的政治路线。如果有人反对，那怎么办？必须要有人密切关注隐藏着的敌 

人。

之所以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充满不信任感主要源自社会主义国家所 

面临的艰难处境。许多周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组织都强烈反对 

共产党掌权以及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他们都企图（或已经有了实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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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支持针对社会主义的反抗活动。这种外部敌对和压力就孕育了社会主 

义国家的自我孤立倾向。因此，必须反对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影响，不 

管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甚至是外国的生活方式都要一概反对。无论是政 

治联系、还是经济联系（包括商业联系和金融联系），到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性，因为外部敌人会不择手段，利用各种联系进行敲诈或者施加政治压力。 

这种普遍弥漫的氛围就像是对内架起一排排防御性战车，随时准备抵抗进 

攻。那些能够始终表现出这种孤立奋战倾向的人都是值得赞赏的。

4.6 权力与意识形态

一旦党夺取了国家权力并成为唯一的掌权者，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都 

不会放弃权力。斯大林曾这样表达，他先是引用列宁的名言:“权力问题是 

革命的根本问题”，然后又加上了自己的话:"夺取权力只是一个开始…… 

关键是要保持权力、巩固权力,让它战无不胜。"①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中，权力不仅仅是实现其他重要目标的工 

具，权力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是最终的善。当评价社会主义体制的表现 

时，必须将这一点牢记于心。在第一章［L7］里，我们曾用模拟的方式来说 

明如何为社会主义体制打分，下面的内容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门课程或者说 

评价的标准之一:共产党是否牢牢地掌握了手中的权力？官方意识形态表 

明权力这门功课在学校的成绩汇报单上应该具有很大的权重。正如第三章 

所提到的，经典体制在这门课上拿了高分，因为经典体制建立起了使权力得 

以维系的制度框架。

在此之前我们就曾强调过，权力和官方意识形态就像身体和灵魂，两者 

须臾不可分离。是制度和组织建立了经典体制，还是思想鼓舞着制度和组 

织中的成员？究竟谁在前,谁在后，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其实不必费 

力深究。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革命之前,过渡时期，还是经典体制的演化 

阶段，语言和思想都活生生地体现在人的行动之中。反过来说，人的行动以 

及体制的逐步发展都要求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和正确解释，行动本身又不断

① 见约•维•斯大林（1947,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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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想进行调整和修正,直到经典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发展成熟。一边是 

制度、组织和运动；另一边是计划、构想、信念、道德责任和价值，所有这些都 

捆在了一起，共同维持着经典体制。



第五章财产（权）*

*关于“Property”一词的译法，译者主要参考了国内翻译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 

词典》（1996年版）和《牛津法律大词典》（2003年版），其中《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将该 

词翻译为"财产"，但在词条解释中又使用了“财产权"，而“产权”相对应的英文则为"Property 

rights”；而《牛津法律大词典》则将"财产”和“财产权”两个词同时列出。——译者注

①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分界线,而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技术水 

准和社会经济状况，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深海是公共产品，但邻海国家享有对大陆临 

近海域渔业的管理特权。这种财产（权）是依安国际法庭、法律与经济制裁协议来保证执行的， 

并以海军力量作为最后保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但实际上普通人却无 

法运用上流社会的语言：因为这种上流社会用语是该阶层的私人产品，其财产（权）受到“培 

养”及“教育”等社会机制的保护。

在本章里，我们首先将对相关概念进行一些解释,然后系 

统考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财产（权）问题。

5 .1概念解释

通常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区分:资本主义是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而 

社会主义是以公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基本没错,但如果想更准 

确地把握现实，还需要对概念体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首先必须区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例如衣服就是私人产品，而海上 

的灯塔信号就属于公共产品。当一个人在穿上一件衣服时，另外一个人就 

不能再穿上同一件衣服了。而当一位船长根据灯塔信号调整航向的时候, 

他并不能阻止另一位船长使用同一灯塔的信号来调整航向。当阳光、语言 

和生产知识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它们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①



58 社会主义体制

但不能把“公共产品”和"公有财产（权）”的概念相互混淆。公共产品 

的标志是在特定时期无法确定其所有者，而私人产品的所有者是非常清楚 

的（所有者可能是个人、团体或国家，但所谓国家所有,是指私人产品为集体 

共同拥有）。这样就引出了财产（权）概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排他 

性。非所有者只有在得到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所有者的财产 

（权）。当一个人宣称他/她拥有财产（权）时，必然要有一套社会机制来保障 

他/她能够行使自己的财产（权），换句话说，要确保不经所有者同意,任何人 

都不能随意使用他/她所拥有的东西。

因此，从一方面看，财产（权）意味着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人的 

衣服是他/她的财产。从另一方面来看，财产（权）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关系①: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特定关系需要有某种社会机制来支持, 

这样财产（权）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财产（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概念，最好是先把它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 

然后再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根据几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对财产（权）进行细 

致的分析考察。②

第一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究竟可以拥有哪些财产。以下是几种较为 

重要的财产形式：

♦ 物品（如衣服或机器）；

♦ 资源（如土地或自然资源）；

♦ 信息（如发明或生产知识）；

♦ 个人能力:个人所具有的某种身体或脑力上的能力，可以利用这种能 

力提供服务（这种个人能力未必一定是归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所有，一个最明 

显例子就是奴隶）。

通常一位所有者可能同时拥有很多物品，资源和信息。例如，一家工厂

①马克思在研究财产（权）问题时，特别关注社会关系层面的问题。

②A. A.阿尔钦（1965）以及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1972）的著作对"产权学派"的发展做 

出了开创性贡献。财产（权）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于较早时期的各种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思想 

来源包括：F.奈特关于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理论[1921] （1965）,R. H.科斯在企业理论和交易成 

本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1937,1960）。

E. G. Furubotn和S. Pejovich（ 1972）最先将财产（权）理论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企业的行为。 

可参见 F.L. Pryoe（197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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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者不仅拥有各类机器设备和厂房，而且还可能具有生产程序方面的 

专利。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很多“属于”工厂的东西并不归工厂的所有者所 

有。例如工人,工厂的所有者只是雇佣了工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能力。有 

人可能仅仅是出租了生产场地和部分设备，也有人可能是用贷款的形式为 

工厂提供了部分资金，等等。

在研究社会经济体制时，弄清楚究竟是谁拥有生产工具（用以生产产品 

和提供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在余下的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个问题。另 

一方面，本书也不打算讨论所有者个人物品的财产（权）问题。①

第二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是谁。所有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个人、 

家庭还是特定的一群人？或者说所有者是一个法律实体、公司、大学、养老 

基金或者国有机构、中央政府或者地方当局？

第三种分类主要关注所有者有哪些权利,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多花一点 

时间来研究。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财产（权）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即a 

类、b类和c类。这里想提前加以强调是，这三类财产（权）中每一类都包括 

大量具体和特定的财产（权）形式。

个人可以完全独自行使财产（权），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与他人分享所有权 

并行使相同的财产（权），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股份公司。在股份公司里，个人 

的所有权是根据他/她所拥有股份的数量来确定的。在接下来关于三种财产 

（权）类型的抽象讨论中，我们对上述这两种情况没有进行区分,在谈到“所有 

者”的时候,也都采用单数形式。本书在后文中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5.2］。

a.剩余（收入）索取权。所有者有权支配其财产所产生的收入。这项权利 

可以更准确地定义为所有者对收入剩余部分所享有的支配权，意思是使用 

该财产所获得的收益在扣除了与之相关的所有成本之后，剩余的部分都属 

于财产的所有者。②所有者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剩余收入,如用于个人和

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这被称为个人财产。

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剩余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农民为了租用地主 

的土地而向地主支付了固定租金。这里所谓的剩余收入就是指土地产生的收益，减去所有的 

成本,其中就包括土地租金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位农民享有对土地产出的产权，而不是 

地主具有产权。



60 社会主义体制

家庭消费、投资、购买其他财产，等等。①

所有者对剩余收入享有完全支配权，他/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所有 

剩余收入用于个人消费（在后面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 

业在剩余收人支配权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对剩余收入的完全支配权还包括所有者有义务承担起财产使用过程中 

所产生的债务，而且债务负担完全有可能超过所有者个人财富的总量。②

对剩余收入的完全支配权能够自发为所有者提供最强有力的激励。如 

果所有者成功地使用自己的财产，那么他/她就可以获得正的收入剩余，然 

后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支配。如果所有者没能从某项财产获得相应的收入 

并造成了损失，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他/她很可能需要用其他个人财富来弥 

补损失。对于那些通过合作使用部分财产但却不享有剩余收入完全支配权 

的人，必须事先提供某种人为的激励来保证他们对相关财产的有效利用 。 

这里存在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剩余收入索取权所涉及的每一项权利都与 

所有者自己的“钱包”息息相关:所有者从正的剩余收入中获利，因为负的剩 

余收入而遭受损失。反过来说也就是，只有当财产的使用仅仅与所有者自 

己的“钱包”密切相关时，才会有完全的剩余收入索取权。③

b.转让权。转让权是指所有者可以将财产岀售获得金钱,可以将财产出 

租,作为礼物赠送或留给后代。这四种权利并不必然完全一致。例如，某类 

物品或资源可以出租，但却不能够出售，反之亦然。

这些权利也会自发地提供激励。如果所有者购买了一份财产，然后可以 

将它出售，那么在两次交易的间隔期内他/她就会努力提高财产的净价值。同 

理，如果他/她通过礼物或遗产的形式获得了一份财产或者将把一份财产作为 

礼物或遗产赠予他人,他/她也会努力增加这份财产的价值。如果所有者决定 

将自己的财产出租，他/她也会尽可能以最有利的条件将这份财产出租出去。

①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马克思对剩余收入索取权是这样界定的：资本所有者控制了 

利余价值。如果加以类推的话，可以说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体制中同样存在这种产权。

②现代的股份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法律实体的兴起就是为了将这种债务负担限制在一 

定范围内［5.2,第三类财产形式］。

③ 如果一个人无权使用自己所获得的赢利收入，或者不用为自己财产所产生的任何债务 

负责,而是仅仅能够支配剩余收入，那么这样的人也需要某种“人为的激励”。尽管他/她拥有部 

分的剩余索取权，但由于财产的使用方式与他/她自己的“钱包”关系不大，他/她也不是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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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控制权。财产权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权利，主要涉及到财产的使用 

(管理、决策和监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家私人作坊,作坊的老板将自己 

决定雇什么人，生产什么,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产品等等。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没有所谓“单一控制权”，而是包 

括一系列具体的控制权。所有者可以将这些权利(甚至是大部分权利)委托 

给其他人，通常是拿工资的雇员。所有者也可以将不同的控制权委托给不 

同的人。他/她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分层结构的等级式控制组织。所有者 

可以使用各种激励计划来确保雇员能够有效地行使控制权①。

尽管a、b和c三类财产权中所谈到的各类权利都紧密相连，但在某种程 

度上，这些权利还是可以相互分离的。特别是c类财产权中有很多权利都可 

以与a、b类财产权相分离，如所有权和控制权相互分离。

完全所有权提供的自发激励与局部产权提供的人为激励之间是一种相 

互补充的关系。对于经济体制而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决定,哪里需 

要依靠自发的激励来完成哪一项社会功能，哪里又需要人为激励？

第四种分类是指所有者在行使财产权时受到了哪些限制。在现实生活 

中几乎没有绝对的财产权，许多财产权都要受到政府和法律的管制，或者说 

至少会受到习惯法、传统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和制约。即使经济体制允许企 

业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并充分竞争，所有者仍然会面临一系列的限制。

最后一种分类涉及到法律所确定的名义财产权与实际财产权之间的区别。

5.2社会主义体制出现之前的一些典型产权形式

有了前一部分关于财产权分类标准的讨论，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一系列

① 有大量文献对委托一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领域。这方面研究 

的先驱者包括 K. J. Arrow( 1964)、T. Groves( 1973) ^S. A. Ross( 1973 )和 J. A Mirrlees( 1974, 

1976) o 全面的理论总结可参见 0. Hart 和 B. R. Holmstrom( 1987)以及 B. R. Holmstrom 和 J. 

Tirole(1989)的研究，初步了解可参见J. E. Stiglitz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词 

条(1987,3：966-72)。

关于科层制，也有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其中的先驱者是0.E. Williamson (1967, 

1975)o科层制的理论分析与数学模型可参见G. A. Calvo和S. Wellisz( 1978)、T. C. Koop- 

mans 和 J. M. Montias( 1971 ) Y. Qian( 1990)和 S. Rosen( 198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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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产权结构（或者用一个同义词来说，叫做一系列产权关系）。根据哪 

些东西（或者说哪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之后）构成了财产,所有者是谁,他/她 

具有哪些财产权以及面临哪些限制，以及“ 一组”财产权在多大程度上只是 

名义上的财产权,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享有的财产权,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刻 

画出每一类产权结构。从理论上说，产权结构的种类是无限的，①但事实上， 

体制的历史决定了产权结构的类型是有限的。在下文中，我们把这些产权 

结构称为产权形式。每一种产权形式实际上都是一个理论模型,这样,我们 

就可以忽略前面财产分类中的具体特征,而重点研究其中的一般性特征。

在正式转入本章的真正主题（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产权形式）之 

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三种典型产权形式。

1 .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里，主要是家庭农户，当然也还有从事工业、 

贸易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家庭农户。

下面以家庭农户为例来加以说明:家庭拥有土地、耕种土地所需要的主 

要工具、牲畜，家庭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农场建筑设施。

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没有明显的区分:一部分产品由家庭自己消费使 

用，另一部分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家庭农户一般只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基本 

不雇佣外来的劳动力。②

在更髙一级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髙度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家庭生 

产企业，我们也很难把它称为“小作坊”。但在一般情况下，爆发社会主义革 

命的国家（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发动）都没有发展到这一经济发展阶段[2. 3]0 

在这些社会中，家庭企业基本都是真正的“家庭小作坊”，那些家庭也属于社

①这是对无条件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类观念提出的最有力的挑战之一。马 

克思主义对阶级的一般性定义是:社会中具有相同产权关系（主要是指与生产工具的关系）的 

一群人。但产权关系是多种多样数不胜数的，因此，在根本无法确定特定的产权关系之间究竟 

具有了多大程度的相似性之后，就能够把不同的人归为一个阶级。一个绝对贫穷的人和一个 

有银行存款并出租了夏季村舍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吗？某个人拥有一家家族企业，雇了几 

个人干活，同时具有了 a、b和c类财产权，而另外一个人拥有大量股票，但他仅仅享有相应的股 

东权利，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即拥有c类财产权），这两个人可以不加区分地归为“资产 

阶级”吗？如果有一个工资很高的高层职员，而他同时又掌握大量股票，那么他是工人阶级的 

一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呢？

②为了简化起见，我们没有考虑临时雇佣的外部劳动力。如果一家农户拥有长期雇佣的 

劳动力，那么它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农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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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贫困阶层。

就家庭企业而言，所有者同时拥有a、b、c三类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 

没有分离。家庭（在传统社会里，通常都是家长）既是名义上的所有者，又是 

实际的所有者，同时还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家庭利益与企业的 

成功经营直接相关,因此不需要任何外在的激励。①

家庭农户的情况基本适用于从事其他行业活动的家庭企业。

在下面讨论的产权形式2、3中，所有者通过雇佣其他劳动力使用自己所 

掌握的基本生产工具来从事生产。②这些所有者都是资本家。这里本书采 

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家”所下的定义，即雇佣了劳动力的企业主, 

"企业”一词则是指长期雇佣劳动力的组织。产权形式2、3讨论了资本主义 

企业，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我们将在5. 3部分进行讨论。

2 .承担无限责任并由所有者管理的私人企业。产权形式1和产权形式 

2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没有从外部雇佣劳动力。雇佣人数的多寡并不重要，那 

只意味着是小企业，还是大中型企业。

企业主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但有外部人的加入之后,才构成 

了企业主的财产（是否有外部人员是产权形式2与产权形式1之间的最大 

区别，在产权形式1中，企业仍然严格控制在家庭范围之内）。企业主享有 

完全的所有权（a类和b类财产权）和基本的决策权（c类财产权）。生产和 

市场销售由所有者直接负责，他/她只是将次要的管理岗位让给雇佣职员， 

而且授权非常有限。因此，企业主一般都是面对面地与所雇佣的工人一起 

工作。

全部的净利润都属于所有者。如果企业面临破产，那么所有者有责任 

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企业债务,而不仅仅限于企业本身的财产（以后我们 

会看到，这是此类企业与公司制企业最主要的区别）。企业主的个人收入和 

个人财富与企业的收入与财富密切相关。

① Lester Thurow有一篇文章（Financial Times, 1986年9月6日）的标题《谁为病牛彻夜不 

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一个家庭农户而言，显然是这家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就 

是那个对家庭成员负有责任的家长）将“彻夜不眠”。

②按照定义来说，"产权"的分类也包括个人对自己的劳动力有多大的支配权，或者对别 

人的劳动力具有多大的支配权:奴羡主、封建地主、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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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人所有的股份公司。在这种产权形式下，有一群人共同拥有一家 

企业。有时大部分股份会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可 

能会“清晰可辨”。但通常个人股东并不显眼，与产权形式2相比，这类财产 

权已经变得“非人格化”。

这里我们不讨论大部分股权由国家所掌握的公司，而只研究大部分股 

权为私人所有的公司、非国家所有的法律实体或者私人机构。①

公司的剩余收入属于股东，其中一部分以股票分红的形式进行分配，另 

一部分则用于再投资（a类财产权）。股东可以自由处置他/她所拥有的股 

份，这类财产权的多少取决于每股股票所代表的公司权重（b类财产权）。

公司制企业与形式2企业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公司制企业承担有限责任 ： 

所有者对公司债务的偿还义务仅限于他/她所投资的金额（例如，所有者股 

票的价值）。公司并不是个人所有者的简单联合，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 

体。即使公司面临破产并且股票低于公司价值时，股东的个人财产也不会 

受到影响。因此，公司制企业与形式2企业相比，个人收入和个人财富与公 

司的收入和财务并不完全对应，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股东非常关心公 

司能否赢利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商业前景。

最后谈一下剩余收入的分配比例问题。公司剩余收入的分配一般由股 

东大会决定，但即使是在股东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主要的管理人员都享有很 

大的发言权。从名义上看,公司管理者只是所有者的雇佣职员，他/她可以 

在任何时候解雇现有管理层，让其他人接替他们的位置。但由于股东常常 

无法很好地组织起来，于是管理层就有可能掌握很大的独立决策权。这样 

也就出现了产权形式1和产权形式2中所没有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②

事实上，有一类产权，即那些控制权（c类财产权）大部分都转到了髙层 

管理者的手中。尽管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掌握了很大的独立决策权，但在很

①英美国家的词汇常常会误导那些不太熟悉这些国家情况的读者。如果一家公司在满 

足了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后挂牌上市，那么这家公司就被称为“公众”公司。这里的“公众”一词 

并非指公共所有，而是指公众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该公司的股票。公众公司的股票既可能 

被私人持有，也可能被国家持有。

②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A. A. Berle和G. C. Means[ 1932] （ 1968）,他们研究了管 

理层如何掠夺了股东的权利。此外，还可以参见J. Bemham（1941）,他首次提出了管理层革命 

的概念，以及A. D. Chandler（1977）的开创性著作也提到这类问题。



第五章财产（权）65

多重要问题上，他们还是依赖于股东,这里有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如果公司 

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良好的商业表现，那么高层管理者 

就会获得很髙的工资和奖金。但更重要的是，同样存在负面激励，因为股东 

也有可能用脚投票:如果管理层将公司管理得很差，那么管理层很有可能一 

无所获。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与竞争者相比，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那么股 

东可以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出售，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此时,很可能出现新 

的投资者将这家公司收购，然后换掉原先的管理层。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 

家公司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不论所有者能否获得高额利润,管理者的整 

个职业生涯都将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上述三类产权形式都属于一个更宽泛的产权结构，即私有产权。私有 

产权还包括其他产权结构，这里就不再一一详细讨论了。在了解这三类产 

权形式之后，可以说,我们对产权形式也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①

5.3 国有企业

考虑到本书的整体安排，这里就不再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产权形式 

特征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将立刻转入“最终产品”，即经典体制下已经成熟 

和稳定的产权形式。当然,在需要的时候，也会对经典体制各种产权形式的 

发展过程做一些简单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经典体制中最重要的产权形式:官僚化的国有企业②（为 

简单起见,下文中省略了“官僚化”一词）。表5.1列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 

本主义国家国有部门所占的比重。

①在非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也同样存在国有企业，有些完全为国家所有，有些是混合公 

司，但国家所有权处于支配地位（例如，国家拥有一家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对这类国有企业的 

情况，我们就不做详细讨论了。

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表现岀了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显著特征。 

（例如，本部分所讨论的财产的“非人格化”，官僚体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7. 3 -7. 5］,以 

及国有企业财务纪律的软约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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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公共部门所占比重:国际比较

年份 公共部门所占比重（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1970 99.7

古巴 1988 95.9

捷克斯洛伐克 1988 99.3

东德 1988 96.4

匈牙利 1988 92.9

波兰 1988 81.2

罗马尼亚 1980 95.5

越南 1987 71.4

南斯拉夫 1987 86.5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1978 -79 14.5

法国 1982 16.5

希腊 1979 6.1

意大利 1982 14.0

西班牙 1979 4.1

英国 1978 11.1

美国 1983 1.3

西德 1982 10.7

资料来源：P. Mihalyi以官方统计年鉴为基础，其中包括Finansy I Statistika（ 1989 b, 

第49页）和Savezni Zavod za Statistiku（联邦统计办公室，贝尔格莱德）（1988，第93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主要引自B. Milanovic（1989,第93页）。

注释:所占比重是指占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占资本主义国家GDP的百 

分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组织，还包括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业的 

净产值（例如农业合作社就使用了私人的土地）。在此忽略了没有统计资料的非正规部 

门。由于包括了家庭农业的产值并排除了非正规部门，表中的数据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出 

私人部门的地位。

古巴：只有国有部门；南斯拉夫：以1972年价格为基础计算的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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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产权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据着“制髙点”（Commanding 

heights）,①这意味着在以下领域中非国有部门只能处于被支配地位:采矿、 

能源生产与加工、交通、国内批发贸易、对外贸易、银行和保险。而农业、零 

售贸易和其他公共服务则不是“制高点”，其中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但也允许 

其他产权形式的组织广泛存在，甚至占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的名义所有者是国家，由中央政府代表。根据官方意识形态 

的解释，国有部门是“全体人民”或“全社会”的资产，因此，它不同于其他非 

私人的产权形式，例如地方组织所有的企业，或是合作社（按照官方意识形 

态的定义,合作社的所有者只是一部分人民,如当地人民或合作社社员）。

如果想要对国有企业名义所有权背后的真实产权形式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必须认真考察其中各种具体的产权含义。

a.第一类重要产权是使用财产获得的剩余收入的支配权。在经典体制下，国有 

部门的剩余收入都进入了国家中央预算。这里没有资本主义体制里公司上 

缴给国家的“税收”和公司利润的区分,上缴给国家预算的全部收入构成了 

由中央集中掌握的国有部门净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界定到底什么是“剩余收入”就成了一个问题。 

获得“剩余收入”的中央官僚机构同时又决定着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价格， 

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生产工具的价格以及企业应该向国家预算上缴多少收 

入。官僚机构还要根据中央的净收入来决定其中多大比例应该返还每家国 

有企业（或者说，企业应获得多少预算支持，企业负的净收入是多少）。当 

然，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也同样如此:官僚机构决定了在总预算收入中， 

有多大比例应来自国有部门的净收入，以及剩余部分从哪些渠道、以什么名 

目获取。预算开支比例也这样分配。从中央预算中以什么名义、支出多少 

给每一家国有企业（或全部国有企业的拨付总额）都与从每一家国有企业获 

取的收入（或全部国有企业总收入）无关。

可以这样做一个总结: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形式下，剩余收入的规模完全 

由官僚机构任意决定。但一旦决定（按照财政管理的技术标准）上缴国家中 

央预算，这时所谓的所有者其实就是“国库”。一定会有人接着问到:那么又

① 这个词最先出自列宁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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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控制着国家预算呢？是谁设定了所有的经济参数（价格、工资、税收 

等）？而正是这些参数决定了剩余收入的规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 

的:支配权属于官僚机构。在非人化的机构“国库”背后,是掌握权力的官僚 

集团,他们拥有剩余收入支配权。

与私人所有者相比,经典体制下的剩余收入支配权在某些方面要宽泛 

得多，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受到很大限制。事实上，只有对私人所有者而 

言，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剩余收入支配权，私人所有者能够获得多少剩余收 

入不仅取决于他/她自己的行动,而且还依赖于所有者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 

环境因素（如市场价格和政府税收），但从国有企业集中获得的净收入则几 

乎完全是由官僚机构自己决定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官僚机构所掌握 

的剩余收入支配权非常有限，因为在官僚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剩余 

收入支配权。剩余收入支配权的行使受到各种约束和禁止性规定的限制。

剩余支配权完全集中于那些对计划制定、国家收入与支出、价格和工资 

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的手中。但在这些决策层次上,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决 

策者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却和国有企业的收入与财富毫不相关。国有企业的 

利润一分一厘都不会自动进入官僚机构成员的腰包，当然，他们也决不会为 

国有企业的损失拿出自己一分钱。这样,“个人钱包”与国有企业的剩余收 

入之间的联系已经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对如何使用剩余收入拥 

有很大决策权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私人产权自发产生的激励机 

制在此毫不适用,整个社会必须全部依赖于各种人为激励。

在经典体制下，为了鼓励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以及所有职工能够关心 

企业利润，通常也会有一套激励计划，但往往是收效甚微。激励的程度（一 

般都很弱）和具体标准都是由更高当局一手制定的，这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纯 

粹的控制手段,即前文中所说的人为激励,而不是所有者掌握全部剩余收入 

支配权的产权形式。

b.国有企业是不能买卖的物品，不能岀租、赠送或继承。在经典体制下，任何人 

（即使是“国家”这样的名义所有者）都不能行使国有企业的转让权。

c.控制权由官僚机构行使。国有企业内部的科室式官僚组织控制着企业的 

各类活动,这类官僚组织构成了整个社会官僚科层体制中最基层的部分 。 

在此之上还有一系列的等级组织，直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即体制中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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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尽管c类全部是由官僚机构来行使,但行使权并不是平等分配的， 

而是要根据官僚体制中不同机构以及机构中个人的相对影响力大小来决 

定。关于官僚控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研究，这里只是就 

与本章主题有密切关系的内容稍做说明。

对国有企业行使直接控制权（c类产权）的官僚机构与负责管理国家财 

政事务的官僚机构是相互分离的（并拥有另一类财产权）。只有在最高层， 

这两类官僚机构才受到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政府首脑的统一直接领导。

至于官僚机构在行使a类和b类产权（剩余收入支配权和控制权，它们 

与财产权的特征分类无关）的时候，到底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代 

表了它们自己狭隘的集团利益，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私人资本 

所有者仅仅是一个私人资本所有者，哪怕他/她把自己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利 

他用途，哪怕他/她经营企业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为人民服务。同理，即 

使社会主义官僚领导阶层自己愿意过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即使他们认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髙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即使他们能够有效 

地完成任务，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基本特征就 

是官僚化。

按照这一逻辑思路，所谓“全体人民的财产”在本质上仅仅是意识形态 

上的一种说法而已，它根本没有说明经典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实际产权 

关系。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私有产权形式下的非人格化财产以及所有权 

和控制权的分离（如家庭企业向股份公司的演化）。很显然,对于经典社会 

主义的企业而言,这两种趋势都发展到了各自的极端状态。

财产的非人格化走到了极致。以国有企业为例，无论是个人、家庭，还 

是一群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没有人能够从国有企业的利润中让自己受 

益，更没有人用“自己的钱包”为企业的损失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份财产不仅被非人格化,而且变成了无主之物。国家财产属于所有人，但又 

不属于任何人。

在抽象和非人化的官僚体制中，拿走剩余收入的官僚机构与控制生产 

的官僚机构泾渭分明。这里需要加以补充的是，这种分离在现代资本主义 

体制下，已经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融合”。总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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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机构是一个集中统一的社会组织，它按照科层等级标准进行责任分工，行 

使一系列具体产权：一部分所有和和全部控制权。

5.4 其他国有产权形式

在讨论了中央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产权形式之后，我们再简单介绍一 

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其他形式的国家产权。

较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地方组织拥有的企业（如各联邦、省级地方政 

府或市、镇、乡村政府）。这些企业与5. 3部分所介绍的国有企业情况差不 

多，只不过名义上的所有者是下一级地方组织。但所谓的地方组织实际上 

也是整个官僚权力体制的组成部分,并受到上级组织的控制。

另外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是资产归国家所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组 

织）并受到国家控制的各类机构。但根据国家法律，这些机构不是“企业”， 

通常被叫做“预算单位”①。对这类单位，国家不要求它们收支相抵（即使在 

名义上也没有这样的要求）。所有收入都纳入国家预算，而国家预算将负责 

它们的全部开支（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国有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只有在出现 

收支不平衡时，才会出现企业与国家预算之间的资金流动）。这类预算单位 

包括国家办的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等等。

有人曾把这类单位比做资本主义国家的非营利机构，它们与追求利润 

的资本主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比喻并不合适。事实上,在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下，连国有企业都没有真正的利润动机[8.4], 一家机构在法律 

上是界定为“企业”还是“预算单位”其实相当随意。②就本章的主题（产权 

关系）而言,国有企业和预算单位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所有产权均适用于这 

两种机构,每一种产权都是不同类别的官僚国有财产而已。

① 即中国所称的“事业单位”。——译者注

②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官方分析中，区分了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教 

育、文化供给、医疗等等）。一般而言，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组织是企业，而从事非物质生产活 

动的组织在法律上被定义为预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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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合作社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二类基本产权形式是合作社。①这类合作社在 

农业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下面我们将进行详细讨论。

不同国家都采用了不同的名称，例如，农村合作社在苏联就被称为“集 

体农庄”（KO/IXO3）。考虑到本书的整体安排，我们将着重考察这类合作社的 

共同特征。②

在大部分国家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基本上都是生产和销售合作社。 

从名义上看，这是一种以合作社成员自愿联合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生产工具 

是合作社的集体财产，成员自己选出领导。但实际情况与上面描述的情况 

有很大区别。

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直到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最终稳固下来才停止。③表5. 2和图5. 1列出了苏联进 

行农业集体化的有关资料。在集体化之前，已经存在一些自愿建立的农业 

合作社，但它们的产量非常有限。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形式是 

家庭农户,一般都不雇佣外部劳动力。此外，也有一些雇佣外部劳动力的小 

型私人家庭农场，但数量极为有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标准，前者属于 

小商品生产者，后者则是资本主义农场。除了是否雇佣外部劳动力之外，还 

有其他标准来判断一家农场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拥有土地的面积，或者 

有几头牲畜,有几台打谷机或者其他设备，拥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某个家 

庭变成资本家。在苏联，那些农民“小资本家”被称为富农（Kyziaru）,这一名

①以下将要讨论的由国家控制的合作社与后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小型合作社有所不同 ， 

后来出现的合作社类似于私人合伙制组织［19.2］。

②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使用了集体产权这个词，而本书则没有采用这 

种说法，因为这会产生误导：前面部分所介绍的官僚国家财产也具有"集体"性质（不论是名义 

上，还是事实上具有这种性质）。如果与个人的私有财产进行比较的话，这种集体特征就更为 

明显。

③南斯拉夫和波兰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尽管这两个国家也出现了强制性的农业 

集体化运动，但是并没有始终坚持下去，因此，它们的农业部门中还留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进行 

集体化改造的家庭农户。就这一点而言，南斯拉夫和波兰一直就没有完全实现纯粹的经典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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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后来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

这些国家在大规模集体化过程中，利用威胁性劝说、恐吓以及残酷惩罚 

等手段来对付反抗者,诱使小农庄所有者放弃自己的生产,加入合作社并把 

土地和其他生产工具统统上缴。①小型的资本主义农场（即富农拥有的农 

场）都被收为国有。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小农场主备受凌辱, 

从恐吓、体罚、流放、入狱，一直到被处死，就连从事小生产的农民也都常常 

被随意划为富农并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样就使得周围农民更加紧张，他 

们也都纷纷加入合作社。

表5. 2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年份
集体 

农庄

集体化农民家庭占 

总家庭数目的百分比

农业总产值 

（指数）

牲畜

产量（指数）

1913 — — 96 87

1918 1.6 0.1 — —

1928 33.3 1.7 100 100

1929 57.0 3.9 93 87

1930 85.9 23.6 88 65

1931 211. 1 52.7 84 57

1932 211.1 61.5 76 48

1933 — — 82 51

1934 — — 86 52

1935 245.4 83.2 99 74

1936 — — 93 76

1937 — — 116 83

1938 242.2 93.5 107 100

资料来源：P.R. Gregory 和 R.C. Stuart（ 1986,第 109、111 页）。

①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不久就立刻将土地收归国有。因此，在实施集体化之 

前,尽管土地的实际使用权还掌握在农民手中，但土地在名义上已经是国家财产（例如，苏联就是 

这种情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耕种土地的农民在名义上还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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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资料来源：P. R. Gregory 和 R.C. Stuart （ 1986,第 109、111 页）。

强制集体化所带来的创伤为合作化农业留下了永久的痛苦印记。①当 

合作社最终制度化和正规化之后,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才随之停止。事实上,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农民们根本没有其他选择，这类合作社即使在实现 

制度化之后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自愿联合体。合作社成员无法自由选择是否 

（1）脱离合作社（或者即使从来就不是合作社成员的人，也必须加入）并在以 

私人财产为基础的家庭农户中劳动；（2 ）如果能够负担得起，就可以在自己 

的农庄里长期雇佣外部劳动力；（3 ）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或者,如果 

已经是合作社成员，自愿继续留在合作社里）。任何想在土地上进行劳动的 

人都必须成为合作社成员（或者成为国有农场的职员）。

① 关于苏联强制集体化运动的记录可参见R. W. Davies ( 1980 ). M. Lewin [ 1968 ]

(1974)和 R. Conquest ( 1986) 0

•被集体化的农户

•农业产量

•牲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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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领导只是名义上由合作社的成员选举产生。实际上，他们都 

是官僚组织任命的人，在这方面与所谓经选举产生的党的干部、群众组织领 

导，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成员没有什么区别［3 ］,他们也要完全服从于上级 

官僚机构。

合作社的领导不能独立决定如何使用合作社的收入。合作社收入的使 

用不仅要受到各种限制，还有来自上级不定期的具体干预（a类财产权在此 

完全缺失）。

合作社的领导无权转让合作社的生产工具。上级机关将决定如何转让 

生产工具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将某些合作社合并（没有b类财产权）。

合作社的领导不能自由决定如何使用生产工具。合作社与国有企业一 

样，都要受制于官僚机构的集中控制［7］（因此也不存在c类财产权）。

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典体制下，合作社与国有企业之间几 

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合作社或多或少也都是官僚性质的国家财产,尽 

管具有某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合作特征。实际上，所谓合作社只是“国有化” 

的合作社，完全可以把它们的财产当作近似国有财产。

在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合作社与国有企业的唯一区别便是合作社 

成员有权耕种部分私人土地（通常被称为家庭土地）。但这一般都是面积非 

常小的一块土地，农民实际上只是拥有其中的一部分生产工具而已，就连这 

一小块土地也是由合作社分配给个人的，合作社可以随时收回这块土地，然 

后给农民再分一块。农民可以从合作社或国有农场租用部分生产设备。尽 

管农民家庭只拥有家庭农场的部分产权，但其中也包含了部分的剩余收入 

索取权（a类财产权）o这部分剩余收入索取权也足以提供一定的劳动激励: 

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动物产品、蔬菜和水果,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远远 

高于它们所占土地的比例。表5.3列出了苏联集体农庄（í（0益03）所拥有的 

土地比例。①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建立农业合作社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两方面的内 

容:一是为什么要消灭私有产权？二是如果真要彻底消灭私有产权,为什么

① 可以把表中所显示的有关苏联的情况与保加利亚的农业生产进行比较。在1985年, 

37%的鸡产量、46.5%的肉产量、53.1%的鸡蛋产量来自家庭农户，而它们所拥有的土地只占 

可耕种土地的 12. 8% o R. J. Mclntyre（1988,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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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公开实施全面的国有化?

表5.3苏联农业中的私人土地

私人部分对总产值的贡献

年份

来自集体农庄 

家庭私人土地的收入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肉

（百分比）

鸡蛋

（百分比）

1960 45

1965 40 67

1970 35
1975 31 39

1980 28

1983 29 30

1985 26

资料来源：第 1 列：V. G. Treni(1987,表 A3);第 2、3 列：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 

(1986,第 270 页)。

当集体化正在进行的时候，官方宣传的重点多半是就事论事（例如，当苏 

联进行集体化的时候，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向城市供应粮食遇到了巨大困难）。 

但从一开始官方在宣传集体化时也强调了经济方面的长期考虑:按照规模经 

济原理，大企业生产比小企业更具优势。根据这个理由，小型家庭农业的生产 

率低下,而且大部分都被农民家庭自己消费了，于是农场就没有多少东西能够 

到市场上出售。而大规模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根据官方意识形态对集体化 

的解释，即使家庭自我消费不降低，供应市场的产品也会大幅增加。①

事实上，这种理论依据在西方经济理论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观念 。②如果 

大企业效率更高的话，那么就应该把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大企业能够赚到 

更多的利润。对这一理论不能盲目接受，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大企业是否真

①大规模（国家和集体）农业生产能够通过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农民们能 

够把自己的劳动和邻居们的劳动集中起来……这样就能够比以前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约・ 

维-斯大林,1947年，第312页）。

② 见R. H.科斯（1937）和O.E.威廉姆森（1975）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科层制与市场之 

间的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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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更髙。就这个问题而言，并没有普遍适用的答案。对于不同经济部 

门，或者将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的不同过程来说，如果不考虑小企业或大企 

业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至少历史证 

明，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大规模合作式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并不比小规 

模农业生产高。

而之所以进行农业集体化,其动机也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和生产效率 

上的考虑,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因素，即要加强官僚集团的权力。①基于 

私有产权的农民生产与官僚集团的极权统治是水火不容的，因为前者代表 

了独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而纳入了集中官僚体制的大规模集体化管 

理与极权主义权力机构则是内在统一的。个体农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被取 

消之后，农村人口也将依赖于官僚统治,这样他们就和同样依赖于官僚统治 

的所有其他社会阶层没有任何区别了。

此外,在当权者看来，彻底消灭私有财产，建立公有财产制度自有其内在价 

值。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小型家庭农户，因为这些个体农民将会受到“小资产阶 

级”不良习气的污染，变得自私,贪婪,成为不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落后分子。 

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小规模生产普遍存在的地方，它最终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 

产:最成功或最富有的小型或中型农场都会变成集体农庄（KO7IXO3）［ 19. 3］。

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利用合作社这种形式（而不是公开的全面国有 

化）并容忍家庭农场的存在只是最终目标与当前社会实际状况的一种妥协 。 

不管是真正的让步,还是假装让步，都是为了减少农民的反抗，以便更容易 

地让大批农民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耕种自己的土地了。

之所以说这不过是一种妥协，还因为官方曾一再强调与国家所有制相 

比，集体财产形式是更低级的社会所有制。因此，集体所有制仅仅是一个过 

渡形式，尽管过渡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而最终，所有的生产都必须纳入 

“全民”所有制框架。②

①关于组织选择与加强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可参见S. Marlin （ 1976） o

②这一思想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为了实现大规模工业生产，集体劳动应该上升到 

国家层面，然后通过国家生产的方式鼓励它们的发展。”（卡尔•马克思［1864］ 1975a，第12 

页）。后来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釆取什么样的措施将集体财产 

提高到公共财产的层次上来。"（约•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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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经典体制开始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国有农场（在苏联，它 

们被称为国营农场（C0BX03））。①长期趋势就是逐步取消合作社，这主要表 

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比例不断提高。②

与上面所介绍的内容相比，需要对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 

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走得更远。即使像 

苏联那种还带有私人生产尾巴的集体农庄都被统统消灭。中国的农村公社 

不仅仅要从事农业生产，它们还要参与工业生产、商业和其他服务活动。在 

公社中还实行了部分消费活动的集体化（如农村集体食堂）。极权统治也更 

胜一筹，农村公社不仅负责经济控制,而且还具有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公 

社变成了完全凌驾于农民家庭之上的一个官僚组织、一家企业（或者说是一 

个从事各种活动的大联合体）和一个消费团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其实，人们会发现在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其他经济部门中也有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但这些合作 

组织基本上与集体农庄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各自经济领域内的产量也非 

常有限。因此，本书就不再详细讨论这些合作组织了。

5.6 私人财产（权）和私人性质的生产活动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没有雇佣劳动力的私人企业，即使有，也 

都被限制在很小的经济领域内。官方意识形态认为,彻底消灭私人资本主 

义正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衡量标准，甚至是主要衡量标准。只有国 

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被官方意识形态认可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即使如此，还是存在着各种私人产权形式（以及与之有关的具有私人 

性质的生产活动），当然，它们几乎完全处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阴影笼

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国营农场之外，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由国家管理的组织来提供 

农业产品。这些被称为"机械拖拉机站”的组织向合作社出租大型机械设备（如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合作社无法购买自己的大型机械设备，因为国有机械拖拉机站 

垄断了大型机械设备供给，这就让合作社更加依赖于国有部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 

这种拖拉机站。

②1953年国营农场只占苏联耕地面积的9.6%，到198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3.4%。 

见 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 1974] （ 1986, M 2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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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之下。典型的私人产权形式有：

1 .小型私人工业与私人商业。在一些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东德、匈 

牙利和波兰，官方允许小型家庭企业从事生产活动①，但它们在工业生产和 

商业服务中所占的份额极为有限。

表5.4列出了东德、匈牙利和波兰私有部门的数据。②在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里,根本不允许有私有部门。

表5.4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取消私人部门的状况

年份
非农业私人雇佣劳动力占非农业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东德 匈牙利 波兰

1949 — 20.3 11.6

1950 — 17.1 6.6

1952 34.0 4.5 4.7

1955 30.8 2.7 3.6

1960 21.6 — 4.8

1965 19.0 — 4.3

1970 16.5 3.8 4.4

1972 8.4 3.5 4.0

1975 6.8 3.1 4.0

1980 5.9 2.9 4.9

资料来源：第1、3列：A. -1111資1987年，第230 - 31页,247页）；第2列，1-4行：匈 

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1959年，第65 - 66页）；第7 - 10行：匈牙利中央统计办公室（1971 

年，第 104 - 05 页;1973 年，第 109 页；1975 年，第 111 页；1980a 年，第 128 - 29 页）。

说明：a.非农业私人雇佣劳动力占非农业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数据是从1949年开 

始的，此时发动了第一次国有化运动，经济上的“制高点”已经收归国有。

b.东德：其中包括半私人部门一国家参与的私人企业，到1960年，这部分企业 

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7%。而到了 1971 -1972年，它们也 

都被国有化。见A. Aslund（1985）o

c.匈牙利：只包括在职的雇佣职工。因为供水和林业被划为农业，所以没有包 

括这两个部门的数字。

d. 1973年1月1日。

①尽管按照定义，小型家庭企业是不能雇佣外部劳动力的。在现实中，官方也允许私人 

工匠或小商贩雇几个工人，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雇佣人数一般都不能超过一两个人。

②从表5.4可以看出，消灭私有部门的过程在东德经历的时间比许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都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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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农场。这实际上是混合所有形式。在前一部分我们已经解释 

过，家庭农场的生产工具部分是集体财产，部分归私人所有。对于土地和最 

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家庭只拥有使用权。土地和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可能 

随时被收回，家庭也无权转让(换句话说，他们没有b类产权)。但家庭农场 

生产所获得的税后剩余收入归农民家庭所有(a类产权)，它决定着农民的劳 

动力投入量(c类产权)。①因此,这种产权形式基本上还是可以归为私人所 

有权和私人经济活动。

3 .非正规私人经济。②这其中涵盖了各种活动。③

♦ 个人为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后获得收入(货币或其他收人)。例如非 

体力劳动,其中包括看病、法律咨询、打字、翻译、私人语言教育、幼儿看护。 

部分体力活动包括:修理和安装工作、房屋修筑、清洁、人和物品的运输。

♦ 食品生产与销售(肉、水果和蔬菜)，做这类工作的人不用将全部时间 

花在农业生产上。

♦转租个人所有的房屋(或租来的房屋)0

♦ 在国有企业、合作社和官方许可的私人商业之外从事贸易活动，其中 

包括黑市商人的活动、出售非法进口的商品，以及买卖出国旅游私自携带回 

来的东西。

①C类产权也是受到了很大限制的，因为农民家庭必须为合作社工作若干小时或者投入 

一定量的劳动力，但他们还是能够将剩余时间投入自己的家庭农场生产。

②在有些经济学文献里，用“第二类经济”来描述本书中所说的“非正规经济”。我同意 

第一类经济与第二类经济具有以下区别：所谓第一类经济包括了所有被经典体制官方意识形 

态认可的“社会主义部门"，即官僚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所谓第二类经济则包括了所有 

的私人部门，其中包括官方许可的私人经济部门、小型家庭企业和非正式的私人部门。

③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私人部门、第二类经济，特别是非正规活动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文献， 

这里仅举出几例：一般性回顾可参见S. Alessandrini和B. Dallago等(1987 )、B. Dallago( 1990 )、 

E. L. Feige(1989) J. R. Gabor(1979) .G. Grossman( 1985) .M. Los 等(1990)、V. Tanzi 等(1982)。 

苏联:G. Grossman( 1977a)、T. I. Koriagina ( 1990a, 1990b ) 以及 Berkeley - Duke Occasional Pa- 

pers,这里包括了有关第二类经济的理论研究并对采访苏联移民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总结。中国： 

W. Zafanolli( 1985 ) o 波兰:A. Korbonski( 1981 )、S. Taigner ( 1987 )和 J. Rostowski ( 1989a) o 匈牙 

利：P. Galasi 和 G. Sziraczki 等(1985 ) o 保加利亚：D. C. Jones 和 M. Meurs( 1991 ) o

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利用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私有部门对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均衡 

的影响，其中可参见 R. Ericson( 1983,1984) AD. 0. Stahl 和 M. Alexeev( 1985 ) AS. Wellisz 和 

R. Findley( 1986) XB. G. Katz 和 J. Owen( 1984)以及 C. Davis( 198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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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动都需要从事这类活动的人投入劳动，有些还需要有一定的设 

备。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有些是使用自己的设备（或者是使用委托 

人的设备），有些则使用国有企业或合作社的设备（例如，运输“黑货”的司机 

使用公家的卡车）。

有不少在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工作的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非正规  

经济活动①，有些非正规的经济活动是利用“上班时间”进行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内，哪些非正规活动 

是官方认可的，哪些是法律禁止的,执行禁令的力度如何，这些都各不相同。 

此外，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大小以及在经济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对于不同国家 

和不同时期而言也都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存在非正规经济部门， 

即使禁令再严格,也无法彻底根除非正规经济。②

其他经济体制中也存在所谓的“影子经济”，主要原因是为了逃税。但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之所以出现非正规经济却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官 

僚统治集团总是力图把所有私人产权形式和私人经济活动限制在很小的范 

围内，即使它们正常纳税也改变不了当局的目标。非正规经济代表着人们 

想要突破这种官僚限制，即使得不到许可，也要从事这类活动，或者是努力 

寻找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的机会，或者哪怕违法，也甘愿冒这个风险。因 

此,本书用了“非正规”这个词来囊括所有这类行为，其中既包括没有违法并 

且是官方容忍的活动，也包括明文禁止但并不严格执行的非法活动，以及绝 

对禁止并严厉制裁的活动。③

5.7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财产（权）

到目前为止，本章基本是在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产权关系,其中也

①英语里把这叫做“从事第二职业”。

② 作为见证人,F. Burlatskiy在Literatumaya Gazeta（ 1988年9月18日）中曾引用了勃列 

日涅夫的话:“你不了解生活。没人单靠工资活着。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靠从火车上卸货挣 

钱。知道我们怎么挣钱吗？卸下来三箱东西，有一箱是归我们自己的。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 

都这么生活。“引.自V. G. Treml（1990,第2页）。

③ 见A. Katsenelinboigen（1977）关于"不同颜色"的市场及活动的文章,其中包括白色（合法） 

活动、粉色（非正规活动并有国家官员的参与）活动、灰色（非正规）活动和黑色（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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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人产权形式，但范围极为有限。占支配地位的产权形式是各种各样的 

官僚化公共所有权:国家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制，其中分布着各种具体的产 

权形式，这是经典体制的突出特征。按照经典体制的官方术语，公有制框架 

内的所有活动构成了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部门”。

在前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私人所有权，其中包括经济自 

发演进所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形成 

同时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律保护私人所有权并强制执行私人合同。 

尽管国家的管制在某些时期推动了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发展,但是没有人可 

以说是国家组织和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建立稳定的经 

典社会主义产权关系却不是经济自发演进的结果。社会主义产权关系是 

“党国"革命行动的结果。至于在改变产权关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明确的法 

律支持，还是事后才立法承认,这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官僚集 

团事实上已经强行将大部分私人财产没收，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威胁利诱 

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加入合作社。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马列主义政党行动纲领的核心之一 

就是要“剥夺剥夺者”，换句话说，一旦在政治上可行，那就要消灭私人所有 

权，并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新的社会。这又回到了关于价值体系 

的老问题上。在共产党的价值体系中，有三个密切相关的价值处于最高层， 

它们相互支持并部分重合。首先是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维护社 

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最终价值，而不是服务于其他最终价 

值，因而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有当党掌握政权之后,而且只有在党掌握政 

权的地方，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因此，权力是基础，也是最终价值。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以公有产权替代私人所有权。这样，消灭 

私人所有权，建立稳定的公有产权制度也是最终价值之一。当然，建立社会 

主义公有制也同样具有工具性价值:它能够比资本主义所有权带来更高的 

生产率，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具有其内在价值:从此以后，资本家将再也 

不能剥削工人，工人也不再附属于资本家;资产阶级将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 

失。此外,公有制和权力还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官僚集团所获得的财产 

（权）是官僚集团所享有的重要权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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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产（权）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以及采取的实际行动（如农业集体化） 

只是前文所阐述的“党的先锋队性质”、“权力的自我合法化”以及“家长制作 

风” [4.4]的具体表现之一。以集体化为例，当权者坚信消灭私人财产是为 

了人民的利益，农民们放弃独立并加入合作社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农民的落后和短见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即 

使他们反对集体化，也必须强制实行的原因。掌握权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强迫人民接受他们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最终还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这一价值体系深深地影响了共产党的追随者们,从最高领导人一直到 

那些在党内默默无闻的真诚的普通党员。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们努力工作 ， 

奋斗牺牲，接受不受欢迎的任务，实施党的纲领，哪怕是遭遇到大规模的群 

众反抗，也仍然要革命到底。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主义价值体 

系和行动纲领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重要区别。这也是它们与其他社会民 

主党派的显著区别所在。例如，社会民主党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公有制生 

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时，这些东西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在它们的背后,还有更 

深层次的内在价值:福利、社会公正以及保护自由。如果私人所有权能够比 

国有化或集体化更好地服务于上述内在价值，那么未必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不能够在违背大多数民众意愿（民众意愿可以从选举箱中表达出来）的情况 

下，采用强制措施改变产权形式。

本书并不打算对价值问题展开辩论，而只是想描述不同的体制特征是 

如何促进和违反每一项价值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在实践着共产党意识 

形态中最为重要的三项价值，这并非是语句上的同义反复，而是可以进行检 

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会证实或推翻这一论述。运动背后有思想在支 

撑: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广泛建立公有制，以此为基础 

的社会变成了现实。

既然讨论到了价值问题,在此有必要提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在L3部 

分,我们已经明确了本书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什么概念。因此，对于 

什么是“资本主义体制”，我们也应做出相应的概念解释。

当人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时，从产权形式的角度来看,每一 

个社会实际上都是一个“混合体”。历史从来没有造就过一个只有纯粹单一 

产权形式的静态社会。可能某一学派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想再听下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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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所谓的体制谱系和种类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事物在本 

质上都是混合体，而且实际可见的混合种类以及各种变化是没有穷尽的。

本书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本书认为，就体制类型而言,确实有社会主义 

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分。①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将1. 2部分中所介绍的社 

会主义国家概念进行充实和扩展。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中 

行使权力。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个特征:党立志要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党利 

用集权统治和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它迟早会将这一纲领付诸实践，或者至少 

是大致完成。

前面已经讨论过前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这一区别也 

正是执政党想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实现并且已经成功实现的东西。在非社 

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只能把社会自发形成的历史轨迹作为一切行动的起点。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指在该社会中，资本主义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占据着支 

配地位。②还有一个否定性标准:不可能存在一个掌握着绝对集权的政党, 

而且该政党立志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的支配地位。

按照上述论证思路,本书对资本主义体制这一概念采用了一个较为宽 

泛的定义。其中既包括像美国和瑞土那样具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国家, 

也包括如斯堪的纳维亚岛上及北欧地区的福利国家那样具有很强集体主义 

色彩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已经执政数十年，并实行了大量带 

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管制措施），还包括采取了一系列中央计划的国家（像某 

一时期的法国和印度）以及没有中央计划的国家;有大量国有部门的国家 

（如奥地利）和很少有国有部门的国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区别也都非常重

①大批认同这种学术术语传统的学术界人土和政治家在世界观以及理论和政治观点上 

具有很大屋别。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忍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 

是一个褒义词，而资本主义是一个贬义词；而对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正好相反。学术界人 

士和政治家们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们完全属于不同的阵营。

上述情况间接说明本书在此进行的讨论与价值判断无关。

在使用概念时，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概念本身必须清楚，不能含混,这样才能做到把概念 

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

② 这当然不能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所有重要区别都概括进去。例如，在对社会 

主义体制进一步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里占主导地位的官僚协调机制与在资本 

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也是两种体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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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且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该加以重点研究。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认 

这样一个现实:在20世纪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政治一经济体制有两大阵 

营，或者说有两种最基本的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①

①当然，也不能将这种划分绝对化，因为在20世纪里，有些社会经济体制很难将它们简 

单地划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例如,在非洲或亚洲，有些社会的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还非常不 

发达，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因此，就不能简单得把这些社会划入资本主义体 

制。

进行这种社会体制分类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所谓“非洲社会主义”或“伊斯兰社会主义”（前 

者如坦桑尼亚，后者如阿尔及利亚）。尽管在那些国家也有独裁统治，掌权者也实行了反对私 

人所有权，赞成公有制的政策，但与本书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体制类型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仅表 

现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实际建立的社会经济体制也在很多重要特征上也与本书不符。

为了进行科学分析，不免要进行分类，但总会出现"不纯"的东西，如模糊不清的案例、混合 

体以及特殊情况。但简单的二分法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较大的范围内总结一般性规律，也有 

助于建立模型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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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本质特征、盛行的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共 

同决定了不同协调机制在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或者至少是 

决定了所扮演角色的主要特征）。在本章中，我将首先介绍协 

调机制的一般概念；然后考察几种主要的协调机制类型，最后 

转入本章的主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各种协调机制所处的 

位置，发挥的功能以及不同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

6.1 主要类型

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附属子系统。所谓协调机制就是 

指它可以协调相关人士或组织的活动。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或组织之间发 

生了关系，他们（它们）的活动必然需要某种形式的协调。

本书将重点讨论5种主要的协调机制：（1）官僚协调;①（2）市场协调; 

（3）自律协调；（4）道德协调；（5）家庭协调。

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特征:参与者是谁，他们之间存在什

①对于bureaucratic coordination一词的翻译,译者同意钱颖一教授在《科尔奈的理论与经 

济改革》一文注释6中提出的观点:“官僚”一词在这里纯粹是一种描述，毫无贬义。只是在1985 

年巴山轮会议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此译为“行政性协调"，国内经济学界基本接受了这 

一说法。（《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2003年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8页），而 

且，作者在本书中多处指明，官僚协调机制的运用范围决不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官僚机构,还包括 

军队、大型公司管理等等，因此，译者还是采用了“官僚协调”这种译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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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关系,为了进行协调，他们之间如何交流，鼓励参与者进入协调过程 

的动机是什么。每一种协调机制都有属于自己的典型程序，参与者之间的 

关系也具有某种特定的“风格”，以及存在着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

每种主要的协调机制都包括一些变体。在进行一般性定义时，首先是 

要找出所有官僚协调机制、市场协调机制等每一种协调机制所具有的共同 

特征。因此,这里我们只是在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一种纯粹的理论模型，不再 

考虑各种具体特征。

1 .官僚协调。①进行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与被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之间是 

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纵向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多层次 

的上下级官僚结构。往往是处于某一层次上的个人或组织是下一层次个人 

或组织的上级，同时又是位于另一层次上的个人或组织的下级。纵向联系 

并不是对称的。尽管有时上级也要依赖于下级，但是下级对上级的依赖却 

多得多。上级并不是由下级选出的，而是由他们的上级领导任命。

纵向信息流动包括各种交流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协调方式是命令,下级 

必须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

下级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有各种动机，其中最重要的动机包括努力获得 

上级的认可、得到奖励、避免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惩罚。下级心里清楚命令 

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不执行命令将带来法律上的制裁。

2 .市场协调。②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平行关系或横向联系,其中双方在法 

律上都是平等的。

当买者和卖者之间发生交易时，卖者将一些东西转让给买者。交易过 

程同时伴随着各种信息的交流，其中最关键的是价格。

买者和卖者自愿达成了一个契约，其中写明了有关交易的各类条款。 

双方各自都有接受契约条款的各种动机，其中最重要的是都要从交易中获

① 本书中使用了官僚体制和官僚协调两个概念术语，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官僚体制 

是指一个组织体系，而官僚协调是一种协调机制。官僚体制主要通过官僚协调机制来控制社 

会，但它也可以运用其他协调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例如市场机制。反之亦然：个人（非官僚组 

织成员）也可以使用官僚协调机制。例如，股东也可以利用官僚协调机制来管理自己的公司。

②与介绍官僚协调一样，本书在介绍市场协调时也只是尽量描述一般特征。换句话说, 

此处关于市场协调机制的定义并不仅限于某一种或几种具体的子类型（例如专业文献中对市 

场协调机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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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边际收益。

市场协调的标志是货币化:当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时，货币同 

时从买者手中转到了卖者手中。（当然，也可能是直接的物物交换。①）

3 .自律协调。这种协调关系的参与者处于平行的位置,都是自律协会 

的平等成员。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之间是一种横向联系。

这种协调是根据成员们制定的特别规则（守则）来进行。在多数协会 

中,全体会员无法（或不愿意）在所有方面直接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利。因此, 

会员们会委托一个实体机构（如委员会）来具体完成协调任务。就这一点而 

言，自律协调也并非只包括横向关系，在会员与负责管理的委员会之间也存 

在着一定的纵向关系。但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将这种协调机制与第一 

类协调机制（即官僚协调）进行严格区分。在自律协调机制下，成员有权直 

接或间接选举管理机构并且可以随时将之解散。这使得管理机构成员完全 

不同于官僚协调中的上级领导或上级组织，他们是被任命为下级成员的领 

导的,而非由下级成员选举产生。

同样，就自治管理而言,在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管理机构之间有很多的 

信息沟通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会员投票和集体决策。

此外，动机也各种各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集体利益的认可，也就是说, 

参与自律协调的成员们认识到每位成员的利益与集体利益休戚相关。

4 .道德协调。道德协调机制的参与者是捐助人（个人或组织）和受益人 

（个人、组织或匿名团体）。受益人在法律上并不附属于捐助人，因此,这一 

协调机制的参与者之间是一种平行的横向联系（和市场机制一样）。②

在道德协调机制的诸多沟通方式中，最典型的就是申请和奉献。

当然，这背后也有许多动机,但其中主要的动机不包括受益人会担心害

①本书所说的"市场协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教科书和专业文章里被称为 

“价值规律起作用”或“商品和市场的关系"，这些词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借来的 

术语。当使用这些关键词语时，很容易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例如，当社会主义国 

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讨论“劳动是商品吗？ ”这个问题时，特别是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时，他们其实是在问市场协调是否真的可以调节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就业，以及市场协调机制 

是不是真的有用。

②个人或组织也可能同时发挥着两种功能，或者说既是捐助（别人）者又是受益人（接受 

别人的捐助）。（用博兰尼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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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如果有担心害怕的因素，就会产生附属关系）。捐助者想要获得物质利 

益回报也不可能是主要动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完全变成了买者和卖者 

的关系）。这两个否定性特征是道德协调区别于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关 

键所在。捐助者的动机包括:基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利他主义，从事高尚行 

为或慈善活动的内在动力，出于友谊、伙伴情义、团结精神、集体感,或者仅 

仅是因为礼貌或礼节。

从一般性定义而言，具体的捐赠形式（金钱、物品，行动、姿态或交流）并 

不重要。道德协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横向联系，特别是以货币化为特征的 

市场关系，就在于这里通常没有金钱利益。

5 .家庭协调。家庭协调机制的参与者是依靠家庭纽带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在前面4类协调机制的定义中没有特别加以强调，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在那四种协调中通常没有家庭作为联系纽带①。）

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是什么关系（不管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平 

行关系，或者说是纵向联系，还是横向联系）取决于特定的家庭结构。

在家庭协调中，很难找出最典型的沟通方式。动机也多种多样,但最主 

要的动机肯定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同时还包括道德、宗教和法律所规定的 

家庭责任。

下面将给出上述5种协调类型的几个具体例子，这些例子或多或少都非 

常接近纯粹的理论模型。

官僚协调机制运用于军队、警察、大型现代公司内部管理以及铁路交通 

监管中。

市场协调机制活跃于城市中的市场或交易大厅、集市、商店或百货商 

场、期货或股票交易所。

自律机制主要适用于乐团、自治型大学或职业协会。

道德协调机制出现在救济组织或人们自愿拣起别人在公共场所丢下的 

垃圾。

①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定义中严格强调这一点。在特定官僚体制中，上下级之间也可能 

受到家庭关系的约束，或者在市场关系中，也会有人向家庭成员出售物品获得收入。同一个家 

庭的成员也许会都参加某一自律性的协会。为了避免重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道德协调机制 

中涉及利他关系时，我们排除了受益人是捐助者家庭成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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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协调机制可以组织好一家人的集体消费。

这些特意选出的例子是为了能够更简洁明了地说明每一类协调机制的 

主要特征。每种类型所采用的名称都如实反映了它们的真实含义,没有比 

喻的意思。可以会有人过于纠缠于文字表达，例如，他们会说，所有的人类 

行为在本质上都是市场行为，都基于某种形式的交换。即使对那些宗教献 

身者,他们都会说这些人是用生命来交换天国的幸福。也可能有人会狡辩 

道,命令和义务很难区分，因为任何市场交易背后的最终动机都是经济需 

要。但这种“咬文嚼字”地讨论问题往往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社会现象之间 

的区别。上文在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词语基本是根据人们的一般理解，而 

不涉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业词汇。①

6 .2主要类型情况介绍

相关文献中所使用的某些其他类似概念（或同义概念）也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协调机制这种说法。例如，“控制过程”一词就强调了协调机制 

控制着参与者的行动。“调整机制”或“调整过程”侧重于协调机制的参与者 

之间的相互调整以及根据外部环境进行自我调整。“整合机制”突出了社会 

通过各种机制将其构成要素凝聚在一起,从而避免出现分裂。

新古典经济学家常常使用“配置机制” 一词,他们认为分析稀缺资源的 

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所在。本书所使用的协调概念包括配置,但重点 

强调了生活中的人，正是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无生命物品、资源和信息转让 

给其他人，正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在使用着这些无生命的物品、资源和信息。 

也恰恰是这些人需要协调，如果我们想通过他们来完成既定方向的资源配 

置，就需要协调机制。每一种协调机制都代表着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

①如果采用如下描述，本部分的类型分类就会达到专业要求：（1）官僚协调：命令、纪律、 

服从上级、奖励和惩罚、严格、法律规定；（2）市场协调：价格、货币、收益、利润、业务；（3）自律机 

制：会员、选举、手册、规则；（4）道德协调：无私、非成文指令、牺牲精神、关注他人；（5）家庭协 

调：父母和孩子、兄弟和姐妹、家庭责任、共同的家族。

相应的形象描述是为了加深印象，它们无法代替本部分中的定义，但形象化描述有助于传 

达出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用于刻画典型关系的理论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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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部分所介绍的类型分类并不是对可观察到的所有协调类型的唯一 

分类模式，或者说是仅有的一种分类模式。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曾出 

现过其他各种类型的协调机制。如今进行社会主义体制研究时，如果还能 

够在上文中提出的5种类型之外,再增加其他类型的协调机制，可能会有助 

于我们的研究。曾有过不少关于协调机制的分类，虽然与这里的分类有关, 

但并不完全相同。②之所以得出今天这种分类模式，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 

个是逻辑标准，主要类型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一种协调机制都不能 

够成为其他协调机制的一个特例。第二个是适用于本书。这样一种分类模 

式既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协调机制进行有效分析，又能够对社会主 

义所提出的其他远景目标、方案计划和蓝图做出准确分析。

为了更加简明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在结尾部分选出的例子尽可能地 

接近了主要类型的纯粹形式。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协调机制是几种主要 

类型的纯粹形式结合并相互叠加的。例如，在一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控 

制过程中，自律协调与官僚协调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一个教会团体中，道 

德协调、自律协调和官僚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各种协调机制 

都是相互配合的。就内部协调而言，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一家私有大型公司 

会按照官僚体制的要求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体系，一个类似于以色列合作农 

庄(基布兹)的合作组织则会采用自律协调机制，而小型的家庭生产企业将 

主要依靠家庭协调机制来进行管理。与此同时,这三种组织又都参与了外

①在以前的著作中(1984),我本人就釆用过不同的分类体系，而且当时认为这已经是比 

较完整的分类了。后来我更正了这一观点，这从本书6.1部分的分类以及随后的相关评述中 

都可以看到。

②K. Polanyi(1944,1957)曾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交易和整合模式：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 

换。在他1944年出版的著作中，他也指出“家庭”具有独立的行动准则。C. E. Lindblom(1977) 

曾使用过这样的分类：权威、市场和导师体制。这两种分类方法都启发了我的思考，但我觉得 

需要进行调整。这些分类都有相似之处，有必要指出它们的区别所在并加以说明。官僚协调 

比Polanyi的再分配概念要更宽泛一些，同样，道德协调所包括的内容也要多于互惠。Lindblom 

的导师体制似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调机制，它更应该是一种方法，而且适用于本书所提到 

所有5种类型的协调机制。Polanyi和Lindblom都没有把自律机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而且 

也没有把它作为不同于其他机制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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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市场协调，有卖方为它供给所需，有买方从它那里购买产品。①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只有家庭协调以某些形式一直存在着，但其他四 

种类型的协调机制也都有很长的历史。有些人预测说，未来可能只会（或应 

该）剩下一到两种协调机制，而其他类型的协调机制都会不断萎缩,甚至消 

失。②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五种协调机制都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 

这也并不是说它们始终会“和平共处”。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在某些生活 

领域，一种协调机制会逐步弱化，而另一种协调机制则会发挥主导作用，甚 

至某几种协调机制会联合起来将另外一种协调挤出它曾经占据的领域。建 

立在自律协调基础上的运动、政党或协会也可能会在某一天演变成官僚机 

构或商业机构。官僚机构的职能也许有一天会被商业模式所取代，或者相 

反:企业的功能由国家行政机构来完成。所有这些变化或协调机制之间不 

同程度的混合都可以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

6 .3官僚（科层）协调机制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协调是运用最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协调 

机制。虽然其他四种主要类型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受到了极 

大压制，甚至不断畏缩,而官僚协调机制却在不断进行着自我复制。

官僚协调机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就一直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里，它在国家行政机关、军队、大企业和其他大型组织内部都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这些官僚化组织也掌握巨大的权力。但经典社会主义在历史上 

第一次把上述所有官僚组织合并成了一个单一的机构并将全部社会生活都 

纳入其中。这构成了它与其他部分官僚化体制的一个关键差别。

到目前为止,本书在不同章节中分别讨论了权力、财产（权）以及协调 

（机制），目的就是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阐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系列

① 关于企业内部的官僚科层体制与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可参见0. E. 

Williamson（1967,1975）的文章。进一步的参考文献见本书60页的注释①。

② 例如,有人会说所有的社会都会殊途同归，走向市场之路；官僚机制是历史上的非常态 

产物，终有一天会被彻底铲除。还有一些人认为未来将最终走向自律，官僚机制和市场机制迟 

早要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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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的现象。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极权统治的权力结构（集权）、社会生 

产的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相对于其他协调机制的支配性地位，这三种现 

象都是紧密相连的。权力集团（按照官僚科层结构进行组织并不与其他党 

派分享权力）对国有生产工具享有绝对支配权。权力集团在自己的控制领 

域内尽力取消其他协调机制，直到它们完全依附于官僚协调。国有企业之 

间的关系不依靠市场来协调，企业内部的关系也不采取自律协调机制。取 

而代之的是官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官僚协调来完成，内 

部则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纵向管理体制来控制企业的活动。处于金字塔最顶 

端的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处于最底层的是没有在统治集团内担任任 

何职务的普通公民:各类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从上到下都连续贯 

穿着一条纵向锁链。

在有关官僚科层体制的理论研究中，对“完美的官僚体制”已经有非常 

清楚的定义,即每位成员有而且只有一位上级领导，至少在从事一项特定工 

作的时候，只能有一位上级。从这个观点来看,经典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并 

不完美。通常来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对每个人或每个组织，或者更准确 

的说,对个人或组织的每一项活动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但管理和控制这些 

个人（组织）或各项活动的上级领导或上级组织却有好几个。我们已经提到 

过党、国家和群众组织之间在其行为方面的相互重合［3. 2,3.3］。①党组织 

和党委对所有其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此外，党内还有许 

多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它们都彼此重合并相互控制。各级党的领导 

都会指挥政治警察来检验干部候选人的政治可靠性,防止出现任何政治上 

的联盟，清除那些政治上可疑的人。所有这些防范措施也都延伸到了党内， 

在某种意义上说，党也要受到政治警察的监控,而这些警察又受到向他们下 

达这一任务的党的领导和相关组织的管理和控制。②个人或组织的各项活

① 关于平行机构问题的研究，可参见T. Dunmore（ 1980）0 Dunmore还引用了 H. Simon 

的观点:在官僚体制中，每个机构（或部门）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动机，而且都它自己的信息背景， 

这些都会带来分立倾向并产生了各个机构或部门之间的冲突。

②在经典社会主义最极端的年代里（如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时代），对党员也会进行最严 

酷的恐吓。必须强调指出，经典社会主义官僚协调机制运行并不一定伴随着党内的严密监控。 

但毫无疑问的是,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警察在控制所有官僚机构并 

维持纪律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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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间相互重合，监督相互重合,功能和地区上的纵向联系相互重合，这些 

现象也都出现在国家行政管理当中。监督任务往往由特殊部门来承担，如 

检察机关,政治和经济警察。①工会和群众组织对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 

导具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发现有任何不正常的行为，它们都可以向上级机 

关汇报。还有一套以居民为基础的公众控制网络。每个家庭或居住区都有 

党组织任命的管理人员，这些人负责很多行政事务（批准申请，盖章，出示证 

明）并监测其辖区内的各种情况。

乍看起来，这种多重交叉的监管和控制体系会产生很多相互矛盾的行 

为,造成组织内部的冲突，从而导致整个体系无法正常发挥功能。但之所以 

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官僚协调又是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怀疑:没有上级可以完全信任自己的下级。冯•诺伊曼曾提出过一 

个著名的理论来解释，如何将不可靠的元素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自动运行的 

装置②:必须将组成元素多向并联。体制内的重复冗余可以防止由于随机个 

体元素运行不稳定所带来的错误，或者恰逢其时地让其他正常运行的个体 

元素进行纠正上述错误。

纵向链条的主要影响方向是从上到下。上级会向下级发布命令，但下 

级永远可能指挥上级。③当然，这并不是说下级对上级就没有任何影响力。 

用赫希曼的理论来说，下级也有“声音（Voice） ”。④各级党组织成员，甚至是 

那些位于金字塔底层、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公民也能够通过提出建议和批 

评让上面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在这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普通党员和一般 

民众不能批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党的主要政治路线或经济计划中 

所阐述的总体经济政策。对个人进行批评会有多大危险,要取决于所批评

①苏联的工农检察院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声名显赫。

② J. V. Neumann（ 1956） o他在文章的题目中就直接表明了这一思想：《Probabilistic Log- 

ics and the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o

③ 这是官僚协调机制与自律协调机制最主要的区别：在自律协训中有一个范围很小的决 

策机构所做出的决策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自上而下的影响）。与此同时，成员委托其代 

表支持他（们）在该决策委员会的辩论中支持某一观点，如果委托的代表（们）不能始终代表成 

员的意见，那么下一次选举就会取消该代表（们）的代表资格（自下而上的影响）。

④ 在A. 0. Hirschman（ 1970）的经典著作中，他对比了两类回馈信号。如果一个人想要 

表达对组织运行的不满，他/她可以釆用两种回馈信号：退出或发出声音，所谓发出声音，就是 

提出批评、抗议和建议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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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官僚机构中的职务高低和他/她的容忍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 

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确实可以听到来自下面的声音，但声音都非 

常微弱:不满的音量必须要足够大，才能够让人听到或者产生影响。

我们继续用赫希曼的理论术语来进行解释。上文所描述的情况与“退 

出”（Exit）的缺位紧密相关。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的“退出”（即选 

择离开）权利被多次否定。如果不离开雇佣他们的企业或机构,任何人都不 

能放弃自己的工作［10. 4］。如果没有得到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更换工作岗 

位,因为一般来说，实际上整个社会最终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由于行政限 

制和房屋的短缺，公民很难改变居住场所。党员不能退党；如果公开示威， 

那么就很难保证再有安静的生活，甚至失去自由，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出 

现威胁和恐吓。从工会、青年团或其他任何群众（职业）团体中退出都是冒 

风险的举动。党、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的干部更不能以辞职的方式表达不 

满。①也没有最终的“退出”形式，即移民他国，即使申请移民都是非常危险。 

每种退出方式都会遇到阻碍、困难，甚至危险，这些都影响了“声音”的表达 

效果，往往导致了沉默或者更加谨小慎微。这样,社会主义体制自己就将自 

下而上的回馈信息压制到了最低点。

6.4 市场协调

如果想要了解市场协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占据哪些领域，那么可以看 

一下整个产品和资源的流动。表6.1根据社会部门分类列出了投入一产出流 

动。表中的纵列代表了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市场关系中的卖方），横行代表 

了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市场关系中的买方）。表中只涉及了两种协调机 

制（市场协调和官僚协调）的分工，从这个比较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市场 

所扮演的角色。②在设计本表时，我们希望能够更加综合地表明各种协调机

① 马克斯•韦伯［1925］（1978,第3、11章）基于议会政治结构和私人企业对官僚科层体 

制进行了研究。在这种官僚科层体制中，官僚作为个人是自由的，他/她只在相关的工作范围 

内服从于上级。官僚机构的工作岗位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选择职员的标准是职业能力。

②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还会介绍其他协调机制在表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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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发挥的作用。本书在后面还会简单提到投入一产出的流动范围。①

表6.1社会部门各个单位之间的投入一产出流动：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作用

供给部门

消费品部门

1 2 3 4 5

国有 

企业 合作社
正规 

私人部门

非正规 

私人部门

购买消费品和服务 

的家庭

1.国有企业 B B B + M 0 B + M

2.合作社 B B B + M 0 B + M

3.正规私人部门 0 0 M M M

（有B的干预） （有B的干预）

4.非正规私人部门 0 0 M M M

5.购买劳动力的家庭 B + M B + M 0 M —

6.投资资源的分配 B B 0 0 —

注释:此处B =官僚协调，M =市场协调,0 =没有发生交易

表中的L1代表了国有企业之间的流动。②官僚协调机制在此基本占 

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在下一章我们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③

在商品和物资的官僚化管理之外,还残留着一定的市场关系。如果一 

家企业生产数据不足（物资、中间品和零件），它可能会通过给好处、送礼物、 

甚至用钱来贿赂供给厂商的代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以扭曲的形式取代了 

市场关系中的价格关系（给供给厂商更高的价格），除非在交易中还有除供 

给厂商以外的政府官员也接受了贿赂。国有企业常常会专门培训一批从事 

这类工作的人员,他们能够通过积极干预或腐败行贿的手段加快企业之间

①这里没有讨论对外贸易的问题［14］。因此表中没有列出国与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即 

进出口方面的内容。

② 部门1包括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为了简便起见，没 

有列出非企业（即预算单位）部门［5.4］。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基本适用于非企业部门。

③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换即使在名义上是按货币计值的买卖，实际上也是由官僚协调所支 

配。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们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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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流动。①

合作社的情况和国有企业差不多［5. 5］,特别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实质性 

区别。表中L1的情况同样适用于L2,2.1和2. 2,即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之 

间的投入一产出流动以及合作社之间的投入一产出流动基本相同。

如果存在正规的私人部门（如获得当局许可的工匠、零售商以及家庭农 

户），在官僚机构的限制范围内，它们可以从国有企业和合作者那里购买生 

产资料。它们通常要付出比官方价格高得多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能够通过 

行贿的办法获取生产数据。因此,在表中1.3和2. 3里既有官僚协调，又有 

市场协调。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一般不允许它们将产品出售给国有企业或 

合作社，所以表中在1.3和2. 3里都用了 0值。

市场协调基本运用于表中的3. 3、3. 4和3. 5,即正规私人部门，而正规 

私有部门主要是向非正规私人部门和家庭提供产品。但除了表中3.4之外, 

几乎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协调，官方干预无所不在,特别是对价格的干 

预。我们在表格中用括号中的文字说明了官僚协调的影响。

真正的市场协调出现在非正规私人部门，它们把产品出售给家庭和正 

规私人部门（表中4. 3、4. 4和4. 5）。非正规私人部门不能公开向国有部门 

提供产品。

在表中L5和2.5里（卖方是国有企业或合作者，买方是家庭），官僚协 

调和市场协调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长期以来,在不少国家里，这一 

领域中的投入一产出流动部分是采用行政分配或配给制度来进行管理的, 

其余部分则仍然通过传统的商业流通渠道，但仍要受到官僚协调的各种干 

预，特别是产品分配的地点和价格设定。家庭作为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者, 

还要像市场参与者一样进行交易［表中8.7,12. 6］。

在表中5.1和5.2里，家庭是劳动力的出售方，国有企业和合作社是劳 

动力的购买方。同样，这里也出现了市场协调和官僚协调的奇特组合［10］。

一般来说,除非得到官方的许可，正规私人部门不能雇佣外部劳动力。 

即使获得了许可，仍然有非常严格的人数上限规定。但本表基本没有考虑 

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表中5. 3用0值来表示）。

①这些负责原材料供应的人在苏联的经济俗语中还被称为“卖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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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正规私人部门雇佣了外部劳动力，那属于半非法或违法行为（如 

表中5.4）。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市场协调就会起作用。

在劳动力的配置方面，市场协调至少发挥了部分作用，但投资资源（"资 

本”）则是通过官僚协调在国有部门和合作社内进行分配（表中6. 1和6. 2） 

［9.2］O这一领域的分配问题我们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讨论。大体而 

言，正规和非正规的私人部门基本只能依靠个人储蓄来进行资本积累。在 

一般情况下，私人商人（企业家）既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也得不到外部融资。 

因此,在表中6.3和6.4中,我们以0计值。

从以上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官僚化公有财产（权）“吸引”着官僚 

协调机制，而私人财产（权）“吸弓I”着市场协调机制。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种 

特定产权形式与特定类型的协调机制之间的亲和关系［15. 2和19.4］。

6.5 自律协调

从名义上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很多领域都采用了自律协调机 

制。

在政治上,“民主集中制”被写入了党章，这其中就包含了基本的自律思 

想［3. 1 ］。“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所有群众组织、利益代表团体和职业协会， 

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提供了基本的运行原则。

国家权力建立在自律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立法机构的成员，从最低的 

区代表或公社代表，到最髙的议会代表都是选举产生的。各级国家行政管 

理当局都要向本级的立法机构负责。主要的经济监督管理规定包括国民经 

济计划，都要经议会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从正式规则上看,似乎是 

选举人选举出了议会代表,然后由议会代表制定监督管理政策，从而实现了 

自我管理。

从经济组织来看，合作社名义上是一种自律型机构，由选举出来的领导 

成员负责经营管理。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明确指出:在所有上述领域中，实际上都是官 

僚协调机制在发挥作用［3. 1 -3. 3,5. 5］。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选 

举出来的人究竟依附于谁:是投票选他们的人？还是更高一级的官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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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机关事先就挑选好了要选什么人，然后向选民施压，并在选举后确认当 

选资格。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选举是否真正有意义取决于以下问题:能 

否在超过一个候选人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候选人是否能够拉选票以寻求支 

持;掌权的候选人能否被选下去，而又有其他人被选上，投票人是否能够经 

常性地获得这样的机会;投票人可否随时罢免对其工作不满意的当选者。 

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选举是这样的:能够被选上的只有当权的候 

选人，官方的候选人毫无例外地都要当选;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寻求投票者的 

支持;如果上级机关对当选领导人不满意，完全可以将他/她赶下台。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事实胜于雄辩。在革命过渡体制时期，尽管不 

是无一例外，但在许多领域还是实行了自律协调。革命者确实是选举代表 

进入革命政治运动的领导机构。在革命胜利后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很多地 

方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经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其中还常常伴随着不同政 

治运动和党派之间的暴力斗争。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旦政治开始官僚 

化，选举成了表面文章，官僚监督取代了真正的自律管理，社会主义社会也 

就完成了向经典体制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和“官僚”这两种完 

全不同的角色、职业和个人质量类型就变成了一个东西。那些追求职业政 

治生涯的人变成了官僚机构的成员，而所有的官僚行为都带有了“政治动 

机”。

在传统社会体制下，自发产生的合作组织都或多或少带有自律的色彩。 

但那些通过大规模强制性集体化，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城市和农村合 

作社完全变成了官僚化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自律机制并没有消失。“声音”以及来自底层 

的建议和批评支撑着一些自律机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这些自律机制始 

终非常弱小,经典体制的权力结构与自律机制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

6.6 道德协调

道德协调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这里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分类:捐 

助者的动机是什么？

第一类动机与政治信念有关:有许多人愿意为了党、工厂和国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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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奉献。在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成千上百万的革命群众在工厂或城 

市里自愿参加各种义务劳动。①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到农村里帮助农民收割 

庄稼；医生免费为病人看病，演员为工人和农民提供演出服务。这些现象也 

都发生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献身热情后来就逐步消失了 [2.4]。②在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下从事义务劳动，更多是因为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 

内心的政治热情。

留存下来的是更小范围内的奉献精神：当地的幼儿园、学校和医院提供 

的一些义务服务，或者修修操场之类的义务劳动。

这就出现了另一类动机:绝大多数人的无私奉献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 

的慷慨、热心和乐于助人。这种对他人需要的主动适应、关心以及提供无私 

帮助极大地抵消了官僚协调摩擦所带来的各种困难,或至少让人们有时还 

能够忍受这种僵化的官僚体制。上述行为的影响范围很难用数字来统计, 

但在日常工作、出行、购物、居住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上，都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意义也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因为在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下，官方意识形态并不认同所谓的“慈善活动”，认为那些行为都是与资本 

主义妥协的产物,不过是为了治疗剥削所导致的创伤而提供的一些社会救 

助罢了。官方道德教育根本不重视这类微不足道的“好人好事”，它所提倡 

的是要献身于伟大的事业。

即使某些互惠互利的行为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动机，也同样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一家企业的经理向另一家企业提供了机器设备零 

件，帮助企业经理度过了难关，他/她心里想的是:希望下一次他/她也能获 

得同样的帮助。朋友同事之间相互帮忙维修住房，因为他们知道当自己需 

要的时候，其他人也会来赶来帮忙。这种互惠机制不仅有助于填补官僚协 

调相互摩擦所产生的裂缝，而且可以补充由于市场机制不断萎缩所留下的 

狭窄空间。

①在苏联，这种自愿性质的义务劳动被称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也都有在类似精神鼓舞下而开展的义务劳动。

②当然，在战争年代，所有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和领土完整做出更大牺牲，远胜于和平 

时期。但这是一种例外情况，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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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家庭协调

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家庭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在历经了各种政治和 

经济重大体制变迁之后,它仍然在协调人类生活和行为方面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在前社会主义体制下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同样如此。

在如何对待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实际的社 

会、地域及经济政策之间往往相互矛盾。在革命过渡时期，大多数流行观点 

倾向于取消传统的家庭形式。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这些观点大都 

被放弃，主流意见相当保守，认为家庭应该具有更多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力 ， 

甚至比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家庭就是要以家为基 

础，负责抚养孩子和组织消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组织消费绝不是一项可 

以从容应付的任务［11,12］）。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经典体制下，总有非常强大的趋势试图限制家庭在 

某些重要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并破坏它的功能基础。下面将要提到的所有趋 

势在其他非社会主义体制中也都存在,如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 

家,包括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和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在这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强度不同，以及在很多领域这些趋势的巨大 

力量。

1 .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都处于工业发展的 

落后阶段［2. 3］。因此，在革命之前，家庭企业（农庄）在城市和乡村中都占 

有很高的比例。革命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又进一步提高了家庭农庄在经济 

中的比例。后来，随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家庭企业（农庄）几乎被全 

面消灭。

从那时起,生产就开始与家庭分离开来，只遗留下很小一部分的残余家 

庭生产形式（范围很小的正规私人部门和范围大一些但处于非法或违法状 

态的非正规私人部门）。

2 .强制增长［9.5,10.1］迅速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常常是跳跃式 

的需求增长。许多在农村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在快速工业化的驱动下进入了 

工业小区,很多人都不能带上自己的家庭成员。最重要的是,妇女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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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提高。在通常情况下，妇女都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窘迫才不得不去工 

作的。从一方面看,妇女在参加工作以后，眼界和经济独立性都得到了提 

髙。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就业使妇女肩上的负担日益沉重:除上班之外，她 

们仍然要完成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母亲的传统职责。这样,家庭生活又有 

了新的压力，妇女为家庭所贡献的力量必然不断下降。①

3 .另外一个趋势与第二个趋势紧密相连:许多传统的家庭活动都转移 

到了受官僚机关控制的机构（有时是企业）那里。“大型组织”将日益取代家 

庭,负责为人们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服务：日常护理、幼儿园、学校夏 

令营、医院、老人之家。②在家庭生活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要参加各类根据 

年龄和职业进行组织的活动，工作单位安排的外出和剧院演出，以及企业和 

机关自己的休假活动。有时候吃饭都安排在单位食堂。③如果家庭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即使达到了资本主义家庭的生活水平），那么下一步并不是像 

资本主义家庭那样去购买私人汽车，而是增加公共交通。拥有自己住房的 

家庭只有在农村才能找到。城镇居民大都住在国有（或合作社）公寓里。住 

房发展计划所提供的大部分新建公寓都是单一形式的合租房。所有这些组 

合在一起就导致出现了以下情况:“私人生活”和由家庭协调的活动不断受 

到限制,而与此同时，“集体领域”和由官僚协调的“制度化”、“组织化”活动 

却在不断扩张④。

6 .8自发变迁与人为变革

官僚协调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在诸如军队、铁路的集中管理以及流行病防治等领域

①由于打破了传统家庭的生存基础（消灭了家庭作坊,妇女就业飞快增加），家庭离婚率 

也迅速上升。

② 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曾许诺，国家将在这方面为人民提供更多的东西［4.3］。事实 

上，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它的实际能力。这部分没有兑现的承诺——日常护理、幼儿园设施、 

医院病床和养老院始终处于长期短缺状态——引发了各种紧张和矛盾。

③ 中国的农村公社甚至建立了"集体食堂”［5.5］。

④本书在后面还会涉及到家庭财产以及家庭经济作用（包括妇女的经济作用）等方面的 

问题。这类分析也都是在探讨家庭协调机制，尽管文中未必会直接用“协调”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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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部分官僚化体制。国内市场的运行和对外贸易都曾受益于中央立 

法，保护私人契约的法律对私人之间签订合同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立法对 

家庭也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中央立法还为自律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法律 

保障。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基本的法律和宪法都对国家中央政府 

的权力进行了限制。

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之前,不管中央权力有多大，并不是中央立法 

决定了每一种协调机制对社会活动的协调范围，这一协调范围完全是在历 

史的发展过程中自发确定的。国家可能采取特定的措施来推进或减弱某一 

协调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但任何措施都无法决定协调范围的大小。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中央权力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的发展进行 

自上而下的人为干预:市场协调必须结束，或者最多只能扮演微不足道的角 

色，而取而代之的是集中式的官僚化协调。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并不是自动 

自发的。①这一变革来自中央权力，伴随着火与剑。随之而来的种种现象却 

具有了自动自发的特征，不再需要中央权力的明确指示：自律机制逐步萎 

缩，为集体自愿工作的热情日益消退，家庭和小区生活开始处于附属地位。 

还有一样东西也接踵而至:官僚机制的自我繁殖和极度扩张,这一自发趋势 

甚至远远超出了发动并指挥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始作俑者的想像。②

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是两类对立发展模式——“建构式 

发展”和“演进式发展”一一的最好例证，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为发展与自发秩序的鲜明对比。 

这些概念都来自冯•哈耶克，见冯・哈耶克（I960,1973,第1章）。

②列宁［1917］ （1969a,第473页）曾写到：“所有公民都将变成国家的雇员，其中包括军 

事人员。所有公民都将成为单一国家托拉斯的职员和工人。”

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这段话与他在1921年12月写给所有苏联中央机构领导人的信中所表 

达的愤怒之情做一个对比，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在必须立刻结束你们机关中存在的令人厌恶 

的官僚主义作风……我的建议是你们马上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机构。自己只顾着发官样文章， 

然后再传达给其他机构，这也是官僚主义，浪费纸张。”列宁［1912］（1970,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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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主要协调机 

制的分工情况。第7章和第8章将着重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协调 

机制——官僚协调。第7章对该问题所涉及到的领域进行一次 

综合考察，第8章则重点探讨与之相关的价格与货币问题。

7.1 社会主义计划的先驱者

社会主义体制的思想先驱们将计划视为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马克思 

特别强调了以下论点:①

资本主义造就了企业内部高度复杂的组织体系,但却使连接企业的市 

场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就无法消除 

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通过消灭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和市场的 

无政府状态）可以在国家层面上组织经济生产。马克思认为集中配置社会 

劳动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产品之间的关

①在《法兰西内战》[1871] （1940）一书中，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就 

在于“联合起来的合作社会将根据统一的计划管理国民生产，这样就可以将生产置于自己的控 

制之下，彻底消除经常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震荡，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伤”（第 

6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到：“当社会掌握了生产力之后，生产工具和产品的社 

会特征将由非常了解情况的生产者加以利用，”（第266页）“为了能够成为所有生产工具的主 

人并根据社会计划来使用，整个社会应该结束生产工具使用者相对于生产工具所处的附属地 

位”（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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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再被市场“拜物教”所蒙蔽，配置问题将变得清晰透明，很容易观察清 

楚。人们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也就不再复杂难办了。

在1917年之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都没有提到过在 

进行国民经济计划时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例如，在收集和处理信息时 

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思想家们通常关注的问题是需要有什么样的动机让 

人们努力工作。但对于那些计划者和实施计划的机构而言，又需要附加什 

么样的激励来促使他们完成这项特殊任务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计 

划的思想先驱们却从未提及。

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经典体制的实际经验与社会 

主义思想先驱们的期望有何不同？

7.2 初始方法:编制计划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研究计划是如何编制的，在7.3里,我们会讨论计 

划是如何实施的。这两部分描述了如何根据官方政策来完成上述过程。在 

7.4—7.6中，我们会探讨真实的“游戏规则”以及参与者的利益、动机和冲 

突。①

为方便起见，我们先从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开始谈起。在大 

多数国家里，计划都是先由最髙级别的官僚机构一一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 

准备，然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党，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审核批准,最后经 

国家议会立法通过。

就计划的时间长短而言，有短期的年度计划和中期计划,如五年计划②, 

其中年度计划是经济运行的真正实施工具。尽管五年计划中投资项目规划 

会对投资过程的进展产生实际影响，但它更多的是表明经济政策的取向。 

在以下的部分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年度计划,如果没有特别指明，“计

① E. A. Hewett（ 1988,第4章）详细介绍了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是如何进行计划和 

管理工作的。关于中国改革前的计划和管理情况可参见H. Harding（1981）o

② 在某些国家和特定时期内，最重要的是季度计划。有些时候，一些国家还会制定15- 

20年的长期计划，多数情况下，这类长期计划只涉及经济的某一部分（例如，苏联的第一个电子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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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通常是指年度计划。

国民经济计划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中的所有活动。①这里我们仅讨论 

生产领域的计划编制。由于篇幅所限，所谓非生产领域（如服务领域）的计 

划编制问题就不在这里进行讨论了。

计划的第一部分（章）②是生产。总量指标（例如，国内生产总值）规定 

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总量以及各主要经济部门（工业、农业、交通等等）的产量 

分配。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最重要产品（即所谓的优先产品）的数量指针,这 

些产品可能有成千上万种之多。在计划文件中，上述产品的数量都会尽可 

能地用物理单位一一表示出来。只有在无法使用物理单位情况下,才会用 

总产值标出。

计划的第二部分涉及到产品的使用。其中主要规定了原料、半成品和 

成品在各个领域的分配，各部门都会得到相应的投入品配额。配额是一个 

上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计划本身就包括了某种“配给”机制：它分发出 

“票证”或“配给券”，如果使用者（如某一部委管辖的所有企业）没有这些票 

证，那么即使它有购买能力,也无法得到所需要的投入品。

为了分配优先产品，必须考虑平衡问题（物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③ 

所谓平衡,一边是指来源（生产、进口、存货的减少），一边是指使用（生产消 

耗、出口、消费，存货的增加）。在经典体制的计划编制方法中，非常重视平 

衡问题:它们之间的均衡是判断计划是否协调连贯的主要标准之一。取得 

平衡是一个不断取舍进退的过程，要经过生产方与使用方计划领导部门之 

间的多次讨价还价,这一过程被称为编制计划的“平衡方法”。④

第三部分是劳动力问题。在各个领域分配人力配额和工资基金；对名 

义工资主要指标的任何变化都做出了相应规定。

① 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通常有6万个独立的小标题，见阿•格・阿甘别吉扬（1989,第 

91 页）。

②这里的排序（部分和章）只是为了便于研究。实际上，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计划 

文件的主题分类都会有所不同。

③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国家计划办公室需要进行2000多项平衡，国家物资供应 

局和各部委要进行几万项平衡，见E. A. Hewett（1988,第125 -126页）。

④多年以来，苏联和东欧国家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实验，并采用数学模型来帮助实现平衡 

[17.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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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投资计划。将投资总量进行了配额分解，根据建设能力和 

资本品的进口情况，规定了不同的配额指标。这一部分还包括了所谓的优 

先投资项目，即那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项目。

第五部分包括了技术发展目标:需要引入哪些新技术,在哪些领域应用 

新技术，应该生产哪些新产品。

第六部分涉及到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设定了进口配额以获得平 

衡，同时也包括了出口目标［14.2］。

第七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主要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其中包含了财 

政预算的主要科目，银行体系的目标以及价格政策［8.5］。

如果计划中想要将每个领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都纳入其中 ，那么可能 

会需要几百万个指标。显然，集中做出这么多的计划指标是一项“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于是就有了计划分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 

根据对象将计划分解。例如,在对房屋建设总量目标进行分解时，计划中会 

列出建设部应该建多少房子，重工业部应该建多少房子，轻工业部应该建多 

少房子等等。在这个例子中，各个部门就是“对象”。这样每一个指标在统 

计部门所做的各部门分项目录中就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了。计 

划中列出的所有没有生命的数字指针都对应着现实中有生命的官僚机构负 

责（责任）人。

官僚机构在控制国民经济时也在不同层次上采取了这种分解方法。让 

我们来看一个四层结构的例子:在第一层次上,计划委员会将国民经济计划 

分解到各个部委;然后各部委将计划分解到自己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 

都控制着自己的下属企业）；主管部门再把计划分解到自己负责管理的企 

业;最后每一家大型企业都有了自己必须完成的几千个年度计划指标。

计划分解是自上而下传递信息的基本方式。下级机构从上级机构接受 

到的计划任务是命令,而不是建议。①下属机构必须完成计划指令。

也有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在计划完成之前，下属机构会对计划初稿提 

出建议并做出评论。如果需要,它们还可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修改计划指

①斯大林曾这样说过:“我们的计划不是预测性的计划,不是猜谜式的计划，而是指令性 

计划。”约・维・斯大林［1927］ （1954,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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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最后，它们必须汇报计划的实施情况。

除了纵向的信息流动之外，还有横向的信息流动。处于同一层级的机 

构制定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在相关问题相互协调:例如,作为生产部门代表的 

部委和代表使用部门代表的部委会就某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争论，或 

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管部门进行争论。一般而言,这种同级部门之间的 

讨价还价都要在上级机构的指导下进行。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计划的编制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官僚协调工程，其 

目标是事先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协调并达成一致。在成千上万涉及到各个 

层次的计划指令最后确定之前，有数不清的党委成员、政府机关职员、企业 

和合作者管理人员以及群众组织领导会一再地讨价还价,反复计算,直到计 

划编制完成为止。

7.3初始方法:计划的实施与管理

研究计划实施的起点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曾提到过的一个原则:执行计 

划是一项义务。这一原则非常重要，因此,有不少研究者把它看做社会主义 

体制最关键的特征，并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称为“指令性计划经济”，“强制 

经济”或“命令经济”。

计划主要由特定机构进行编制：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个部委、主管部门、 

企业和其他机构的计划部门。但这类机构与负责管理的组织机构是捆绑在 

一起的，特别是每一层次上的领导人（部长、主管部门领导或企业的负责人） 

对计划工作的每个阶段（从最初准备计划、然后执行计划，直到最后汇报计 

划实施情况）都要负责。计划编制部门在计划的修改（正式或非正式）以及 

总体管理方面也都要发挥积极作用。

本章在剩下的部分里将会探讨公共部门（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管 

理。①对计划执行过程中岀现的决策问题也将进行简单介绍。

1 .企业的成立。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中，“进入”问题在市场竞

①官僚控制对私人部门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谈到［19.5］。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介 

绍非企业国有机构（预算单位）的官僚控制情况，但其主要特征都类似于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 

理。



108 社会主义体制

争的框架之内可自行决定。只要企业家认为可行，他们就可以成立新的企 

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否成立企业是由官僚机构决定的。

2 .企业的清算。与成立企业的情况类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的 

“退出”也依赖于竟争。如果一家企业长期没有清偿能力，那么它就会破产。 

在反垄断法的规定范围内，企业的所有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企业合并或 

分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的清算、分拆或合并都由官僚机构决 

定。

我们可以这样对1和2进行总结:作为一个集体组织（或有机体），企业 

“是生还是死”并不取决于市场竞争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官僚机构掌握。 

这里完全没有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健康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企业家 

的出现，他们引入新的产品或新的技术，建立新的组织，占领新的市场，只有 

这样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僵化的组织形式才会被赶下历史舞台。换句话说, 

社会主义体制没有为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留下 

任何空间。①

3 .领导者的任命、提升和撤职。我们在第3章已经介绍过有关这方面的 

情况，但为了完整起见，还是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领导的选任完全由官僚 

机构决定。

前面部分在谈到计划问题时，已经介绍了决策和控制方面的情况。可 

以这么说,企业管理层将努力确保每一项计划任务都得到实施,也会找出即 

使是最严密的计划也无法事先进行详细规划的任务。

4 .生产的管理。创建者（通常是相关部委）从一开始就为新企业设定下 

了“范围”限制：即允许（规定）企业从事哪些领域的活动。企业无权生产“范 

围”之外的东西。

最重要的限制就是年度计划，年度计划不仅规定了当年的总产量，而且 

还规定了优先产品的年度产量（对一家生产各种产品的企业来说，可能会有 

几百种产品）。

此外,上级机关会经常直接干预生产过程，更改原先的方案，增加新的 

任务,取消其他任务,对某类产品的生产施加特别的压力,如此等等。

① 见 J. A.熊彼特[1912]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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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品和原料的分配。在前面讨论计划编制时,我们已经介绍过优先 

原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分配问题，以及与产品平衡之间的关系。计划分解为 

产品和原料的分配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但更具体的分配任务是由管理层 

完成的。就这一点而言，显然是官僚协调取代了市场协调。官僚机构把生 

产者生产的许多产品分配给使用者，并且规定了某一类产品生产者必须提 

供多少，使用者能够获得多少。对某一类产品的生产企业（或贸易企业）来 

说，它们都拥有一定的法律权限,有权决定哪些企业或预算单位可以获得某 

一类“产品券”，而其他机构则无法获得这类产品。

上级机关也经常干预产品和原料的分配。它们可以改变计划中（或下 

级组织）已经确定的分配方案。如果它们认为某类交易特别重要，也可以直 

接下达命令，改变传递方向。

6 .劳动力的分配。这里同样是计划进行总体限制，但管理层进行具体 

干预，甚至有可能改变计划。可以把工人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也 

可以强迫企业增加或减少工人数量。根据不同的级别，制定了极为详细的 

工资等级,对工资总额有严格的限制。

7 .对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这里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提一下名称，以后 

再进行详细讨论［9. 2］。

8 .技术发展。从表面上看，计划仅仅为投资任务定下了一个基本框架。 

技术发展的优先投资领域是上级机关决定的：哪些工艺流程可以实现机械 

化，哪些地方可以安装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哪些领域应该引入新产品。

9 .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上级机关利用各种方式控制着对外贸易 

和国际经济关系，其中包括进口审批，出口指导，在对外贸易领域实行严格 

的外汇控制［14. 2］。

10 .价格制定和11.财政管理。这里只是为了完整起见，提一下名称，以 

后会进行详细讨论［8］。

上级机关在控制下一层所有决策和管理领域时,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 

命令。尽管也会采取劝诱、说服和规劝等手段，也进行奖励和惩罚，但目的 

都是为了迫使下级执行命令。主要执行人员的奖金取决于能否很好地执行 

计划和上级机关的其他命令。如果违背计划或没有执行其他命令，那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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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到惩罚，惩罚措施包括批评、撤职、入狱和以“蓄意破坏”的罪名起诉。① 

因此，奖励和惩罚与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多的是要强化纪律和要求服 

从上级。

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产生部分自主权,下级单位在接到上级单位分配 

的计划任务时，它们完全可以等到要进行汇报(并接到下一个计划)的时候 

再执行计划。除了计划以外,如果出现矛盾,上级单位还可以干预下级单位 

的日常活动。西方文献中经常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为“中央计划经济"②。尽 

管中央编制的计划确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提法只说明了事 

物的一面。如果用“中央管理式经济”，可能会更贴切一些，因为这种提法更 

加突出了官僚协调和集中控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计划特别重要， 

但是它毕竟也只是官僚协调形式的手段之一。

本书在7. 2和7. 3部分已经介绍过有关协调机制的问题,而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典型协调机制就是经济上的官僚直接控制③。官僚直接控制包括 

了以下内容:编制计划,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执行;采取命令式管理; 

上级机关对下级单位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以及日常经营定期进行具体干预。④

这种协调机制同样充满“活力”，整个经济的运行完成了自己的基本功 

能:生产、分配、向消费者提供产品。计划大致都如期实现。社会主义体制 

运行部门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也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业绩在世界历史 

上可谓独一无二:在公有制部门,官僚机制协调着所有活动并将整个体系整 

合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是在完全取消了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完成的。

但必须认识到直接官僚控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无效率的：官僚体制是非 

常僵化的；面对需求、技术、国内政治状况或外部世界的变化，官僚体制在进

①1959年匈牙利曾根据刑法发布法令来维护计划经济,I.T. Berend (1979)对此有过介 

绍。Berend写到：“在没有重大理由的情况下，如果严重偏离计划命令，那么就可以判处两年监 

禁。对于涉及严重威胁国民经济计划或任何具体计划(或造成了巨大损失)的犯罪行为，可以 

判处5年以上的监禁。”(第117页)。

②这个说法是E. Zaleski(198O)提出的。

③这是匈牙利在改革时期所使用的词汇。在句牙利语中，"直接控制"一词首先出现在 

K. Szabo(1967),T. Nagy( 1966)和L. Antal( 1985)等人的文章中，常常与体制改革时所采用的 

间接控制一词相对应。

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编制和直接官僚控制的开创性研究，可参见J. Berliner ( 1957) .D. 

Granick(1954) J. Kornai[1957] (1959)和 J. M. Mntias( 1962) o



第七章计划与直接官僚控制111

行调整时会一再拖延，从而导致巨大损失。

7 .4经济领域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

假如能够获得关于过去情况的完备信息,假如可以精确预测未来,假如 

每一项命令都没有任何错误并且毫无瑕疵地得以执行，那么官僚直接控制 

机制将会完美运行。但在现实世界里,信息始终是不完备和不精确的，而在 

预测未来时,也面临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不是时钟 

里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都会出错。7. 2和7. 3部分所介绍的各种 

机制之所以会出问题，主要根源于参与者的动机和冲突，以及收集和利用信 

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信息扭曲。

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官僚机关的官员努力工作呢？在以下部分，我们 

将集中研究那些领导人，从部长、部门负责人一直到商业机构领导和工厂的 

党委书记，即直接领导着下属职员的干部们。①

在此,没有对企业管理者的动机和其他官僚机构领导人的动机进行区 

分。②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官僚机构领导人的一般动 

机。③

这里应该避免将动机问题过于简单化或者任意挑选出一个目标动机。④

①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讨论职员的工作动机。在很多方面，下属职员的工作动机 

与领导的动机都非常接近，当然也不完全相同。

②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所有者不同，单位也就完全不同。如果“企业”一词也可以用于指 

称单位的话（正如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的企业称为单位元），就需要对所有者雇佣 

的高级经管管理者的动机进行单独分析。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高级管理者的动机在很多 

重要方面都与其他高层官员有明显区别。

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根据法律也把生产单位元的集合称为“企业"。根据上面的标 

准，“企业”与“企业”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有者是相同的）。正如下文所述，社会主义企 

业领导人的行为和上级机构领导人的行为大致相同；企业领导人和上级机构领导人的关系与 

上级机构领导人与主管部委领导人的关系也大致相同，如此等等。

③这里不再探讨负责全面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所有其他的领导人都有一个上级（或上 

级组织）和下属人员。

④当然，这里并不反对研究者为了便于某一问题的讨论（当然，首先要假定忽略其他动 

机并不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模型框架之内只挑选一项动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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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尽可能研究所有的动机。①

1 .政治和道德动机。主要动力包括:忠诚于党的思想，赞成官方意识形 

态，对完成计划目标充满热情。

2 .工作认同感。这一点适用于在任何体制下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这样 

的人愿意从事体面的工作并具有“职业荣誉感”。如果是一位企业管理者, 

他/她至少想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如果是一位工程师,他/她至少想采用最 

先进的技术并负责技术上的监督管理。如果是一位总会计师，他/她也想将 

财务账簿整理得清晰有序。

3 .权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权力。有些人还会对权力非常反感。 

但这样的人不会接受领导职务。成为领导的人都被权力所吸弓I,这些人喜 

欢看到别人服从他/她。一旦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力,他/她就想保持权力，而 

且还想获得更大的权力。

4 .威望。在任何社会里，级别和社会地位都紧密相关。其他体制有许 

多平行的梯子。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际上只有一个梯子:官僚机构中的 

职业生涯。想要获得更高威望的人必须在这个梯子上爬得更髙。

5 .物质福利。报酬包括:更髙的工资、奖金、特殊福利、获得某些商品和 

服务的特权。

6 .平静的生活。领导人都想躲开麻烦，不要到处受阻，避免与上级、供 

货商以及消费者产生冲突。

7 .害怕惩罚。就是被上司骂一顿也会让人不愉快，但正如前文所述，还 

有更为严厉的惩罚。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这些动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的比重。②当 

然，对不同的人而言，各种动机的相对力量也会有很大差异。不同动机之间 

有的是相互加强，有的则相互冲突，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还会进一步讨论 

这方面的问题。

官方意识形态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以“主人翁（所有者）”的态度认

①J. Berliner（1957）也提出辻一个类似的“清单"。关于东德和罗马尼亚企业管理者动 

机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考D. Granick（1975,第1、2部分）。

②同样是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财务激励在中国和古巴所发挥的作用就要小于苏联或者 

东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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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完成委托给他/她的任务。事实上,在官僚体制的各个等级中都不可能建 

立起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动机。不论是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的上级机 

关领导，他/她都无法将剩余收入归为己有。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承担 

全部决策责任，因为他们也要听从上级的指示，而且指示下达之后，上级机 

关还要经常干预其日常活动。没有任何必要冒险去得罪上级机关（不管是 

企业、主管部门还是国家部委），一旦触怒它们,很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 

果（如无法引入新技术和新产品）。这是因为在官僚管理体制下，不论是单 

位本身，还是领导人自己，都不可能分享收益或者从剩余收入中获得好处。 

如果官僚机构成员的实际社会地位根本就不是什么“主人”，那么光靠劝说 

鼓励根本就无法建立所谓的"主人翁"动机。

当面对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时,促使领导人工作的主要还是内在激励。 

他们要应对三类“伙伴”——上级（向上的纵向联系）、下属（向下的纵向联 

系）、供货商和获得其产品的企业，名义上就像市场关系中的卖方和买方 

（“向前”和“向后”的横向联系）。这些关系之所以对领导人非常重要，并不 

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无论是下属还是客户，只要对领导 

人有所不满，全都可以径直向该领导人的上级反映情况。由于整个经济都 

处于短缺状态［11,12］，领导人自己也依赖于他们的供货商。就这四种关系 

（向上，向下，向前，向后）的依赖强度而言,最强的就是向上的纵向联系，领 

导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上级领导。

前面所列出的所有动机都与如下现实密切相关:下级依赖于上级，对下 

级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得到上级领导赞许的目光。下面让我们把这些动机 

再重新梳理一遍。

中层干部的上级领导经常要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一思想教育的过程 

中，上级领导会把政治信念和精神鼓舞转化为日常任务,来指导中层干部的 

具体工作。上级领导也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下级认真执行计划和其他命 

令，从而为党和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上级领导会具体解释，如何才能令人满 

意地完成计划，并提出相应的专业要求。上级将决定他/她能爬到梯子的哪 

一级，进而就决定了他/她拥有多大权力和享有多高的威望，奖金是多少或 

者会受到什么处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上级是否满意，由此也就意味着 

他/她是否可以平静地生活或者将遭遇狂风暴雨。下级始终会感觉到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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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体制的依赖，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滤之后，就把上文提及的8类动机 

从内在动力转化为实际行动。

所有这些都对日常的管理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 

对官僚机构每一位成员的行为特征造成了长期影响。①没有必要一味埋怨 

上级领导，责怪他们突发奇想（弄出这么一套办法）或者说他们才是始作俑 

者。也不必认为每个人其实只为自己着想,或者换句话说，风险就应该自已 

承担。这些观点都意义不大。想要做事的下级人员总要提前“保护好自 

己”，他/她需要事先得到上级的同意并尽量利用更多的上级领导来分散风 

险，这样才能避免遭受挫折和失败。再者说，大部分人都有那么一点虚荣 

心，拍马屁也是人之常情。

这些行为特征（或品格特征）并不是只有进入官僚体制之后才会培养起 

来。那些在一开始就具备了这些特征的人在进入官僚体制之后，会很快在 

其职业生涯中迅速攀升。特征的形成和培养与官僚控制的选择标准是相互 

加强的，于是到处盛行着奴性思维,到处都是奴仆关系。

7.5讨价还价与内部冲突

领导在行动过程中始终受到相互矛盾的动机的困扰，他背负着太多的 

价值冲突。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假设一位领导认为他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出于对党的忠诚或职业 

荣誉,他是应该坚决执行，还是提出抗议？领导人发现某项计划任务是根本 

不可能完成的，但如果他一声不吭地接受了任务，那么结果就是他和他的同 

事们就拿不到奖金，甚至会被贯以“蓄意破坏”的罪名。他也想过平静的生 

活。反对可能会破坏他平静的生活，但不反对也可能让他麻烦不断。

面对这种相互冲突的局面，领导人究竟会怎么做还取决于他/她的个人品

① 苏联作家A. Bek（1971,第76页）曾写过一部名为《新的任命》的小说，书中描写了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一位工业战线的领导人。作者是这样形容经济干部的：“他们身上被深深 

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士兵的最高美德已经内化在他们的血液中：不许怀疑，坚决执行命令。”

也可参见G. Kh.波波夫（1987a）,他研究了这种态度的根源所在，苏联作家将之称为行政 

命令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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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此外,领导人具体所处的体制环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容忍反对意见（行为）也会对攸她的选择具有很大影响。不管什么情况，我们会 

发现典型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就是缓和这些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突。

行为模式之一是纵向的讨价还价（“纵向”有别于市场的“横向”讨价还 

价，即买方与卖方之间的讨价还价）。①为此，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位部门主管将其所辖企业的年度计划分解为生产、物资分配和人力安排。 

在这一过程中，部门主管将扮演分配者的角色,而企业管理层将提出建议， 

要求一定的资源。为此,部门主管需要了解企业生产能力以及投入一产出 

关系的有关信息。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将向上级主管领导准确汇报有关信 

息，然后主管领导会客观地分配任务，让每家企业既能干得了，又能干得好， 

同时尽量节省材料和劳动。但事实上，企业领导并不是这样汇报情况的。 

企业的领导想的是任务越轻松越好，物资和人力供给则是越多越好。这样 

就可以使冲突降到最低,将拿不到奖金的风险最小化，或者避免因完不成计 

划而受到惩罚。这些利益动机将促使企业故意歪曲信息，低估自己的生产 

能力，报高投入需求。在第一轮的计划起草过程中，就会出现讨价还价:先 

是抱怨，然后会要求党组织和更高机关进行干预；企业会努力争取更轻松 

（或更少）的计划任务，即产出量相对要小，投入品供应相对要多。此时，企 

业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同事们也鼓励企业领导人这样做： 

一个好老板就是要争取更轻松的计划任务。

但经验丰富的部门主管在起草计划时对这种倾向早已心知肚明。因 

此，在分解计划的第一阶段他们就会提出更高的计划任务要求，通常要比他 

们心中认为实际可行的计划高出0-20%左右,因为他们也知道企业肯定会 

要求降低任务。另一个办法是上级主管事先把企业的计划任务设定在去年 

的产量水平以上。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产量从40个单位提高到了去年的 

50个单位，那么今年的任务至少应该是50个单位。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

① 在达尔（R.A. Dahl）和林德布罗姆（C.E. Lindblom, 1953）的经典著作中，讨价还价是 

协调的基本形式之一，并独立于其他基本形式（如价格机制、官僚科层机制等）。这种分类（包 

括本书中的分类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把讨价还价作为几种主要协调类型的 

附带现象，而不是把它作为独立的协调机制，这似乎更为妥当。纵向协调涉及到上级与下级之 

间的讨价还价，而横向的讨价还价则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同一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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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术语里被叫做“计划到能够完成的任务的基线”。①西方文献②中使用了 

“棘轮效应”一词，来对应另外一种现象,即不断给只能向前而无法后退的齿 

轮加大计划任务。

任何高明的武器都会引出与之针锋相对的好办法。当上级组织“计划 

到能够完成的任务的基线”时，企业便采取了“将业绩固定”来应对。即使一 

家企业完全有能力超额完成计划任务，它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到下一年计划 

任务就必然会抬升至它的最高产量。因此，最优的计划完成量就是100% , 

或者是101%、102%。于是，计划就变成了自我完成的计划。综合而言，完 

成计划的秘密之一恰恰就在这1-2%。

部门主管在讨价还价中的行为往往是相互矛盾,就像那个有着两副面 

孔的门神。在“向下”关系上，他/她希望迫使企业能多生产，少投入。但在 

与自己的上级(部委)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她是下级。此时，他/她所 

处的地位与自己的下属企业也就没有区别了。部门主管会尽力对上级部委 

隐瞒自己的实力，他/她也要发发牢骚,争取更低的产量目标和更多的投入 

品。如果部门主管真的想这么做的话，那他/她和自己下属的企业就成为了 

天然的盟友，因为摘录的数字和汇报材料都来自企业。如果出现了这种情 

况,部门主管在和下属企业讨价还价时就不会针锋相对了。于是这个过程 

到最后就演变成了采取技术手段来扭曲向最高层传达的信息，目标是低估 

生产能力,始终保持业绩不变。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总结出一般规律。讨价还价并 

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个层次(首先是部门主管与下属企业之间的联系，然后 

还有部门主管与上级部委之间的联系)。在官僚体制中，任何一层的上下级 

之间都会出现类似的讨价还价过程。这里选出的例子主要谈到了年度生产 

计划和相应的投人品配额。但可以推而广之的是，只要有上级机构期待从 

下级机构那里获得些什么，同时又必须向下级提供些什么,在这一决策过程

① 我在1959年自己所写的书［1957］中第一次描述了计划中的讨价还价过程。西方研究 

者也在同时独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J. Berliner(1957)的研究。

② 见 J. Berliner( 1957)、J. R. Thomton( 1978) L. Weitzman( 1980) XM. Kerengj. Miller 

和 J. R. Thornton( 1983)、X. Freixas、R. Guesneerie 和 J. Tirolé( 1985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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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然都会出现类似的讨价还价。①

讨价还价的实际结果将主要取决于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体制 

越严格，就越具有“军事化”特征，讨价还价的风险也就越大，当然也不可能 

完全消除讨价还价。否则,上级就更要迁就下级，②毕竟下级那里掌握着上 

级所需要的信息。如果下级在生产或销售上处于垄断地位,或者重要的和 

有影响力的产品使用者非常依赖下级的生产,那么下级就具有更强大的讨 

价还价能力。

让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分解计划时，部 

门主管做出了分配决定:他/她将各种原料分配给下属生产企业，其中每一 

家企业都会针对原料分配展开竞争，它们将尽力争取在计划任务范围内获 

得更多的原料。生产者的态度与市场上花钱买东西的人完全不同，他们都 

是在争夺免费的礼物。只要多余的投入品可以不用于完成更多的计划任 

务，那么分配到更多的投入品就会取得绝对优势。这好比在公地上放牧的 

农民,③他们知道公地不是自己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节省和维护土地。这 

种方式带来了资源管理的严重低效率并导致出现了过度需求现象［11,12］。

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型公司内部官僚科层管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控 

制整个社会的极权式官僚体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一家资本主义大型公 

司里,不论它内部有多少科层结构，公司却始终受到个人或集体所有者的约 

束，而没有所谓的官僚首脑。在公司最髙层，总经理要对所有者负责,他/她 

的工作是好是坏直接影响到所有者的收入(变穷还是变富)。但在社会主义 

官僚体制下，每一位领导都有他/她的上级领导,没有真正的所有者,业绩的 

好坏与所有者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国家领袖，他/她的动机显然是政 

治上的，而不是以“财产主人”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① 正式的计划讨价还价模型可参见J. Hlavacek ( 1986,1990) x J. Hlavacek和D. Triska 

(1987)O作者引入了引入了“自我保护”一词来说明命令经济和计划讨价还价条件下生产者的 

行为特征。

② 见 R. W. Cmapbell( 1978) o

③ 英格兰“公地悲剧”(公地变成了所有人的猎物)的历史可谓众所周知：公地被无限制 

地开发直到全部破坏殆尽。见G. Harding(1968)和T.C. Schelling( 1978,第1 l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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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计划、管理和政治

在资本主义体制里，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即商业世界）界限分明，尽管 

存在部分重合。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两者之间没有区分，经济完全 

处于政治的笼罩之下。

正如我们在7.2部分曾提到,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要得到最髙政治当 

局的批准。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准备计划的早期就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它首先确定了基本框架,并在决定计划的主要趋向方面拥有最重要的发言 

权。所谓“计划法”，其本身就是一个表达党的总路线和经济政策的政治档 

案。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最后 

形成的计划往往反映了获胜者的立场（或者是胜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妥协）。①

政治事件并不总是与计划周期相吻合，很可能因为某一年发生了重大 

的政治变化，就需要对计划进行修改。特别是在实施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原 

来确定的计划目标往往会因为政治变化而过时。

上述关于计划所谈到的所有情况也都适用于计划的执行以及整个的经 

济管理工作，这些活动也都是政治的附属品。

我已经提到过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内部官僚等级体制的领导人所处的位 

置与社会主义官僚机构的领导人所处的位置具有很大差别。在此仍有必要 

指出它们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尽管资本主义企业高层经理的活动也可 

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但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他们始终面临着经济责任:他们必须提高公司现在和未来的利润水平、 

财富和“净价值”，他们必须改善公司的市场地位和商业前景。但在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任务只是共产党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一,经济上

①有些关于计划制定的理论模型假设计划者都拥有清晰明确的偏好次序，并长时间保持 

不变，计划者将根据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来优化该计划。

事实上，计划决策（包括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做出的修正）常常会随着现行政治权力关系的 

变化而变化。有时整个路线都会完全改变。事后的政治路线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在实际的经济 

发展过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偏好的变化。当然，这也并不是全部事实，因为我 

们经常会发现有些现象完全不是当初政策制定者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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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虑往往要服从于其他国内和国外政策目标。不同的政治任务和经济目 

标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比重，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比重体系——领导层的 

偏好次序,“党的路线”——常常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重大转折。

下面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动机中的利益冲突问题。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就是强制增长［9］。最高领导层设计了严密的计 

划来强制实现生产的高速增长。①不论是官方宣传，还是日常的管理和控 

制,党始终在努力实现数量目标。②片面追求数量驱动不仅有来自上层的指 

示，而且一直受到产品使用者的鼓动。但数量驱动会带来很多有害影响，例 

如忽视产品质量，很少考虑扩大产品的种类等等。

这里有一个涉及动机冲突的生动例子。领导人把一半心思放在提高产 

量上,因为他/她知道这是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务。但他还要留着另一半心思 

琢磨其他事情。他也要刻意保持产量不变(见关于讨价还价和“计划编制” 

的讨论)。当他不顾质量或没有采取措施节约投入时，他同时也损害了自己 

的专业荣誉。他也不能指望上级领导永远只关注产量而不管别的。如果有 

一天质量下降或成本提高，他也会遇到麻烦。所有这些都会让领导人心中 

产生一种不安全感。③

基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说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区分所谓的“政治 

家”、“官僚”、“技术专家”或“管理者”等社会角色没有什么意义。这些角色 

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党的总书记、整天忙着运输原材料的企业党委书记、监

① 关于严密的计划编制，可参见H. Hunter(1961)和M. Keren(1972)o

②匈牙利"斯大林”式的独裁者马加什•拉科西在1950年曾这样说到：“一个严密的计 

划才是一个好的计划……一个好的计划只有掂着脚小心翼翼地走才能实现。"引自L Bírta 

(1970,第 140 页)。

③这些利益冲突是导致无法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的部分原因之一。传统的“委托一代 

理”模型(见本书，第60页注释①)通常都假设所有者的目标是清晰和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可以建立一种鼓励代理人尽力实现委托人目标的激励机制。但这一假设对于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下的“上下级”关系是不成立的。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类似问题的早期讨论可参见M. L. Weitzman ( 1976 ) , J. P. Bonin 

(1976)、A. Bergson( 1978b)、B. R. Holmstrom( 1982a)以及 D. Conn(1979)等。最近的研究可 

参见 P. Uu(1986)和 K. 0sband(198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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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新的生产单位开工的党委书记，如此等等。①与此同时，企业或部委的领 

导人也要采取政治方式激励同事努力工作。如果某一领导想为自己的单位 

争取额外的资源,他/她需要说明这样做的政治理由何在,如果可能的话,去 

争取党组织的支持。作为一项“游戏规则”，纯粹的经济或技术理由是远远 

不够的:必须有政治理由来加以补充，有时侯政治上的理由完全可能替代经 

济计算或技术原因。经济管理过程的“政治化”常常会导致信息扭曲（本章 

在开始部分就提到的信息扭曲问题）。

7.7 信息问题

前文中已多次提到过信息方面会出现什么问题,特别是信息扭曲的问 

题。但这里我们暂时忽略信息扭曲的问题,即使如此,官僚协调所需要的巨 

大信息量就足以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先是要收集和整理如此庞大的信息 

量，然后再以这些信息为基础进行协调,将要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对于这 

么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任务，中央计划和集中管理是根本无法有效承担的。

在计划的准备阶段，呈递给更高层机关的只有一份计划建议书,没有其 

他可替代的不同计划，而且计划的编制者们总是力图表明这是唯一可行的 

计划,也是“不可避免”的计划。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计划编制要经过好几个层次上的妥协过程。 

这就仿佛是让计划者一步一步去求解一个由无数联立方程组组成的庞大系 

统。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试错。即使有最强大的计算机，也只有采用迭代 

法才能解出大型的方程组系统（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所涉及到的问题 

是如此庞大，计算机也根本无能为力）。此外，编制计划的时间是有限的,在 

全部计划完成之前,必须采用人为方式分割校对。因此,这一计划必然处处

①很难区分谁是企业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还是厂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大多 

数国家在多数时间里都没有把党委书记正式排在厂长之上，但实际上一把手还是党委书记。 

中国是个例外，它公开宣布党委书记是一把手。党委书记一职使他们成为了监督者和政治家， 

至于他们介入企业事务的程度，可以从叶利钦（1990,第69页）（他后来在1990年成为俄罗斯 

联邦的总统，随后就脱离了共产党）下面的一番评论中看出一些眉目：“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斯塔 

夫罗波尔州委第一书记的时候，我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党委第一书记……那时我们常常相互 

帮助，从乌拉尔可以得到矿石和木材，而斯塔夫罗波尔有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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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着前后矛盾的地方。

这些错误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都会一一显现出来。这样,就不得不在实 

际执行中随时进行修正，有时候甚至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原先的计划。一旦 

修改了计划的某一部分，那么其他部分也必须做相应的变动,因为所有计划目 

标都是相互关联的。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时间或精力来完成这一系列的调整。

修改计划所面临的这些技术难题是导致人们反对官僚机构在遇到计划中 

不可预见的情况时做必要调整的原因之一。不仅在应付事先没有计划到的问 

题时,人们会强烈反对调整，即使是提出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建议，很多人也 

都会不赞成对原先的计划进行修改。如果与最初制定的计划有冲突,那么就 

很难运用新发明或引入新产品。计划指导着执行者的行动，但同时也束缚了 

他们的手脚,这是导致经济制度僵化和无法灵活调整的根源之一。

如果任务过于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操作,那么执行者唯一的选择就是 

自己将任务简单化。常用的办法就是强调主要任务。我们在7. 2部分曾指 

出过,单是涉及国家层面的计划指针就数以万计，当总量指标往下分解后， 

数目还会继续增加。这样,在计划指标中就出现了“根据重要程度进行的排 

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数量的总产值，以及最重要产品的产量（这种优 

先产品生产体制与前一部分提到的“数量驱动”是相对应的）o在某些社会 

主义国家里，还增加了强制出口任务。对于优先投资的工程，一般都要求它 

们必须按时完工，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原料、零部件和机器也都要及时到位, 

必须严格执行工资基金的限制性规定,为完成优先任务计划建立激励机制 

（奖惩制度）。但与此同时，其他任务就很容易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从而根 

本得不到重视。

调整排序往往无济于事。不管把什么列为重点，重点计划的顺利完成 

必然要以忽视其他任务为代价。从表面上看来，问题的关键不过是确保计 

划的完成和处理相关的信息问题。但实际上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只能 

带来片面的扭曲。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计划指标的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进行管 

理的一般原则就是“要抓住主要关系”。①要针对主要关系即最紧迫的重大

① 这个说法是列宁提出来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特别强调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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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开展工作。此时,包括政治动员、劝说、奖励，强制在内等各种手段都会 

采用。①而其他任务则会退居次要地位，直到能够被提上议事日程（“主要关 

系”），发动一场新的运动。

在“抓重点”任务的时候,往往是首先宣布这是主要关系，然后会发起一 

个运动，但这种方法会留下一定的“控制真空”地带。在官僚机构不愿意投 

入精力的地方，会出现一些自发的活动。如果国家管制不够严密的话，那么 

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新的管制规定出台来封锁这些“漏洞”。于是，官僚体制 

的自我繁殖也就不可避免，而且这一过程会持续扩张下去。从行政机关人 

员和经费的增长，以及法规数量的增加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趋势的扩张 

速度。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减少计划和管理，但都徒劳无功。在官僚协调 

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官僚体制的自我繁殖总是会不断走向全面、综 

合和严密。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著名辩论中曾强调过 

信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所有经济体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如何利用社会 

成员所掌握的信息（用哈耶克的表述，是知识的运用问题）。如果满足了以 

下条件，那么就能够以分散化的方式来利用信息：私人企业可以不受阻碍地 

自由进入,这一过程应该得到资本市场和司法体制的帮助；充分保护私人财 

产和私人契约;大部分活动主要由市场来进行协调。那些使用信息的人会 

直接受益。让我们看一个私人企业家的例子:这位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工 

厂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市场机遇，如果他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遇，那么他就 

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不仅是拥有工厂的老板可以利用信息谋利，社会中 

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使用思想和知识中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获取信息、 

处理信息以及实际利用信息的激励机制,这三者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这完全不同于中央计划。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统治者总是力图将分散 

在各个方向上的零散信息（知识）集中起来，而掌握在下级部门的信息必须 

“向上传递”。但掌握信息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动力传递信息,也很可能仅仅 

因为懒惰就不愿意传递信息。有时侯，以扭曲的方式向上传递信息反而符

①见 A. Nove(1969)和 K.A. Soos(198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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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自己的利益（如前文所述）。如果任务需要以传递上来的信息为基础进 

行设计，那么就必须在利用信息之前建立起一套特别的激励机制。而这套 

激励机制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片面性，或者本身就会是一套扭曲的机制:我们 

已经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使用与激励机制是相互 

分割的，这就是官僚协调所固有的严重问题之一。

讨论至此，我们就回到了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问题,社会主义思想先驱者 

们关于计划的观点。他们希望通过计划手段为整个社会创造出一个稳定的  

秩序。但计划却与直接官僚控制走到了一起，官僚体制掌管了计划,这构成 

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秩序与混乱，远见与短视，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服务与不受限制的部门利益。

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认为计划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事实证明那是 

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或许纸上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过程中,计划却 

充满了摩擦、功能紊乱、效率低下、内部冲突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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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将逐步消亡，取代它的将是自然交换，也就是 

直接的产品分配。有此预见，人民财经委员会将致力于取消 

货币。”苏联计划办公室的领导人之一 N.科瓦列夫斯基在 

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①带着一种对 

战时共产主义革命年代的怀旧情绪，作者不乏感伤地总结到： 

“但我们就看不到这一天了。”

从正式特征来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货币化经济。但 

如果沿着本书的研究思路去分析一下正式框架背后的实际过 

程，那么就会发现在很多方面货币化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货 

币在不少关系中只是发挥着非常微弱的作用，或者说处于次 

要地位。上一段开头引文所表达出的取消货币的想法至少已 

经实现了一部分。经典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半货币化体 

制。此外，与资本主义体制相比，价格的作用范围也相当狭 

窄，而且受到了很大限制。

本章8.1、8.2和8.3部分考察了金融体系和财政结构，在 

8.4和8.5中将介绍财政结构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剩下的 

部分主要讨论了价格问题。

第11章和第12章还会谈到财政金融和价格水平方面的 

微观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通货膨胀问题。

① 引文和相关内容均来自L Szamuely（1974,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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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银行体系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整个银行体系都是国有的。从表面上看,银行 

体系包括不同的机构：中央银行和各类专业银行(投资银行，外贸银行，公众 

储蓄银行)。各类专业银行在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都受到中央 

银行的监督管理，它们是中央银行延伸着的“手臂”。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 

把这种银行体系称为单一银行制O®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除了中央银行和其他特殊金融机构以外)都 

是追求商业利润的企业，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市场关系。而在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下,即使在名义上银行也不需要有利润目标,它们构成了中央集权式官 

僚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并享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整个银行体系相当于无所不 

在的官僚机构的分支，由中央银行负责管理,甚至没有名义上的独立自主 

权。国有银行是政治一经济领导部门(名义上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必须服 

从上级领导的指示。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央银行也具有资本主义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 

日常职能:发行货币。它还发挥着资本主义体制下商业银行的功能：向国有 

部门提供全部的短期信贷(在一些国家里,还包括向合作社提供短期信贷)。 

每家国有企业都在中央银行里有一个账户。一家企业能够自己保留多少现 

金以及用这些钱从事哪些活动都有详细的规定。其他所有剩余的现金都必 

须存入企业在中央银行开设的账户里。企业存在银行里的钱不能像储户那 

样随意动用，这些钱要根据集中制定的安排次序用于各种开支。

这一账户被分为不同的“子账户”，但子账户之间没有先进的自由流动。

①列宁曾这样设想:“一个国家银行，巨大无比，每个村庄每个工厂都有它的分支机构, 

占到全部社会主义银行体系的十分之九。这将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账簿，登记着全国范围内产 

品生产和分配的会计信息。"弗-伊•列宁[1918](1964,第106页)。

在走向双层银行体制之前，苏联的国家银行体系在1986年拥有406,300个职员。见N. 

V. Garetovskii( 1989,第 10 页)。

关于银行体系的综述性研究可参见：苏联：G. Garvy(1977)和H. Sigg( 1981 );东欧G. 

Garvy(1966)、Y. M. Gulan 等(1973)、T. M. Podolski( 1973)和 A. Zwass( 1978);中国 G. C. 

Chow( 1985);更一般性的观点，可参见 G. Grossman( 196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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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购买原料和半成品的钱不能用于发工资，发工资的钱不能用来买原料, 

如此类推。所有的钱都必须“专款专用”。

投资（固定资产积累）资金与其他资金（例如日常生产所需的原料投入 

品开支）实行严格分离。在一些国家和特定时期里，投资资金与其他用途的 

资金在中央银行就进行了分离,另外一些国家（或其他时期）则由投资银行 

专门负责投资资金的使用（这里所谓的“投资银行”，其实是中央银行专门负 

责管理投资的延伸机构）。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货币基本没有发 

挥协调所有交易的功能,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交换的一般工具”。国家发行 

的货币在国内是不能“兑换”的:“投资货币”不能转换为“原料货币”或“工资 

货币”，反之亦然，即使在国有部门内部也是这样。①这种“内部的不可兑换 

性”使得经济活动更为僵化，并常常阻碍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替代。

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之间的兑换就更为严格。所有的对外金融联系都 

由中央银行（或其延伸机构，外贸银行）集中管理。货币是不可兑换的，所有 

的兑换都受到严格管制并视具体情况个案处理。

下面我们再回到企业的银行账户，银行部门掌握着企业全部的货币交 

易情况。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体制里，从来没有过如此全面和集中 

的货币运动信息。但事实上,对于由官僚直接控制的经济体制而言,如此庞 

大的金融财务信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成千上百万的直接微 

观干预（规定生产任务，提高运输速度）。

在官僚直接控制体制下，官僚机构常常委托银行体系来监督企业存货。 

短期信贷不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而且提供了一种对企业进行简单粗 

暴干预的手段。如果根据各种实证标准判定一家企业的存货已经过量，那 

么银行就会限制对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会派出监督 

人员并向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有关情况。这实际上是发挥着“存货监 

督警察”的功能。从市场协调和商业动机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 

纯粹在进行着官僚协调活动，与真正的银行业务没有任何关系。

单一银行体系的另一项工作是负责处理公众日常交易。公众只能把钱

①见 W. Brus[ 1961 ]( 1972 ),G. Grossman ( 1966) J. Komai( 1980)和 M. Tardos( 198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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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些银行里（如果他们还有钱的话）。为公众提供的银行服务是极为简 

单和落后的。公众除了保留现金以外,唯一的合法投资方式就是到银行储 

蓄。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公民也可以要求处于垄断地位的储蓄银行提 

供房屋贷款和购买耐用消费品按揭贷款。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家庭信 

贷的规模几乎微不足道。

银行对储蓄支付利息并收取贷款利息。所有的利率都由中央统一制 

定，利率通常都很低,在某些国家和某些阶段，实际利率甚至为负。

8.2 国家预算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国家预算。①表8.1比较了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和部 

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结构。表8.2说明了苏联预算的一些特点。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里，国家预算中收入和支出类别与资本主义体制 

下的国家预算基本类似。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具体的类别，而在 

于相对规模的大小。下面我们就对主要类别逐一进行分析：

1 .行政开支。这包括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开支水平远远髙于资本主义国家。

2 .军事开支。②

3 .国家投资。其中包括了非企业性质国有单位（预算单位）的投资支 

出，这与其他体制大致类似。更带有社会主义体制特征的是为国有企业投 

资提供融资支持。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依靠银行贷款和企业自身资金 

进行投资所占比例非常有限。对一家国有企业而言，它几乎所有的投资项 

目都是靠国家预算提供资金。③

①这里的国家预算只指中央政府预算。与中央预算相比，地区政府预算的收入和开支规 

模都非常有限，而且它们的收入和开支也都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从这方面来说，社会主 

义国家的财政体制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更为集中。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预算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F. D. Holzman（ 1955）（税收问 

题），R. Hutchings （ 1983 ） ^L. Murakozy （ 1985,1989 ） o

②这类分项开支往往无法反映真实比例，正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会故意低估自己的军事 

开支。只有在进行改革并认为到必须缩减军事经费的时候，这些方面才会有更多的透明度。

③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中国的国家投资在1968年至1978年间占到其国家預算总 

开支的33 - 46%。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5,第40页）。



128社会主义体制

表8.1国家预算的规模与经济开支：国际比较（1981年）

预算总开支

（占 GDP 

的百分比）

预算中经济 

开支（占GDP 

的百分比）

预算中经济开 

支（占预算总支 

的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47.0 22.2 47.2
中国 31.2 18.9 60.6

捷克斯洛伐克 53.1 22.8 42.9
匈牙利 63.2 26.9 42.6

波兰 53.2 32.5 61.1

罗马尼亚 43.5 22.2 51.0

苏联 47. 1 25.8 54.8

髙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33.6 2.8 8.3

丹麦 59.2 7.7 13.1

法国 46.4 4.6 9.9

瑞士 35.9 4.9 13.7

美国 34.8 3.5 10. 1

西德 49.8 4.8 9.6

中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阿根廷 32.5 4.0 12.4

智利 29.5 3.4 11.5
希腊 41.5 6.9 16.7
印度 21.3 6.8 32.2

肯尼亚 29.2 8.6 29.6
巴拿马 34.7 4.7 13.6

突尼斯 33.6 11.2 33.3

资料来源：L. Murakozy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国家预算：欧罗巴出版社， 

1980、1987年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7）。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84,第109-61页）。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由P. Mihalyi以联合国统一数据库为基础 

整理而成。

注释:开支分类如下：（1）经济;（2）社会与文化；（3）国防；（4）行政支出。第2、3列 

仅包括经济开支，国家预算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进行计算，但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的资料是按国民统计体系进行计算的。捷克斯洛伐克：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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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2苏联的国家预算结构

1984 1985

收入（所占的百分比）

营业税 30.4 27.2

利润收入 31.9 29.4

公民纳税 8.4 7.6

社会保险 5.2 6.6

其他收入 24.1 29.2

开支（所占的百分比）

经济支出 51.6 57.8

社会、文化和科技支出 35.9 31.8

国防 8.1 4.6
行政 0.9 0.8
其他支出 3.5 5.0

资料来源:莫斯科财政与统计（1985,第54—55页）。

预算还为合作社部门的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合作 

社基本上是“准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中也提供部分投资资金，但占国家投资总额的比例 

非常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预算却为整个经济中的投资提供了很高比 

例资金支持。这也是确保投资过程高度集中的手段之一。

4 .企业补贴。其中包括了提供给国有企业和合作社的所有免费供给、 

价格支持或负税收收益。这构成了很大一笔支出。

5 .消费品价格补贴。只要国家制定的消费品价格低于实际成本，其中 

的差额都将由国家预算来弥补。可以把这种补贴看成是一种负的营业税。①

我们把3、4、5所涉及的开支统统纳入了表8.1的“经济支出”项目中。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预算中，经济支出与其他开支的比 

例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比例。

① 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之前的1981 -1985年期间，苏联这两类补贴（4和5）的总額达 

到了预算开支的18%左右。见G. 0fer（1990,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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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免费的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这其中包含了教育、教育和文化服务、 

医疗卫生JL童看护、养老金体系和社会保障［表13.7］。①

尽管从字面上看,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着特定的收入项目（例如养老和社会 

保险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和支出是完全分割开来的。为某一目的确定的收 

入和支出无法独立运作。例如,养老和社会保险收入是不同的税种，但公民对 

税率的决定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此外,官僚机构不仅决定了中央预算，而且 

它还有权决定向哪些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以及提供多少资金。在公共服务领 

域，官僚协调控制了一切活动，既没有市场协调，也不存在自律协调。②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类别包括：

1 .国有企业产生的收入。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税和费 

［5.3］。上缴收入的基数和名目都是随意制定的，而且常常变化（例如比例 

的变化）。对企业的负税收（4所列出的补贴支出）和正税收混合在一起构 

成了一个复杂的再分配网络，其中包含了许多“收入流动管道”。中央预算 

会以各种理由从企业那里“收钱”，然后又以各种理由把钱送给它们。这就 

非常清楚了，企业在卖出产品并扣除成本之后所获得的收入根本不是企业  

自己的，如何支配完全要听从中央指示。

2 .合作社的税收。合作社的情况和国有企业基本类似。

3 .营业税。这是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国家 

预算收入中占很高比例。营业税包含在价格里，这样商品购买者甚至不知 

道每一次交易中他们到底交了多少税。③

4 .个人税。公民也要缴纳很多税（例如房产税）。某些阶层，例如个体 

户,还要交收入税。但与预算收入的其他来源相比，向公众宜接征收的税收 

收入还是非常有限。

5 .预算借款。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向公众发行的债券，一般都通过

①在有些国家里，部分公共服务（如儿童看护或医疗）并不是全部免费提供的，消费者必 

须支付一定的费用。

②"不规范"的行为随处可见，最著名的就是医疗卫生领域里出现的各种违法或半非法 

的，被扭曲的市场行为。例如，为了得到特殊照顾或及时治疗，给医生“送红包”。

③1978年，中国的营业税收入占GDP的11.3%左右，而同期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类似的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4%—5%。见M. I. Blejer和G. Szapary（1990,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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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强迫公民购买，而并非提供了优惠的金融条件。这是一种行政性 

的强制储蓄，要与短缺所导致的强制储蓄区别开来［11 . 1,11 . 2和12.6］。

另外一种形式是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预算提供贷款。用经济学术语来 

说，这相当于通过发行货币形成的通货膨胀来弥补预算赤字。这在某些国 

家和某些时期，规模都相当庞大。①但在公开出版的预算报告中，这种方式 

的预算收入通常都是隐藏不露的。

8.3 货币流动

表8.3可以让读者更容易了解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货币流动，在本章 

后面部分还会提到表中的有关内容。②

表8. 3货币持有人之间的货币流动

货币流动 

的发行方

货币流动的接受方

1 2 3 4 5 6 7 8

银行 国家 预算 国有 厶和计正规私人非正规私家庭 
部门预算单位企业口作杠 部门 人部门 豕是

L银行部门

2 .国家预算

3 .预算单位

4 .国有企业

5 .合作社

6 .正规私人部门

7 .非正规私人部门

8 .家庭

C 0 C,R C,R R 0 C,R

S B B B 0 0 0

0 0 0 P P 0 0 W

D,S T,N 0 P P 0 0 W

D,S T 0 P P 0 0 W

D T 0 P P P P W

0 0 0 0 0 P P W

D,S T 0 P P P P

注释：字母和数字所代表的意思如下：B =优惠提供,C =提供信贷，D =银行账户中 

的存款,N =支付净收入,P=支付商品和服务，R =从银行账户中取出的货币，S =负债, 

丁 =缴税,亚=支付工资,0 =没有货币流动。

①在出现长期预算赤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提供的贷款通常都作为支出项目，但新贷款 

和旧贷款的偿还之间是正值，即预算的负债率不断在提高。这种净负債的增长正好弥补了预 

算赤字。

② 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货币流动模型，可参见M. Augusztinovics( 1965) ^P. H. Dembinsk 

和 W. Piaszczynski( 1988 )以及 P. H. Dembinski( 198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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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区分了八类不同的货币持有部门。①表中的行代表了货币的发行 

方,即货币将从这些部门流向其他领域（表中的列所代表的接受方）。部分 

货币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流动的，即在本部门的各个单位之间流动。另外一 

部分货币的流动发生在不同部门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部门的单位 

之间流动）。

表中只列出了本国货币在国内的流动情况。这里忽略了本外币之间的 

跨国流动和兑换。②

表8.3包括了全部国内货币流动。但是也有些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并 

没有伴随着相应的货币流动，这些也都没有在表中列出。例如，非企业预算 

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合作社都为职工个人提供了免费的福利，但并 

不要求职工提供相应的服务。③非正规私人部门中在互惠基础上进行产品 

和服务的直接交换，或者个人（组织）出于利他目的向他人（组织）赠送产品 

和服务。尽管这些非货币交换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④,但就总的数量而言, 

它们还是远远少于名义货币交换。

8.4 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在考察了金融体系、货币流动结构以及运行的原则和实际程序之后，下 

面我们将分析研究金融领域所涉及到的真实社会关系。如果读者对“软预

①这里所谓的“货币持有者”是指名义上的货币持有人。对于货币持有人到底享有什么 

样的财产权，读者可以根据表中的分类进行研究。

②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还进行了其他一些简化工作。例如，没有考察银行部门内部的货 

帀流动，这基本上属于技术操作，而与本书的主题关系不大。涉及利息支付方面的货币流动也 

没有列出。一小部分非企业国家预算单位也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但数量相对很小，因此，也 

没有特别列出。

③国家预算主要是向非企业预算单位（事业单位）提供财政资金，然后由这些单位向公 

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或支付现金。例如，国家预算提供公共教育资金，免费向公众提供教 

育。这类货币流动在2.3中列出。国家预算直接向公众提供的免费资助的总额很小，因此，在 

2.8中以0值表示。

④本章在一开始就曾提出过经典社会主义是一个半货币化经济，但这并不是指这类非货 

币化交换。在下面两部分中我们将介绍那些名义上的货币化交易，但其中货帀并没有发挥重 

要作用。所谓“半货币化体制”主要是指这类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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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这两个概念很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 

解这方面的有关情况。①下面,让我从国有企业开始谈起。

“预算约束”的概念与有关家庭的微观经济理论类似:决策者的收入总 

量约束着消费者的支出选择。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主义企业。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如果一家国有企业的支出超过了它的预算约束，那么 

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而非个别现象)，那么结果 

又会是什么呢？从观察中我们会发现，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 

企业会经常得到外部帮助，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主要形式：

1 .软补贴。“软”这个词意味着在长期内国家补贴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 

数量。补贴的数量将取决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以及以后讨论到预算 

软约束时，我们会反复提到纵向讨价还价这一现象［7. 5］。一家企业(或者 

是代表很多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是代表很多主管部门的部委)在讨价还价 

中都会要求更多的补贴来弥补它(它们)的过度支出。讨价还价的过程有时 

在补贴数额确定之前进行,有时在数额确定以后进行；或者在补贴期内进 

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了已经确定的补贴数额②。

2 .软税收。“软”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企业应上缴的净收入(“税”)很少， 

而是指上缴的数额可以在事前和/或事中进行讨价还价。通过施加压力或 

请求将企业应上缴的“税”打压得越低，税也就越“软”。当税是“软”的时 

候，应上缴预算的净收入就不可能根据统一稳定的原则来确定。最后只能 

是一家一家地进行个别处理，相当于要对每一家企业或主管部门“量体裁 

衣”，确定它们各自的利润和税收。

3 .软信贷。一方面，这里所谓的“软”是指与银行签订的信贷合同并不需

① 我本人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见科尔奈(1980,1986a)。S. Gomulka( 1985)区分了预算 

软约束和预算的灵活性。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期望会有财务帮助(预算的灵活性比价格的灵活 

性小)，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很敏感。如果企业确信预算将立刻进行调整(预算的灵活 

性比价格的灵活性更高)，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不敏感。参与讨论的还包括K. A. Soos 

(1984)、J. Szabo(1985)和 J. Winiecki( 1991 ) o

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正式模型可参见以下文章：M. Dewatriponthe和E. Maskin( 1990) s 

S. M. Goldfeld 和 R. E. Quandt( 1988)、J. Komai 和 J. W. Weibull( 1983)、A. Lindbeck 和 J. W. 

Weibull(1987) J. Mitchell(1989)、Y. Qian(1986)以及 M. E. Schaffer( 1989) 0

②J. Szabo(1985)着重区分了事前的和持续(同时或随后)的预算约束软化过程。这里 

只是简单介绍了这两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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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统一的原则，陷入困境的企业还可以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这实际上隐 

含着免费赠款的意思。从另一方面来看,“软”意味着银行并不会严格要求企 

业履行贷款合同，按期偿还贷款。合同的履行变成了讨价还价的过程。

4 .软价格管制。关于价格的制定，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再进行重点研究, 

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里，大部分价格都是由官方 

制定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官僚机构向企业下达“价格命令”，但实际上企 

业通过与价格当局的纵向讨价还价，也可以将价格管制“变软”。首先有事 

前的讨价还价:企业、主管部门或部委的目标是让价格制定部门“了解”价格 

中的成本(不管生产效率有多低)，然后也包括事中的讨价还价。如果成本 

又有增加，那么就要提髙价格，有时候还会有隐蔽的价格上涨。当价格被固 

定之后，不难想像多半会带来质量降低和偷工减料的现象。

上述四种“软”手段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相互结合使用，完全可以在 

不同的官僚机构中进行“活动”：直接负责控制企业的部委、财政部门、银行 

部门和价格当局。①

下面我们将对以上内容做一些补充性说明。

当然，任何静态分析都只能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里是预算软约束)提 

供一个髙度简单化的解释。在此，我们只描述了静态选择的问题，但实际 

上,预算软约束问题显然是一个涉及到收入流动和支出流动的动态过程。

在讨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时,不能把特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也不 

便于用以下方式提问:这家企业的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预算软约束这一 

概念是指一大批企业的集体现象，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它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提髙利润能力而言，②国有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什

① 这种“活动”是指到各个机关中跑关系，找熟人。预算软约束产生了克鲁格(A. 0. 

Krueger)所说的“寻租行为"。尽管寻租也要花费成本，而且费时费力，但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多花一点时间站在“权力机构的走廊上”要远好于呆在车间或销售办公室。见C. Scott(1990)o

S. M. Goldfeld和R. E. Quand" 1988)用数学模型证明了软预算约束会诱使企业将更多的 

精力花在讨价还价和争取补贴上，这就会分散他们花在提高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时间和精力。

②这里把所有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集体现象仅仅是为了将问题简化。实际上，这种集体现 

象并非完全是铁板一块，其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例如，比起那些相对次要的部门而言， 

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的企业享有更大的预算软约束(C. Davis,1987)；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预 

算软约束也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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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给定的概率分布条件下，是否能得到外部扶持是一个随机变量，对 

此企业决策者(和他/她的上级领导)都有一个主观上的“认识和判断”。 

主观概率越大，企业就越坚信自己能够获得外部扶持，这样预算约束也就 

越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官僚机构不会容忍长期亏损，因此,它会要求企业 

必须严格遵守预算约束。预算是软还是硬主要要看官僚机构能否做到“言 

必行，行必果”。①

关于“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里。实际上，所谓软硬 

也有一个衡量尺度，从最软的一端到最硬的一端中间还存在着无数的过渡 

状态。

“预算硬约束”与“利润最大化”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利润最大 

化是企业决策者的目标或内在动机:他/她希望获得什么？而预算软约束或 

预算硬约束是指企业的外部条件:外部环境的容忍度。尽管内部动机和外 

部条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抽象层次上还是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 

在社会中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能否认识到，如果一旦持续亏损并出现财务 

困难，那么它就将面临失败并不得不退岀?②外部环境能否接受这一点，而 

不是去救助这些失败者呢？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生 

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于官僚协调和与有关当局在财务问题 

上的讨价还价。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预算软约束这一现象,下面让我用一个家庭作个模 

拟。这个家庭有五层家长关系。我先从最高的第四层开始:父母照料孩子, 

孩子消极地接受所有东西。在这一层关系上，孩子是刚刚出生，他/她还不 

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无法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紧着是第三层关系, 

父母照料孩子，但孩子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在第二层，孩子已经

①缺乏可信的承诺是预算软约束综合症博弈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要素。可参见以 

下研究 M. Dewatripont 和 E. Maskin( 1990)、A. Lándbeck 和 J. W. Weibull( 1987) XM. E. Schaf- 

fer(1989),以及 Y. Qian( 1986,1988) o

②P. Wiles( 1962,第20页)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企业：“也许它们并不像教科书上所说 

的那样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们肯定要避免亏损，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亏损者必须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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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并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但还是要完全依赖父母 

生活，因为他们自己不挣钱。第一层关系里的孩子已经成人并能够养活自 

己。但此时父母还活着，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他们仍然会出手相助，而且孩 

子也知道他们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帮助。最后是零层关系，父母已经不在人 

世,孩子也已成人，而且他/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可结合这五层关系来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第四 

层次是一种极端情况,在那种关系下,企业甚至什么都不敢说。讨价还价至 

少会在第三层次上就出现（而且会非常普遍），然后部分延伸到第二或第一 

层次上。尽管上级机关还是把企业当婴儿看待并照料它们的一切，但此时企 

业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并竭力要求提供“更好的东西”和“更多的零花 

钱”，也就是更多的资源和更软的预算约束。企业也知道来自父母的控制可能 

是一种负担而且常常有损自己的尊严，但它明白父母同时也提供了安全保障。 

一旦企业陷入困境，上级机关不会袖手旁观，让它破产倒闭。

预算软约束只是父爱主义（家长制作风）的表现形式之一，父爱主义是 

上级与下级之间、上级机关与企业管理层之间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预算 

软约束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无法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或者 

税务部门、银行、价格当局过于慷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根源于经典社会主 

义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的规律性。

本部分到现在为止只讨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下面让我们 

再看一下其他社会部门的情况。

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基本也适用于合作社，换句话说，合作社的 

预算约束同样是软的,只不过程度比国有企业稍低一些而已。

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预算约束都是非常硬的。官僚机构总是限制 

或干扰它们的活动，自然就不会对它们有父爱倾向，更不会在它们出现财务 

困难的时候给予援助和支持。从这方面来看，私人经济完全要依靠自己。

家庭的预算约束也是硬的。他们的购买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 

如，很多想要购买的商品都买不到［11,12］。但家庭的情况与企业完全不 

同:企业主要是想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它们总是能采取各种办法弄到钱。而 

对于家庭而言，根本没有买东西的钱是真正的硬约束。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只要不是官僚化的公有制部门，它们的预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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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就都是硬的。

8.5 收入与价格反应

在讨论了预算软约束和预算硬约束之后，我们接下来研究一个范围更 

大的问题。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同经济决策者如何对各自的收入及 

价格做出反应？

首先还是从国有企业开始。按照官方经济原则的正式规定，国有企业 

也要根据收入水平来安排支出，也要追求利润。①这也是国有企业与由单独 

依靠预算资金支持的非企业预算单位（事业单位）的重要区别。但在实际 

中，这项原则根本无法落实。

企业完全依赖于上级机构。事实上，上级机关以各种方式向企业传达 

了哪些原则和指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哪些原则和指示并不重要。数量目 

标是最重要的计划指标［7.7］。完成了数量目标,企业就能够得到奖金、表 

扬和提升。完不成数量目标，企业就会遭到上级的批评、拿不到奖金，甚至 

受到惩罚。此外，企业还需要按时完成某些投资任务,遵守工资纪律并实现 

出口任务［9.2,10.3,14.2］。

降低主要成本和实现一定的利润水平也是计划任务的一部分,但并没 

有被要求强制执行。事实上，各种软化预算约束的方法使企业完全能够弥 

补成本过高和“利润原则”之间的差距,这样就能够隐瞒亏损。如果一家企 

业创造了很多的利润，那么不仅这些利润要被拿走，而且还会下达更髙的利 

润指标。这与我们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有关数量目标计划任务的下达情况 

基本类似［7. 5 ］。当然，企业领导人以及上级机关也并非对生产成本和利润 

漠不关心。②毕竟，降低成本和实现利润也符合一般原则和计划要求。更确

①这一原则在苏联被称为“经济独立核算”。在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教科书里，经济独 

立核算是这样定义的：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管理的方法，它要求 

采取货币标值的形式比较支出和生产，企业要根据自己的收入确定支出并保证生产的创利能 

力。

②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成本和利润，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花工夫去软化预算约束。 

即使如此，他们还需要采取某些形式，利用某些资源来隐瞒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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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说法是，企业在面对着其他更强大的利益动机事，对成本、利润和收入 

的反应非常弱。

这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非常弱。例如，如果有两个可以 

完全替代的投入品，其中一个投入品比另外一个投入品便宜，那么国有企业 

在选择投入品组合时根本不会关注这个变化。

让我们看一下企业的投入品需求曲线。在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需求 

曲线通常是向下倾斜的。预算约束越软，需求曲线越陡，如果预算约束完全 

变软,那么需求曲线就会变成一条垂线:需求对价格没有任何反应。这里请 

不要产生如下误解：企业对某些价格的反应弹性较低。预算软约束使企业 

对所有价格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企业确信一定能够获得外部援助,这就像 

是一剂安眠药，大大降低了企业反应的灵敏度。

对价格反应弱是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预算软约束 

不仅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企业的效率。预算硬约束、强烈的利润 

动机（以及下一部分将讨论到的合理的价格体系）将促使企业从降低成本的 

角度出发采用最合适的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企业的推动力将大大减 

弱。①即使生产成本要高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即使使用落后的技术，即 

使产品根本不符合购买者的需要,企业领导人还是相信企业能够继续生存。 

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是购买产品的人是否满意,而是要获得上级机关 

的支持，在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得到外部支持。

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入品需求不断上涨，甚至失去控制的主 

要原因之一 [9.2,11,12]。

一家企业在购买投入品之前必须考虑很多因素（为简化起见,这里投入 

品以某种原材料来替代）。年度计划的配额中允许购买这种原材料吗？负 

责原材料分配的管理部门有没有将这种原材料分配给了企业？原材料的供 

货商是否还有这种原材料，是否愿意提供或者是要优先提供给其他企业? 

但企业却没有必要考虑原材料的价格、是否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些原材料或

① 参见 S. Gomulka ( 1986 )、S. Gomulka 和 J. Rostowski ( 1988 )、P. Desai ( 1986a, 1987b, 

1987)等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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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来的收入能否弥补原材料的成本。只要能够把原材料弄到手,买材料 

的钱总有办法筹集到。

以上所有有关国有企业的描述都适用于合作社。①

这些微观行为所产生的微观经济效果是,货币在官僚化公有制企业中 

扮演着极为消极的角色。②在一般情况下，是根据经济决策者的财务手段 

（手中掌握的现金、贷款以及能够获得的货币总量）在实际操作中做出调整， 

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手中的现金、信贷和能够 

获得的货币总量要根据经济决策者的实际行动进行调整。如果要调整经济 

政策，基本都会采取直接官僚控制的各种手段来完成［7. 3 ］（调整产量目标 

和投入品配额,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等等）。如果企业或部门的信贷需 

求和利润水平出现下降或上升的情况，那么就要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 

［12.5］。

直接官僚控制的手段还包括计划指令、产量任务和投入配额的产值目 

标。如果无法采用物理单位（大的总量指标只能用产值来标明），那只好用 

价格来进行计算和汇总。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官僚控制和干预时也用到 

货币，但这里要与市场协调中的货币功能严格区分开来。货币、利润和价格 

是市场协调中的主要演员，而在官僚协调中，它们只是毫不起眼的配角。③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章开始提出的“经典社会主义是一个半货币化体制” 

这一论点进行一下总结。在表8.3的4.1、4.2、4.4和4.5中,货币并没有发 

挥一般交换媒介的作用;在5.1、5.2、5. 4或5. 5中（官僚化公有制国有部门 

即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内部之间的金融交易、国家预算和银行部门），货币发 

挥着消极的作用，处于补充和次要的地位。

①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就不再讨论预算单位的情况了。它们有自己的独立特征，但不影 

响我们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② 这一提法首先出现在W. 83［1961］（1972）和6. Grossman（ 1966）的著作里。

③有人曾争辩说，货币在衡量生产总量方面所发挥的功能就有力地表明了货币的积极作 

用。K. A. Soos（ 1986）就引述了这种观点。

赞成或反对这种观点关键在于是否同意这样一个术语解释——货币的“积极和消极”。所 

有货币都发挥着货币的功能，还是货币只有通过市场协调中的价格一收益一成本一利润机制 

才能主动发挥货币的功能？本书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当然也不否认货币在价值总量计算中所 

发挥的作用也影响着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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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明正规和非正 

规私人部门以及家庭都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前面谈到的关于公有制部门的 

所有倾向在这些部门都表现出了相反的结果：

♦ 私人企业和家庭对价格和收入的反映非常强,它们的购买决策主要 

受到当前和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它们想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相对 

价格的影响。在此，货币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私人部门的生产者面临着预算硬约束，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效率,而且 

他们具有很强的动机增加利润。

♦ 私人企业和家庭的需求面临着可获得收入和财富的硬约束。

简单地说，可以从财务角度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分为两个主要领域:预 

算软约束+消极的货币；预算硬约束+积极的货币。

8.6 生产者的行政价格管理

下一个问题是价格决定。我们将根据谁是卖方和谁是买方来分别研究 

各种不同交易中所采用的价格。

首先分析公有制部门的内部价格，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中，买方和卖 

方都属于公有制部门（表8.3中4.1、4. 2、4.4和4. 5所使用的价格）。一般 

把这类价格称为“生产者价格”，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些都是“行政性 

价格”。①这些价格都是纵向官僚协调的产物,而不是横向市场协调中买卖 

双方自由协议所产生的价格。集中制定价格，经济处于落后状态，但生产的 

日益多样化使这种方式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于是,价格就完全被庞大而 

多层的官僚机构掌控。②

经济理论已经明确表明，需求、供给、产出、质量和价格都是不可分割。

①严格地说，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内部所有生产工具的销售价格都是一种“生产者价 

格”[8.8]。

② 实际的组织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从正式规定上看，最高机构（中 

央价格办公室）是一个部级单位。在更低层次上（部内主管机构和地方价格主管机构）是双重 

监督体制下的独立价格部门（即包括各部的价格主管部门或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也包括中央价 

格当局）。



第八章货币与价格; 141

理论模型证明价格和数量是同时决定的。①尽管这样,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这两者还是在实际中被完全分割开来:数量和价格完全由不同的官僚机 

构负责。他们只关心家庭消费品（服务）购买过程中的价格和数量关系（下 

一部分将讨论这一问题），而在企业内部交易中，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根 

本不受关注。

从表面上看，生产者每一个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官方制定的，但实际上价 

格当局根本无法清楚了解所有产品的信息。因此，价格当局在制定价格时 

必须依靠生产企业或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企业的监督管理）来提供有 

关计算信息。这就意味着，价格当局实际上只是制定了一个伪行政价格，而 

非真正的行政价格，因为他们不过是批准了生产者自己设定的价格而已。 

这种价格也不是通过横向市场协调产生的，它们都是纵向官僚体制讨价还 

价的产物。②

价格当局必须依据官方确定的原则来制定价格,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包 

括:③

A.价格必须反映社会必要成本。官方借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 

来表达这一原则。④但这一原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变成了西方商业和经 

济活动中的“成本一加成"原则。价格必须包含实际的成本、企业的正常利 

润和其他应当上缴预算的净收入。

当运用这一原则时，价格制定者会遇到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价格的计算是以平均成本为基础。这 

样就会有一大批低于平均水平的生产企业成为亏损企业（尽管必须满足这 

些产品的需求）。（单单这一个原因就足以导致预算软约束）。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土地和资本的使用不能计入“成

①即所谓的“不动点模型”（例如，H. Scaif［ 1973］）和各种便于实际计算的简化版本即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可参见K. Dervis,}, de Melo和S. Robinson （ 1982） 0

②如果其他价格都下降了，那么生产者实际上就在进行隐性涨价［8.4］。如果生产者认 

为官方制定的价格过低，那么它就会适度降低产量。

③ G. Grossmanye（ 1977b）也列出过几条类似的标准。

④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价格应该且只应该反映社会必要成本。但由于缺少竞争，因此，无 

法促进效率的提高，这样也就没有办法知道生产者有没有在产品中投入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在实践中，马克思的这一原则被平均成本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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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租和利息也不能计算在内。①

♦与其他要素的价格相比,名义工资的水平非常之低，极不合理。

♦进口成本没有在成本计算中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国内进口品的价格 

与进口的实际成本是相互分离的,汇率的确定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这些扭曲本身就使得原则A无法在实际中加以落实。

B.价格应该成为经济管理部门促使生产者完成特定任务的工具。例 

如，某些现代化农业生产工具（化肥，农用机械）必须维持很低的价格，目的 

是为了鼓励推广现代技术。

尽管官方在陈述价格政策时不愿意采用与市场机制有关的表达方式，但经 

济管理部门毕竟还是想根据自己的偏好,通过价格来影响生产者的需求和供给。 

但这种愿望彻底落空了。正如前文所述，公有制企业对价格根本不敏感。

由于可以使供给、需求和价格相互调整的市场机制在此完全失效，原则 

B必然会与原则A发生矛盾。人为制定的低价格是对生产的长期补贴。而 

从相反的一面看，那就意味着在提高了价格之后，为了拿走企业额外增加的 

净收入，就要征收特别税或者提高企业应上缴的利润。

C.价格应该稳定。为了维持个人收入的购买力水平和从技术层面有利 

于编制计划,需要有稳定的价格。经济管理部门对通货膨胀极为恐惧。②为 

了避免通货膨胀，它甚至可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价格不变（在某些地 

区达到了十几年不变），③哪怕是导致极度僵化也在所不惜。很显然，这与原 

则A发生了严重冲突。价格长期不变必然使得价格无法与成本相适应，因 

此,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补贴和税收体系来弥补价格长期稳定与成本不断 

变化之间出现的裂痕。

同时运用这三个原则来制定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后果之一我们已 

经反复提到：即必须创建与之相配套的复杂的财政再分配体系。④这样，社

① 即使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利息实际上也计入了成本，但利率也都非常低。

② 不少国家的领导人（苏联、中国、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刚上台时的经济状况仍然记忆 

犹新，那时整个经济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打击，在恢复稳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③例如，东德的很多价格在30年内都没有任何变化。

④ 详细的介绍以及匈牙利的有关资料可参见雅•科尔奈和A. Matits（ 1987,1990,第54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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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国家就发展出了一个严密的补贴网络 ，其中包括各种资助、额外征税 

以及不同形式的税收减免，分别体现在国家预算的收入科目和支出科目之 

中［8. 2］。财政再分配既为预算约束的软化提供了手段 ，也是造成预算软约 

束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后果是：由于在经济管理中同时遵循几个相互矛盾的原则，其结 

果便是没有一个原则可以真正落实。在市场协调中，价格的功能之一就是 

以简明的形式传递有关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状况的信息。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下的价格体系根本无法传递这种信息。事实上，这种价格体系几乎传递 

不了任何有用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在各种价格制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过程中 

已消失殆尽。换句话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形成的相对价格具有很大的 

随意性，而且是非理性的。

在价格体系中，成千上百万个价格都是相互关联的。只要其中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价格是随意确定的，那么就会扭曲整个价格体系：随意确定 

产量价格会影响使用者的成本,而使用者的成本又会影响使用者产量的价 

格，如此类推。由于一部分价格被扭曲之后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因 

此，这种随意性（任意确定）所产生的影响将被无限放大。

一方面是预算软约束和缺乏利润动机，另一方面是随意确定价格，这就会 

导致恶性循环。赢利能力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几乎毫不相干,这样,不管是买 

方还是卖方都没有愿望和动力去努力争取合理的价格。如果大家都知道价格 

基本上都是随意制定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对价格做出反应，完全可以宣称之 

所以会亏损都是因为成本和销售价格的扭曲，因此，要求补偿也在情理之中。

人们无法以随意确定的价格为基础进行任何合理的计算。当决策者面 

对不同的投入（品）组合时（例如，不同的生产技术、投资或新产品），他根本 

不能依靠计算成本和利润来判断哪一种投入（品）组合更有效率。

更严重的后果还包括，价格体系不能够促成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 

间的均衡。这不是“市场出清价格”，而且官方的价格指导原则也没有提出 

这样的要求。

实际上，内在的因果联系完全是反方向的：因为市场协调、供给之间，以 

及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强制排除在价格确定的过程之外，这样，价 

格的制定必然没有任何合理依据。即使官僚协调机制想获得合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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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随意确定的价格。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价格的真正作用是为了实现总量指标而创造 

出一个衡量体系。从直接官僚控制的角度来看，如果所有的计划指针都能 

够用物理单位来衡量，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了减少 

信息要求,总量指标也是不可或缺的。官僚协调也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一 

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衡量不同质量的东西。如果必须进行衡量，那么只有使 

用价格。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就意味着采用了一种随意确定和非理性的 

价格体系,从而导致以价值形式来衡量的所有数量指标和每一个总量指标 

（产出、资本积累等等）的经济含义都是似是而非的。

8.7 消费品的行政价格管理

下面让我们转到消费品的价格问题，即由公有制部门生产、由家庭（表 

8.3中的8.4、8.5和8.6）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构成了消费品价格的主 

体。②消费品价格同样是行政性管制价格：与大多数生产者价格的制定相 

比，消费品的价格受到更严格的集中控制，因为这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

除了称呼不同，上一部分所介绍的关于生产者价格制定的各种情况同 

样也适用与消费品价格。在制定消费品价格过程中，不仅要遵循8.6部分提 

出的那三项原则,而且又增加了两项新的原则：

D.消费品价格的确定必须能够按照国家经济管理当局的意愿来影响公 

众需求。

与第二个原则（通过价格来影响生产者的决策）不同的是:在原则B的 

执行过程中，由于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这一原则基本形同虚设;而家庭 

的预算约束都是硬的，家庭会对相对价格的反应最敏感,D是实际可行的原 

则。因此,消费品价格政策将对家庭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里，需要进行争论的是该原则从伦理上看是否合理，而不是在实践

①这一想法主要由兰格（0. Lange）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中提 

出的，即价格当局应该制定出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

②消费品价格也包括由私人部门生产，然后出售给家庭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我们在下 

一部分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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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否有效。毫无疑问，这一原则是父爱主义的生动体现。国家的经济领 

导人相信他们比消费者自己更了解什么真正对消费者有利,他们要防止消 

费者自己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他们必须保护消费者。所有认为个人自 

主权和消费者主权至髙无上的人都会反对这项原则。至少在一个尊重个人 

自由选择权利的价值体制中，这一原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①

E.消费品价格的制定应用于实现收入再分配，因此，对奢侈品必须课以 

重税，借此提高它们的价格水平，而对于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服务则要通过大 

量补贴来降低它们的价格。这一原则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基本公 

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提供的。在某些情况下，消费品价格 

也是一种“阶级政策”，例如，把农村的收人通过再分配转移给城市。

可以说第五项原则在实践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它确实实现了收入的重 

新分配，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在政治上和 

伦理上就值得争论，即使是那些赞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人，对于是否应该采用 

价格手段（而不是收入手段）也充满怀疑。通过消费品价格政策来完成收入再 

分配很难准确“命中目标”:那些不应得到收入再分配政策支持的人也享受了 

补贴;那些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也承受了很重的税负［13.6 ］。

下面的评论同时适用于原则D和原则Eo通过补贴人为降低消费品价 

格（在极端的情况下,几乎成了免费赠送）导致需求出现了极不合理的增长。 

供给跟不上,必然是长期的短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承诺 

之一便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4. 3 ］,这也是消费品价格政策（特别是 

原则E）应该完成的目标。但事实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在如此低水平的经济发 

展阶段，这个承诺根本不可能实现。当局最想“便宜”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成 

为人们始终感到最短缺的产品和服务。

原则D和原则E的贯彻实施加重了 8. 6部分提出的其他原则之间的矛 

盾冲突。消费品价格不仅没有与生产者价格相互偏离，反而还以各种方式 

反作用于生产者价格。首先，企业也要购买主要由家庭消费的产品，这样, 

它们也要受到消费品价格政策的影响。此外，消费品价格政策影响着名义

①限制消费者购买毒品和武器的自由往往是合理的，但即使如此，对消费者主权的限制 

也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加以实施（如经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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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由于工资中没有反应那些免费或进行大量补贴的消费品的真实 

社会成本，于是，与其他成本相比，劳动力就显得“便宜”得多。消费品价格 

政策所产生的反作用就使得我们在8. 6部分提出的问题——价格的随意性 

和无法进行合理计算——变得愈加严重。

表8.4东德和西德的消费品相对价格比价（1989年）

消费品

相对消费品价格

（1公斤面粉为标底）

东德 西德

1公斤牛肉（煮） 4.39 8.04

1公斤牛肉（烤） 7.42 14.26

1公斤猪排 6.06 9.02

1公斤马铃薯 0.13 0.85

1公斤黑面包 0.39 2.63

1公斤白面包 0.75 2.61

1公斤面粉 1.00 1.00

1公斤咖啡 53.03 7.23

1公斤牛奶 0.51 1.01

1公斤鸡蛋 0.26 0.20

1公斤黄油 7.27 7.03

1公斤干奶酪 5.45 10.02

1公斤糖 1.17 1.54

1千瓦电 0.06 0.25

1吨灰煤

配给价 1.29

市场价 2.66 16.57

1张市内公共汽车票 0.15 1.69

1套女性内衣 10.60 4.23

1台洗衣机 1,742.42 791.13

1台冰箱 1,079.50 450. 80

1台彩电 3,712.12 1,241.13

1封国内信件 0.15 0.80

1平方米新公寓租金 0.6-0.95 3.22-6.45

公共幼儿园1个孩子的开销 11.36 72.58

资料来源:Kruger根据以下资料整理：统计年鉴（柏林，东德）（1990,第309,311页）； 

统计年鉴（斯图加特，西德）（1990,第 549 页）；R. Gotz-Coenenberg（ 1990, M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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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价格政策并不能保证消费品需求与国民经济计划中所规定的供 

给相一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进行调整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了消 

费者身上。在市场协调机制下，市场上的价格和利润变化会自动提醒生产 

者关注供求之间的差异，从而迫使生产者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这一切在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是不起作用的。消费者的偏好对生产者没有任何影响 

（或者说，影响根本微不足道）。

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表6.1中当公共部门作为卖方、家庭作为买方时 

我们会用“M（加上B的干预）”标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是一种横向市场关 

系，市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买方到底想要什么，他/她是自愿决 

定进行市场交换关系的。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市场协调完全被官 

僚协调压制着，官方价格当局可以自己随意确定消费品价格（行政性价格）。

表8.4通过比较东德和西德的消费品价格进一步证明了上述观点。在 

东德，大部分价格都是行政性价格，当然也包括一些市场价格。社会主义价 

格体系的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马铃薯是如此便宜，而黄油和女性内 

衣竟如此之贵,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 ！

8.8 市场价格

价格一定是以横向市场关系和买卖双方的同意为基础的，因此，也只会 

出现在卖方是非正规私人部门，买方是家庭（或正规、非正规私人部门）的领 

域内（表8.3中的6.7、7.7和8.7）。

由于一旦被发现从事了半非法和违法的生产、服务和贸易活动,销售者 

很可能会受到惩罚，那么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必然会有一个风险溢价，受 

到惩罚具有不确定性，只是一个概率事件。因此，风险加大是一旦受到惩罚 

所带来损失的预期价值。受到惩罚的概率越髙，价格也就越髙。

对于正规的私人部门，价格当局力图让得到官方许可的私人手工艺者 

和私人小商贩也遵守行政性价格。但在实践中却很难执行，①因为此时买卖

①这是官僚机关限制正规私人部门的手段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表6.1里用“M（加B的千预）”来标明3.3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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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价格都是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确定的。

一个比较特殊的中间市场是农产品自由市场。市场上的主要买方是家 

庭部门，而卖方则包括不同的社会部门:合作社,它们的部分产品可以在这 

个市场上出售;①家庭农场;非农业部门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家花园和小块土 

地上种植的产品（水果、蔬菜，大米等）拿到市场上出售。②此时，买卖双方都 

是以真正的市场价格完成交易的。一般而言,农产品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要 

髙出行政性价格,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公共部门供给不足以及行政性价格普 

遍偏低（达到了不合理的程度）。③

以后我将用平行市场这个词来统一指称合法的自由市场以及各类半合 

法和违法（灰色和黑色）的市场。

89非价格信号

本章讨论到目前为止一再阐明，所有等级上的官僚机构,包括公有制企 

业的领导人，很少会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此外，除了真正的市场价格之 

外,我们在8.8部分所讨论的所有价格几乎无法传递任何有用的信息,因此, 

关注这些价格往往会一无所获。

所有的协调机制都需要有信息。尽管很可能会再次重复以前的内容, 

或者会提前说到以后章节仍将讨论的东西，但我还是想在这里简单（不求面 

面俱到）介绍一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流行的主要的非价格信号。④

1 .计划信息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上面的计划指令，当然也包括

①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合作社必须要为此交税（如果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话），或 

者它们就将特定比例的产品以非常低的官方价格卖给国有商贸单位。有一部分产品是合作者 

自己进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如种子），另一部分分给社员作为家庭消费以及用于社员家庭耕 

作。如果还有剩余的部分（在大部分时期剩余都很小或根本没有剩余），合作社可以在自由市 

场上出售这部分产品。

② 在5.6部分，家庭农场被归到了正规私人部门，而那些不在农业部门、但也从事农业生 

产的人则属于非正规私人部门。

③ 例如，1988年罗马尼亚自由市场上的牛奶价格是行政性价格的220 -230% ,其他食品 

的比例通常为：鸡蛋一330%；马铃薯一320%；奶酪一180 -220%。见P. Ronnas（ 1989,第554 

页）。

④ 参见 R. P. Poweü(197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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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下面的计划建议、批评意见和汇报［7. 2］。大部分交流都是纵向流动 

的，当然在计划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横向的交流:例如，部委之间 

的讨论、主管部门之间的讨论以及企业之间的讨论。

2 .其他直接来自官僚机构的信息。这主要包括经济管理框架内部的信 

息交流：向下传达的临时指令、提醒、禁令以及电话分析，同时也包括向上表 

达的建议、要求和抗议［7. 3］。

3 .横向流动信息。尽管纵向交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还是存在着经 

常性的横向信息流动。同一级别的官僚机构会相互通气，企业也进行直接 

沟通：订单确认或者相反的行动,对交货条件表达不满、催促信件、提出要 

求,等等。

4 .短缺和过剩信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第11章和第12章进行详 

细讨论。这里想要提前说明的是，尽管短缺和过剩都没有反映在价格变动 

中,但这两种现象还是可以观察到的。如果卖方的存货开始减少或已经完 

全用完（或者当定单数量远远超过通常的存货规模）时，那么这很可能就意 

味着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的增加。同样，当人民开始排队购买某些商品 

的时候（以前是不用排队的），或者当队伍比以前更长时，这也都表明需求在 

增加。如果出现与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那么就说明相对于供给，需求正在 

下降。①

这种形式的信息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就本质而言，这是分散化的信 

息:每一家企业和工厂都能够观察到它们自己的存货、订单以及排队等候购 

买自己产品的人群。

5 .灾害信号。在一般情况下，问题总是逐步累积，但通常只有当它们酿 

成大祸后才为人所知。有了洪水，才注意到以前忽略了防洪措施；出现撞机 

事件，才知道平时在飞机维护上存在问题,等等。尽管这种形式的信息代价 

沉重，但它也确实有效。

6 .“声音”。赫希曼用这个词说明来自下面的建议、批评和抗议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6. 3］。事实上，这似乎只是上面1-5每一类信号传递方式的

①在理论上可以证明，给定某些简单的假设条件之后，存货、订单和排队现象为社会主义 

体制提供充分的信息来控制基本的数量协调。见雅•科尔奈和B. Martos等（1981）, B. Martos 

（1990）, A. Simonovits（ 198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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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要素之一,尽管主要限于官僚机构内部的信息回馈。但来自“最底层” 

的声音究竟能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取决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容忍度: 

公众的抱怨、低声发牢骚或者大声抗议，有吗？如果有，能起多大作用呢？

当某些经济变量达到了 一个关键值(换句话说，达到了临界值)，就会发 

出许多信号。在一些领域里，这些关键值是多少取决于惯例或习惯(如投入 

品存货的关键值)，而在另外一些领域，经济活动者的容忍限度决定了关键 

值的大小(例如，真实工资降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会引发公开的抗议行 

动)。①

对于不同的体制而言，不同类型的信息是如何流动的？ 3—6所描述的 

非价格信息流动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人们对 

第2点介绍的信号类型也不陌生，一方面，不同的官僚部门之间就存在这种 

信息交流；另一方面,国家官僚机关的干预总是无处不在，它也要利用这种 

方式传递信息。但对于第1点所描述的信息流动方式,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 

外，只有在那些引入了国家经济计划的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而且一般都 

非常零散。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价格信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所 

发挥的作用。

换句话说，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价格信号只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挥作 

用,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则只有非价格信号才起作用。问题的关键是, 

这两种体制对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所赋予的地位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 

体制下，价格信号传递着最重要的有用信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非价 

格信号发挥着这种作用。

在很多方面，价格信号和非价格信号相互补充。但如果非价格信号取 

代了价格信号，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在存在私有产权和市场协调的情 

况下，价格信号会自动产生激励,而非价格信号只有通过间接方式才能产生

①I. Grosfeld(1989a)根据容忍限度，运用控制论数学模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她利 

用这一模型分析了投资的波动。

②长期以来,理论经济学家一直忽视非价格信号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但最 

近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例如，A. Spence(1974)研究了教育在求职市场上 

的信号作用。最近的研究可参见J. J Laffont(198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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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价格和成本很容易进行相互比较，但对于不同的非价格信号，人们很 

难直接进行相互比较。这样，非价格信号所传递信息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 

决策者的主观判断。总而言之，非价格信号也能够保证协调机制的运行，但 

它们却不能使整个体制和谐运转，或者说无法保证这个体制有效运行。



第九章投资与增长

第7章和第8章主要考察了对经济的短期控制，而对于中 

长期的问题只是顺便提及。本章将主要研究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中的中长期经济控制问题。

第1、2部分描述了参与者的动机和投资过程的制度框架, 

接下来主要探讨增长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①在各类研究文 

献中，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增长模式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强 

制增长、跃进(rush)、追赶(haste)。②在这里，我们想要说明的 

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强制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是什么？

结尾部分列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增长数字(见 

表9.10、9.11、9.12、9. 13),之后对增长表现进行了简单的总 

结性评价[9.7—9.9]。

① 关于增长的一般理论，见索洛(R. M. Solow) [1970]( 1988) o现代增长的历史研究， 

见 E. F. Denison( 1962,1967 ),A. Gerschenkron ( 1962,1968 ) ,S. Kuznets( 1964,1971 ) o 增长理 

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见 A. Bergson 和 S. Kuznets 等(1963 )和 A. Bergson( 1974,1978a) o 

本章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会涉及到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经验。

② 我自己发明了“跃进(rush)”这个词。“追赶(haste)”一词见M. Lewin [ 1968 ]( 1974 ) 

和G. Grossman( 1983) 0 G. Ofer把它作为“强制增长”的同义词。

本章使用了 G. Ofer(1987)精彩的总结性回顾。尽管Ofer主要是对有关苏联经济增长的 

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一般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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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

强制增长(或跃进、追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 

们首先要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高领袖们对增长的看法。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者都是在贫困、落后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在 

所有落后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 

(late arriver)”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 

富裕的国家。①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者曾在革命前承诺:一旦掌权,他们将很 

快彻底消除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因此，这种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急 

迫心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正是这一承诺让革命者 

获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支持。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脱贫穷和落 

后状态的口号被反复宣传。革命者自己非常心急，他们同时也感到来自大 

众的迫切要求实现国家富强的强大压力。

最初的承诺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 

家就一定能够迅速赶上发达国家。这一信念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 

分。领导层必须坚持高速增长，因为只有高速增长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

最后，从军事和国防的角度考虑，也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赶上发达国家。 

为了创建一支具有攻击能力的强大军队，需要国家的现代化和经济力量的 

支撑。

这里我们引用斯大林在1931年的一段演讲:“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之 

所以总是要挨打,就是因为落后……我们现在还落后先进国家50年，甚至 

100年。我们必须用10左右的时间消除这一差距。不是我们成功，就是被 

他们彻底摧毁。”②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也反复提到这一主题(赫鲁晓夫那个众

① 关于这种落后状态和“后来者”所引发的后果，可参见A. Gerschenkn)n( 1962)的经典 

著作。

② 约•维•斯大林(1947,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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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的威胁始终让人难以忘怀；社会主义制度将埋葬整个西方世界①），毛 

泽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有类似的言论。在中国的经济史 

上,毛泽东又给追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大跃进”②。

最高领导人想通过铁碗政策尽可能实现最快速度的增长，这就是年度 

计划和五年计划的关键所在，其中主要是产量计划，目的就是实现增长价值 

的最大化。产量计划比其他任何指针都重要,数量驱动也表现在经济管理 

和雄心勃勃的庞大投资计划上。

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实行强制增长政策并不是最高层领导违背中下层 

干部的普遍意愿而强迫他们推行的。恰恰相反,广大中下层干部自己就具有 

很强的内在扩张动力。让我们再回到7.4部分关于官僚机构动机的分析。

官僚体制中的中下层干部与最高领导人具有同样的政治信念，他们也觉 

得需要有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也起着推波 

助澜的作用（动机1）。

对自己工作岗位的认同使得他们倾向于扩张。任何一位单位领导，只 

要他/她认为自己单位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他/她都真心希望单位 

的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世界上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想让自己的大学有更 

多的教授、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报告厅和更好的教学设备。医院的院长们希 

望有更多的医生、病床以及更多更好的医疗器械。军队指挥官也会要求更 

多的现代化武器来装备队伍（动机2）。

官僚机构中所有层级的领导干部都知道,随着单位的不断扩张，他们自己 

的权力和声望也会不断上升,当然也包括很多物质上的奖励（动机3、4、5 ）。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广大中下层干部非常清楚 

自己所在的部委、主管部门或企业的长期短缺状况。无法满足的需求压力 

促使他们不断要求扩张。此外,在获得投入品时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推动着

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这样一番对话：

提问：“赫鲁晓夫先生，一直有传言说您在一次宴会上曾告诉一位外交官，您要埋葬我们？” 

赫鲁晓夫说:“如果是指我本人的话，我想我活不了那么长，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在那次 

宴会上，我说的是历史进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终将被埋葬，共产主义一定会取 

代资本主义。”尼•谢•赫鲁晓夫（1959,第76 - 77页）。

②中国在大跃进时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15年内赶英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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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自己的企业或部门内部自行进行投入品生产,这也需要扩大投资。

上述扩张动机有些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也有一些同样适用于资本主 

义体制下的官僚机构领导,而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官僚。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光 

是那些被任命的官僚领导,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也有很强的扩张冲动，他们希望 

通过扩张赚取更多的利润,同时也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声望。

体制之间的主要差别并不在于实际上是否进行扩张，而是在于内部产 

生的自我约束机制。在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看来（或者是受他们委托负 

责管理企业的经理层），扩张确实具有诱惑力，但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为此,他们必须慎重考虑公司扩张后的产品是否有销路，即使有销路，价格 

和赢利水平如何也是必须加以衡量的因素。任何一项错误投资所造成的损 

失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收入。尽管他们希望通过扩张不断拓展商业机会 ， 

但是失败的风险将限制他们盲目扩张的冲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完全拆除了这套控制装置。由于长期短缺，因此，扩 

张所增加的产品一般都能够卖出［12. 2］。因为存在预算软约束，企业知道， 

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不管成本有多高,损失有多大）都不会导致企业被破 

产清算。各级官僚干部也都参与了投资决策，但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却不 

会影响他们个人的财富和收入［5.3］。

扩张冲动对官员而言是很自然的事，①而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只有官 

僚而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这样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来控 

制这种扩张冲动,②投资饥渴必然泛滥成灾。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列举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时，其 

中之一就是企业家缺乏强烈的投资愿望，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自我约束。解 

毒剂就是刺激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即促使他们扩张。③这个问题在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下完全不存在，而且那里的投资饥渴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当

①已经有模型深刻地分析了官僚成员的这一基本行为特征，官僚的目标函数就是将他/ 

她所能支配的预算最大化，见W. Niskanen（1971）o

②有两类内部自我约束机制。一类与动机6有关：领导人想要过宁静的生活，任何新投 

资都会让他更烦心并增加了额外的责任。另一类与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策略"有关。一位精明 

的官员不会给人一种总是想要东西的印象，而是要一步一步地树立起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形 

象。

③ 见J.M.凯思斯（1936,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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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社会主义也有很强的有效控制机制，但那不是来自企业内部或者中下层 

决策者自身（担心投资失败）。约束来自外部，即官僚机构的投资分配过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确定了投资配额和允许投资的项目。

92集中分配与投资紧张

与日常生产相比，对投资的集中控制更加严格。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投 

资计划和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

从一方面来看，在制定计划和决策过程中，国民经济计划把投资资金分 

配到各个部委。投资资金将按照惯例从上到下进行分解［7. 2］。投资配额 

用货币价值标明,通常会分别列出主要的开支项目（例如，建筑投资总额,机 

械设备投资总额;在机械设备项目下又会分为国内生产的设备和从国外进 

口的设备）。从另一方面看，中央计划是逐个进行决策的，在所有投资项目 

中，首先是优先投资项目。在中央计划中会涉及以下内容:为了完成每一个 

优先投资项目，应该生产哪些装置和设备？项目建设应采用什么技术？项 

目应该建在哪里？什么时候完工？完成该项目需要花费多少成本？

正如上一部分最后所说，由于所有的企业和机构都是公有制部门，因 

此，投资饥渴永远无法满足。在计划最终确定之前,下级单位通常会要求更 

多的投资资金，资金量往往远远超过上级机构所能分配给它们的资金。①经 

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有太多的优先投资项目，以至于没有那么多资源能 

够支持这些项目。这种形式的过度需求是纵向短缺的表现（之所以是“纵 

向”是因为这发生在上级与下级的讨价还价过程中）［11.3］。上面和下面都 

会给制定投资计划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雄心勃勃但却 

不切实际的庞大投资计划。

上述问题又因为以下情况而变得更为严重:投资项目的计划设计者常 

常会故意低估预期投资成本和预期完工时间，这样做更有利于批准投资计 

划。中下层管理人员的愿望是他们的建议能够被批准并纳入计划。一旦投

①当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和机构都会在这场“争夺战"中勇往直前，那些觉得自己可能无 

法获得足够资源来完成庞大投资任务的单位会相对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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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上马,就没有人会在中途停止建设，哪怕是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 

的预期。这种现象在东欧国家被称为“慢慢蹭到计划里”。①

那么高层领导在决定如何分配投资资金或批准优先项目时的决策依据 

是什么呢？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将认真考虑每个项目的预期赢利能力、贷 

款利息、偿还期限以及投资风险。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资本市场，没 

有人进行利润估算，至少没有人会通过计算现行价格、利率和汇率来衡量计 

划项目的效率问题。

尽管缺乏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衡量标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选择也 

并非全然无章可循。在投资资金的分配中也有明确的优先次序［9. 4］。其 

他的门坎包括计划编制中的平衡要求,官僚机构接受到的短缺信号（从这些 

信号中可以发现需要哪些新的生产设备来满足预期需求）。当然,正如我们 

以前曾提到的，投资分配还要受到政治压力和不同利益部门游说的影响。

在投资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对投资品（服务）的过度需求在经济中被称 

为投资紧张。一般而言,官方批准的投资项目所需要的投入品往往超过实 

际可供给的水平。这样就造成了投资品供货商和投资品使用者之间的横向 

短缺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就会导致体制内部官僚机构采取直接控制的办 

法进行处理:上级机关介入，临时决定谁可以获得目前处于供应短缺状态的 

产品或资源，谁暂时不能获得。

一般来说,在建项目都不会中途停止，因为每一个项目背后都在官僚体 

制内拥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一个项目的停工往往会导致好几个不同的项目 

同时被拖延下来，出现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投资的浪费，批准被长时间搁 

置，完工期限无限延长，②成本也将大大提高。

任何投资决策都要经历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其中要涉及到很多主管 

部门和各级官僚机构。因此,当遇到事先没有纳入计划的行动时，就很难做

① 见 T. Bauer（1981,第 500 页）。

② 如果获得批准的过程过长，那么在做出最后决策的时候，项目也就过时了。苏联在80 

年代里大约有25%的项目是在10-20年以前规划的，见R. Judy和R. Clough（ 1989） 0据一项 

有代表性的调查，在1973年和1974年开始兴建的大型项目中，其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年度 

开支被削减，这大大延长了投资时间，见T. Bauer（1981,附录，第172页）。

有一项不同产业投资项目比较研究表明，在60年代，匈牙利完成一个项目所花费的时间 

是日本同类项目所花费时间的2-5倍，见Z. Pacsi（1979,第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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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迅速和灵活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新项目都无法自由使用各类资源（例 

如，迅速应用新发明或者及时抓住出口机会）。前面所提到的僵化问题［7.

3 ］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地尤为突出。①

9 .3投资与消费

下面我们将考察投资过程中的结构问题。首先看一下国内生产总值的 

支出分类和用于投资的比例。在多数时期内，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 

比例都远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②表9.1列出了相关的比较数据。

表9.1 GDP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国际比较

国家

投资占

GDP的百分比
1980 年 1988 年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28 27
中国 24 32
捷克斯洛伐克 27 26
东德 24 27
匈牙利 29 21
波兰 25 23
苏联 30 30
资本主义国家

巴西 23 22
法国 23 21
西德 23 20
印度 19 21
意大利 24 22
荷兰 21 22
西班牙 22 24
美国 17 17

资料来源:P. Marer等（1991）。

①钱颖一和许成钢（1991）在一个正式模型中证明，由于预算软约束，社会主义经济要高 

度依赖官僚程序预先审查投资项目，这是他们应付投资饥渴问题的最优组织反应。而这种官 

僚程序往往会拖延项目投资并有可能造成有前景的项目被否决。

②由于这里是在讨论经典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型，我们没有考虑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 

投资比例，也没有考虑随着时间所发生时高时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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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官僚机构运转的费用和军事开支占GDP 

的比重也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少。只有减少消费，才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 

资，这意味着家庭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①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想让经济按 

照这个模式发展。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急切地想尽可能实现最快的增长。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些领导人认为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 

规模的投资。参照经济增长理论来说,他们似乎在按照一种哈罗德一多玛 

模型前进（即使他们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模型），那里只有一个生产要素:资 

本。他们有自己极为简单的理由,投资比例越大，增长速度就越快。

表9.2 GDP增长与资本投资增长：国际比较

国家
年平均增长率,1950—1979年

GDP 固定资本投资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5.43 10.89
捷克斯洛伐克 3.67 6.11
东德 3.77 8.52
匈牙利 3.64 8.85
波兰 4.12 9.70
罗马尼亚 5.81 11.33
苏联 4.95 8.02
资本主义国家

澳大利亚 4.54 4.43
加拿大 4.57 4.36
芬兰 4.48 4.54
希腊 6.20 4.43
意大利 4.92 4.79
何二 4.58 5.10
挪威 4.15 4.93
瑞典 3.69 4.18
西德 4.85 5.69

资料来源:F. L. Pryor （1985,第 76 页）。

①这里的分析没有考虑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使用了外国资源［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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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2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要远远快于资本主义国  

家。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 

差额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额要大得多。这也间接证明了投资的强制性 

扩张。表9.2同时显示出了投资的低效率:如果想要实现每年4-6%的产 

出增产率，那么投资的年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11%，这也是迫使社会主义 

经济领导人进行髙比例投资的因素之一。

国家领导人不仅想进行髙比例的投资，而且他们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 

意愿强行实施这一想法。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种体制，其中一个小集 

团竟可以如此严格控制全国范围内的投资一消费比例。

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投资和储蓄具有某种事前的 

因果关系，但投资和储蓄一定是成千上万个决策者髙度分散化的行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决策和储蓄决策是相互分离的,尽管自愿储蓄会影响投 

资，反之亦然。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投资决策髙度集中，同时也就包括了储蓄决策。储蓄（即非消费部分）相 

当于中央计划当局从消费中拿走并用于投资的部分,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 

为合适的比例抽走储蓄,而根本不用顾及作为个人收入所有者的家庭是否 

愿意这样做。①

如果投资增长率受到了限制，而消费比例也随之下降，那该怎么办呢?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个人的储蓄和投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而且 

还有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体系。而经典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这种自动的经济 

调节机制。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最多能从公众能够忍受的程度感觉到这 

种限制，公众的容忍度构成了削减消费的约束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髙领导人对公众的物质福利有多  

么关心，而是因为党总是在公开出版的政治宣传品中一再强调要重视人民 

的物质生活水平，这迫使他们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爱民之心，以便维持社 

会主义体制的合法性并保证他们继续掌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削减消费

①当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投资"储蓄”这个公式在事后都适用，但这只 

是财务报表上的确认，与事前的因果问题无关。而所谓事前的因果关系是指决策者的投资水 

平要受到过去和预期未来储蓄的影响，而反过来,储蓄决策又受到投资机会和相关激励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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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无限制地超出公众的最低容忍度。①然后就取决于政治状况，主要是镇 

压的力度，这真正决定了公众的最低容忍度:当权者能否长期保持生活水平 

的停滞，甚至削减人均消费，还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提高一下消费水平。

就那些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相当稳固的国家而言,从整个历史发展 

趋势来看,我们会发现其消费水平都有相当大的提高[13. 1]。但即使在这 

些国家里，消费增长率也远远落后于GDP增长率。在有些国家,如中国，人 

均消费水平甚至长期停滞。②

即使官僚机构想要提高消费水平,即使公众的最低生活要求决定了削 

减消费的程度限制，然而这些最多抑制了最高领导人企图最大化投资比例 

的内心冲动。问题是，不只是那些最髙领导人或者一小群领导集体想达到 

更髙的投资一消费比例,广大中下层领导干部也倾向于提高投资增长速度 

[9. 1,9.2]。想一想我们提到过的扩张冲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一切 

就一目了然了。官僚机构的微观动机和中央领导层的宏观政策目标在此完  

全一致，中央领导层进行高比例投资的决定表达了整个权力统治阶层的愿 

望和目标。

按照历史“功能学派”的哲学观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和官僚机构动机 

相互配合默契，恰恰因为这是帮助一个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最佳方式。 

对于那些迫不及待地想要追赶的贫穷落后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政治一经 

济一意识形态机制与强制快速增长是须臾不可分的。③尽管这种观点不乏 

真知灼见，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按照本书的论 

证思路，一方面是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产权关系，另一方面是强制型经济 

增长模式，两者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的主要因果联系方向是从第一层

①在中国的大跃进期间，有一句中国谚语很生动地刻画了当时领导人的心态：“又要■马 

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② 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1957年至1978年间下降了 11.6%，见国家统计 

局(1985,第 556 页)。

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A. Nove(1964,特别是第一章《斯大林是不可或缺的 

么？》)。E. H. Carr和R. W. Davies[1969] (1974)在研究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历史时隐含 

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斯大林是特定增长战略的产物。苏联经济学家曾论证在20年代实行强制 

增长在当时情况下是一种必要手段，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A. Erlich ( I960) o A. Nove 

(1989)对苏联此类问題的最新争论进行了一个综述，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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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导向第二层因素。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和官方意识形态，再加上官僚化 

公有制，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必然是强制增长［15.1 ］。

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决策者的时间 

偏好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意识形态一再宣称领导层 

的“未来导向”，也就是要求现在这一代人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做出牺牲。 

斯大林时代的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曾非常通俗易懂地说明了这一 

点:“我们不能在今天把明天会下金蛋的母鸡给杀了。”①

在总结强制增长的时间偏好特征时，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现象。 

首先是公众做出的牺牲。他们必须放弃部分当前消费，更确切地说，是放弃 

那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又无法积累和推迟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在前十年 

里，人们喝的牛奶只相当于生理上所需要的一半左右，当局曾保证十年后就 

能喝上比现在多1倍的牛奶。可十年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此,而且没有任何 

补偿。整个经济在第一期储蓄下来的东西就永远“石沉大海”了。

第二个现象是推迟。如果说牺牲意味着消费的减少，那么所谓推迟就 

对应着消费的存量积累：房屋建设、零售商店、消费品工厂等等。推迟与牺 

牲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是在抑制当前的消费。但推迟并不等于将“节 

约”下来的消费一直“节约”下去。从一方面看,推迟节约出了一部分资源用 

于当时认为更重要的其他投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没有完成的任务 

必须在以后完成:推迟的任务将逐步积累。这类似于从下一代人那里借钱, 

每一次新的延迟还款都会进一步增加内部债务负担。②

第三种现象是“玩忽职守”（neglect） o如果真的只是推迟，那还不会造 

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公寓或制衣厂没有建起来，以后还可以再建。如果造成 

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那就是“玩忽职守”了。这一现象在需要有机发展的领 

域显得尤为突出（例如髙等教育、卫生或环境保护）o如果这类发展在数十 

年里一宜得不到重视，那么即使以后再分配资源进行建设或再采取行动进

① 见马・拉科西［1950］ （1955,第244页）。

② 推迟现象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预算资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也会出现“玩忽职守 

（neglect） ”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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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弥补，都将无济于事。①

强制增长的标志就是公众所做出的巨大牺牲［13.1］、公然一再推迟和某 

些发展领域内的“玩忽职守”。本章在后面的部分还会反复提到这些现象。强 

制增长的政策并非极富远见:最大化未来一、二十年内的增长速度不过是更倾 

向于牺牲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以及现在就为更遥远的未来打下生产基础。

94优先(项目)

下面我们将讨论投资分配中的优先原则，首先从部门结构开始：

1 .投资品优先。这一部门的发展主要将直接带来固定资本的增加，即 

投资品生产的增加。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复制和自我推动过程： 

投资品生产的提高造成了更多的固定资本投资，这样必然又扩大了投资品 

的生产，然后又进一步增加固定资本投资，如此往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 

有一个内部螺旋助推器，螺旋器运动加速,就会导致更多的投资，更多的固 

定资本,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增长。

高速运转的内部螺旋器把周围其他所有部门吸引过来,尽管它们的增 

长速度相对较慢。投资计划分配部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在决策中把 

其他部门的发展作为维持内部螺旋器高速向前转动的必要手段。这样就有 

了一个一般性的优先原则,然后再把它转化为特定的优先项目或部门，并根 

据经验在编制投资计划时加以调整即可。

2 .国内生产优先于进口。部门结构的发展立足于所谓的“自给自足”。 

这里只是简单提一句,以后再详细探讨［14.1 ］。

3 .生产活动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 

性”活动［5.4］。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和统计工作中，其实际的含义是:有 

形物质产品的生产被看做是“生产性活动”，而大部分服务被看做“非生产性 

活动”。②优先原则:生产性活动应该在投资上优先于非生产性活动,换句话

①我在1972年出版的书中详细探讨了牺牲、推迟和玩忽职守之间的关系。

②运输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运输是生产性活动，它不过是把生产延长 

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商业活动的划分往往非常模糊，因为它既包含了生产性活动，也包括了非 

生产性活动。关于统计上的分类问题，见J. Arvay(197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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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要优先于服务。①

之所以忽视非生产性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部分服务在资本主 

义体制下是由私人生产者提供的，部分由预算单位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就 

前一部分服务而言，在市场协调下,消费者享有充分的权利:只要有需求,私 

人生产者愿意提供诸如住房、私人教育、私人医疗等各项服务。公共服务的 

资源配置则要遵循政治民主程序,至少是议会民主制。只要代表大多数公 

众利益的政党愿意投票争取公共服务发展资金，那么公共服务就不可能被 

忽略。而与之相反的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掌握资源配置的部门不受 

任何民主程序的控制。此外，它们必须做出的许多分配决策在资本主义体 

制下都是最终由消费者做出的。许多消费决策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都 

转到了官僚机构的手中，在控制经济的官员们的眼中，总是有比发展服务业 

更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服务可以推迟提供，甚至完全忽略。

4 .第一类产品优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第一类产品和第二类产 

品进行了重要区分。所谓第一类产品是指生产工具，第二类产品指消费 

品②。优先原则:第一类产品在投资上应该优先于第二类产品。

5 .工业优先。工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强制增长战略主要是指 

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原则：在投资上，工业必须优先于其他任何经济部 

门，可参见表9.3。

6 .重工业优先。根据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流行的官方观点，机械化是提 

高生产率和促进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手段。大量的钢铁和其他金属被用于 

机械制造和军事装备。优先原则:工业化主要偏重于重工业,其中的重点是

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献中还有一种分类：狭义上的生产型经济中不包括基础设施。见 

E. Ehrlich（1985b）。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讨论基础设施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 

国家一般所定义的服务部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基础设施处于非优先的次要住置。

②第一类产品不仅包括投资品，还包括可以用于当前生产活动的物资和半成品。

这种分类（包括优先排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纯粹以物理性质作为划分标准，那么许 

多东西即可以作为生产工具，又可以归为消费品。如果考虑到对外贸易，情况就更加明显：如 

出口消费品来进口生产工具，这样，第二类产品也可以间接生产生产工具。（或者反过来说，第 

一类产品也可以通过外国贸易中介提供消费品）。

鉴于上述原因，原则4的部分内容无法与原则1的基本要求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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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和钢铁。①

表9.3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比：国际比较

国家
年均不变价格

1965 -1973 年 1973 -1983 年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44.5 42.3

中国 51.5 54.0

捷克斯洛伐克 37.6 38.0

东德 50.2 —

匈牙利 34.8 34.2

波兰 38.8 38.0

罗马尼亚 47.9 49.3

苏联 35.0 35.3

1965 -73 1973 -80

资本主义国家

比利时 28.7 24.9

丹麦 16.1 16.7

芬兰 24.6 27.1

法国 24.6 23.9

爱尔兰 25.9 29.0

英国 31.3 32.4

西德 25.6 24.4

资料来源:P. Mihalyi根据联合国（1986c,表13和16）和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 

（1986,第8页）有关资料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投，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业包含了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部门。在 

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包括制造业、能源和油料生产、电力、天然气和水。

中国：国家投资以现行价格计算

51.5:1953 -1962 年

54.0：1971 -1980 年

16.1 ： 1966 -1973 年

① 首先是苏联，在1917年至1976年间，该国工业投资中有84%投入了重工业。莫斯科， 

统计资料（1977,第436页）。其次是中国，重型液压机的数量相当于欧洲经济联合体所有国家 

的总和，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GNP只有欧洲经济联合体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经济学家 

的说法：“重工业的结构和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规模。”，见S. Zhou（ 1982,第30-31 

页）。最后是罗马尼亚:根据部分资料,1951年至1981年间，该国的工业投资超过了全部投资 

额的50%，其中有77 -80%投入了重工业，见M. Shafir（1985,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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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循上述优先排序导致出现了一种极不协调的扭曲的部门结构。 

在强制增长早期的十多年里，髙度集中进行资源分配似乎成功地使内部螺 

旋器不断加速旋转,优先部门得到了迅猛发展。而与此同时,其他部门却远 

远落在了后面，有些部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它们离螺旋器距离越远，越 

是无法阻挡它的旋转，在一段时期之后，它们也就越来越处于被忽略的地 

位。主要生产消费品的部门落在了后面，服务部门更是如此，诸如住房建 

设、小区服务、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农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相当 

落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那三种现象:让生活在强制增长 

时期的整整一代人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些不予优先考虑的次要任务被一再 

推迟，它们不断累积直至伤害到下一代人;“玩忽职守”（忽略）造成无法弥补 

的损失。①

7 .军事工业优先。比起社会发展任务②而言，军事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 

的投资需求总是享有绝对的优先权。优先原则3、5和6都与此有关,这些优 

先原则不仅是为了让原则1所提到的内部螺旋器加速旋转，而且是为了发展 

军事工业。此外,军事工业也有自己的独立项目：在分配投资资金时，专门 

用于军事目的的工厂的建设需要给予髙度重视。这些投资只能在公开发布 

的计划中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和警察方面的投资 

都是保密的。

8 .新工厂（设备）优先。管理经济的人总是想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新工

①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严重忽视医疗卫生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落 

后的医疗卫生条件,造成了极为不利的人口趋势：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在1960年至1984 

年间，千人死亡率从7.1%上升到了 10. 8% ,平均寿命从70下降到了 67.7,而西方国家的同比 

数字是74和78。苏联的每千个婴儿死亡率为25人，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每千个婴儿死亡 

率只有 6-10 人，见 A. G. Aganbegian（ 1989, 228 - 229 íí ） o

即使再重新进行资源分配投入卫生医疗领域（目前还没有发生），也至少需要十多年以后 

才能遏制上述可怕趋势。

②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军事部门在当时生产协调中所处的地位。为军事目的所组织的大 

规模生产与社会生产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但只要有冲突，军事任务享 

有绝对优先权，即使在出现极度短缺的时候也是如此。见C. Davis（19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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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而根本不重视维护现存的老厂,其主要动机是来自政治方面。①建立了 

新工厂就可以成为摆脱落后、实现快速发展的典范，这远比劳心费力地维护 

旧厂房里的机器和车间划算得多。这样就可以很得意地向上级汇报，而且 

盛大的开工庆典往往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强制增长政策需要这种建设激 

情，因为工人们的热情也被看作鼓舞生产的因素之一。

尽管新工厂（设备）优先在生产投资中表现得特别突岀，其他领域也有 

类似的情况。更多的资源用于新的房屋建设,而不是用于维护古老的建筑 

遗产。新的学校、新的大学、新的铁路、如此等等。

优先建设新的东西也具有某种推迟的特征。它只是暂时将应该用于维 

护和更新的资源挪出来进行短期优先项目建设。但这种推迟迟早会“自食 

其果”，反而成为抑制增长的因素。

9 .大型企业（装置）优先。负责经济发展的人往往被那些大型、超大 

型、甚至是巨型企业（装置）所吸引，常常会出现“规模崇拜”和“巨人迷恋 

症”。②

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如果有可能的话,各类服务机构（不管 

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医院）同样是尽可能建设得越大越好。

有几个因素促使决策者优先考虑这类建设。③首先是期望大规模和高 

产量能够实现规模经济。④但实际上，更大的规模在获得节约的同时往往也 

伴随着额外的成本。从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着企业 

的最优规模。⑤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里，最具优势的企业规模要取决于部 

门特征、技术、管理者的能力、市场结构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

① 这一现象恰好证明了以前曾提到过的一个观点［5.3］：官僚机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 

是真正的所有者。没有所有者会在可以维修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财富不断贬值。

②这种偏好不仅表现在新工厂（设备）的规模选择上，而且还表现在现有企业的组织发 

展上。事实上，这一过程起源于对农业和小工业进行的国有化和集体化运动，在那时就建立起 

了大型的公有制企业和合作社来取代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小企业。国有化运动结束 

之后，又出现了国有企业或合作社之间的合并浪潮。这样,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出现了强 

大的集中生产趋势［17.2,17.6］。

③在分析集体化的时候，也出现了与之相关但不完全相同的问题［5.5］。

④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强调集中生产和大工厂（相对与小企业）的优势，他们的观点在 

灌输这种规模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⑤见74页注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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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不同规模的企业相互并存的原因。而在强制增长的 

过程中，往往会在巨型企业和机构中出现几个更有效率的中小企业的情况。 

可以肯定地说,不分情况一律建设大型工厂无助于实现更快的增长。

其次，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方面的考虑往往等同于经济标准，甚至 

超出经济上的考虑。高层领导人发现控制数量较少的下级部门相对容易。 

对下级部门的领导而言，譬如一家企业或公共机构的领导,如果他们所控制 

的单位能够变得更大,那么他们的权力和声望显然会随之上升。

10 .优先考虑的产品和投资项目。有几千种优先产品[7.2],其中还会 

有一些被列为“最重要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在年度计划和执行过程中受 

到特别的重视，而且在投资资金分配和投资决策的实施中也被给予充分的 

关注。钢铁行业的重点是那些直接产钢的单位，一定要保证最常用的轧制 

钢材的及时供给。对于农业机械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拖 

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完整出厂前最关键部分的生产。所有为制造优先产品提 

供辅助工作的工厂，如零部件供货商、运输系统、维修部门以及按时按量运 

转的仓库都得不到同样的重视。使用者（在上面的例子中，就是使用钢材的 

工程建设部门和使用农业机械的农场）不仅需要优先产品，而且也需要成百 

上千的配套产品。但这些产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优先产品的增长。

这经常会导致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也是造成持续短缺的原因之 

-[12.1]o尽管从经济角度考虑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倾向还是可以用外部环境特征来加以解释，其中信息问题又是关键所 

在[7.7]：中央集权式的官僚化决策不可能对按金字塔形状排列的各级任务 

都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只有进行了“优先排序”才能够管理。此外，还有 

大量的群众动员、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为了有效工作,官僚化决策必须集 

中精力用于少量活动。

优先投资项目的选择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事实上,优先投资项目和 

优先产品往往是相互重合的，因为大部分优先投资的项目完工之后也都要 

生产优先产品。优先投资项目是权力统治精英们的心爱之物,每一个新工 

厂的建设都令人着迷，新闻报纸会大肆宣传，所有主管机构都会去视察好几 

次。优先投资项目的需求总是会随时得到满足，即使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 

也不例外。本章在讨论强制增长、跃进、狂热追赶等问题时谈到的所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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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都会在优先投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把“优先产品”和“优先投资”的一边倒倾向看 

作是一种推迟现象。如果优先产品的产量增长很快,那么立刻就会写入计 

划汇报。一旦某项优先投资胜利竣工，就会马上成为取得伟大成就的象征。 

至于其他产品和非优先产品生产上的相对滞后、对辅助性生产设备建设的 

忽视，以及半心半意地对待非优先投资项目，它们对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只 

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为人所知，尽管这种严重的负面影响迟早会出现。

11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生产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森林和其他绿地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水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动物自然 

生长区不断被侵蚀。其他人类活动（运输、供暖、城市化等等）也都进一步对 

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投资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形 

式。

第一，能否确保为生产或其他目的而建设的投资项目及其大型装置设 

备不对环境造成破坏？保护环境往往需要额外的投入（例如，排放或过滤废 

气的方法可能相当昂贵）。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是否定的。在强制 

增长的过程中，用于保护环境的额外投入完全被忽略。一般的观点认为，由 

于处在低发展水平阶段，所谓工业、城市交通对空气和水造成污染的问题几 

乎不存在,那些只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计划中（特别是优先投资项目中）是否包括了以保护环境（或修 

复以前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为目的投资项目？例如新的排污工程或生产环 

境保护设备的工厂。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答案通常也是否定的。这类 

项目很早就被从那些重点优先项目和优先原则1的内部螺旋器里排除出去 

了。节约下来的环境保护投资都被用于其他重点优先项目的建设。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现象。所有其他社会体 

制也都容易这类问题,而且这也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严重弊病之一。很多人 

认为,通过彻底消除私人产权的贪婪和自私就能够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但 

这并没有实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急于实现强制增长和狂热追赶的 

官僚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比其他任何体制的决策者都更为短视。环境问题 

又因为体制的弊端而更加严重：无法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开展强大的环境 

保护运动来对抗经济部门的决策。表9. 4比较了这两类国家的二氧化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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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二氧化硫是形成酸雨的重要物质。

表9.4空气污染：国际比较（1983年）

二氧化硫（平均每人）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203
东德 300
匈牙利 132

波兰 116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18

芬兰 73

法国 31

爱尔兰 39

葡萄牙 32
西班牙 75
英国 65

美国 90

西德 42

资料来源:P. Mihalyi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7,第I-30）和就欧洲问题与联合国 

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的直接交流为本书整理。

注释:工业发展水平与汽车的密集度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显示出了很强的正相 

关关系。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严重忽视环境保护， 

那么空气污染将越来越厉害。

缺少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推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玩忽职守的行为）的例 

子之一。对环境的破坏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迟早会造成生产的减慢，而且 

其严重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生活质量，从而引发公众的不满。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项目）进行一番考察之后不难发现，尽管 

我们列出的各项内容肯定会有一些遗漏,但就总体而言，已经将所有重要事 

项都包含在内。官方意识形态总是一再强调某些优先项目的建设情况，而 

对于另外一些优先项目则闭口不谈，认为它们不值一提，甚至干脆予以否 

定。但那些被认为是丢面子并加以否认的优先项目依然在建。

对于那些喜欢在最优化模型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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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义强制增长的目标:从广义上看，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最大化 

任务的时间维度不是无限长，甚至都不是真正的"长期"（如果用历史维度加 

以衡量的话）。实现强制增长的目标时间相当有限并非常短视:根据官方统 

计指针，最大化总产量增长速度，以某种历史维度来衡量的话，那就是要在 

“中期内实现目标”，也就是花10到20年左右的时间。前面提到的优先原 

则都服务于这一目标，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定时间要求以内促进高速增 

长。①实施优先原则1-11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的结构变得极不协调，并完 

全嵌入了一种扭曲状态之中而无法自拔。

9 .5外延式（增长）与集约式（增长）

现在我们开始考察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研 

究领域已经有了大量的一般性理论文献。有不少人尝试着利用专门针对资 

本主义体制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生产函数和基于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来研 

究社会主义体制，看一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题 。②其中遇到 

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数据，或者数据不可靠。测量方面的问题我们后面还 

会谈到［9.7］。无论如何，我本人都不打算就涉及到上述问题的各种争论 

（或者某些数字计算结果）进行总结。本部分只是想对生产要素和产量之间 

的主要关系进行一个分类，然后就这类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所发挥的作 

用提出一些有益的见解。

为简化起见，我将分两组列出各种生产要素一产量关系。第一组包括

①即使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究竞该如何衡量这种“增长"，社会主 

义国家的增长在很多方面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9.7］。

② 关于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关系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需要参考Abram Bergson 

的著作，他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他最近的一些文章，其中对苏联经济增长和 

技术发展（1983）的研究值得认真参考。对苏联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做出了杰出贡献的 

人还包括 P. Desai（ 1976,1986a, 1986b, 1987） V. Konton>vich（ 1986）和 M. L. Weitzman（ 1970, 

1983 ）o E. A. Hewett（1988,第2章）在他关于改革的书中对苏联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要素进 

行了全面介绍。有不少研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例如，世界银行报 

告（1985）和K. Chen等人的研究。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可 

参见T. P. Alton（ 1977）的一项综述性研究。在F. L. Pryor（ 1985）的著作中有一篇较为全面的 

综述，其中可以找到许多与这里所采用的分类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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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自身)增长所带来的效果。例如，用于生产的资本存量和劳动总量不 

断增长，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第二组包括要素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效果。 

例如，资本和劳动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髙，由此导致产量的增长。这种区分以 

及相应的术语在西方学者那里使用得非常广泛，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者 

却更倾向于采用另外一对概念及其表达方式，即外延(extensive)和集约(in­

tensive) 方式。 事实上，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说法都是同一个意 

思:要素增长相当于外延方式,而要素一生产率增长相当于集约方式。在下 

文中,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种“东方”的术语。

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前，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所谓对各种外延方式和集 

约方式的严格区分只是在抽象分析的框架内做出的,在实际生活中，两者往 

往结合在一起。在使用数字形式对实际影响进行分解时，哪怕是采用最细 

致的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这里没有这么做，本书的主 

要目的是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规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 

尝试。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外延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 

大多是在落后和低增长的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即使从外延的观点来看，那些 

国家的资源利用水平也相当低下。因此，外延增长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1 .雇佣劳动力人数的增长。当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候，那些国家通常都 

存在着大量的公开失业，而农村主要是隐藏着的低就业,妇女的就业水平非常 

低。即使只考虑生产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资本和劳动，那么整个经济就 

可以形成很高的投资比率，与此同时，又存在着充足的剩余劳动力。社会主义 

体制充分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雇佣劳动力人数迅速增长［10.1 ］。

这两个现象结合在一起，即髙投资比率加上不断快速增长的雇佣劳动 

力，就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取得髙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头10 

年或头20年的增长。

2 .更多的轮班制和延长劳动时间。尽管投资数量巨大,但相对于充足 

的人力资源而言,固定资本还是非常稀缺的。于是经济管理者力争为固定 

资产安排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工厂的开工和工作时间达到了每天24小时和 

每周168个小时。大体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工厂和其他机构工人的 

轮班次数要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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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的延长也是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①在一些国家里， 

即使经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工人们也要求工作时间能更少一些， 

但官僚机构却始终不愿意在工作时间上做出让步。那里也没有独立的工会 

组织来为工人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满足工人的要求。

1和2中所提到的外延增长潜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段时期之后,劳动储 

备就基本被耗尽了。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就会成为 

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最主要的因素。②

3 .耕地的增长。没有开发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土地。当然，耕地的增 

加在一段时期以后也就停下来。

4 .矿产资源的不断开采。尽管在很多地方,矿产开采的成本不断提髙， 

或者最终也会彻底枯竭，但外延式矿产资源利用还是有了很大的增长。

对外延增长方式，我们还想加一点总结性评论。这种增长类似于其他 

社会体制在战争时期的情况。而经典社会主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处于一种 

动员经济状态。③前文中我曾提到过官方意识形态经常向人们灌输"战争意 

识”：经济建设是针对落后和内外敌人的一场战斗，没有人能够从战场上撤 

退［4］。战争需要动员所有成年人和全部资源。

下面我们来探讨集约增长方式。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在实际的强制增 

长过程中，各种集约方式都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1 .劳动强度（效率）。在给定物质投人品的情况下，产量的多少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工人是否用心和努力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取决于工人在工 

作时的劳动强度（效率）。社会主义者在革命前和革命胜利后都坚信，摆脱 

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将以极大的热情努力工作，其劳动效率将远远髙于 

资本主义社会中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确实出 

现过这种迹象［2.4,6.6］。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工作热情始终没有彻

①这一趋势在不同经济部门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家庭农场和家庭作坊工作的农民和手 

工艺者会为了家庭拼命工作，但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之后，这种工作态度就有所变化。对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来说，他们在合作社里的工作时间就少于他们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时间。

②关于这个问题，很多文献里都会出现以下公式：当劳动储备被耗尽之后，“外延增长时 

期”就会结束，从而开始进入“集约增长阶段”。尽管我在以前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这种“时期划 

分”，但本书没有继续使用，因为这不是一种很准确的说法。

③这是P. Hanson总结出的一个很贴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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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消亡。①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初的热情逐步消退直至冷漠，后来只是希 

望干多少工作就挣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一套可以有效运行的物 

质和道德激励机制来促使工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并遵守纪律就成为最关键的 

问题。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无法找到有效 

的激励机制。

2 .技术进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其中部分与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情有密切关系:村庄里第一次有了电灯，耕地 

里第一次出现了拖拉机，工厂里第一次有了自动生产线。

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尽管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却相对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典体制阶段的后期技术进 

步的速度逐步减慢。②大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是以模 

仿为主，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通常要延迟很长一段时 

间之后才被引入国内［12.11］。

3 .劳动技能的发展。尽管技术水准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人力资源的 

问题还需要进行单独考察。在强制增长过程中,生产领域,特别是工业领域吸 

收了大量没有技术、缺乏经验的劳动力。尽管经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劳动者 

的技能也得到了提高，但其整体素质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生产快速增长的要求。

4 .组织的改善。这里需要区分固定的停工时间(如夜间或者星期天)和 

被迫中断生产的情况，例如，由于原材料未能及时运到，工人不在岗位或者 

机器出现故障造成的生产中断③。如果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生产,加强纪 

律，将产品及时供应给使用者，那么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就会减少很多④。

①苏联把此类行为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的运动(如社会主 

义工作竞赛等等)。在这些运动中，既有那些真正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的辛勤劳 

动，也有幕后操纵和人为制造的虚假成绩刻意用来鼓舞士气。波兰导演A. Wajda在他一部名为 

《大理石人》的电影中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奇特的矛盾现象。

② 可参见V. Kontorovich(1986)关于苏联技术进步的详细资料。J. Klacek和A. Nes- 

porova( 1984)证明了捷克斯洛伐克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减慢，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 

降低。更多的参考文献见12.11。

③在有关固定成本使用的研究文献中将之区分为外延式使用和集约式使用。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们在第2点中就讨论了外延式方法，而在第3点中讨论了集约式方法。

④ 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生产函数的模型通常对第2点和第3点不进行区分。一般 

用剩余要素这一概念来概括第2、3点带来的所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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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产的组织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非常糟糕的。生产的内部组 

织和管理水平都相当落后。这既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例如，刚从农村 

来的劳动力一般都很难适应现代化工业生产），也有社会主义自身在体制上 

的问题（例如，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造成的供应滞后）。因此,组织改进对生 

产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5 .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增长。这里所使用的“质量”一词就是指日 

常意义上的质量，如工程师眼中的一台机器或一种材料的质量，消费者所认 

为的商店里商品的质量。质量包含着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化水平、外表、 

材料和加工的优良程度、耐用性等等。如果生产者想制造出符合上述各种 

条件和满足其他使用要求的高质量产品，那么通常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 

反之,如果在给定产量要求的情况下,牺牲产品的质量就可以节约资源。

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和市场协调为改善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熊彼 

特就曾指出：如果企业家能够以新的和更好的产品占领市场，那么他/她就 

能够处于优胜者的地位。质量的提髙和改善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内部激励 ， 

中央计划往往对此无能为力。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种内部激励作 

用几乎完全消失。各方面的要求都促使经济领导人在质量和数量的权衡取 

舍中选择数量指标。前面我们也曾提到过这种数量驱动［7.6］。计划和官 

僚直接控制都把数量指标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都是用物理指 

数或总量来计算产量，这种非常粗糙的数量衡量根本无法反映出质量上的 

好坏差别。提高质量只是在官方的宣传中一再出现,但官僚协调既没有能 

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执行质量要求。

当然，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取得的数量增长确实为官方统计中显示出的 

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

6 .服务能力的过度集约使用。尽管也可以把这一点看作第5点的一种 

特殊情况,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单独列出。更多的居民被挤进了狭窄的 

住房里，更多的病人被安排到一家医院里，更多的学生被安排到一间教室， 

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保证基本质量的底线。交通运输和电信的发展根本不受 

重视,火车和道路拥挤不堪，电话线更是寥寥无几。为了说明服务能力过度 

集约使用的情况，表9.5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铁路系统 

运载状况，差别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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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铁路系统的超载状况：国际比较（1979年）

货运密集度（每千米/千米-吨,百万）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 

罗马尼亚 

资本主义国家

4.07

5.56

5.55

6.84

芬兰 

希腊 

爱尔兰 

意大利 

葡萄牙 

西班牙 

土耳其

1.21
0.34
0.32

1. 14

0.24

0.78

0.71

资料来源:G. Kwon根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81,表6,8B）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表中数据是指以千米计算的铁路总长度的运载量.按运载量吨/千米距离计算。

运输和服务负担过重，拥挤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持续恶化，而经 

济领导层仍然尽力压缩对服务部门的投资和资源分配，将更多的投资资金 

用于优先项目的建设。①从这方面来看，上述现象与投资的优先原则紧密相 

关［9.4］。②

之所以把服务能力的过度使用列为集约增长方式的一种，是因为它使同 

样的固定资本投入获得了更多的产出。但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和第5种 

集约增长方式一样,这里所谓的产出增长是按照非常粗放的数量标准来衡量 

的（主要是物理指标:多少家庭有了房子住，多少人能够去医院和上学，等等）。

①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卫生医疗部门负担过重和拥挤不堪的现象尤为突出，可参见 

C. Davis（1989）对苏联卫生医疗问题的研究。

②按照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也可以这样进行描述:在特 

定时期内，生产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刚性的（现期使用和资本）。而服务领域（生产 

和公共消费）现期使用的相关系数（现期投入相关系数，特别是资本系数）是可变的，完全能够 

在很长时期内大幅度削减投入一产出比例，从而降低使用者所获得的服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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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强制增长的条件下，外延方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再加 

上第5种和第6种集约方式的补充，这样就带来了严重后果。第1-4类集 

约方式所做出的贡献几乎微不足道。

平均年度变化率 要素生产率对

表9.6要素生产率对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国际比较

时期（年） 产量 要素生产率 产量增长的贡献比例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960 -1975 3.0 1.0 0.33

1976 -1980 2.2 0.7 0.29

1981 -1988 1.4 0.1 0.07

波兰 1960 -1975 5.1 2.4 0.47

1976 -1980 0.7 -0.6 —

1981 -1988 0.8 0.2 0.40
苏联 1960 -1975 4.6 1.2 0.26

1976 -1980 2.3 0.5 0.22
1981 -1988 1.9 0.5 0.13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1960 -1973 5.8 3.9 0.67

1973 -1979 2.8 1.7 0.65

1979 -1988 1.9 1.5 0.75
日本 1960 -1973 10.8 6.6 0.61

1973 -1979 3.6 1.8 0.43
1979 -1988 4.1 1.8 0.43

英国 1960 -1973 2.9 2.2 0.76

1973 -1979 1.5 0.5 0.60

1979 -1988 2.2 1.9 0.95

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国家：I960-1975 年：P. R. Gregory 和 R. C. Stuart（ 1980,第 378 
-379） ；1976 -1980 年和 1981 - 1988 年，产量：苏联，1976 - 1980 年，A. Aslund（ 1989,第 

15页），其他数据均来自P. Marer等（1991）；要素生产率：M. Mejstrik（ 1991,第27页）。 

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3 年：J. W. Kendrick（1981,第 128 页）；1973 - 1979 年和 1979 
-1988 年，产量：OECD（199O,第 48 页）；要素生产率：M. Mejstrik（ 1991,表2a）。

注释:除了 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量是用GDP衡量之外，其他均以GNP衡量。

以上结论得到了很多计量经济分析的支持。正如我们在本部分开头所提 

到的，计量经济分析在方法上会出现很多问题,而且在很多情况得出的数据结 

论也往往相互冲突,但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计量经济分析与本书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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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结论有矛盾之处。表9.6摘要列出了部分计算结果。从最右边一列，可以 

清楚地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集约方式的使用——对经典社会主义 

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表9.6也显示出了体制特征:同期内，资本主义体 

制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社会主义体制。

96增长的波动、周期

下面我们将讨论经济增长中的一些动态特征。这里有三类不同的波动：

1 .“日历式”波动。这与年度计划直接相关。因为有很强的物质和道德激 

励去完成年度计划中所规定的数量目标,所以在接近年终的时候工作速度明 

显加快。表9.7列出了年底的“井喷”资料，此时生产会有极大的增长，根本不 

考虑成本、人员精力和质量的降低。在年初的时候，产量水平会急速下跌。①

五年计划造成的这种波动相对不是那么明显。每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 

一般都会有几个新的投资项目同时上马。

表9.7 年终波动：国际比较

国家(年)
12月产量占下一年平均 

月产量的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1968 -1982) 102.4
匈牙利(1968 -1982) 114.0
波兰(1971 -1981) 106.7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1955 -1981) 99.9
芬兰(1976-1981) 94.5
以色列(1958 -1977) 93.4
意大利(1974-1982) 92.8
葡萄牙(1968 -1981) 98.1

资料来源:J. Rostowski 和 P. Auerbach( 1986，第 297,301 )

注释:数据来自制造业。月产量：下一年1-11月的平均数。

① 见 A. Brody( 1956)、M. Laki( 1980)、J. Rimler( 1986)、J. Rostowski( 1988)以及 J. Ros­

towski 和 P. Auerbach ( 198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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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生投资波动。这种波动在东欧一些小国、中国和古巴的特定时期 

尤为明显。第一，图9.1和表9.8中有关波兰和中国的资料已经说明了这一 

点:它们都有很大的投资波动。表9. 9提供了一个变差相关系数的国际比 

较,其中衡量了长期平均增长率的波动情况。这一国际比较还不能得出十 

分肯定的结论。有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地相对平缓，有些则出现了很大的 

波动，甚至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程度。

图9.1波兰的投资波动

资料来源：1958 -76, T. Bauer (1981、第 156J76J87 页)；1977 - 1989,

Glowny Urzad Statystyczny ( 1990)

波动通常都是从投资开始的，同时也表现在用于投资的年度总开支上。 

生产的变化相对平缓一些，就业的波动最小。①有些波动没有规律可循。其 

他一些波动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时期表现出了与体制有关的周期性 

特征，从“停止”然后到"前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还会反复经历突然的中断、 

下降和停滞，谨慎的恢复和不受控制的扩张，这一周期性波动会不断往复。 

接下来又会开始一个新的周期，同样是这种波动方式。

①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保证就业和工作的主要间接证据［10.1,1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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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8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波动情况

年 年度变化(百分比) 年 年度变化(百分比)

1951 106.9 1969 62.9
1952 85.7 1970 49.1
1953 110.3 1971 13.4
1954 12.1 1972 -1.1
1955 2.5 1973 6.1
1956 52.8 1974 5.7
1957 -6.0 1975 17.6
1958 84.5 1976 -3.9
1959 31.9 1977 4.6
1960 13.2 1978 22.0
1961 -62.5 1979 4.6
1962 -44.1 1980 6.7
1963 33.7 1981 -10.5
1964 42.2 1982 26.6
1965 30.7 1983 12.6
1966 17.5 1984 24.5
1967 -26.3 1985 41.8
1968 -19.3 1986 12.2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进行计算：1950 - 1982年：H. Chang (1984,第1287页)； 

1983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7，第60页)。

很多研究者都曾尝试着阐述这种现象并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①

① 最早的研究者包括 A. Brody( 1969b)、J. Gacs 和 M. Lacko(1973)以及 J. Goldmann 和 

K. Kouba(1969)o T. Bauer的综合性著作为以后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全文只有匈 

牙利文版(1981)。Bauer的部分观点已经用英文出版(1978)。Bauer的著作是本书中有关投资 

和波动周期观点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不少研究者都利用了他的理论，如K. A. Soos(1975, 

1986)。其他比较重要的研究还包括P. Mihalyi(1988)和B. W. Ickes( 1990) 0有些研究者也 

对投资波动和其他经济变量是否存在规律表示了怀疑。

部分研究者以统计资料为基础或者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单个国家的投资波动。可参 

见，匈牙利：M. Lacko( 1980,1984)、M. Marrese( 1981 )；中国：B. Chavance ( 1987 ) M. Harrison 

(1985 )和 C. Hsin (1984 )；苏联：G. Roland (1987 )、M. Harrison (1985 )和 V. Kontorovich 

(1990);波兰：I. Grorfeld(1986);古巴 C. Bettelheim ( 1987) o A. Simonovits( 1991a, 1991b)设计 

了研究投资周期的数理模型。B. W. Ickes(1986)对某些问题的讨论进行了一次总结性评论。

順便提一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没有一个一致被接受的理论，这一点并 

不奇怪。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商业周期的波动进行了研究，至今也没有 

一个统一的解释。可参见见V. Zamovitz(1985)的回顾性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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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观点很多都来自其他一些研究者。①

表9.9投资波动：国际比较（I960-1989年）

年度投资平均增长率 

变差相关系数（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31
东德 98
匈牙利 171
波兰 187
苏联 47
南斯拉夫 278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127
加拿大 94

法国 106
爱尔兰 159
日本 90
西班牙 122
瑞典 130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统一数据库的数据为本书计算。

注释：变差相关系数是指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率。西方国家的数据以1985年不变 

价格和当年美元汇率为基础。东方国家的数据按不同年份的不变价格计算。

乍一看去，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波动有很多相似之 

处,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其中有极大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 

中，下降和紧缩一般都与需求不足有关。生产高速扩张是因为现期需求和 

对未来的需求预期。商业前景变得非常不确定。当经济决策者认识到这一 

点时,经济往往又突然进入了衰退阶段。这种波动是一个分散化的过程，没 

有什么“上级”发出命令，经济恐慌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横向传开。

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波动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央计划特征。经济 

突然下滑根源于中央控制,指令按照官僚体制各个等级由上到下纵向下达。

① 主要包括T. Bauer和M. Lacko的部分观点，以及我自己的早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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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足并不是引发经济衰退的原因。相反,领导人之所以下达收缩的指 

令,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资源已经不足以维持不断加速的经济增长。整个经 

济周期包括跃进、扩张冲动、投资饥渴、投资紧张和持续短缺。这些都是各 

级官僚机构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他们希望尽量增加投资，增长速度越快越 

好，但与此同时，在周期顶峰的时候将遇到各种约束而无法继续加速增长。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最高领导人收到了进一步加速增长的受阻信号，其中 

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进口和债务不可能无限增加［14. 3 ］。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对东 

欧的一些小国而言，这构成了实现进一步加速增长的有效约束。

第二，投资紧张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程度。负责经济和技术管理的领导人 

感觉到将会出现更多的生产中断现象，运输问题和时间延误实在负担不起了。

第三，投资扩张严重影响到了居民个人消费，已经超出了公众的容忍限 

度。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发展下去将危及统治阶层的权力。

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收到了其中的一个信号就足以让经济管理决策层 

“踩刹车”。当上述两个或三个约束条件同时出现并阻碍投资的时候，经济 

状况就会极度恶化，将发生最严重的下滑。这种极端情况在波兰就曾出现 

过,而且不止一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如中国和匈牙利。

对投资领域的所有干预措施都会经过一层由各种延缓因素构成的网络 

进行传递。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的上升和下滑会分为几个阶段，以及经济 

增长在减速之后也只能慢慢加速攀升的原因所在。

由于始终存在着强制增长的动机,一旦国内经济状况和外国经济条件 

允许，那么加速增长又将重新开始。只是因为岀现了极度恐慌，以及经济管 

理者意识到继续严格执行计划已经不现实，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才被暂时 

遏止。当各级领导确信紧张状况已经缓解，或者稍做休整之后，又有了可以 

加以利用的资源，此时就又会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和投资扩张。

3.政治路线的变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始终不变的 

（本书第2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基本特征展开讨论的），但这并不能阻 

止政治斗争和官僚体系内部的派系争斗［3. 5］。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或者 

最高领导人立场的改变都会导致突然的转向和剧烈的震荡（即使是同一个 

人掌权期间也不例外）。例如，列宁时期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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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在斯大林统治下，缓慢发展合作社变成了迅速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 

在中国，毛泽东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然后很快就走向“大跃 

进”。此外，当老的领导人去世，新的继任者上台并采取了新的政策路线，那 

么也有可能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无论什么情况，政治路线的突然变化都 

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致使各类指标发生很大的波动。例如，苏联在集体 

化之后，农业生产急速下降；中国的“大跃进”陡然提高了投资水平,特别是 

加速发展重工业。

有人曾提出这些政治路线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说有一定的 

节奏:相对较“软”的克制时期之后，就会进入相对较“硬”的激进阶段。平缓 

的政治路线更为谨慎一些，而强硬的政治路线会要求上马更多的投资项 

目。①

以上所描述的这些波动都是相互关联的，②它们本身可能会互相叠加在一 

起，相互加重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投资扩张周期的最后阶段会与新的五 

年计划的实施重合在一起,或者内生经济周期的停滞阶段可能成为改变政治 

路线的原因，其中包括人事的变动。波兰在1970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满怀希望，认为它们能够实现 

平稳增长，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停滞和倒退，但这一愿望彻底落空了。 

尽管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是由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机制引发的,所产生的影响 

也不尽相同，但波动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带来了许多极为严重的后果。

9.7总产出的衡量

在进行总结之前，我想暂时偏离一下主题，谈一谈产出衡量的问题。考 

虑到本书的主题，我会尽量避免详细讨论统计方法方面的问题，而集中关注

①A. Ungvarszky研究了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所有的政治路线变化。根据她的 

发现，不同“节奏"的政治时期的轮流更替与增长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变动之间具有明 

显、密切的相关性。也可参见D. M. Nuti( 1986b)和E. Screpanti( 1986) o

② 也存在其他波动，见J. C. Brada(1986)o例如，5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波动 

就远远超过了它们还处于资本主义体制时的波动。这种波动主要与生产政策频繁变动有密切关 

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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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内容。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里,充斥着虚假和扭曲的数字。这不仅仅 

是因为计量不精确，而且是因为官方总是力图“粉饰太平”。①这里我们特别 

关注那些扭曲产出总量指针（以数字价值衡量）的主要因素。表9. 10列出 

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总产出的计算方式。第一行是官方统计资料,其他行 

是另外的估计资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去支持争论中的哪一方（关于数据 

扭曲），只需要指出其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所有的其他估算数据都要低于官 

方的经济增长率。采用其他方法进行资料估算的研究者主要是想剔除在统 

计方面存在的以下扭曲：

表9.10经济增长的官方统计和其他估算结果：国际比较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保加利亚

NMP（官方） 7.7 7.0 3.7 5.3 4.7 2.4 -2.0

GDP（官方扩展） — 6.8 3.4 4.2 6.0 2.6 -1.9

GNP（替代估算） 5.8 2.8 0.8 4.9 -0.9 2.0 —

中国

NMP（官方） 4.0 5.8 10.0 7.7 10.2 11.1 3.5

GDP（官方） — 5.5 10.1 8.3 11.0 10.9 3.6

GNP（替代估算） — 5.8 9.2 7.8 9.4 11.2 —

捷克斯洛伐克

NMP（官方） 4.4 4.7 1.8 1.8 2.7 2.6 1.2

GDP（官方扩展） — 4.7 1.7 3.2 2.7 2.2 1.2

GNP（替代估算） 2.9 2.8 1.2 2.1 1.0 1.4 —

① 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统计资料的扭曲问题也存在着很多争论。例如，A. Bergson 

（1961,1978a）、A. Brody（ 1964,1979）、Z. Daniel（1975） ,A. Eckstein（ 1980）、M. Ellman（ 1982）、 

P. Marer（1985）、和 A. Nove （ 1983 ）0

两位苏联研究者（V. Seliunin和G. Khanin,1987）的文章曾引起了极大关注，他们揭露了 

苏联产出统计资料被严重扭曲的事实。Khanin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部分统计资料的 

扭曲现象,但那时没有机会让他公开发表这些发现。Khanin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做出 

了不同的估算（1988）。有关苏联问题的综述可参见A. Aslund（1990）、B. P. Orlov （ 1988 ）、R. 
Ericson （ 1990） o

最近以来，对东德的GDP数据又进行了好几次重新计算，结果是一次比一次低。见DIW- 

Wochenbericht ,1991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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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J. Arvay根据P. Marer等（1991 ）的研究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官方资料基本来自各个国家的统计年鉴或各国权威部门提高给世界银行的报 

告。官方扩展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咨询专家，他们考虑了官方NMP水平和增长率以及 

特定国家NMP与同期GDP数据之间的关系或于其他国家数据的比率。因此，官方增长 

率中的扭曲问题也会反映在GDP增长率的扩展资料中。替代估算主要来自中央情报局 

（1989）。替代估算主要利用了官方出版的物理数量指针，然后根据产品要素成本或调整 

后的要素成本进行加权后得出。CIA的估算以很多资料来源为基础，其中包括T. Alton 

及同事在中东欧国民收入研究项目中得出的一些资料。

罗马尼亚：其中NMP（官方）1981 - 1985、1986、1987、1988、1989各年的资料在该国 

1990年出版的年鉴中对上述年度原先的数字（国民核算账户数据）进行了很大修改。

苏联:其中GNP（官方）列出的1961 -1970年资料应为1966 -1970年的数据。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东德

NMP（官方） 4.3 4.8 4.5 4.3 3.6 2.8 2.0
GDP（官方扩展） — 4.8 4.3 3.9 3.3 3.1 2.3
GNP（替代估算） 

匈牙利

3.1 2.8 1.9 2.2 1.1 1.1 —

NMP（官方） 5.4 4.6 1.2 0.9 4.1 -0.5 -1.6
GDP（官方） 5.3 4.7 1.8 1.5 4.1 -0.1 0.2
GNP（替代估算） 

波兰

3.4 2.6 0.7 2.2 1.1 1.1 ——

NMP（官方） 8.4 5.4 -0.8 5.2 2.0 4.8 0.1
GDP（官方扩展） — 5.3 0.1 4.2 2.0 4.1 -1.0
GNP（替代估算） 

罗马尼亚

4.2 3.6 0.6 2.7 -1.7 2.1 ——

NMP（官方） 8.4 9.4 3.0 3.0 0.7 -2.0 -7.9
GDP（官方扩展） — 9.1 3.2 2.3 0.9 -0.5 -5.8
GNP（替代估算） 

苏联

5.2 5.3 -0.1 2.9 -0.9 -1.5 ——

NMP（官方） 6.9 5.0 3.2 2.3 1.6 4.4 2.4

GNP（官方） 7.6 5.5 3.7 3.3 2.9 5.5 3.0

GNP（替代估算） 4.9 2.6 1.9 4.0 1.3 1.5 —

L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会计体系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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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体系”（MPS）和“国民核算体系”（SNA）。①下面仅指出其中几个或大或 

小的不同之处:MPS的出发点是要区分“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 

［9.4,优先原则3］。因此,宏观层面的总产出和净产出（“国民收入”，“物质 

产品”，NMP）仅仅是指生产领域，而服务领域的产出则忽略不计。背后的理 

论依据是服务领域的生产并不创造“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价值 

概念），因此，服务消费只意味着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而在SNA中，产出 

的衡量（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包括了服务。②如果某 

一体系对服务部门的发展根本不予重视，那么就会导致总产出指标被严重 

夸大③。

2 .价格体系的随意性特征造成了计算的严重扭曲。例如，人为制定的 

极不合理的基础设施服务（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被完全忽略）和房屋供给低 

价格,以及对许多工业产品价格的髙估。

3 .价格体系没有合理地反映出质量的缓慢提高、停滞、甚至是下降。以 

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数量增长［9. 5］过分夸大了产出总量指标。

4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直存在着隐性通货膨胀，但却没有在官方 

统计中表现出来［11.7］。这样,为了剔除价格水平上涨因素而使用的转换 

指数（通缩指数）也就非常低，因此，官方宣布的增长率也要远远髙于实际增 

长。

尽管专家们很早就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粉饰太平”，经常会

①关于这两种体系不同之处的详细讨论,可参见J. Arvay（1973）和联合国资料（1977）。

②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统计办公室（以及部分研究者）曾将MPS的原始数据转换为 

SNA的数据。这样（再加上其他一些调整）就可以与SNA中的有关项目进行比较。见A. Berg- 

son（1961）o

V. Nachtigal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 NMP和GNP之间的转换计算工作。

匈牙利是1968年之后，唯一同时公布MPS和SNA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

③让我们看下面这个虚构的例子。A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产性部门而非生产性 

部门都增长了 6%；而B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生产性部门增长了 6%,非生产性部门仅增 

长了 2%。如果这两个国家都采用MPS,那么它们的增长率都是6%。如果采用了 SNA来计 

算，那么A国的增长率仍然是6%,但B国的增长率将是6%和2%的加权平均，这肯定会大大 

低于6%。

Z. Daneil（1975）用所谓的“增长光学”考察了 1、2所出现的扭曲问题，并利用投入产出模 

型进行了计算。这项研究得出了匈牙利产出统计资料扭曲程度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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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和大量编造官方统计资料,但其扭曲和造假的程度始终不为人所知。 

直到最近一系列原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公开了秘密档案，真相才开始大白于 

天下。因此,还需要根据新发现的更多的资料来重新考察原来的数量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还只有继续努力做大量的计算工作，才能逐步修正社会 

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数字，尽可能使它们接近西方国家的标准。表9. 10在 

这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还有许多其他研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力图尽 

量克服各种扭曲因素所造成的影响。①

9.8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增长模式:强制增长

本章尝试着描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增长过程的主要特征。部分特征 

也出现在其他体制的国家里，特别是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 

即使如此，基本的框架特征还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这些特征概括起 

来就是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提出的强制增长模式。这里“强制”一词,是指发 

展速度的加快并不是源自社会整体运动的自发推动,而是由官僚体制自上 

而下强迫执行的。“强制”还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想要跑得更快，而它的双 

腿却根本达不到这样的奔跑速度。

强制增长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 ：

♦高投资和低消费；

♦一系列优先原则；

♦采用外延发展方式加速利用各种可见的资源潜力；以牺牲质量为代 

价的数量驱动。

① 由L B. Kravishe和他的同事主持的联合国国际比较项目(ICP)对此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们尝试剔除国家价格体系的扭曲影响，并根据购买力平价虚构了 一种货币来为所有国 

家建立数据库。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报告，见L B. Kravis、A. W. Heston和R. Sum- 

mers ( 1978,1982)

此外还有中央情报局(1989)的估算和由T. P. Alton领导的东欧国家国民收入研究项目， 

见 T. P. Alton( 1977,1981)o

F. Janossy首先引入了采用物理标值的平均指数衡量方法来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该方法后来主要由E. Ehrlich加以运用(1981 )。

世界银行赞助的各种统计工作也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见P・Marer(1985)0这项研究工 

作仍在继续开展，由P. Marer为世界银行所收集的数据是本书中不少表格的主要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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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把上述主要特征的结合定义为一种“增长战略”。所谓“战 

略”，是指军事指挥官有意识地选择出一套计划方案，而强制增长在进行有 

意识的选择时，还伴随着各种自发现象,甚至趋势的发展根本不以领导人的 

意愿为转移。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官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有 

意识地贯彻了 1 -6项优先原则。但没有人刻意去执行忽视质量、过度使用 

服务、破坏自然环境以及降低消费等政策。但这些主要特征结合在一起就 

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计划好的优先项目和自发选择的优先项目，有意识 

采用的方法和本能使用的方法,希望得到的结果和不希望得到的结果都同 

时出现。这些特征也不是某位计划者根据自己的偏好独自选择的结果。强 

制增长模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参与者的行为与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是由他 

们所处的社会状况所导致，那个社会构成了他们进行决策的约束条件。盛 

行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再加上贫穷落后的初始特 

征,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便注定了社会主义体制必然要走上这样一条强制增 

长之路。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再结合各种有关增长的理论文献对强制增长 

模式的主要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下面我们将主要依据三种理 

论趋势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

第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过一场关于增长政策的激烈辩论。① 

当时最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提出了 

他著名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理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资本主义原始 

积累的理论,即残酷地将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执行高储蓄政策，这样 

就形成了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次“巨大的推动力”。根据普列奥布拉任 

斯基的理论,这种积累方式，社会主义体制也同样无法避免。必须将投资集 

中于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同时必须主动推迟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严 

格控制消费,甚至不惜降低消费。必须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产品 ， 

与此同时,通过税收和制定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削减农民的购买力。加快实 

行农业的集体化,这样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劳动力。

① P. R. Gregory和R. C. Stuar[ 1974] ( 1986)以及A. Erlich对这场争论有过一个很好的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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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悲剧，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支持 

者成为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牺牲品之后,这位独裁者却立刻开始实施普列奥 

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建议，有些做法甚至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都不敢 

想像。

第二、刘易斯•阿瑟用自己那篇经典文献的题目表达出了他的一个主 

要观点:“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 ）。①刘易斯分析了资本 

主义体制发展中国家增长过程中的二元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资本主 

义部门与逐步衰退的、落后的传统部门同时并存。前一个部门将成功地吸 

纳从后一部门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流入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取决 

于社会规范所规定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由内生的市场力量所决定。

从本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典社会主义强制增长与刘易 

斯所阐述的增长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的地方（在第10章中还会继续谈到 

这一比较）。无论是刘易斯的理论，还是强制增长的实践，其中发挥关键作 

用的都是第1种外延增长方式,即快速扩张的就业水平和无限的劳动供给 

（直到被耗尽）。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现代化的部门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按照刘易斯的分析，资本主义 

部门的发展和利润动机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从4—5%提髙到12— 

15%。而根据本章所介绍的情况,再加上社会主义官僚机构能够动用各种手 

段（这些手段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储蓄率强行提 

高到了 30T0%。②

第三,A. 0.赫希曼和P. Streeten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③这是一个 

规范性理论，有人建议将它称为一种增长战略，因为其中有一些所谓的“驱 

动型”部门，这些部门的过度需求会驱动其他部门迅速追上。本书并不想去 

讨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采取这种战略。这里想要指 

出的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实践中遵循了这种增长战略，其中包括前面提

① 可参见A. W. Lewis（ 1955）的更多文献。

②工资方面也有本质区别［10］。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增长时期，工资既不取决于社 

会规范，也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官僚机构认为合适的积 

累与消费比例进行调整的。官僚机构的决策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消费模式。

③ 见 A. O. Hirschman（1958）和 P. Streeten（ 19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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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优先原则。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支持者提出的“拉动落后部门”与社会主 

义体制的持续短缺在概念上有很多重合之处。

99增长绩效(表现)

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将强制增长的实际效果进行一个总结。表9.11、 

9.12和9.13列出了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指标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 

类增长指标进行了比较。

表9.11总产出增长：国际比较

年平均增长率

1961 -1970 1971 -1980 1981 -1988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5.8 2.8 1.2
捷克斯洛伐克 2.9 2.8 1.4
东德 3.1 2.8 1.8
匈牙利 3.4 2.6 1.0
波兰 4.2 3.6 0.8
罗马尼亚 5.2 5.3 -0.1
苏联 4.9 2.6 2.0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4.7 3.6 1.7
法国 5.6 3.2 1.9
希腊 7.6 4.7 1.5
意大利 5.7 3.8 2.2
日本 10.5 4.6 4.0
荷兰 5.1 2.9 1.3
葡萄牙 6.4 4.7 2.2
西班牙 7.3 3.5 2.6
美国 3.8 2.7 3.2
西德 4.5 2.7 1.7

资料来源：由J. Arvay为本书编辑整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数据来源，见表9. 10, 
替代估算资料。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来自OECD(1991)。

注释: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资料指CNP,但在给定时期内基本与GDP估算值一致。 

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资料指GDP。前面曾提到过，研究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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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2苏联和美国的总产出增长率

替代估算数据都有不同意见，但都一致同意替代估算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真实增长水 

平。因此，在这里就使用了替代估算数据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

年
GDP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苏联 美国

1900-1913 3.5 4.0
1913 -1950 2.7 2.8
1950 -1973 5.0 3.7
1973 -1987 2.1 2.5

资料来源：W. D. Nordhaus( 1990)以 A. Maddison( 1989,第 36 页)为基础计算。

注释：由于某些原因，Maddison的估算不能与表9.10中苏联的增长估算进行直接比 

较。例如,分期不一致。与苏联官方统计机构给出的增长率相比，Maddison的估算更接 

近表9.10中的替代估算。

表9.13总产出增长率：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GDP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1965 - 80 1980 -87
中国 6.4 10.4

中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

阿根廷 3.5 -0.3

巴西 9.0 3.3

印度 3.7 4.6

印度尼西亚 8.0 3.6

墨西哥 6.5 0.5
巴基斯坦 5.1 6.6
韩国 9.5 8.6
泰国 7.2 5.6

土耳其 6.3 5.2

资料来源来 Echeverri -Gent（ 1990,第 105 页）。

这里只限于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的评论①:的确有不错的增长业

①对部分国家来说,其中有两个表格包括了改革时期的数据。对于这部分数据,我们以 

后还会谈到［16.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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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但并不突出。相比来说，许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取得了更快的增 

长。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典体制的早期，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 

都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确实让许多国家摆脱了严重落后 

的状态，进入了中等发展阶段。如果将表中的数据重新下调，那么所取得的 

成绩可能会变得差一些，甚至会严重缩小。

当然,这种判断往往值得怀疑，因为这还要取决于将来再对社会主义国 

家统计资料进行重新审核调整后的结果。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得出 

部分结论。

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快速增长赋予了很髙的内在价值，甚至盲目 

迷恋高增长率所带来的总产出增长，为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作为一个客 

观的观察者，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短视的价值衡量标准。即使部分社会 

主义国家取得了很髙的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以下问题依然无法 

回避:为了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到底应该做出什么样牺牲？在这些增长 

指标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

强制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它强迫人们“节衣缩食”，让那一代人承 

受了太多的苦难。①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还往往“自食其果”，即使最初 

阶段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 

步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都会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 

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

①在讨论短缺和消费时，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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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的劳动 

力是一种商品，如同一件可以在市场上用货币进行买卖的东 

西。获得自由的条件之一就是取消劳动力的商品属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强调社 

会主义已经取消了劳动力的商品属性，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再 

也不是一件商品。①把这个概念转换为本书的语言，那就是劳 

动力的配置将不再由市场机制协调。

本章考察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劳动力配置问题。② 

在结尾部分，我们还会再回到上面官方所宣传的观点，看一看 

经过本报的分析之后，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站得住脚。

本章首先介绍劳动力配置的长期特征，然后是其短期特 

征,接着研究短期劳动力配置参与者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

本章只涉及公有制部门（国有企业，非企业性质的国有单 

位，合作社）的就业问题。③前文已经说明，在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下，其他社会部门几乎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将在后面改革 

阶段时再讨论其他部门的就业问题［19.2,22.2,23.1］。

①下面一段文字引自斯大林时代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的工资与资本主 

义的工资有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一种商品，工资也不是劳动力 

的价格。它不是反映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反映了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所代表的 

整个社会与为了自己和社会而工作的个体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54,第 452 页）。

'②一般性综述，见参见 J. Adam（ 1982,1984） ,A. Bergson（ 1944） J. G. Chapman（ 1963 ） 

M. EUman（1985,第 9 章），以及 A. Kahan 和 B. Ruble 等（1979）。

③本章在使用诸如“就业”和“劳动需求”等词汇时，就是指公有制部门的就业和劳动需 

求,此后就不再进行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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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通往全面就业之路

强制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外延增长方式就是动员剩余劳动力［9. 5 ］。① 

各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比例都有所不同，但下面基本列出了所有可以被公 

有制部门吸纳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1 .公开失业。这包括所有曾经有工作、但由于某些原因而失去工作的 

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部分失业可能源自仍然残存的资本主义 

体制。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公开失业都有官方记录，例如，职业 

介绍所里的登记。

2 .潜伏（隐藏）失业。这种失业主要出现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大多数社 

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的时候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这类失业者一般都 

只有一份临时工作，或者依靠出售一些零散商品或服务获得收入，但他们都 

没有长期稳定的职业。他们也会在家庭农场里工作，但家庭农场可能随时 

都不再需要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半就业状态”主要出现在农村，但城市里 

也同样存在。与公开失业不同的是，隐性失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 

会登记在职业介绍所里，尽管人数可能会比公开失业人数高出几倍。越是 

贫困、工业落后和处于停滞阶段的国家，潜在失业人口的规模就越庞大。

3 .家庭企业工人。大规模集体化［5. 5］和国有化运动将那些在小型家 

庭农场或中小工商企业工作的人都变成了公有制部门的职工。

对农业部门而言，即使在集体化之前，也有人从事全职工作，但他们都 

是为自己或家庭工作，现在却要为公有制单位工作。其他一些农村劳动人 

口实际上属于第2种情况，但他们的劳动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地位也没有得 

到公开认可，因为他们是在“家里”干活,集体化使他们未能充分利用劳动的 

情况逐步显现出来。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到当地的合作社或村里和城市 

里的其他国有企业里找工作。农业集体化为其他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提

①"剩余”是与“短缺”对应使用的。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中性词，“储备”一词有增值和批 

准的含义，而“过度”又带有贬义色彩。因此，只有在确实需要表达批准和谴责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才会使用劳动力储备和劳动力过度这两种说法。

这一术语使用上的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商品、服务或资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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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4 .“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通常是革命过渡阶段， 

就剥夺了大资本家、地主和其他有钱人的财产。后来，在经典社会主义阶 

段,又紧接着没收了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工具，即使没有将他们的个人 

财产充公,但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将这些财产慢慢瓜分了。大规模集体化 

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彻底消灭富农阶层并剥夺他们的全部财产［5. 5］。

这一社会阶层的人部分被流放，部分被处死、关入监狱或送进劳改集中营。 

那些有幸逃脱厄运的人或后来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都进入了公有制部门。

5 .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这部分人与2、3、4都互有重合。

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相应的工资水平是导致妇女大规模就业的重要诱 

发因素。随着强制经济增长的不断推进，所有家庭越来越感到按照新社会 

规范所设定的标准要求夫妻双方都上班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单单靠 

一个男人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水平。

6 .人口增长。这是通常意义上的人□增加所带来的剩余劳动力。在大 

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加，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 

适工人□也有大幅上升。

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时期往往对人□增长速度不满意并采取 

了行政措施来提髙人□增长率。而另夕~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政策却恰恰相 

反:使用极为残酷的手段人为抑制人□增长。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个传统 

上一直由家庭机制进行协调的领域也采取了官僚协调的手段来进行干预。

1-6构成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外部剩余劳动力来源。②从中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剩余劳动力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公开失业人□，而这其 

中很多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从来就没有“就业”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不 

能把他们称为“失业者”。

①例如，匈牙利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都采取了强制性人口增长政策。典型的行 

政千预手段包括人为制造避孕产品的短缺，严格禁止流产（并非出于健康、伦理道德和宗教等 

方面的考虑，而是公开宣传是为了社会的经济利益和劳动力生产的需要）；国家还为鼓励生孩 

子出台了物质奖励办法。而中国在70年代后期采取了相反的干预措施，实施了严格限制人口 

增长的政策。

② 这里之所以使用“外部”一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工厂内部的失业”，这构 

成了“内部”的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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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40 - 44岁年龄组妇女的参与率：国际比较

1950 1960 1970 1980 1985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78.6 83.4 88.5 92.5 93.3
捷克斯洛伐克 52.3 67.3 79.9 91.3 92.4
东德 61.9 72.7 79.1 83.6 86.1
匈牙利 29.0 51.8 69.4 83.2 84.7
波兰 66.4 69.1 79.5 83.2 84.7
罗马尼亚 75.8 76.4 79.5 83.1 85.1
苏联 66.8 77.9 93.2 96.9 96.8
北欧国家 30.9 39.9 53.8 69.9 71.1
西欧国家 34.5 39.5 46.4 55.1 55.6
南欧国家 22.4 25.3 29.7 35.7 37.1

资料来源：由J. Kollo以国际劳工组织（1987）的数据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西欧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西德、荷兰、瑞典、卢森堡、英国；南欧包括 

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西班牙；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 

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北欧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地区平均值没有进行 

加权。本表按地区进行的分类不同于ILO的最初分类。

表10. 2苏联劳动人数的增长

年份 劳动人数（百万） 分期
劳动人数

年均增长率（百分比）

1927 11.3 — —

1932 22.8 1927 -1932 15.1
1937 27.0 1932 -1937 3.4
1950 40.4 1937 -1950 3.1
1955 50.3 1950 -1955 4.5
1960 62.0 1955 -1960 4.3
1965 76.9 1960 -1965 4.4
1970 90.2 1965 -1970 3.2
1975 102.2 1970 -1975 2.5
1980 112.5 1975 -1980 1.9
1985 117.8 1980 -1985 0.9
1986 118.5 — —
1987 118.5 — —
1988 117.2 — —
1989 115.4 1985 -198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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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C. Kruger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1927和1932：A. Nove（1969, 

第 192 页）；1937： A. Nove（1969,第 226 页）；1950 和 1955： A. Nove（ 1969,第 342 页）； 

I960、1970、1980 和 1985 ：Financ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计（1987,第 411 页）；1965 和 1975； 

Financ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计（1987,第 463 页）;1986 和 1987 ： Financsy I Statistika 金融统 

计（1988b,第 38 页）；1988 和 1989：Financsy I Statistika金融统计（1989 a,第 48 页）。

注释：劳动人数包括集体农庄成员。

就业/人口（百分比）

60

50

40

30

图10.1就业率与发展水平J980

资料来源：图中数字以J.K0ll0整理的资料为基础。

随着强制增长的不断向前推进，它从上述6个来源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 

劳动力，直到最大承载限度，更准确地说，是直到这种外延增长方式已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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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继续为止。①表10」和10.2列出了有关资料。②实际就业人员占可就业 

总人口的比率，即所谓的参与率，已经达到了最高极限。图10.1表明，社会 

主义国家之所以达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的参与率，主要是因为大量 

的妇女就业。③这里需要对图10.1中的数据作一个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 

参与率之间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参与率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在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水平阶段都拥有最高的参与率。图10.1中的数据很清楚 

地表明了这一点。

剩余劳动力只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变成真 

实的劳动力。这种转化需要有以下几个诱导因素 ：

第一，现实中的机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在附近的新工 

厂建起来之前，只能在村子里懒散地晃荡着。机遇就像一个磁石，许多人在 

没有碰到好机会之前都会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样，他们就成为劳动供给的 

一部分，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需求创造 

了自己的供给。

第二、长期工作岗位的物质保障（利益）。第1组中的失业人员急于找 

到工作就是为了生活。长期稳定的工作对失业者而言是巨大的宽慰和救 

助。生活同样迫使第4组劳动力（他们曾经是社会精英阶层）去寻找工作。 

出于物质收入考虑（前文提到过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改变），原来在家中操持 

家务的妇女也要出来工作。

第三,官僚机构的各种强制措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工作不仅 

是一项权利,而且也是一项义务。在实际中，这意味着（除了后文提到的少

①考虑到第6个来源（人口增长），我们不能够说人口外延增长方式会被全部耗尽。即 

使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吸纳了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只要人口继续增长，它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劳 

动力供给。

② 苏联的参与比率（即就业人口占中15 -64岁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86.6%,而同期 

OECD欧洲国家的比率为66.5% ,美国为70.9%。妇女的工作参与比率为87% ,而同期OECD 

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比率分别为48.5%和59.7%。见G. Ofer（1987,第1793页）。

③ 从表10.1的40 - 44年龄组的分布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妇女工作参与率相当高。这 

一年龄段的妇女已经超过了进行自我接受再教育.的年龄，孩子多半10多岁（不太需要父母照 

顾），而此时离退休还早。正如表中所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参与广度也要远远大于资本主 

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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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特殊情况之外）在公有制部门工作是一项义务。那些不工作的人被称为 

“寄生虫”，当局会强迫他们工作。

在微观层次上，供给关系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提高工资就会刺激劳动 

供给［10.5］。但在本书所关注的宏观层面上，就看不到这层关系了。社会 

主义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并不是因为雇佣者愿意提供更高的工资。即使 

平均名义和真实工资长期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劳动力总供给仍然会增加，① 

因为诱发劳动力寻找长期稳定工作的因素依然存在。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曾承诺要彻底消除没有工作的现象并保证实行全  

面就业计划。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稳定下来以后，这一承诺被写入了 

宪法。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这一体制从来没有有意识地设计过一个旨在 

实现全面就业的政策，从而可以最终吸纳剩余劳动力，那只是强制增长的一 

个副产品。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曾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社会主义体制将不 

惜任何代价追求最快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最重要手段就是 

第1种外延式扩张，即尽快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公有制部门进行生产。

一旦这一进程开始起步（而且官方意识形态将之列为社会主义体制的 

主要成就之后），工作就成为了工人们“已经获得的权利”，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既不能也不想否认这项权利。这样,全面就业也就变成了一项得到保证 

的权利（以及有永久性的工作单位）。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利,而不是名 

义上宣称的权利。这项权利不仅有就业政策原则和实际实施的保障，而且 

得到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行机制的支持（毕竟那里总是存在持续性的劳 

动力短缺现象）。

就社会主义体制的某些最终道德价值而言，长期全面就业是该体制的 

重要成就之一。这项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可以获得稳 

定的物质收入，它还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给人们带来了收入的安全 

感，坚定了工人们为单位工作的决心和恒心，帮助妇女获得了同等的权利。

但这一成就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国家是如 

何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第1、2和6组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处于公开失业 

和潜在失业状态的人以及刚刚开始寻找工作的人，他们是受益者。但对于

①正如前丈所提到的，妇女们之所以要去工作，恰恰可能是因为男人们的工资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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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剩余劳动力（其中包括成千上百万的农民和独立职业者）而言，他们 

的生活方式被集体化彻底改变。大多数人是在当局的铁碗政策下,被迫进 

入公有制部门工作。第4组剩余劳动力，即那些旧社会的富人和所谓“特 

权”阶层，遭受了极为悲惨的折磨。第5组的妇女们则离开了家庭,她们有 

所得，亦有所失。这些就是走上全面就业之路的部分代价:有牺牲者，也有 

半输半赢的人。此外,当全面就业逐步稳定下来,而且下一代人认为这是不 

言自明的事情时，这种劳动配置方式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后 

面部分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最后还需要提一下增长与全面就业之间的关系。有些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实现了全面就业。但 

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例如中国。当剩余劳动力还远没有被 

全部吸纳到公有制部门的时候，这些国家就走上了改革的进程。

10.2劳动力持续短缺的形成与发展

在实现全面就业之前，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动员大量的外部剩余劳动力， 

但同时也无法避免出现局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大部分剩余劳动力都缺乏技术,这样就使得快速增长的经济,特别是 

工业发展，严重缺少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9. 5,集约增长方式3 ］。①这种 

短缺出现在各种职业中: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更多的中级和高级教育专业 

人土，更多有经验的管理者。

♦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居住在农村，而短缺主要是在城市里。在剩余劳 

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前，就需要尽快发展城市住房和其他相关服务，但这些工 

作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属于次要任务,常常会被推迟。

♦劳动力短缺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发展很 

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剩余劳动力往往集中在其他地区。如果需要大量 

劳动力的地区是人们不想去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例如,如果新的

① 也会出现非技术工人的短缺，这主要发生在需要强体力劳动的领域，或者需要在恶劣 

条件下进行的工作。在传统上,这些工作都是由另性承担的，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剰余劳动力中 

主要包括大量妇女。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妇女们也去从事这些艰苦的体力劳动。



第十章就业与工资 201

工业位于气候条件差、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当然不愿意去那样的 

地方工作。①

上述三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任何体制都会出现这种 

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现象,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们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

如果认为一个经济体只能是或者有劳动力剩余，或者有劳动力剩余，两 

者不可能并存，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当然,倘若只是考察微观层面的劳 

动力配置问题，短缺和剩余确实不可能并存。例如，一家工厂在特定时期提 

供了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符合条件的人就会被雇佣。在工厂的周围地区 

也有居民能够而且愿意从事这些工作。对这些比较具体并可以准确说明的 

劳动供给和需求而言，我们可以说在特定场所和特定时期内是存在短缺，还 

是存在剩余。但如果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如加上好几个工厂,好 

几个地区，以及更长的时间段，那么就会同时出现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的现 

象。考察的范围越广，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图10.2贝弗里奇曲线

图10.2画出了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 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

① 如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② 以英国劳动经济学家w. Beveridge命名。这一曲线广泛应用于劳动经济学。见K.

G. Abraham 和 J. L. Medo任(1982)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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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劳动力水平，即考察特定时期国家宏观层面上的劳动 

力配置。横轴衡量了可能存在的劳动力剩余:实际就业人□总数与适龄人 

口总数之间的差额。纵轴衡量了可能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工作空缺的数量。 

曲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剩余与短缺的特定组合。

强制增长从A点开始:大量剩余（劳动力），但也有部分短缺。随着增长 

过程的推进,剩余劳动力逐步缩减，短缺增加。B点是一个中间状态，①C点 

表明无法再动员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就业,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

可以把C点所代表的状态看作是全面就业，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在 

特定时期最大可能的就业水平。但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图中所 

示，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实现所谓的“全面就业”，因为全面就业是要求 

所有具备工作能力的人都有一份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存在有工作能力的人 

无法就业的现象呢？其中包括以下原因：

1 .有些人自愿选择不就业，如果能够符合一定的标准，当局会适当考虑 

免除他们的工作义务。例如，大家庭的妈妈可以不必到公有制部门工作。 

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一方面，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各不相同；另一方面, 

当局批准或拒绝个人要求免于工作的标准也有所不同。

2 .存在临时的摩擦性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类型的失业在任何 

体制下都存在。当某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不管是他/她主动辞职还是被解 

雇），他/她通常都不可能立刻就找到新工作,即使存在大规模的劳动短缺也 

会如此。这种失业现象与前面提到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有密  

切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与体制的适应能力有关:即体制运行本身的摩 

擦程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整速度。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劳动力 

流动存在着很多限制，有些（如住房短缺）在前面已经提到，还有一些限制 

（职工与单位的关系，以及妨碍流动的其他问题）在后面还会讨论到[10.5]o 

社会主义僵化的官僚协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和劳动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给 

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调节能力非常有限。图10.2中的贝弗里奇曲线也显示出

①这一点可以用实例代表，例如中国，但它在此时已开始进入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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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摩擦性失业,即在C点还存在剩余劳动力，没有达到全面就业。①

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剩余”和“动员”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为了 

计算剩余劳动力，必须减去那些有工作能力、但没有被动员到公有制部门工 

作的人。②

再让我们回到图10. 2,纵向虚线代表了最小剩余量，即那些有工作能 

力、但没有就业的人:这一障碍是劳动力吸纳过程所无法逾越的。横向虚线 

表明了最小短缺,即不管有多大剩余,空置岗位不可能比这个数量还少。整 

个经济的就业水平基本位于这两条虚线以内。

如果增长使得经济达到了 C点，而且始终维持在C点附近。那么，我们 

就可以说出现了持续性的短缺。图10. 2中的C点是经济中的常态:正常的 

劳动力剩余和劳动力短缺结合在一起。这里的“常态”或“正常”等词语不带 

有任何价值判断。也许没有人会认为处于C点状态是一件好事。所谓“常 

态”仅仅是指在该体制下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 ，整个社会认为这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尽管有关劳动力剩余和短缺的长期数值经常会发生变化，但C 

点表明了现实中跨期平均水平。③（关于正常劳动力剩余和正常劳动力短缺 

的概念，我们还会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讨论）。

从图10.3中有关波兰的一系列数据中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不断增长的 

情况。图10.3标出了空置岗位与求职者之间的比例。当指数为1时，表明

①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有人花了几个月时间都找不到工作，尽管整个经济 

中仍然有大量的岗位空置。

有些研究者把在一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的人归为公开失业，而非暂时的摩擦性失业。P. 

R. Gregory和I. L. Collier（ 1988,第617页）以对苏联流亡者的调查问卷为基础，计算出苏联在 

1974-1979年的失业率为1.1%而I. Adirim（ 1989）报告了更高的失业比率，特别是在亚洲地 

区。

②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尽管本章并不是专门 

要探讨这个问题，但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人在得到了当局的许可后，可以在各类私人部门工作 

（知识阶层的自由职业者，私人手工艺者等等）。这些人是不在公有制部门工作的。

③下面是存在持续性短缺的重要间接证据：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周期性波动 

[9.6]。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波动非常剧烈，生产波动相对较小，而就业几乎没 

有变化，即使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率也很少下降。

表9.10把投资波动作为平均增长率的标准差进行了衡量，表中数据显示6个东欧国家 

（合在一起）的投资标准差为5%,而就业的标准差（按同一方法计算）却只有0.4%。（资料来 

源，见表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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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短缺和剩余实现了整体平衡。波兰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就已 

经到达了这一关键平衡点，在后来的20多年里，几乎上升到了 100o换句话 

说，此时1个求职者对应着100个空置岗位。

图10.3波兰空缺岗位/寻找工作者比例

资料来源：本图由J. Köllii整理绘出，数据来自Z. M. Fallenbuchl 

（1985,第 33 页）和 R. Holzmann （1990,第 6 页）。

如果能在没有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同时实现全面就业，那当然最好不过。 

但彻底消除劳动力剩余和短缺只会出现在理论模型里，现实的经济运行中 

总是存在很多摩擦。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保障实际的全面就业恰恰偏 

离了这种“完美均衡”，而形成了严重的持续性劳动力短缺，想要工作的人太 

容易找到工作。

劳动力短缺促使管理经济运行的决策者不断努力用资本来替代劳动 

力，也就是说,相对使用更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来释放劳动力。决策者之所 

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利润计算，即与使用资本的价格相比，相对稀缺的劳动 

力已经变得更贵。即使价格反映了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策者也很少会注 

意价格信号［8］。（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信号几乎无法反映稀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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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10.5］）。

决策者更多是受到了非价格信息的影响。日复一日，他们不断收到短 

缺信号。例如，招聘广告无人问津，自行要求离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为 

人们知道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体制发现经济已 

经达到了人力供给的最高上限（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决策者明显感到 

"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持续的劳动力短 

缺。

10.3 就业和工资的直接行政控制

鉴于篇幅所限，本章在后面部分将只探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面就 

业之后的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实现全面就业以前，劳动力的配置机制既与 

下面将要考察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但在此就忽略不谈了。

本部分和下一部分主要分两个层次来研究纵向控制。10.3部分集中关 

注官僚体制内部的控制过程，从中央管理层到车间领导。而10.4部分主要 

研究官僚机构与普通职工之间的关系。

10.5部分考察了官僚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对工资的综合影响。最后一 

部分从其他角度分析了工资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讨论官僚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时,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以前提到过的 

年度计划和日常经济管理。对劳动力配置的官僚控制与年度计划和日常管 

理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这里就不再重复很多细节问题。我们 

将重点探讨经济管理过程中对劳动力的管理。

这一过程从开始受教育阶段就开始了，即为社会主义事业教育和培养 

年轻人。对于父母和年轻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受到了严格限制，很少有进一 

步深造和转换专业的机会,或者当局对未来的学习会有严格的规定。年轻 

人在完成学业之后，也同样受制于各种限制：官僚机构会进行各种干预，从 

“分配输送”到某个工作场所，直至强制安排工作岗位。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劳动者完成学业进入工作后的情况。在这一阶段, 

劳动力的配置主要包括控制就业和工资。在进行计划和经济管理时，官僚 

机构不会对每一项计划指标和各种经济活动给予同等关注［7. 7］。他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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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处理部分问题,其中职工人数和工资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们都要遵 

守极为严格的管理规定。

熟悉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情况的人可能会产生误解，因为在社会主 

义国家里，其目标居然不是鼓励国有企业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而且 

恰恰与之相反，对国有企业的人数有严格的上限。①我们不要忘记，此时经 

济已经处于劳动力持续短缺的状态，但当局仍然使用各种行政手段来限制 

就业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纵向短缺:企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超过 

了分配者的总配额。②

工资也同样有最高限额，其中包括以下几类形式:工资发放总额的上限 

（称之为工资基金的绝对数量限制）；规定平均工资（总额数或职位数）；根据 

生产完成情况决定工资发放数量,如此等等。事实上，工资也是“专款专用” 

[8.9]。不管一家企业节约了多少物质或其他支出，它都无权用这些节约下 

来的成本超出国家规定的上限来为职工多发工资。企业总开支的预算约束 

非常软，但工资支出的预算约束却非常硬。

编制计划过程中关于劳动力的问题也是讨价还价的主要内容之一。需 

要人员的单位希望能够招进更多的人以及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这样才更 

容易完成生产计划（或者，对投资项目而言,是更容易完成项目建设任务）O 

这时，分配者又会扮演“双面门神”的角色,对下级部分严格要求，同时又向 

上级机构争取更宽松的目标。

在纵向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各级领导的利益和行为特征。 

他们总是想争取更多的投资（导致扩张和投资饥渴）和更多的工资基金（更 

容易获得劳动力并让职工满意）。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想有更多的投资, 

又想要更多的消费，而这两种需求在宏观层面上明显是相互矛盾的。实际 

上，最终只有最高层领导才会意识到这是两个相互冲突的要求，即将生产划

①在剰余劳动力没有被完全吸纳之前，许多国家规定了国有企业的招工配额，即它们必 

须吸收多少新工人。庞大的招工计划很快就将这些配额填满。尽管在宏观层面上依然存在大 

量剰余劳动力，但部分企业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促使经济领导人采取扩大招工计划 

的办法来解决企业的短缺问题（见上一部分对结构性短缺的评论）。

②例如，在某一地区，只有一家上规模的企业。在为企业职工人数上限进行讨价还价的 

过程中，纸上所规定的劳动力配额往往影响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实际中的约束因素，譬如该 

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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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投资（以及其他国家开支，如军队）和消费所产生的矛盾。他们享有决 

定权，但在那种政治和经济结构条件下，必须由他们做决定，然而不管他们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抑制投资或消费，或者根据资源情况满足下级的要求）， 

都不会有天然的盟友来支持他们。每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下属，都会强烈 

要求他们既增加投资又提高消费水平。此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通过 

行政指令、奖励及惩罚措施人为地建立起同盟军,促使人们执行决定。

10.4 工厂里的“雇主”一“雇员”关系

现在我们将目光从权力中心转向工厂。①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国 

家的工厂似乎与其他体制下的工厂（企业）情况类似。至少，乍一看去，技术 

流程、生产的组织（这里没有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和人际关系都有相似之 

处。有工厂老板、管理层、生产管理人员、领班，这些人负责下达工作命令, 

然后就是执行任务的工人们。尽管社会主义工厂的老板和资本主义企业的 

老板一样，实际上也是拿工资的雇员，但他们同时也是雇主的代表，就这一 

点而言，他们在很多方面又和工厂的职工处于对立地位。

从扮演的角色来看,社会主义的工厂老板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总裁在行 

为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鉴于本书主题，我们在此重点研究社会主义企业具 

有哪些特有的体制特征。②

在一家社会主义工厂里，雇员和雇主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 

明显处于一种非常模糊不清的状态。首先来看雇员，我们先讨论有哪些因 

素增强了他们在与雇主相处时的地位,然后再看看哪些因素又削弱了他们 

的地位。

在实现了全面就业之后，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借用市场 

机制的术语来说，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卖方市场”，即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下, 

卖方（这里卖方就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能够要求买方接受买卖条件（这里

①本章轮换使用了工厂和企业这两个称呼。当然，所谓工厂或企业也还有更小的企业 

（如工厂内部独立的商店或单位），这里的有关描述同样适用于它们。

还需要指岀的是，对工厂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非企业国有机构。

②关于老板与工人之间冲突问题的出色研究可参见M. Haraszti（ 197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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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就是购买劳动力的企业）。尽管官僚控制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 

对劳动力持续的过度需求仍然产生了类似于市场压力的强大影响 ，并最终 

影响到工人的行为。如果工作条件和工资始终令工人们不满意，他们通常 

也会离开工作岗位，而且并不担心到别的地方就找不到工作。①由于意识到 

能够“退出”（借用赫希曼的话），工人们有了更多的勇气批评上级领导和反对 

他们的命令。从这一点来看，经典社会主义可谓独一无二，从来没有过一种经 

济能够在这么长时间内处于全面就业与持续劳动短缺同时并存的状态。

除了辞职以外，工人们保护自己利益的另一个武器涉及到工作表现，即 

“怠工”行为。有时候，怠工仅仅是因为不喜欢很繁重的劳动,而且即使不努 

力，也照样拿工资。有时候，工人故意怠工是为了从老板那里争取更高的工 

资和其他优惠的工作条件。工人们之所以使用这种武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被开除（需要他们干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老板在惩罚工 

人之前总是瞻前顾后，不敢轻易下令。

在官方意识形态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政治体制是工人阶级权力的 

具体体现。不管工人们对此是真信，半信半疑,还是根本就不相信,他/她可 

以利用这一点来公开或暗中反抗工厂老板。

但还有一些因素也削弱了雇员们的谈判（或反抗）地位。由于没有独立 

的工会组织，自发捍卫工人利益的行为无法得到补偿和支持。官方的工会 

运动公开宣称自己是党的群众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向其成员传达党的政 

策路线。很多任务会往往使领导人感到非常矛盾，行为上左右摇摆,一方面 

他们想代表工会成员（工厂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服从官僚机构和党 

内上级领导的命令。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忠诚于上级领导更为重要。

雇员们在很多方面还是要依赖于企业老板和工作单位。当然,在任何体 

制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依赖性。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所适用 

的一系列法律、经济和政治关系都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我们在讨论雇主的地 

位和行为时将会详细谈到这些特征）。下面我还是先从雇员谈起，看看这些体 

制特征对工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上文提到过由于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和其

①当然，如果一个工人的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只适合于他/她目前所从事的岗位，那么也 

会增加他/她自愿离职将要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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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都可能会导致雇员反对工厂的老板，但他们在选择故意怠工或威胁辞 

职之前也要左思右想，因为老板们同样有对付反抗者的有效武器。

这两股相互冲突力量的最终斗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以下因 

素: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官僚统治集团所采用的压制手段的力量强弱 ， 

工厂对特定工作人员的依赖程度，甚至个人特点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 

职尽责的工人也许会和怠工者并肩“战斗”，要求实行计件工资（不考虑工作 

质量），这样他们就可以和那些懒懒散散的人一起干活。所有这些在实际生 

活中发生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不同。①

硬币的另一面是雇主，也就是企业和工厂的老板们的行为。他们每个 

人都面临着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压力。前面描述过的有关官僚机构领导人 

的动机［7.4］基本也适用于他们，当然老板们也还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大部 

分老板都要处理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因为正是这些人决定了他/她的晋 

升、工资和奖惩。上一部分我们曾介绍了企业内部要遵守和执行有关职工 

人数和工资水平的计划，事实上,在企业层面以上,情况大致相同。

但老板们处处要依靠雇员。在企业和工厂里，老板和工人之间都是相 

互依赖的关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越严重,工人们的力量越强大，老板对工 

人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为了维持工厂的稳定生产和正常秩序，他/她会尽 

可能地满足工人们提出来的要求。如果他/她完全坚信官方所宣传的东西， 

他就会认为自己并不是什么“雇主”，而是工人的代表，应该站在工人们的一 

边和他们一起行动。这些因素都促使老板提请上级组织考虑工人们的抱怨 

和要求，他/她要代表工人发出“声音”。从这一点而言,老板在某种程度上 

又扮演了传统工会代表的角色。

然而老板们的行为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老板的情况和员工基本相同， 

只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两组相互冲突的动机之间的相对 

力量有所不同。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和工厂领导的官僚动机始 

终占据着上风。

工厂和企业老板们的手上也有很多武器。在以前讨论权力和财产（权） 

时已经提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或“商业”与政治及国家行政管理

①关于工作强度（效率）的问题前面已经有过讨论［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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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须臾不可分的。企业的领导层——党委书记、厂长，再加上工会书记—— 

同时履行着以下职责：

♦生产管理。生产管理者要向工人们分配具体任务，同时根据上面制 

定的一般指导原则发放工资和奖金［10. 3］。他们有各种办法对一部分人给 

予特殊照顾，对另外一部分人则进行歧视。任何体制里都会存在这种做法, 

在此就不再详细讨论。

♦监督工人不能随便离开工作单位。大部分工人的工作都是被分配 

的，工人不能做自己的选择。企业保证工人就业,但同时也将职工限制在企 

业里。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严格规定，即使工人可以自己提出辞职,但也必 

须得到管理层的同意。国家在法律上禁止“任意”辞去工作。在有些国家和 

有些时期里,职工甚至都不能随意离开居住地（乡村或城市），除非得到单位 

的许可。①

♦ 本单位（地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代表。单位是许多政治宣传 

活动的舞台:灌输意识形态并借此鼓舞群众，提供道德激励,批判官方认为 

不正确的观点。

♦ 官僚体制所有“挑选”活动的本单位（地区）代表。单位可能是专业 

领导人、议员或部长的诞生地，也可能是列入国家黑名单人员从事不良活动 

的场所。

♦ 当局防止犯罪行为的本单位（地区）代表。企业领导很容易以另外 

一种方式“逮捕”或“审讯”那些阴谋分子和捣乱分子（或是当地领导人心目 

中的反动分子）。

♦ 国家行政组织的本单位（地区）代表。在很多行政事务中，公民都要 

取得单位的同意或由单位来开证明，其中包括更换居住场所、申请护照，装 

电话以及找银行贷款。

♦ 收入分配机关的本单位（地区）代表。职工必须向单位汇报自己所 

得到的每一笔收入，到外面打零工首先要得到所在单位的批准。

①苏联和中国长期实行这种政策。



第十章就业与工资 211

♦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父爱主义”关怀。许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公寓①、 

医务室、度假村、幼儿园和日常护理中心，老板们将决定如何分配这些服务。 

在许多国家和时期,企业还负责配给食品的发放，以及分配其他短缺商品 

（如彩色电视机或轿车）。

♦指导家庭生活。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企业领导人还要干预职工 

的家庭生活:他们可以阻止职工离婚，劝职工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帮助或阻 

止工人的孩子上大学。

所有这些职能②使企业和工厂的领导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单位往往 

变成了实行极权统治的小城堡，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已。

在前面章节里，我们已经介绍了企业和工厂领导人的各种行为动机及 

其相对力量的不同。这些都和他们各项职能的特定组合（以及所采用方法 

的相对比重）具有密切的关系。具体到每一家企业和工厂采取什么样方法 

来完成上述职能，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都有所差别。但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工厂里的所有职工都要服从老板。与此同时,官僚机构让企业享 

有某种特定的社会地位，③因此、老板们能够利用这种优势为职工争取特殊 

待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就获得了很多特权。

如果艰苦劳动能够成为所有人的生活必需，④那当然万事大吉。但在社 

会主义体制下，大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就要有老 

板们利用各种激励措施来促使人们遵守劳动纪律和执行工资纪律。

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既带来劳资双方的合作，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

①分配到一套单位的住房［3.4］（或者仅仅是希望分配到一套住房）是将工人拴在企业 

里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些不听话的职工，如主动辞职，很可能会失去住房，这在住房严重短缺 

的年代里是一个沉重的打去。

② 中国毛泽东时期的人民公社除此之外还发挥着两项职能：当地国家行政组织的全权代 

表，以及负责开办集体大食堂。

③例如，不少国家都为产业工人（或者一部分产业工人,如大型企业的职工）提供了比其 

他阶层更优厚的待遇。这些特殊待遇包括社会保陣、医疗卫生、住房等等，类似的优惠还包括 

单位内部的消费品分配。

④即使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只有到达了共产主义的很高阶段，才能让劳动成为人们的生活 

必需，见马克思［1875］（1966）。究竞能否实现，我们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也不 

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能看到这一天,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仍处 

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时，就想让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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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所有者会感到付给工人的每一分钱都是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而 

工人哪怕浪费一分钟时间都会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不必采取下命令的方 

式来维持纪律。资本主义的所有者——雇佣者的劳动工资合同就代表着工 

资纪律和劳动纪律,而且符合双方的利益。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僚机 

构既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不是真正的雇主。官僚机构成员并不能从维持 

劳动和工资纪律中自动获得直接的好处,相反,如果严格执行规定还会恶化 

他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但既然他们已经成为官僚组织中的一分子，他们 

就必须强制推行工资纪律和劳动纪律,取消私人产权后留下的纪律真空需 

要由官僚机制来填补。

上述老板与雇员、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还影响了企业的内部就业。 

由于一旦有工人离开就很难找到人来顶替，而且上级机关的未来招工计划 

又可能非常严格，因此，企业必须要有内部剩余劳动力。正如商品短缺会导 

致人们过度囤积，劳动力短缺也会引发囤积剩余劳动力的行为。必须把目 

前还不需要的人留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样就会有一部分劳动力根本 

不认真工作。事实上，“怠工”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所有这些现象结合在一 

起,就出现了所谓的在职失业。因此，除了我们在10.2所谈到的问题以外, 

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与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摩擦性剩余以及外部剩 

余并存,而且还伴随着在职失业所产生的内部劳动力剩余。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有人宣称，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短缺, 

因为只要动员内部剩余就可以轻易解决短缺问题。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 

的。内部剩余并不是某个经济领导人所犯的个人错误，它根源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本质特征,而且只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下去,它就会不断复制 

自身。经典社会主义可以让社会实现全面就业，但它却无法保证所有就业 

职工都能够全力以赴地工作。

10.5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对工资的影响

从前两部分可以看出:在劳动力的配置上，同时存在着官僚协调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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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两者相互结合一起，其中官僚协调占据着支配性地位。①在考察这两 

种机制如何影响工资的时候，首先要区别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相对价格。 

举例来说，总劳动和总资本之间的价格比率就是宏观层面的相对价格;而按 

职业、劳动难度、危险程度或其他标准来衡量的不同劳动工资比率就属于微 

观层面的相对价格。

官僚机构基本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宏观（平均）工资水平。目标是编制与 

投资和消费的宏观规划相适应的年度平均工资增长计划［9.3］O当中央管 

理层确定了投资数量之后,它必须同时防止消费的增长，以免侵占投资资 

源。由于要有效地控制住价格,②因此，工资计划就非常重要。中央管理层 

在这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决策权:它能够控制住名义工资、价格水平以及真 

实工资的上升、不变和下降。其他任何体制下的中央行政当局在如此关键 

的领域都没拥有这么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

基本生产要素的宏观相对价格（包括平均工资）无法反映出它们的相对 

稀缺性和对社会生产做出的贡献［8.6］。在决定这些相对价格时，很少考虑 

每一种要素是充足还是稀缺，没有资本市场、生产者或投资者或者是免费得 

到资本，或者是支付随意确定的利息（尽管资本非常稀缺，但利息水平却很 

低）。正如前文所述，最高当局的工资政策是根据计划实际消费比率（以及 

市场上消费品的正常短缺规模）来调整平均工资规模的。

根据本书的计划，我们主要是通过实证描述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可以 

肯定的一点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它们的相对 

边际生产力没有任何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衡量生产效率。随意确定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使 

得在技术选择上根本无法以成本和价格为基础进行合理的计算。在进行日 

常生产和长期投资决策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③

与工资制定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消费占集体消费的比例 

［13.3］。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很强的倾向去缩减家庭用货币直接购

①这就是为什么表6.1中关于国有部门的工资支付我们用了 "B + M"来表示。

②但价格往往没有像工资那样规定得特别严格。见8.6关于隐性价格上涨的叙述。

③现实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对收入极不敏 

感，而且面临的是预算软约束），还是他们的上级机构都没有进行这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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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个人消费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当局会不断增加由官僚机构分配的集体消 

费比例。①

当然,按规定工资拿到家里的钱根本不足以支付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 

和服务。用官方意识形态的术语来说，国家“提供”住房、休假和医疗。但如 

果这些产品和服务在扣除了成本、平均利润和税收之后按照市场价格出售 

的话，那么工人仅仅靠日常工资是根本买不起的。所以每个家庭都别无选 

择,只有把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作为国家免费提供的资助。

这进一步扭曲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劳动力耗费的真实社会成本 

相比,工资成本非常之低，极不合理。

对工资的行政控制还包括整体的计划和相应的管理（前面两部分所讨 

论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这里我只再强调一点，对工资的控制包括了成 

千上百万的局部工作和各种措施，但制定工资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官僚机构 

的手中。

下面我们转向讨论市场因素对工资的影响。

上面的分析主要是关于在宏观层面上平均工资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平 

均工资在微观层面上又是如何决定的呢？不同工作领域的工资比例如何确 

定？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别如何确定？与业绩相关的不同工资水平如何确 

定？ 一句话，相对工资水平如何确定？

经验研究发现，相对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前劳动力供求关系 

的影响。即使在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全部吸纳之前，劳动力供求关系还是 

会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影响。在劳动力持续短缺时期，供求关系则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人们在进行短期决策时，会极为认真地衡量各种情况,如需要做什么 

样的工作,工作条件如何，劳动的艰苦程度和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工资水平。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事实上，很多人都做出了选择），他们会“用脚投票”，离 

开工作很差的地方而去更好的单位。他们不仅会在舞台上发出不满的“声 

音”或者消极怠工，还会直接与上级领导进行大肆的讨价还价。工作任务越

①本书从协调机制、预算资金和企业内部的父爱主义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6.7,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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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越紧迫，对职工的依赖程度越高,他/她的谈判地位就越强。

市场力量同样影响着个人的长期决策,如职业选择和地点的选择。有 

些工作的申请者越来越少，有些则越来越多；有些地区人口不断减少，有些 

则越来越拥挤。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前景和一些其他条件对 

申请者产生影响。

各级官僚机构不得不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企业内部必须要认真评估 

所有工作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具备哪些优惠条件或不利因素。 

上级机构在决定工资比例时，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可以说，劳动力的供求关 

系和相对的过度需求对相对工资水平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相对工资水 

平也对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不同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区 

劳动力总供给分布的变化（但对需求影响不大，原因前文已有讨论）。总而 

言之,市场协调在此发挥了重要影响。

现在我们已经在抽象层次上区分了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相对工资， 

以及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是 

完全孤立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名义工资几乎处于完全刚性状态,很难下降， 

公开削减工资非常罕见,尽管在特定时期也会这么做（例如，斯大林时期进 

行生活模式调整）。①因此，上文所介绍的相对工资的调整通常是一部分人 

的名义工资保持不变，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则不断提高。相对工资 

的调整是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工资上涨实现的。首先是第一组人的工资得到 

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第2组人的工资会落在后面，随着劳动力短缺状况的 

不断加重，第2组人的工资迟早也会提髙，接下来是第3组，依次类推。每一 

组都会轮番要求更高的工资，就像蛙跳游戏一样,逐级攀升。

上面的描述有助于理解工资的纵向讨价还价过程［10. 3］。蛙跳伴随着 

工资自下而上的自发攀升。所有中下级的经济领导人都努力要求提高工 

资，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相对工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上面”却反对 

这种工资上涨趋势。宏观层面的平均工资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将取决

①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公开削减工资也同样很少使用了，尽管在萧条时期，一些公司 

还是会削减部分职工的绝对名义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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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的权力关系。

工资压力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下来，至少名义工资会出现这种 

情况。这时可以说是行政力量干预名义工资制定对市场的反作用，即官僚 

协调的影响。

中央管理当局反对工资上涨主要是想节约资源,把钱用于其他目的（投 

资、国防开支），而一旦消费能力超出了计划范围就会对上述目标产生负面 

影响。对此采取的措施多半是有意识地提高价格（或者任由价格自发上 

涨）。所有这些问题都对通货膨胀（公开或隐蔽）的产生发挥了重要影响。

对劳动力配置和工资问题的考察已经基本结束，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本 

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宣称在社会主义体制 

下,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了。

根据本章的分析，上述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市场协调对劳动力配置和 

工资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如果说市场影响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正确的 

判断，因为官僚协调的影响的确远远大于市场力量。

而又该如何评价官僚协调大于市场作用这一现象呢？马克思思想的早 

期信仰者幻想着有一天劳动力能够不再像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被买卖 ，他 

们也不想看到劳动者在摆脱市场关系之后，又被国家权力和经济计划的武 

器所统治。而事实是:从很多方面来看，后者的压迫要远甚于单一的市场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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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文献中对本章和第12章将要讨论的现象有很多不同 

的称谓：短缺、过度需求、非均衡、卖方市场、抽吸、压制的通货 

膨胀等等(这里只列出了一些常用说法)。①这些称谓并不完

①第11章和第12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我以前的著作为基础，例如，我的第一本书《经 

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1957] (1959)讨论了短缺的问题。后来在《反均衡》(1971)和《短缺经 

济学》(1980)中也都是以短缺作为主题开展研究的。这两章的概念框架和相关分析也大多源 

自我本人的上述著作。

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其中既受到其他研究者 

有关著作的影响，也包括我自己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辩论时所写的文章。我尽量将自己所接受 

的其他研究者的所有观点都吸收进了本书，并努力将自己的观点和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整合为 

一个整体。在此,我不想一一详细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争论，除非偶尔在不太相关的地方做 

一点评论。按照本书的计划，我不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展开争论的论坛。我也不会详细介绍本 

书的观点与本人以前的看法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

就短缺这一问题而言，主妥有两处思想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他是分析长期偏离市场均衡现 

象的杰出先驱者，主要是对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研究(见《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和第24章以及第 

3卷第1章和第15章[1867 -1894]1978)；另一个是凯恩斯(1936)的著作，他分析了失业、宏观需 

求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最近有关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非均衡的文献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学 

派的先驱者包括R. W. Clower(1965)、A. Leijonhufvud( 1968)o进一步研究还可参见J. P Be- 

nassy(他 1982 年的综合性著作)、E. Malinvaud( 1977)、J. Muellbauer 和 R. Portes( 1978)、R. Portes 

和D. Winter (1980)以及P. Portes等(1987)。在很多书中把这些研究称为非均衡学派。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持续短缺问题，早期的重要研究包括：L. N. Kritsman(1926)、V. V. 

Novozhilov (1926 ),M. Kalecki (1970,1972 ), F. D. Holzman( I960)以及 H. S. Levine ( 1966) o

在我进行短缺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过许多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P- Portes 

和其他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其他比较重要的研究还包括K. A. Soos(1984)和S. 

Gomulka ( 1985 ) 0

其他关于短缺问题的研究文献在第11章和第12章的脚注中都可以找到。C. Davis和W. 

W. Charemza( 1989)编撰的文集和J. M. van Brabant( 1990)的总结性文章对这一领域的相关争 

论进行了非常全面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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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后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阐释，但基本上界定了我们将 

要研究的主题。

目标是用体制的内在特征来解释短缺现象。与以前章节 

一样，我们这里暂时忽略了对外关系的影响［14. 3,14.4］。

考察将集中在体制的长期特征，那些影响短缺现象强度 

和分布短期变化的因素最多会在文中稍加阐述。此外，我们 

着重关注了经典社会主义长期短缺与资本主义短缺现象之间 

的区别。

在分析生产时，主要集中于公有制部门。①但正规和非正 

规私人部门，再加上灰市场和黑市也为家庭提供了部分产品。

第11章主要研究短缺和通货膨胀现象，第12章讨论这两 

种相互关联的现象的起因。

-，一、-■«，»

111短缺现象和短缺经济

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来考察个人消费品购买者所面临的选 

择，例如一位出门购买食品的妇女，假设她具有非常明确的购买目标，其中 

包括现行价格和商品清单上牛肉的类型。除非运气很差，她的购买过程并 

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系列的决策（见图11.1 ）。

情况。是最合意的:购买者走进第一家商店就看见了所需要的商品，然 

后将它买走。对她而言，购买过程也就结束了。

情况1 :有牛肉，但必须排队等候购买。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顾客常 

常要排队。就某些商品来说，确实要真的在商店门口或柜台前排起长队。 

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比喻。顾客会得到相应的号码，等轮到他们的时候再到 

商店里购买。对顾客来说，他们完全有可能买不到这种商品（哪怕是排队也

①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无足轻重，只是在改革阶段才开始 

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关于私人生产与短缺、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将在后面章节中进行 

分析［19.1,19.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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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购买过程

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她就要做出其他一系列的选择。

情况2 ：强制性替代（被迫购买替代品）o顾客不得不放弃她最初想购买 

的商品，然后买一种多少可以替代使用的商品。有时能买到比较近似的替 

代品，如用另外一种猪肉来替代牛肉；有时只能买到一般的替代品：如冷冻 

肉或罐头肉，甚至是很差的替代品，如任何一种食品。被迫购买替代品有时 

会要求顾客必须做出质量上的让步，买一种她当初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 

或者她愿意花更多的钱购买更好的东西,但这样东西并不是她最初想要的； 

或者她既花了钱，又买了她当初不想要的东西。

强制性替代对于理解短缺综合症非常重要，它与自愿性替代完全不同。 

如果顾客首先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商品,A和B,它们是非常接近的替代品而 

且供给充足，此时顾客因为自己的偏好或两种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购买 

了其中一种商品（例如，用B替代A）,那么这就是自愿性替代。但如果因为 

根本买不到A,才买了 B,那就是强制性替代。有人可能会觉得上述条件并 

不合适，认为如果A变得比B更贵,那么顾客就处于一种“经济强制”购买状 

态。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这种语义上的争论,关键是要弄清楚区分标准 。 

如果A和B同时都能够买到，那么不管A变得多贵,顾客都是有选择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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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顾客也许会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购买A,然后减少在其他方面的开 

销）。但如果根本就买不到A,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短 

缺会迫使顾客不得不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表IL 1说明了强制性替代的情况。当一个典型的匈牙利汽车购买者面 

对着各种供应充足的东欧国家类似车型的进口轿车（无需排队），他/她会买 

哪一款呢？从表中的主要对角矩阵可以看出，那些想选择自己喜欢的车型 

的人依然要排队购买。这些人只是一小部分的购买者，大部分人不得不被 

迫选择替代车型。①

表11.1匈牙利汽车市场的强制性替代（1977）

市场订单
如果有现货，市场的偏好车型

Trabant Warburg Skoda Zhiguli Moskvich PolskiFiatl26 Dacia

Trabant 47 21 1 19 0 5 1

Warburg 16 7 7 53 0 1 6

Skoda 5 10 0 80 0 0 5

Zhiguli 5 30 7 30 1 3 2

Moskvich 25 25 0 25 0 0 0

PolskiFiatl26 25 11 11 39 0 0 0

Dacia 0 25 0 50 0 0 0

资料来源：由Z. KapitanyJ Komai和J. SzaboC. Kruger根据以下资料为基础整理： 

匈牙利市场研究所（1978）、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局（1980 b）和莫克汽车贸易公司（1980）。

注释:接受调查的人数为4120人，有效答案1406份。对角矩阵中没有强制性替代 

的总量比例，但大部分总量都低于100,因为有些回答问题的人在问卷中选择了 “其他”。

让我们再回到那位购买食品的妇女，她也许并不愿意被迫购买替代品。 

这样,就会出现情况3 :到其他商店进行搜寻。如果很幸运的话，她可能在第

① Z. Daniel和A. Semjen（ 1987）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布达佩 

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客在租房过程中都被迫选择了替代品；在既定租金结构下，他们所租 

到的房子在质量和面积上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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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商店找到了一些想要的牛肉，购买过程结束。但也可能她要到第三、第 

四、第五，甚至到很多商店之后才能买到想要的牛肉,究竟会到多少家商店 

要取决于她的决心和耐力。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听说（也许是在第一家店，也许是在后面的店里） 

自己想买的东西暂时没货，要过一段时间才有。根据这个消息或者以往的 

经验，她可能决定等一段时间再买。这就是第4种：情况推迟。实际上也就 

是顾客持币等待将来购买。于是，这种推迟（或者很长时间的搜寻）也就是 

强制性储蓄。①

最后是第5种情况:放弃购买。

情况0、1、2和5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购买过程。但正如图IL 1所 

示,在情况3和4时,购买过程可能还没有结束。在继续搜寻的情况下，顾客 

在第二、第三、第四个商店同样面临着上述选择，如此往复。如果等上一、二 

个星期之后再出去购买,还是会出现上述各种情况。

情况1一5在这里就被称为短缺现象。尽管具体内容和结果会有所不 

同，但它们都是因为所要购买的商品出现短缺所造成的，都给顾客带来了烦 

恼、不方便、牺牲以及其他损失。

上面举出的例子是购买个人消费品或服务时出现的短缺现象,受害者 

是家庭。供应短缺的商品是一种物质产品——牛肉。同样会出现非物质性 

质的服务短缺:如幼儿园、学校、大学、文化和医疗设施等等。

短缺现象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广至生产工具、原材料、半成品以及机械设 

备等很多产品的购买过程，这时受害者就是企业。情况1：企业加入了投入 

品供货商的排队行列，那里的订单已经堆积如山。情况2：企业被迫修改原 

先的技术改造方案，使用质量较差或更贵的投入品，因为无法获得想要的投 

入品。情况3 ：企业开始到不同供货商那里搜寻它所需要的投入品，或者从 

恰好还有存货的同类企业那里借用。情况4：企业推迟购买（或者还有部分 

存货，或者根本就没有一点存货，但也毫无他法），很可能会因此停止生产。 

最后是情况5 ：企业放弃购买投入品，然后改变生产和原材料的管理计划。

①这里需要区分由于短缺造成的强制性储蓄和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强制性储蓄，例如, 

强迫人们购买国库券［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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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部门中，有一类短缺现象特别值得关注:投资项目所需要的机 

器、设备和建设能力出现短缺，也就是出现了投资紧张［9.2］。

同样，在聘用和招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中间物质产品的短缺［10. 2, 

10.5］。①

短缺现象也会发生在对外贸易领域，我们将在第14章关于对外关系的 

讨论中加以介绍［14.3,14.4］。

下面让我们阐述一下短缺经济这个概念。如果某一经济体制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那么就可以将之称为短缺经济:短缺现象（1）非常普遍，几乎出现 

在所有经济领域（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生产工具，包括投资品、劳动 

力、进出口产品，国际结算）；（2 ）经常发生，并非特殊情况和零星现象；（3 ）情 

况严重，对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环境，以及经济活动的特征和结果具有重要 

影响；（4）持续、长时期存在，而非暂时出现。

可以用“短缺现象”和“短缺经济”做这样一个经济上的描述: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下的短缺现象是非常普遍、经常发生、相当严重和长期持续的短 

缺,因此,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短缺经济。

这一判断主要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表11.2—11.4中的数据以及本章 

和下一章中的其他很多表格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这一判断还得到了各 

方面大量研究文献的实证支持。其实,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们根本就 

不需要所谓统计资料的证明。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充斥着这样的经历，买东西的时候可谓历经“千辛万苦”：排队、被 

迫使用替代品、搜寻、推迟购买。

短缺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样会出现,在某些领域中也经常发生、较为 

严重,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如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或教育部门，部分资 

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住房）。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时期，短缺也会变成普遍现 

象。但如果从一般和基本的状态来判断,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一种短缺经济。

①下面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里的强制性替代和推迟现象。如果某一企业招聘的 

工人没有及时到达工作岗位，而他/她的工作又非常重要，生产管理者不得不临时让其他人顶 

替他/她的位置，但替代者的经验和技术很可能都比较屋。最后，管理者用别人完成了这项工 

作。或者，生产管理者也许会改变生产顺序，把目前可以完成的工作提前完成，把前面的工作 

往后拖延。所有这些行动都会非常仓促，容易造成工作延误并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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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L2等待住房：国际比较

国家 20世纪80年代申请登记后的平均等候时间（年）

保加利亚 5—20

捷克斯洛伐克 6—8

东德 3T

匈牙利 4—6

波兰 15—30

苏联 10—15

资料来源：由G. Such和I. J. Toth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保加利亚:在大中城市里，住房申请者被分为六类：（1）住房条件极差的家庭 

（如住在厨房、地窖和阁楼）；（2）那些和别人同住一套房子的人；（3）转租居住者或住房 

极为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不足5平方米）；（4）住房条件比较拥挤的家庭（人均居 

住面积5—12平方米）；（5）住房条件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12—20平方米）；（6）住 

房不是很拥挤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0平方米）。实际上，只有1一4类可以获得国 

家提供的住房。平均等待时间为（1）5—6年；（2）7—8年；（3）9-10年;.（4） 15-20年。 

捷克斯洛伐克：1987年大中城市的资料。东德：1982年的全国平均状况。匈牙利：1986 

年布达佩斯的数据。波兰：1987年购买补贴性合作住房的资料。在以后的年份里，波兰 

不再修建国有住房。苏联：实际上，国有出租房屋只分配给那些平均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5—7平方米的家庭或个人。

表1L3等待（安装）电话：国际比较

登记安装电话的等待时间（按人数比例）

国家 平均等待5年的人数百分比

1971 -1975 1976 -1980 1981 -1985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25.1 30.2 11.3
东德 23.3 36.7 —

匈牙利 36.6 47.2 55.5

波兰 33.6 45.7 57.1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14.1 8.5 2.9

比利时 0.8 1.2 0.7

法国 13.1 7.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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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一列：国际通讯联盟（1980,第42、52、130、154、260页）；第2-3列：国 

际通讯联盟（1986,第 56、66、150、180、280、288、348 页）。

注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主要路线总需求为基础计算，其中包括新申请者和 

要求重新安装的人。重新安装是指申请者希望将电话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东德、波兰、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以主要路线的登记申请名单为基础计算，其中包 

括那些由于技术能力短缺（设备，线路等），推迟安装的申请者。

波兰（33.6）：1972—1975 年。

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电话申请都可以立刻得到满足。

表11.4等待汽车：国际比较

国家

等待时间（年）

轿车品牌

Lada Skoda Moskvich Warburg Trabant Dacia

保加利亚 10-12 5 2 2 1 1

捷克斯洛伐克 3 -4 — ― — — —

东德 17 16 — 14-16 14 15

匈牙利 4-6 6 — 1 0 —

波兰 5 -6 6-8 — 3-4 2-3 —

罗马尼亚 — — — — — 4 -6

资料来源：由Z. Kapitany为本书编辑整理，部分以Z. Kapitany和L. Kallay（ 1989）的 

研究为基础。

注释:所有汽车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

保加利亚：1988年。

罗马尼亚：只有Dacia车的资料。

11.2需求调整过程

这部分我们将分析短缺经济中购买者的行为，特别是家庭作为个人消 

费产品和服务购买者的行为。目的是考察购买意愿,而不是实际行动（如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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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被迫购买替代品、推迟等）。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省略了观察和测量等具体问题,并假设通过询 

问就可以准确把握购买者在特定时点的购买意愿。

第一个问题是在给定下列条件的情况下，购买者的购买意愿是什么？ 

现行价格、购买者的收入和财富、社会经济条件，没有阻碍购买者实现自己 

意愿的供给约束。购买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那是想像中的需求。①

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关注的是购买意愿的存在状态。实际上，有人可能 

会问，如果价格、收入、财富等等有所变化的话,购买者的意愿又会如何呢? 

这样就有可能发现想像需求函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所谓存在状态就 

是想像需求函数的一点。

讨论被简化还体现在只对局部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更严格和全面的 

研究需要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和销售意愿进行详细讨论。②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如果购买者已经清楚了所有的供给约束并相应调 

整了自己的购买意愿，那么此时他/她想购买什么呢?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以称为完全调整（后）的需求。④预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 

题。这种购买意愿是基于购买时对供给约束的预期。⑤

我们可以把想像中的需求和完全调整后的需求作为对需求形成过程的

① 这个说法来自R. W. Clower（ 1965）,更详细的阐释见J. - P Benassy（ 1982）。

②事实上，对供给约束假设也要进行更详细的分类研究。当购买者在回答有关商品和服 

务的情况时，他们可能只是在购买过程中遇到了暂时性短缺，或者不过是听说东西没了而已。

③ 可以设想一个购买者单独做出行动时的情况。从决策角度而言，他/她应该已经掌握 

了准确的供给信息。如果考虑多个购买者和/或一系列的购买行动（持续重复多次），就可以进 

行随机分析了。

④这个概念与非均衡理论中的“有效需求”不同。产品A的有效需求是指购买者回答了 

这样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他/她考虑了与购买（和销售）行为有关的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B, 

C等等）的数量约束，并忽略商品A的数量约束之后，他/她决定购买商品A的数量。

强制性的需求调整使得我们很难区分需求与供给（有时根本就无法区分），而且无法建立 

相互独立的需求和供给函数。

这里所遇到的区分难题与罗伯特•卢卡斯（1985）所指出的很难将私人部门行为与国家经 

济政策（影响私人部门行为）区分开来的问题相似。J. P. Berkett提醒了我去注意这两个区分 

难题之间的相似之处。

⑤ W.W. Charemza研究了非均衡模型的未来发展趋势，特别强调了消费者调整行为与 

市场状况预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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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抽象。这其中包含着很多层的中间状态,可以统称为部分调整（后）的 

需求。它们与想像中的需求不同:购买者在形成自己购买意愿时，已经在某 

种程度上意识到了供给约束,但他/她无法准确掌握供给信息，而且/或仍然 

拒绝按照供给情况彻底调整需求。此时,他/她还不能或不愿意完全根据需 

求约束来确定自己的需求意愿。在以后的叙述中，如果没有进行特别说明， 

我们就用调整过的需求同时指称完全调整（后）的需求和部分调整（后）的需 

求。

对购买者而言，从想像中的需求通过一系列的部分调整最终过渡到完 

全调整后的需求是一条极为痛苦的道路:不断受挫、失败、各种关于未来短 

缺的流言以及被迫做出调整。完全调整后的需求是购买者购买意愿不得不 

向持续短缺屈服的无奈结局。①

当然,把需求的形成过程描述成一系列认识和调整的时间序列过程仅 

仅是为了简化我们的研究。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有“规律”可寻的连续事 

件,现实生活中的需求调整和对供给状况的预期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背景 

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相互冲突的信息交流、希望、失败以及许许多多成功和 

不成功的购买行为。购买者常常是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购买意愿。他/ 

她总是要进行临时决策，即使非常愿意诚实回答市场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 

他/她也无能为力。

在调整过程中,购买者可能不得不彻底放弃某些购买意愿,这样他们也 

就无法再形成什么想像中的购买意愿。用一个模拟来说，他们就像西方失 

业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绝望的工人”。②不断寻找工作，可始终是一无所获, 

许多人最后都会在绝望中放弃战斗。这样，他们的名字就再也不会出现在职 

业介绍所里,因而从失业统计资料中消失无踪。正如失业者在需求不足的打 

击下从劳动力供给市场上退出后便无法计入剩余劳动力统计,购买者在供给

①如果没有持续性短缺，且购买者意愿不受需求约束，那么实际购买行为就可以真实地 

反映想像中的购买意愿。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就能够把真实的消费函数作为需求函数。

这一假设在短缺经济中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中实际购买行为反映了购买者被迫 

做出了一系列强制性调整后的购买行为、许多研究认为，只能间接估算短缺经济中的需求函 

数。例如,Z. Damiel（1989）通过直接询问购买者建立了句牙利的租房需求函数。L Podkamin- 

er将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函数估算参数代入公式来刻画波兰家庭的行为。

② 这一模拟来自J. P. Burkett的文章（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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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情况下不再购买也将使人们所能观察到的短缺现象不断减少。

在供给状况较差的时候，购买者调整后的购买意愿要低于想像中的需 

求;如果调整后的需求高于想像中的需求，那么就可以认为出现了强制性替 

代。①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变化很可能（但并不一定）在需求调整的过程中相 

互抵消。

针对供给状况来调整需求并不是单向的，生产者和出售者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根据可能的需求来调整供给。

最后很可能（但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奇特的均衡状态，可以称之为强制 

调整均衡。当所有家庭对所有产品的总需求根据供给状况进行调整之后， 

现有的总供给就能够满足调整后的总需求。这种强制调整均衡的出现与购 

买者的长期受挫感密切相关，因为他/她始终无法满足自己的购买意愿，不 

得不被迫购买替代品。②

上面的阐述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短缺经济悖论”。从一方面来 

看，消费者极度不满，总会抱怨商品供给不足;从另一方面看，又出现了“全 

面均衡”（东欧国家的学术术语）。正是购买者痛苦的强制调整过程促成了 

这种“悖论”。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只是有可能而非一定会出现强制调整均衡。购买 

者或许找不到可接受的替代品，与原来的购买意愿相比，他/她宁愿少花一 

些钱。这可能是暂时推迟:购买者把没有花出去的钱先放起来,等到供给能 

够满足他/她的购买意愿时，然后再购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制储蓄所 

积累下的货币随时在等待购买机会的出现。③但这一切也有可能根本不会 

发生。强制储蓄存下来的钱也许就不再用于购买原先想要的东西,购买者 

或者会随意花掉,或者永远等不到合适的消费机会。如果这变成了一个不 

断累积的过程，家庭由于始终无法实现购买意愿而形成的强制性储蓄将逐

① L. Podkaminer研究了 1965 -1978年间波兰想像需求。按照他的估算，如果不考虑供 

给约束和扭曲的相对价格所产生的溢出因素，那么在波兰对肉类产品的想像需求要大大低于 

实际需求。

②这里所讨论的强制调整均衡（来源于购买者的需求调整）与供给方面存货无法卖出并 

行不悖。这里需要指岀的只是并没有出现存货累积的现象，即存货不会不断增加。

③ M. Lacko（1975）利用计量经济分析证明了这一重要关系。会部人口的真实消费或储 

蓄主要依赖于汽车和住房的供给状况。见A. Simon（ 197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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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多，那么家庭部门将一步一步偏离强制调整均衡状态，于是不仅会引发 

想像中的需求，而且会成为一种真实的过度需求。这样就导致了所谓的“货 

币悬置”现象在消费和服务领域内不断扩张，造成严重的紧张。

最后，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家庭将把一部分钱用于正规和非 

正规私人部门,即合法的自由市场或灰色市场和黑市［8. 8 ］。尽管部分与公 

有制部门有关的想像需求得不到满足，但购买者还是能够把这些钱花掉，而 

不需要始终在一个方向上强迫自己做出调整。平行市场——价格自由的合 

法市场、灰色市场和黑市一一或许可以(部分或全部)防止强制性储蓄。①这 

样也会出现某种强制调整均衡：这里所谓的强制性替代是指在灰色市场和 

黑市上购买商品来替代部分国有企业供给不足的产品。②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谈到了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但对于经济中 

的其他领域而言，未必会出现上述强制调整均衡，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持续 

的过度需求。投资品交易就是其中之一。③

至于通常在哪些领域会出现强制调整均衡，哪些领域会出现持续的过 

度需求，对此我们将逐步展开讨论。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即使在那些最终 

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的领域，没有得到满足的想像购买意愿(以及部分调整 

的购买意愿)也不再仅仅是头脑中的想像。它们已经对购买者和销售者的 

行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重大影响。正如前文所述，购买者的最初意愿屡屡 

受挫，这让他们备感痛苦，正是这种“痛苦”迫使他们做出调整。与此同时, 

销售者确信始终存在过度需求，因此，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产品卖出。

最后,我们对上文中出现的有关学术术语做一些解释。有些研究者将 

“过度需求”与“短缺”作为同义词使用。本书和作者以前的著作中在谈到社 

会主义国家时，一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短缺现象"或“短缺”一词。 

这个词不仅包括了过度需求的含义(即未能实现的购买意愿)，而且还意味

①G. Grossman( 1977b)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

② 按照D. M. Nuti(1986a)的研究，非均衡学派(见注释1)对此做出的主要解释是:消费 

品市场上的宏观均衡是指购买者能够在非正规市场上将他们的货币用掉。

在某些国家，强制储蓄所积累的本国货币可以在黑市上兑换成外国货币。W. W. Charern- 

za和S. Ghatak(199O)以波兰为例说明了这一现象。

③M. Lacko(1989)研究了匈牙利企业如何根据信贷供给的变化来调整投资信贷需求。 

但这里需求总是会大大超过供给，也就是说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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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种强制调整，既有意愿的强制调整,也有实际的行动调整（如强制替代、 

搜寻、推迟和强制储蓄）。①

113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

U. 1和11. 2部分考察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至少从法 

律意义上讲,它们之间是一种横向关系。即使卖方具有权力优势，但它毕竟 

不是买方的上级行政领导。因此，可以将这类短缺现象称为横向短缺。

与横向短缺不同，纵向短缺出现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上级和下级之间 

[9.2]。例如，制定企业的年度原材料配额。企业向上级主管机构（处于分 

配者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位分配者已经从上级部委那里拿到了 

自己管辖的所有企业可获得的原材料最大配额总量。正如前文所述，企业 

希望计划任务越宽松越好，换句话说，也就是最小的产出要求和最多的投入 

品配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所要求的投入品总量一定会超过分配者可进 

行分配的配额总量，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纵向短缺。

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在原材料配给讨价还价过程中出现的纵向短缺现 

象只是所有官僚部门（如主管部门与部委之间、部委和中央计划办公室之 

间）和所有资源与产品（半成品、零部件、机器设备、人力、工资基金、投资配 

额、进口许可等等）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短缺的一个例子。

上述情况与买方需求大于卖方需求的现象不同。它只是官僚机构内部 

随后将要发生的真实交易的前奏，未来的买方得到了上级的许可，以后可以 

用自己的钱来购买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之间具有明 

显的联系。横向短缺对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获得了足够的原 

材料，它就可以确保在与购买者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横向短缺与纵向短缺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由于下 

属单位预见到了横向短缺，它会申请更多的配额,这样也就加重了纵向短缺。

当局通过官僚配给体系向消费者分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同时出现

① 在争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误解。无论是在本书，还是在我以前的著作中，都不 

能用“过度需求”来替代“短缺”一词。过度需求仅仅表明了短缺综合症中的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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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短缺和横向短缺现象①。许多国家都长期使用食品券，有时侯还会有耐 

用消费品票证。表11.5列出了部分实例。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典社 

会主义时期，下列物品和服务都长期实行配给：国有住房、电话、医疗服务、 

教育场所以及在国有度假中心休假。有些配给由国家机关负责，有些则是 

由垄断企业或垄断机构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有些是群众组织（例如，工 

会），有些是单位自身［10.4］。配给的比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 

同，但在所有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配给都占有很高的比例。

表11. 5社会主义国家的配给

国家 配给产品（每人每月配给量）

古巴

波兰

罗马尼亚

苏联

越南 

南斯拉夫

大米（2. 3公斤），糖（1.8公斤），猪油（0.46公斤），食用油（0.23公斤），大 

豆（0.46公斤），肉（0.7 -1.0公斤），鸡（0.46公斤），烟（4盒），雪茄（1 

卡），西红柿酱（2罐），6岁以下儿童牛奶（30升）,6- 14岁儿童牛奶（3 

罐）,65岁以上成人牛奶（6罐），香皂（1块），洗衣肥皂（2块），洗衣粉（0.23 

公斤），洗碗布（1）

咖啡，黄油（0.75公斤），猪油（2.5 -8.0公斤），猪油（0.375公斤），面粉（1 

公斤），大米（1公斤），糖,巧克力（20克），烟，酒

汽油（24 -36升），洗衣粉，肥皂，鞋

面包（每天0.3公斤），鸡蛋（10）,干面制品（0.5公斤），鸡（0.5公斤），猪肉 

或牛肉（1公斤），面粉（0.5公斤），玉米面（1公斤），糖

天然气（153 -203cn.m.）,电（43 千瓦）

肉，面粉，黄油，鸡蛋，糖，奶酪

大米（9公斤），干面制品（4公斤），肉（1公斤），糖（0.7公斤）

咖啡,食用油，糖

汽油（40升），洗衣粉

资料来源:由G Such和I. J. Toth以报纸和杂志上的大量资料为基础为本书编辑整理。 

注释:本表描述了 20世纪80年代的配给状况。为简单起见，表中没有说明不同国

家和不同地区每项产品引入配给和取消配给的具体日期。

①“配给”一词在非均衡理论中有更宽泛的含义，见J・- P. Benassy（1982）o过度需求的 

存在必然引发某种程度上的短缺，即供给分配程序。非均衡理论文献将所有这类现象都称为 

“配给”，即使不是行政主导的分配，本书只是在日常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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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汽油是根据发动机的性能在限额内进行配给的。

罗马尼亚在1984年以后实行了严格的能源限制。在城镇里，如果超过规定用量就 

会罚款，供应量到月底前会减下来。

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城市实行了不同的票证制度,很多地区都实行了表中列出 

的食品配给制度。

南斯粒夫不同地区实行了不同的票证制度。例如，塞尔维亚的114个居住区实行了 

80种票证制度。

所有实行票证制度或其他配给形式的领域都存在短缺。进行分配的国 

家机关或其他机构都感到纵向短缺的压力，事先申请所要求的总量（例如, 

住房或度假中心）总是会超过可供分配的数量。同时还会出现横向短缺。 

在配给领域里，使用者获得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免费的或价格极为便宜。至 

于到底是短缺导致官僚协调不可避免,还是官僚协调引发了短缺,我们在后 

面的章节中将分析这一因果关系［12. 3,12.4］。

11.4 短缺与剩余

前面三部分主要讨论了短缺现象。现在我们开始考察与短缺相对的一 

面:剩余。①

在单个购买/出售交易中，短缺和剩余是不相容的。购买者在走进商店 

的时候有某种特定需求。与此同时，商店也有一定的存货。如果顾客买到 

了他/她想要的商品,而且这是商店里的最后一份存货，那么在交易完成之 

后既不存在短缺，也不存在剩余。但在其他两种情况下,这两种现象是互不 

兼容的:顾客买不到他/她想要的商品（短缺），或者商店里有商品存货（剩

①这里又出现了与10.1部分类似的术语问题。在《短缺经济学》（1980）一书中，我用 

11萧条”来对应短缺，即使在匈牙利版中，我也使用了这个英文词（slack）,目的也是为了避免使 

用“储备”和“过度“。但无论是在英语还是在匈牙利语中，“萧条”都不是短缺最好的反义词。

使用英语写作的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词汇也并非标准用法，但一般都把"剰余"作为短缺的 

反义词。尽管“萧条”也很容易理解，但在英语中不太常用，而且最好在另外的背景下使用。考 

虑到上述原因，这里我还是选择了剩余。在使用"储备”和"过度"时，一般都带有褒义或贬义的 

意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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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此，在微观层次上短缺和剩余不可能同时出现。

如果是进行总量分析的话（例如某些产品，某些购买者，某些销售者，或 

者考虑到更长时期），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总和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短 

缺（购买者的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剩余（某些销售者有卖不出去的产品） 

共存的现象。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种短缺经济，但它同样会出现剩余现象。事实 

上,某些体制特征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剩余。

对获得商品的预期不确定，购买者肯定会进行囤积。①企业、非企业机 

构和家庭都有很强的囤积倾向。购买者往往是只要一有货，就到商店里购 

买（如果有钱的话），而不是在需要购买的时候才到商店里买。企业会有大 

量的投入品存货，生产者还会储备劳动力，因为这些都非常短缺，而且会形 

成瓶颈。

另外一个导致下属单位囤积储备并向上级分配部门隐瞒情况的原因是 

编制计划中的讨价还价［7.5］。

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合谋对需求调整十分不利（这个问题下一章再进行 

详细谈论）。生产调整中的摩擦将导致存货剩余（无法出售，甚至不能强加 

给备受短缺折磨的购买者）。

有必要分别考察和衡量这两种现象。那些遭遇特定产品、服务和资源 

短缺的人虽然不会因为已经知道哪里有剩余,就可以从未完全利用的能力 

和大量存货中受益,但是由于体制的惰性、内部摩擦和极度的不灵活，致使 

一方面的剩余根本无法及时抵消另一方面的短缺。②

短缺发生的频率以及严重程度往往与剩余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部分现象很容易在类似于贝弗里奇曲线的数据中找到［如表10. 

2］o下面举一个例子，一位顾客在寻找某种特定商品，每家商店的存货变化

① 已经有不少数学模型分析了引发囤积的原因。见S. M. Goldfeld和R. E. Quandt 

（1990a, 1990b） J. Komai 和 J. W. Weibull（ 1983）、以及 R. E. Quandt（1986） 0

②许多经济分析都使用了宏观层面上的“净过度需求”这个概念。换句话说，也就是过 

度总需求减去过度总供给。可以用这一差额来衡量体制的适应能力，即在该体制中，个别的过 

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是否能够很快相互抵消。但这种“净抵消”的计算方式无法揭示出摩擦很强 

的体制在适应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关于短缺和剩余的总量和非总量衡量问题可进一步参见 

G. Roland（19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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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他/她需要去的商店就越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空置房屋在面积、质 

量和环境方面的变化越大，寻找房子的人越有可能更快找到合适的住房。 

可供给存货的变化与短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① 

在所有经济体制下,总会出现短缺(或多或少)与剩余(或多或少)并存的现 

象，这是因为生产与消费、需求与供给在相互调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 

在摩擦。只有一个具有完美适应能力的体制才能够无摩擦地运行,换句话 

说,也就没有任何短缺或剩余。而大规模的摩擦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独有的 

体制特征,普遍存在短缺而且情况严重，同时又有大量剩余，原因是无法将 

剩余很好地动员起来提供给购买者或产品使用者，只得闲置。

11.5 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

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买方每天都会感到自己受制于卖方。下面我们将 

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买方与卖方之间这种不平等的非对称关系。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机制一词 

描述的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特征，而非货币行为。表11.6列出了这两 

种机制的主要特征。表格和相关的评论主要是为了解释这两个概念，完全 

可以根据前文的判断做出如下描述[IL 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具有明显的 

卖方市场特征，而资本主义体制，即使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内运行的领 

域,仍然是一个买方市场。②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实例来考察卖方市场,通过资 

本体制及其不完全竞争领域来考察买方市场。为了对两种机制进行较为全面 

的比较分析，部分内容可能会与U. 1-11.4部分中的有关描述有重复之处。

① 关于这种关系的数学模型，可参见J. W. WeibuU( 1983,1984),

②在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中，买方和卖方是绝对对称平等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占 

据支配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某些领域内，其实际运行也基本接近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 

例如谷物市场，那里有大量的买者和卖者在交易市场上进行买卖。

E. Domar(1989)和T. Scitovsky( [ 1951 ] 1971,1985 )的研究表明，尽管资本主义体制存在 

各种形式的不完全竞争，但买方市场机制还是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市场形式在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在第12.1部分进行因果分析时，还将谈到这个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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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L 6买方和卖方市场的主要特征

主要特征

买方市场 卖方市场

买方的状况 卖方的状况

与行为 与行为

买方的状况 卖方的状况

与行为 与行为

1.信息活动 主要在卖方 主要在买方

2.调整 主要在卖方 主要在买方

3.力争取得 主要在卖方 主要在买方

优势

4.不确定 主要由卖方 主要由买方

性的后果 承担 承担

5.相对力量 买方支配 买方支配

表1L 6将可能会有部分重合的各种现象，单独列出进行描述，这样有助 

于看清每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L信息。买方和卖方达成交易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信息活动。在买方 

市场上，信息活动主要由卖方来承担，他们要做广告或者派出销售人员向买 

方提供信息。当然,买方也可以从事信息活动。在买方市场上，即使是极为 

接近的替代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也会激励购买者去寻找并发现最佳的价格一 

质量组合（最优性价比）。

在卖方市场上，信息活动主要由买方承担，他/她必须获得信息。在经典 

社会主义经济中，几乎没有广告。当企业作为买方时，它可能会派出代表到卖 

方那里了解信息。买方通常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和发现合意的产品。

2 .调整。在买方市场上，卖方要尽最大努力去发现买方到底需要什么 ， 

然后根据这一信息调整自己的行动。卖方存货的目的是因为他/她预期这 

些产品会有需求。卖方在争取订单的时候，他/她会十分谨慎小心。

而在卖方市场上,买方要根据卖方的情况进行调整。强制替代、搜寻、 

推迟、根据供给状况调整购买意愿或者为此彻底放弃购买，这些都是短缺所 

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强制性调整。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卖方绝对统治着买方。 

在某种程度上，卖方也要考虑可能的需求状况。

3 .买方和卖方都在力争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在买方市场上，卖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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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行激烈的竞争去博得买方的青睐和信心,最后希望买方能购买自己的 

产品。因此，完全可以将买方市场称为卖方竞争。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水平的形成是一个非人格化的过程，买方和卖 

方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他们都要按照市场价格买卖。现实中,只有一些高度标 

准化商品市场才会这样运行,即商品的所有特性都非常清楚（例如前面提到过 

的谷物市场）。一旦价格和质量确定，买方和卖方就只需要做出一个决策:决 

定他们想要购买或卖出的数量。当然，他们也可能决定不买或不卖。

在非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存在非标准化的差别商品，情况就会完全 

不同。所有差别商品和服务的卖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垄断者”，不管 

是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否相同，以及买卖的时间和地点是否一样，这都会将 

不同的卖者相互区分开来。价格不再是外生的,卖方是价格的制定者。①

如果卖方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与其竞争者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 

商品，那么他/她就能够赢得买方的青睐。此外，卖方还可以进行非价格竞 

争。他们可以通过更有说服力的广告、雇佣更精明的销售人员以及更准确 

的掌握购买者需求（即不断重复第1点和第2点中的行动）来赢得购买者。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办法，卖方会尽力对买方更加友善,为他们提供比竞争对 

手更多更好的特殊服务，如将商品认真包装并更具吸引力，直接运到顾客手 

中，提前供货，或者提供更便捷的支付方式或各种信贷便利。最为重要的 

是，卖方将不断向顾客兜售质量更好的新产品。赢得客户最有效的武器就 

是提高质量和产品创新。②

卖方在争取顾客的活动中既有正面手段，也有不好的做法:如利用误导 

性广告，产品的表面更新以及虚假创新来操纵顾客。所有的社会都存在腐 

败和贿赂。在买方市场上，卖方常常企图贿赂买方。

在卖方市场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这里是买方相互竞争，要去赢 

得卖方，更准确地说，是想让卖方把东西卖给自己。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买 

方要努力获得信息，而且要做出强制性调整。在卖方市场上，上面所描述的

① Tibor Scitovsky首先区分了价格接受者和价格制定者。本部分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很多 

都来自 Tibor Scitovsky 和 E. Domar 的著作。

② 我和J. W. Weibull（1983）有一篇合作文章探讨了产品质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

M. L. Weitzman（1987）采用模型分析了卖方在两种不同市场情况下争取顾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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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行为特征被完全颠倒过来。卖方对买方的态度非常冷淡，而买方则要 

竭力讨好卖方。贿赂的方向也正好相反:在零售交易中，买方要私下里给卖 

方人员一定的“好处”才能买到商品。企业要雇佣“关系人”，他/她负责利用 

个人关系,通过各种方式（也可能要进行贿赂）为企业弄到投入品。商品的 

选择范围很窄，包装也极为粗糙,购买者必须自己想办法运货。生产者或销 

售方会长时间拖延定单配额，而且常常不按时供货。一般来说，几乎没有信 

贷销售方式。①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由于缺乏竞争，生产者或销售方没有任 

何动力去提高质量或进行产品创新。

4 .不确定性。经济活动总是面临着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卖方能够确切 

了解其他卖方或买方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同样，也没有一个买方能够清 

楚获悉其他买方或卖方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这些问题除了主要与第1 

点中所提到的信息活动有关，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储备是一个好的选择。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不 

同之处恰恰在于根据谁的情况来进行储备。在买方市场上，主要是卖方要 

进行储备。生产者或销售方要根据交易的技术特征来决定一般需要有多少 

存货。交易的技术特征决定了生产或供货定单通常有一个固定数量，买方 

都具有相应的储备能力。只有具备了存货和储备能力，卖方才能够根据买 

方的要求迅速进行调整。如果可能的话,他/她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顾客失 

望或得不到满足，除非顾客选择了其他卖方供货。

但在卖方市场上,很少会出现产品的存货累积，购买者很快就会将产品 

抢购一空，除非是那些毫无用处的产品存货。生产者没有真正的储备能力 ， 

上级机构严格的生产要求限制了生产者储备能力。即使生产者在制定计划 

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部分储备能力，它也不会为了购买 

者的缘故来使用剩余储备，因此，生产者并不在乎是否能动员起储备能力。

短缺和供给的不确定导致购买者囤积了大量投入品存货［11.4］。购买 

者往往自行弥补生产者所缺乏的储备动员能力，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会 

自己生产投入品。家庭也因此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以及自己动手、“丰衣足

①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买方要向卖方提供信贷。例如匈牙利在1989年之前，等候买 

车的人要提前支付一半的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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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现象。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很多企业都具有很髙的纵向整合生产 

能力，①这也是短缺综合症的表现之一。一家工程机械厂会尽可能地自己生 

产所需要的零件，建自己的铸造厂，甚至修建自己的职工住房，因为它不相 

信其他企业能够提供零部件或铸件，或者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上述论证为表11.7关于存货的国际比较提供了解释。表中资料清楚地 

表明买方市场的投入品存货相对较低，而产出存货比例相对较高。在那些 

具有卖方市场特征的国家里，这两个比例正好相反。表中的数量指标相当 

稳定,很少随着经济中货币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可以从统计上区分 

这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换句话说，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区别长期存在。

表11. 7投入品和产出存货比例：国际比较

国别
制造业中平均投入品存货 

与平均产出存货之比,1981 -1985年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5.07

捷克斯洛伐克 3.07

匈牙利 6.10

波兰 4.49

苏联 3.16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1.06

澳大利亚 1.36

加拿大 0.92

芬兰 1.92

挪威 1.10

葡萄牙 1.66

瑞典 0.81

英国 1.02

美国 1.02

资料来源：由A. Chikan为本书编辑整理。

①这里的"整合”一词与第5章中涉及上下级关系的整合不是同一个意思，而是产业组 

织文献中的定义，即指生产过程中连续的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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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活动中，总会有一些人（或组织）因不确定性而遭受损失，即使他 

们进行了大量的信息活动并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存货，也无法避免损失。在 

买方市场上，这些损失主要发生在卖方那里。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有些卖 

方由于技术落后或预测错误（运气不佳），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甚至会陷入 

破产境地。而买方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而在卖方市场上，不确定性导致的所有后果都要由买方来承担。如果 

他们对情况判断失误或者运气不佳（或两者都有），那么就会买不到任何东 

西,或是被迫做出更多的强制性调整。卖方则什么都不用担心，在他们看 

来，所有的产品都能卖出去，如果遇到任何困难，政府的父爱主义和预算软 

约束也会帮他们度过任何难关。

5 .相对力量。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机制的主要特征进行总结。谁更 

强大？谁拥有支配另一方的权力？谁可以强迫另一方做他/她自己不情愿 

做的事？卖方在卖方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买方在买方市场上处于支配地 

位，这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状态。相对力量是一个连续的频谱。①即使我 

们无法在某一点上准确衡量，但还是可以说卖方比买方享有较多的、中等的 

和很强的力量优势，反之亦然。就短缺现象而言,卖方比买方强，还是比买 

方弱？买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卖方？这些都取决于短缺的频率、范围和 

严重程度。

就某个特定的国家来说，相对力量会因为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部门而 

有所变化。1978年至1980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卖方力量相对下降，而 

在波兰，卖方力量则相对增强。在这两个国家里，国有住房部门的卖方力量 

明显要强于服装市场的卖方力量。这里所进行的讨论并不是想分析短期变 

化和部门差异。表11.6正是比较了这两种机制的长期本质特征。

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马克思曾借用古希 

腊戏剧人物所使用的面具来做比喻，其中既有悲剧面具，也有喜剧面具，既

①许多研究者都使用了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清楚阐释消费者主权， 

那么它意味着所有权力都属于消费者，这是一种极端状态。现实中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即使 

购买者享有很大的优势,依然有权力分配问题，卖方还是拥有某些凌驾于买方的权力。最好是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它更多地意味着在某种市场条件下，与卖方相 

比，买方占据着支配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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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雄的面具，也有坏人的面具。隐藏在面具背后的人所表达的东西是非 

物质的，演员通过面具来扮演戏剧中的角色。社会关系具有面具的特征，没 

有人会认为买方市场上的卖方是慈善家,或者说他/她在卖方市场上就是恶 

人。现实生活所处的环境、人们自己的利益和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卖方在买 

方市场上对买方采取友善的态度，还是在卖方市场上对买方毫不在乎。同 

样一个人，当他/她扮演卖方角色的时候，他/她可能会非常冷淡地对待买 

方;但当他/她处于买方地位时，他/她也会被卖方的冷淡所激怒。正是由买 

方与卖方之间的权力分配所决定的社会关系最终决定了一方处于优势，而 

另一方则会受到伤害。

这里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点学术用语上的解释。在详细的因果关系分析 

后,文中会有讨论，但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大规模的持续短缺与 

官僚协调占据支配地位紧密相连。在其他经济体制下（或某些经济领域）， 

只要市场协调机制不受制于官僚影响,那么就根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持续 

性短缺，这也间接证明了上述因果判断。事实上,虽然用“卖方市场”来描述 

一种基本（或完全）不具备市场特征的协调形式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 

我还是用了这个词，毕竟在其他研究文献中这是最常用的一种说法。①

11.6正常短缺与正常剩余

在描述任何体制时，我们首先都要清楚该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 

那里运行的市场机制是什么。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个规律性特征就是，卖方 

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那是一个短缺经济。

① 在这里加一些个人的注释。我在《反均衡》（1971）一书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 11.2部 

分所定义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之间的不同之处，并对它们的不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 

究。在那本书里我试图进行术语创造，把买才市场称为"压力"，而把卖方市场称为"抽吸"。这 

两个说法也是带有比喻的含义：产品在一个管道系统中流动，一方面产品在卖方的压力下被推 

向买方，另一方面产品在买方的抽吸下被推向卖方。

采用这两个术语的优点是避免了"市场"一词，因为市场这种说法会令人误解。但我必须 

指出，"压力一抽吸”这一对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尽管这两个术语能够更清楚地说明问 

题（至少我本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没有必要很固执地坚持使用这两个词，毕竞它们没有成为经 

济学家们的自然用语。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仍然在这里使用了“市场机制"、“买方市场”和“卖 

方市场”等词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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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短缺经济的特征，但在 

不同国家，以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短缺的程度和卖方相 

对于买方所具有的优势大小都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还是能 

够观察到其中的变化和不同之处的。

如果能够引入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概念，那么就会使分析更加容易 

一些。①这种分类并不能广泛运用于各种情形,只有在较长时期内观察到某 

个处于短缺和剩余状态的国家出现暂时的稳定时，才能够使用这种分类方 

法进行分析。可以这样理解，在对国家A进行跨期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在 

很长时期内，消费者通常要平均等待8年后才能租到一套公有住房，平均等 

待6年才能买到一辆汽车。尽管在8年和6年的平均期内可以观察到不同 

的季度变化,但这些变化偏离平均水平的幅度都不是很大:总有人在等待, 

排队的最长时间一般也都不会超过平均年限。而在国家B,就长期而言，人 

们通常平均等待3年就可以获得国有住房，等2年就可以买到汽车。这两个 

国家都是短缺经济,住房和汽车部门也都是卖方市场。国家A和国家B之 

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A国的正常短缺要比B国的正常短缺严重得多。当 

然，排队时间的长短只是一个例子。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指标的正常值进行 

类似的分析，例如利用强制替代的比率，购买到商品前要去多少家商店，或 

者被拒绝的定单与被接受的定单的比例。

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数字特征（也可以通称为正常状态，或者用更动 

态的表达方式、正常路径）不可能永远成立。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 

部,外部和内部政治情况的变化或者社会内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变化 

都会导致出现新的正常状态。这种变化可能源自和平时期向战争时期的过 

渡或是相反;也可能是因为政策的改变，如高速增长转向稳步增长，等等。

但经典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而且始终处于 

短缺经济状态。即使如此，仍然有必要建立不同历史状况下的正常短缺和 

正常剩余的标准指标。此外，还应该加以考察的是: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 

时期内各种短缺和剩余指标是如何围绕正常值上下波动的（年度波动和季 

度波动）。由于经典社会主义的特有机制，尽管存在上述波动，但短缺和剩

①我和J.W. Weibull（1978）介绍过正常短缺的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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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仍然会被不断拉近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指标。在下一章进行因果关系分 

析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机制。

我们无法进行上述波动的国际比较研究。如果能够对短缺和剩余现象 

进行有规律地观测、衡量并及时公布结构，那么将是一项非常有建设意义的 

研究，可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过这样的工作 ，这就相当于资本主义国 

家不公开涉及到它们的体制问题数据（即失业数据）。官方统计机构不能借 

口说难度很大、不好衡量,就不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一直有很多公开可 

用的指标可以用来全面分析短缺和剩余现象、强制调整过程以及买方与卖 

方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特征。①本章和下一章都列出了部分关于短缺的零散 

资料，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例子也说明完全可以观察和衡量短缺现象。②

短缺和剩余都会带来损失,我们在12.11部分还会对此进行分析，但它 

们已经成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将它们 

称为正常短缺和正常剩余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对商品供给短 

缺和排队等候习以为常，无论是家庭主妇、企业投入品采购部门，还是车间 

领班、普通工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并把短缺经济作为 

了一种正常状态。③

正常状态是与均衡有关的一个概念。所谓均衡,有好几层含义,在此我 

们需要做一些概念上的梳理工作。从广义上看，均衡是指某一动态系统的 

稳定状态。在动态系统和自然科学的数学模型理论中，只有这样理解均衡 

概念，才能将它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均衡是一个与价值判断无关的概念： 

没有人会认为化学系统中的稳定状态是“好”的，多数经济学家也都是在这 

个意义上使用均衡概念。因此，当一个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时，是指它偏离 

了自己的均衡状态,即典型的稳定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宏观经

①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方法将各种局部指标归纳成为综合性指标用以说明不同阶段的短 

缺、剩余和强制调整现象，这无论对理论分析还是对经济管理都是十分必要的。

②对剩余的衡量也并不困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实践中已经设计出了衡量失业和 

使用能力的方法，在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后，完全可以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现象的分析。

③匈牙利社会学家J. Kened“ 1981）在他那本在地下传播、后来又译为英文的著作中对 

某个私人建筑工程做了生动讽刺的描述：寻找材料和技术工人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而且都 

变成了只有进行贿赂才能完成的事。这本书以平实的手法形象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 

民是如何被迫去适应短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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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使用了“失业均衡”，这是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稳定状态,如果被 

打破,体制内会有某种机制促使它重新回到稳定的失业状态。同理,我们也 

可以说短缺均衡是正常短缺的同义词。①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是在狭义上使用均衡这一概念，主要指供需相等时 

的合意状态。在理论著作中，人们在这种特殊均衡之前加了一个形容词：瓦 

尔拉斯均衡。当然,从这个狭义层面来看，短缺经济并不是一种均衡，更准 

确地说，只有在特定时期和经济中的特定领域会出现特定的总量均衡，即 

11.2部分里所定义的强制调整均衡。但在这种均衡状态中，仍然伴随着各 

种供求不平衡以及造成巨大损失的诸多短缺现象（见H 1 -H 5部分）。②

117公开的、宣布的和隐性的通货膨胀

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我们留在下一章进行讨论。这里的任务是 

要阐明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几个概念，然后做一些判断。

通货膨胀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现象，任何体制都会发生通货 

膨胀。它通常与大量产品（不是少数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以及整体价格水 

平有关。物价上涨压力的直接来源包括需求过度、产品和服务成本的提高 

或者两者的结合。需求和成本的影响通常密切相关。

如果市场均衡通过一次性的价格上升而即刻调整到位,那就不能将之 

称为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初的价格上涨压力不断 

循环复制,才导致了通货膨胀。

如果价格水平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稳步上升，那么就可以称为公

①E. Malinvaud（ 1977）曾在这种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了凯恩斯失业均衡与古典失业均 

衡。J. E. Stiglitz和A. Weiss（1981）研究了信贷配给均衡和过度需求均衡。

②可以说非均衡学派使用计量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论证思路的重要结论是一致的 

（即使没有采用他们的学术用语）。（见本书第216页注释①中该学派的有关著作）。如果利用 

他们的分析工具，他们也能够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短期（年度）状态是如何围绕自己的正常稳 

定状态（即短缺均衡）上下波动的。例如,如果真去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品市场，就会发现 

那里存在强制调整均衡（按照11.2部分给出的定义）。

在早期著作中，我就曾反对利用非均衡学派的宏观计量研究成果和相关术语来阐释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期波动解释为一般性的 

"过度需求”或“过度供给”都犯了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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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通货膨胀。如果利用行政价格控制（以及工资控制）致使价格水平（以 

及名义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减弱，或者基本阻止了价格上涨趋势,那就是 

压制型通货膨胀。①

表11.8和表11.9包含了部分国家的官方价格统计数据（至于是否可靠 

我们稍后还会讨论）。即使从苏联的官方统计数字来看，那里也长期以来一 

直存在着严重的显性通货膨胀。尽管对价格和工资进行了极为严格的中央 

控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仍然无法保证价格水平的绝对稳定。

当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之后，许多社会主 

义国家都成功地稳定了价格水平，至少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价格十分稳 

定。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常常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与许 

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表11.8苏联的官方价格指数:长期时间序列

时期
官方零售价格的年 

平均变化（百分比）

1928 -1937 20.5

1938 -1940 5.9

1941 -1947 18.1

1948 -1957 -8.2

1958 -1976（原文如此） 0.0

1971 -1975 -0.1

1976 -1980 0.6

1981 -1985 1.0

1986 -1989 2.1

资料来源：1928 - 1975： D. M. Nuti（ 1986a,第 42T4 页）。1976 年以后：联合国 

（1990 a,第 136 页）。

①关于通货膨胀的概念阐释和压制型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可参见B. Hansen（ 1951 ）0

D. M. Nuti（1986a）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以及相关的术语使用问题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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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U.9通货膨胀率:国际比较

国别
消费品价格年平均变化

1960 -1980（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4.05

捷克斯洛伐克 2.79

东德 1.21

匈牙利 3.70

波兰 4.97

苏联 2.30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4.70

芬兰 8.06

希腊 7.82

西德 3.95

爱尔兰 9.24

意大利 9.08

葡萄牙 10.05

资料来源:F. L. Pryor資985,第123页）。

但这些官方统计资料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任何国家在衡量价格水 

平时都会遇到很多方法上的问题。在一个政治自由和学术自主的国家里, 

官方数据有任何偏差都会受到独立专家人士或特定社会阶层专业代表（如 

为工会工作的研究人员）的质疑。这与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中央统计办公室完全垄断了价格统计数据，几乎不可能对它进 

行公开的批评。此外，负责经济运行的机构和人员也有极力隐瞒和否认存 

在通货膨胀强烈的动机。如果价格稳定一直被宣传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 

利，那么承认价格水平的上涨就会使体制的舆论宣传自相矛盾。与此同时, 

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将高增长率视为其巨大成就之一。如果使用较高的通货 

紧缩指数按不变价格来计算生产总量，那么按当前价格衡量的产出增长率 

就会降低,换句话说,承认价格上涨将不利于体制的自我标榜。社会主义国 

家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扭曲官方统计资料。这种隐瞒（或扭曲）价格（上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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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的现象被称为隐性通货膨胀。

不应将隐性通货膨胀与压制型通货膨胀相互混淆。压制型通货膨胀意 

味着尽管存在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价格并没有上升；而隐性通货膨胀是指价 

格已经上涨了，但官方统计数据故意隐瞒了价格的上升。在这一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公开的通货膨胀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官方统计资料中公布出来的 

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①

如果深入幕后，研究者肯定会发现当局对总量指针和总体价格数据的 

有意扭曲。扭曲数据是一定存在的，尽管没有很确凿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 

的扭曲现象。价格指数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 

由中央当局随意捏造的地步。四个方面是对比现象的说明：

1 .中央的价格指数依赖于下级的报告以及生产企业和贸易企业的汇 

报。由于每份报告在上报过程都要经过好几层官僚机构，每一级在向上传 

递报告的时候都会意识到,如果将价格上涨的情况真实反映上去,很可能对 

他们自己不利，于是，各级机构都想抹平过髙的价格增长数字。②这样，在中 

央统计部门进行资料汇总之前,很多数字就已经被扭曲了。

2 .企业常常暗中提高价格［8. 4,8. 6］。尽管利润对企业而言基本无关 

生死，哪怕出现了严重亏损，企业也不会陷入绝境，但企业还是会选择通过 

涨价的办法避免亏损，因为这总比请求上级组织出手援助要好过得多。

如果企业要提髙成本，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选择不去争取官方的认可, 

然后提高行政管制价格。它们认为，更容易的办法是将产品稍做改进，这样 

就有了可以适用新价格的“新产品”。在新价格的计算过程中，企业事先就 

会把提高的成本包括在内，当确定新的行政管制价格时，自然也就得到了官

①把隐性通货膨胀作为公开通货膨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鉴于 

这一用法已经被普遍接受，我们也就接受了。

如果我们不把所谓"公开"一词理解为对真实情况的准确表达，那么也就可以解决概念上 

的混淆问题。价格的决定过程始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没有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价格 

的上涨。

②当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低于5%时，匈牙利研究者M. Petschning(1985)在对地方实 

际做法进行了仔细观察之后，记录下了以下情况：中层统计机构认可了所有价格上涨低于5% 

的报告，但同时要求下属部门对所有高于5%的价格上涨做出解释。这显然给上报部门施加了 

压力，最好不要把超出标准的数据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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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认可。价格部门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但它们的动机（想要表明价格是 

“稳定”的）与企业的目的殊途同归，这样，价格部门也就心知肚明地默认了 

企业的行为。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企业自身也愿意暗中提髙价格，因为这样它们就 

可以更轻松地完成按当前价格计算的产出计划。

3 .在编撰价格指数时要遵循统计上的可比性原则。在进行两年价格的 

比较时，人们肯定会关注相同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价格上有什么变化。一 

般而言，这一严格的可比性标准只适用于标准产品的比较，而对于那些差异 

产品而言则不能适用，因为差异产品的质量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如果没有行政性价格管制,而且市场机制能够充分起作用的话，那么标 

准产品和差异产品的价格运动之间就会有密切的相关性。如果这两类产品 

的价格可以自由变动，那么标准产品的价格就不可能始终低于差异产品的 

价格，因为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将没有人生产标准产品。因此，就长期而 

言,价格指数不同组成部分在计算上不会出现扭曲现象，即使全部生产都由 

标准产品组成也是如此。

如果当一个体制的生产和价格处于官僚协调之下 ，那么情况就会完全 

不同。价格当局有权制定标准产品的真实行政管制价格，而且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可以强制执行这种价格。于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差异产品的价格 

只能被确定伪行政价格。价格当局无法完全控制差异产品的价格，隐蔽性 

价格上涨就变得非常普遍。这样，标准产品和差异产品的价格就会严重脱 

离,实际上，后者的价格上涨往往会大大快于前者的价格上涨。

如果仅仅用标准产品来代表全部的价格水平变动（为了迁就可比性原 

则），那么价格指数就会由于编制方法而被严重低估。①

技术进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提髙差异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例。这一 

比例越髙，伪行政价格的应用范围就越广,价格指数的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

4 .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非正规私人部门。官方的价格指 

数中并不包括非正规私人部门的价格变化，然而灰色市场和黑市的价格上

①即使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完全相同的产品组合（满足可比性 

原则并主要包括标准产品）去编制价格指数，那么前者也不会出现很大偏差，而后者肯定会受 

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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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能够最清楚地反映出国有和合作社部门产品和服务的短缺状况。一个真 

正全面的价格体系应该是对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真实产量比例进行加权后计 

算出的平均价格水平。官方价格指数因此会出现严重扭曲，扭曲的程度取 

决于非正规部门产品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产 

品的价格差异。

表U. 10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指数:替代估算

国家及年份
年平均价格变化（百分比）

官方 Alton Culbertson - Amacher

保加利亚

1963 -1970 1.1 — 3.4
1971 -1975 0.2 3.0 —
1976 -1978 0.5 3.2 —

捷克斯洛伐克

1963 -1970 1.2 — 5.0
1971 -1975 0.1 2.2 —
1976 -1978 0.9 1.6 —

东德

1963 -1970 0.0 — 3.4
1971 -1975 -0.3 0.7 —

1976 -1978 0.0 1.3 —
匈牙利

1963 -1970 0.9 — 4.1
1971 -1975 2.9 4.1 —
1976 -1978 4.3 4.4 -

波兰

1963 -1970 1.2 — 5.5
1971 -1975 2.5 5.7 —
1976 -1978 5.9 8.0 —

罗马尼亚

1963 -1970 0.4 — 6.3
1971 -1975 0.5 — —

1976 -1978 0.7 — —
苏联

1963 -1970 0.1 — 8.6

资料来源:D. M. Nuti（1986a,第50,52页）引自：1963 -1970,第1列和第3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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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ulbertson 和 R. C. Amacher（ 1972） ; 1971—1975 和 1976—1978,第 1 列和第 2 列：T. 

P. Alton 等（1979）。

注释:尽管表11.9和表11.10的时期分段有所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还是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表11.10中的官方数据要低于表11.9中的资料。西方研究者往往使用 

不同的官方统计资料进行分析。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努力，试图消除上述扭曲因素所产生的影 

响,并且利用其他方法进行替代估算。表11.10中的两个例子清楚地揭示了 

官方统计存在着严重扭曲。当然，西方经济学家所做出的努力并不能替代 

有意识的内部统计审查，因为只有从特定国家之内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全部  

数据。

由于没有完全可靠的数据，因此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下面提出的观 

点可以看作未来的研究计划: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控制机制有可能让价格 

抵抗住通货膨胀压力，至少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每个国家在所有 

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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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和通货膨胀构成一组相互关 

联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很难用单一的原因加以解 

释。正如对大多数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一样,对这个 

问题也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因果分析。

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为什么会出现短缺和通货膨 

胀，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 

短缺和通货膨胀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争论的焦点是 

每一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程度。换 

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是否有一些因素是主要原因，有一些 

是次要原因，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链条？

本章试图对争论中所提出的因果关系做一个综合性的解 

释，①其中不仅包括微观层面上的因果关系，而且包括宏观层 

面上的因果关系。12.1至12.4部分涉及到微观层面,12.5至 

12.9部分主要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12. 10部分是简短的总 

结。

大部分研究文献一般都是从分析消费者市场以及家庭所 

经历的短缺现象幵始的，有时候也仅限于对这些领域的考察。 

这里的研究出发点是生产企业和管理生产活动的官僚机构的 

行为特征。消费者市场和家庭将会在稍后阶段才纳入我们的 

分析。

① 本章也将对第11章注释①中提出的所有保留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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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企业行为：短期决策

有必要将在11.5部分开始的原型比较继续下去:一个是在非完全竞争 

框架内运行的一家资本主义私人企业，①一个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 

企业。为简单起见,下文中将把前者称为一家竞争性私人企业，后者称为一 

家经典国有企业。表12.1列出了两者的主要区别（利益动机和行为特征）， 

随后会有详细的评论。我们将主要从产权形式的不同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差 

异。

首先讨论企业对供给的短期控制以及相应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然后是 

企业对需求的短期控制，下一部分将研究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

表中第1行介绍了两类企业的利益动机。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 

不能下结论说，竞争性私人企业的决策者只有利润动机，而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下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除了想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外别无他求，或者说得 

到上级认可的唯一办法就是严格执行指令[7.4]。这里最好避免使用“最大 

化” 一词。按照本部分的论证思路，我们并不想告诉读者在进行决策者动机 

分析时，什么是最合适的模型。但可以肯定的是，表中所列出的目标都对企 

业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第2行清楚地表明了竞争性私人企业面对着很多竞争对手。它的周围 

有无数竞争企业生产和出售近似的替代品，而且随时可能出现新的竞争者。 

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没有丝毫竞争威胁，官僚机构独自决定 

了每个部门由哪些企业构成以及相应的部门“轮廓”（业务方向）。

① 非完全竞争理论的先驱者是 E. H. Chamberlin] 1933] （1962）和 J. R. Robison（ 1933） o 

在此之后，该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可参见H. R. Varian（1978）对非完全竞争理论研究发展 

现状的一个综述。

该理论区分了非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双寡头竞争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等不同 

的市场形式及其变化形式。在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时，这些区分意义不大，尽管在其 

他相关领域非常重要。

标准的非完全竞争文献很少注意到T. Scitovsky和E. Domar提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 

们两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购买者的非价格竞争,参考文献可见本书第232页注释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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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体制比较:企业的短期行为

主要特征

非完全竞争框架内 

运行的资本主义 

私人企业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的国有企业

1.利益动机 主要是增加利润 主要是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首要 

评价标准:指令完成情况

2.进入和退出 市场决定、自由进人、经 

营失败将导致退出

官僚机构决定着所有的进入和退 

出

3.预算约束 硬 软

4.价格反应 强 弱

5.价格决定 企业决定销售价格。价 

格髙于边际成本

价格当局决定销售价格，但企业也 

能影响价格制定。价格与边际成 

本的关系具有随意性

6.需求信息 企业无法确切掌握需求 企业完全了解需求状况期望想像

生产者一销售者 

假设

状况并不期望有想像中 

的过度需求

销售量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中的需求

销售量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

7-想像的过度供给 希望在既定价格上卖出 

更多（比购买方购买的还 

多）

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并 

具有相应能力

不想在既定价格上（由价格当局 

制定并批准）卖出超过自己生产 

限量的产品数量

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相应的 

能力

8.对投入品的需求 有节制 倾向于用光

至于企业的退出，我们需要同时看一下第2行和第3行所列出的内容。 

对于一家竞争性私人企业而言，是否能够生存将由市场来决定。但经典国 

有企业的生与死都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如果官僚机构认为合适，那么 

它就可以关闭企业，哪怕这家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反之，当官僚机构认为一 

家企业应该继续存在，就根本不会考虑其财务状况是否已经濒临破产。官 

僚机构拥有软化预算约束的全部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强烈的动机去赢得顾客,而这些动 

机都不适用于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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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的这种区别与短缺现象密切相关。一家竞争性企业（不论是 

已经存在的企业,还是潜在的进入者）会根据需求变化迅速灵活地调整其产 

品供给。如果它发现某些需求还没有被满足，那么它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必 

须把握的机会。以前我们在讨论信息问题时，就曾引用过哈耶克的论述来 

说明这一问题。竞争性私人企业对于短缺信息极为敏感，它会利用自己掌 

握的每一个分散信息，迅速扩大生产来填补短缺留下来的任何一点空隙。

经典国有企业及其上级机关缺乏关注信息的动机。①企业没有任何动 

机去主动了解哪里出现了短缺，哪里还有未能满足的需求。-它也不会根据 

买方的情况灵活调整生产供给（迅速增加生产或改变产量）。由于存在既定 

的产出目标，它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多限制。它希望买方能够 

根据卖方的情况调整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

现在让我们转向价格问题（第4行和第5行）。关于相对价格和总体价 

格水平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这里只想谈一个问题:企业与价格的关 

系。其中最关键的是企业对价格（主要是销售价格）的敏感程度。竞争性私 

人企业对价格高度敏感，毕竟它是以“市场为生”。经典国有企业对价格极 

不敏感，虽然价格也并非无足轻重，但是销售价格对它而言，没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国有企业的“衣食父母”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市场。

至于谁决定了价格以及根据什么来决定价格，这个问题在此居于次要 

地位。当然,如果是在对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不同市场形式进行比较研究, 

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体制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价格决定的 

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从一方面看，就严格意义而言,一家垄断企业可以在 

边际成本之上随意定价，而无须担心会失去顾客，甚至不用做任何努力去寻 

找客户。②从另一个极端情况来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和销售者都 

面对着给定的价格，然后生产者根据情况变化来调整产量，它只需确保价格 

与边际成本一致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任何动力去提高产品质量, 

但同时企业也要保证始终不降低质量。只要能够符合质量标准（不论有明

① K. A. Soo（1984）曾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这个特征创造了一个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 

有企业"体制不灵活”。

②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垄断。一般人认为垄断通常都是指处于非完全竞争状 

态中的企业并且有面临着替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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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还是没有明文要求）并按时交货（以及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企业就 

可以以现行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如果连上述条件都无法满足的话,那么它 

就会被挤出市场。①而我们在1L 5部分所讨论的情况，即生产者和销售者 

会努力从实际和潜在竞争对手那里赢得顾客 ，属于非完全竞争状态,它是处 

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中间市场形式。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人能说清楚企业的销售价格与边际成本 

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随意,也不会影响企业行为，因为国有企业 

对价格不敏感。

在第6行中，我们可以发现竞争性私人企业能够大致预测买方的需求状 

况，但无法掌握绝对准确的信息。这种不确定性防止了企业骄傲自大。企 

业在进行生产融资时,不能任意假设存在所谓想像中的过度需求（即买方的 

购买意愿）。因此,企业必须努力让购买者青睐自己的产品，而不会转向其 

竞争对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典国有企业认为需求是确定的。在很多情 

况下，排队购买和定单要求都让企业事先就感到肯定会供不应求。还有很 

多其他形式的短缺信号，因此，企业可以假设一定存在着潜在的想像过度需 

求。既然买方能够消化所有的供给增长，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费心争取客户。

尽管本部分主要在讨论企业及其微观行为，但是这些与需求预期有关 

的局部微观因素（企业能够准确把握自己产品的需求）是与一般性的宏观因 

素（总量需求的形成）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能将因果分析仅仅 

局限于考察微观单位的利益动机和行为特征。

前文在11.2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想像中的过度需求现象，基本可以根 

据类似的解释来理解第7行中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概念。最简单的方法是采 

取提问的形式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向卖方提出这样的问题:假设没 

有需求方面的约束，企业愿意在现行价格下多出售多少产品（比它们实际出 

售的多多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想像中的过度供给。这一数量可能 

会（部分或全部）以未出售存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生产者也可能还根本没

① 这是对完全竞争纯理论状态的描述。如果有销售者能够通过努力将自己和其他销售 

者区别开来（提高质量、提供更好的供货条件,等等），那么就将变成非完全竞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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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出来。对企业而言,只要知道自己有能力生产就已经足够了。因此, 

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是与想像中的过度需求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即想像中的 

过度（生产）能力，如果企业所面对的购买者能够在现行价格条件下消化所 

有产品，企业愿意使用且尚未使用的生产能力。

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这种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过度（生产）能力。下面 

的阐述与非完全竞争理论基本一致。企业在定价时往往会让产品价格髙于 

边际成本，然后假设在这一价格水平下它能够卖出多少产品,最后再根据这 

一数量来确定自己的产量。当然，此时所确定的产量会低于价格与边际成 

本相等时的产量，而两者之间的差额恰好是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过度（生 

产）能力。①许多研究者认为，存在这种过度能力是非完全竞争相对于完全 

竞争的劣势之一。但Scitovsky和Domar研究表明，这不但不是劣势,反而是 

非完全竞争所具有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是促使竞争性企业去努力赢得顾客 

的主要因素之一。

具有过度能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进行灵活调整的原因之一。对购 

买者而言,过度能力就意味着能够满足他/她的需求,而且这种能力的增长 

会不断提髙购买者对卖方的信心。想像中的过度能力是买方想以“退出” 

（赫希曼）来威胁卖方的必要条件。这样，当购买者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不 

满意而转向其竞争者时，其他企业也有能力为这些购买者提供产品或服务。

经典国有企业既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也没有想像中的过度（生产） 

能力。在编制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它可能会隐藏部分生产能力,但即使 

这样做，它也不是为了购买者。甚至在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仍然会 

保留其生产能力。②由于供给问题所引发的瓶颈效应往往与短缺一起出现, 

导致企业其他资源的闲置，无法将这种形式的剩余动员起来满足需求。即 

使有很多因素鼓励企业进行数量扩张[7. 6],但是为了要保留生产能力以及 

各种投入品限制都限定了企业的最髙产出。

由于国有企业没有想像中的过度供给或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它 

们也就没有动力去争取顾客。没有过度能力也使得企业无法灵活调整生

① 见 H. R. Varian（1978,第 95 页）。

②K. A. Soos（ 1984）向人们揭示了这种现象对供给约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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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对于购买者来说,他们也就缺乏信心以“退出”来威胁企业。

关于第6行中想像中的过度供给和想像中的过度（生产）能力会在宏观 

层面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会在后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在讨论了供给方面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企业短期控制在需求 

方面的问题（表中第8行）。从第1、2、3行的动机描述以及第4行所强调的 

价格反应，我们不难看出竞争性私人企业具有强烈的投入品节约意识。由 

于不会受到持续短缺问题的困扰,所以企业通常会购买自己需要的投入品 

数量,实行灵活的存货政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性私人企业对投入品 

的需求是有节制的。

经典国有企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为了获得上级组织的认可以及必须 

执行上级的指令，企业不能随意中断生产，但投入品供应存在的问题和持续 

短缺往往会使企业无法正常完成生产任务。于是，企业只能不断增加投入 

品存货。事实上，只有供给约束是有效的,企业只需获得投入品的管道，它 

在资金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对价格几乎毫不敏 

感，尤其对投入品价格更是如此。因此,企业很难节制自己对投入品的需求 

（当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而且倾向于用光为止。①很难说清楚企业自己 

到底需要多少投资品（自愿需求），因为只要投入品稍有减少，就会出现供给 

约束（或者是官僚机构投入品配给制度所造成的行政性供给约束）。关于经 

典国有企业投入品需求在宏观层面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部分进行讨论。

投资品分配中的“无节制需求”现象更为严重，下一部分将集中研究这 

方面的问题。

12.2 企业行为:长期决策

本部分将继续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私人企业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 

国有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在涉及投资问题时,我们没有必要再将讨论局限 

于非完全竞争领域。为了更清楚地进行理论比较，这里忽略了国家对私人

①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用“无限需求"来说明国有企业的这种情况。鉴于这种说法容 

易引起误解，我在这里使用了“倾向于耗尽或用光"，希望能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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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行为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

扩张冲动和随之而来的投资饥渴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现象, 

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体制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投资决 

策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哪些因素使得决策者有能力而且愿意克制扩张冲 

动？而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并且愿意这样做呢？

前文中我们曾引述过凯恩斯用“动物精神”来形容私人企业家，这种精 

神不断激励着他/她扩大自己的企业。但私人企业家不可能完全被扩张冲 

动所支配，因为私人所有者自己要承担投资决策风险。这一机制同样适用 

于小型家庭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剩余收入属于财产所有人［5. 2］。即使 

投资决策权完全由管理者掌握,但投资成功所获得的收益归所有者，损失也 

将由所有者承担。一个严重的投资失败有可能吞没家庭的全部财产或者让 

投资者的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投资决策及其实施对于经理人的职业 

生涯来说可谓“事关生死”。

决策肯定会有风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决策者要确信具有良好的商 

业前景、未来经济形势看好、（扩张）投资生产的产品会有需求,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产品卖出好价钱，从而获得利润。这些周密细致的投资考虑促使决 

策者必须自我抑制扩张冲动。

投资热情的消涨是经济活动商业周期的函数。经济复苏可能会引发新 

一轮的投资热情高涨，投资项目增多带动了需求上升，由此又导致更多的投 

资项目上马，最后很可能会出现经济“过热”。但在经济过热时期，也会有很 

多因素来遏制投资的进一步扩张：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致使工资不断上升, 

信贷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利率提高，甚至原材料的运输都会出现极度紧张（例 

如也会岀现暂时的短缺）。①这些信号可能足以让经济“冷下来”，当然，也有 

可能使其陷入严重的衰退。无论如何，商业前景不看好、成本不断提高、投 

资效率不高等因素最终会让很多企业家主动约束其投资意愿。

结论很明显:对投资资源的需求是受到约束且长期持续存在的，尽管也 

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投资高潮。

这与经典社会主义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自我约

① 关于资本主义商业周期扩张阶段的情况描述可参见G. H. Moore（ 198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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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机制几乎完全失效［9.1］。因为预算约束是软的，决策者丝毫不用担心投 

资扩张可能造成的财务失败。再加上上级机关同样负有责任，毕竟投资项 

目都是它们批准的,有时甚至是它们强令企业进行投资，这样，企业决策者 

就更无须担心投资风险。不管采用何种财务手段去挽救失败的投资项目， 

最后总会由国家付账，也就是说人人有份，而又无人负责。当发生损失的时 

候,没有一个人的财务或收入会像私人所有者那样受到直接影响。没有人 

在花钱的时候慎之又慎，因为那都是国家的钱——这就是缺少抑制投资冲 

动自我约束机制的真正根源所在。

没有必要担心产品的销售前景:不管生产多少,需求都会根据供给来进 

行调整。持续性短缺决定了生产者根本无需担心销售问题。①“经济过热” 

不会带来任何让人们感到危险的信号。从一方面看，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 

所谓的过热（严重的投资紧张已经变成了体制的常态）；从另一方面看，当局 

会采取行政手段控制工资上涨，而且利率也是由中央制定和进行监管（尽管 

利率对投资决策几乎毫无影响）的。

结论也很明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部门对投资资源的需求始 

终不受制约。越来越多的投资计划会上报给上级部门，然后坐等资金投入。 

对投资信贷的需求总是超过供给，工程、建设项目和设备安装的纵向安排与 

横向需求都超岀了计划当局所能掌握的配置资源数量和生产部门所能供给 

的能力。

12.3 生产管理部门的行为

前两部分已经对竞争性私人企业和经典国有企业进行了对比，这使我 

们更容易进行体制之间的比较。事实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家 

社会主义企业。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企业领导人是负责生产 

的低层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各种讨价还价的决策过程中能够发 

挥重要影响，但大部分重要决策仍然是由官僚体制内更高级别的机构做出

①这里的观点（以及本书所论证的其他一些观点）不符合自我实现的预期原则。对投资 

资源的无限制需求是导致持续性短缺的原因之一，而与此同时，持续性短缺又使得投资项目始 

终无需担心未来的销售问题，这又是造成投资需求几乎不受限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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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前面所描述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国有企业的短期和长期行为特征同 

样适用于官僚体制中的中下级官员。仅举一个方面:从一般趋势来看,官僚 

机构对投资品（特别是投资资源）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当然，这里还需要 

做几点补充。

分配者在计划过程中总是试图向下级单位下达严格的任务，尽量迫使 

它们能够以最少的投入生产出最多的产品［7. 5］。这种想法本身就可能形 

成纵向短缺，因为相对有限的投入品配给总是很难让企业完成产出计划，同 

时也满足不了数量驱动型增长。

决策者位置越髙，就越倾向于使用总量指标。①这又回到了我们再三讨 

论到的信息问题。例如，服装厂的厂长在执行生产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衣服 

的样式、颜色和尺寸。而服装行业的部门主管却只考虑更广义的总量指标: 

应该生产多少男装，多少女装，多少儿童服装。到了轻工业部，他们的脑海 

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整个服装行业对总产出的贡献有多大。企业上级主管部 

门主要按照以总量指标为基础编制的报告来衡量下级企业领导的业绩，部 

门主管没有心思去关心与购买者需求有关的细节问题。“计划一定要完成" 

基本变成了必须实现总量产出指标，甚至可以根本不在乎购买者的需求意 

愿,是多一点绿色的衣服，还是少一点蓝色的产品;是生产更多宽大的裤子, 

还是少生产紧身的裤子，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也是为什么短缺和剩余能够 

同时并存的原因之一。

与安排产出任务一样，官僚化的投入品分配也是以粗糙的总量配额为 

基础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按计划会分配给服装厂各种定量的棉花 

或布料（也根据质量划分为不同等级），但不可能根据专门的101种布料质 

量分类标准进行详细分类，这并不是因为官僚机构忽视了这方面的考虑，而 

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官僚制分配体系没有办法完成现代生产 

所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金字塔式的层层配置任务。粗糙的配给制

① 见 A. Baneijee 和 M. Spagat( 198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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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导致了大量配置错误、短缺和剩余。①

官僚机构不得不常常忙于处理短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这不仅包括负 

责生产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各级党委组织。当一家企业很可 

能因为原材料供应不及时而无法完成生产任务时，企业的党委书记有责任 

去与供应企业的党委书记进行协商，与当地党委联系，甚至要找到中央。这 

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由采购部门低层管理人员做的事却成了社会主义 

国家高层政治领导的日常工作之一。一个个低层官僚往往通过以下方式来 

标榜和显示自己的权力:他们有本事让上门求助的下属单位及时弄到配给 

物资并获得特殊待遇。

还有一种现象最好用相互影响而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一旦出 

现短缺,最关键的是经常让官僚机构来处理（至少是去处理那些最棘手的问 

题）。但这种“救火”式的处理办法，往往会加剧投入一产出品的运输紧张， 

从而使经济中各个环节的短缺状况更为严重。

12.4 相对价格

下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分析价格的作用。首先是考察微观层面的相对 

价格;然后是宏观层面的一般（平均）价格水平以及压制型通货膨胀。

按照本书的分析方法,经济主要被分为两大领域；（1）企业领域,其中生

①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往往把一系列由于配置错误所造成的短缺归结为敌人的颠覆活 

动。这里有必要引用一下对布哈林及其同事的审判记录。当时的总检察官维辛斯基曾这样说 

道:“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有那么丰富多样的产品，而另一方面供给却又常常 

中断，以致这里也缺货，那里东西也不够。这些叛徒们应该对此负责。"Grinko是这样控告另一 

位“叛徒”的：“Zelensky在右派集团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指示下，将大量本来应该运往出现严重 

灾荒地区的物品送到了丰收地区，结果使一些地区的东西束之高阁，而另外一些地区却出现了 

严重的物品短缺。”这实际上意味着出现严重灾荒的地区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设备，而丰收的地 

区虽然有钱，但没有充足的东西可买。这段文字引自R. Conquestí 1968］ （1973,第563、504 

页）。

在另一次审判中，一家食品贸易企业的经理供认，在苏联新宪法颁布时期，一位反革命集 

团的头目曾对反革命分子下达了这样的任务：“故意贬低新宪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 

要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面包店前组织人们排起长队，造成面包供应 

的紧张。”斯大林的亲密盟友莫洛托夫在一篇演讲中引用了这段供词［1937］（1950,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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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和使用者都是企业；（2）消费领域，其中生产者是企业，而使用者是家 

庭。（前者的特征在表8.2的4.4、4.5、5.4和5.5中列出，后者的特征见4. 8 

和 5.8）。

1 .企业领域。企业之间的价格是相当随意和不合理的,几乎没有包含 

任何信息［8.5,8.6］，但这并不是由于短缺和剩余而导致企业不重视相对价 

格。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它们对价格的反应极不敏感。企业的供给和 

需求主要依赖于上级机关的指令和审批以及其他非价格信号。问题的根源 

不在于价格“不好”，而是因为价格不起作用。换句话说，可以有效协调需 

求、供给及价格的市场机制已经被彻底取消，企业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主要由 

官僚协调控制。

2 .消费领域。这一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8.5,8.7,8.8］。家庭的预算 

约束是硬的，而且他们对相对价格非常敏感。许多消费领域的行政性价格 

无法平衡供求关系，而价格的僵化就更难对供求进行调节。随意和不合理 

的相对价格体系是造成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一般性的情况介绍之外，我们还需要详细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国家 

消费价格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免费或以非常低的国家补贴价格向公众 

提供部分消费产品和服务。对大多数处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的国家来 

说，这些产品和服务包括基本食品（面包、糖、油等等）、公共交通、住房、医疗 

卫生、文化和教育。

这项价格政策并不是一时兴起的产物，它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 

识形态，一直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基本承诺” ［4. 3 ］。社会主义 

社会曾郑重承诺至少要满足所有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 

必须以可承受的价格或免费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上述产品和服务。

目标是崇高而又动人的，但随之却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与本章 

的主题具有明显的关系:免费或以低价格供给致使需求无限膨胀，而供给根 

本没有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结果便是产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这是这项 

价格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为满足基本需要而对上述产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职能由市场转给了官 

僚机构:形成了官僚化的分配体系。说明并解释这项政策背后的主要力量 

以及所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崇高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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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遵循分配原则并设计出可以加以实施的价格政策（然后导致短缺），那 

么是不是说，为此官僚机构就必须承担起这项分配任务呢？或者说官僚机 

构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把分配这些基本产品和服务作为它主要的权力工 

具，正如它在取消了市场机制后便立刻就开始实行这一政策。可能的答案 

是:这两种动机结合在了一起。

官僚机构在实行配给的过程中基本遵循以下几个标准：

1 .需要（家庭的规模，健康状况）；

2 .对经济或其他社会成就的承认（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3 .对政治优越性的承认。政治偏好和政治歧视，如以社会阶级划分为 

基础；

4 .官僚等级的位置和声望；

5 .收入和财富状况；

6 .关系，贿赂。

这些标准之间既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有些配给计 

划公开宣布了分配标准，有些则没有。但即使是公开宣布，纸上的规定和实 

际执行的标准往往也存在差异［4.4］。除了官方分配（或官方分配与半合法 

或非法供给混在一起），①仍然会有黑市和灰色市场。

一般认为，制定的相对消费品价格和官僚分配体制不仅仅是针对各种 

社会集团进行（收入）再分配，即什么人能享受社会产品。官僚机构还通过 

这项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公民的消费选择。尽管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 

择权,但是官僚机构和生产者对消费者实行了专制统治。②

这里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层面来分析涉及基本需要的价格政策 

及相应的分配体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分配体制看作未来历史阶 

段的先兆，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奏。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是这样 

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接着论证说,这一分配原则目前只能适用于 

极少数领域（如初等教育），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所适用的领域将不断扩 

展。

① 对分配制度的详细讨论及评价见第13章。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伦理、政治及社会学分析可参见F. Feher, A. Heller和G. Markus 

（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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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原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像，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 

遥远的未来，都不可能实现。当然，某项具体的人类需要是能够得到满足 

的。例如，按照今天的电话技术发展趋势，总有一天人人都有一部电话而且 

可以随意使用。但问题是，人类对电信服务的要求也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不 

断提髙。一旦可以随意使用电话之后，人们又想实现可视通话，在汽车里装 

上电话，用电话来传递文件，通过电话连接计算机,等等。人类经验无可争 

辩地表明，技术进步将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没有穷尽之时。按 

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纯粹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无法为免费分配提供 

任何合理证据。

12.5企业关系中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上一部分从微观角度进行了因果分析，下面我们将讨论宏观层面的问 

题。与上一部分一样,价格依然是这一部分的主题，但关注的重点将从相对 

价格转向总体价格（水平）。主要目标是要回答下列问题:短缺与通货膨胀 

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压制型通货膨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短缺现 

象？

这里也将分别从两个领域来进行讨论,12. 5部分是企业领域，其中生产 

者和使用者都是国有企业或合作社;12.6部分是消费领域，其中企业扮演着 

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角色,而使用者和购买者是家庭。

尽管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想得出宏观层面上的结论 ，但我们必须从微观 

层面开始谈起，将表12.1第8行的有关内容进行进一步地阐述并加以扩展。 

供给对企业的购买意愿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或者是纵向约束（企业没有从上 

级分配机关获得它想要的资源配给数量）,或者是横向约束（生产、储备或分 

配投入品的企业无法充分满足购买企业所需要的投入品需求数量）。供给 

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投资品、建设服务和高技术机械设备进口等领域显得 

特别突出。

企业的资金支付能力不是限制其需求数量的有效因素。不管是生产还 

是投资，现阶段的计划任务都是由上级部门规定的（至少可以说必须进一步 

完成计划），企业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必要的物资投入。投入品没有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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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或供应不足，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但不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无法购买 

投入品。这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和财政制度公开宣布的原则，也是现 

实中的实际做法。如果企业能够通过自己的现金留存或相应的贷款支持购  

入投入品，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足以支付 

企业的购买计划，企业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融资:要求紧急贷款,①推迟 

偿还贷款或推迟应向财政上缴的有关款项，想方设法盘活企业被冻结的专 

项留存资金,等等。

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些做法实际上意味着:企业的货币总需求基本上取 

决于计划任务规定的真实生产活动所产生的融资需求。货币总供给只能被 

动地根据货币需求来进行调整,即放任型的货币政策。②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利息不论是对贷款人还是对借款人都没有什么意 

义。利率既不会对银行或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也无法影响信贷供给或贷 

款需求。

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完全处于附属地位，扮演着被动 

的角色。③让我们设想一下，当企业所得税、利率水平或货币总供给上升或 

下降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上述三个变量的变化会 

自动影响商业活动，例如，导致企业收缩或扩张实际生产活动以及增加或减 

少投资。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变化几乎产生不了 

任何影响。企业的实际生产活动主要受到以下措施的制约：提高或降低生 

产计划，上级机关向企业派出官员下达指示，中央决定新的投资项目。

从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企业部门并没有真正实现“货币化”，那不过 

是表面现象而已。尽管所有生产活动也都以货币形式人账,但企业只是半 

货币化的部门［8.5］。企业部门的半货币化状态（以及被动的财政和货币政 

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造成短缺的重要原因,它使得许多领域的需求都可 

以不受限制地膨胀和扩张。但即便我们把这一点列为短缺的重要原因之 

一,它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其本身还会有所变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

①例如，可参见G. Tanos（1976）o

②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在1971年至1980年间，银行提供的信贷总量的增长规模是生产 

增长的两倍。M. Hmcir（1989,第30页）。

③ 关于货币的被动特征可参见本书第125页的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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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特征不过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部门的财务完全受制于官僚协调 

机制,而且主要是官僚机构的直接控制，而主要以价格和货币为调节手段的 

市场机制丝毫不起作用。

这就引出了压制型通货膨胀问题,但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前面提到 

的货币“悬置”概念［11.2］。所谓货币“悬置”，是指经济中暂时闲置的潜在 

购买力有可能发展成为真实的购买意愿,然后形成有效需求。通常情况下 

也可以理解为货币所有者口袋里（或银行账户中）没有花掉的、不断积累下 

来的存量货币，在任何时候，这些货币都可能转化为市场产品需求。问题是 

经典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并不是享有自主支配权的货币所有者。从一方面 

看,企业如何花钱要受到各种各样的行政制约，而且企业的所有（或部分）存 

量货币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冻结。从另一方面看，企业实际上又拥有签 

发“空白支票”的权力。只要出于“正当”目的，企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因 

为它知道背后还有国家这个最后的“买单者”。从这个意义说，在企业领域 

有大量等待支出的“悬置”货币,随时可以转化为有效的购买意愿。因此，我 

们认为在经典社会主义的企业领域内存在着压制型通货膨胀。但必须加以 

强调的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压制型通货膨胀，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典型的 

压制型通货膨胀，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可能出现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主要的区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仍然拥有大量具有很强利润动机的私 

人企业。当面临过度需求时,企业会极力抬高价格，而战时政府将努力把它 

们“顶回去”。这里“顶回去”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因为面对强大的 

通货膨胀压力，必须用力把它压住。紧张状况会不断加剧，因为人人都会感 

到目前正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完全不同于体制的正常运行。而在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紧张会相对平稳得多，正如前文 

所述，国有企业对价格极不敏感，过度需求和价格的行政控制已经成为每个 

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12.6消费领域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消费领域是真正的货币化部门。购买者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而且他们 

对价格极为敏感。这是理解消费领域压制型通货膨胀问题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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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先假设企业领域和消费领域是相互独立的。企业 

不能购买为家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章在后面部分再讨论取消这一假设 

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想事先说明的是,本部分所要论证的是事实。消费领域出现的压制 

型通货膨胀并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或基本特征 ，实际上这一 

现象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与社会主义体制是不相容的。在消费领域出现压制 

型通货膨胀并没有内在的体制根源，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政策造成的。

下面分两个层次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就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 

而言,消费领域的压制型通货膨胀与体制本身并不相容;其次,社会主义体 

制也有可能出现压制型通货膨胀。

1.11.2部分所论述的强制调整均衡和U. 6部分所介绍的正常短缺为 

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从需求方面来看,所有家庭都习惯了正常短缺状态， 

他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都要排队买东西，被迫购买替代品，必须跑很多商店 

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他们要根据供给状况全面调整自己的需求，他们 

要被迫进行替代，但基本不存在强制性储蓄。①家庭的储蓄倾向一般保持不 

变。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和销售企业几乎不关心购买者的要求，也不会根 

据他们的需求进行调整。这样，就形成了消费领域的强制调整均衡。

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的消费品价格基本不进行调整②，它不希望利 

用价格和工资政策来改变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因为经济管理部门也和 

广大群众一样，把短缺视为生活的正常状态，虽然这实际上给公民造成了很 

大的伤害。

没有花掉的钱不会在消费领域不断累积。市场上不存在能够随时转化 

为购买力的“悬置”货币，也没有任何来自家庭的真实过度需求。这样在社 

会主义经济中也就不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了。

2.如果出现了由于短缺引发的强制性储蓄（并非暂时发生,而是不断出 

现,甚至变成了一种连续状态），那么情况就会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如果家

①或者说最多是暂时性强制储蓄，因为当未来的供给能够满足推迟的想像需求时，这些 

储蓄就会被消化吸收。

② 请注意：在此没有考虑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情况。在本部分结束的时候，我会再 

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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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没有用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不断累积,那么就将岀现不同的结果。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a.产品供给结构严重偏离购买者的想像需求,此时,消费者将不再进行 

全面的强制调整，有一部分钱就不会再花出去。

b.经济管理部门允许名义收入的增加超过价格的上涨水平，这将加重 

短缺，从而导致强制性储蓄。

这种经济状况与第1点里所描述的情形完全不同，即出现了家庭的实际 

过度需求,而且不断累积，甚至累积的速度也将稳步提高，于是就会出现消 

费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如果国家价格当局采取措施以对抗这种价格上涨压 

力，那么就形成了“常规”的压制型通货膨胀。

考虑到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权力结构、产权形式、协调机制，上述两 

种情况（即消费领域发生或不发生压制型通货膨胀）都有可能出现。事实 

上,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从第2点b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可以说过度需求和压制型通货膨胀都是 

由于价格和工资政策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将过度需求的产生归罪于货币政 

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是被动和放任（文中其他地方已 

有介绍），而在其他体制下很难发生这种情况。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决定着国 

家的价格和工资政策，金融当局不过是印出足够的货币执行这些政策而已。

这里我想转到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谈一下它们的作用以及平行市 

场（合法的自由市场、灰色市场和黑市场）所扮演的角色［11.2］。公众可能 

会将全部或部分花不出去的钱（由于在公有部门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 

于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这可能会导致出现第2点a所描述的情况，即出现 

强制调整均衡;②但也有可能减轻第2点b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因为那里存

①长期以来，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表现出了强制性调整均衡的特征。I. 

Goldman（1975）研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如1970年代的波兰和1970 

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苏联（在此之前，两国都开始了改革），都表现出了许多压制型通货膨 

胀的信号。

这里我们只能说“表现出了这种特征或信号”。由于价格指数的扭曲以及在衡量短缺方面 

存在各种问题，我们无法找到有力的实证证据来支持上述观点。

② 正如前文所述,D. M. Nuti（1986a）认为这是许多非均衡学派计量模型无法证明存在 

持续性剩余需求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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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压制型通货膨胀。

1 2.7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整体经济的真实情况。官僚协调通过设立各种行政 

壁垒以及采取配额、专款专用等各种方式阻碍了单一市场的形成，整个经济 

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但尽管如此，各个经济部门结构之间仍然存在着很 

多自发的“漏出”和“虹吸抽出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管理部门有权在 

各个领域之间调配产品、资源和劳动力。

首先我们来考察宏观层面的需求构成。这里不打算进行全面分析，主 

要还是集中于与本章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领域。下面不仅列出了需求 

的主要构成成分，而且还根据不同部门的需求依赖程度（以及创造需求的部 

门自行干预相应产品及服务的力量大小）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五类：

1 .企业对投入品的需求（进行当前的生产）。相对于严格的产出计划要 

求,投入品配给数量不足，供给的不确定性，对纵向和横向短缺的预期，这些 

都导致企业不断囤积投入品，而且尽可能把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全部 

购齐。

2 .企业对投资品的需求；扩张冲动引发了投资饥渴。由于这一现象，强 

制性增长也成为导致短缺的因素之一［9］。一般来说,无法满足的投资饥渴 

对过度需求的影响最为强大。

3 .外贸部门对出□产品的需求。这一部门对出□换汇产品的需求特别 

强烈。尽管国外市场的需求有限，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最终能够以相 

当低的价格销售到国外（如利用价格补贴）。外贸部门的需求（强制性出口 

要求）也倾向于无限扩张。

4 .对权力有重要影响的国有预算部门（维持运行）对投入品的需求。 

“弱势”预算部门无法强行要求上级机关满足其需求,它们只能接受按规定 

分配到的有限的投入品（如医疗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但“强势”预算部门 

（如军队）一般都不会进行自我约束,在分配过程中，他们会全力为自己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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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必要的产品和服务。①

5 .来自消费领域的需求。正如前一部分所指出的,消费领域既有可能出 

现真实的过度需求，也有可能因为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而不会出现过度需求。

这五种需求（以及未能提到的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 

总需求并与总供给相互对应。就宏观总量而言，经典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 

过度需求。②

1T类中的各个部门对需要使用的产品、服务和资源永远没有满足的 

一天。它们的预算约束是软的,需求总是倾向于无限膨胀。对第5类中的消 

费领域而言，如果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那么就有可能增加过度需求。即使 

5中不存在压制型通货膨胀[12. 6], 1-4类所产生的过度需求也足以延伸 

至整个经济体中,甚至不需要这四类需求同时扩张。实际上，单单是由扩张 

冲动所引发的投资饥渴就可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过度需求，而且它通常都会 

和1一3中的各个部门无限膨胀的需求相互结合。

在12.6部分一开始时，我们曾假设消费领域与经济中的其他部分是相 

互独立的，这一假设能够使最初的理论分析更为清晰。现在可以考虑放弃 

这个假设。实际上,17 中的各个部门都力图从消费领域“抽走”用于家庭 

消费的产品和服务,③只有极少数产品和服务具有某种物理特征使它们仅适 

合于家庭使用。如果产品和服务可以进行交易，那么就可以计算流出的数 

量。此外，除了家庭之外，国内还有大量购买各种消费品和服务的单位和组 

织。办公室可能会占用住宅,企业或机构可以雇车，餐饮和酒店行业要购买 

食品，办公室里也需要家具,等等。

从消费领域抽走的不仅仅包括成品,更重要的是,许多原本应供应给消

①C. Davis通过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现象（1989,1990）。

②对如何衡量宏观层面过度需求的程度一直存在争论。很难从统计上明确界定企业领 

域的需求。如何将过度需求的不同项目进行加总也还存在着不少经济方法和技术上的问题。 

很难说是否能够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一个可以代表经济中全部需求的全局变量（或者 

说一个可接受的总量数值）。因此，不论是在以前的著作中，还是在本书中，我都避免用一个数 

字来代表宏观层面的总需求（或过度需求）。我更倾向于使用一种比喻的说法：需求的构成元 

素（结合在一起之后也就相当于总需求）都倾向于无限膨胀，远远超出了供给能力。

③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抽走”与英美国家经济中所使用的“挤出”一词有关。"挤出” 

是指在某一分配过程中（例如信贷分配），势力较强的集团通过抬高价格或借助于国家干预将 

弱小者挤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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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领域用于消费品生产的各种资源（原材料、半成品、劳动力、投资、用于 

购买进口产品的外汇）也可能会分配给其他经济部门。其中最关键的是,所 

有领域内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部门都会在资源分配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 

中充分利用其政治优势来获得更多的资源［7. 5 ,9.2］。

最终,消费领域的产品供给不仅要满足家庭需求（他们手中的钱受到硬 

预算约束和自己购买意愿的制约），还要满足各类企事业单位（它们的预算 

约束是软的，而且具有强烈的虹吸倾向）。

没有从家庭部门抽走全部供给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 

段制止了这一趋势。经济管理部门认为家庭必须获得一定比例的消费品供 

给。它们会禁止企业到公众商店里购买商品，也不允许把住宅用做办公室。 

在此之前，管理部门会按计划将投入品配额分配给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官僚协调的方式，采取直接控制手段完成的。

不管是哪种情况，面向消费市场的主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充分意识到 

了宏观层面上存在着过度需求。即使这些企业发现不存在来自家庭部门的 

过度需求（例如，消费市场已经形成了强制调整均衡），它们也不会像处于买 

方市场条件下的企业那样行动。它们认为销售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是暂时现 

象,消费市场上迟早会出现更多的直接或间接购买者，即形成买方市场。如 

果整个经济出现了宏观层面上的过度需求，那么卖方市场就会占据支配地 

位，这些企业同时将向整个消费领域迅速蔓延,任何单个的买方市场都不可 

能长期存在。

宏观层面的过度需求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分配状况（第10章讨论的问 

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较长时期内都处于一种对立分化的状态:在产品 

上是短缺压倒了剩余，而在劳动力问题上，情况正好相反。这种两分状态一 

直会持续到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纳为止。但强制性增长最终却会导致出现 

劳动力短缺占主导地位的情况,而且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

最初的两分状态必然会消失并最终变成短缺综合症的一部分,生产的 

调整和技术的发展都极为僵化,而且不存在以价格和成本为基础的严格计 

算。即使如此，计划者和企业经理层仍然会感到劳动力和原材料投入之间 

的替代关系。他们感觉到总是存在某种投入品的短缺，一会儿是工人不够, 

一会儿又是原材料、机器或其他设备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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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进行临时调整,在各种投入品之间进行强制替代。最后就会导致出现 

这样一种情况:已经没有任何长期剩余的生产要素可以用来缓解另一种生 

产要素严重的持续短缺。此时，短缺已经支配了整个经济领域。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讨论过,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都仿佛是大海中一 

个个相互连接的岛屿，一旦周围的海域被某一种经济形态所支配，那么任何 

一个处于另外一种经济形态的孤岛都不可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如果整个经 

济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劳动力的分配也迟早会出现短缺。①

12.8通货膨胀倾向：短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从第10,11和第12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 

能够引发并维持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下面列出的是其中几个主要因素： 

（1 ）在宏观层面上，对产品和服务的过度需求长期存在;（2 ）生产者和销售者 

有提高价格的动机；（3）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工资上涨的压力；（4）放任的货币 

政策会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直至引发过度需求。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具有了通货膨胀倾向。有 

必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个观点想传达这样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内 

在特征）具备了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一定会“爆 

发”;而且即使爆发，也很可能是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上面列出的四个 

因素中，其中几个并不能发挥很大影响。只有因素1（过度需求）的影响力会 

相当大。因素2（价格上涨压力）的影响力不是很大。由于预算软约束，利润 

对企业而言，并非事关生死。除了涨价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其他许多方式 

来弥补所产生的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利益动机完全在别的方面。 

因素3（工资上涨压力）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因为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或 

大规模的罢工，因此行政性的工资控制极为严格有效。最后是因素4,放任 

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并不是刻意地人为增加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活动,

① 相反的情况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律。通常的观点认为，如果能够在劳动力的分配中维持 

其卖方市场地位，那么将有利于工人的利益，而如果在产品分配过程中引入买方市场，就会促 

进消费者的利益。实际上这种两分状态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始终存在着替代趋势 

（而且经济活动必然会利用这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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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将它视为推动需求上升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动力 。①货币扩张激励 

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因素。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出现的持续短缺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倾向都具有相同 

的根源，而且往往是由相同或相互关联的因素所导致的。这两种现象仅仅 

是相互伴随的关系，还是存在着权衡取舍的关系呢？经济研究文献中经常 

会提出这个问题。既然这个问题由两个部分组成，那么也就需要从两个层 

面来回答。

1 .我们假设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国家通过工 

资和价格政策将这一趋势部分或全部压制了下来。与此同时，出现了短缺 

现象。如果部分或全部解除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制措施（通货膨胀将继续下 

去，也就是说,压制型通货膨胀部分或全部转变成为公开的通货膨胀），那么 

短缺的严重程度会有所降低吗？

我同意那些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答案的人。这一政策可能会暂时克服 

或减轻短缺问题,但过不了多久，短缺又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如何解释这一预测呢？我们可以沿着上一部分的论证思路继续往下分 

析。从企业部门来看，由于软预算约束以及对价格极不敏感,企业首先不会 

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从家庭部门来看，由于硬预算约束以及对价格极为 

敏感,他们肯定会有反应:他们的需求和实际购买量会降低。在第一轮的价 

格上涨之后,家庭部门的总支出会下降。但如果体制中没有出现其他变化, 

12.7部分的1、2、3和4中的各个部门会强力吸纳家庭部门没有购买的产品 

和服务。由于租金过高致使家庭无力入住的房屋成为办公室，因为企业或 

机构完全可以支付这笔高额租金。家庭没有购买的纺织品会被军队收购。 

家庭无力负担的汽油和燃气会被国有工厂或运输企业买走。

这里不仅仅是最初应由家庭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卖不出去的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直接行政控制对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家庭需求的下降使得计划部 

门可以将部门投入品转而分配到那些他们认为最关键的领域，这样就减少 

了对家庭的供给。

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应对经济萎缩和经济衰退，货币当局在实施凯恩斯宏观经济 

政策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这种形式投放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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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被迫减少实际消费的家庭部门承担了价格上涨的后果，但短缺依 

然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短缺兼通货膨胀将继续存在下去。

2 .假设出现了显性通货膨胀，并且通货膨胀率已经稳定下来（例如，价 

格上涨率维持在每年5%左右）。除了有通货膨胀之外，短缺现象也始终存 

在。问题是:如果通货膨胀加速,例如从每年的5%上升到每年的10%，那么 

短缺的严重程度会随之降低吗？

在此，我还是同意那些给出否定答案的人。这里不需要再进行详细的 

论证，其基本逻辑与上面的解释大致相同。这里只提出一点。

让我们从宏观关系开始［12. 7］。假设在通货膨胀加速之前，经济中已 

经存在过度需求。即使所有衡量指标（需求、供给、实际销售和购买量）都乘 

以1.1，下一年再乘以1.1，那么情况会有本质变化吗？！关键是供给与需求 

的相互比例出现了变化，但单位衡量指针不会有任何变化（即一单位货币的 

购买力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最后可以做一个总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必然会导致短缺 

经济。至于通货膨胀，社会主义经济只是具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倾向，而是否 

会发生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公开及程度如何？压制及程度如何？公 

开宣布的通货膨胀有多髙，多少被隐藏了起来？）主要取决所采取的经济政 

策。

12.9 短缺的自我诱发和自我繁殖

短缺会生产短缺。当然,这种交叉关系并不是导致短缺的主要原因，因 

为它首先是短缺的根源。但一旦存在短缺，意识到它的存在就会重新塑造 

经济参与者的行为。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自我实现的预期。前面章节中我 

已经多次提到这种现象,这里仅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卖方市场上，买卖双方都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短缺。这增强了卖方的 

自信,也就更加不关注买方；同时买方也产生了更多的自卑感和无力抵抗的 

情绪。一旦买卖双方都有了成熟的心理准备,那么卖方也就真的不会去争 

取购买者，而买方也会做出实际的强制调整安排。

对买方而言，未来的供给状况充满不确定性,而且预期将出现短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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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买方就会进行囤积。这种囤积行为导致了过度需求。

在分配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所有申请人都预料到会出现投入品的 

短缺。因此，他们会尽量夸大自己对投入品的需要，这使得纵向短缺变得更 

为严重。

人们还会预期在更远的未来同样存在短缺。投资者感到将来不会有销 

售问题，这使得他们在争取投资资源的过程中不会进行自我约束。其结果 

便是投资饥渴几乎成为导致过度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上述循环过程（以及其他类似行为）导致了短缺的自我诱发。

许多领域的信息和管制机制都起到了维持正常短缺状态的作用。经典 

社会主义的相对价格变动无法发挥市场协调下传递信息的作用，因为只有 

在市场条件下，价格运动才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状况，并以此来提醒分散化的 

决策者是否出现了短缺或剩余。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短缺和剩余信 

号以一种相当粗糙的方式部分取代了这种价格信号机制［8.9］。

让我们以匈牙利汽车市场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①匈牙利本国并不生 

产汽车。一家垄断性的汽车供货商负责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汽车，然 

后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人们已经习惯了要等上二三年才能买到。如果等候 

买车的队伍过长，那么当局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涨价）将队伍恢复到正 

常长度。反方向偏离正常状态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即如果等候买车的人相 

对教少，短缺状况有所缓解，那么当局就会控制进□，排队的人数很快又恢 

复到原来的状态。从企业及其上级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看，这些干预措施都 

是必要的。排队的人太多，容易造成不满;排队的人太少，又会破坏销售商 

的优势地位，让购买者变得挑剔起来。此外，队伍“太短”也是一个信号,这 

意味着，可以将这一领域的部分资源（例如进口配额）转给短缺情况更为严 

重的其他领域。

上述论证思路具有普遍性。计划部门十分关注短缺和剩余信号。它们 

会相对扩大对供给太少引发抱怨激增的领域的投入,而对于那些等候时间

① Z. Kapitany J. Komai和J. Szabo（1984）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介绍过匈牙利汽车市场 

的情况，之后Z. Kapitany（ 1989a）继续研究了该市场的控制机制。这些文章对匈牙利汽车市场 

进行了详细细致的分析，本书在这里只是以高度简化的方式介绍了它的典型特征，目的仅仅是 

为了有助于对一般观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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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被迫进行更多替代、但仍属正常状态的领域不管不问。当然,为了扩 

大对某些领域的供给，计划部门必然要从其他领域转移产品和资源,但实际 

上很难从所谓的剩余领域转移多少产品和资源（因为短缺普遍存在）。这 

样，它们只好再去“抢夺”那些已经处于短缺状态的领域的资源，只是程度有 

所降低而已。①

同样,我们也可以想像对整个消费市场的控制。这里有必要回到家庭 

消费的宏观计划问题［7. 2,9. 3,12.7 ］。经济管理部门对消费价格水平、人 

口的名义收入以及消费供给量都做出了详细的计划。通常情况下,经济管 

理部门甚至可以预测出公众能够存下多少钱，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大致知道 

总开支是多少。简而言之,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可以有计划地制定宏观措施， 

而且确信这些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

手上有了这些工具,经济管理部门往往可以通过一项重大决定来大幅 

度降低消费领域出现短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此时,它们只需要大规模提 

高流向消费品生产领域的资源供给，就可以缓解消费品市场的短缺状态。② 

但通常当局都不这么做，它们会立刻从其他领域抽走产品和服务，这样就很 

可能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如生产、投资活动和外贸）出现短缺和紧张。公 

众和经济领导人都已经习惯了消费领域的正常短缺。在制定宏观计划的过 

程中（至少是政治和经济状况相当稳定的时候），他们特别关注要确保消费 

领域不能出现严重短缺。③但经济管理部门很少会采取措施让供给比需求 

增加得更快，从而大大缓解消费领域的短缺状况。

实际上，社会主义体制陷入了短缺经济陷阱。一旦处于短缺，短缺会不 

断复制自身,更为重要的是，这会成为一种习惯性力量并具有相当大的惰 

性，很难一时改变。

①这种分配机制的理论模型可参见我和B. Martos编辑的研究文集，文集的名称就传达 

出了主题：非价格控制（1981）。其中有几个模型介绍了控制反馈机制，即出现偏离正常存货和 

正常定单水平的时候，如何促使它恢复到正常的经济状态。以模型为基础，我们通常能够证明 

这种机制是有生命力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协调投入一产出过程,尽管未必可以确保实现最优 

配置。更多的参考文献介绍，可参见第8章第148页注释①。

②按照前一部分的论证，短缺的缓解仅仅是暂时的。此处忽略了这一点。

③J. P. Burkett、R. Portes和D. Winter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如果消费市场上出现过度 

需求，经济管理者就会减少出口并增加消费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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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体制本身的原因

因果关系的分析至此已基本结束，我们不会再增加其他的原因。下面 

的一系列观点是想解释“深层次”的原因：哪些是表面的和随机的，哪些是植 

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主要分为四类，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 

非常全面,也不可能普遍适用。其中有些看法（关于短缺问题）是来自其他 

领域,如公众的态度、政治争论和官方声明,而不是来自学术研究。

1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犯了错误。这是官方宣传和媒体最常用的解 

释，受其影响的公众多半也持有这种看法（尽管学术界并不这么看）。无法 

获得这些或那些产品是因为商业部门没有及时订货,工厂管理者没能保证 

生产，经济管理部门计划有错误，以及外贸公司拖延安排进□，等等。

可以说上述每个理由从自己的狭窄领域来看都是有道理的。任何经济 

体制中的参与者——个人,在工作中都难免出错，但科学解释的目的就是， 

要发现为什么某种错误会在特定情况下更普遍（相对于其他环境而言），为 

什么总是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方向性错误？

所有系统,不论是社会组织体系,还是物理体系，总会存在摩擦[11.4]0 

如果各个零件之间不能很好的配合，那么机器在运转中就会发出咯咯的响 

声。不管是官僚投资控制，还是资本市场，它们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 

都会有摩擦，但摩擦具有明显的体制特征。科学的解释必须告诉人们，为什 

么某种摩擦现象会出现在某个特定体制之中？这种摩擦与另外一种体制所 

出现的摩擦为什么会有所不同？

2 .经济落后。人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解释，短缺经济是贫穷落后国 

家的一种普遍现象。①这种广为流传的观点混淆了概念上完全不同的两种 

现象。一个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伴便是低水平的生产和消费。 

另外一个是短缺，无法满足购买者的需求。就人均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而 

言,东德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它仍然是短缺经济。东德的公民

①我反对这种用贫穷和落后来直接解释短缺综合症的观点。本部分的论述清楚阐明我 

的观点：体制原因是造成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我承认社会主义的诞生及其基本特征的形成 

与这些国家的落后和贫穷有一定的关系。我在前面章节中就论述过这种关系。[2.2,8.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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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用钱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资 

本主义国家，但它们都不是短缺经济。购买者的需求或大或小，主要取决于 

他们的收入水平,但不是供给因素导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①

3 .错误的经济政策。将短缺归罪于一系列错误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政 

策。这一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特别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集团以及 

那些最先倡导改革的先驱者。其中包括几类不同的观点：

a.生产计划或更多是投资计划过于严格。这没有错，但要求严格执行计 

划的倾向是内在于体制之中的。

b.错误的工资政策。这种批评通常是这样论证的：经济管理部门始终 

不能严格控制工资；相对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工资上涨的速度过快。在某 

些情况下，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它强调了这样的工资政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 

过度需求和压制型通货膨胀［12.6］。但这只是引发部分领域出现短缺一通 

货膨胀综合症的因素之一，而许多其他因素往往与经济政策的选择无关 

［12.7-8í0

c.错误的价格政策: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制定得过低。本章12.4部分 

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且从整章的论述来看,价格政策只能解释部分问题。

4 .体制原因。通过本章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体制因素是这些具有多 

重因果关系的现象背后最重要的原因，体制因素本身足以导致短缺综合症 

的出现。

本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但必须注意，宏观分析 

仅仅是从国家层面以总量形式描述特定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一个分析工 

具。②没有所谓单独的“宏观解释”，因为借助于总量指标所描述的宏观过程

①这里主要是想澄•清概念，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我们的论证并不是去讨论贫穷或落后 

在政治上是否正确或者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还需要加以补充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无法分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某 

些情况下所遇到的严重供给约束问题。

②这里请注意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术语上的混淆:许多人将“宏观变量”等同于中央政府 

手中的工具性变量。例如,价格。中央政府可以制定单个的行政价格，也能够影响价格水平的 

发展，但它无法决定价格指数，所有（国家制定或自发的）价格的平均变化，后者是一个宏观变 

量，但它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性变化。

政府也是经济中的一个参与者。宏观变量包含了所有参与者的行动特征，其中有政府、官 

僚机构、企业、非企业机构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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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可以用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来进行解释。①

宏观层面上各种形式的过度需求在引发持续性短缺和通货膨胀倾向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 5,12. 7 ］。但各种导致需求无限膨胀的趋势都可 

以归结到社会主义经济参与者（官僚机构及其内部下属的国有企业）的动机 

和行为，而不是由国家经济政策所导致。同样，从微观层面上看，生产者和 

销售者对待购买者的态度也是一种行为特征。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阐 

述了这些动机和行为与社会主义体制基本特征之间的关系:权力结构、官方 

意识形态、官僚化的公有制部门以及官僚协调相对于其他协调形式的支配  

性地位。

在讨论短缺综合症时，没有必要再回到第3-6章中所包含的整体因果 

链条关系。这里仅仅是简单回顾一下最深层的体制因素是如何通过某些 

“中间层次”导致短缺综合症的。例如，企业经理的利益动机是获得上级领 

导的认可。其他的中间层次还包括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这三种现象， 

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是导致短缺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而这三种现象又 

同样是结果，它们本身就根源于体制更深层次的特征:权力结构、意识形态、 

所有权和协调机制［15.1］。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体制比较［1L5 -6］。表12.2列出了主要内容，之 

后作了相应的解释，这样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文献中所使用的术语。

表中对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比较。每一行都采用了两 

分法,即相互对立的特征。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种体制具有较高程度的抽 

象性，因此，还要做一系列的界定并对各列内容的例外情况、非典型时期和 

特定部门加以说明。在第1列中，有人可能就会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在战时 

是卖方市场,在商业周期谷底时期也会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短缺，或者社会 

化的医疗部门也有短缺现象。同样,针对第2列的内容，有人会说社会主义 

经济中的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就属于买方市场。下面我们不再重复列举 

这些例外情况,而是重点讨论典型情况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①在有关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与它的微观基础的争论中，这一观点正是其焦点所在, 

见 G. C. Harcourt 等（1977）、R. E. Lucas 和 T. J. Sargent（ 1981 ）以及 E. S. Phelps 等（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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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短缺综合症:体制比较

比较的标准 资本主义 经典社会主义

1 .市场体系

2 .偏离市场均衡后的主要特征

3 .劳动力配置状况

4 .有效约束

买方市场 

剩余 

劳动力剩余

需求一制约体制

卖方市场 

短缺 

劳动力短缺 

资源一制约体制(行政配额、 

供给约束、投入品约束)

第1行无须再做解释，表IL 1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买方市场是资本 

主义典型的市场体系；而卖方市场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典型体系。

从第2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体制是“剩余经济”，而经典社会主义在本 

质上是一种短缺经济。早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苏联的经济学界就有过这 

种比较，克利茨曼(Kritsman)在1925年的文章中写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会出现总体剩余，而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会有总体短缺。”诺沃季洛夫(No. 

vozhilov) 在 1926 年比较了“总体过度生产”和“总体短缺”的现象。①

还需要说明的是，第2行中的剩余和短缺是指偏离瓦尔拉斯市场均衡后 

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任何一种体制下，短缺和剩余都是同时并存[11.1,11. 

6],问题在于哪一种状态处于支配地位。

第4行揭示了哪些因素对生产和销售活动产生了有效的制约。②在一 

般情况下,资本主义体制在产出方面受到需求的制约，因此，可以称之为需 

求决定的体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通常在投入品方面受到制约，其中包括 

以下几种形式:直接官僚控制造成的分配制约，获得投入品方面的供给制约 

或瓶颈因素造成的物资制约和生产中投入品短缺制约。如果把所有上述投

① 见L. N.克利茨曼(1926)和诺沃季洛夫(1926) d T. Bauer和L. Szamuely提醒我注意 

到了这些著作。

在1920年代，苏联有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短缺的理论分析,但大部分研究在斯大林恐怖 

统治时期都被忘记了。M. P.阿法纳西耶夫(1990)后来对那次争论进行了综述。

②M. Kalecki在区分供给决定的体制和需求决定的体制时，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1971,1972) o 相关观点可参见 R. J. Barro 和 H. I. Grossman( 1971,1974)以及 J. Goldmann 

和 K. Kouba( 1969)的研究 °



第十二章短缺与通货膨胀:原因（分析）279

入品方面的制约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经典社会主义是一种资 

源制约的体制。

12.11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

在讨论完短缺现象及其成因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短缺对生产和消费所造 

成的后果。当然,这些后果与前面章节所提到的其他现象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因此需要进行更全面的分析。本部分将从国家层面讨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 

效率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消费者的福利问题会留到下一章进行分析。

尽管经典社会主义曾郑重承诺要实现髙效率，但它未能实现这一诺言。 

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矛盾现象。从一方面来看，计划非常严 

格,负责生产的部门常常会抱怨，仅凭那些分配到的投入品，他们根本不可能 

完成规定的产出任务，物资、零部件和劳动力都短缺。表面看来，仿佛资源得 

到了充分利用。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所有的国际比较研究都证明，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资源利用和投入一产出比例都远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①请参见 

表12.3J2.4和12.5。②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低于 

其他经济体制［表9.7］。此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浪费现象。

表12.3东德与西德的生产率（1983年）

采矿和能源生产

东德 西德 东德/西德（百分比）

人均褐煤产量（吨） 2,699 5,905 0.46

人均天然气产量（千升） 904 2,251 0.40

人均电产量（火电，千瓦） 3,186 7,065 0.45

①有大量关于效率和生产率体制比较的研究文献，特别要提到A. Bergson（1978a）和G. 

Ofer（1988）的著作。

② 在表12.3J2.4和12.5中投入品（包括表12.3中的产出）都是用物理单位来衡量的， 

这样就可以减少比较过程中在计量单位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

表12.4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在同样产出条件下比资本主义经济耗费了更多的能源。J. R. 

Moreney（1990）所做的计量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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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能源与钢铁消耗：国际比较

国家

每千美元产出

所消耗的能源 

（相当于1公斤煤,1979年）

每千美元产出 

所消耗的钢铁 

（1公斤钢铁,1980年）

社会主义国家

东德 1,356 88
波兰 1,515 135

6个经互会国家 1.362 111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502 42
意大利 655 79
英国 820 38
西德 565 52

资料来源来Winiecki（来源，第327页）。

注释：美元：以1979年美元计值;产出：GDP；6个经互会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 

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苏联。

表12. 5物资消耗：国际比较

国家
1975年前后每单位总增加值的中间投入

经济 工业和农业 工业 制造业

经互会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43 1.65 1.67 1.73
匈牙利 1.41 1.77 1.91 2.10
波兰 1.56 1.82 1.88 2.03
南斯拉夫 1.15 1.65 2.05 2.37
经互会国家平均 1.47 1.75 1.82 1.95
资本主义国家

加拿大 1.07 1.21 1.32 1.70
丹麦 0.96 1.10 1.13 1.14
法国 0.73 0.93 0.95 0.98
西德 1.12 1.45 1.46 1.51
意大利 0.93 1.24 1.40 1.40
日本 1.12 1.60 1.77 1.85
荷兰 1.23 1.68 1.79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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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 Gomulka J. Rostowski（ 1988，第 481 页）。

国家
1975年前后每单位总增加值的中间投入

经济 工业和农业 工业 制造业

挪威 1.15 1.44 1.54 1.80

葡萄牙 0.88 1.17 1.50 1.59

西班牙 1.02 1.40 1.56 1.69

瑞典 0.98 1.20 1.28 1.37
英国 1.16 1.59 1.59 1.74

资本主义国家平均 1.03 1.33 1.44 1.55

经互会平均/

经合组织 1.43 1.31 1.26 1.26

注释：经济:物资领域。

表12. 6钢铁制造中的连续浇铸：国际比较

国家
总产量中的连续浇铸（百分比）

1970 年 1980 年 1987 年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0 0 10

捷克斯洛伐克 0 2 8

东德 0 14 38

匈牙利 0 36 56

波兰 0 4 11

罗马尼亚 0 18 32

苏联 4 11 16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1 41 93

意大利 4 50 90

日本 6 59 93

西班牙 12 49 67

英国 2 27 65

美国 4 20 58

西德 8 46 88

资料来源：财务与统计，莫斯科（1986 a,第109页）。 

注释：罗马尼亚（32）：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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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 

创新的复制，即使是这种模仿型技术进步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①表12. 6 

列出了最新冶炼过程传播的国际比较情况。

技术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发现和创新性新产品在工业中的应用，这 

将极大地改变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产品创新的例子包 

括计算机、复印机;合成纤维和彩电等等。表12.7列出了改变了 20世纪面 

貌的一系列革命性创新产品。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首先创造出大部分这 

类产品，那么倒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除了一两个例外情况， 

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贡献,②这是社会主义业绩评估中最为不利的负 

面科目。

很难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低效率和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给出一个简单的 

解释,这是一个多层因果关系现象，本书在其他章节中已经进行了各种因素 

的分析。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社会主义体制的奖惩机制几乎产生不了任何激励。在资本主义体制 

下，引入创新(产品、技术和管理等)的企业所有人和经理层完全有可能获得 

丰厚的收入。同样，如果效率低下、技术落后则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 

失,而业绩表现不佳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失败。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并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激励机制，不过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以及价格 

的市场出清。

然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髙效率和技术发展并不能带来任何优势, 

而业绩不佳也不会导致企业经营失败。预算软约束可以自动为任何缺点或 

浪费提供借口。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文献，可参见：R.Amann J. M. Cooper和R. W. Davies 

(1977)等人的综述性著作，R. Amann 和 J. M. Cooper 等(1982,1986)、J. S. Berline" 1976)、S. 

Gomulka( 1986)、P. Hanson( 1981 )、P. Hanson 和 K. Pavitt( 1987)、K. Z. Poznanski ( 1987,1988 ) 

以及A. C. Sutton( 1968,1971,1973)0

钱颖一和许成钢(1991)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创新与软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

② 表12.7仅包括了民用生产中的创新。至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在军事技术 

研究和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里没有进行考察。

专家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对军事技术做出了独立贡献，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 

模仿性的技术更新(例如，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技术发明)始终存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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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7主要的技术进步第一次在哪些国家出现:国际视角

产品或服务 国家 年代

1.信息，通讯

部件

晶体管 美国 1947
集成电路 美国 1958
大规模集成电路 美国 1968
微处理器 美国 1971
光纤技术 美国 1973
记忆，存储

MOS ROM 美国 1967 -1968
软盘 美国 1970
编序语言

FORTRAN 美国 1954
PROLOG 法国 1975 -1979
计算机

电子数字集成器
美国 1945

和计算机（第一代）

晶体管计算机（第二代） 美国 1951
集成电路计算机（第三代） 美国 1960 -1970
个人计算机 美国 1975 -1981
软件

文本编辑 美国 1964
计算机网络 美国 1981
商业，银行业

信用卡 美国 1950
卫星技术

卫星 苏联 1957
通信卫星 美国 1960
气象卫星 美国 1960
同步卫星 苏联 1976
电视技术

电视显像管 美国 1945
彩电 美国 1953
录像技术

黑白录像机 美国 1951
影碟 西德 1970
激光影碟 日本 1983

荷兰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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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服务 国家 年代

电子消费品

石英表 日本 1967
2.能源（核能）

裂变（核）反应堆（用于发电） 美国 1951
3.原材料和产品
环氧树脂 美国 1947
不粘性厨房用具 法国 1958
4.机械和技术
钢铁和工程技术

CNC金属加工技术 美国 1965 -1969
可控机器人 美国 1956
装配机器人 美国 1980
农业

塑料薄膜 日本，法国 1954
苏联,意大利 1954
罗马尼亚 1954

绿色革命杂交水稻 墨西哥 二战

深冻技术 美国 1950
印刷

激光投射计算机排版 西德 1965
陆地一次成像照相机 美国 1959
静电印刷技术 美国 1952
激光技术 美国，苏联 1960
激光印刷技术 美国 1979
5.航空
超音速飞机 美国 1947
民用喷气式飞机 英国 1949
6.医药
盘尼西林 美国 1945
胰岛素（生物制剂） 美国 1982
萨宾疫苗 美国 1955
口服避孕药 美国 1957
超音检测器 英国 1955
激光医疗技术应用 美国 1964
CAT 英国 1971

美国 1974
核磁共振 美国 1981

资料来源：由P. Gerencsér和A. Veszi为本书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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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为企业家引入新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或新产品创造了宽松的 

环境,他们可以通过现存的组织开展创新活动。如果他们拒绝创新,那么就 

会有自由进人者创建新的企业,而且新企业完全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 

金。表12.7中列出的大部分新产品都是这样产生的。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 

经济机制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动力所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没有新的自由进入者或靠私人利益驱动的企 

业，任何创新活动都要经过官方的批准及其支持。事实上，官僚协调不仅阻 

碍了创新,而且损害了日常的生产效率。直接官僚控制非常僵化，它无法形 

成供需之间的有效协调,也不可能采取成千上百万种措施来实现资源的高 

效组合。

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持续性短缺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短缺不断造成生 

产的中断。由于部分投入品和其他产品不能按时到位（或很快被全部耗 

尽），企业被迫匆忙调整,强制替代，致使成本增加或严重损害质量,这都会 

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囤积倾向和工厂内部的隐性失业造成了极大的浪 

费。卖方市场彻底消灭了竞争激励。对企业而言，它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赢 

得顾客而去降低价格，提高质量或引入新产品，因为在任何时候销售都是有 

保证的。②

总而言之,低效率、技术落后、保守和缺乏创新精神都是一系列体制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P. Murrell在相关分析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缺乏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不仅 

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最致命的缺陷，而且也是改革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害所在。

②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行业总是不断努力去更新产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德 

的Wartberg和Trabant牌轿车以及苏联的"莫斯科人"小轿车在20多年时间里车型没有任何变 

化。试想一下，在这两个国家里，人们为买这种老爷车都要等上5年、10年，甚至15年，那么东 

德或苏联的汽车工厂为什么要劳神费心地进行既费钱又有风险的产品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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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探讨处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民是如何生活 

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福利、消费和经济保障的一般特征；第二 

部分考察了福利、消费和经济保障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分配 

状况。

13.1 消费的增长

从更长期的平均水平来看，人均真实消费确实具有很强的增长趋势。 

但如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么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消费增长就显得 

不那么引人注目了。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不一致，所以很难就一 

般意义上的消费增长进行比较。因此,我们只是尝试将同一时期内社会主 

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生活实际平均消费增长率进行比较。

表13.1中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数字很可能被故意夸大了 ，①但就是从 

这些数据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尽管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消费水 

平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但确实一直在增长。

①扭曲产出衡量的因素［í9.7］同样也扭曲了这里所列出的数字。此外，由于消费数据 

在宣传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更有理由怀疑这些数字都是经过“处理”的。G. E. Schr- 

oeder( 1990a,1990b)研究了苏联官方消费时间序列数据的扭曲情况并提供了另外一个替代的 

估算结果。在1981 -1985年戈尔巴乔夫最后执政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估算认为，苏联 

的实际消费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0.7% ,换句话说,也就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见G. E. Sehr- 

oeder( 1990b，表 1 )。



资料来源:G. E. Schroeder（1983,第 315 页）。

注释：表中数据是指私人消费开支的增长；意大利：1952 - 1978年；日本：1953 -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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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消费增长：国际比较（1951 -1978年）

国家 人均真实消费年平均增长率

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1.6

匈牙利 2.6
波兰 2.9

苏联 3.7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3.9

意大利 3.8

日本 6.5

英国 2.1

美国 2.3

年。

表13.2电话密集度：国际比较（1986）年

国家 每100个居民所拥有的主线数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15.1
捷克斯洛伐克 12.5
东德 9.8
匈牙利 7.2
波兰 7.0
罗马尼亚 6.7

苏联 9.0

南斯拉夫 11.6

资本主义国家

塞浦路斯 24.7
希腊 33.0
爱尔兰 21.2

葡萄牙 14.8

西班牙 25.2

土耳其 5.3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根据国际通讯联盟（1988,第401 -405页）数据为本书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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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保加利亚：1983年；罗马尼亚：1979年；苏联：1982年。

表13.3轿车拥有状况：国际比较

国家
每千个居民所拥有的轿车数

1980 年 1987 年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56 127

捷克斯洛伐克 127 174

东德 151 209

匈牙利 86 157

波兰 64 111

罗马尼亚 11 12

苏联 26 44

南斯拉夫 108 129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298 355

丹麦 271 309

意大利 302 392

日本 202 241

挪威 302 387

荷兰 322 349

瑞土 355 418

西班牙 201 251

西德 388 462

资料来源:Z. Kapitany和L. Kallay（ 1980,第165页）；（1991,第90页），与资本主义 

国家的官方统计略有不同。

注释:恚大利（1987）:1986年。

表13. 2和表13.3提供了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状况。从表中不难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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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东欧国家家庭电话和私人轿车的数量远远少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东德与西德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两国的起点几乎完全一致。①表13.4 

中列出的指标比较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东德和西德）的公民的物质生活 

条件。所有这些比较研究都充分表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其主 

要原因就是东德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表13.4东德与西德的消费水平比较（1970年）

东德与西德居民消费量比例（百分比）

每100个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

电视 93

彩电（1973） 7

冰箱 66

冰柜 14

洗衣机 89

自动洗碗机（1973） 3

人均食品和饮料消费

肉 86

牛奶 105

奶酪 46

土豆 149

蔬菜 134

水果 44

茶 59

咖啡 51

酒、香槟 29

啤酒 68

资料来源：1970年的耐用消费品 东德柏林统计资料（1971,第345）；西德斯图加特

统计资料（1970,第 467 ） O 其他数据：Buddesministerium fu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1987,表4.3 -1 和表4.3-2）。

①当然在初始阶段也存在细微的不同，但这根本无法解释后来两国所出现的巨大差异,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体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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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5购买某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国际比较（1988年）

项目 单位
购买1单位元消费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西德=1）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 匈牙利 波兰 苏联

食品

猪肉 公斤 4.1 3.4 1.3 2.4 2.0 2.7

牛肉 公斤 5.9 3.7 1.0 2.6 1.7 3.0

鸡肉 公斤 5.4 4.7 2.8 3.5 2.8 5.5

鸡蛋 个 5.5 3.8 2.4 2.6 6.6 4.2

牛奶 升 2.7 2.0 0.5 1.8 0.7 2.9

黄油 公斤 6.0 3.6 1.9 2.5 3.5 4.0

面包（白） 公斤 0.9 0.5 0.4 0.5 0.5 0.8

糖 公斤 7.1 3.3 1.4 3.2 3.6 4.5

土豆 公斤 3.7 1.1 0.3 3.2 — 1.6

苹果 公斤 1.6 1.6 1.2 1.4 — 7.1

酒 升 2.9 5.8 0.5 2.8 10.6 13.4

啤酒 升 3.8 2.0 1.3 2.7 7.0 2.7

咖啡 公斤 18.2 10.4 6.8 7.2 17.8 11.3

茶 公斤 — 3.2 1.0 0.7 0.6 1.4

香烟 盒 1.7 1.0 1.7 0.7 0.6 1.4

非食品消费

男式服装（冬） 件 2.2 5.4 2.0 2.5 3.7 3.1

男鞋（皮） 双 1.2 1.2 1.2 1.8 2.0 1.7

摩托车 辆 4.0 2.5 2.4 2.3 9.2 3.6

彩电 台 5.3 6.6 5.6 4.0 13.4 4.6

洗衣粉 公斤 1.5 — 2.6 4.1 5.1 4.2

汽油 升 8.1 7.0 2.6 5.7 5.0 4.0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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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5非常清楚地反映出了两种体制的相对水平。对某件消费品而 

言，西德的公民只需要工作一小时就可以购买或消费,而一个东欧国家的公 

民却必须工作更多的时间一5倍，有的甚至是10倍的工作时间。唯一的 

例外就是面包、茶和香烟。

上述表格清楚地表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个人消费水平远远落后于 

资本主义体制的个人消费水平，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增长。这主要根 

源于强制增长战略,因为在强制增长战略指导下，投资始终优先于消费。全 

国人民被迫（在未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牺牲当前的部分潜在消费来支持 

投资,以实现产出的增长。当然，投资效率低下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完全 

可以在更少牺牲消费的情况下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

13.2 物质福利中的其他要素

通常衡量物质福利的指标是人均实际消费，也就是对人均消费的各种 

产品，但这一指针并不能全面反映个人物质福利中的所有要素。

当消费者根据供给状况被迫调整自己最初的购买意愿进行强制替代或 

放弃部分购买意愿的时候，他/她的福利状况已经受到了负面影响（被降低 

了）。当购买者知道他/她根本买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那种最终能 

够获得某种商品的满足感大大降低。①同理，当消费者必须要排队，并且在 

不断寻找或者耽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获得某项产品和服务时,他/她的消费 

快感也会大打折扣。

短缺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有时可能只是一时的不耐烦,但有时也会严 

重损害消费者的生活质量，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 

特定时期都出现过严重的基本食品短缺。②电话短缺往往夺取了很多老人

①L L. Collier（1986）对强制性替代所产生的效果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和估算。他向东德 

的群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现行价格水平下，你愿意支付多少钱来购买满足自己想像中的 

需求的权利。他测量了东德消费者想像中的购买力与实际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然后计算这一 

差额占消费者最初开支的百分比,计算的结果为13%。

② 例如，罗马尼亚在1980年代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根据P. Ronnas（1990）的资料，罗马 

尼亚1989年下列商品的人均商业销售量与1980年的人均商业销售数量之比分别为：肉46. 

6%,牛奶74.6%,日用品47.6%,糖78.8%,大米43.6%（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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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病人的生命，因为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无法及时通知别人。房屋短缺 

迫使很多想要单独居住空间的人不得不挤在一起,这往往会恶化了人际关 

系，而且剥夺了他们享受私人生活的机会。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无法在统计数字中反映出来,但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伤害往往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卖东西的人（或者配给 

体制中的官员们）常常会极为冷淡和粗暴,而此时购买者还要笑脸相迎，默 

默忍受，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在下一次就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无助的消 

费者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卑下的地位，有时会严重扭曲他们的正常心 

理状态。

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买方市场会大大减少消费者在这些方面的损失。 

事实上，更好的服务态度也是有价格的。在买方市场上，卖方在决定价格时 

会把所有为顾客提供良好服务的成本都考虑在内:如广告、销售队伍、舒适 

的售货环境、包装、送货上门、为安排好存货和具备及时供货能力所花费的 

仓储成本、为确保加快服务而增添的人手,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可 

以自行选择是多付一些钱而得到更好的服务，还是少花点钱而只能享受一 

般的服务。经验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从而可以 

在买方与卖方的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当消费者没有这种可以选择的机 

会时,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①我的猜想是:如 

果可以进行自愿选择，那么很多人还是愿意为了在买方市场上获得优势地 

位而支付额外的成本。

当购买到商品并使用的时候,如果常常发现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得不到保 

证（例如根本不能用,很容易坏,很快老化和过时,外表粗糙等等），消费者的满 

意度将会大大降低。例如，表13.3只是列出了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所得到 

的产品和服务在数量上少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但它无法反映出质 

量上的差别。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苏联拥有电话的人要比美国或

① F. L. Pryor（1977）经研究发现，在1960年代，一个苏联消费者逛商店所花费的时间 

（是指寻找和排队的时间）相当于苏联和美国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之差。换句话说,从整个 

社会来看，消费者用在购买上的时间与销售者从事销售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在卖方 

市场上，时间损失由购买者承担，而且通常会占一天工作时间的很高比例，而在买方市场上，这 

实际上构成了销售者的工作时间（需要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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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国家少得多。但在苏联即使是那些有电话的人也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更 

多的麻烦:很难接通，在打国际长途时，要事先等上很长时间。社会主义国家 

的住房状况比资本主义国家差，这不仅表现在人均住房面积要小得多,而且拥 

挤的居住环境同时伴随着其他缺陷:建筑质量标准非常低，由于不重视维修， 

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大部分住房没有自来水或者缺少现代化的排水和供暖系 

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轿车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汽车普遍存在性 

能差、舒适程度低、油耗大、外形难看等很多缺点。

质量上的差别根源于体制上的差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分析，仅 

做以下几点说明。

1 .指令经济只能够发布产出的总量指标命令，而无法对质量上的种种 

细微差别进行统一计划和规定。这样,在纵向官僚控制的框架之内，就无法 

提供改进质量的激励机制。

2 .由价格当局制定的价格（中央计划控制）不可能像市场决定的价格那 

样准确地反映质量差别。而且,价格当局在制定价格的过程中也没有试图 

去反映质量因素。在所有以实际价格为基础进行的价值计算中都没有考虑 

质量标准问题。

3 .强制增长战略必然导致数量优先，甚至不惜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获 

得产出的数量增长。

4 .在卖方市场上，即使质量有问题,生产者和销售者还是能够将产品销 

售出去。在买方市场上，提高质量是生产者和销售者赢得顾客的主要手段 

之一，而这种由激励引发的强制力量在持续短缺的经济中几乎完全缺失。

广大公众又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物质福利状况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 

于公众是否有机会对比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长期以来，苏联、中国（改 

革开放前）和蒙古的大多数人都处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他们无法到 

国外旅游，很难与来本国访问的外国人进行接触,不允许观看任何西方电影或 

阅读西方杂志（从而可以了解西方人的生活）。生活在这些封闭体制里的大多 

数人都不会对自己的消费水平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产生强烈的不满，因为在他 

们眼中，苦难悲惨的生活是必须接受的命运，任何社会都是如此，而且他们觉 

得比起前几代人来，生活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在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度里，接受 

并屈从于现实生活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能够得以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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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体制在封锁东欧国家人民方面作用相对有限。①只要能与西方国 

家对比一下，人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体制根本无法达到资本主义国家人 

民所享受的生活水平，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宣扬资本主义是落后的制度。 

因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物质生活的不满程度要远远髙于苏联或 

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欧的改革和革命比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更早开始的重要原因。

13.3经济安全

从广义上讲，经济安全是能够确保生活无忧（不用担惊受怕）的全部措 

施。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压迫无处不在,不 

论是实际出现的反抗，还是潜在的反抗趋势都将遭到残酷镇压,人们的基本 

政治自由几乎全部被剥夺［3. 6］。不仅那些违反了法律和现行规定的人或 

采取实际行动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敌人”感到不安全，实际上,在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下几乎是人人自危，因为暴君式的统治可以将任何人都置于监控 

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拥护者也无法幸免, 

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较为活跃或身处髙位的人 ，他们更是每日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知识界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因为官僚统治者始终对他们充满疑 

虑。

现在让我们回来讨论最狭义的经济安全,这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密切的 

联系。这里的讨论将集中在那些远离政治的人，至少只要他们保持最低限 

度的顺从就可以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稳定下 

来之后，大部分普通民众都属于这一群体。

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要确保普通群众获得基本经济安 

全。下面我将列出这种经济安全的基本组成要素，并指出这种安全十分有 

限,而且存在诸多缺陷。这里所描述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原型主要以苏联 

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为蓝本，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经典体制的内

① 东德显得尤为突出，那里的群众可以收看西德的电视节目。这样，东德的公民就可以 

将自己的生活和西德同胞的生活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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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趋势得到了最全面系统的发展。而对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和非洲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言，由于它们还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还谈不上 

所谓经济安全的问题。

1 .在成熟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实现了全面就业,同时普遍存在 

着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是经济安全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它消除了人们 

可能面临的失业威胁，而失业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来说是一种巨大 

的压力。

2 .免费的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在有些国家里全部免费,在有些国家只 

对一部分阶层免费。①当然，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仍然很低，但国家毕竟 

免费提供，这确实提髙了民众的安全感。

3 .全面集中的公共养老制度。②尽管养老金的水平一般都很低,但覆盖 

面很广。在许多国家里，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养老金制度，这进一步提高了 

公众的经济安全程度。

4 .根据官方意识形态和宪法条文，为公众提供住房是国家的任务。③实 

际上，公民住房属于非优先建设项目，始终得不到重视，住房短缺的状况非 

常严重［表1L2］。但街道上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参加工作是每个人的强制 

性义务，而工作的人都有一定的居住场所，即使没有所谓的住房，大型的工 

人宿舍或某些已经极为拥挤、人满为患的住宅公寓也算是为人们提供了栖 

息之地。

①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免费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全部人口。中国只向国有部 

门的职工提供免费医疗，而对于农民而言，尽管名义上他们在重病情况下也可以免费享受各种 

医疗服务,但实际上大部分医疗成本都需要农民自己负担。

说起来是免费，但向医生和护土送“红包”几乎成了普遍现象，因此，我们也不能说人们完 

全得到了免费的医疗服务。由于“小费"或"红包”并不是强制性的，所以那些没钱或不愿意送 

红包的人也可以得到医疗服务。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体制下保证了向个人提供医疗服务，至 

少是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② 养老体制与医疗制度基本类似。在成熟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所 

有职工都可以自动进入养老体制。但中国的养老金体制中没有包括农民，农村家庭必须自己 

照顾老人。

③苏联宪法第44条:“苏联公民享有住房权。这项权利将由以下方面的工作加以保障： 

发展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住房建设，改善合作社和个人的住房建筑条件,在社会控制下，按照 

公平原则分配住房建设用地，实施住房建设计划，为公民提供舒适的住房，同时也要以低廉的 

租金和收费标准向公民提供小区服务。”1977年苏联宪法，引自B. Kotlove（1986,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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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了覆盖所有无法自立的人的福利网络:孤儿、无人照料的病人和 

孤寡老人。至于具体提供什么样的福利则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最低水平的 

生存保障，到仍可接受的普通生活标准），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都有所 

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得不到家庭照料的鳏寡孤独者确实可以享 

受到一定程度的国家福利帮助。

由于有了这些基本的安全保障，如全面就业、强制性工作义务和社会保 

障网络，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确实看不到街头乞讨者。但必须加以补充 

的是,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官方道德宣传不强行禁止乞讨行为的话, 

那么肯定会出现在街头讨饭或寻求帮助的人。当然，这条禁令之所以能够 

得以贯彻执行，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确实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保证提供最基  

本的物质生存条件。①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仍然存 

在大规模的贫困现象并不矛盾: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挣扎在极度 

贫困的边缘,无法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6 .尽管也有犯罪，但公共安全程度要远远髙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状 

况部分与上面所提到的经济安全保障有关：出于经济动机的犯罪行为有所 

减少。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也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实行极权式警察国家 

统治所带来的“正面”结果:犯罪分子无处藏身,每个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 

（哪怕他们只在陌生的地方呆一两天而已），如果自己不登记,那么为他们提 

供栖身之地的人就必须向警察部门汇报。发现他人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向 

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不报告，那么他们自己也要受到惩罚。警察部门的暗探 

和眼线无处不在,而且当局还要求每个居民委员会或街道办事处一旦发现 

有非正常状况以及有陌生人长期出现,必须及时汇报。罪犯被抓住和判刑 

后将受到极为严酷的惩罚，监狱和劳改集中营里的条件极为恶劣，多数情况 

下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第2-5点所描述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总体的消费分配情况，即家庭自 

己负担的个人消费和由国家预算资金支持的集体消费。表13. 6从不同角度

①考虑到本书的基本论证方法，这里只是描述了发展成熟的经典体制原型状况。在某些 

国家和某些时期，往往会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如苏联和中国发生的大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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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这一问题。如果从国民产出的使用比例来看,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 

主义体制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很难说欧洲的社会 

主义国家是“福利国家”。但最后一列差别很大，而就其所包含的商品和服 

务的物理特性而言,它们既可以通过官僚协调进行分配，也可以利用市场机 

制进行配置。从表中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协调明显占据了非 

常重要的位置。

表13.6集体消费：国际比较

国家

集体消费占GDP比例,1976年 

（百分比）

可分离的公共消费占 

总消费扩张的比例， 

1969年（百分比）教育 医疗 福利 总计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3.9 3.1 10.3 17.3 —

捷克斯洛伐克 3.9 3.8 16.3 24.0 —

东德 4.9 5.1 11.7 21.7 49.0
匈牙利 3.4 5.3 11.6 20.3 40.0
波兰 3.2 3.3 7.1 13.6 44.2
罗马尼亚 2.5 1.9 5.0 9.4 —

苏联 3.7 2.6 9.3 15.6 48.9
资本主义国家

奥地利 4.6 4.6 21. 1 30.3 —

法国 — — — — 15.1
意大利 5.0 6.1 14.8 25.9 18.0
瑞士 — — — — 30.7
美国 5.0 2.9 11.3 19.2 —

西德 3.8 5.1 20.6 29.5 —

资料来源:第 1 -4 列：F. L. Pryor（1985，第 224 页）。第 5 列：Cao - Pinna 和 S. S. 

Shatalin（1979,第 186 页）。

注释：可分离的公共消费：这一项是指所有既可以通过官僚协调进行分配，也可以通 

过市场机制分配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如药品和医院的医疗服务。总消费扩张是指市场和 

非市场消费的总和。

匈牙利（40.0）：1968年估算值。

这就令我们陷入了所谓的道德困境。前文中我曾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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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也是相当一部分民众愿意接受 

社会主义制度并承认其合法性的原因之一，但成就背后同时隐藏着各种阴 

暗之处。经典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党和国家对 

人民具有家长监护权［4.4］。其中包括各种形式的干预，首先是税收和补贴 

（改变了应由公众偏好决定的消费结构），然后是行政配给制度，最后就是与 

社会安全需求有关的各类现象（我们刚刚在第1-6点里介绍的内容）。这 

种家长式（父爱主义）的关心与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上文有关安全保障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①全民就业和 

持续性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安全感对应着官僚机构对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地 

点的严格限制;工作的权利与工作的义务结合在一起。大部分父爱关怀直 

接来自人们的工作单位,这大大加强了单位对职工的束缚。免费教育和免 

费医疗的代价是:到什么学校就读，去哪家医院看病都由当局强行安排，个 

人无权选择。如有必要,国家愿意为所有人提供住房，但住在哪里，享有什 

么样的居住条件，必须听从国家的安排。党和国家关心所有生活无法自立 

的人，但与此同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被纳入了党一国控制系统。国家对 

公民的“爱护”往往从摇篮（国有医院出生）一直坚持到坟墓（国有养老院送 

终），但与这种终身关怀相伴的是：公民一辈子受到监视和意识形态灌输。 

警员保护人们免受犯罪的伤害,但他们同样窥探着所有公民的一举一动。

在很多人的道德体系中，福利、关心弱势群体、社会安全和个人自由都 

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很多情况下,这些内在价值是相互补充的（倡导某一 

项价值与拥护另一项价值相互一致）。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又是相互冲突 

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衡量标尺来决定哪项价 

值是第一位的。对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而言，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就狭义的物质福利而言，社会主义体制远远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这 

不仅包括物质福利水平的发展速度,而且包括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在关心 

弱势群体和保障社会安全方面，我们很难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做出判断,其中最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意味着对公民政 

治、社会和经济自由的严重侵犯，甚至彻底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

①有关对该问题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层面的讨论可参见F. Feher（1982）o



第十三章消费与分配 299

13.4 货币收入的分配

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分析福利的分配情况。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立 

刻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运动［2.4］。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在这 

一短暂的革命一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制最大程度地实行了平等主义原则。①

本书没有考察革命一过渡时期的变化情况，而是直接进入了成熟的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阶段。②

首先我们来考察货币收入分配。图13.1运用洛兰兹曲线进行了国际间 

的比较，③其中很多指标衡量了各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表13. 7和表13. 8 

利用基尼系数和其他方法进行了不平等程度的国际比较。④图13.1和其他 

表格都表明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平等。⑤ 

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在那些长期由社会

①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介绍过革命前的财产充公以及其他一些再分配措施，因此，这里 

的分析仅涉及革命后统治阶层(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物质分配情况。在这一时期，革命 

者刚刚从非法组织成员而一跃成为众人瞩目的掌权者，大部分领导成员表现出了异常俭朴的清 

教徒生活方式。他们拒绝任何物质特权,仅仅要求必要的工作条件。人们至今还能在克里姆林 

宫博物馆里看到列宁当年简朴的住房。新领导人对工人群众的认同还表现在他们的着装都极为 

简单。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穿朴素的工作制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穿着那种 

毛式服装。

②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大量著作，可参见:A. Bergson(1984)、J. G. Chapman(1977, 

1989)、W. D. Connor(1979)以及 A. McAuley( 1979) o

③可以这样来理解洛兰兹曲线：横轴表示人口的百分比，纵轴是总收入百分比。如果收 

入分配处于绝对平等状态，那么该曲线与横轴纵轴之间的对角线重合。洛兰兹曲线越接近对 

角线，收入分配就越平等；越向下弯曲，就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

④ 基尼系数是这样计算的：洛兰兹曲线与对角线之间形成的面积与图13.1中以对角线 

为斜边构成的三角形面积之比。如果基尼系数为0,那表示收入完全平等；如果基尼系数为1, 

那表示收入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数值越大，不平等的程度越高。

表13.8列出了根据图13.1中的洛兰兹曲线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其中也包括其他一些国家的 

基尼系数。

⑤在计算货币收入分配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从一方面来看，高收入者会 

隐瞒自己的部分收入。从另一方面看，统计分析人员往往不会对最贫困的人进行调查，因为这些 

人大多受教育水平很低，无法准确说明自己的收入情况。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扭曲同时适用于资 

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扭曲程度可能更高一些。原因如下:就最高收 

入阶层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些人的物质优势往往在货币收入以外，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 

还会谈到。就最贫困的阶层而言，这类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往往比资本主义体制下更容易观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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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里，税收政策带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特征，因此，这些国家 

往往发展成为所谓的“福利国家”，它们的税后货币收入要比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更为公平。①例如，瑞典的税后货币收入分配比苏联还要公平。

表13.7收入分配:国际比较

国家

占总收入比例 基尼系数

最贫困的

40% 人口

最富裕的

20% 人口
Morrisson Slama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 — — 0.21

捷克斯洛伐克（1973） 27 31 0.19 0.21

匈牙利（1977） 26 32 0.21 0.25

波兰（1975） 23 37 0.27 0.22

苏联(1973) 23 37 0.27 —

南斯拉夫 — — — 0.21

资本主义国家

加拿大（1969） 20 37 0.30 0.39
芬兰 — — — 0.47

法国 — — — 0.52

希腊 — — — 0.38

意大利 — — — 0.40

日本 — — — 0.42

瑞典（1970） 24 35 0.25 0.39

英国（1975） 24 35 0.25 0.34

美国（1970） 18 41 0.34 0.40
西德（1969） — — 0.32 0.39

资料来源:第 1、2、3 列:C. Morrison（1985,第 133 页），第 4 列：Slama（1978,第 315 页）。

注释:Slama：第4列中的资料为1972—1973年。

①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衡量的基础都是税后收入。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个人所 

得税，因此在进行体制比较时,也就无须做这方面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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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8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中国与低收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国家

占总收人比例

最贫困的 

40%家庭

最富裕的

20%家庭
基尼系数

中国 16 44 0.37

亚洲资本主义国家

菲律宾（1971年） 17 47 0.39
印度尼西亚（1976年） 16 46 0.40
泰国（1970年） 14 51 0.45
马来西亚（1970年） 13 52 0.48
印度（1967年） 13 53 0.48
非亚洲资本主义国家

哥斯达黎加（1969年） 18 44 0.37

墨西哥（1963年） 13 55 0.48

洪都拉斯（1967年） 13 55 0.49

资料来源：M. Selden（1988,第 147 页）。

注释:表中资料是指农村地区家庭总收入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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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洛伦兹曲线：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C. Morrisson （1984,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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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物质福利的分配：其他表现形式

物质福利的分配不能完全用货币收入的形式来表示，下面我们就讨论 

物质福利分配的其他表现形式，①主要考察三类现象：

1 .营业税与价格补贴。再分配不仅采取了对收入征税的方式，而且还 

通过营业税和价格补贴的方式来影响各种消费行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公共交通的价格常常大大低 

于实际成本，这里就存在着很髙的价格补贴。与此同时，国家又向私人汽车 

征收了很高的营业税。背后是这样一种逻辑思路:公共交通满足了基本需 

要,而私人轿车被认为是奢侈品;前者多半由穷人使用，而后者是富人使用。 

因此,这种形式的价格补贴和营业税就是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措施。

即使是这个相对简单的例子也并不能说明这种再分配是以牺牲富人为 

代价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当轿车的使用变得非常普及之后,仍然有 

很多人是由于工作需要，同时又因为缺少公共交通工具，才不得不使用轿车 

的。大部分价格补贴和营业税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要比轿车这个例子复杂 

得多。例如,为了能让中等收入阶层获得更多的文化艺术享受，往往会对书 

籍、音像制品、戏曲、歌剧以及音乐会入场券提供价格补贴。但经验表明，即 

使有了价格补贴,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仍然是较为富裕的知识文 

化界人土。由国家提供的价格补贴最终还是使髙收入阶层受益，而不是补 

贴了中低收入阶层。②

更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降低公共部门住房租金(或价格)所产生的补贴 

再分配效应。③补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所有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能够

①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这里只分析与福利分配有关的现象。至于现象的因果关系分 

析，见13.6部分的讨论。

② S. N. Zhuravlev(1990,第80页)经过详细计算后说明，尽管高收入家庭在消费这些产 

品和服务时所交纳的营业税要高于低收入家庭，但同时也享受了更多的价格补贴，例如他们消 

费了更多的肉类产品、水果和蔬菜，而且在公共交通和电讯服务方面，他们的消费量也都高于 

低收入阶层。

③Z. Daniel(1985)研究分析了住房补贴所产生的影响，可进一步参见J. Ladanyi 

(1975)、I. Szelenyi(1983)以及 M. Alexeev(1986,1988a,1988b)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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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住房。①实际上，部分住房是归私人所有的，而农村里的住房主要是私 

人财产，城镇里的住房也多半如此。这些私人房主支付了所有建设成本，如 

果他们要出售自己的房子，那么新的房主肯定要支付没有补贴的价格。从 

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并非所有的房主都是富人，而国有部门的房客也并不 

都是穷人。很多私人房主也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而不少国有住房的居住 

者都有很好的收入，而且身处高位。这样，再分配实际上是有利于那些居住 

国有住房的人，而损害了私人房主的利益。如果考虑到收入再分配对不同 

阶层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把相对贫穷的私人房主手中的钱转移到了相 

对富裕的国有房客的口袋里。因此，我们无法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种 

复杂的再分配所产生的实际净效应或许是一种更为不平等的福利分配。图 

13.2画出了匈牙利的两条洛兰兹曲线，一条表示了货币收入的分配情况，一 

条是住房分配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尽管有国家补贴（或者部分原因恰恰 

就在于补贴），住房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还是要髙于货币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图13.2匈牙利的收入与住房

资料来源:Z. Dániel （1985 年,399 页）。

① 这里我们可以再想一想本书第294页注释③中所引用的苏联宪法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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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出非常确定的一般性结论。但 

可以肯定的是，所谓营业税和价格补贴能够降低物质福利分配中的不平等 

现象，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证实。

2 .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价格补贴：由国 

家承担某些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成本，然后免费提供。这个问题与经济安全 

要求密切相关［13.3］。免费向所有人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至少满足其基 

本需要，这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感，特别是最贫穷阶层的安全感。支持者希望 

这种分配方式能够对实际消费产生实实在在的均等化效应，但实际上这一 

美好预期往往不能完全实现。在免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仍会出现各 

种不平等现象。

城市的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国有企业和国有机构 

职工享受免费度假的机会也远远多于农村合作社成员。

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可以到设备更好、环境舒适的医院里看病,而这些 

医院是不向其他公众提供服务的。在很多情况下，高级领导人还享受着各 

种额外的免费福利待遇:所在单位提供的免费住宅，配有司机的公家小车, 

比普通企业度假中心豪华得多的休闲娱乐场所。①

所有体制都会有类似的福利差别，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 

在于言行是否一致。社会主义国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总是高喊着一切平等 

的口号，并宣布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同等水平的免费福利待遇，可实际上它从 

来也没做到。

3 .获得短缺商品。在持续性短缺经济中，愿意购买某种供给不足的产 

品或服务的人是否具有同等机会获得这种产品或服务呢？实际上，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这种机会的分布极为不平等。

有些不平等待遇是公开的。例如，配置制度明显向特定社会阶层倾斜 

［12.4］。在住房分配和大学招生方面，如果申请者超过了可能提供的房子 

和招生名额，那么就会公开宣布哪些人具有优先权。在下一部分我们还会 

详细谈到这个问题。

①在所有体制下，政府高官和企业高层都会享受这类福利待遇。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 

提供给高层人士的福利享受比起他们的收入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货 

币收入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平等分配的，因此，这类待遇就会产生很大的福利差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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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隐藏的不平等待遇，它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1)这里的不平等与短缺有关，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上文中提到的现象: 

为官僚机构高级领导人服务的特供商店及其他部门。这些商店提供的商 

品,如高质量的进口产品,很少或根本不向大众供应。专门供领导人使用的 

高级饭店和休假场所富丽堂皇，所有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商品在面向公众的 

普通饭馆、休假中心和食品店里是根本看不到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专门医 

院。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时期，这种特殊待遇也实行纵向等级制度: 

与下级官员相比，更高级别的官员可以到商品更丰富的特供商店选购商品 ， 

去更豪华的度假场所休闲娱乐，在更现代化的医院里看病就医。

(2 )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人是通过工作单位获得短缺商品的，而不是在 

商店里经过搜寻自己找到的。主要食品和其他大众消费品短缺的情况越严 

重，这种分配方式就越普遍。对不同单位或部门的供给水平各有不同，哪些 

经济部门或地区可以获得优先照顾，都要适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标准。一 

般而言，大型工厂都会享受优先待遇。

(3)那些与供应厂商(或供应厂商上级主管部门)关系密切的单位就更 

容易获得短缺商品。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人可以更便宜地获得所需要 

的产品，而在于他/她能够提前得到消息。例如,供应厂商专门为他保留着, 

或者把他在等候名单里的次序往前提。有时候,只有某些人才能获得供应 

信息，但这已经足够了。②有很多东西有助于某些人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级 

别很高,与销售人员私人关系很好，或者是使用贿赂手段。

从以上1-3点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要远远大于图13. 1、表13. 7和表13. 8所显示的资

①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社会关系”，在苏联叫“声音大"，中国则称之为 

“走后门”。

② 苏联作家V.索洛金曾写过一本名为《链条》的小说。小说一开始描述了有一群人聚 

集在一起，他们通过私人关系得到消息，明天要发放购买轿车的排队号码。于是，第二天他们 

要去排队，但不是为了等候买车，而是去等着领号码。这种先遣队在前一天夜里就已经开始出 

现，然后人们要为此排队等上好几夭。这样，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放排队买车的号码就成 

为了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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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体制下的不平等。①

13.6对分配问题的解释

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福利分配。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先列出 

需要解释的现象（福利分配），然后列出各种影响因素,最后对它们之间的关 

系进行量化分析。很遗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研究。因此，在这里无法对各 

种因素的相对影响力进行排序，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列出各种因素，并尽 

可能地对它们影响的力度做出初步评估。

主要目的是分析现实的因果关系，同时有选择地（无法包括所有因素） 

说明官方意识形态所宣布的分配原则与实际所执行的分配原则有哪些不一  

致的地方。此外，我们还会对每项分配原则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在某些时 

候,这些原则所宣称的价值本身就相互冲突。②

1 .劳动和业绩。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做出实现收入平 

等的承诺,事实上，它还反对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这种倾向于平均主义的观 

点在西方左派人士那里更为流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每一本教科书 

都清清楚楚地写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③

但问题是如何衡量劳动业绩（或成果），劳动业绩和收入之间应该具有 

怎样的比例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资本主义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至少 

对工薪阶层而言是这样。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业绩的衡量和奖惩主要

①C. Morrisson（1984,表13.8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曾做过一个估算，分析了非货币优 

惠待遇如何增加了不平等状况。例如，以货币收入分配为基础计算的苏联基尼系数为0.270, 

但如果加入非货币收入，那么这个数值将变为0.309；同理计算，波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70 

和 0.308。

② 关于分配的理论研究，可参见A. Sen（ 1973,1981 ）0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分配原则， 

可参见 Z. Daniel（1985）o

③在分析这一原则时,通常会引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1966）。马克思自 

己是这样表达的：“个人生产者，在进行了适当扣除之后，从社会获得的部分应该等于他所付出 

的部分。获得多少取决于个人的劳动量。不同的劳动量享有不同的权利。”马克思认为必须实 

行这种原则，因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才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脱胎而出。马克思预言在共 

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将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激励人们努力劳动是非常关键 

的，因此，需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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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绝对）在一个分散化的匿名过程中完成: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市场上 

出现的相对工资。①但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同类型的劳动应该获得什 

么样的收入,多少劳动应该获得多少收入，都要由专门负责收入分配工作的 

人来决定［10. 5］。当然,控制工资水平的决策者在决定收入差别标准时也 

会注意到来自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毕竟提高收入是吸引劳动力进入短缺领 

域的一种手段。

尽管企业高层领导的工资和普通劳动工人的工资之间也有一定的差 

距，但这种差距远远小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即使在大型企业，领导和工人的收入比例通常也不会 

超过5： 1,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可能会高达20： 1,②部分原因是两种体制的 

管理者市场不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企业会争夺最好的管理者，管理人员 

往往供给不足，他们甚至可以自己提出聘用条件。最大的企业和赢利能力 

最强的企业会提供高额工资来吸引最好的管理者。经理生涯的顶点便是获 

得最好收入的企业职位。

而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没有必要通过支付高 

额工资来吸引优秀管理者。每一位管理人员都是同一个中央官僚体制中的 

成员，每位管理者都是党的战土，党将决定对他/她的任命，而党在做出决定 

时不会仅仅依据经济标准。哪怕是任命某人担任超大型企业的领导，这也 

不是管理者职业生涯的顶点，他/她还有望登上更髙的职位:被任命为部长、 

省委（地区）书记或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些更高的职务任命才是对管理 

者真正的奖赏。因此，从激励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付给管理者很高的报 

酬。

尽管官方意识形态并不赞成平等分配原则，但在实际中它还是倾向于 

将收入拉平。

2 .政治素质（表现）与权力（位置高低）。在第1点中，基本默认了狭义 

上的经济业绩标准，但至少在抽象分析层面上，还有另外一种与经济业绩不 

同的收入差别标准:奖励政治上忠诚可靠和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心全意服

①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对工资水平进行了干预，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资本主义体制的 

工资决定机制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

② 在1970年代，苏联的这一比例平均为4：1。见A. Bergson（ 1984,第1085 -10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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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人。

这主要是通过职业生涯与政治待遇之间的联系来间接执行这种标准。 

那些通过自身能力爬上高位的人始终可以享受特殊的物质福利并获得一定  

的特权地位。更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为党的现行政策服务，忠诚可靠并严 

守纪律，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福利待遇和政治特权。此外，在不同情况下也 

可能将政治表现与物质奖励直接挂钩,其中包括授予国家荣誉的同时提髙 

其收入，委派到国外工作（收入丰厚），甚至是奖励一块土地或一幢度假别 

墅。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对这一标准往往是半遮半掩,有时也承认所谓的精 

英统治原则。如果将“按劳分配”中的劳动概念适当延伸，那么在政治上忠 

诚于社会主义制度并为之而奋斗也可以算做“劳动”。但官方意识形态对此 

宁愿秘而不宣,即那些在道德力量鼓舞下,全心全意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人也 

会得到物质奖励。

3 .不同阶级、阶层和地区享受不同的待遇。在多数情况下，对城市的物 

质福利分配要优于农村。同样，在资本分配过程中，某些地区处于优势地 

位，这些地区的工人也比其他地区的工人享受更多更好的福利待遇。

对一些多民族的大国而言，这种分配倾向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像苏 

联、中国和东欧某些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 

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方面一直保持着巨大差距。

在任何社会里，利益集团往往是决定福利分配的主要因素，他们会通过 

各种方式向政治家、立法机关和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自己的要求。①在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下，利益集团的作用远远低于议会民主体制（那里更容易组织 

起利益集团），但也并非没有这种现象［3.5］。代表特定职业（或产业）或地 

区的利益集团总是要想法设法通过游说或其他政治手段来为自己谋取特殊 

待遇。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分配方式与第1点中的按劳分配原则 

是相互冲突的。经典社会主义在实际的分配过程中，往往是做同样工作的 

人得到不同的收入,这取决于各自所在的部门和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①见 M. Olson(1982)和 A. Nagy( 19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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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同类劳动和相同业绩所得到的收入基本趋于平 

等,其公平程度远远高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体制总是把道德一 

政治体系视为实现平等的先决条件,但事实上,几乎不带有任何道德和政治 

因素的市场力量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平等分配。

4 .需要与贫穷。对于所谓按需分配的原则，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始终采 

取了模糊不定的态度。这一原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明显冲 

突。①马克思本人认为,只有进入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适用“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因为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里，人们再也不会 

出于物质动机而进行劳动,而且生产力已经非常发达，可以充分满足所有人 

的全部需要［12.4］。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官方意识形态悄悄避开了这一乌 

托邦式的概念，但在物质产品的实际分配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需要问题，这毕 

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总有部分社会成员或社会阶层需要得到其他社 

会成员的帮助。鉴于这一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官方认可的分配原则中 ， 

除了把按劳分配原则作为主要原则之外，还遵照诸如团结和补偿弱势群体 

等伦理价值加入了其他一些附属原则。

现在我们从官方意识形态的原则规定转向现实情况分析。在进行分配 

决策时，当局需要考虑诸如家庭规模、一个人的工资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 、 

劳动能力不断退化等各种问题。在进行社会救助的过程中,部分采取了货 

币形式，部分是给予某种福利待遇，分配住房时也会照顾那些弱势群体。从 

这个角度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也表现出了福利国家的特征（即利用再分 

配手段实现收入平等），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但 

这一正面判断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补充说明。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福利总量很少,主要是 

因为这些国家还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 

家为弱势群体提供物质支持的公共开支相对比例同样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 

家，这就不能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唯一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先

①在谈及分配问题时，最常引用的著作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本书 

中也清楚地提到，在某些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会产生不平等现象，例如，一个需要养活 

好几个孩子的工人,其家庭人均收入肯定低于没有孩子的工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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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式。①福利开支具有剩余的特征:整体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开支可能 

会大一些;而情况不好的时候，福利支出也无法提高。前文在谈论经济安全 

时，我们就提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贫困（甚至是绝对赤贫）状况始终非常严 

重。

贯穿本书，“社会主义”体制一词主要就是指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中没 

有包含任何规范判断（价值判断）的意思，但在这里有必要暂时偏离这个定 

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政治运动是在规范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 一词,并 

赋予了它特定的伦理价值。尽管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有很多不同的阐释, 

但大部分人对以下观点均有共识: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消灭贫困、帮 

助贫穷的人、受苦的人和处于弱势的人。按照这一观点，一个自称实行社会 

主义制度的国家有责任更加公平地进行物质福利的再分配。如果以此为衡 

量标准，那么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它的使命。在经 

典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制度有利于更平等地进行物质福利分配，但同样存 

在一些制度阻碍这项任务的完成，福利分配政策常常是混乱不清和自相矛 

盾的。如果有人把更为平等的福利分配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标志，那 

么我们可以说，北欧福利国家比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有资格称自 

己是社会主义国家。

5 .财产与市场成功。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个人也可以通过财产 

（权）而不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尽管范围相当有限。有些是合法的:在银行 

存款获得利息收入,或贷款给国家获得利息收入（通常是被迫向国家贷款）。 

有些通常不合法，但当局也可以容忍:例如将私有住房出租获取租金收入。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私人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受到了严格限制,其中一 

部分活动还属于非法行为。从这里获取收入也取决于好几个因素（没有包 

括在上文的1-4点中）。②下面仅列举其中几个因素:私人企业所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的短缺程度;③私人所有者在把握机会方面的聪明程度;在多大程

①见表13.6中有关福利开支的资料。

② 这里之所以用“也“这个词，主要是因为私人企业的工人也是在劳动，因此，按劳分配 

原则同样适用于私人部门。

③ 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私人企业“一词的。在这里，它还包括小型服务社、私人手工作 

坊以及半合法的“第二职业者”。



第十三章消费与分配 311

度上当局能够和愿意干预私人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总之，可以说私人 

部门的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在一个对私人财产和市场都充满敌视的政治社会环境中，那些敢于进 

入私人部门从事生产和服务的人往往会得到较高的收入。在一个持续短缺 

的经济中，一位农民把在国有商店里买不到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价 

格肯定高于所有能进入自由市场进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黑市上的价格就 

会更高，因为购买者必须补偿销售者因违反法律所承担的风险。市场成功 

地包括巧妙避开了当局对私人交易的限制。

这里还需要补充另外一种利用市场机制获得的收入（扭曲形式的高收 

入）：在公有制部门工作的职员把单位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变成了私 

人利润。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过度需求会抬高价格,从而让生产者和销售 

者可以获得暂时的较高利润。这种利润动机会促使供给上升，然后再将价 

格压低,超额收入也就很快消失。但在短缺经济和官僚协调体制下,上述平 

衡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销售者在接受贿赂之后会提供短缺商品给行贿者， 

但这并不能消灭短缺。实际上，正是因为有短缺存在,供货商才有利可图。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这种额外收入视为一种租金。

上面所描述的收入方式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尽管它们在整 

个社会的收入规模中所占比例不大，但为全面起见，我们还是列出了这种分 

配方式。当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财产和市场成功对收入产生的影响 

远远不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发挥的作用。

6 .继承。个人的物质福利状况往往也取决于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东 

西，以及个人的家庭背景。这其中既包括了实际的遗产，也包括家庭所提供 

的物质支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类财富的规模累积效应并不显著，也就 

是说,遗产对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大，当然，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住房分配。一个年轻人从小在非常舒适的住房条 

件下长大，家庭能够帮助他购买自己的私人住房，或者他/她可以继承父母 

的房子，①他/她不必为分到一套国有住房而等上好几年,或者必须依靠自己 

的力量修建自己的住房。可以说，这位幸运的年轻人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

①实际上，国有住房也可以像私人住房一样由子女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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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请对比一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普通家庭 

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可能从小就不得不和父母及兄弟姐妹挤在一间狭窄的 

小屋里，长大以后要等待单位分房，他们又将会以怎样的心态开始自己的生 

活？!）。

与继承物质财富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从家庭继承的知识财富。就未 

来生活而言,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缺少文化的家庭里长大的年轻人 

与一个出自书香门第的年轻人还是会有很大不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表 

现在语言能力和知识训练方面，而且表现在不同的人生追求上。表13.9利 

用匈牙利的有关资料说明了这种关系。

表13. 9匈牙利人接受更高教育的愿望

父亲的受教育水平
孩子想接受更好教育的愿望 

（13岁，样本中的人数百分比）

大学 51.5

中级学校 40.1

初级学校 15.2

不足8年义务教育 6.4

资料来源：M. Csako等（1979,第124页）。

一个人的生活还往往受到父母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的影响。孩子可以 

和他们的家长一起享受到第2点中所介绍的特殊福利待遇。“干部子女”在 

申请学校、上大学以及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得到特殊照顾。

这些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都对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产生了重 

要影响。表13.10进行了一项国际比较，分别列出不同国家来自工人阶层和 

农民家庭的孩子将来成为白领工人的比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宣称自己是 

“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但上述比例分布却显示出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 

方面没有太大区别。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里,下层出身而进入上层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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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例往往高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①

表13.10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国际比较

国家
非农业体力工人 

与非体力劳动工人

农民与 

非体力工人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22.6 10.1

捷克斯洛伐克 35.9 20.6

匈牙利 27.5 10.7

波兰 27.6 10.3

南斯拉夫 26.1 17.1

资本主义国家

澳大利亚 31.0 19.0

法国 27.8 17.2

意大利 24.9 11.8

挪威 25.8 22.1

瑞典 29.7 17.7

西德 22.3 18.5

资料来源：W. D. Connor(1979)o

注释：不同国家的研究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因此，表中数据的年份并不相同。

很显然，基于家庭出生和家庭背景的歧视行为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 

完全冲突的，但这对物质福利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抹杀的。

①R. Andorka(1988)以详实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采取了与西方国家具有可比性的计算方 

法)考察了匈牙利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研究发现，匈牙利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 

确实提高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但后来逐步陷入停滞状态，而且整个社会变得异常僵 

化,甚至出现了走向封闭静止型社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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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均等化趋势与差异化趋势

前面我们主要分六组列出了影响物质福利分配的各种因素。每一种因 

素都带来了不平等的影响,同时造成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差异化趋势。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严格实行平等的原则。

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体制也出现了均等化趋势，主要表现在收入 

日趋平等,大幅度偏离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情况非常少见。出现这一趋势 

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结构［13.6,第5点］。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私人所有权 

是主要的产权形式，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收入差距主要与财产 

（权）和市场成功有关。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高级领导干部的物质福利 

待遇远远高于普通工人,但与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商人所积累的巨额财富相 

比却又显得微不足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与公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比,电 

影导演、发明家或运动员也可以算是高收入阶层，但比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同行“明星”来，他们就只能是穷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明星们 

可以凭借自己的天才和能力获得极高的收入，而且公众自愿把钱放进他们 

的口袋里。

均等化趋势之所以能够处于支配地位的真正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彻底 

取消了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机制。此外,意识形态灌输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人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过髙的收入是不道德的。“非劳动收入”以 

及通过“投机”、“做生意”获得收入应该受到谴责，但这些受到责难的“发财 

方式”恰恰是在利用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成功取得的收入。在官方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利润所得与欺诈所得混为 

一谈。对高收入者（处于分配顶端的人）的猜忌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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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思想之中。①

就差异化和均等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势而言，均等化趋势相对较强。 

最后,如果综合考虑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物质福利状况，那么我们可 

以说,它仍然比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平等。

①从某种程度上说，官方的道德宣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统治阶层所享受的特 

殊物质待遇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他们职位相同的 

上层成功人士往往享受着更为奢华的生活，与之相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那些所谓的特殊物质 

福利待遇也就不值一提了。但按照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他们完全违背了自己 

的清教徒生活标准。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后期或力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当人们最终发现这些共 

产党领袖（如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竟然过着如此奢侈的生活，他们 

的愤怒之情就可想而知了。



第十四章外部经济关系

第3一13章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考虑对外经济关系（除了几处简单的注释）。当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成型（内部力量和/或外部力量作用）并 

最终稳定下来之后，它的基本特征将由体制的内部因素所决 

定，而不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样，我们在分析问题时, 

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假设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加以考 

察。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内生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之后， 

再来考虑对外经济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前面章 

节中所讨论过的各种现象。①

所有国家的对外关系都要受到各自环境特征的巨大影响:面积、经济发展 

阶段、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本章和前面章节一样，在讨论过程中将忽略各个 

国家的具体差异，而集中关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共同特征。 

重点分析与体制有关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可以与前面章 

节中所讨论的现象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许多 

重要特点都可以回溯到第3-13章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特征。

首先我们将列出一些图表。表14.1和表14.2根据主要目的地和主要 

来源地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情况。表14. 3和表14.4列出了

① 关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可参见E. A. Hewett( 1980)、F. D. Holz- 

man(1976,1989)、A. Köves( 1985,1986 )、P. Murell( 1990a) ,P. J. D. Wiles( 1968 )和 T. A. 

Wolf( 1988) o

在本章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L Szegvari和L Saigo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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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产品类型。表14. 5利用外贸强度指针考察了外贸结构 

（按目的地、来源地和主要产品类型进行分类）。外贸强度的指标数值越高 

（大于1）,说明进口或出口越偏离国际贸易流量的平均水平，即“正常流动 

状态”，反之亦然①。后面部分还将对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评论。

表14.1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品市场的出口结构

①举例来说,A国的出口占全世界进口总量的5%。如果B国从A国的进口量达到了本 

国进口总量的5%,那么A国对B国的出口量就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外贸强度的计算如下： 

实际进出口比例与世界平均比例之间的比率。例如，如果B国从A国进口的产品量达到了其 

总进口量的15%,而不是5%,那么外贸强度就是3。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的原因很多：出口国可 

能是在进行倾销，或者向B国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B国从本国进口更多的产品。或者从B国 

通过实行关税优惠鼓励从A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当然，地理位置会发挥重要作用。在任何情 

况下，如果外贸强度比1要高出很多的话，那么必然有出口国的“推动"或/和进口国的"拉动"。 

相反，如果强度大大低于1,那么就可以认为进口国和/或出口国之间设立了阻碍贸易自由流动 

的壁垒。关于对强度指标的解释以及其中所可能包含的各种信息，可参见A. Nagy（1979, 

1985 ）0

出口国
时间 

（年）

进口国所占份额（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

发展中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1938a 11.0 73.9 14.1

（总计） 1958 69.8 19.5 9.2

1970 59.4 24.5 16.1

构成：

1980 47.6 33.9 18.5

欧洲社会主义 1938a 12.7 75.0 11.0
国家b 1958 70.6 20.8 6.9

1970 62.7 24.1 13.2
1980 52.0 32.6 15.4

亚洲社会主义 1938a 3.1 69.0 28.6

国家C 1958 65.7 12.7 21.6

1970 22.1 28.8 49.1

1980 13.7 43.7 42.6

苏联d 1958 71.8 17.5 10.7

1970 57.8 21.2 21.0
1980 45.3 36.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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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L Szegvari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 

（1965,第 172-73 页）和联合国（1986b,l ：173）。

a： 1938年的资料中包括1958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b：包括蒙古，不包括1938年和1958年南斯拉夫的数据。

c：1938年和1958年的非经互会成员的社会主义国家。

d：苏联包括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一栏里，但也单独列出了它的资料。

表14.2社会主义国家主要产品市场的进口结构

进口国
时间

（年）

出口国所占份额（百分比）

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

发展中

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1938a 15.6 73.6 10.8

（总计） 1958 72.1 20.7 7.2

1970 58.1 31.1 10.8

构成：

1980 47.0 39.3 13.7

欧洲社会主义 1938a 20.1 72.4 7.7

国家b 1958 74.1 19.4 6.5

1970 62.6 27.7 9.7

1980 51.3 35.2 13.5

亚洲社会主义 1938a 8.0 76.0 16.0

国家c 1958 61.6 27.0 11.0

1970 24.4 56.5 19.1

1980 18.6 66.2 15.2

苏联d 1938a 12.5 78.6 7.5

1958 77.4 14.9 7.7

1970 58.6 26.2 15.2

1980 44.7 39.4 15.9

资料来源：由I. Szegvari根据以下资料为本书编辑整理：布达佩斯，中央统计办公室 

（1965,第 170 页）和联合国（1986b,1：172）。

a： 1938年的资料中包括1958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

b：包括蒙古，不包括1938年和1958年南斯拉夫的数据。

c：1938年和1958年的非经互会成员的社会主义国家。

d：苏联包括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一栏里，但也单独列出了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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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3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结构（根据目的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产品
时间 

一（年）

目的地:主要产品份额（百分比）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

发展中资本 

主义国家

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 苏联

亚洲社会 

主义国家

所有食品 1970 17.8 9.0 8.7 10.7 10.7

1980 6.0 9.0 5.5 10.1 7.7

1987 7.9 6.7 3.8 8.1 1.8

农业 1970 11.9 2.8 4.2 0.9 5.2

原材料 1980 6.6 4.1 2.6 1.3 6.2

1987 5.9 5.8 1.9 0.9 4.5

矿石与金属 1970 10.9 1.4 5.8 2.0 1.5

1980 3.9 4.1 2.6 0.6 0.6

1987 3.3 3.3 1.9 0.3 1.2

燃油 1970 16.6 4.5 8.1 2.6 9.4

1980 49.4 13.4 18.5 1.6 9.9

1987 38.9 17.6 25.4 1.0 15.6

制成品 1970 36.3 57.8 67.5 82.9 69.4

1980 26.3 51.7 62.0 83.6 67.1

1987 34.6 45.4 58.1 87.7 57.3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b,第80页）。

注释:表中出口数据包括了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4列目的地一栏 

包括了从苏联的进口，但苏联在第5列单独列出。每一列中的百分比加总后都不到100, 

因为总出口中有部分资料没有在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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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4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结构（根据来源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产品
时间 

（年）

来源地:主要产品份额（百分比）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

发展中资本 

主义国家

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 苏联

亚洲社会 

主义国家

所有食品 1970 10.8 42.1 8.7 7.0 22.7
1980 20.2 51.4 5.5 0.5 27.1
1987 11.2 37.2 3.8 0.4 25.5

农业 1970 7.0 20.6 4.2 9.1 11.8
原材料 1980 3.9 8.7 2.6 4.4 11.7

1987 4.2 7.1 1.9 3.0 6.6
矿石与金属 1970 3.7 9.5 5.8 12.0 8.0

1980 3.6 6.9 2.6 4.4 11.7
1987 2.0 5.7 1.9 2.9 10.8

燃油 1970 1.3 2.4 8.1 15.0 0.0
1980 1.5 22.3 18.5 40.8 0.0
1987 1.7 15.4 25.4 52.6 2.8

制成品 1970 76.4 25.0 67.5 42.7 54.8
1980 69.9 10.3 62.0 32.9 49.9
1987 79.2 34.2 58.1 25.2 52.0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b,第100页）。

注释:表中出口数据包括了苏联在内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第4列目的地一栏 

包括了从苏联的进口，但苏联在第5列单独列出。每一列中的百分比加总后都不到100, 
因为总出口中有部分资料没有在表中列出。

表14.5外贸强度（根据进出口地和主要产品类型）

国家 时间（年）

初级产品 制成品

社会主 

义国家

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

发展中资 

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 

义国家

发达资本发展中资

主义国家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1955 7.43 0.33 0.32 8.60 0.19 0.24
1977 5.08 0.60 0.63 6.75 0.27 0.6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955 0.30 1.11 0.95 0.18 1.10 1.06
1977 0.66 1.07 0.93 0.44 1.09 1.02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 

1955 0.26 1.04 1.24 0.25 0.81 1.53
1977 0.50 1.03 1.15 0.24 1.00 1.31

资料来源：A. Nagy 和 P. Pete（1980,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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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外部政治环境

在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处于企图摧毁它的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4. 5 ］。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有责任 

抵抗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捍卫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观点不能 

简单地用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遭受所谓的“迫害情节”来解释，它至少得到 

了历史经验的部分支持。自从苏联诞生以来,外部政治环境始终对它充满 

敌意。在国内战争期间,试图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反对力量始终得到 

了国外势力在金钱、武器、甚至是军事力量上的直接支持。在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建立初期也都发生过类似情况。即使在国内战争结束、公开的外部干 

预停止之后，仍然会常常出现各种不友好的或敌视的行动，其中包括暗中支 

持反共产主义势力，通过封锁、禁运或其他贸易歧视方式来破坏或中断经济 

联系。

即使进行最详尽的历史分析（包括对不同国家的分析），我们也很难最 

终得出结论说，对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和害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真实 

的心理体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出于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把这 

种历史经验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借□。①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对 

付反抗和不满行动时，都喜欢把外部危险作为采取镇压措施的理由。可以 

肯定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进入了冷战时期。实际上, 

冷战在苏联诞生之后就已经存在，由于各种敌对性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 

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从那时起就陷入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

下面我们将外部世界分为不同类别的国家，借此可以更深入地考察当 

时的情况。

1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所有经济联系 

（进出口、信贷交易、聘用外国职员、学术交流等等）都要服从于政治标准。 

在经典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处于一种“被困心态”之下，其结果

①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当权者常常将自己的政治对手诬陷为国外秘密机构的代理人，不 

仅控告他们为外国间谍，而且还指责他们在国内推行的政策措施都是受外国主子的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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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自我孤立，从而导致了自力更生的倾向。但在苏联还是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时,只有它一个国家会这样做。后来,苏联及其盟国都将自己孤立 

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换而言之，自力更生的倾向出现在集团层面，这带来 

了集团内部贸易的扩张。①

经济上的孤立政策同时伴随着科学和文化上的孤立。社会主义国家与 

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几乎被完全摧毁，有时仅仅是出于不信任 

和猜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双方没有了货币、产品和资本上的自由流动, 

而且经验和思想上的交流也彻底中断。这种孤立政策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 

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大力谴责屈从于西方世界的行为），而与此同时，政 

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孤立也使得官方宣传变得更为容易，因为人们再也无法 

通过第一手数据来了解真实情况，从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 

间的优劣做出真正的比较。

2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上面第1点中的部分内容同样适用于社会主 

义国家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补充的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政府（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样）都非常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 

系,并将之作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往往会出于政治或军 

事目的，愿意与它打算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从经济角度考虑, 

通常都是不利于本国经济利益的交易）。而一旦没有了政治和经济联系，他 

们就会停止经济上的往来。

3 .社会主义同盟国。这里仅从政治背景来讨论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之间的 

经济关系。从一方面看，在官方声明中他们强调团结和相互援助;从另一方面 

看,各国政府代表都会竭力提出符合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要求。同盟国家 

国内和外交政策上的考虑也会对社会主义同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

4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常会在不同时期发生冲 

突，例如，南斯拉夫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分裂，以及后来苏联与中国、中国 

与越南之间的争吵。当关系紧张的时候（对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和外

① 中国在经典社会主义阶段的出口与GDP的比例是5%。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改 

革开放”（中国改革者的说法）阶段，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到了 10%,这也从侧面说明以前所奉行 

的自力更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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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政策目标不满），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将经济关系放在次要地位。如果有 

必要，它会减少经济联系，甚至实行禁运、召回专家,或者采取其他报复行 

动。①

一般而言，在任何体制下本国的国内情况和外交政策都会影响到其外 

部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特征是:政治上的考虑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政治因素是决定外部经济关系的主要标准，经济上的考虑居于附属地 

位。表14.1清楚地反映了政治因素的支配性影响。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1958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进口比例从1938年的11%上升到了 69. 8%。 

很显然，这种巨大的变化并不是源于它们的经济条件,而是因为在此期间这 

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14.2 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安排

我们首先从专业外贸机构来介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组织框  

架。在经典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明确宣布，所有对外贸易活动都应该由国家 

垄断。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这种垄断的组织形式。

最好先从一家国有生产企业开始分析。这家企业需要进口部分原料, 

同时部分产品也将用于出口，这样它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就都与外部世界有 

了联系。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严格禁止这类企业与国外贸易伙伴进行 

直接联系。进出口贸易以及维持与国外贸易伙伴的关系只能由专门的机构 

负责，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类机构被称为外贸公司。②外贸公司将 

负责处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所有业务:销售或购货市场的选择、价格谈判、 

运输条款、时间期限等等。尽管外贸最终会影响生产企业的活动，但它们却 

没有权力过问上述对外贸易活动。这种权力分工就形成了国内生产与国外

①这里可以看一些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量，中国只占苏 

联出口总量的1.5%,进口总量的1.4%0而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只占其总量的4%,从苏联的进 

口 也仅为其进口 总量的 3.3%。见 R. E. Feinberg、J. Echeverri - Gent 和 F. Muller （ 1990, 

第 232-33 页）。

②在专业文献中更普遍的称呼是外贸组织。本书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企业和预算 

单位（事业单位）［5.3,5.4］进行了区分。根据企业和预算单位的定义，经典社会主义国家的外 

贸组织属于企业，因此，本书也就釆用了外贸企业或外贸公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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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间的巨大鸿沟。

一般而言,每家外贸公司都有非常清晰的任务目标。例如，有的外贸公 

司专门负责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有的则为特定生产部门提 

供所有的进出□服务;有的只负责进□，有的只负责出□。但不管经营领域 

如何界定，每家外贸公司都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处于垄断者的地位。从法 

律规定上看,外贸机构属于企业，但它们将全权负责某类产品的所有进出口 

业务，因此，拥有很多行政性权利。更确切地说，所谓外贸公司也只是整个 

官僚体制中履行特定职能的分支机构,而不是真正的企业。

如果从价格方面来看，那么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之间的决策分工就更 

加清晰了。外贸公司向外国厂商支付的进口产品价格（或出口产品销售价 

格）与国内企业向外贸公司支付的进□产品价格（或出□产品收购价格）几 

乎没有任何关系。国内价格通常长期保持不变，即使出现价格变化，也多半 

与进出□产品价格无关。尽管可能有人会解释说，国内某些产品的价格上 

涨是因为国外相关进□投入品的价格有所上升，但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即 

使进□价格出现了上涨情况,但国内价格仍然会保持不变（在官方宣传中往 

往把这一点作为中央价格控制的一大优势）。官方宣称，资本主义变化无常 

的市场丝毫影响不了国内价格体系的稳定。

进出口产品国内价格与国外市场价格的相互分割与外汇汇率密切相 

关:社会主义国家为本国货币和每一种外币都规定了统一的汇率。从表面 

上看，本币与各种外币之间的官方汇率似乎始终维持不变，而实际上,这一 

汇率经常根据不同的乘数进行调整（大于或小于1）。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 

期，这些乘数都会有所变化，但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这些乘数都会根据 

国外市场和相关产品的具体情况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影响外贸交易的因素还包括税收和补贴。各种税收、关税、相应的税收 

和关税减免措施以及临时性和永久性补贴都对进出口产品的国内外价格产 

生了重要影响。①最终根本无法判断一美元到底能兑换多少卢布。在进口 

贸易中获得1美元的国内成本可能是30戈比（100戈比=1卢布），也有

①这里没有专门讨论关税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发挥很大的独立影响，而只是连接产品价 

格与成本的财务桥梁之一（其他桥梁还包括税收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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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4卢布。至于上述两种兑换比例之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只是一 

个次要的财务技术问题:不同的汇率乘数，不同的正（或负）税率或者是两 

者的结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外贸易市场价格是完全 

割裂的。①

这种价格割裂状况既是税收和补贴所造成的结果，也是采取税收和补 

贴政策的原因之一。我们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某种进口原材 

料的价格上升，价格当局在外贸公司的要求下提高了这种原材料的国内价 

格。这就意味着提高了使用这种进口原材料的生产企业的成本。在这种情 

况下，该生产企业认为它应该获得损失补偿，因为成本的提髙与企业无关。 

这时就需要运用弱化预算约束的办法来解决:允许企业提髙产品价格来转 

移增加的成本，或者采用其他办法来帮助企业弥补财务损失。

上述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任何外汇政策都是无效的。在资本主义 

经济中，政府主要通过汇率政策来影响贸易和经常账户。通常是这样一个 

过程:如果认为债务过髙,那么就可以将国内货币贬值，这最终会减少进口 

而增加出口。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套做法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企 

业对成本和价格都不敏感。无论汇率如何变化，它所产生的影响都会被各 

种税收、补贴政策以及预算软约束所抵消。如果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 

济领导人想要减少进口和提高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进行官僚控制。 

他们会通过降低进口配额以及减少国内需求（消费需求和中间品需求）来强 

行扩大出口。②当局只有通过行政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贸易和经常账户 。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汇率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在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下,货币都是不可兑换的，换句话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不能 

进行自由兑换。外汇交易受到严格控制，拥有外汇的部门和个人都必须将 

它卖给“银行”。③所有外汇交易都必须执行中央统一制定的汇率。

外汇的管理者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能会将特定任务分配给独立的

①不管怎样，即使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国有企业对价格也会始终不 

敏感。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在面对国外市场的价格变化时，不会做出强烈反应。

②罗马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所釆取的外贸政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③个人只有得到特批后才能购买可兑换货币，而且有严格的数量限制。这种特权待遇往 

往是对特定个人或集团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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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例如，专门办理对外贸易融资业务的国家外贸银行，或者将旅游外汇 

业务委托给为一般大众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但这些机构都只是单一银行 

体制下的分支机构［8.1］。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对外财务联系都要受到严 

格的中央控制。外贸公司以及它们对所有对外贸易活动的垄断构成了隔离 

国内生产与外部影响的第一层防线。在这道防线之外,还有另外一层:除了 

控制对外贸易业务往来的外贸公司之外,所有的对外财务往来都要由独立 

的银行体系负责处理，或者说,每一笔涉外货币交易都需要得到银行的认 

可。说是银行负责，但实际上还是由外汇管理机关来控制，因此，涉外货币 

交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业务。

上面所介绍的情况清楚地表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对外经济活动 

完全处于官僚协调机制的控制之下，基本与市场无关。官方观点认为，外贸 

和国际金融部门与国内其他部门没有什么区别，其经营管理同样应该适用 

于计划原则并服从于行政控制［7］。对外贸易指标和国际金融关系也是国 

民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执行（向外贸公 

司、涉及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的生产企业、银行下达计划任务）。但在现实 

生活中，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矛盾。尽管外贸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部 

门一样带有很强的官僚协调特征,但它毕竟不同于国内部门。在经济处于 

封闭状态时，我们已经看到了由于取消了市场而代之以官僚协调所产生的  

一系列问题。而外贸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国外贸易伙伴，于是，情况就 

会变得更为严重。国外购买者、销售者和银行没有义务服从国内计划部门 

或有关主管当局的命令，也不可能因为它们违反计划要求而采取制裁措施。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人为地建立起一套组织体系，筑成了好几道防线将国 

外市场和国内生产隔离开来。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其次 

就是要使国内的计划经济体制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绝对统一完美的官僚科层体 

制［6.3］。所有下属单位都有不止一个上级领导机构。在官僚体制中，不同 

部门总是有相互重合和相互冲突的地方，进行干预的时候也会发生冲突，这 

种冲突在外贸领域尤为突出。外贸领域的主管机构是外贸部，但党的中央 

委员会、外交部以及警察和军事部门也常常会监督和干预对外经济关系；外 

汇管理部门、生产控制部门、税收、海关以及价格控制部门对贸易问题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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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发言权。聪明无比的企业经理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这些部门中进 

行周旋，例如，当在这个部门受阻后，就到另一个部门去寻求支持。最后,一 

个再简单不过的决策也要经历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企业会更关注不同官 

僚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而不太在乎与国外企业和银行在生意场上讨价还 

价。复杂而漫长的决策程序使外贸交易和信贷活动变得极为僵化。对于从 

事外贸业务的企业（以及涉外生产企业）而言,获得上级机关的认可远比让 

国外客户满意或赚取进出口利润更重要。生产部门根本没有必要（更不用 

说有动力了）根据国外的市场情况迅速灵活地调整生产。外贸领域的情况 

往往是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做出及时、迅速和准确的调整。只有市场协调机 

制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因为市场对价格极为敏感。僵化、繁复的官僚 

机制永远不可能拥有如此和谐、精致的协调能力。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建立起了各种防范网络并采取了诸多隔离措 

施，但国外市场的变化仍然对国内经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常常会打乱国 

内的计划。想要从国外进口产品的国家还是不得不考虑外国商人的想法和 

意愿（对方卖不卖，是否提供信贷支持）。尽管会拖延很长时间并承担了大 

量的损失成本，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还是要针对外部市场做出相应调整的。

14.3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口饥渴、出口厌恶和负债倾向

在下面两个平行的部分里,我们将主要介绍外贸和金融领域里参与者 

的行为特征和经济趋势:首先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然后是与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关系。鉴于篇幅原因，在讨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会尽量 

把范围缩小并进行一些简化。

主要集中于可兑换货币（可以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的硬通货）之间的交 

易活动。为简单起见,“硬通货外贸”与“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 

里都是同一个意思。①

①实际上，这里很少有真正相互重合的项目。原因如下：例如，当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 

义国家之间发生易货贸易时，也就没有货币来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一部分是用 

硬通货结算的。当然，重合的部分也可能相当大，这一概念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本部分所讨论的 

趋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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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有理由把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除了前文 

提到过的政治因素以外,资本主义贸易伙伴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技 

术水准都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发生影响。任何一个进口方都 

知道这方面存在的差异，例如，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肯定与从相 

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机器有所不同。同样，出□方也明白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需求完全不同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需求。限于 

篇幅，这里仅列出主要的不同之处。

1 .进口。与投资饥渴［9.1］和囤积倾向［11.5,12.7］连在一起的就是进 

口饥渴，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①

表14.6东西方投资品贸易

国家

OECD国家a：与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比例

1971 -1975 年 1976 - 1980 年 1981 -1985 年 1986 -1987 年

保加利亚 9.5 7.3 13.2 17.8
捷克斯洛伐克 2.5 2.9 2.5 3.3
东德b 1.5 1.6 1.6 2.0
匈牙利 5.4 4.5 3.7 3.9
波兰 6.1 3.7 2.3 2.8
罗马尼亚 7.8 5.1 1.5 1.4
欧洲国家总计C 4.3 3.5 2.7 3.2
苏联 13.4 20.3 28.5 20.2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9,第76—78页）。

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60年成立。目前有24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

OECD的成员国：其中9个欧洲国家，再加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

b.不包括东西德之间的贸易估算。

C.地区加总是以1985年美元加权为基础计算的。

从最髙领导人到工厂的车间主任，几乎每个人都患有投资饥渴症，都想 

获得髙质量和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关注国外专业发展并参观过发达国家现

①就产品差别而言，进口饥渴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需求，因为那些产品技 

术标准高而且质量可靠。但在食品、原材料和标准化产品方面则不存在上述差别。社会主义 

国家主要从发展中国家那里进口农产品和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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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工厂的工程师往往最有发言权。种种因素都激发了对发达国家最新机 

器和设备的需求:专业梦想、渴望现代化、希望使用更可靠的机器进行生产。 

从表14.6可以看出，欧洲的社会主义小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投资 

品是其出口额的三倍，而苏联的这一进口比例则达到了 20倍。

持续短缺也刺激了进口。无论是生产所需要的投入品,还是消费品，一 

般都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如果某些产品的短缺情况十分严峻，那么最便 

捷和最迅速的替代办法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这类产品。①计划部门（或 

者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企业领导）不会考虑用进口产品替代国内生产是否有 

利可图。这一进口过程并不是基于价格和成本信号，而是根据非价格信号 

做出的反应。②

当然，最髙政治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中央委员会、总理以及中央银行 

行长也不可能全然不顾进口总成本，或者对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平衡情况 

毫不在意。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但出于对其他问题（考虑消费 

与积累之间的比例［9.3 ］）的考虑,他们不能将决策权下发给更低级别的部 

门,并最终由企业自己来决定。除了位于权力顶端的决策者之外，所有人都 

想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更多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内在力量能够限制这种 

自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对进口进行直接控制:严格的进口配额， 

每一项进口业务都必须经过审批。于是就出现一种互动效应:进口饥渴是 

导致官僚控制的原因之一,而官僚控制同时又引发了进口饥渴，因为在制定 

计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每个企业都想最大化自己的进口配额，从资本主义 

国家进口产品作为自己的存货。③

2 .出口。这里出现了相反的行为。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面都会自发形

①苏联在大灾荒时期就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谷物和其他食品。

②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在决定是否用进口产品替代国内生产（或者增加国内生产以 

扩大出口）时，必须进行贸易效率计算,但这种计算往往对实际决策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弄 

出一个结果来支持事先已经确定的决策而已。

③社会主义国家限制进口主要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理由，而不是想要保护国内企业。卖 

方市场已经足以保护国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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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进口饥渴症，然而却不会形成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产品的热情。①既然国 

内市场完全处于卖方控制之下,排队的购买者总是会根据供给来调整自己 

的需求，那么企业又何苦绞尽脑汁去寻找外国购买者呢？！越是向发达国家 

出口，对质量和供货期限的要求也就越高。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始终处于 

竞争状态的私人企业会为发现一个外国市场而兴奋不已。然而在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下，国有企业根本不愿意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产品，并且表现出了 

一种出口厌恶心态，以至于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迫使它们出 

口，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强制出口，完成出口任务成了计划指令的一部分, 

而且是必须优先完成的重要计划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公司进入资本主义市场之后发现，那里基本上是 

一个买方市场。惊讶于产品如此丰富多样之后,它们就更加有进口的愿望。 

然而作为出口方，它们同时发现自己的产品无论是质量、现代化程度，还是 

供货条件都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展开竞争。③同一个经济体制不可能拥有 

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即在国内的卖方市场上是一个样，到了国外的买方市 

场上又是另一个样。如果国内是卖方市场，那么生产企业就会习惯于对购 

买者毫不在意，也不会关心购买者的质量要求。④。这种懒惰和冷漠的态度 

同样存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体制缺乏迫使企 

业努力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按时供货以及适应买方要求的激励机制，那么 

这个国家的企业必然会在出口产品时遭遇严重打击。

① 即使在最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其长期统治者恩维尔•霍查也不得不 

这样警告自己的人民:“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什么都想从国外进口的趋势。我们有 

责任充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国内生产更多的设备、零部件和机器，减少 

对进口的依赖。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品种，提高出口产 

品的质量。每位同志都必须明白，为了进口，我们必须要有出口。”恩・霍查（1975,第10页）。

② M. Mejstrik（1984,第75页）研究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只有2% 

的产品达到了世界技术标准。

③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也包括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釆取的孤立政 

策、普遍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或政治歧视。

④经常提出的一个反例就是武器出口。它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能 

推翻我们的论证。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武器买卖从来就不是卖方市场。当军队成为买 

方时，它有足够的力量将武器买卖变为买方市场，同时会提出自己的质量要求。见D. Davi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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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品吸引力的唯一办法就是降低价格，或者说进行 

倾销。如果价格足够低,那么很多低质量的出口产品还是可以卖出去以换 

取硬通货。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公司常常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外国购买者 

并没有很明显地发觉这一点。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出□产品供给价格 

的负弹性效应。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获得支付进□产品所必须的硬 

通货，因此，出□计划就会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如果出□价格过低，那么就必 

须大量出口；如果价格较髙，那就减少出口。①在制定价格的过程中，已经把 

税收、关税以及各种补贴因素都包括了进去。别说公众，即便是经济管理部 

门，也都弄不清楚为了获得1美元或1英镑，国内究竟做出了多大牺牲。他 

们也不知道与国外竞争者提供的价格相比，自己出口的产品到底有多便宜。 

至于出□产品的国内投入，更是无从知晓。

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进出口贸易从业者的利益动机、社会环境和行为特 

征来解释表14. 3和表14.4所显示出的经济趋势。②

3.贸易与经常账户。正如前文所述，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包括生产企业 

的领导，都竭力想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更多的产品。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 

社会主义国家在向资本主义市场出□产品时非常困难。③结果很明显:进口 

开支很可能远远超过出口收入。

直接资本进□即资本主义企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商业投资，几乎被完 

全禁止。考虑到由于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孤立主义政策，这一点是可以理解 

的。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逆差只能通过借款来弥补，这些借款有些是 

来自资本主义进口企业或银行，有些则是政府担保的国外贷款。于是在与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就出现了负债倾向。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经济领导人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从一方面来

① 关于倾销和供给的负弹性问题，可参见F. D. Holzman(1976,1983)和J. Winiecki 

(1984)。

②这里我仅举出几个比较显著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械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能源 

出口却不断上升。需要补充的是，在机械出口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額占很高的比 

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很少从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机械产品。

③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旅游业所赚取的外汇是对出口商品收入的重要补充，但在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孤立政策大大减少了这部分外汇收入。同时，处于 

被忽略地位的服务行业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可观的出，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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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们很难抵抗来自各方面的进口压力，而借助于硬通货贷款来解决问题 

在短期内不失为一条快捷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见14.1部分的有关讨论），负债行为又是非常危险的（当然，这完全是一种 

过分夸大而缺乏实际根据的心理压力在作祟）。这两方面的影响孰轻孰重, 

最后的结果如何，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①。

即使在有些国家借款行为遭到了强烈反对，但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仍 

然在经济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反对的效果十分有限。负债国 

家为了能够偿还贷款（必须支付利息和到期本金）并尽量减少债务余额，不 

得不改善其经常账户的状况。没有外债的国家往往会有一定的硬通货储 

备。

沿着上述论证思路，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会 

把进口替代作为改善其外贸和经常账户状况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不是去增 

加出口收入。进口替代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执行。在短期内，可以禁止 

部分进口贸易并强制规定必须使用国内制造的产品。在长期内，必须采取 

同样的行政性措施要求增加国内投资以满足未来的进口替代。这些现象最 

终都与孤立主义政治目标和自力更生战略相互吻合。从另一方面来看，采 

取命令方式不能保证获得充足的出口硬通货收入。直接进行官僚控制只能 

向企业施加出口压力，但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在一个持续短缺的经济中，强制出口政策往往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国内的短缺和紧张引发进口饥渴症。为了支持进口（以及偿还外债），必须 

不惜任何成本来获得更多的硬通货。前文曾经指出，如果价格足够低,还是 

有很多国外客户愿意出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部门对能在资本主义 

市场上出售的产品的需求将无限膨胀。而对国内市场而言,外贸部门又变 

成了此类商品的购买者,而且它们根本不在乎国内的价格和成本。不管国 

内的价格和成本有多高，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差价总能通过预算软约束的某 

些技术手段来加以弥补。这样,对出口产品的巨大需求就成为导致国内宏 

观层面出现持续过度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12. 7］。面向资本主义市场的强 

制出口政策成为引发国内持续短期现象的因素之一。

① 表23.7列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债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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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搭配、岀口偏好、追求零平衡

进口和出口。首先，需要区分“硬产品”和“软产品”。这里所谓的“软” 

和“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特征，而是特指两国之间在特定时期的一 

种商品贸易关系。某项产品在谈判过程中是“软”还是“硬”主要取决于两国 

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符合以下条件,那么谈判过程中买方国家的行政机 

构和卖方国家的行政机构就会认为这一产品是“硬”的：（1 ）能够在资本主义 

市场上出售并获得硬通货收入;（2）根据买方国家当前的国内经济状况，急 

需此类产品,但无法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进口 ;如果想要,只能用硬通 

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买（付出极高的成本和做出极大的牺牲）。这两个标 

准往往相互重合,但也并不总会一致。举例来说，卖方国家正在进行食品出 

口谈判。保护主义壁垒可能会使出口受阻，因而无法获得硬通货收入。但 

如果此时买方国家出现大规模的食品短缺，该国领导人也知道为了缓解国 

内短缺必须用硬通货从资本主义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食品。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进口国的迫切需要，卖方国家（出口国）的商品就会变得“硬”起来。

如果某一商品在卖方国家出现了剩余（因此不得不出口），而且几乎不 

可能在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出去，那么这种商品就是“软”的。此外,如果其 

他社会主义买方国家觉得是否进口某一商品无关大局，那么这种商品也会 

变“软”。

在澄清了概念之后，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 

政府贸易谈判代表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贸易谈判代表进行政府间有 

关进出口产品质量和数量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特 

征？（这里首先重点讨论经济或外贸部门高层官员的行为特征。稍后再分 

析低级官员的行为特征）。

在进入谈判过程后，政府贸易代表会把自己国家能够出口的"硬产品" 

作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①他们自己想获得的东西包括：（1 ）尽量获得对

① 生产国也会把有些硬产品出售给急需硬通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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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硬产品”；（2）尽量出售自己的“软产品”；（3）尽量少进口对方的“软产 

品”。①在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价格并不是双方的主要关注点, 

尽管价格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国家的“贸易篮子” 

里究竟应该包括什么产品？在整个篮子里，“硬产品”和“软产品”的比例究 

竟是多少？贸易代表如果能够让对方接受自己更多的软产品，而接受其他 

国家更少的软产品，那么他们就取得了谈判的成功。这种发生在政府层面 

的谈判过程在商业上可以称之为“搭配销售”。

这里让我们暂时再回到前面两章所探讨的国内市场上短缺和剩余同时 

共存的问题，因为上文所提到的有关内容恰好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社会主义 

国家会出现短缺和剩余共存的现象。当一个国家出现硬产品短缺、软产品 

积压时，它不仅无法通过对外贸易谈判来消除自己的产品剩余，而且有时候 

为了获得贸易伙伴的硬产品而不得不接受对方的软产品。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中低级官僚机构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生产企业开 

始。如果买方国家发现自己缺少硬产品，那么这就意味着它对进口产品的 

质量、技术先进程度以及供货条件不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样，能够为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硬产品的生产企业就会非常轻松。同样，那些在社会主 

义市场上出口硬产品的外贸公司也会感到异常轻松。在出口软产品的时 

候，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政府间贸易谈判时想让对方接 

受更多的软产品都绝非易事。但一旦签订出口协议,无论是软产品生产企 

业,还是从事软产品出口的外贸公司就都不会遇到任何困难。除了不用担 

心质量歧视之外，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还享受到了另外一个好处:政府间的 

贸易协议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它们可以“衣食无忧”。此外，国

①当然，这里所谓“软”和“硬”的两分法主妥是为了澄清有关概念。实际上，这类现象也 

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尽管大部分机械产品都是软产品（如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较发达国家 

生产的机械设备），但对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些机械设备又是比较硬的产品。此外，在 

特定国家内，同一部门生产的产品质量也会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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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企业借此也了解到进口软产品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是一个卖方市 

场。①

出于上述各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中低层机构在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外 

部市场时，其行为大致趋同，但在面向资本主义外部市场时,它们的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硬产品进口饥渴症，一方面是软产品进口 

厌恶症。一般而言，对出口没有什么厌恶情绪，而且中低层官员愿意向社会 

主义国家出口产品，因为比起资本主义市场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市场要 

轻松和安全得多。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原材料中会有更多的硬产品，而制造品中 

的硬产品相对较少。如果上述假设正确的话,那么表14. 5就集中反映了这 

种趋势所带来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流动强度非常髙。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强度要远远高于它们对资本主义国 

家的出口强度。从贸易强度指标之间的差别还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国家能 

够相互要求对方进口，而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始终低于正常进口比 

例。

这里让我们暂时停顿一下。有些研究者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时， 

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哪些国家是在剥削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 

关系中是否隐藏着征税或补贴现象?②本书对这些问题不予评论。尽管上 

述问题值得注意,但它们只是涉及到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最终再分配 

问题。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是，就某一项特定交易而言,谁做得相对较 

好，谁做得相对较差？关键在于没有零和交易，一方获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 

的损失。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进出口生产效率都非常

①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严重程度各不相同。短缺越严重(以及经常账户不平衡的 

现象越严重)的国家，越需要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更多的进口产品。而出口国往往不愿意 

向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的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认为这样的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可供交换的产 

品。但生产企业从自己的利益观点出发，就会认为无论它生产什么最终都会找到购买者。这 

样国际贸易层面上的卖方市场又进一步加重了国内的短缺状况。

② M. Marrese和J. Vanous( 1983 )在一项研究中认为苏联是硬产品的净出口国，而且出 

口价格低于当时的世界市场价格水平，同时又是软产品的净进口国，价格高于当时世界市场价 

格。苏联之所以进行这种补贴是为了维持在本地区的政治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受到了 J. C. 

Brada( 1985)、F. D. Holzman( 1986a,1986b)以及 A. Köves(1983)等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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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体制效率低下。①由于大部分贸易活 

动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因此缺少了改善自己和他国质量发展 

的激励机制，而这些只能由具有髙质量标准的外部市场来提供。

贸易平衡与经常账户平衡。由于无法进行兑换,某一个双边贸易关系 

中出现的赤字无法用另一个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剩余来进行平衡。

如果不考虑少数例外情况（下文中还会谈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之 

间几乎不存在相互投资。这样,经常账户是否平衡主要依赖于贸易账户的 

平衡。由于一个市场出现的剩余不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场，因此没有国家 

愿意出现太多的剩余或太多的贷款增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特殊趋势：追 

求零平衡。双边贸易关系最好既不要出现持续剩余，也不要出现持续赤字。

从上文中的有关叙述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外部市场与资 

本主义外部市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社会主义外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不会导致出现强制出□现象。只有当经济中确实非常需要进口硬产品（同 

时需要有特定的产品出口来进行冲抵），上级管理部门才会强制出□某类产 

品。另外一种情况是，根据某项国际协议，本国政府必须不惜成本完成出口 

任务（出于外交压力或其他政治原因）。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强制出 

口。

从14.1部分和14. 2部分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让我们再回到表 

14.1和表14.2。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之所以会有很髙比例的 

贸易额，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对外贸易明显有利于宏观经济或技术发展，决定 

性因素仍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即想让自己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一旦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形成并稳固之后,维持髙贸易额的力量 

会不断加强（至少在出□方面是这样），因为对经济管理部门和生产企业而 

言，这种贸易关系在很多方面都符合他们的利益。

①苏联进口商常常对自己的政府非常不满，因为根据政府间的贸易协议,他们必须从匈 

牙利旳买软产品，其中包括许多质量很差的产品。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出□商也会抱怨说，根 

据苏匈贸易协议，他们不得不生产很多技术过时的产品。例如，苏联乡村比较落后的电话网络 

体系只能使用与现存落后设备相适应的转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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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融合的努力:经互会

本章迄今为止讨论的所有现象似乎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社会主 

义国家之间在努力走向融合。在分析实际经验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意 

识形态领域。

经典社会主义思想曾公开宣扬国际主义精神。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始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 

一个重要口号。由于以前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相互分离的民 

族国家，很多人希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国家边 

界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从而出现一个超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联合体。

这种愿望在现实中始终未能实现。唯一进行过的一次重要努力就是力 

图创建由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经济联合组织——经互会。①对经互会 

运行情况的分析考察将为上述结论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②

国际主义理想与经互会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该组织的成员范围 

就可以看出。除了古巴、蒙古和越南以外，中国和其他所有第三世界社会主 

义国家都不是经互会成员。这本身就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全 

面的国际主义联盟,除了三个国家属于例外情况，欧洲较为发达的社会主义 

国家并没有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有组织的经济联 

系③。我们可以认为双方对此都非常冷漠。从一方面来看，较为发达的社会 

主义国家担心，它们不得不把太多的资源转移给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而会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这个 

问题十分突出。所谓要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发展，必然意味着国 

家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这将有利于落后国家，然而却会遭到较为发达国家的

① 经互会于1949年成立，1991年宣布解散。在1990年前后，经互会成员包括苏联、保加 

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古巴、蒙古和越南，南斯拉夫是“有限的参与者”。

② 关于经互会的研究，有大量文献，可参见：S. Ausch( 1972)、J. M. van Brabant( 1980, 

1990)、L. Csaba(1990)和 M. Kaser(1965)o

③莫桑比克曾经申请加入经互会，但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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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①从另一方面看，经互会对不少非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没 

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些国家担心，依附于经互会可能会损害它们与资本 

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

与经互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冲突导致南斯拉夫在早期就退出了该组织， 

后来阿尔巴尼亚也退出。这些都表明，日常政策的实施远远比国际主义道 

德理想或经济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

在考察理想（国际主义）与现实（经互会）之间的差距时，另一个关键问 

题是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机制。市场协调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次要的角 

色，基本的协调机制是官僚协调，而且走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强大的中央 

计划经济和直接官僚控制。逻辑假设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 

在各个国家之上也需要有一个超国家的官僚科层体制。位于全体社会主义 

成员国之上的中央计划部门将负责以下工作:编制计划，将计划分解到每个 

成员国，为每个成员国规定产出任务和投入品配额，设定国家之间的产品流 

动目标。这个超国家的中央计划部门类似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计划部门（为 

不同部门或不同地区制定计划）。

上述观点并不仅仅是官僚协调逻辑推理的产物，实际上,这是存在于最 

强大的成员国（苏联）权力欲望背后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不仅与 

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而且也得到了附属于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 

党的支持，其中都特别强调了苏联的领导地位。很显然，从各国对苏联超强 

地位的认可来看,如果需要在各个成员国之上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计划中心, 

那么处于最髙层的只能是苏联政府。这个中心将编制“整个社会主义世界 

的计划”，计划分解后便成为约束各个成员国的国内计划。

尽管曾经有过很强的推动力，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严格的中央集权 

与下属机构的独立自主权是相互冲突的（当然，在任何情况下，独立自主都 

是相对的）。即使在斯大林处于绝对强权而东欧小国只有逆来顺受的情况 

下，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协议也仍然要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 

协商过程方能最终达成。只有当所有国家彻底放弃国家独立地位和全部主 

权之后，官僚协调才能真正凌驾于相互分离的国家利益之上。如果没有做

①经互会内部之间也经常会出现平等发展的问题，只是不那么公开而且相对平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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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东欧国家实际上也从未做到），那么就不可能执行强制各国统一 

完成计划任务的严格纪律。①

对外贸易:数量与价格。表14.1和表14. 2显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分布 

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例很高，而其中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量也很高。除了上一部分所讨论过的原因之外，经互会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因为它利用组织力量一直在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在每 

次会议和所有公开宣传中，经互会内部成员之间贸易比例的提高都被认为 

是成功的标志。②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经互会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际 

上，在那些官方仪式的背后，很少有实质内容。经互会最多不过是为成员国 

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一个松散的框架,真正的基础仍然是各个国家之间的 

双边协商。

对外贸易关系中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就是进出口交易价格。经互会曾试 

图制定统一的原则。首先经互会应该根据各成员国的平均成本来制定它自 

己的价格基础，但这一想法从未实现，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价格对成员 

国政府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13.4,14. 4］。这样，经互会接受了一个妥协 

原则:尽管经互会内部成员在对外贸易中的价格不得不根据资本主义市场 

上的价格进行调整,但成员国应确保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③这种在逻 

辑上就有问题的想法，使得经互会成员国很难根据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灵

①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如苏联和中国就实现了这一点。经互会却从来没有能够通过简单 

的计划指令将波兰或匈牙利的资源分配给苏联或越南。但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莫斯科通 

过计划指令的方式实现了爱沙尼亚与西伯利亚、格鲁吉亚与白俄罗斯之间的资源调配。

②成员国的官方学术研究把所有的双边协议都归功于经互会的强大力量和经互会本身 

的作用。学者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在经互会联合会议上，这些双边协议都是有约束力 

的，而且还包括了跨国企业之间的协议。

③ 这是1958年布加勒斯特价格原则之后的指导原则。该原则要求每五年（毎个5年计 

划开始的时候）根据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调整一次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价格。但在这五年 

之内，价格保持不变。

这项决定从未得到过全面执行，1973年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之后，这项决定更是难以为 

继。于是在1975年引入了所谓的“滑动”价格机制，即以5年平均价格为基础，每年根据平均 

移动原则进行相应的价格调整。这种滑动价格机制在经互会内部的石油贸易中实行了很长一 

段时间。与此同时，在其他很多领域仍然实行以前的价格调整办法，特别是小国之间。频繁的 

价格变动很难与贸易活动的官僚协调机制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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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调整自己的贸易和生产活动,从而无法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变化或避开 

不利影响。

劳动分工与投资。尽管在官方宣传中一再许诺要促进经互会内部国际 

分工的发展，但现实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大部分地区，每个国家的 

生产结构仍是自成体系并得到了默认。部分产业领域也曾达成协议力图实 

现生产链条的分工与合作，但在多数情况下都被证明不具备经济上的可行 

性。尽管经互会一再宣布实行分工原则，但在许多领域里，各个国家自己都 

建立起各种平行设施，发挥着同样的功能。由于对合作开发项目始终心存 

疑虑，经互会成员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合作投资和资本流动。①

国际金融业务。成员国之间货币自由兑换（至少是双边货币的自由兑 

换）的问题甚至在官方协商中都从未提及，而只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目 

标:逐步建立起一个制度框架，让卢布成为可转让货币。所谓转让实际上是 

指A国可以将与B国在双边贸易中所积累的剩余用于与C、D等成员国之间 

的贸易支付，例如，用于支付A国与C国之间的贸易赤字或A国与D国之间 

的贸易赤字。但出于种种原因，这种转让制度从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仅 

没有一个制度框架，而且不少成员国的经济领导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见前一 

部分有关论述）。允许A国与B国在贸易中获得的可转让卢布用于与C国 

或D国的对外贸易交易,这种做法与一国之内的官僚协调原则会出现严重 

冲突。可转让的卢布最多能够成为一种贸易结算单位，但它不能作为国与 

国之间进行资源和产品分配与交换的真正工具。

既然在成员国内部都不能实现一种货币的自由兑换 ，那么又怎么能够 

期望建立起真正的货币自由兑换制度呢？！实际上，与国内的计划与控制过 

程一样，经互会成员国达成的国际协议基本上都采用物理单位（或者说用价 

值指针来表示贸易总量根本无法实现）。很难用货币和利润作为对外贸易 

的衡量单位。

下面进行一些简单小结。在前面章节中，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体制在 

经济计划和管理控制等方面存在的僵化和不灵活的特征，通过本章前面部

① 许多成员国都曾强烈反对这种合作，认为以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合作项目完工后发现, 

没有为相关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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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同样存在这些 

问题。经互会的成立不仅没有缓解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加重了 

这些问题。在面临任何决策时，不仅需要两个相关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有 

时还需要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双方达成的协议往往还需要得到经互会委 

员会的认可和同意。

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融合所进行的努力。只 

要建立了自由市场，实现了产品、资本、劳动力和货币的自由流动，那么就可 

以实现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超国界融合。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会把相关 

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欧洲共同市场所做到的那样。然而，经互会国 

家是不可能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因为每个成员国都是一个独立的官僚计 

划经济，价格和货币在成员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第十五章经典体制的凝聚力

前面部分已经基本完成了对经典体制的详细分析，这为 

我们总结相关结论提供了基础。本章的目标是要找出经典体 

制构成要素之间主要的规律性联系。

理论一词对于不同的科学哲学流派和实践科学家来说, 

都有不同的定义。我赞同以下观点：如果一个思想框架能够 

清楚地阐明和解释各种现存的、可观测的和连续的现象之间 

存在的主要关系，那么它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理论。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本章力图在经典体制实证理论的主题范围之内 

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本章的理论阐释并不打算提供一个 

对经典体制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给出明确解释的普遍适用的 

综合性理论。事实上，有许多理论方法都在解释经典体制的 

诸多复杂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能与这些理论 

方法相互配合并互为补充。但作者相信，以第3-14章研究内 

容为基础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一定能够对研究经典体制重要现 

象之间的一些关键联系有所帮助。

15.1 主要的因果联系

从前面关于经典体制的研究思路来看，尽管各种现象在许多方向上都 

是相互影响的，但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脉络。图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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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出了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目的是想重点强调因果关系之间的关键指 

向，因此，有意忽略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即反应）。

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关键在于理解其政治结构。出发点是执政党 

的政治集权、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以及对偏离或反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所有 

反对力量的镇压。如果要找出经典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那就是一党 

专制体制（即使有一、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名义上存在其他政党并正式参加了 

所谓的联盟,也无法改变党的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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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主要的因果关系

注释:本图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显示出了主要的因果链条关系。箭头方向所指的一组 

现象不仅受到前一组现象的影响，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所有更深层次因素的影 

响。例如，方框5中的一组现象（发展与生产的持续短缺）不仅仅是因为软预算约束和价 

格反应不敏感等问题,而且还直接受到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支配性地位的影响。

方框4和方框5中的省略号是指本方框只是列出了部分现象。本书中所讨论的其他 

许多现象都可以根据图中所示的逻辑关系放在相应的方框里。

并非所有的一党体制都会导致建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在社会主义制 

度的建立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掌握权力的执政党深受社会主义官方 

意识形态的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 

我们在第四章介绍官方意识形态时，曾指出它只是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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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都取自马克思和列宁，所有增加的 

部分往往也都打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旗号。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诸多其他现象都源于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起 

来的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我们在第四章结束时曾指出：共产党在组织和意 

识形态上的区分只适用于理论分析。事实上，组织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 

统一的真实存在物,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须臾不可分离。因此，我们把这 

两个现象列入了方框1，处于因果关系链条的最左端。

在经典体制下，或者是国家所有制（包括近似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占绝对主导地位;或者至少在关键领域，即整个经济的制高点应该由国家所 

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将产权放在因果关系链条的第二位，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有人觉得应 

该将它和政治结构并列，也有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的绝对支配地位才是社 

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特征。①这个问题并非只是一个推测性的问题，它 

完全能够依据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如果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获得了绝 

对的集中权力（如中国和越南），它或早或晚都要开始实施国有化政策并会 

将之贯彻到底。至于国有化采取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暂时停止、什么时 

候又重新开始，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组织上的困难，以及党的耐 

心程度。在有些国家,甚至连理发店和乡村店铺也被迅速国有化，而在另一 

些国家则被当成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体制共存了一段时间。但掌权者对 

这类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是暂时容忍，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推进国有化。当 

完成了银行、工业和交通业的国有化之后，当局迟早要开始着手消灭农村的 

私人所有权。事实上，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公开宣称要实现这一 

目标，现在不过是将它的政治计划付诸实践而已。

因此，并不是产权形式即国家所有制，构建起了自己在经典体制下的政

①在争论这些问题时,通常会出现一种趋势，混淆实证（描述性和解释性的）方法与规范 

方法之间的区别。有些思想流派往往从以下的规范性论证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 

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剥削。因此，国家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就仿佛成了社会主义制 

度区别于其他制度最主要的特征。

请注意，本书所关注的正是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组国家［表1.1］。按照本书 

的定义，哪个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哪个处于次要地位，以及更次要的地位等问题已经属于实 

证因果分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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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结构。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定的政治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了这种 

产权形式。就这一点而言,尽管意识形态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仅仅用意识形态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因果关系链 

条的指向。权力集中以及与之相伴的极权主义统治与私人所有权所要求的 

自治是水火不容的。只有进一步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才能不断强制实行 

“全面臣服”的政策。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这三类现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有政治结构 、 

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结合在一起引出了图中下一层（方框3 ）所列出的现象： 

经典体制的协调机制。官僚协调在经典体制的协调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而其他所有的协调机制最多只是发挥着支持作用，甚至完全萎缩，这是本书经 

过论证后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之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不能从它不 

是市场经济这一点中导出，更不能通过价格非理性这一简单事实来说明。只 

要建立起了经典体制的政治结构、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国家所有制 

的支配地位，它们必然导致官僚控制机制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官僚协调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对完成计划 

指示的奖励会出现在不同领域;在有些国家里，某些部门是合并在一起的，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则是分开的。政府官员和职业经济学家对不同的官 

僚协调机制也会有激烈的争论。但一些关键因素是始终不变的:取消自由 

企业和市场上的自发机制;不允许企业之间的竞争；决策制定和决策形成的 

集中制;等级体制的支配地位;纵向联系高于横向联系。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方框4,其中包括了经典体制中的利益和动机因素, 

由此带来的行为特征，以及这些现象之间的重要联系。①在方框中只是以标 

签的形式列出了部分现象,而且也没打算给出全部名单:计划安排（“讨价还 

价”）、数量驱动、领导者的家长式作风、预算软约束、价格反应不敏感等等。 

其中的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分别用前面更基本的因素如权力的本质 、官方 

意识形态、国家所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的支配地位来进行解释。

① 有些研究者将我在著作中所釆用的这种方法称为“行为主义”，但这并不是一个准确 

的描述。尽管许多现象都可以用参与者的行为来解释,但对行为本身也要进行因果分析。图 

15.1的结构就反映出了这一点：行为特征位于因果关系链条的中间位置，前面有更基本的解释 

性因素，后面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经济现象。



346 社会主义体制

方框5列出了一系列持续存在的典型经济现象，其中只包括了部分最重 

要的经济现象:强制性增长、劳动力短缺、失业、持续性的短缺经济以及对外 

贸易在体制所发挥的作用等等。这些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那 

些处于更深逻辑层次的解释性因素。并不是短缺才导致了庞大而全能的官 

僚体系;并不是因为确定了强制增长目标才会有无所不包的严密计划;并不 

是因为出现了进口饥渴才建立了进口审批制度。尽管上述现象之间是相互 

影响的（在下一部分里，我们再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因果关系 

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 

才出现了特定的产权形式，这种产权形式又必然使得官僚协调机制处于主 

导地位，同时也导致了参与者典型的行为方式,最终便自然引出了方框5列 

出和未列出的各种经济现象。

这一论证思路中的一部分内容，对于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 

学思想的研究者而言，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但也有一部分论证与这些研究者 

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又截然不同。他/她或许会很熟悉以下研究方式: 

将现象分为“更深层次的”和“表面的”；在诸多相互作用的现象中找出主要 

的因果关系方向。①他们也非常熟悉并接受用社会集团的利益动机和社会 

地位来解释该集团的行为特征,但却不愿意引入个人偏好。与马克思主义 

传统接近的研究方式是逻辑分析（什么是主要的因果关系）与历史方法（发 

生重大事件的历史时期具有什么样的秩序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培养起来的经济学家或许会发现，这里的研究思路 

并不符合他们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常用逻辑套路。不管人们 

认为“基础”这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不能认为基础决定了它自己 

的上层建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几乎都是贫 

穷和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很少有大型工厂,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非 

常低。很显然，它们都还没有达到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 

力发展这一阶段,或者说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 

发展。更不用说髙度组织化的集中生产体系已经发育成熟，完全可以采用

①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生活在新古典模式里的经济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对于擅 

长新古典模式分析的经济学家来说，他/她先是有各种假设条件（其中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假 

设，或许有“表面”的假设，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建立模式，最后通过模式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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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计划方式，只等着把资本家赶出历史舞台,然后让位于社会主义计划人 

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这些国家完全处于落 

后状态，恰恰需要资本主义来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经典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哲学史手册中所阐述 

的模式。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摧毁了原有的上层建筑，人为地建立起一个全 

新的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播下了新的上层建筑的种子，它将按照自 

己的轨迹破土而生。新的上层建筑将一切与自己不一致的基础统统打碎， 

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全部重新安排:进行国有化和集体化;逐步消灭私人所 

有权，将市场挤入越来越狭小的空间。负责经济控制的官僚部门雨后春笋 

般地成长起来，并遍布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产权关系、协调机制和经 

济秩序都要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加以改变，这些变化与政治形式不断产生相 

互影响，并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相应变化。

15.2 体制各种因素之间的“亲和力”

本章在讨论主要的因果关系链条时，将一再提及现实结果对原因的反 

作用:体制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前面章节中已经介绍了许多类 

似的例子，下面仅稍作回顾：

♦ 一旦国家所有制和软预算约束导致了投资饥渴、进口饥渴、囤积倾向 

以及工资提升趋势,那就只能采取行政措施来加以控制：投资和进口审批、 

生产数据配额、配给和分配体制以及工资基金。一旦采取这些行政手段，单 

单依靠口头表扬和物质奖励是不足以维持经济纪律的。必须对那些“投机 

分子”和“诈骗工资的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惩罚。这就对政治气候和官方 

意识形态产生了影响。（方框4、5作用于方框3、1）

♦ 对国有部门工资的行政控制要求压制工资上涨压力，即使出现了劳 

动力短缺也必须如此。但这样一来，国有部门的低工资就根本无法与在国 

有部门之外市场上获得的高工资相比。考虑到这一因素和其他原因，必然 

要求彻底取消私人部门。（方框3、4、5作用于方框2）

♦ 一旦经济走上了强制增长之路,如何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性 

和优势做出解释必然要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中反映出来。（方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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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方框1）

♦ 如果由于国内销售市场方面的问题和其他原因，导致生产管理者没 

有很强的动机去占领国外硬通货市场,那么就必须建立起某种机制和激励 

体系强制他们生产出口产品。（方框5作用于方框3）

当经典体制稳固下来之后，各种因素就会发展凝结为一个统一体。不 

同的行为方式、惯例和规范之间相互影响。借用一个化学术语来说,现象之 

间表现出了亲和力:它们相互吸引，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铁板一块的权力 

结构、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国家所有权的绝对支配地位、直接的官僚控制、 

强制增长、短缺、因为不信任而与外部世界隔绝，只和具有同样性质的国家 

紧紧连在一起，相互支持。这些现象并非是松散孤立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 

内在整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构成一个体系（体制）。

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自然选择”现象:新的制度、新的管制、新 

的习惯、新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都轻易融入了新体制并生根发芽，而其他与新 

体制不相符的东西则统统被抛弃。①让我们举个例子,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之前，没有人事先计划过要对人事安排——任命、工作调动和解雇进 

行严格的集中管理。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蓝图中，也几乎找不到以下思想的 

蛛丝马迹:建立一种官僚体制，其中任何层次上的人事决策都要取决于相关 

的党组织，取决于跟踪人们政治态度的警察机构，取决于上级人事管理人 

员，或者取决于国家行政机关、经济部门或群众运动等相关领域领导人的意 

志。这一具有各种严密职业控制形式、权力巨大的组织体系也是通过不断 

地尝试和重组，逐步发展演化出来的。它首先扎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 ， 

然后又以类似的形式扩展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社会体制像社会 

主义那样通过统一集中的人事管理机构牢牢控制了人们的职业生涯。可以 

这么说，这种特殊的形式和组织完全是在体制内自发成长起来的。

上述趋势的兴起和发展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完善倾向。例如，当官 

僚控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之后，它就要发布经济任务指示［7］。但一旦有权对 

企业的主要任务和各项总体指针下达命令时,官僚机构就再也收不住手。企

① 关于制度自然选择的思想可参见態彼特和哈耶克的著作。更详细的阐述，可参见A. 

A. Alchian（阿尔钦）的文章（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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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轻易对付这种官僚控制:完成主要任务，但具体细节和其他次要任务则 

可以不管。从逻辑上来说，下一步便是将每一项任务都具体细化，如果这样还 

不起作用，还可以把下级人员进一步分解，各自负责更小部门的工作。如果极 

权统治及其统治工具（官僚控制）所编制的网络过于庞大，那么很多行动都可 

能轻易逃脱。答案就只能是编制一个更小的控制网络，使之密不透风。社会 

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要求官僚权力必须不断趋向“完美”。

构建社会主义体制的积极选择伴随着相应的否定选择。对于经典社会主 

义来说，私人所有权和私人企业在长期内是不能容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集 

权式国家秩序不但会被大规模的资本所破坏，还会遭到小规模农民私人所有 

权的侵蚀。中央集权迟早会彻底消灭私人所有权，具体时间则取决于它的容 

忍程度。苏联在等待了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发动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而越南 

在取得军事胜利几年之后，甚至连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得以修复, 

当局就开始着手消灭私人农庄和其他私人生产与贸易部门，然后就是国有化 

和集体化，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埃塞俄比亚政府在一次大灾荒期 

间展开了对农业部门的社会主义重组,彻底取消了农村人口，并在集体化的基 

础上将他们全部迁移。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私有产权并不是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唯一不能容忍的东西，社会主义容不下任何与其体制不相符的制度、 

惯例、态度和规范。发育成熟的经典体制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自治机 

构、独立于上级政治机关的其他组织、不同于官方宣传的文化和世界观以及独 

立经济实体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易。当然,经典体制所反对的这些现象还会反 

复出现，但范围越来越有限。个人行为完全被形式主义所内化:没有了自觉运 

用思想的能力，企业家精神彻底泯灭,对上级组织唯唯诺诺，根本不可能提出 

有独立见解的批评意见，更不用说反抗了。①

下面对社会主义体制构建过程中的积极选择与否定选择的共同经验进 

行一下总结:那就是制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然选择，并且会不断进行自我加

①当然也存在着与这些行为相反的活动。即使是在极权统治最为残酷的年代里，已经被 

限制在极为狭窄领域之内的个人自主权还是遍布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企业家精神只是处于蛰 

伏状态（不时也会以扭曲的形式爆发出来）。还是有人（哪怕是几个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反对 

压迫。而当整个社会环境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更宽松的发展机会时，它们都会即刻变得强大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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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最终凝结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统一性。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脑海里,社会主义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后的过渡期内 

还会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残余物”。马克思这样说到:“我们所要建设的共 

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恰相反，它起源于资本主 

义社会。因此，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经济上，道德上,还是在知识上，共产 

主义社会都仍然带有旧社会的胎记，旧社会是孕育它的子宫。”①马克思这里 

所说的是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进了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 

形态之中。资本主义的残余物在过渡期内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因此，一旦 

把它们消灭干净，共产主义体制的全部优越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但历史 

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现象和内部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遗产，而 

是恰恰相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独有特征引发了自己的问题。

15.3 （体制）原型与国家变体

鉴于上文所述，可能会有读者认为本书似乎也赞同某种意义上的历史 

决定论或历史天命论，事实并非如此。这里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 

特定历史路径的偏离；二是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大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某个社会是否会走上经典社会主义之路取决于当 

时诸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如前一部分所提到的，共产党必须在获得 

了绝对的政治统治权力之后，才能够为建立社会主义体制开辟道路。这一 

历史构建过程就像是携带着一组“基因计划”，它会将体制的主要特征传递 

给体制内的每一个细胞。②新社会播下的种子将发育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生 

物体。

① 卡尔•马克思［1875］（1966年，第563页）。

②这一模拟受到了现代生物学基因理论的启发。根据基因理论，遗传特征是由一种叫做 

DNA的物质负责传递的,DNA的分子具有控制自我繁殖的能力。它能够在控制别的分子的形成 

过程中传递遗传特征。遺传基因计划是用一种特殊的DNA化学“语言”进行编码的，这种基因计 

划将在生物体的所有单细胞体内进行复制。在生物体的发育生长过程中，所有的生物化学特征、 

解剖结构特征、生理特征，甚至是某些行为特征都取决于隐藏在DNA内部的基因计划所发出的 

命令。在生物世界里，每一类物种都有自己的DNA。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J. D. Watson的 

名著（1968）。这里的简单描述基本引自N. A. Campell的大学生物学教科书（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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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法与人们通常表达的观点多有抵触,一般都认为经典体制 

的每一项基本特征都是人为强加于社会之上的，而社会始终在抵抗这种强 

制行为。按照这种肤浅的看法,不过是残忍的独裁者及其后任通过恐吓和 

暴力手段将他们的统治强加到人民头上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社 

会完全可以轻易地将外部压迫阶层彻底摧毁,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 

在。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反抗行动虽然时强时弱,但从未 

停止过，而且掌权者每次都使用武力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新的体制结构是 

靠着自己的基本要素不断繁殖并复制自身,从而侵入了社会关系的所有领 

域。①一旦强加于社会的体制构建过程开始启动，它将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向 

前迈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自动生根发芽”。如果在某一特定的历史 

转折点上,起始条件类似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基因计划”，那么其结果将完 

全不同。请想一想南北朝鲜,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经济状况 

几乎没有差别。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和朝鲜不仅经济起点相同，而且 

在政治和行政结构方面也相差无几:残酷的独裁统治，不允许有任何反对 

派;国家官僚机构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贸、投资和信贷都 

要插手干预。但两国之间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韩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朝 

鲜截然不同;韩国的集权统治集团不仅无意消灭私人产权,而且愿意与之合 

作，帮助它更好发展。尽管官僚协调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不仅没有取消 

市场，反而让市场充满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最终具备了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所有关键特征，而韩国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流血牺牲之后，终于也建 

立起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韩国逐步走上了日本式的发展道路，其 

未来成就与后来的朝鲜可谓天壤之别。

我们再转回到开头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路径自我决定的范围。如果在 

某些国家里，当共产党的权力稳固之后，社会将偏离其原先的历史发展轨迹 

并按照自己的“基因计划”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根据本书的理论，它们 

将来肯定会表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

① 句牙利诗人Gyula Illyés曾在他的诗《暴君之歌》中生动有力地描写了这一现象：“你是 

一个囚犯，同时你也是狱卒……奴隶亲手打造了镣铐并自己带上……暴君到底在哪儿，所有 

人都被镣铐锁在一起;肮脏腐朽之气同样发自你的身体，因为你也是暴君。”Illyést 1950] （ 1986 

年，第380—388页），195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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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迟早会走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45年之后刚刚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人心存疑虑；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之 

初,人们对这个国家究竟会走向何方也有争论,但到今天,这两个国家显然 

都变成了“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

尽管本书在第3-14章里探讨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共同特征，但其中 

必然会存在偏差，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多自己的独特之处。仍然可以 

用生物一基因学来做个模拟：即使是拥有同一父母的单卵双生体也不可能 

完全相同。转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说，有许多因素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特定结 

构及其内部经济问题:地理和自然条件,新掌权者所采取的政治路线，领袖 

的个人质量,外国针对本国的政策和行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如此等 

等。如果认为有了特定的“基因计划”，即共产党掌权，那么一切都已注定, 

历史将从此“安然上路”，这种想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就不同国家和不同时 

期而言，社会主义“基因计划”的实施力度以及本书所指出的各种趋势的特 

定组合都会有很大变化。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每个国家在各个时 

期都曾有过镇压行动，但有些国家可能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进行大规模 

的镇压,而在有些国家或有些时期，镇压会相对平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 

了指令经济,但有的国家过于教条，太注重细节问题;有的国家则懒懒散散, 

三心二意。到处都会经常出现短缺现象，但食品短缺在有的国家是无法忍 

受的,而在有的国家，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本书描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趋向。一种趋向可能会盛行起来,也可能 

会遇到某种程度的反抗。某些互为补充的趋势的真实组合会受到不同政策 

选择的影响。例如，经典体制都趋向于强制增长。领导层推进强制增长的 

力度越大，公众供给的问题就越严重，由此引发的反抗就需要进行更残酷的 

镇压。如果领导层能够适当控制扩张动力和投资饥渴（某些国家在特定时 

期出现的情况），那么它就可能放松政治压迫和思想限制。因此，尽管范围 

和程度有限，但也有“回旋的余地”。

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前文提到过的一个观点［1.6,2. 2］：本书是在描 

述一个理论模型，介绍社会主义体制的原型，这并不能代替针对具体国家的 

历史分析。这类工作将留给其他研究者。本书作者的目的仅仅是想清晰阐 

明决策选择始终要受到哪些限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哪些限制是来自“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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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来自社会主义体制的共同特征。

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观察家和批评者时常会问道 ，为什么社会主义不 

能引入更好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他们认为完全可以把社会看成是一个 

巨大的“委托一代理”模型。①如果委托人的目标非常清楚，那么就可以设计 

出一套为该目标服务的最优激励机制，这样整个体制就能够更好地运行。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在暗示委托人都很愚蠢，他们 

没能事先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信息体系和激励机制。

本书在一开始就没有去研究领导层的“目标”是什么，这并不仅仅是因 

为目标本身很难观测。从公众决议和政治讲话中,我们很难发现目标到底 

是什么，那些东西不过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了解领导层“真实”目 

标的唯一方法就是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那里意图(以及对最初意图的修 

正)已经内化于行动之中。此外,也没有什么集体目标，因为领导层内部就 

存在着各种冲突。

所有控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人,从位于官僚体制金字塔顶端的领导 

到最基层的普通干部，没有一个是傻子。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目标方面，他 

们不逊于任何人。社会主义体制之所以这样演进，恰恰是因为这种结构很 

好地完成了它的功能使命。如果认为引入新思想对社会主义进行重组之后 

就能够改变其主要体制特征,这未免太天真了。

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则集中关注于极端事例。坚持这种研究方法的人都 

是社会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他们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所谓最大的敌人、无 

法无天的全民恐怖统治或极大的浪费等问题上来，认为这些极端事例最有 

效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 

法，他们也乐于探讨这些反面的极端事例，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抑制这些“极 

端”或“过度”行为来解决问题。而我力图尝试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着重点

①本书作者主要是通过西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了解到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熟悉社会主 

义,但对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却都很感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的 

研究人员也常常有类似的想法。由于一直在西方世界长大，他们立刻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 

的问题，甚至开始出谋划策。事实上，这个想法很早就已经出现在苏联数理经济学家们的头脑 

中：他们曾费劲心思，想为当时在任的领导人编制出一个“最优的经济体制”。关于这一学派的 

情况介绍，可参见 M. EUman(1973)和 P. Sutela( 198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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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制的一般规律、典型特征和正常状态。换句话说,是随机波动的可能平 

均值。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无法让读者心潮澎湃,但我希望它可以使我 

们所得出的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在围绕改革以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当年能否避免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为了让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生 

存，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斯大林统治造成的巨大牺牲）是否值得？对于这些 

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和道德争论，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本人却不想回答这 

类问题。本书所描述的理论模型并不必然导出斯大林式的恐怖统治,但也 

不排除会出现这种极端事例。本书的社会主义原型分析基本是按照以下思 

路进行的:在给定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财产（权）关 

系之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或者说，至少具有哪些趋 

势或趋向？所谓的“基因计划”（特定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引发上述趋 

势或趋向的充分必要条件吗？我认为这一系列问题比本段开头所提出的关 

于“极端情况”是否必要或能否避免等问题在逻辑上更为严密。

15.4 苏联的影响

共产党首先是在沙皇俄国取得了政权,这一历史偶然事件对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结构和主要特征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 

发展是发初于另外一个国家，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

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想要指出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具有的 

特点与俄国的历史传统有怎样的联系？克格勃继承了沙皇秘密警察的一贯做 

法;严酷无情的党委几乎就是旧时俄国统治官僚的后裔;荒凉的集体农庄以及 

逆来顺受的农庄农民仍然会使人想起过去俄国农夫的悲惨生活。这种状况同 

样适用于苏联以外的国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即使社会主义不出现在这些 

落后和处于半文明状态的亚洲国家，它也会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

然而历史却无法倒退。我们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实验:如果共产党的极 

权统治首先不是发生在苏联，而是出现在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建立起的 

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会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历史就是选择了 

苏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能够完整回答本部分开头提出的问题。当



第十五章经典体制的凝聚力 355

然,在本书的论证过程中，还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假设性答案：

1 .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人们可以认为革命 

应该首先在苏联爆发。但事实上，所有主要依靠内部力量取得社会主义革 

命胜利的国家处于落后和贫穷状态，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在社会主义革 

命爆发之前,这些国家都是实行残酷统治的政体，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极 

为严重［2. 3］。作为先驱者,俄国的自身特点可能在社会主义体制特征的形 

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所有国家在革命前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见表2. 

1）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们之中很少有国家建立了真正的议会民主制 

度，具有了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并让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协调机制。 

所有国家都是“后来者”。①这些体制前的共同特征必然会对以下现象产生 

影响:政治结构（彻底消灭民主体制）、为摆脱落后采取强制增长模式、进行 

极端形式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其他许多体制特征。这种类型的社会很容易接 

受将孕育出社会主义体制的“基因计划”。②

2 .苏联的模式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特征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官方意识形态、机构和行为规范）。

部分原因是苏联采取了各种手段向其他国家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 

模式。在军事占领期间，苏联动用军队向所有东欧国家都施加了巨大压力。 

如果当地人民起来反抗社会主义体制，例如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布达 

佩斯,1968年在布拉格，苏联军队都曾采取军事手段镇压并扑灭这些运动。 

此外，由于担心苏联的军事威胁，其他国家也不得不向苏联“学习”。

除了直接干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苏联及苏联共产党与各国共产 

党的紧密联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莫斯科就通过“火与剑”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那些 

曾流亡苏联的领导人就会返回自己的国家并继续受到莫斯科的控制,这些人 

自然而然就把苏联的做法移植到了本国。苏联顾问们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其

① 见 A. Gcrschenkron（ 1962） o

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社会主义阵营所出现的危机和社 

会主义体制内部许多国家之间的分裂并没有彻底结束这种革命倾向。东欧、苏联的共产党常 

常被拉丁美洲的游击队称为"叛徒"，因为这些游击队要为结束他们自己社会中的极端不平等 

现象战斗到底。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夺取政权，从而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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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包括那些在苏联完成学业的无数本国政治家、军官和经济专家。

自发的热情也加强了这种“强制性模仿”并使之更为有效。最后夺取政 

权的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把苏联当作人类进步的楷模。他们 

真诚地相信,越是更精确地复制苏联模式，他们就能够更快地进入自己所热 

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社会。

上述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可以把所有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看成是苏联模式 

的跟随者。它们不仅在体制的主要特征上以苏联为师，而且在一些具体的外 

在形式上（如国徽的设计、军人的服装，一直到企业的管理结构）都模仿苏联。

3 .尽管苏联的影响非常强大，但发挥更大影响力的还是经典体制的内 

在逻辑。本书在15. 2部分介绍了机构和运行机制的自然选择过程，这最终 

使社会主义体制凝聚成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一旦“基因计划”开始实施 

（正如苏联影响和内部力量的相互结合），体制内相互关联的各种特征会不 

断发展并最终融为一体。例如,并不是苏联的短缺经济带来了东德或蒙古 

的短缺现象,这是体制的内在特征所致。各国都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利用 

告密网络将任何反抗迹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但这并不能主要归功于苏联安 

全委员会的顾问们。秘密警察组织是体制的内在需要，因为不进行恐吓,不 

坚决镇压，不限制公民自由，这个体制根本无法生存。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苏联影响的强弱是各国社会主义体制有所不同的 

原因之一。但塑造社会主义原型的并不是苏联的影响，而是更多深层次因 

素的共同作用,即本章在15.1部分描绘的因果关系链条。

1 5.5 证 明

前面部分包含了以下几个观点：

1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区别于其他社会体制的是它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 

征;这些特征都与特定的体制有关。

2 .社会主义各种特定的体制现象之间具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在相互关 

联的复杂影响内部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主线。

3 .社会主义体制诞生和发展具有某些充分必要条件。“基因计划”的种 

子是特定的政治结构和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和无所不



第十五章经典体制的凝聚力 357

在的官方意识形态（其核心观念包括建立霸权、公有制占据支配地位）。

4 .“基因计划”将根据自己的模式重塑整个社会，它创造出了一个连贯 

统一的体系，其中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并相互加强。

从一方面来看，这一理论具有演绎推理的特征。最初的基本假设和中 

间性结论是进行下一步分析研究的前提。因此，完全可以对这种思考论证 

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质疑:分析中是否包括了相互矛盾的假设？在逻辑推 

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理论又具有某种实证分析的特征,它力图从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的现实出发来观察各种现象。因此，需要特别关注理论与历史 

现实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研究阐述的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希望给出一个理论模型框架, 

尽管历史现实总会与理论描述有所偏离，但基本没有脱离这一模型框架所 

涵盖的范围。因此,即使某一个国家的情况与理论描述并不完全一致，或者 

历史事件与模型假设有所不同，这一理论并不会被证伪。但这就提出了一 

个问题:本书是一项理论研究呢，还是仅仅是在定义概念（“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哪一个是既不能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同科学实证理论的标准，①特别是这样一个标准： 

理论必须能够被证伪。定义和论证不能是结论上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就 

排除了以某些方式证伪结论的可能。

就本书而言,理论必须要面对许多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和经验现象 。 

完全可以（或需要）利用数学一逻辑模型来证明或推翻这一理论。可以利用 

基于经济统计数据的数学一逻辑分析对部分理论进行经济计量检验。②但 

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人） 

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

① 见卡尔•波普（1959）。

②即便是统计检验证伪了部分结论，我们还是需要考察一下现象与理论假设在多大程度 

上是兼容的。如果有必要，就必须进行修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局部现象的统计检验 

是支持或反驳更一般的理论假设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一过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非常普遍。有些最基本的理论是无法直接通过实验来证实 

的。但还是可以对一些从基本理论演绎出来的逻辑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如果检验证实了这些 

假设，那么就可以成为支持基本理论的间接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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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并没有表现出本书在第2部 

分所介绍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特征？

前面章节中曾经提过，本书主要参考了九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1. 

2］。如果能够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长期稳定 

下来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蒙古、越南、朝鲜和古巴，那么可能会更有助于 

说明问题。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本书第3-15章 

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呢？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很少能得到这五个国家的可靠 

资料和相关信息。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和越南 

正在进行改革。相信，在此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有关这些国家的更多资料 

和经验信息。

这里需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我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本书只是介绍了基 

本的趋势和倾向,而不是描述这些趋势和倾向在实际中全面发展的详细情 

形。例如,波兰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但这并不能证伪第5章所得 

出的结论,因为波兰政治领导人一直试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农业集体 

化。

2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提供了最重要的检验机会。图15.1方框1 

所包含的“基因计划”是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许多社会主义在进行改革 

时，主要是针对方框2、3、4中的有关内容，但仍然继续维持着方框1中的主 

要特征。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已经潜伏着深刻的变革。改 

革过程中的各种限制、内在矛盾、前进过程中遭遇的失败，以及不断出现重 

回经典体制的倾向，这些都是理论描述的主要间接证据。如果整个体制能 

够在方框2、3、4内发展出与经典体制完全不同的全新特征，而且在不改变方 

框1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以一种修正后的体制模式继续生存并顺利成长，那 

么就会构成对理论的严重挑战，或者说能够将理论完全证伪。

本书提出了一个革命理论。用图15. 1来解释，那就是如果方框3、4、5 

发生了深刻、持久和有效的经济变革,必然要求方框1、2进行彻底变革，即政 

治结构和产权关系的革命。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我仍然坚信，迄今为止的经验证据还无法反驳1T 

点中所总结的基本论点。本书在后半部分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某几 

个国家开始偏离社会主义体制的经典模式，然后进入改革阶段，最后就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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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后面的这些分析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理论观点，当然，最终能够证实或 

证伪理论的只能是未来的历史进程以及对此进程所进行的科学分析。

1 5.6经典体制的生命力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能够永远长期存在下去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 

于时间尺度，以及如何定义“长期”这个概念。

下一章将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典体制的持续情况进行一个概述。经 

典社会主义阶段最终还是结束了，改革进程开始了或者说更深刻的体制变 

革出现了。经典体制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是苏联,60年左右。

现在，只有两个国家仍然处于经典体制阶段——朝鲜和古巴。截止到 

本书写作的时间，我们唯一能够回答的是，经典体制在这两个国家运行了 

3010年左右。我并不打算预测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命运，但至少有一点可 

以肯定:它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包括最强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都已经走出了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

即使我们可以克制住自己不对这些国家做任何预言，但我们可以这样 

说:如果用世纪作为时间标尺来衡量人类历史，那么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只是 

昙花一现。比起那些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沧桑仍然屹立于世的社会经济体制 

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生命非常短暂。

除了用世纪作为衡量人类历史的时间标尺之外,还可以用相对较短的 

时间标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诞生到死去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生几  

十年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经典体制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从第3—15 

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体制正常发挥了维持生存的基本功能，即有 

效控制了社会活动:它组织起了生产，从而为公众提供了生活所必须的商品 

和服务；它以自己的方式维持着协调社会活动以及人与人共同生存所必不 

可少的秩序；它找到了一种法律和道德体系使人们还不至于迷失生活的方 

向和意义。此外,它也得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支持,至少这些人认为支持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对他们有利。体制内的各个构成要素也都能够相互支撑, 

融为一体。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仅能够在现有水平上复制自身,而且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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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张、成长和发展。它聚集了庞大的武装力量，完全可以防御军事攻 

击。尽管整个体制充满了矛盾和内部冲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威 

胁到它的生存。

上面这段话没有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让我们再回到本书开头的那个模 

拟，可以为经典体制编制一个“成绩单”，然后依据各种内在价值为它的表现 

打分［L7］。在一系列最重要的人类普遍价值领域，如物质福利、生产效率 

和创新能力、维护个人自由、平等和社会稳定，我们在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时,对这些内容都进行了讨论。很显然，在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竞争中，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在很多科目上都没有获得优秀，例如平等和稳定。此外,在 

其他一些基本的价值领域,如福利、效率和自由等方面，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所获得的分数远远低于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这只 

是对实证分析的一项补充。至于体制内部的公众如何评价那完全是另外一 

回事:部分社会成员喜欢现行体制是因为他们自己分享了权力和利益 ，并赞 

成官方意识形态；有些社会成员有所不满，但他们无法对体制的表现做出恰 

当的评价,因为没有其他体制可以作为参照;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成员对该体 

制深恶痛绝，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旦公众的不满不断 

增加，当权者就采取镇压手段来维护体制的生存。

这又回到了前面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只要能够压制住不满，经典体制就 

可以生存下去。如果用十年作为时间标尺来衡量经典体制（而不是以世纪 

作为时间标尺）,那么至少看起来它仍然具有坚韧持久的生命力。

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确保经典体制能够生存下去也决非易事。一些 

内在矛盾不断恶化。在与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体制在很多领 

域都败下阵来,而且差距持续扩大。所有这些都为开始进行体制变革提供 

了动力和支持，这也将我们引入了第三部分的主题:经典体制的腐化与危 

机、改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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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环环相扣的特征既是其优点，也是其 

弱点。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社会主义体制就像一件缝制 

得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了，那么整件织物就会 

全部散落。

在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见证了这件“针织物”的解 

体。除了极少数地方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已经来临， 

而且许多国家的变革已经走得更远，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彻底失败。本书16-24章将回顾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的解体过程，并予以评论。作为开头，本章将分析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逐步走向解体的原因并描述其动态的发展过 

程。

16.1 变迁的起因

那些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正是 

因为原有体制所带来的不断累积的紧张和矛盾。①第15章强调了由于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具有环环相扣的特征，因此能在一定期间内运转。但就逻辑

①关于导致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灭亡的内在紧张的全面分析请查阅联合经济委员 

会(美国国会)1989年出版的合订本，或者参看T. G. Ash (1990)、Z. Brzezinski ( 1990)、E. 

Hankiss (1990)以及 J. Staniszkis( 1989,199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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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角度而言，下面的说法也同样成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始终被内部问 

题所困扰,从而无法有效运转。这些问题在前面已经一一详细讨论,在此只 

是做简单提示。各种消极因素最终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迫使社会主义体制 

最终发生变迁。虽然特定的问题或矛盾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在程度上会有区  

别，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所有国家，都是因为这些病症而陷人困境。

其一，日积月累的经济困难。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始至终伴随着巨大 

的经济发展问题:技术发展严重滞后、短缺、消费水平低下、资源浪费和其他 

损失等等。但与此同时，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因而社会主义体制 

的拥护者相信，那些问题只是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不过，增长速度逐 

渐放缓（见表9. 11 ）,①前面所说的经济发展问题日趋严重。强制增长的战 

略无法无限期地执行。各项积压的工作积聚成越来越不可忍受的债务:被 

严重忽视的部门（房产、交通和电信、医疗服务等等）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得 

经济的有效运行变得愈加困难。经济快速增长时尚可广泛动用的盈余亦已 

耗尽。在有些国家，劳动力供给几乎已经达到人力资源的底线。（见表 

10.2）

经济上的巨大问题，尤其是技术发展的滞后以及生产的低效率和闭塞, 

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权威面临威胁。苏联及其盟国要想在军事方面与资 

本主义世界抗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甚至是无法承载的牺牲。由于华沙条 

约组织不仅生产总量小，而且军事实力处于弱势，要与北约维持均势，必须 

消耗掉其产出的更大比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过去几 

十年里加盟这个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成为苏联及其同盟国 

的沉重负担。上述这些情况挤占了消费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因此，只好维 

持低生活水平。其他未参加苏联阵营的经典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与相似的 

困难作抗争。

第二个引发变迁的原因与经济状况有关，即公众的不满。社会各阶层, 

如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养老金领取者、学生、教师、医疗工作者，都对低生

① 苏联增长放缓的情况，参看 A. Bergson( 1978c)、D. L. Bond、H. S. Levine(1983)、P. 

Desai( 1986a, 1986b), G. E. Schroeder( 1985)和 M. L. Weitzman(1983);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 

分析，请查阅F. Lecik ( 1986 );关于波兰的资料，查看L. Balcerowicz ( 1988 )和B. Kaminski 

(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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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颇有抱怨。由于短缺而引起的愤怒、贫困和不安全感更为普遍。产 

品的劣质与单一,服务部门的落后，人为环境的破旧与荒芜，以及自然环境 

的破坏都导致失望滋长，夹杂着沮丧甚至痛苦的愤怒情绪不断迸发。

但不满情绪不仅仅迸发于狭义上的经济领域。公民被政府机构傲慢与 

官僚武断的行为所折磨。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窒息:个人自由受到 

极大限制；缺乏自由表达权力;政府宣传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宣传不实；存在 

大量的镇压行为。不管人们从前多么习惯于这些状况，也不管它们融入人 

们生活的程度有多深，所有这些已经超出了人性所能容忍的限度。

与前两项原因相关,第三个原因是掌权者自信的丧失。在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下,官僚机构几乎掌握着所有的权力，但稳定来源于官僚机构自身对 

其权力的合法性、所运行的体制的优越性、促使社会转型指导思想的科学基 

础、救世主般的使命以及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等问题都充满自信。一旦官 

僚机构以及共产主义忠诚拥护者的上述信仰开始动摇，转型自然而然会提 

上日程。而且,信心危机的程度越深，整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崩溃的时 

刻也就越来越近。①

当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困难日益恶化的同时，资本主义体制却被证明是 

充满活力的，这的确使得社会主义的掌权者更为不安并对经典体制丧失信  

心。一些国家如西德、日本以及所谓的新兴工业国②在经济增长、技术发展 

和出口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残酷镇压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维持纪律最关键的手段。不过，这不 

仅仅使被统治群体感到痛苦；每个人，甚至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拥护者和统治 

阶层中的精英，也感觉到威胁。至少是为了自身着想,他们也开始要求法律 

保障及行为的合法性。但这些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无条件地使用镇 

压手段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即便这是经典体制获得稳定的基本条件。

①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这位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曾经说过:“要使革命到来， 

单是'下层（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寻求改变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弗•伊•列宁（1966,pp.84-85）。

② 戈尔巴乔夫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在1990 

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不能揭露如下事实：南韩的劳动生产总量十倍于朝鮮，而 

且西德的人民比东德的人民生活得好。"引自《纽约时报》，1990年7月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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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社会主义大厦由各种水泥胶合而成，其中既包括掌权精英阶层 

的信念，也包括不受任何法律或道义准则约束的赤裸裸的镇压行为。当这 

两种粘合剂开始分裂的时候，其后果便是“大厦将倾"。

最后一个原因是外部示范效应。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事件的影响。苏联和东欧在1989年的巨变年代里,东德和捷克斯 

洛伐克的运动始终相互影响。即便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往 

往是采取极端集权的形式并长期向民众封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 ，但 

最终证明这些措施也都是徒劳的。现代通讯方式没有国界,不可能被带刺 

的铁丝网或边界防护装置所屏蔽:人们收听国外的广播电台，收看国外的电 

视节目，这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此外,决定性的导火 

索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一变化导致苏联放弃了对东欧的统治。①

16.2 变迁的深度与彻底程度

偏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发生在社会活动的 

诸多领域:例如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财产所有权分配、各种协调机制的相对 

重要程度、经济增长结构、供需关系等等。许多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发生了改 

变。因此把分析仅限于特定领域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针对各个独立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这个国家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有多远，或者更精确地说，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 

理论原型有多远，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偏离的距离是个多维的范畴。本书 

将围绕两个基准维度展开分析，以便使这个问题更易于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变革的深度。关于“深度”的概念阐述可以参照图15. 1。 

变迁距离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特征因果关系链的始端越近，则说明变迁 

越深入;距离越远，则说明变迁越表面化。因此，协调机制（第三层）的改变 

比仅仅发生在增长优次序上的变化要深刻。财产关系的变化（第二层）则更 

深刻一些。最深刻的、最根本的变迁是由政治结构（第一层）的改变引起的。

①虽然从东欧国家的角度来看，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只是一个外部因素，但这是由苏联 

内部社会主义体制力量的削弱引起的。



第十六章动态变迁 367

因此，“深度”与“表面化程度”的层次划分指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变迁的领域。

第二个维度是变革的彻底程度。根据图15.1的图解，任何一层的变化 

都可能是彻底的、局部的、无关痛痒的,甚至是假的,只是“替代”行为。这组 

描述将在第17-24章反复使用。为了形象表述这个概念，先举几个例子。 

当讨论协调机制（第三层）时，就有必要区分是完全还是部分废止短期计划 

指令。前者显而易见是更彻底的变革，而后者是更为温和的变革。或者，如 

果政治（第一层）发生变革，在公开宣称多党社会主义体制与默许对立派存 

在之间也是有重大区别的。后者虽然也是重要的改变，但还称不上影响深 

远，而前者则会导致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性变迁。

不同深度与彻底程度的变迁之间有着各种关联,对它们的研究引起了 

许多有争议的话题。在缺少更深层次变革的情况下,更浅层次的变革究竟 

能维持多久呢？更深层次的变革是否必然引起所有其他更浅层次的变革 

呢？会发生怎样的迟延？如果更深层次（如财产关系）只发生了部分、缓和 

的变迁，那么某个层次（如协调机制）上的彻底变革是否能够永久地维持下 

去呢？无论如何,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尤其是第15章小结，为对变 

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进行综合复杂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工具。

16.3 改革与革命

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文献资料以及日常的政治用语中，关于什么叫"改 

革”、“重建”（俄语表述nepecTpoűKa，因戈尔巴乔夫而著名）、“转型”、“转 

轨”或“革命”，尚没有统一的意见。在此我们只需要搞清楚本书中这些词分 

别代表什么含义。

我们先举一些反例来阐明这些概念。如果没有使图15.1中的第一、二、 

三层次的基本特性发生适度彻底的改变,这种变革就不能称之为“改革”。 

任何仅局限于第四、五层次即因果关系链末端的经济活动中的表面变革，即 

使很重要，但也并不能叫做改革。如果变革影响到因果关系链中的更深领 

域，但只是使它们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甚或一点点变化也没有，只是制造了 

变革的假象,这也不能叫做改革。在下一章节，我们会讨论这种“假改革”。

让我们回过头来给这个概念下个明确定义:任何永久地、根本性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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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二、三层次中至少一项的至少一个基本特征，但又没有将社会主义 

体制带出社会主义体制大家庭的变革,我就将其称为改革。因此，此定义包 

含三个要素。

1 .它必须是深入的:即必须对政治体制、财产关系和协调机制这三大领 

域中的至少一项产生影响。

2 .它必须至少是“适度彻底”的。照一般说法，局部的、缓和的变化也叫 

做改革。

3 .同时,依然照一般说法,改革一词不包括社会主义体制的彻底变革。① 

当最彻底的变革发生在因果关系链中最深入的一环（政治结构）即执政 

党的垄断权力被打破时,变革已是破釜沉舟。这时候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 

命了。换句话说，改革可以涉及重要的、深入的和彻底的变革，但无论在深 

度还是在彻底程度方面,它都不能抛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独树一帜的根本 

性标志:执政党的一党专政。

一旦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彻底结束，这个国家就会经历革命，从而从一 

个体制谱系进入另一个体制谱系。在这方面,可以使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 

术语:革命隐含的是“质”变，而不仅仅是“量”变。后革命体制与前革命体制 

在基本特征方面截然不同。

上述解释关注的是变迁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导致结果发生的事件的具 

体特征。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在日常用语中对革命一词的定义有 

几种不同的表述方式:（1）革命的发生是迅速而突然爆发的过程，而演变是 

一个缓慢而稳定的过程;（2）革命通常从底层开始，通过群众的示威、罢工, 

甚至是起义等方式施压,而改革通常由上层（对现行政府不满的当权集团中 

的精英）发起；（3）革命是猛烈的，伴随着死亡、流血，还可能发起内战，而改 

革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毋庸置疑，所有这三种解释被广泛应用，而且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使用 

它们。在此要强调的是，本书所使用的革命概念并不是基于以上（1）、（2）、 

（3）的标准，而是专门考虑变迁的结果，依据前面解释过的1、2、3的标准来 

判定。

① 此处使用的定义比我在此前的研究中使用的要广泛得多（19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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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补充一下,依据前面提到的关于革命的其他定义,社会主义国家发 

生的变迁是相互矛盾的。（1 ）有些国家巨变发生得迅速，有时还是爆发性 

的,但在其他国家则相对缓慢和稳定；（2） “由上层发起”与“由底层开始”、 

以多种方式联合而导致的变迁并不鲜见；（3）在多数国家里，变迁是非暴力 

的。但是，血腥、猛烈的变迁也发生过（匈牙利1956年，罗马尼亚1989年）。

彻底推翻第一层次的事件即共产党垄断权力的终结，将引起其他层次 

的变革。这种转型我称之为“后社会主义转轨”（-2.2）。虽然社会继承了 

社会主义体制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是它在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转 

轨。本书不打算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而只在接下来每个章节的末尾部分简 

单涉及。①讨论限于积极预测和描述原有政治体制遗产所能带来的后果。 

因此，本书将直接根据以前所做的分析对后社会主义转轨发表看法。②

依照同样的逻辑，在此谈论的改革与革命的区别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体 

制。改革是许多重要变迁的综合，它将引发彻底重建，但不会促使社会从一 

个体制谱系步入另一个体制谱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所倡导的路 

线即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福利国家来复兴资本主义是改革,而不是 

革命。无论是英国工党还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没有跨入苏联、东欧国家 

和朝鲜所在的体制谱系。而1917年在苏联和1949年在中国发生的是革命， 

共产党取得了绝对垄断的政治权力，这两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体制谱系。 

因此，我用“革命”一词形容1917年在苏联和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体制变 

迁，二者都发生了质的跳跃:从一个体制谱系走入了另一个体制谱系（虽然 

这两次跳跃的方向完全相反）。

本书不打算讨论从一个体制谱系跳跃到另一个体制谱系的大家庭究竟 

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里，革命带 

有褒义色彩，指的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跳跃，也就是说，朝着更高级

①参考数据的附录部分列了部分研究后社会主义转轨的英文文献书目。我试图在本书 

成型后将最近的资料以最新的形式收录进来。为此，没有在接下来的章节末尾的小段落处给 

出后社会主义转轨某些方面的研究著作的出处，也没有参考附录中包含的文献。

②正如序言中所说的，我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 一书中概括过我对后社会主义 

转轨的规范性评判和经济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数是根据本书所总结的积极分析提出的。 

即便如此，两本书的主题还是显然不同的：本书是对社会主义的实证分析，而另一本书则是对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规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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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反革命”则受到谴责,被认为是往后倒退的跳跃, 

也就是说，朝着低层次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如前所述，我拒绝评价孰优孰 

劣，所以也无须区别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某些社会最根本性的基本特征发 

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且只有这种变化才符合本书所定义的革 

命。①

有了上述系统概念,让我们再回到对远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活动的 

分析上来。有些国家在革命发生之前，经历了或长或短的改革过程。例如, 

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其他国家,社会直接进入革命状态,进 

而经历后社会主义转轨,从而跳过了改革阶段,东德就是一个例子。

本部分所概括的一整套概念引入的都是所谓“纯类型”。有些真实的历 

史构成可以很容易用一个或另一个“纯类型”来描述,但有些就没这么简单 

了。下面可以举例说明：

苏联的某些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转变为多党制;首次自由选举后，共产党 

失去权力。就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可以说革命已经发生。但在这两个地方, 

联盟的未来是不明确的,各加盟共和国实现其野心并独立的时间和程度也 

都是不确定的。革命将会采取什么方式，将会出现怎样的转轨阶段，以及革 

命的进程是否会倒退，这些都不确定。

如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可以清楚地划 

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与后社会主义时期。但苏联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80 

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这两种过程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政治领 

域。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巨变的最终结果到底会保存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亦或是形成真正的革命？人们 

对这几个国家究竟如何走向后社会主义转轨道路依然无法预言。

尽管对上述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概念框架的使用。

① 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许多杰出人物称改革(即nepecrpoiíKa)为革命,nepecrpoííKa是个 

多义词。但如果我们要从许多可能的同义词中挑选出最精确地表达它的本质内容的一个解 

释，那么我们应该说，nepecTpo頁Ka就是革命。nepecrpoííKa是革命进程，因为它意味着社会主 

义发展和其根本特征的实现在向前跨越。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pp. 50-51 )。

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强调一下，本书中nepecrpoííKa指根本地、深入地和彻底地远离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换句话说,是真正的改革，但不是革命，它至多，只是为革命打基础，将来可 

能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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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正是这些单纯的、定义明确的概念类型,使得我们可以对所涉及国家 

的转型状态予以明确阐述。本书的原稿不可能天天更新。可能当本书印刷 

成册时，罗马尼亚或者苏联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像书中所描述的了。不过，不 

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在将来怎样发展，我希望概念工具和系统分析方法 

依然有效。事实上,未来发展对理论工具来说是个检验,它们将证实或者否 

定它在分析最新信息和事件方面的有用性。

即便某些国家的瞬间状态无法非常明确地置于这个概念框架内 ，甚至 

许多国家每天都还可能发生大逆转，除了前面提到的两大堡垒，朝鲜和古 

巴，所有的社会主义阵线国家很可能都已经远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1977 

年，大约32%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而到了 1991年春 

天,这个数字只有0.6% 了。似乎可以说,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退出了历 

史舞台。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并沿着改革和革 

命的道路向前，向前。

16.4按时间顺序对改革和革命进行考察

在前面两部分我们引入了概念体系，并通过它们得以考察偏离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的进程并对此进行了分类。①

表16.1提供了一组国家的情况概览，它们依照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的时间顺序排列。此表显示出，转型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由改革开始(第1 

列)，然后转变为革命(第2列)，以及那些直接进入革命、从而跳过了改革阶 

段的情况(第3列)。②

表16.1本身表明这个进程是有其方向性的。没有一步成功的例子，即

①关于各国改革进程的简单考察早有详尽阐述，关于南斯拉夫，请参阅D. A. Dyker 

(1990);关于句牙利，请参阅 L T. Berend (1990). J. Komai ( 1986b)和 G. Revesz ( 1990);关于 

中国，参见 D. Perkins(1988). J. S. Prybyla( 1990)和 B. L Reynolds, ed. ( 1988)；关于波兰，参 

见 L. Balcerowicz(1988)和 J. B. Kaminski ( 1989 )；关于苏联参见 J. Adam(1989). A. Aslund 

(1989)、P. Desai(1989)、E. A. Hewett( 1988)和 J. B. Tedstrom,ed. (1990)o 对改革进程进行 

全面分析的杰作有W. Brus和K. Laski( 1989) o

② 选择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当本书撰写时，资料应当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只选 

择了那些确实能将它们的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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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是毫不停顿地一往直前,直至达到预期的转型阶段。真实的 

情形是:运动可能往前，也可能往后，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可能停滞相当长一 

段时间，就像马车卡在车辙里，既无法不向前，也无法不退后。许多运动也 

会遭到血腥压制或者是镇压（例如1954年对匈牙利第一次改革的镇压; 

1956年对匈牙利革命的军事打压；1958年阻止苏联的第一次改革；1968年 

对南斯拉夫改革的镇压）

表16.1改革和革命:按时间顺序回顾

革命和后社会主义
改革

迂回的改革
改革的继续

转轨国家 与年代相关的事件

南斯拉夫 1949 - 1949年:南斯拉夫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

国家的部分地方 1949 -1990 1990 1990年:某些共和国首次多党选举

匈牙利 1953 -1954 1953年:总理纳吉•伊姆雷宣布政府改革专案

1956 1954年:纳吉被剥夺权力

1956年10月23日：人民起义

1956年11月4日：苏联军事干预

1963 -1989 1989 1963年:政治大赦标志着迫害有所减轻

1989年:宣布多党体制

苏联 1953 -1964 1953年:斯大林逝世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掌权

1985 -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掌权

国家的部分地方 1985 -1990 1990 1990年:某些共和国首次举行多党选举

捷克斯洛伐克 1968 1968年1月：“布拉格之春”开始

1968年8月：华沙条约组织干预

1989 1989年:“天鹅绒革命”
中国 1978 - 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政策:实行土地承 

包制从1979年开始
波兰 1980 -1981 1980年：团结工会组织成立

1QRQ
1989年: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组织达成

"圆桌会谈协议”

越南 1987 - 1987年:宣布经济改革

东德 1989 1989年:推倒柏林墙

注:上表并没有包含所有情况：它只是摘取了具备表1.1特征的部分国家。选择这 

些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撰写本书时，有关本章节介绍的各时期的信息是非常清楚 

的。这些国家按照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时间顺序排列，不管是以改革的方式还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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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方式。右列专门用于解释本表中所列年代里发生的事件。

表16.1主要是从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以及革命三个方面,来描述 

往前或往后发展的剧烈变革。

特别要注意的是,每一阶段的改革或每次革命是如何开始的，虽然强度 

有所不同。本书描述了所有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一些消极现象，这就像生 

物染上了病毒，病毒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潜伏着并不爆发,但患者最终还 

是会被击倒。要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和长期失败与通过剧烈的方式 

使问题浮出水面、并为随后的变革提供初始动力的突发事件区分开来。枪 

支已经擦净，子弹也已上膛,只需手指扣动扳机。

各国在事件发生的顺序以及力量格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 

就某个国家而言,变革的进程可能是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某个伟大人物 

的去世而激发（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而在另一个国家，掌控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领袖同时也领导着改革进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无 

论哪种情况，内外部因素都参与其中，但是它们的相对影响力以及特定的影 

响方式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都有所不同。由统治阶层中的启蒙精英所贯 

彻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对改革的启动和推进以及为革命做出准备等方面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①同时，从轻微但清晰可辨的窃窃私语到轰轰烈烈的抗 

议，从罢工到流血起义，“自下而上”所施加的压力效果也都很明显。不同国 

家、不同时期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对力量强弱及其相互影响是 

不同的。本节开头曾用过一个比喻: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就像一件缝制得 

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了，那么整件织物就会全部散落。我们 

可以进一步延伸这个比喻:丝线在何处开始断掉,织物的其余部分按照什么 

顺序以及用多长时间散开，这些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 

丝线在一个关键点开始断掉,则解体过程必定发生。

① 在匈牙利，政党邀请由经济管理者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规划1968年经济 

改革的详细蓝图。

苏联党的领导人在1985年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来修订改革措施。G. K.波波夫（1987b） 

把这一过程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为“大改革”所做的准备相比，那次改革也同样地伴随着 

政治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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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不对特别事件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这留给其他作品来讨论。 

接下来的章节将采用横截面式的研究方法，而不采用纵向分割的方法来研 

究转型过程。其目的是想对所有抛弃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中值得注 

意的转型趋向进行总结,而不想纠缠于如下细节：每种趋向出现在哪些国 

家，它的前因是什么，以及它是在什么情形下发展的。事实上，在此被称为 

趋势的每组现象，其本身都是一个模型。每种趋势都是从不同国家、不同历 

史时期复杂多样的历史结果中提炼出来的。

第三部分的研究方法与第二部分有所不同。第3一15章关注的是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固定不变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在长时间内 

比较稳定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能够清楚界定开端和终点，从而总结 

那段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运动几乎没有任 

何既定条件,这是一个尚未走到终点的历史重建过程。即使社会主义体制 

改革本身，也比前一历史阶段更富有变动性,因为所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 

内在矛盾都在改革阶段爆发了。因此,更实用的办法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运 

动本身和转型趋势，以及与它们对抗的“反趋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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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趋势（完美控制）完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虽 

然政府的声明、规章及运动给人们的印象是，真正的转型已经 

出现,但事实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未被触动。

17.1 （完美控制）趋势概述

虚构这一趋势的发起者被16.1介绍的动机所影响:他们意识到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已经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内在矛盾,他们明白应该做点什么来弥 

补这些缺陷，然而他们仍然坚信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 

因此，他们认为，所有的困难都只是（至少主要是）由于没有充分一致地坚持 

正确的原则，如果替换一些从属的原则、法律措施和制度，使之更为有效并 

且能够更好地加以执行，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就可以更好地运行，而主要原则 

应该保持不变。

许多提出以上一连串辩论的官方决议和经济类论文通常包含如下口号： 

“让我们完善计划体系”，“让我们完善工作组织”，等等。给人的感觉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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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讨论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好的,采取一点改进的措施就足以使它们变得完 

美。①类似的说法使有些作者将整个趋势命名为“完美”控制战略，这里的引 

号表了一种讽刺的意味。②

所有属于“完美控制”趋势的变革都没有触动社会主义体制基本特征的较 

深层次，即党的权力垄断和财产关系。用图15.1的术语来讲,变化主要在第3 

层，但即使如此也只是十分表面化的变革。官僚协调机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 

其主要手段还是直接控制和计划指令。完美控制运动只是稍稍触及了指令性 

(中央管制)经济的方法和制度，这种变革根本没有改变行为规则。③

比较不同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尝试完美控制战略和尝试改革在时间 

方面并没有清楚的联系。像匈牙利和苏联这些国家，在一个或多个时期内， 

官方首先尝试完善管理，然后开始改革之路。也有像古巴这样的国家，重复 

宣告完美计划，但他们从未再往前推进。还有类似东德这样的国家，直接从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反复完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后就直接 

跳跃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状态，完全没有经历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改革阶段。

由于这个原因，完美计划的官方或非官方提议,与将其作为党的决议和国家 

规定以及接下来履行这些决议和规章的行为是不可分离的。通常，决议或规定 

只是部分地忠实于原提议,而执行又只是部分地遵从决议或规定。当一个尝试

① 例如，东德最后一位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谈到联合企业(Kombinate,德语)运动 

时(17.3)，称它是“使东德的经济机制变得完美(Vervollkommnung,德语)最重要的一步”。I. 

Jeffries和M. Melzer, eds. ( 1987 , p. 57)。朝鲜的标语这样写道：“让我们高举我国社会主义 

优越性的旗帜。”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罗马尼亚独裁者尼・齐奥塞斯库的作品中(1978,pp. 41 

-42)：劳动者在批评社会各部门的某些消极现象或错误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 

产生了怀疑，这只是表明劳动者希望消除这些现象,这与党一心想完善它管理社会的组织形式 

和方法是一致的。

②T. Bauer(1987)对这个趋势进行了总结。对有关阿尔巴尼亚的完美趋势更为详细的 

研究，可以在 A. Schnytzer( 1982, chap. 2)中找到;有关保加利亚，在 R. J. Mcltyre( 1988, chap. 

4)和M. L. Boyd(1990)中；有关东德和罗马尼亚，在D. Granick(1975, parts 2和3)中。

③ 旁观者可能会被一些倡导完美控制战略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误导，他们用“改革” 

这个词来形容其观念。为什么不呢？改革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专利权；每个人喜欢怎么定义它 

都可以。在16.3中曾经提过，本书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改革。但对这一概念性的阐明只是为了 

使读者适应本书的术语，并不能解决在关于这个话题的政治声明和学术著作里杜绝许多其他 

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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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功，下一个尝试又开始了。①完美运动从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为问题 

的真正根源在更深层次，那些修修补补的行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打破它们。

17.2上层重组

经常有这样的观点:有害现象出现后的反应就是将责任推出去。换句话 

说，要求指定的政府机构对消除问题负责。例如,1986年苏联成立了一个政府 

机构，在监控产品质量上拥有很广泛的法律权力。该组织的活动导致频繁的 

干预和示范警告，最终使得生产过程放慢,却没有解决任何产品质量问题。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短缺和产品质量低劣，有着更深层次的原 

因，并不是通过一个政府决议或者任命一个机构来负责监督就能加以解决的。

表17.1苏联高层经济机构的数量

年份 经济部门的个数 政府委员会、局的个数 髙层经济机构总个数

1939 21 - 21

1947 33 - 33

1958 13 11 24

1963 6 45 51

1966 41 12 53

1975 52 14 66

1979 55 20 75

1984 56 22 78

1986 51 27 78

1987 52 28 80

1989 48 30 78

① G. E. Schroeder(1979)很形象地将苏维埃1953年以来的完美控制运动的反复浪潮命 

名为“改革循环(the treadmill of reforms) M o这一系列运动中有个阶段在1965年被称作“柯西 

金改革”的计划，它以该计划的推荐者苏联时任总理的名字命名。关于苏联完美运动的更为详 

细的记录，包括柯西金改革，请参见前面提到的G. E. Schroeder和M. Bomstein*s study ( 1985 ) 

的著作。后面还将回到戈尔巴乔夫初期的完美运动这个话题(17.4)。

在东德，关于完美控制提议和运动方面的文献特别广泛，例如，M. Keren(1973)、G. Leptin 

和 M. Mel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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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在如下出版物的基础上由C. Kruger为本书编辑：1939年和1947年：A. 
Nove（1969, pp. 267,295）;其他资料根据《苏联国家机关名录:全国组织》的各期出版物 

（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8,1963,1966,1975,1979,1984,1986 和 1989）。

在官僚协调中，有些活动必须划归职责履行（金融监管、劳动力、技术发展等等）这条 

线，而其他活动的核心则是领土管辖。组织形式变革的花招之一就是界定职责或领土管 

辖的优先权。举例来说，赫鲁晓夫在1957年突然依据行政区划对整个苏联经济的运行 

进行重组;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依照职能管辖优先原则进行新的重组。依据行政 

区划进行重组将在后面讨论（18.4）。

上层重组运动反复进行，给人留下了仿佛是在进行变革的印象,但实际 

上却都是一些替代性运动和假改革。财产关系仍然保持不变，直接官僚控 

制作为基本的社会生产协调手段仍保留着，这些不过是组织形式上的修修 

补补而已。在针对控制的僵化和迟缓方面的解释总有这样的说辞:在最高 

层领导和最低层的执行者之间层级太多，因此，当局和企业必须相互再靠近 

一些。为此，有时通过分拆部门来完成，因为这样就能让每个部门更直接地 

管理其下属的企业;有时又恰恰相反:部门必须合并以精简机构人员，减少 

直接干预;有时在新的更大部门的控制下，部门的各部分与企业之间能够更 

好地协调。表17.1列举了高层机构分分合合的变化情况。

17.3企业合并

重组既发生在高层，也发生在低层进行。主要的趋势是国有企业和合 

作企业的合并。表17.2J7.3和17.4中介绍了一些国际比较资料。

表17.2工业企业规模分布：国际比较（1970）年

社会主义国家a 资本主义国家b
整个制造业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197 80
2.大企业c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66 32
纺织业

1.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355 81
2.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75 17
金属冶炼

1.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2,542 350
2.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9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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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a 资本主义国家b
机械

1.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253 82
2.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61 28
化工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325 104
2.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79 35
食品加工

1 .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103 65
2.大企业就业人数所占百分比 39 16

来源：E. Ehrlich（ 1985a, pp. 278 -283）O

a.样本，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

b.样本，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

C.大企业指那些就业人数超过500人的企业。

表17.3建筑企业规模分布：国际比较（1980年代左右）

国家

企业在整个建筑部门就业 

人数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少于10人 10-499 人 500人及以上

社会主义国家

东德 - 21.0a 79.0
匈牙利 14.6 15.4 70.0

波兰 8.7 15.1 76.2

资本主义国家

澳大利亚 2.4 74.9 22.7

丹麦 41.8 51.5 6.7

芬兰 13.3 66.7 20.0

法国 48.3 47.1 4.6

爱尔兰 16.6 56.2 27.2

荷兰 17.3 71.8 10.9

英国 28.1 45.2 26.7

西德 11.6 81.1 7.3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根据联合国（1986a,表IV. 6）以及与联合国秘书处直接联系 

的结果为本书编辑。

a.指拥有1 -499名员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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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4东德与西德企业规模：1988年

部门
每个企业的员工数

东德a 西德b

化工 1,419 296
建筑材料 712 71

电子工程/电子 1,554 333
食品工业 480 125

轻工业 671 95
机械工程/汽车制造业 838 217
金属冶炼业 3,209 474

纺织工业 1,301 169
整个工业 893 190

来源：C. Schnabel( 1991, table 3) o

a.学徒除外。

上述各表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集中度远远髙于资本主义。之所以出 

现这种区别是有原因的。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也赞成规模经济，但也存在着相 

反的力量，因为“规模不经济”同样存在。在许多行业里，中小规模的企业能够 

长久并成功的与大企业同时并存，私人自由企业可以不断地加入新的中小企 

业。对规模分布的主要管理器应该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自然选择，甚至 

依靠政府干预施加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去阻止企业的集中化趋势。许多资本 

主义国家通过立法来防止康采恩、卡特尔的出现以及其他各种兼并活动。此 

外，许多小型企业群，如农场主、自己经营的手工业者及其他从事小型商业的 

人们，可以得到政府津贴或赋税、关税减免等方式提供的支持。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要通过改变财产关系，制造了完全不同的情形。 

新进入的私人企业自然替代原有中小企业的过程被中止。新成立的公有企 

业从一开始就规模庞大，此后，它们又在政府干预而不是市场力量的推动下 

(-7.3)再三地合并。政府这样做有政府的动机(-5.5,9.4),①在此只强调

① 不仅仅高层领导对合并感兴趣，大企业的管理者也很高兴看到他们自身经济与政治地 

位的加强。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参见E. Szalai(1982,1989)；关于波兰的情况，参见J. Winiecki 
(198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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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点。合并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明显:需要控制的单位数目越少，控制 

与监管就越容易。事实上，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最容易做的应该是消除企业 

生产之间的重叠之处，实行最完美的垄断。①上述论证告诉我们:加速合并 

企业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完美”控制趋势有着紧密的联系。

企业合并取代了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改革。例如，东德就是这样。表 

17.5表明集中化是如何不断向前推进的。当匈牙利反对变革的人试图用它 

来延缓改革时，这一过程就进一步得到加强。合并运动带来的影响反映在 

表17.6中，很快盖过了 1968年的其他主要改革措施的作用。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

表17.5 东德的企业合并(1950—1970年)

年份 企业数量(百分比) 就业(百分比)

1950 100 100
1960 68 135
1970 49 138
1980 19 150
1987 13 153

来源：H. G. Bannasch( 1990,table 2),经 Kleuver Academic 出版商允许再版。 

注：本表包括制造业。

表17.6匈牙利的企业规模分布

规模分布(百分比)

1958 1964a 1968

小型企业(少于100名员工) 27.9 13.6 11.2

中型企业(101 -1,000名员工) 62.1 57.0 54.2

大型企业(多于1,000名员工) 10.0 29.4 34.6

来源：I. Schweizer( 1982,p. 35 ) o

a.最大的合并运动发生在1962—1964年期间。

① 关于垄断在苏联的某些行业发展，参见R. L Mckinnon( 1990a)和V. Tsapelik和A. 

Iakovlev ( 1990) o

企业合并和垄断以极端形式产生于东德，这种所谓的联合涵盖了分支部门的所有单位，或 

者包括了特定领域分支部门的所有单位。参见P. J. Bryson和M. Melzer( 1987)、D. Comeisen 

(1990)和 W. Gossmann(198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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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计划与直接控制的发展

除了组织重组之外,导致完美控制趋势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计划和直 

接控制方法的转型。从很多提议、实验以及修正中可以提炼出一些有代表 

性的趋势。

研究者主动运用数学方法和电脑来制定详细计划，①这将引起预期的反 

应。于是一些统计机构的成员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都加入了学术界。在一 

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央计划当局独立出专门从事数学方法实际应用的部  

门。本书既不打算全面描述这一趋势,也不打算评价其思维和实际的成功 

与失败。数学方法、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以及电脑程式在任何体制下 

都能为髙层、中层、低层决策提供帮助。②在这方面，只简单提一下与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计划方法紧密相关并试图使计划更完美的有关试验。

运用数学编制计划的先驱们希望他们的方法受欢迎，但计划当局经常是 

粗略臆测，完全拒绝这样一整套精确而明晰的方法，并称之为异类。如果一个 

人考虑的是计划运行的真正社会学含义，而不是宣布的原则，对数学计划方法 

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政治领导并不希望将其真实政治目标用“福利函数”或 

“计划者偏好”等形式公之于众。计划机构的所有成员，通过隐瞒某些信息和 

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扭曲某些资讯(向上或者向下调节)的方式，来加强他们 

在纵向讨价还价和横向调和中的谈判地位。完全坦白将使他们自己的处境更 

加艰难。他们计算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绝对的“社会利益”，而是支持他们自 

己的观点。在他们将资料登录电脑之前要仔细进行外部检查和校勘,方能阻

① 关于苏联的最初实验，可参见 L. V. Kantorovich [ 1937 ] ( 1960,1965 ) . V. S. Nemchi­

nov, ed. (1965)和 N. P. Fedorenko 等(1975) ° 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可参见 A. Brody( 1964, 

1969a) J. Komai和T. Liptak( 1965)和J. Komai( 1965)o西方开始使用数学方法作计划的情 

况，见 W. Leontief( 1953a, 1953b)和 E. Malinvaud( 1967) o 关于全面考察和评价，见 M. EUman 

(1973)、G. M. Heal(1973)、P. Sutela( 1984,1991 )和 A. Zauberman( 1975,1976) o

② 数学方法包括数学计划模型，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析里的广泛运用，有助于打破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并将经济学家们引入到现代经济学的国际前沿。它教育实 

践者要尊重严格的逻辑关系、事实以及数据，而不是死的教条。如果达到这样的程度的话，那 

么它将有助于激起意识形态的变革，不管它起的作用是保存还是转变原有的计划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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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这些行为；他们的操纵行为会被数学方程式的无情逻辑所扰乱。

不过，我们可以暂时想像不抵制数学计划的情形。即便是最时新的电 

脑技术也不能完全承担对国民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变数进行可靠计算的任 

务。唯一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电脑”是市场。那些希望用数学和电脑代替 

市场的人注定要失望。①使计划完美的另一个趋势是试图改变计划指标体 

系。②这一趋势的代表通常强调过分集中的缺点和分权的优点。许多提议 

和后来的政府决定建议用别的指标来替换当前使用的指标。③它们的编撰 

者并不争辩是赞成还是反对保留计划指令的管制特性，他们关心的只是什 

么方面需要开处方。这里也有一些例子。④

L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数量必须削减。对指标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但 

是更少数量的综合指标必须确保完成。

2 .放宽价值指标的范围，缩小实物指标的范围，因为后者容易引起上层 

的更多干涉。

3 .计划指标体系不能建立在现有层级的变革指数基础上，因为这将鼓 

励他们截留业绩,从而产生虚假汇报。

4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计划指标中“同类中首要的”是“总产值”，即 

总产出指标;对此的严格规定是当局设法刺激生产者进入数量驱动的主要 

手段,但这造成了生产资料的密集型生产以及过分强调高产值产品。因此 

应该让其他指标占据首要地位,如净产出或企业利润。

这些提议通常将新的激励安排结合到所推荐的计划指标体系的变化之

①事实上，运用数学作计划的研究者中，将希望寄托于此的人并不是很多。我自己就曾 

在匈牙利领导过修订和运用第一个计划模型的工作，但我从来就没抱有被埃冈•纽伯格 

(1966)恰如其分地形容为“计算机乌托邦”的那种幻想。

②前面讨论过,将数学引入计划制定的努力，现在谈论的是努力提高计划指标体系，它们被当 

作各自独立的趋势。当然，两者并不是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地方,它们并行出现并相互关联。

③ 在此要提一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针对长时期(15年或20年期)修订计划。这些操作 

保持年度或5年期计划的方法及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变。仅凭这一点将它们划入“完美”类型都 

是有道理的。

④ 关于此论题的概论，参见J. M. Kovacs( 1990,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L. Szamuely 

(1982,1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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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①在许多情况下还伴随着如下提议:应该通过企业之间签订长期合同的 

形式来加强企业间的横向联系。

所有这些主张只是把从前那套人为的规则(资讯收集、加工、决策并执 

行)，替换为新的同样是人为的规则和“诡计”。企业事实上可以用诡计击败 

任何规则，即使政府提出试验性的新规则，他们同样也能智取。当上级机构 

关注某个指标时,企业就将这个“首要指标”提升为每天的行动纲领，并不惜 

牺牲别的不太受重视的指标。这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是不可能发生 

的，如果一个企业把事情搞糟或错失机会，另一个企业为了获利迟早会抓住 

这个机会。自由进入与竞争是目光锐利的检察官，这是任何政府监管者都 

无法做到的。

上述提议提到的最后一点，即将企业利润提升为“首要强制指标”看似 

非常彻底,②因为它很像资本主义的激励规则。但实际上，经济参与者追求 

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最重要的特性。私人市 

场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分权、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

真正分权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因此1T 点提出的分权与修正建议并 

不符合官僚协调机制的内在逻辑。如果直接政府控制下的计划指标体系及 

其补充规定的口子放宽,那么就会为此类思路不满的异己分子进行干预大 

开方便之门。一旦试验开始支持其结论,相反的完美控制趋势也就出现了： 

提髙集中度而不是减弱集中度。政府管理的放松必须收紧,这样才能保证 

任何东西都不会落网。如果有些综合指标或其他指标企业可以规避，那就 

需要更多、更详细的指标。如果管理条例过于概括和全面,则需要更为细化 

的规则。如果已有的机构不能履行它所有的管理职责，则需要增设新的机 

构。

①1963年东德引入的新经济体制是“完美"控制趋势的典型案例：计划指标体系的改变 

结合了新的激励原则。见G. Leptin和M. Melzer( 1978) o

②E. G.利伯尔曼【1962】(1972)的提议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他提出：对企业的激励 

应该与其利润挂钩。在利伯尔曼的鼓舞下，柯西金一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一些含糊措施造 

成了一些局部改变。按照本书的分类方法，利伯尔曼的观点介于“完美”控制趋势与“市场化的 

社会主义”í一21】之间，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提到了它。

关于利伯尔曼提议，见 M. Bornstein ( 1985 ) ^ E. A. Hewett ( 1988 )和 G. E. Schroeder 

(197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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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协调机制完善自身的方法大多数是不断完善，即设法事无巨细地 

进行管理。伴随而来的就是更卖力地执行决定和更严格地纪律约束。苏联 

不仅在安德罗波夫时期,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初期,对蔑视劳动纪律的无故 

旷工和酗酒行为予以抨击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完美控制趋势的 

效果是不一样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僵化，官方 

的意识形态立场根本不容攻击。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 

克，完美控制趋势造就的假革命帮助了守旧力量继续维护他们的地位。他 

们误导了机构中虽然不满但易受欺骗的那帮人，因为看上去好像正在发生 

一些变革,即便只是制造了变革的假象。但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苏 

联在戈尔巴乔夫初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在那里，政治体系的刚性已经有所 

松动,某些机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过去。即便完美控制运动没有解决那些 

问题,但它们的失败启发了人们。每一次挫折都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洋洋 

自得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

甚至领导层也开始意识到对指令性体制的重组、修正以及致力于强化 

纪律的措施均无助于解决日益恶化的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深层次和 

更彻底的变革开始起步。

17.5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组织结构

后社会主义体制变革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即主要的制度 

与组织结构都属于社会主义。完美控制趋势的影响之一就是生产集中程度 

远远高于市场自然选择的经济。有时,某个特定的国有企业对大范围的生 

产和交易拥有完全的垄断。即使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垄断，但企业之间的人 

为合并给予它比在真正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大得多的市场份额。那些人为形 

成的垄断企业反对将它们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阻碍了私有化进程（-19. 

7）和真正竞争的发展。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政府管理领域。完美控制运动已经使许多机构和 

中央组织形成，它们将为自身的生存而顽强斗争，这也阻碍了后社会主义转 

轨改革完成它的任务:精简政府机构。



386社会主义体制

另一方面，完美控制趋势也留下了有利的遗产。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引 

入数学方法做计划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方式没有起到任何彻底的改 

善的作用。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们至少起了有利的教育效果。新一代 

的经济学家成长起来，他们拥有最新的数学、统计、计量经济学和电脑技术 

等方面的专门技术，而且至少其中有些人还相当熟悉当代的西方经济学文 

献。①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拥有更有利的知识背景去完成后社会主义转轨时 

期为经济学家们设定的任务。

①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波兰以及后来苏联那些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就投入到数学经济 

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激进改革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十八章政治改革

第17章描述了一些改革的趋向，接下来的章节将介绍较剧 

烈的改革趋向。首先介绍政治改革趋向，是什么力量促成了它 

的出现？同样重要的是，反对改革的力量是怎样削弱或彻底破 

坏这一真正改革趋向的？当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里，改革 

力量与反对势力的前沿阵地也各不相同，本书不打算详细探讨 

这个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最具代表性的情形和冲突。

有必要回顾一下第15章的主要结论:特定的政治结构在 

巩固与发展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起着主要作用；它构成了解 

释体制因果关系最深层次的部分。因此，政治结构转型的彻 

底程度也就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偏离其经 

典模式的程度。

按照社会主义国家学术著作用语和政治术语，所谓权力 

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变革都被称作政治改革。①这与前面 

对改革所下的定义是一致的［-16.3］。当最彻底的变革发生 

在最深层次时，它们就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本章结尾将就 

此作简短的讨论。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 

说，只有把政治领域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分离出来之后 ， 

才能进行更为清晰的分析。

① 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可行性及其局限性的讨论见A. Aslund(1989)、S. Bialer( 1980). 

W. D. Connor(1975)、S. F. Cohen( 1984,1985)、T. J. Colton( 1986) ,M. I. Goldman( 1987),对 

其外交政策的关注，见 R. Pipes(1984a 和 b)和 M. D. Shulman(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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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权力垄断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并不打算事事着墨,而只是研究关于权力的几个 

重要观点以及权力统一行使的一些表现形式。

1-干部任命制度(Appointment)。像从前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样， 

是党决定改革阶段由哪些人担任所有的重要职务。这不但适用于党的职 

位，而且适用于更多的政府主要岗位、经济方面的领导管理职位、司法任命, 

以及群众团体的领导人。

"党任命干部的制度”的存在非常普遍。[-3. 2]①虽然在许多选举程 

序中有正式运行自治机制，地方政府自治体(苏维埃，委员会,社区)的代表 

由大众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由议会决定，地方自治体和群众团体的领导 

由其成员选举产生。但事实上(在政府其他部门的配合下)，候选人的任命 

权或者起码是能被任命的认可权，仍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②

如何判断多于一个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这种现象呢？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称之为一种新现象呢？这确实是很难回答。在某些情况下，这只是虚假 

的外表，因为是由同一个党组织选定了竞争候选人，他们持有相同的政见。 

但在某些议会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确实真的面临持有不同政见的对手。这 

些对立的候选人或者是自愿参加选举运动,或者是通过一些准组织或半合 

法运动获得了提名权。③议会开始吸纳对正在争论的问题表达自己独立政 

见的人员，他们不但批评政府的政策，有时候还会投票反对党和政府的提 

议。当然，议会的多数席位仍然紧紧掌握在官方选定的候选人手中；政府的

① 在匈牙利，这种制度在1953年第一次改革浪潮后的30年内依然有效。1985年地方政 

府官员中的党员比例如下：首都市、区级议会——99% ；市议会——96% ；大乡村议会----  

91%;乡村议会——79%。参见T. M. Horvath(1988,p. 92)。一个关于波兰的研究项目，包含 

对1986年政府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干部的统计，样本的88%是共产党员。参见工Wasilewski 
(1990,p. 750)o

②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党仍然对任命有决定权，但是重要职位中党外人士的比例也 

在上升。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共产党领导想表明党外人士也有机会在统治阶层中占一席 

之地。

③ 举例说,1985年匈牙利和1989年苏联选举的情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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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需要得到确认。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独立候选人参与民意测验，然后 

参加议会选举和进行活动是一种新现象，这看起来超出了社会主义体制改 

革的范畴，似乎是“超越” 了它。

2.政 令治国(Government by decree) o权力垄断最重要的标志是不实行 

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执行机关不服从立法机关，居民不能向法院 

上诉行政部门。究其本质是自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以来，改革阶段的形势并 

没有大的改变。政府基本上是政令治国，即便这些措施也许已经正式通过 

议会批准成为了法律。但是，只要执政党在议会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形仍然 

稳固不变，它的意志就几乎自动地成为统治命令。①而且有些政令和内部管 

理规定还与议会通过的法律相矛盾。也还存在大量的秘密政令和指示。

关于改革的争论，尤其改革后期，经常引发对“法治国家(a state of 

law) ”(Rechtsstaat,德语)的呼吁。主要判定标准就是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 

能高于法律。从狭义上说，不仅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府，就是改革阶段 

的政府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标准。党高于法律，甚至可以说整个政府不服 

从法律;恰恰相反的是，法律要依据行政机关的统治意志进行调整。

18.2 专政的缓和

上一部分集中讨论了改革阶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 

特征——权力垄断的存在,18.2-18. 5将讨论那些确实发生变化的领域。

第一,专政有所缓和。②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仅是反对派，即使是 

那些服从传统体制的忠诚官员，也经常发现自己遭受错误指控,这是导致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很难维持原状的现象之一。在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 

变化;忠诚的政府官员只要规规矩矩做事，就无须担心会受到惩罚。然而这 

种心理变化所带来的后果也较为复杂,虽然它减轻了政府机关内部的紧张 

关系，有助于稳定改革,但也为机关内部的批判和反对观点留下了更大空 

间，从而削弱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凝聚力之一：由敬畏而产生的铁的

①正是立法机构独立人士的出现削弱了这种状况。

②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在其他方面没有走上改革和自由化道路，但是在大多数仍基本限 

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框架之内的国家里，专政也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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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有些方法仍然可以用于个人:党可以惩罚或开除 

党员;反对派容易失去官职或工作、被捕、被监禁、内部流放、强制驱逐出境, 

等等。反对派集会与示威活动被驱散、社团与报纸被禁止。但在专政缓和 

的状况下，所有这些手段的使用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少得多，而且大体 

上不再那么激烈和残酷。党在进行各种专政时，也会注重遵守法律程序,这 

又进一步促进了缓和。

党在改变警察、司法和刑事程序之前（或同时），通常会指责原有极端形 

式的专政。揭露苏联恐怖时期罪行的重要里程碑是赫鲁晓夫1956年的著名 

讲话。①虽然那是在限于少数人参加的党代会上的发言，但消息很快就广泛 

传播。开始为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的人平反昭雪，并释放了一些幸存的犯 

人。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掀起了第二次浪潮,揭露了更大范围的残酷与恐 

怖。②东欧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被这些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被迫害的幸存者或无辜受害者的亲属，它 

还深深触动了许多真诚信仰社会主义体制但本人并没有遭受镇压的人。第 

3章和第4章在讨论政治结构和权力意识形态时曾强调过:大多数党员和政 

府官员中都在凭着髙尚的使命行事。许多人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震动。道 

德危机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很多官员也受到影响。他们想开创社会 

主义新的、“干净"的历史篇章。官员［-18.4］和知识分子中的这群“改革共 

产主义者”在组织改革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3 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

从功能上说，官方意识形态应该永远是“最新的”。由于改革进程的政

①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英文翻译本可参阅T. P. Whiteney.ed. （1963）0

②苏联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了大量斯大林恐怖所造成后果的纪实性记录，有的是半合 

法的地下出版文献,有的是合法出版物。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的不朽著作，后 

来也出现了英文版（1989）。

官方也对恐怖统治的受害者给予平反。1988年党决定恢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和其同伴的党籍。布哈林曾经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和跟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势力的领袖人 

物，在1938年那次声名狼藉的公开审判中遭受诬陷并被宣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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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路线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前官方意识形态的修订则不可避免。 

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缓慢。官方意识形态的塑造者和宣传者总是试图使 

支持时下政策变化所需的意识形态思想尽量接近传统声明的原则,有些原 

则被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在这种情形下，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 

完全保留了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继承下来的教条。这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简 

短的回顾，至少以标题的形式去理解那个时期的声音。像在第4章里一样， 

我们只是把它们罗列出来，并不评估其合法性。

L共产党是强有力的社会领导力量。它的垄断权力是合法的;保持垄 

断权力的合法性不变符合人民的利益。与此相关的是党内运行的原则:禁 

止派系斗争，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党的纪律的必要性。

2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两个伟大代表人物马克思和列宁永 

远是正确的。斯大林以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其他执政共产党的领导人在 

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错误，主要是因为他们偏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在许多方面实行了马列主义原 

则,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理论。

3 .公有制比私有制先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伴 

随物。

4 .在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附加了其他一些不许驳斥的基 

本原则:无条件忠诚于苏联，维持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其中有些东欧国家允 

许苏联驻军。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它告知我们，哪些主题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 

“禁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在改革时期，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 

禁区依然存在。在合法环境下，教授的课程或印刷出版物中不允许对这些 

话题展开讨论。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有所不同的只是无需在每次讲课和每 

篇文章中都要重复声明效忠这些原则。这些问题可以回避,这就使得那些 

在思想禁区上与官方意识形态多少有些抵触的知识分子工作起来更容易些 

（至少心理上如此）。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审查仍然可以阻止任何人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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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域与官方意识形态持不同观点。①因此，讲师或作家要经常实行“自 

查”以避开那些众所周知的不允许辩论的问题。②

传统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观念在改革阶段还是被完整地保存着，其 

他思想领域则经历了反复无常的修正。变化主要发生在对私有财产和市场 

功能的看法上，但我们最好在后面有关私有成分和市场社会主义［T19.3, 

21.1］的章节中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样会更有实际意义。在这里，我们将首 

先比较一下正统官方意识形态与为适应某些特定改革需求而进行调整后的 

新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

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非常强调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体制更具优越 

性［7.2］。可如今这一优越感已经动摇了。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在过去数十年里不但没有缩小, 

而且对许多国家而言还是在扩大，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很难争辩说社会 

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官方新闻和大众媒体也多次指出资本主 

义体制的成功之处,例如市场机制的优点。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试图树立起一种英雄式的牺牲精神［7. 5 ］。但在 

进行时，意识形态已经将英雄观念替换成了享乐主义观念。执行纪律的观 

念开始淡化,转而提倡要为人民提供物质刺激。

另一个变革也与上述内容紧密相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 

态曾许诺,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大众的福利将提升。但在强制工业化期间 

并无可能迅速实现这一许诺。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放弃迅速、稳定地提髙 

生活品质就成为其重要特征［14. 5,9.3］：为了明天,必须牺牲今天消费水 

准的提高。改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打破了这一点，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是这 

样的。在改革阶段，消费增长是第一位的。在这个领域，经典社会主义运动 

的意识形态被废除了，这就是在匈牙利改革进程的第一阶段被西方报社撰 

稿人称为“享有有限自由的共产体制”的思想领域。但这种趋势只有当生产

①政府审查机构在有些改革国家依然存在，如苏联。在其他改革国家里，审查以非正式 

的方式进行:被任命为报社、期刊领导的编辑、图书出版商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阻止不希望看 

见的作品发表。同样，中学和大学校长被迫保证不要举办当局不希望出现的讲座等等。

②拥有独立思想的作家、报社撰稿人和社会科学家试图秘密地将不同于政府路线以及批 

评它的观点放在作品里，作家学会写出言外之意，读者也学会了如何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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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快速增长时才能持续。一旦经济问题恶化，适度、耐心和牺牲的号召 

又将从宣传部门的库存中被找回。

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加于居民并要求他们接受的父爱主 

义。政府承担了慈善机构的职责，为公众提供廉价的政府补贴住房以及免 

费的医疗保健、教育和文化服务,而且还提供预算外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 

交通［7. 3,4. 4］。在改革时期，这些承诺被一个一个地取消。当经济困难 

时，政府会不紧不慢地将住房建设、房屋维护、医疗保健、供水和电话服务的 

投资以及道路交通的财政负担转移到个人和家庭身上。这样，虽然政府卸 

下了重担,但却会导致争论:这么做到底是否正确？

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与经典意识形态相比，改革时期 

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座一致性要差得多的精神大厦,它包含许多内在的矛 

盾。①它就像是一块柔韧性极好的合金，既有旧的老式教条，又添加了新的、 

更实事求是的思想,尽管这种新思想是被真实世界所强行赋予的。

至于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冲击力，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稳定状态的逐步解 

体。原有的教条放松了，严厉无情的教条主义逐渐让位于或多或少的宽容 

政策。那些已经放弃了从前不容争辩的思维禁区的人不可能再重建禁区。 

旧的世界观已经在内心坍塌的人再也不可能全力以赴，重新找回他们原来 

的信仰和激情。当然，不仅过去的失败对意识形态有解体效应,如果能成功 

拋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教条（比如，通过减少公有制或计划方式），这也同样 

减弱了人们对官方意识形态原有教条的盲目信任。

在讨论官方意识形态时,还要简单提一下制度框架。政府保留了通过 

正式组织对大众媒体和教育进行全部或部分垄断的特权。当然，这部分内 

容应该加到前面提到的党的权力地位中加以讨论［-18. 1］。但对意识形态 

领域的统治不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那么极权，其他的社会群体（虽然大 

多是非正式的）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4］,外部世界的思维影响也 

在增长［- 18.5］。

① 为了避免有任何误解，这里进行探讨的B的不是调查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官方意识形 

态或改革进程中各种宣传声明的真实性或篡改程度，也不是判断它们的诺言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履行。对两幢意识形态大厦的比较，仅仅是针对它们所包含的主张之间相互一致或冲突的 

程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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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权力中心对新闻界、广播和电视的掌控明 

显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大众媒体的一致性有所减轻，能听见更为独立 

的观点，其中包括批评,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这还不能称之为新 

闻舆论的自由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它已经能够担当起更多的合 

理功能:对当权者进行社会舆论控制和表达公众的观点。

18.4多元化的萌芽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结构并非坚如磐石：在较弱的体系里，多元化的丝 

线同样编织其中。在政治改革期间，这些丝线变得特别坚固。偏离中心的 

力量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更强，这股力量抵抗将丝线拉回的向心力，但 

它们并未成为主流。这里我只介绍一些变化,而且重点是影响经济运行的 

那些领域。

1 .院外游说(Sectoral lobbies)。即使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代 

表某个特定部门对上层领导施加压力的团体或游说集团。他们的作用在改 

革进程中提高了，这是中央集权削弱的结果。它进一步朝着同一方向行动, 

从而降低了中央的绝对权力。游说试图影响许多方面的决策，从投资额分 

配到工资增长再到亏损企业的财政援助等等。①

2 .地区的、民族的和少数民族的压力集团(Regional, national, and 

ethnic - minority groups)。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存在地方的游说团 

设法维护某些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自身的实际利益或想像利益 ，大多数是 

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投资资金和财政补贴。这些地区性游说团体大量增加, 

即使在相当小的和种族统一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和波兰，这一变化也是可以 

察觉的。这类问题在多民族国家表现得特别强烈，如苏联和南斯拉夫。在 

那里，地方利益与特殊民族群体(与国家的多数民族群体相比是少数)的利 

益往往结合在一起。

来自下面的压力可能与中央组织在分权方面所作的努力(中央集权造 

成的信息和行政管理困难导致分权不可避免)相互影响。最终，地区性组织

① 参见 E. Voszka(1984,1988)和 E. Gaidar(19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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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国家中共和国或省的政党委员会和政府；如果将领土进一步往下细 

分，则是区、乡政党委员会和政府机构)的权力地位不断提高并形成了一种 

强大的趋势。①地区性组织权力的增大使得自治性协调机制能够发挥部分 

作用，其决策领域也在不断拓宽[t6. 5 ](这里必须说明：只是发挥了 “部分 

作用”，因为在地区性的国家管理组织里，采取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和控制是 

非常有限的)。

虽然中央组织本身某种程度上迫切要求在地区基础上分权，但如果变 

成了 “民族主义”(就像官方意识形态所称呼的)，他们就不喜欢这一趋势了。 

由历史进化形成的共同体试图保护它的传统、文化、语言或宗教以取得民族 

自治，地区性分权趋势与上述努力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中央的反对就越强 

硬。在某些情况下，内乱和流血冲突就会接踵而来。在改革进程中，各成员 

共和国与联邦政府在权利和义务上根本无法实现平衡与和谐 ，从而也就建 

立不起真正的联邦制国家。也没有哪个试图独立的民族能够摆脱宗主国， 

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②在这些情况下，民族抱负代表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 

进程中最强大和最具爆炸性的一股力量。

3 .教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虽然也容忍教会开展活动，但一般不 

是试图废除教会就是加以严格限制，只是不同时期力度不同而已。在政治 

改革期间，废除教会的行动虽然没有停止，但主要趋势已经变成对教会加以 

限制,而教会的影响力也在增长。很难说这是政府日益容忍的结果，或是相 

反:教会力量的增强迫使政府不得不允许它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的。总而 

言之,不管是哪种情况，宗教信仰的传播得到了陷入社会道德危机以及对原 

有社会主义信仰感到失望的人的广泛欢迎。虽然教会缺少世俗权力，但它 

们独立于现行权力结构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却代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4 .工会和其他代表社会利益的团体。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以及它在公 

共事务中的作用得到认可,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整体而言,

① 从一开始，这就是南斯拉夫改革背后的主要因素之一。见A. Djilas( 1991 ) o按区域范 

围分权在赫鲁晓夫1957年的改革中非常显著。见E. A. Hewett(1988)和0. Hoeffding( 1959) 0

② 在1989—1991年，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律宣布主权独立。类似的 

进程也发生在南斯拉夫的某些共和国里。但是这些共和国的实际地位仍然非常模糊：虽然它 

们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再从属于联邦政府，但仍然没有拥有主权国家的某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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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中不具代表性。不过，可以这样概括:工会的发展趋势 

是:其官僚特征不断被削弱。工会的干部不再认为他们唯一的职责是担当 

拥有指挥权和体现党的意志的人的“传声筒”。他们更普遍地认同其工会会 

员资格,并开始更多地代表工会会员的利益。

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是，不少国家在其改革进程中已经使罢工合法化 

或至少容忍罢工行动，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出现 

罢工,有些是在工会支持下发生的，有些则是自发的或可能是由非官方的工 

会组织的。

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专业组织中，这些组织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都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专业机构包括国家科学院；作家协会，影 

视人员，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团体分支机构；大学学生会;工程师协 

会；农民协会,手工劳动者和私人业主组织等等。它们总是承担着双重职 

责,既要“向下”，即充当上层领导和组织成员之间的传达人,又要“向上”，即 

成为团体的代表。在改革过程中，这类机构“向上”的角色得到了显著加强, 

而且自我协调机制和组织自主权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长。

政治改革的另一个特征是：新的协会、俱乐部和其他类似组织大量涌 

现，涉及面最广的典型组织类型包括：知识分子、退休金领取者、政府住房的 

租户、残疾人以及那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他们都成立各自的组织，环境运 

动也组织了起来。有些新协会也履行其成员代表的职责。有的组织参与到 

政治活动中，而有些组织则以明显不关心政治的方式行使职责。不管哪种 

情况,这些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是由上层指派的，也不立即被赋予垄 

断权力;与此相反，它们是从下面主动自发形成的。①这些独立于政府权力 

社会团体的早期表现形成了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巨大反差，因为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的极权主义特征之一就是阻止社会中任何自发的有组织活动。

5 .另类政治运动(Alternative political movement )。在改革体制下，在介 

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边界领域里会遇到独立于当权者的政治声明，或政治 

立场和政策主张都不同于党的官方路线的“另类”运动。政治上的政见不同

① 运用第6章介绍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治和民族协调机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已 

经全部消失，而如今则获得了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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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反对意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包括致力于在正式组织中进行讨论， 

或在非正式的会议中进行讨论；或收集抗议书以及请愿书签名;或发行未经 

当局许可的出版物和从事地下期刊和图书的出版；此外也包括街道示威、群 

众集会和政治罢工；等等。

所有这些活动的法律地位都是不确定的。从一方面来看，言论和社团 

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但另一方面，刑法条文禁止“煽动分裂国家”，“阴谋破坏 

国家秩序”和“组织分裂国家”的活动。而在进行上述规定时，并没有设定清 

楚的标准来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上述被“禁止”的活动类别。在这种情况 

下，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部门有权决定哪种政治活动属于非法活动。

传统体制与改革阶段出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现实做法上，而不在于宪 

法和刑法条文在文字是如何规定的。在改革阶段,仍然有政治审判，但次数 

越来越少,而且审判前也不再对被控告者实施肉体折磨。人们仍然会由于 

政治原因被关押，但人数越来越少，并且判刑通常也较轻。那些观点不同于 

当权者立场的人也要冒一定的风险，但风险已经小于在斯大林或传统体制 

其他领导者统治下的恐怖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论断： 

政治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与各种各样的独立运动以及和政见不同者 

开始共存,虽然还是有所限制，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他们的存在。

半合法运动和非法行动所承担的风险常常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和逆转 

的形势而发生变化。当政府对政治反对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和激进主义感到 

惊恐时，它将更猛烈地反对他们，如果它仍然有能力这么做的话。①像苏联 

的萨哈罗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哈威尔,他们都由于各自的活动遭受了数年 

的内部流放和监禁。

总而言之,在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公众生活已经无法用简单的两 

分法来描述，既不能称之为多元化体制，也不能称之为单一制体制。和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一样,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中，政府及其官方意识形态仍 

处于支配地位，但非正式对立政治领域的存在却意味着政府再也无法完全 

控制人们的心灵。

①在1981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大量被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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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敌对地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 

［7.5,14.1］。在这方面，改革使上述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与诸 

如减少国际紧张关系、裁军、缓和地方冲突及内乱等方面的外交政策紧密相 

关。反对西方势力的宣传逐步减弱，并越来越重视不同体制之间和平共处 

的原则。在此,官方意识形态变得更加务实；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 

观念渐渐消退，代表全世界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打败代表全 

世界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想法也减弱了。

与改革进程相联系的“开放”一词可以广泛地用来形容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国家所出现的变化。虽然开放并不彻底并且仍然受到大量行政管理的限 

制。但每个领域确实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下面关于开放的讨论仅限 

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至于对外经济联系,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进 

行讨论［—23.6］。

与西方世界发生个人联系的各种方式已经变得非常广泛和深入:通信、 

电话以及最重要的联系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朋 

友、亲戚亲自见面,双向的私人旅游和公务旅行（商务的、科学的、学术的和 

文化的等等）。政府官员到资本主义国家商谈公务或旅游变得更为普遍 。 

个别国家允许学生、研究者、教师和艺术家在国外呆上好几年，在国外就职 

也逐步得到认可。这些个人经历对人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大量民众开始收听西方无线电台。西方文献、影视和期刊大量进入改 

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政府很少对它们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筛选。 

在进行着改革社会主义国家里，虽然有所谓髙标准的精英文化，但“大众文 

化产品”也越来越多地渗入居民生活。西方的舞曲、时尚服装和消费习惯更 

是大量涌入。有时人们会觉得（不管是有意识还是出于本能），这种“涌入” 

是别有用心的: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必定开始享用他们长久渴望的西方文 

化和西方文明的产品，这样会转移他们对紧迫公众问题的注意力，避免积极 

的政治参与。

政府的行为往往不是铁板一块，偏向容忍的时期和更保守顽固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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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交错存在。保守的党内意识形态专家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同盟，这些知 

识分子包括乡村浪漫主义者、美化歌颂过去的人、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 

主义者，他们共同成为“反西方"的联盟。

虽然开放是有限度的，但其最终效果却不可阻挡。即使门只是开了一 

条缝并没有完全打开，但毕竟使外部的空气流入原来紧闭的房屋。过去几 

十年的教导可能确实取得了成功：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生活在物质极大 

丰富的状态中，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一旦人们 

有机会去直接或间接地去比较这两种体制，上述教导和类似的虚构故事就 

再也站不住脚了。不仅是“比较经济体制”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研究,大街上 

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在多次进行“比较研究”。这可能是开放最重要的结果， 

并成为改革进程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之一。

18.6 公开性和忠诚度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让公开性（maCHOCTb,俄语）一词传遍世界。它 

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要求:一是停止秘密言行,公众应该被告知影响他们的 

决定以及做出这些决定的准备工作。二是永远要告诉大家真相,必须停止 

发布虚假声明。

就第一点而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从来没有为其秘密言行感到窘迫,或 

把它当作必要的恶。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赞赏秘密行动，认为这是提髙警惕 

[7.5]的基本要求。它还争辩说所有的信息都可能有利于内部或外部敌 

人。因此，期望每位官员能够最少限度地泄露有关信息。

就第二点而言，公布真相当然是世界公认的道德需要。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的道德规范从来没有声明过站在真相的对立面,这一道德戒律只是在 

实践中被打破。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掌握充分真相的某个人站起来并有意 

识地撒谎,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撒谎者通常也会安慰自 

己说，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最终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的大多数官员内心对于真相和虚假是很困惑的。他们相信自己 

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塑造了他们的灵魂:他们 

信任领导,他们重复领导的说法，他们不敢以别的方式思考，他们被训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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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听命的人,不能够怀疑也毫无批判精神。

对此也不必抱有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说，秘密言行在所有政治机制中都 

普遍存在,任何政府对棘手的事实和操纵公众意见的误导都会保持缄默。 

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运作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此类行为 。 

在分析公开性时,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改革国家的领导是否比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下的前任更倾向于坚持公正和公开，而是形成了怎样的机制来阻止秘 

密言行和有意欺骗的宣传。

在这方面，改革使局面有了巨大的改观。虽然并没有完全杜绝秘密言 

行，可已经使之大为减少。可信赖的信息越来越多，歪曲事实的现象越来越 

少,这更进一步推动了真实信息的广泛传播。

不可否认，公开政策也遭遇了强烈抵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几乎 

是条件反射式地力图隐瞒所有出现的问题、困难或危机，或者有选择地发布 

歪曲事实的信息。如果上述情形不再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那样发生, 

主要归功于前面部分所提及的改革。举个核电站灾难的例子。20世纪50 

年代末苏联发生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核事故，但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有多少 

人丧生、又造成了多大的健康和环境损失，所有这一切人们至今都不清楚。 

30年之后，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灾难。政府最初的反应（提到过的条件反 

射）是守住秘密、对此保持沉默和发布虚假信息。但这种状态只能持续几 

天。在国内外大众舆论以及国外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压力下,苏联政府不得 

不公布准确信息。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切回到主题。一旦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适度开放 

之后，被国内掩盖的消息就会通过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返回到国内 。 

新闻越自由、国家对外部世界越开放，真相就会不断大白于天下。于是，公 

正与公开变得越发成为习惯和自然的事情。

在强制和让公众满意之间存在着如何权衡取舍的问题。体制改革可以 

在一个可容忍的紧张水准上良好的运行，相对的满意在平衡曲线上对应着 

相对轻的强制。只要改革获得了政治和经济成功,而满意度也在增长，掌权 

者就可以对言论与社团自由更仁慈些,这样还不至于使他们的权力处于根 

本危险之中。但一旦政治和/或经济失败接踵发生，情况将会变得非常紧 

张,而且领导者也面临两难境地:或者再次使用（或试图再次使用）更严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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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手段，或者面对其不可分割的权力可能陷入危险的事实。

18.7 政治改革的局限

不同国家具体政治事件的历史进程各不相同。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政 

治改革的趋向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反对派力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传统体制 

的政治结构。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反对势力的力量组合都各不相同。

在某些国家里政治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铁板一块，产生了特有 

的“政治改革均衡”。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铁托逝世之前的南斯拉 

夫，匈牙利也有15到20年的卡达尔统治时期，这两个国家的“改革均衡”并 

不完全一样，均衡时期内特有的自由化与镇压组合也有所不同。但在两个 

国家里，力量组合都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原教旨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并 

不打算恢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而在此期间企图超过铁托或卡达尔改革的 

民主派力量也没有强大到能将体制从矛盾的均衡状态中转移出来。

不过，即使在这两个国家，均衡状态也并不稳定。①紧张不断加剧，最终 

的力量平衡还是压倒性地向迫切要求自由化改革的一方倾斜。其他国家的 

政治改革即使也处于矛盾平衡的中间状态,但它们都无法在更长时期内保 

持政治体制的统一。1980年在波兰浮出水面的政治运动背后就存在这样的 

推动力，以致让执政的波兰统一政党（共产党）感到垄断权力处于危险之中, 

因此，在1981年动用军事力量解散了团结工会。②

从执政的共产党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改革和发展使它必须面 

对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因而它必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一趋势,不仅在最高领导 

层之中，而且在党政机构的所有层级都可以发现这种决心,其背后有几个因 

素。我们应该懂得国家权力对共产主义者而言，具有巨大的内在价值。马 

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完全清楚，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就无法夺回，这是众所周知

①与这些说明相连的含义可以在动态体制的数学理论中找到。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体制 

是否处于动态均衡之中以及均衡是否稳定。前者意味着所有影响体制的力量之和为零，而后 

者暗示在体制被冲击扰乱失去均衡时，存在着一种内部机制可以使其回复到均衡轨道上。

②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判断苏联的说服或压力以及波兰共产党宣布战时状态，在诉诸 

于军事行动的决定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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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可怕的灾难,官方意识形态早已把这种观点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内心 

深处［一4.6］。这种担心可能还伴随着某种个人焦虑:如果发生体制的革命 

性变革将可能使他/她失去工作、地位、个人权力以及物质特权；他/她完全 

有理由担心受到报复。

在此可以对政治改革的讨论作一下总结。前面描述了政治领域形成的 

自由化趋势和矛盾状态。政治自由化趋势有时强劲，有时却被击退，有时对 

它的镇压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有时则是极为残酷。只要体制变革仍然被 

称作改革并且没有发展成革命，就存在可识别的政治界限。

18.8 苏联东欧后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

后社会主义体制的未来政治结构取决于许多因素。真正开始转轨的地 

方已经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少数几个政党参与选举，这些政党都已经 

在他们的宣言中接受了多党制和议会民主。这也适用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执政的共产党。在这个程度上而言,继任政党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政党，而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民主党，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列宁主 

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本支柱:不惜任何代价垄断国家权力。

这些事件为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其所需的基本条件。但必须补充的是, 

后社会主义今后一系列的发展取决于大量内部和外部因素。

首先，每个国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举例说，波兰和匈牙利作为一方, 

罗马尼亚作为另一方，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前两个国家的反对运 

动已经组织了一、二十年，并且在本章所描述的自由化趋势许多方面的转折 

点到来之前，它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一段。而罗马尼亚的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却以极端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无情的暴政一直持续到齐奥塞斯库统治 

的最后一天。在转轨开始时，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与罗马尼亚的极端情 

形越接近，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发展就越类似于“从零开始”。①

①东德的后社会主义转轨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东德是跳过改革阶段，从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骤然过渡到后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情 

形相似。德国统一使整个情形变得独一无二。在统一后的德国里，迎接东德社会的议会民主 

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乎都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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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革命之前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改革的地方,其民主制度也 

是非常不健全的。新的合法政党需要时间来熟悉议会惯例,独立司法体系 

的建立需要时间,在旧体制下全能的警察机关让位给在法律控制下服务于 

公共安全的组织机构不可能在一夜完成。起草实行宪政、保护财产和私人 

契约，以及捍卫公民自由所必须的法律和规章需要时间；媒体要学会如何履 

行其责无旁贷的职责（如批评当权政府和调查滥用职权）也需要时间。

新体制继承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不仅在于其虚弱的民主制度基础，而且 

还有那些仍然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残存意识形态。不难发现人们对许多事 

物抱有很奇怪的两分法观点:多数人准备接受,而且事实上也积极地渴望拥 

有民主、拥有有保证的公民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和私人财产安全。但与此 

同时，他们也期望新政权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旧政权所没有履行的承 

诺。

一个根深蒂固的残留物是向政府索取父爱主义的关心,渴望政府保护 

个人免受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所有冲击。同样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还 

有平均主义思想情感，它们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扩大所带来的 

不平等现象感到痛苦和反感。

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困难掩盖了由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巨大经济问题 

而产生的内在危险。在仍然幼稚的民主政治中会有人成为民粹主义的煽动 

者,极端民族主义趋向也有可能出现。可以认为，对权力的驾驭依然掌握在 

民主主义力量的手中，但不能认为反对民主变革就会销声匿迹。经济形势 

发展得越顺利，危险才会变得越小，也才越有信心期待民主政治的巩固。



第十九章 民（私）营部门的兴起

民（私）营部门的兴起是改革进程中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发 

展趋向。由于它影响了所有权关系（图15. 1中的第二层），因 

此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民营部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改变了社 

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在公有产权之外有了私有产权，两者同 

时并存。但必须补充一点的是，这一深刻而彻底的变革只是 

在相当狭窄的经济领域中发生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私营部门几乎完全消失或者被 

缩减为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雇佣劳工的私人工 

厂都被废除。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允许存在少量的私人手 

工劳动者和私人商贩，规模极小的家庭农场只有在集体农业 

制度下才得以幸存。此外，就只有非法的私人活动。本章将 

回顾和分析与上述初始状态点相比所发生的变迁。①

其中会遇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私营部门发展的强大 

趋势与阻碍并限制其发展的反对力量一直都旗鼓相当，相互 

对抗。我们将尝试介绍变革过程中这两方面的内容。

19.1 民（私）营部门发展的背后诱因

民（私）营部门不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自上而下建立的国有或类似国

① 参见第5章有关私营部门和第二类经济（second economy）的资料，注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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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合作部门那样，是由行政部门“人为”创造的。大多数人自己愿意在私 

有财产的基础上从事经济活动，这不需要任何建设性的支持,它只要求废除 

官僚障碍（或者至少大力削弱此类障碍）。所有官僚机构要做的是:至少逐 

步取消他们曾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为禁止私营部门运作所采取的各种措 

施（或者大幅度减少这些措施）。

如果把所有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说有好几 

千万人自发地进入了私营部门，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① 

因此，一定有强烈的诱因促使人们即便在环境还不利于私营部门的情况下 

加入其中。首先是物质刺激，即对更高收入的渴盼。对许多人而言，私人企 

业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②有些人确实通过它走上了致富之路。即使发财 

致富的机会并非遍地都是，但仍然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从前只有 

一条职业道路可供选择:即在等级制度中一步步地向上爬,而如今突然出现 

了第二种选择:人们可以在私营部门领域中慢慢走上富裕之路。

进入私营部门的另一个强烈诱因是渴望自主权。私人所有制将a、b、c 

各类型的财产权利交到了所有者手中。③不管私人企业家是赚钱还是破产， 

他们对剩余收入都有着不容争辩的处置权。运气和官僚干预将大大影响他 

们的收入，但业绩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远比与个人无关的、收入均等分配的公 

有制领域更为清晰明确。私人企业家发现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 

对此他们感到非常满足。这一情感满足不仅仅属于富裕的、高度资本化的 

所有者，也同样属于极小的家庭作坊或小农所有者。④即使是报酬微薄且不

①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详细分析，参见I. Szelenyi（1988）o

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民（私）营部门赚大钱的人恰恰因为他们是作为长期处于 

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环境中的“外来体”进行经营活动，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出租 

车司机或者街角蔬菜水果商贩在美国或西欧属于较下等的中产阶级，而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 

家却属于“富人"。推动私营迅速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对企业家的物质刺激。受雇于私人所有 

者生产部门的工人也比国有部门从事同样工作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③在较大的私人企业当中，所有者可能将部分控制权委托给员工，但他本人掌握任命权， 

也能够辞退他们。［15.2］。

④集体化带来了大量损失，如人类生活，一开始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以及随 

后缓慢的增长率等等。但它所遗留下来的从未完全治愈的创伤之一便是打击了人们的自治意 

识：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并与它融为一体；一旦失去了土地，他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得 

从属于合作社，并且会产生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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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许多人还是愿意成立私人企业，因为他们不希望总有个老板时时刻刻 

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而言，独立自主本身就有其内在价值。

认识到个人有机会创办私人企业以及能够离开公共部门并在其他领域 

寻求成功和事业发展，能够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尊。私营部门的扩张增加 

了居民选择的机会，并最终扩大了个人自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独 

立自主、承担责任、冒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压力。不少人愿意成为某个 

组织中的员工，他们情愿有来自上面的控制，拿着工资并且能感觉到有人需 

要他们的劳动。关键之处是改革体制与传统体制的不同，改革为那些希望 

有机会独立从事商业经营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在弄清楚人们为什么进入私营部门的原因之后，也必须解释一下政府 

的动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矛盾的，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有人格分裂的倾向， 

一部分人抵制私营部门[-19. 5 ],又有一部分人在促进这一部门的发展。 

倾向于后者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私人生产能够改善大众供应状况并 

缓和短缺现象。此外，私人部门的发展减少了一些社会紧张,允许一大批最 

活跃和最有进取心的人通过从事商业而忙于经济活动能使他们感到更满 

意。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分散了他们对政治事务的注意力。政府对这些关系 

看得越清楚,批准私营部门的规章制度就变得越连贯。

19.2 对民（私）营部门的考察

在生产领域，民（私）营部门最典型的生产单位和企业是：

1 .小型家庭农业所有制。改革所导致的情形各不相同，因此最好对少 

数几个国家进行单独研究。①

最剧烈的变革发生在中国，在那里，集体化在传统体制下偏离得最远 

[T.5]。改革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而且农业生产向小型家庭所有过渡。 

这一变化并没有明确地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尤其是开始:土地在名义上仍

① 接下来的研究选择借鉴了以下各类文献：N.工Cochrane(1988)关于东欧的概要；有关 

苏联的情况见 Y. Markish(1989)、K. M. Brooks( 1990)和 S. Hedlund( 1989);有关中国的研究 

见 K. Hartford(1990),N. R. Lardy( 1986)、M. Selden(1988)和T. Sicular( 1985);有关匈牙利的 

介绍见 M. Marrese( 1983)和 N. Swain( 198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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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社会所有，家庭只对耕地“承担责任”，而且最初只获得短期的租用。后 

来租期逐步延长，而且租借权可以继承,在某些地区甚至可以出售。土地事 

实上成为小型家庭所拥有的私有财产,而且农场家畜、机器、设备和建筑也 

同时加入到这一所有制形式之中(某些大型集体农场还被保留着)。

这种制度安排一般被称为“责任制”，这是一个真正的私有化进程:从前 

公有的资产变成了私人所有。中国农业大规模的快速私有化不是"自上而 

下”决定的。首先,行政部门只是放松了以前人民公社是农业唯一的所有权 

形式的严格规定,并且允许适度地进行实验。最初，只有少数几种新的所有 

权形式如集体和个人农场的各种变体，但是“责任制”即私人家庭所有制很 

快大规模地流行起来。在这种“自下而上”的私有化运动压力下，行政部门 

排除了官僚障碍，在1980年承认私营部门可以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中国 

改革第一阶段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业转型。农民们开始表现出在人 

民公社体制下从未有过的勤奋和工作活力。表19.1显示了所有权形式的变 

化和产量的增长。①

表19.1中国农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量

1978 -1987 1978 1987

1.农业分布

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产出

国有 — 1.7 2.2

集体 — 98.3 39.1

私有 — 0.0 57.7

2.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a( % ) 6.1 — —

来源：第一组:W. Ming(1990,p. 303)；第二组:P. Marer 等人(1991,国家制表)。

a.以不变生产价格计算的农业GDP为基础。

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只是在1945年到1949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试图发

① 部分农产品的产量显示了极高的年增长率:在1978 -1984年期间，棉花，18.7% ；油料 

作物,14.6%；甘蔗,11.1%；烟草，15.2%；肉，10.1%。《世界发展报告》(1986,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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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实现农业的全面集体化。当他们着手进行改 

革时（包括引入自我管理），没有打乱农业中的所有制关系，而且整个改革时 

期基本都保留着带有小农特征的小型家庭所有制形式。

波兰虽然长期处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统治之下,但它却是东欧国家中 

唯一没有进行实业集体化的国家。在进行改革之前，波兰就宣布农业中的 

私有产权将保持不变，改革一开始它又重申这项政策并以此作为其改革合 

法性的重要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匈牙利就采取了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措施。在 

改革期间，尽管私有的小型家庭农场变得更加安全，但其所占比例依然很 

小;而合作社成员的家庭农场和农副业生产的地位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苏联的农业改革在一开始就步伐缓慢，至今它也没有决定未来是否应 

采取中国那种更为激进的道路。1988-1989年出台的政策为农业的进一步 

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与中国相比，苏联农村改革的自发性很差，自下而上 

的私有产权运动以及私人活动的积极性也不如中国，而来自官僚机构的阻 

力却比中国大得多。迄今为止苏联的农民们还无法克服集体化给他们带来 

的可怕的精神创伤。①即便是亲身经历过集体化的人们早已死去,但他们的 

子孙后代仍然感觉私有财产是不受保护的，土地也很有可能被再次夺走。 

如果他们准备通过个人经营农场成为成功的农场主,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 

将再次被污辱为“kulaks（富农）”，然后就是受迫害、被驱逐出境甚至失去生 

命。政府关于恢复农民私有制的任何表示看起来都带有敌意，甚至政府犹 

豫不决的态度都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

2 .家庭农场经营和农副业生产。这两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一 

直存在［-5. 5］。可以说，改革为家庭农场经营和农副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 

力，从而带来了产量的巨大增长。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当局、合作社和国有 

农场为家庭农场和农副业提供了种子、机器、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的生产工具 

来支持它们。

3 .其他部门的小型家庭企业。虽然多数国家在小型家庭企业方面的改

①因此，在中国成功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无法很快地在苏联被集体化伤害最深的那些 

地方生根（乌克兰和俄罗斯）。而其他地方的改革进程则相对较快：如波罗的海诸国旧农场的 

重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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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突破都发生在农业领域，但小型家庭企业在其他经济部门的比重也在不 

断上升(见表19. 2和19. 3),其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修理维护、旅客与货物运 

输、建筑物建筑、零售业、公共饮食业以及其他服务类行业。

表19.2中国非农业私营部门的增长

1981(千) 1988(千) 1988/81(%)

私有企业的数量a 1,829 14,527 794

私有企业雇员的数量 2,274 23,049 1,014

来源：第1列：《北京观察》，1989年2月27日-3月15日；

第2列：《人民日报》，1989年3月11日 

a.个人和/或家庭所有的企业。

4 .非农业部门的补充性私人活动。这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 

一直存在:个人在公共部门有个固定的工作岗位，但除了做分内工作之外, 

他/她还承担“额外工作”以赚取额外报酬。这种私人活动可以被称作补充 

性的，因为个人用这种方式得到额外收入以补充其主要工作岗位的收入。 

就这一点而言，它与第2种形式很相似。如果服务的买方是其他个人或家庭 

[15. 6],那么就可以把这类活动归为私营部门。

这类活动在改革进程中变得非常普遍，有相当多的公共部门员工参与 

其中，所获得的收入也都成为他们的基本收入来源之一。

表19.3匈牙利私有小型工业和私有零售业的增长

来源：K. Balazs 和 M. Laki ( 1991 ,p. 504) o

自我雇佣的手工 

业者的数量(％)

自己经营的手工业 

者的雇员数量(％)

私人零售商 

的数量(％)

私人零售商的 

员工数量(％)

1984 100 100 100 100

1985 104.8 108.1 113.7 121.5

1986 108.4 116.1 129.3 141.3

1987 110.8 183.1 142.1 169.6

1988 121.1 263.3 154.2 188.1

1989 125.8 346.3 176.9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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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4种形式的共同特点是家庭基本上只利用了它自己的劳动力， 

雇用外部劳动力至多是充当临时帮手。正如本书5.2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通常将这种家庭企业归为小商品生产,这种分类方式将它与资本主 

义生产区别开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有者将他们占有的（或借入的）资 

本与外部雇用的劳动力（可能再加上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劳动力）相结合。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在生产领域是否经常雇用雇佣劳动力是区分 

这两类社会部门的标准，因为长期雇用雇佣劳动力意味着通过资本占有和 

剥削雇佣劳动力。下面一种形式（5）就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5 .雇佣劳动力的私人企业。这个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 

出现在农业和其他部门中，其中大多数都处于小型家庭企业和小型资本主 

义企业之间的模糊地带。在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波兰、匈牙利和越南,还零散 

地出现了一些中型资本主义企业。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也有了发展，但数量极 

少。在中型和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更为普遍的发展之前，这个国家（就其政 

治发展水平而言）必然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并进入后社会主义阶段，或者至少 

达到了改革进程与革命性体制变革的各个要素紧密相连的状态。

表19.4和19.5显示出改革期间苏联和匈牙利上述1—5类型私营部门 

的发展。①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两种部门形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营部门 ， 

但它们却介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模糊地带,并且带有这两个部门 

的某些特征。

6，国有资产租赁。就b类权利而言，政府仍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但a、c 

类权利在租期内则可以赋予私人或团体，以此换得租金。根据a类权利，剩 

余收入落入承租人的腰包，如果剩余收入为负，那么他必须弥补损失。c类 

权利是指承租人管理企业并可以雇用和解雇员工。②

①正式获得批准的市内私营部门在波兰也得到了迅速增长。这类私营部门包括上述序 

列中的第3和第5种形式。根据J. Rostowski的数据（1989a,p. 198）,这个部门雇用的劳动力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2 -5%的速度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其增长率达到了 7 -13%。

② 租赁的具体条款决定了c类权利是否完全让渡给承租人。所有者（政府当局或企业） 

可能保留部分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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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4苏联所谓“合作社部门”的增长

年份 合作社成员

1987年1月 15,000
1987年7月 39,100
1988年1月 152,100
1988年4月 245,700
1988年7月 458,700
1988年10月 777,000
1989年1月 1,396,500
1989年7月 1,660,000
1989年10月 2,000,000

1990年1月 2,573,800
1990年7月 3,100,000

来源：此表由C. Kruger为本书编辑，使用的数据来自《真理报》、《经济报》，Ekonomi- 

ka i Zhizn\V. N. Beznosnikov( 1990 ,p. 25) ^T. I. Koriagina( 1990b,p. 145)和 T. Kuznetso- 

va(1989,p. 149 )o

注:在改革之初，“合作社”这一说法开始被当作部分私营部门的掩护名称使用。在 

某些情况下，它意味着私营合伙方式;在其他情况下，它指的是一群雇用雇员的私人所有 

者。从在这个意义上看，合作社部门包括正文中列出的第2种和第5种形式。数据不包 

括sovmestitefstvo,即国有和非国有工作的合并。

表19.5匈牙利社会各部门的相对规模

第一经济 

(%)

第二经济 

(%)

1.1984年全部活动时间的分配 

(除去用于家务和交通的时间)

2.社会各部门对住宅建设的贡献 

(以新房屋的数量衡量)

3.1983年社会各部门对修理维护 

服务的贡献

33

55.5

87

来源：第一行：J. Timar( 1985 ,p. 306);第二行：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 

局，布达佩斯)(1985,p. 139)、P. Belyo和B. Drexler( 1985,p.60) 0这两项研究依靠微观 

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

注:此表包括全部活动的官方记载和未记载部分。未记载部分的数据以编辑此表数 

据库的研究者严格估算为基础。第一类经济的数据包括传统(kolkhoz - like)的农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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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5.5],还包括所谓的“企业业务合伙方式”。第二类经济的资料包括家庭农场和 

“雇员的副业生产”（正文中的1—5类）。第一行的数据是所有生产部门的总和，其中包 

括住宅建设。第二行还对住宅建设进行了单独考察。第三行中第二类经济的资料是以 

下三部分的总和：正式的私营部门，14%；不包括“自己动手”的非正式私营部门，19%；家 

庭内“自己动手”的活动,54%。

在少数几个改革国家中，租赁形式广泛分布于各类单位（如商店、餐馆 

和小企业）。①租赁方式易于在具有以下特征的领域推广：即租赁期开始和 

结束时，容易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而且承租人能对任何损害负责。②

7.混合所有权的企业（Firms in joint ownership） o在这种情形下，特定企 

业的所有权由政府和个人或私有企业分享。

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会与外国私有资本进行合作。这 

些企业在享有特权的、人为的法律和组织条件下运行,而且它们的要求往往 

得到特殊关照。

波兰、匈牙利、中国和苏联都曾有过政府与国内私有资本（或者在某些 

情形下与国内外两类私有资本）的合营试验。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农村涌现出的大量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从事 

非农业活动,并获得了显著成功;它们的生产增长非常迅猛。财产权利的划 

分往往不统一或者含混不清:通常是公社和私人的财产权相结合。但乡镇

①租赁安排最早出现在波兰。如前所述，中国的“承包责任制”依照法律术语是作为租 

赁形式开始的，但其实质却发展成为私有化。苏联在1989年4月批准的农业决议也允许租赁 

形式（apenna,俄语）。

②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Tibor Liska提议把他详细设计的一种租赁体制作为 

社会主义所有权改革的主导形式。他的提议是，政府的全部固定资产包括工厂，都出租给那些 

答应经营并在拍卖中给出最优惠租赁条款的人。见T. Liska（1988）,还有J. Barsony （ 1982）和 

J. Szabo（1989）o Liska的意见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国外都得到了强烈的反响。改革进程中的 

官僚机构无法放弃它对整个政府部门a、c类的财产权利。在现行的权力结构下，很难想像政 

府会如此"自掉身价"，将自己限定于租赁合同中“拍卖人"的角色。同样无法确定的是，究竞能 

有多少企业家会在不要求b类财产权利（即拥有充分的、不可逆转的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愿 

意对租赁大公司负完全责任。

③ 当政府企业以股份公司的法律形式存在并将少部分股份让与或分配给雇员时，也就正 

式出现了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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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大部分确实是私有企业。①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处于生产领域私营部门:狭义上它包 

括第1-5类形式，而广义上包括第1-7类形式。

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形式的私营部门，其收入都来自生产活动和 

工作。在多数情形下,劳动与私有资本相结合，因此所产生的收入是不同比 

例的劳动力工资、因企业家身份而得的企业家利润以及所有权租金。除此 

以外，还有第八种形式，其收入不包含工资和企业家利润，而主要依靠所有 

权获得的租金（或更精确地说，租金收入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工资和企业家 

利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所有权收入。这有好几种形式,其中前四种是指利用个人持有的钱 

获利。

a.在国有银行存款的利息。这种形式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就存在，改 

革过程中出现了其他的投资方式。

b.国家机构和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收益。这在中国、匈牙利和波兰等 

国家较为普遍。

c.资金有息借贷给个人，偿还条款由贷款者和借款者共同协商确定。

d.私人企业的部分参与制（Part - ownership of a private enterprise） o 个 

人拿自己的钱来参与一个私人企业的运作，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取得部分 

企业利润，不论他是否为这个企业工作。这大致相当于拥有股份公司的部 

分股份。但在这些国家里，私有股份公司是法律所不准许的，因此，部分参 

与制只能在没有法律管制的环境中适用。②

e.除了货币投资之外,其他主要的收入机会是出租私人不动产:如一块

① 见W. A. Byrd和林青松等（1990）。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官方统计中，缺乏可靠的统 

计数字将私有企业、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区分开。不过非正式的观察数据显 

示，其实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1984年之后建成的乡村企业尤其如 

此。而大多数乡村企业都是1984年之后创建的。由于政府政策歧视私营企业，支持集体企 

业，许多私营企业声称自己是集体企业。然而如果想要政府承认它们是集体企业，它们就不得 

不以特种营业税的形式向政府交费。

②这一观点起源于如下的争论中：国有企业应该转变为股份公司，井且将它们的一部分 

股份卖给个人。不过，在改革阶段只有极其例外的情形下才釆取这种做法，这种所有权关系的 

重建在后社会主义阶段才开始真正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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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私有公寓、度假村、车库或商务建筑（出租可能要包括为承租人 

提供维护和其他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份收入就不仅仅来自所有权 

租金，因为它还包含了劳动收入和企业家利润的成分）。

私营部门的相对比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衡量 ，其中一种就是确定 

它所占产出的比例，或者它所使用的投入所占的比例。根据定义，只有第 

1-7种形式可以计算在内。另一个可能的计算方法是把所有个人的收入加 

起来，包括货币和实物形式的所有报酬。①要确定有多大比例的收入源自私 

营部门，除来自第1一7种形式的收入外，还必须包括来自第八种形式的收 

入。②

还有一种观点也可以应用于对私营部门的研究。上文曾提到过与中国 

农业有关的私营部门扩张的两种类型，这里可以用一种更普遍的形式加以 

强调。

一条途径是私人所有者自己创办新的私人工厂，他可以用自己的钱，也 

可以贷款、或是用其他投资者的钱来购买资本品。通过这种办法成立私人 

企业并与国有工厂并存，而国有工厂仍然是国家所有制。

另一条途径是将国有（或合作社所有）工厂卖给个人或一群人。在这种 

情形下，就出现所有权的“转让”，这样私有制就开始代替公有制，这一进程 

通常被称为“私有化”。这条途径可以与第一条途径相结合。

在改革过程中，多数部门大都采取第一条途径，当然其中也有例外的情 

况，最重要的例外就是中国农业的重组。私有化也会出现在其他部门（例 

如，有几个国家将某些国有公寓卖给它们的承租人），但大规模的全面私有 

化只是发生在革命之后的后社会主义体制下。

19.3 民（私）营部门和官方意识形态

谴责私有制并强调公有制的唯一合法地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官方

① 有关匈牙利实证调查，可参见K. Balazs和M. Uki（1991）o

②这里又需要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它是如何解释所出现的状况的。因为如果要对私 

营部门所处的政治环境做出评价，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里，金钱所有者“剪息票”所获得的收入、地主获得的房屋租金或乡下土地所有者通 

过他的田地收取租金都是剝削所得，而据此获得收入的人就变成了剥削阶级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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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5. 7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路线认为,任何形 

式的私有制至多是在短期内可以容忍的资本主义残余。

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依照马克思的观点， 

未来社会将消灭私有制。《资本论》中这段话曾被一再引用：“资本的垄断成 

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 

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物质外壳不能兼容的 

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削者 

就要被剥削了。”①恩格斯则这样说:“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 

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 

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事实上， 

废除私有制是全部社会革命最简明扼要的概括,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因此，共产主义者把废除私有制作为自己的主要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②

这是改革进程中最令人苦恼和最敏感的意识形态困境。这绝不是微不 

足道的战术细节,恰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之一 ， 

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论据反对私有制,其中有些确实指出了 

这种所有权形式的真正缺点。这样，人们不仅受理性争论所影响，而且被推 

理过程中更深层次的感情所影响。共产主义者（以及许多非共产主义左翼 

人士）对私有制极为反感，或者是深恶痛绝。他们在道义上感到愤慨：因为 

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与他们认为在道德层面应遭到谴责的富人特权及不公正 

的收入分配紧密相连，还因为正是私有制导致了工人受到雇主的剥削。他 

们认为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具有其内在价值，即便是带来经济效率的 

降低也在所不惜。甚至只是部分放弃这一思想都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就如 

同宗教信仰者放弃灵魂不朽的信念一样。之所以存在反对私营部门扩张的 

巨大反对力量，重要原因之一是隐藏于深处的意识形态信念。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做如下讲话时,就表现出他与传统意 

识形态仍然完全保持一致：“因此必须通过进行经济关系的改革

① 卡•马克忠[1867 - 94](1978,第 32 章,p. 929)„

② 弗•恩格斯[1847] (1964,pp.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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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ecTpoűKa)来发掘我们体制中各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内在机遇。但 

众所周知，私有制是人剥削人的基础，我们完成革命正是为了消灭它，为了 

把一切交给人民。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倒退，那是非常错误的决定。”①

改革过程中的官方意识形态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出于现实考虑,私有 

制的传统反对派与当时掌权的改革派之间，以及部分容忍私有制的力量和 

鼓励私有制的力量之间都力图达成妥协。小商品生产者被认为是与社会主 

义体制相适应的，而且需要强调指出它包括勤奋的工人、农民和普通的市 

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有过与他们进行政治结盟的传统，虽然这只适 

用于前革命时期。因为在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成功和推翻革命前的专制 

体制，必须支持小农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后来，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出现 

和城市小商品生产的灭亡，这一联盟被打破，但这种观念如今作为意识形态 

的辅助力量又再次出现。

但问题在于，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强硬派意识形态。小商品生产在哪 

里终结，资本主义又将在何处兴起？列宁曾这样警告:“小生产是经常地、每 

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②而且事实上，当 

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大批出现时，他们当中最幸运 

和最聪明的人会改变规则并欺骗买方,于是那些最能干和最勤奋的人终将 

脱颖而出。他们会想方设法进行更大规模和更高利润的投资，扩大他们的 

工厂，并最终成长为资本家。

如前所述,这一系列问题与收入分配原则相互关联。社会主义价值体 

制的信仰者不能接受“非劳动所得”的概念。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他本人就对所谓利息是节俭的报酬的想法极为鄙夷。这深深打动了许多辛 

苦劳作却收入微薄的人们,他们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充满愤怒,这是滋生 

反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反感不仅仅限于“非劳动所得”，还延伸至那些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而致 

富的人们,比如农民或零售商。一大批企业家迅速致富。许多被私营部门 

雇用的人比国营部门的同辈要挣得多。对更多财富和更高收入的气愤、羡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讲话，载于《真理报》，1988年11月26日。

② 弗•伊•列宁[1920](1966,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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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以及嫉妒与对私营部门的猜疑、反感和仇恨紧紧联系在一起，前者为后者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由于数十年来反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反复鼓吹， 

它已经扎根于无数人的心里，这更加深了对私营部门的反感。只要官方采 

取各种反对“奸商”、“投机商”或“寄生虫”的措施，通常都会引起大批群众 

的赞成。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无法坚持如一地推 

进牵涉到私有制、私人经济活动和通过所有权获取收入等内容的思想路线。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私有制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改革的现实 

要求,两者之间充满了矛盾，根深蒂固的本能反感使得前一种思潮占据着主 

导地位。

19.4 私有制与市场协调的亲和力

让我们回到前面用过的一个比喻［-6.4,15.2］。“亲和力”是一个化学 

术语，指的是“亲属关系”。可以象征性地将这个词用于政治经济制度:某些 

所有权形式能够与某些协调机制结合。也存在相反的现象:有些所有权形 

式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与某些协调机制相互契合。

私有制和市场机制之间存在密切的亲和力。①市场机制的显著特征在 

6.1部分中描述过：

任何私营企业都不具备对另一个企业的行政管理权力,它们的关系是 

平行的。

私营企业根据其定义是自治性质的:产权属于私人个人或者一群个体。 

因此不言而喻，这些自治经济单位之间自愿订立合同，无需自上而下的命 

令。以这种所有制为基础的自治要求分散协调机制。

所有者参与生产的主要动机是物质利益。因此,任何私人所有者都不 

会忽视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总额以及相应的成本，即产出的卖出价格和 

投入的支付价格。价格在市场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是赚是赔都要用货币来

① 在路•冯•米塞斯［1920］（1935）和后来的冯•哈耶克（1935）在关于社会主义的那场 

争论中，非常强调各种类型的协调机制与所有权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后来"产权学派”í í 

21.1,21.6］（参考数据见第21章，注释43）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种联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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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经营者对此非常熟悉。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和市场的动态变 

化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的正常运转要求 

允许新企业自由进入、企业家之间竞争以及在竞争中落败的企业家一定要 

被淘汰出局。

有必要在转向这部分的真正主题（改革体制下私营部门和市场之间的 

关系）之前重复一遍。所有出现在私营企业当中或私营企业和大众之间的 

经济关系基本上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地向前推进，这 

与私营部门的扩张密不可分。①私营企业在互相进入，或它们与家庭之间由 

市场协调的关系之前，不需要任何中央指令。一切都是自发的；为了让市场 

发展，唯一要做的就是取消或至少放松管制。

有了真正的市场协调，很多东西都将随之而来。购买者是否有同意交 

易价格和其他条款的自由决定权。②就这一点而言，改革体制也不乏动力: 

企业家紧紧盯住可能的赢利机会,这必然带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且还可能 

有公共部门参与）。但如果私人企业家不能做到收支平衡，那么他们只得放 

弃并可能遭受巨大损失。私营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在社会主义体制下 

没有任何政府会紧急援助一家境况不佳的私营企业。③因此,市场表现出了 

它的本性:无情的自然选择。

这便是真正的市场协调。但必须补充两点:一点是市场依然处于官僚 

协调机制的阴影笼罩之下，官僚机制无处不在，它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干 

预私营企业彼此之间关系，以及私营企业与家庭的关系[-19. 5]0当然，即 

便是干预最少的资本主义政府也有禁入和限制的措施。在此，我并不打算 

介入这一复杂的规范性问题，即如果必须以公认的伦理和法律规范为基础, 

国家的干预、限制和禁入的最低限度究竟是多少。在改革体制下，对私营领

①强调“自然”是为了使它与在国有企业之间人为地引入市场的行为形成对比í721. 

7í。这一方法受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协调的阐述所启发，即来塞斯和哈耶克的著作以及熊彼特 

关于企业家作用的理论。关于这点，可以参见P.默雷尔（1990a,1990b）。

②在行政当局想要控制私营部门的价格时，这种状况也存在。除了少许很容易“被确 

认”的价格之外，其目标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有许多办法能够绕过行政价格管制。

③政府不阻挠退出，即它允许无法支持自身的私营企业破产。然而它设置了许多进入障 

碍，这必然导致竞争的减少í119.5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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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市场干预、限制和禁止远远超出了最低限度，这是改革体制所特有的， 

并且主要与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

另一点是，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原始和落后的。市场 

是在相当低的文明和技术水准时就出现的制度，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无论 

是在中世纪的西方世界还是50至（J100年前的第三世界，都可以发现农民带 

着自己的农产品和牲畜到城市的集市上叫卖；小商贩站在手推车后面兜售 

商品;店主在狭促的、装备很差的商店里等候顾客，从国外回来的旅行者在 

行李中带着他们从国外买来准备在国内出售的东西。这些昔日市场的参与 

者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但他们已不再是最 

主要的参与者。他们的位置很大程度上被市场的现代形式所取代。但市场 

在几十年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已经消失殆尽，当它只能以这种原始的中 

世纪“巴尔干半岛”或“亚洲”形式重新出现，如何区分改革体制下的私营部 

门市场与发达的市场呢？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下，更小的经济单位被许多的分散组 

织联系在一起:批发商、商品交易所、仓储和搬运公司以及广告代理商。房 

地产经纪人是房地产和住房市场机制运作所必须的；股票交易所、股票经纪 

人、共同基金和投资银行是买入与卖出财产权利所必须的。市场的平稳运 

行还涉及广泛分散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中介等金融部门。

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组织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即使存 

在于某些部门，也只是以公有和官僚的形式运作。它们通常只服务于公共 

部门，不对私营部门开放或者只是有限开放。

现代的市场协调要求有现代化的技术:分布广泛且高效的电话服务、快 

捷可靠的邮递、个人计算机、复印机,等等。

即使是占支配地位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充分配备这些现代化的技术，私 

营部门就更加落后，许多私营企业连电话都没有。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 

东欧国家,私营企业也是依靠那些极为原始落后的技术相互联系。

即使从改革一开始就对私人领域充分运用市场协调机制，但要建立现 

代市场，仍然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没有约束。 

历史的残余和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反市场传统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刚才所描 

述的落后状态，另一部分原因便是政府不仅对私有制而且对与之相伴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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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制始终抱有敌意。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仅不鼓励，甚至阻碍建立市场 

协调所必须的私营组织网络基础的原因，同时也造成了技术装备供给的严 

重不足。

19.5 民（私）营部门与政府

如前所述，在改革休段中,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行为总是自相矛盾的。有 

时候它会帮助私营部门恢复信心并施以援助，而有时候又会破坏它的信心 

并阻碍其经营发展。矛盾的行为可能采取如下形式:某个政府部门在支持 

私营部门,而另一个部门却在阻碍它的发展;或者有时候支持，有时候又不 

支持，变化无常。

这两种矛盾行为都各有原因。前文已经提到过政府允许私营部门经营 

发展的动机何在。尽管在政府的脑子里一边意识到需要私营部门,另一边 

却压抑着对私有制和个人活动的反感和仇恨。之所以反感,其中的一个原 

因是源于意识形态[í19.3],另一个原因则与权力有关。国有企业和类似 

国有的合作社领导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中坚力量；企业经理和合作社主席 

都是政府的人。可以这样说，政府从内部统治公共部门，而它只能从外部限 

制私营部门的经营和收入。它不能任命任何人担任个体农场主和私人手工 

业者，它也不能将人们从这些职位上解雇。哪怕仅仅是部分自治都是极权 

主义政府所无法容忍的。

本章前面曾提及私营企业并不是通过有意识的行政手段建立的；它自 

发地产生于个人自愿的主动行为。政府对它的抵制也可以这样描述:进行 

改革的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通常并不指示下级机构阻碍私营部门的活动 。 

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抵制同样是自发的，它产生于权力利益和官僚意识形态。

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联系之要点如下所述：

1 .私人财产安全性。根据他们自身（或上一代人）的记忆或者历史教 

训I,人们回想起先前的国有化行为以及多少人的房屋财产和个人财富被充 

公。他们回忆起土地是如何从农民手中被拿走的。他们觉得他们现在占有 

的私人财产是不安全的。尽管已经得到再三保证，他们仍然看不到对私人 

财产安全性的任何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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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法性；经营许可。自由企业经济意味着任何人都有机会创办任何 

性质的私营企业，无须从当局取得特别许可证。这个原则即使在以自由企 

业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例外。大多数国家也对某些具有外部性 

的社会公用事业发放经营许可证，比如创办私营医院或学校，公共交通企业 

（经营航空、铁路或公共汽车）等等。

但即便在进行改革的更为宽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 ，上述比例也是颠倒 

的。只有相当少的生产活动不需要经营许可。改革阶段与传统体制的不同 

之处在于可以更自由地签发许可证，而不在于放弃了审批权。这是它试图 

控制私营部门的另一种方式。

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已经存在“黑色”经济：即未经许可就提供的工 

业或商业服务［-5. 9］。在这个方面，改革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是某些先 

前被禁止的活动得到准许，虽然从事这类活动必须从有关当局取得经营许 

可证。例如，使用私有车辆提供出租车服务在过去是被禁止的。这么做的 

人都冒着被告发的危险,现在私有出租车只须经许可审批后就可以运营。 

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活动的市场颜色已经彻底改变:“黑色”市场变为“白色” 

市场。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某些私人活动仍然被禁止，但禁令在实际中却 

无法执行。例如，个人在没有向当局声明或支付税金的情况下，兼职给别人 

做修理工作就是被禁止的。政府自己也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熟视无 

睹。在这里，市场颜色的改变就不太彻底:从“黑色”变为“灰色”。后一种变 

化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中普遍存在。有很多人从事着当局容忍的半合法、非 

正式的经济活动。①

在非正式的、半合法的领域工作大大地有助于改善公众服务供给并提 

高了那些劳动者的收入。但这份收入是非常不确定的;没有人知道何时法 

律将严厉地指向那些在“阴影经济”中工作的人们。这是私营部门可以最大 

限度摆脱官僚控制的领域，但它高度依赖政府的仁慈之心。

3 .增长限制。政府有意识地限制私营部门的增长，不仅在宏观水平上

①“第二类经济”这个术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著作中非常普遍［-5. 6］,但如前所 

述，没有关于这一术语的通用概念。有些作品将此术语限定于非正式的私营部门及其"灰色” 

或“黑色”活动，其他作品将合法的"白色”私营部门也包含在内。本书使用后一种解释，将第二 

类经济定义为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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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私营部门整体不能超过经济的既定比例，而且在微观水平上也试图控 

制每个单位的规模。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不让小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是 

紧密相关的。在控制过程中部分使用法律措施，例如设置私营企业可以雇 

佣的付酬员工的上限。①当然也采取了其他方法:征税,收回发展“过大”的 

企业的经营许可证或威胁它们。

4 .私人合同的执行。发达国家的市场协调是自发产生的，但它发展的 

每一步都有立法和法律实践的支持。有许多明确的法律制度来保护分散的 

私人交易,强制遵守合同，保证公平竞争，排除自由进入障碍，提供“退出”的 

有序通道以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权利。当然，法律也不能提供百分之 

百的保证;它无法防止欺诈。即便如此，因为有了法官、律师、再加上法律的 

有效执行，它能够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法律基础。②然而,在改革社会主 

义体制下刚刚开始运行的市场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法律基础。

虽然进行改革的国家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 

们还远远达不到履行这些职责的水平。

5 .政府对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的法律保护。如果政府行为方式对私人 

所有者或企业家造成了损害，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得到补偿。任何私人或私 

营企业都可以向他的上级当局或者另一个政府机构（检举办公室或所谓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控诉,但他们都不可能向法院起诉政府。政府更容易 

变得专断。

6 .税收。在对私营部门的税收问题上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税收管 

理制度经常变化，并且常常以专断的方式应用于经济。通常某个人应支付 

的税额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向私营企业征收非常

①人员数量根据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私营企业雇佣员工限额 

在匈牙利是7个，在中国是8个。苏联1986年通过的“个体劳动法”活动的第一款规定：“使用 

雇佣劳动力以榨取非劳动所得为目的的或者损害其他社会主义利益的个体劳动活动是不容许 

的。”《真理报》，1986年11月26日。顺便提一句，上述措辞生动地证实了前面部分有关官方意 

识形态的评论。

②现代资本主义的买卖过程由市场协调占主导的复杂机制加以协调；还有以下协调方式 

的支持和补充：国家提供政府担保和法律秩序，主要由商业信誉和守信原则构成的道德机制， 

立法机制以及特定利益组织活动所产生的自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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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税，以致于根本无法获得利润。①另一方面，对税收管理制度进行随意 

解释，再加上大范围的半合法和“灰色”活动，人们很容易逃税。这些不确定 

性不利于公众形成诚实纳税的道德风气。

7 .能否获得信用、外汇、物资并进入国家权力阶层。政府在分配资源 

时，往往歧视私营部门，支持公有部门。这主要体现于银行体系，它成了官 

方信用（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外汇）的分配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合作 

伙伴。政府在分配短缺物资时也同样如此。国有企业自己或依据法律，或 

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对私营部门的歧视。

私营部门在上述列举的所有领域中都处于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是因为 

不存在相应的政党或运动团体来坚决捍卫它们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体制 

下,权力通常都掌握在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政党或运动团体手中。即使当 

前当权的政党代表其他利益，也会有强大的反对党保护私营企业的根本利 

益并保证捍卫私人财产的法律的一贯性。而与此相反，即便是在进行改革 

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私营部门也不能指望在政治舞台上听见它们的声音，它 

只能听任政府通过征税或其他限制办法强加各种束缚。私营部门往往也得 

不到反对派运动的支持。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政治趋向显然都是反资本主义 

的。②另外一些反对派可能带有自由化倾向，但他们也不希望招致试图“恢 

复资本主义”的指责。

由于外部环境对私营部门表现得摇摆不定，私营部门自身也就变得非 

常矛盾。一方面，私营企业显示出了它特有的优点:勤奋、密集生产、节约成 

本、迅速捕捉商业机会以及很大的灵活性等等。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不满足 

于缓慢的整体发展，以及只能逐步取得消费者的信赖和自身的良好声誉。 

大规模的生产性积累和经营扩张不是他们的目的。它们的时间标尺被缩 

短,它们的行为表现出目光短浅的利润最大化特征。它们尽可能在最短的

①当1988年推出新的税收规定时，匈牙利的私人手工业者和商贩们成群结队地退还他 

们的营业执照。

②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共产党统治瓦解之前，在政治反对派中拥有很强的凝聚力，但任何 

人都不可能期望代表雇员的组织支持私人雇主的利益。匈牙利和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也存 

在一定的反对力量，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再度唤醒辻去的农民，但他们同样蔑视并厌恶美国式的 

“商业”投机、挣钱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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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追求最多的利润,然后把它们全部花掉。①于是，当合适的时机来临 

时,它们却已经退出了。大多数私营部门的设备和厂房都相当落后，而且不 

注重维修。在持续短缺的领域,私营部门很快学会了迎合髙高在上的政府 

部门，而对购买者却漠不关心。私人企业家必须经常借助于贿赂来对抗歧 

视,他们常常试图欺骗购买者和政府。上述行为都使得私人企业家很不受 

欢迎。

不仅私营部门的经济环境处于矛盾状态，经营者的社会地位也同样如 

此。如果成功了，他们在招人妒忌的同时，还受到仇恨和蔑视，因为其他社 

会成员自幼就被灌输了强烈的平等主义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人 

认为取得髙收入将博得他人的尊敬，因为人们假定这是对出色工作的奖赏。 

但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髙收入是可疑的;人们立即会认定这是通过肮脏的 

手段获得的。②无论如何,“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世界里是轻蔑的称呼, 

而“资产阶级”更是如此。私人企业家相当清楚他们周围的不信任和蔑视的 

气氛。因此,成为私营企业家的人未必是最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这个 

人不仅要冒经济风险，而且要冒政治和社会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的 

是冒险家而不是冷静勤俭的企业家。

因此，改革体制下的私营部门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政府摇摆不定，再加 

上社会偏见,这导致私人所有者和企业家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经常 

表现出资本主义最坏的一面，而不是最好的一面。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他们 

的反感，因此，政府就采取了更为敌视的态度，而这又使得他们活动的负面 

特征越发明显。社会主义体制需要私营部门，私营部门不得不承认敌视他 

们的政府权力。但结果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共存状态,充满了相互猜疑与 

冲突。

①浪费的消费行为在参与私营部门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当中普遍存在。此外，投资中还具 

有以下倾向：利润的大部分用于仅仅是为了使积蓄（不动产、贵金属、珠宝和美术）保值的投资， 

而不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②经济的不均衡性越严重，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越大，生产者或卖方在真正的市 

场机制下通过努力满足过度需求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人赚取了很高的收入，这恰恰是他 

们有效发挥作用的体现。但在改革体制下他们却被当作“投机商”，受到公众的最大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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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家庭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转一下话题，谈一下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的经济 

作用。这一问题与刚刚讨论过的私营部门紧密相关并有部分重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把家庭协调当作一种协调机制来讨论。 

由家庭协调的领域比社会主义革命前［-6. 7］狭窄得多。社会主义体制的 

内在逻辑试图更严格地限制家庭的经济作用。相比较而言,在改革期间有 

了显著变化，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又促使家庭的作用 

日益提高。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其中最具特色的现象。

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家庭 

企业开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发挥重大作用。相对于农业私有制和其他部门 

的私有化，它走在了最前列。家庭企业在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方面发生了 

惊人的飞跃;家庭“驱使”自己更遵守纪律，干更多的工作。由于私人合同的 

法律框架以及在此框架内个人提供信贷和捐助资本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发 

展，由家庭关系保证的相互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家庭可以掌握自己的财 

富、资本和金钱。这与私营部门发展背后的另一个动机有关:企业家渴望不 

受政府的制约，并防止外人窥探他的工作。

住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理想的居住方式是 

人们集中住在大的和易于管理的公共住宅区里。①改革进程中发生了有利 

于家庭私人房屋和住宅的变化。少数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开始实行国有 

租用住宅的私有化。

从狭义的角度看，“私有房屋与国有住宅”的两难选择有几个方面的经 

济含义，从房屋建筑和维修到对家庭和政府预算的影响，但在此我们只考虑 

社会影响。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持有英国人“家是他们的城堡”的观 

点。大多数家庭生活发生在家里。对许多人而言，家庭住宅是自主权的体

①罗马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只是通过暂时达成的妥协才让合作社的农民住在他们自 

己的房屋里，而且已经开始摧毁村庄并逼迫农民住进国有房屋。



426社会主义体制

现，也是有机会退回私人生活的物质保证。①在对私营生产部门的讨论中曾 

提到过私人企业家背后的动机之一是渴望当家作主。同样的愿望导致许多 

家庭努力争取自己的住宅。②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交通的重点是发展公共交通（政府要员可以享 

有公共机构所有并配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小车［t13. 5］）。改革导致公众对 

私人汽车的需求猛增。③但这一需求并不是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为对多 

数家庭来说，拥有一辆车比使用政府补贴的公众交通要昂贵得多。此外，短 

缺经济意味着买到汽车之前的漫长等待,而且维修极不方便,道路也相当拥 

挤。拥有汽车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当家作主和独立的感觉。就某种程度而 

言，汽车就像家，也是一座“城堡”，主人可以自己决定允许谁进入以及何时 

离开。

改革改变了家庭在照顾老弱病残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以其家长主义的作风，许诺政府将平稳地接管这些职责。为此确实采取了 

许多实际措施，特别是在建立儿童保育机构方面（日间托儿所、幼儿园、课外 

中心），而且也在朝着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养老金（或社会 

的绝大部分）的方向努力。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却根本无法履行诺言，因为 

它缺少资源来支付这些巨额分配,况且还有需要优先处理的其他事情:很多 

工作被认为是更重要的［-9. 4］。在改革期间,政府承认或暗示它不能实现 

这些基本承诺，而且开始将照看老弱病残的任务转给（或者不如说是强行退 

回）家庭。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家务活由商业领域来提供,这就是所谓的 

家庭劳动机械化。就吃的来说,不同价格水平的餐馆和小吃店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网络;与此同时，不断增多的家庭设备使烹调、冷冻和食物储藏等等 

变得越来越便利。洗衣店和干洗服务也变得非常普遍;家庭装上了洗衣和

①一名住在莫斯科郊区的普通知识分子业主曾在1989年给出如下讽刺性的描述:“在莫 

斯科住宅街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停水。我在这里的花园有口井，如果必要我至少可以维持 

数周。”

②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动机,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不少国家的许多地区，这是基本必需 

品：居民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拥有自己的家。

③赫鲁晓夫曾在苏联第一次改革浪潮中猛烈抨击汽车私人所有权。



第十九章民（私）营部门的兴起 427

干洗机器。家庭现在可以选择是自己做家务活，购买节省劳动的设备，还是 

从外部购买服务。

经典社会主义很少提供家务劳动的商业替代方式。缺乏商业化运作的 

餐馆和洗衣店，没有冰箱、洗衣机以及现代厨灶。只有一个趋势是可预见 

的:消费集体化［-6.7］，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够分配。改革扭转了这一趋势。 

出于挣钱的目的的大众部门飞速发展。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也增长迅速 ； 

而这恰恰发生在私人企业出现最快的领域（除农业外）。同时，公众也开始 

拥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许多其他种类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等。①

由于无法获得有关国民财富所有权分布状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改革 

方向的观察稍作调整:将私营部门的生产资本,建筑物、汽车、家庭拥有的家 

庭设备，连同其他个人所有的有价物品都加在一起，那么掌握在私人手中的 

国民财富的比例会略髙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这表明不仅在生产领域，而 

且在消费领域和生活领域，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

可以从很多方面解释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髙，其中包括财富和生活领域 

的私有化。有必要通过类似的因果分析来更清楚地揭示随上述变化而来的 

冲突。

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高与公众消费的增长相关。家庭现在能够买得起他 

们从前收入无法负担的东西。更多的家庭能够暂时或者长时间地承担放弃 

妻子和母亲的定期收入。许多家庭经过详细计算后发现，如果让女性配偶 

呆在家做家务并且照顾老弱病残,这比花钱购买这些服务要更节省。这些 

财务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道德上的支持:恢复对妻子和母亲传统角色的尊 

敬;家庭独立性的加强;降低家庭在面对政府服务机构和短缺经济时毫无防 

备的危险。

对政府而言，家庭的这些自愿性动机来得正是时候。在所有的改革经 

济中都存在严重的预算赤字［-23. 3］；财政当局几乎是急不可耐地要摆脱 

补贴性投资、公共交通和消费性劳务。他们将这些重担卸下留给公众的速 

度，比家庭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速度要快得多。

作为最后的堡垒，家庭（尤其是妇女）既是社会变革的赢家，也是改革的

①匈牙利改革之初，变迁的新左派评论家轻蔑地称这一体制为“冰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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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家。改革导致了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些加入到高收入行列中的人确实可 

以从中受益。因为可以购买家庭住宅、公寓、汽车和家庭设备，他们对此非 

常开心。但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从前的父爱主义 

政府已经停止供养他们，政府预算不足以支付补贴，而且房屋和大量公众服 

务的价格开始快速攀升。他们收入太低,根本无法为自己买一套公寓，购买 

汽车就更是难以实现的奢侈。工资是在政府制定工资政策时固定下来的， 

而那时几乎不用花钱购买房屋或设备。许多妇女发现自己处于尤为困难的 

境地:那些只能依赖自己的收入，或者即使有另一个挣钱人、但整个收入太 

低以至于还不能放弃妇女那部分收入的家庭发现，让公共机构照看小孩和 

老人变得越发困难（或昂贵）。公有制和父爱主义政府相继没落，而私有制 

和市场又与之无缘,社会的下层群众往往是两头落空。这是改革进程中社 

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但即使家庭的负担加大，但这毕竟是导致极权主义放松,以及为最小的 

社会单元——家庭贏得更大自主权的趋势之一。

19.7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民（私）营部门

在谈了家庭之后,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要话题——私营部门。本章可 

以以开头提出的观点作为结束:私营部门的复苏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程 

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但改革体制的权力结构对私营部门的增长进 

行了严格的限制。当共产党保留着未分割的权力时,私营部门不可能成为 

经济中的支配部门。这将发生在、也只可能发生在共产党失去垄断权力和 

革命到来之时。

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公开并合法地支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的政党成为了政府的参与者，并是以竞选胜利者的身份出现的。①国有企业 

的私有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创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将国 

有财富转让到私人手中最合适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对此仍有争论。与此同

①由于这一信条让习惯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听起来不太顺耳，所使用的术语也趋向 

于间接表达:政治家更倾向于提到“市场经济”或“西方经济”，而不用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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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私有化已经开始付诸实践，有时比较快，有时比较慢，私营部门以其他形 

式进行的扩张也在加速。

在这方面，改革体制的遗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式和非正式的私营 

部门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发展的程度越深，体制转变后私营部门的推进也就 

越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革命开始之前发生了改革的国家，比那些直接从 

经典社会主义跳到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来说,起步的条件要好得多。

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是对称的。私营部门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被政府命 

令所废除，但私营部门的创建却不能通过政府的命令来实现,这只能依靠参 

与其中的人的自由意志。即便政府尽其所能促进私营部门的快速增长，但 

它的发展却无法在一夜间完成。毫无疑问，在私营部门占据经济生活的支 

配地位之前，我们还要等待很多年。



第二十章自主经营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将自主经营 

（管理）引入公有企业。前面的章节里所讨论的趋向都是与社 

会主义对立的因素——私人财产，而自主经营却完全具有社 

会主义特色：它预示着对公有制的重新解释。与私营部门相 

比，自主经营带来的变化相对平缓，但这一变化也相当重要, 

它使我们能够区分是否在进行真正的改革。

自主经营是产权和协调机制的一种特定组合（换句话说, 

是对15.1图解中第二和第三层的修正），其基本原则是企业， 

领导由企业的工人选举产生（c类产权），而不像国有企业的领 

导人是自上而下任命产生的［í5.1］。在扣除费用和税收之 

后，工人可以获得剩余收入（a类产权）。

第6章考察了各种协调机制，其中曾谈到过自治协调机制 

到目前为止，在企业中引入自主经营最多也只是在 

生产层面上进行实验和探索。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其吸引力 

在于它既不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政府协调，也不是与资本 

主义的市场协调，而是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上述两者的特殊的 

第三条道路。

20.1 作为思想和政治趋势的自主经营

自主经营的思想先驱是欧文（1771—1858年）、傅立叶（1772—18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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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蒲鲁东(1809—186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把这三位思想家称作“乌 

托邦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词的创始人。有关自主经营 

的思想在工会组织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合作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有所体现。

在此我们不打算对这些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观点进行详细阐述，① 

只是挑选出一些共同的观点加以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强烈谴责政 

府的作用并拒绝各种各样的“国家社会主义”。最理想的状态是根本不存在 

政府的社会，②只需要经济民主和工人的自我组织。应该由工人的生产集体 

自治。在本书所使用的术语中，自主经营机制［Y. 5 ］应该取代官僚机制成 

为主要的经济协调方式。

知识分子们所宣扬的部分观点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例如1871年的巴黎 

公社,1917年俄国革命早期的苏维埃,③以及匈牙利1956年革命中时间不长 

的工人委员会。这些历史事件都与自主经营的思维模式有相似之处。

南斯拉夫(1950年)是第一个普遍采用自主经营的国家，④直到现在它 

还是公共部门的主导形式。自主经营的某些原理也通过法律于1982年在波 

兰以及1985年在匈牙利得以推行(虽然不如南斯拉夫稳定和普遍)，最近也 

传入了苏联。

自主经营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改革的争论中也反复出现。 

此外，自主经营所包含的思想也已成为美国和西欧近二、三十年内激进的新 

左派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转向对自主经营实践情况的分析，主要是从南斯拉夫的经济 

发展历史中汲取重要教训。按照本书的计划，我们不打算对南斯拉夫的经

①有关自主经营思想发展的全面论述和分析可参见B. Horvat( 1982) o

②在政治哲学中，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三种完全不同的思潮都赞成政府的消亡或 

者至少降低它的作用。“左翼”工团主义希望用工人的自我组织来替代政府；"右翼”奉行自由 

主义哲学，试图将政府的作用降到最低，以此保护个人自由。参见R. Zozick(1974)。

③只有在苏维埃时期，才保留了工人革命中的权力机构。后来，当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逐 

步发展并日益僵化之后，苏维埃本身就成了政府的一部分。

④推行自主经营的决策背后有几个动机:一个动机是表明，从今以后南斯拉夫走的道路 

将不同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以及其他跟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动机是通过加强 

“工厂是工人们自己的”的观点来巩固大众的支持。

关于南斯拉夫的政治历史，可参见D. Rusinow(197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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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情况进行特定的历史描述，①而是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一问题。即 

使会多次提到南斯拉夫的情况，但仅限于那些如果采用自主经营也将在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类似现象的事例。②

考虑到要进行抽象以及前提特征,我们没有使用在理论分析中完全可 

用并确实有用的两种分析方法。③

在此并不打算进行总体概括，即设计出一种无须考虑政治和社会环境 

就能对自主经营企业行为进行描述的理论模型。因此，以下观点并不适用 

于以色列的基布兹、被工人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的意大利工厂，或是美国的 

律师合伙人制。我们只是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制中的自主经 

营。

在此不能假定自主经营企业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主义体制无关。例如，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企业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与别的经济单位发生联系 ， 

或者政府可以不干涉市场或企业的运行。④同本书以后的章节一样,下面的 

讨论旨在得出符合实际的实证性报告和结论,而不是构建一个规范理论去 

虚构一套想像中的体制。

20.2 政治关系

让我们从分析自主经营的引进入手。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并不是首 

先由一些企业的工人自愿采用，然后其他人加入，最后逐步普及的。正确的 

顺序是：自主经营的思想出现在最高领导层的头脑中,而当它被党的领导人

① 关于这些有一大批文献资料可供参考,J. Prasnikar和J. Svejnar( 1990)提供了简要评 

述；还可参见 J. P. Burkett ( 1989 )、H. Lydall( 1984 )、D. D. Milenkovitch ( 1984 )、S. R. Sacks 

(1989)和 R. Stojanovic, ed. ( 1982) 0

②在此不会涉及那些与南斯拉夫独特环境相关的现象(例如，由于七个南斯拉夫共和国 

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

③自主经营的问题给经济界提出了思维挑战。已经出现了大量引人注目的著作,其中包 

括许多建立在形式化理论模型基础上，对自主经营企业行为进行研究的论文。最早的文章可 

参见:B. M. Waid(1958)和 J. Vanek(1970,1972)„ 进一步的阐述见 J. P. Bonin 和 L. Putter- 

man(1987)、J. H. Dreze( 1976)、S. Estrin(1983)和 J. E. Meade(1972)o

④例如，J. Vanek(1970,1971)曾在关于自治民主和自主经营的规范理论的开创性研究 

中做过这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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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所接受之后，就变成一项强制性措施。①南斯拉夫没有经历过所有制和 

协调机制的自然选择过程,即各种形式并存发展，然后那些被人们主动拒绝 

和/或经济上不能独立发展的形式被逐步淘汰。②情况恰恰相反，南斯拉夫 

正是通过国家权力将集中化的政府财产转变成了“非政府”（南斯拉夫的官 

方用语）的社会财产。

在南斯拉夫，自主经营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禁忌，是非私人所有权的唯一 

形式。直到最近（带来了多多党制的革命初期），反对自主经营的论调都是 

被禁止的,这种说法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议废除国家所有制的 

主导地位一样。

自主经营带来了很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问题，我们将对此进行简要考 

察。但最重要的考虑似乎应该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而在不是经济领 

域。许多自主经营的支持者希望这种所有权形式能够结束工人对工作的冷 

漠态度，因为选举领导将使他们积极地行使控制权即c类产权。不过如果共 

产党的垄断权力在外部世界盛行，那么企业就不可能自由地享有民主自治 

的权利。③这是南斯拉夫（以及后来的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在尝试自主经营 

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内在矛盾。

党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企业领导人的选举。潜在的候选人是 

经过筛选的，而且投票人也受到控制，如果有官僚政府不喜欢的领导当选, 

那么他/她迟早都会被解除职务。企业的工人心里非常清楚,选举一名与中 

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党保持良好关系的领导对自己有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

① M.吉拉斯曾描述过这种思想是如何进入他的脑海、铁托是怎样接受自主经营的观点 

以及最后是如何达成决策共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曾经迫不及待地在马克忍的著作 

中搜寻引语将这一观点神圣化，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引语，这时铁托才卖正放心。见M.吉拉 

斯（1988）,G. Urban所做的访谈。

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看看有多少处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们自愿选择某些自主经营形 

式，或者自愿进入真正的合作社,会更富有启发意义。例如，苏联在1928年开始实行强制性集 

体化之前，以合作社形式经营的农业土地的比例只占1.2%。见A. Nove（1969,p. 150） 0

③南斯拉夫并不使用"企业”一词，其他的形式也釆用了不同于“西方”和"东方"术语。 

以后我们也会使用这样一些术语［720.5］。这里的分析将使用"东方"或“西方”的同义词来 

代替，或者如果不存在，就使用意义上最相近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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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在贷款、税收、投资资金、外汇方面得到优惠其他利益等等。①

在任何机构中实行真正的自主经营的前提是:各个团体有权提名不同 

候选人。必须允许候选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团体组织竞选活动，并相互批评 

彼此的计划,这些行为就等于拥有了基本的言论和社团自由。除非上述行 

为在社会所有领域中都得到充分保证，否则它们也无法扎根于企业的自主 

经营之中。

在真正的议会民主中，政治团体、组织和党派并存并相互竞争，换句话说, 

存在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证，并赞成言论和社团自由,这样工人才更倾向于 

接受这项制度安排，即他们必须将权威赋予企业或办公室里的上级领导。他 

们也会要求结社权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在生产事务中取得发言权，但他们 

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坚持在企业中实行集体决策和领导选举。②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有全心全意信仰自主经营的人，他们真诚地相 

信，这是比“形式化的”和“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民主更全面、更具实质意义 

的民主形式。但在改革运动中也出现了另一类自主经营的支持者,他们在 

更大程度上把它当作有实用价值的战术步骤，是真正议会民主暂时的“强制 

性替代”。他们认为部分或完全实行自主经营要优于完全保留党政体制下 

的权力统一。它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这样反对派力量就可以开始为企业 

中的地位而努力,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斗争。

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上层为了实现其操纵的目的，希望 

自主经营能够逐步发挥强制性替代的作用。这些人希望通过引入自主经营 

引发以打破党的权力垄断为目标的运动。几十年以来，自主经营与严格限 

制政治自由在南斯拉夫始终并存。

① 关于南斯拉夫在这方面的经验,可参见J. Prasnikar和J. Svejnar( 1988,1990)的研究。 

关于匈牙利选举企业领导的经验，见K. Bossanyi(1986)的研究。G. K.波波夫(1988,p. 631) 

撰写了在苏联实行管理者选举的可能结果:“肯定会釆取相应的措施使管理者选举变得毫无意 

义；一切都得听政府部门的，必须选举能让它接受的人物。"

②另一种需求出现在以私有制和议会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工人参与决策的 

权利。当然，关于参与的程度和具体形式还存在政治斗争和政治争论。见A. L. Thimm(1980) 

有关瑞典和德国共同决策机制的历史以及对其他西欧国家情况的简短叙述。有关德国的争论 

见R. Judith,ed. (1986)。以德国为中心，对不同国家中共同决策机制的效果的经验比较可参 

见 B. Wilpert 和 J. Rayley( 198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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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3经济影响

自主经营的经济影响与上述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在此并不打算详尽阐 

述，只探讨以下五个问题:①

1.对上级的纵向依赖。在从属性的权力结构下，指望自主经营的经济单 

位真正独立于政府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上文曾提到的对企业领导人的挑 

选进行干预就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他因素也使企业必然受制于上级机构;②他 

们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如果企业亏损能得到什么样的财政补贴，税收如何拟定, 

企业是否能得到投资贷款，以及是否有权使用硬通货、使用多少等等。企业还 

受制于非私有银行，自治企业仍然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③不存在私人资本市 

场、私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资本和信贷市场上充斥着缺乏商业和利润动机 

的官僚机构。④与对市场的横向依赖相比,企业对党、国家、地方政府以及非私 

人的、非市场导向的金融部门的纵向依赖丝毫没有减弱。

2 .管理者对下级的依赖。很显然，企业的工人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集体, 

但它相对于企业领导的地位有所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者对下级的 

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并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要保证下属服从领导，维持 

工作纪律，而与此同时却又要避免不合理的工资上涨和实物利益分配。在 

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够采取强硬措施来对付那些让他再次当选的人呢?⑤

①在进行抽象分析时，本书将分别讨论自主经营［一20］的趋向和旨在实现市场社会主 

义［121］的趋向。事实上，前者通常与引进市场社会主义相联系。因此,这里的讨论只是简单 

触及一些将在下一章里更详细加以考察的问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重复和交叉。

② 见 J. P. Burkett( 1989) 0

③ 有关南斯拉夫预算软约束的经验研究，可参见P. R. Knight ( 1984)、V. Konovalov 

(1989)、J. Mitchell(1989)和 L D. Tyson( 1977,1983)o

④ 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最近十几年以来，其信贷体制都是在 

非常高的负实际利率下运行。

⑤ M. L.威茨曼(1984,1985)勾勒了“分享型经济"的轮廓。在分享型经济下，工人对提 

高利润有兴趣，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部分a类产权，但他们并不分享b类和c类产权。这些依 

然掌握在先前的所有者手中，至少在威茨曼所描写的资本主义环境中是这种情形(或部分c类 

控制权可以由所有者指定的管理者来行使)。

但威茨曼式的激励体制所激发的企业行为与社会主义国家自主经营产权形式下出现的企 

业行为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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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车间民主”这一口号所带来的基本问题。曾经有过能够约束自 

身的成员共同体:他们自愿抑制自己的财务需求,而且每个成员都竭力从事高 

强度的工作;成员们将纪律强加于彼此，比如说通过暴力（如果需要也可以通 

过同级评价）。有人可以在天主教会或者在以色列基布兹中，甚至是在社会主 

义早期的生产队当中找到这种类似的共同体。这种经营模式通常在具有强烈 

的共同意识形态信仰的小团体中起作用,其成员很容易进行相互间的密切监 

督，逐出那些不能够全身投入共同事业并严格遵守纪律的人。

一些左翼思想流派坚持认为上述行为能够加以普遍推行。但至少在可 

以预见的未来，我始终对此心存疑虑。无私、自觉遵守纪律、为此进行训练 

以便培养灌输这些观点，所有这一切虽然值得赞赏，但对于今天的社会生产 

而言,它们永远是空中楼阁。①

3 .短视。自主经营的单位成员缺乏b类产权，即转让权,②这是非常重 

要的所有权判断标准。③如果工人已经长期地将自身的最好能力奉献给了 

企业的发展，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它,他们却不能将这份“投资” 

带走。因此他们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没有任何兴趣，这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真 

正的所有者。当面对经济上基本的两难问题即“当前收入与未来收入”和 

“消费与积累”时，每项利益都驱使他们将当前收入和消费最大化。④他们对 

只能在很长时期之后方可产生经济收益的任何付出和努力都没有兴趣，如 

大规模投资、研发或者专业训练等。这时他们会问自己:当这些付出能有所 

回报时,而我却已经不再为企业工作，那该怎么办？在这方面,他们与私人 

股东的立场完全不同,只有私人股东才会关心公司的“净值”，即公司实物资 

产、财务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增长。

4 .通货膨胀压力。在改革体制下，有许多因素会促使通货膨胀不断加

①在自主经营和企业的决策参与权或决策前的咨询权之间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后面 

两项权利增加了企业工人对企业活动实施影响的机会，但这些权利甚至在形式上都没有赋予 

他们实际的控制权或相应的责任。因此这种相对有限的解决方案不会导致加强纪律等严重问 

题。

②另一个问题是集体是否拥有转让权。换句话说，工人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是否有权出售 

整个工厂？这个问题将在后社会主义转轨时期提上议事日程í120.6］。

③ 关于所有权的自由转让权，见A. A.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1972）。

④ 见 J. Prasinkar 和 J. Svejnar（ 1988,199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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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自主经营并非其必要条件。中国、越南和苏联这些没有推行自主经营的 

国家也同样发生了通货膨胀，而且自主经营也不是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 

在南斯拉夫，通货膨胀是通过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出现的［-23. 5］。只 

能说自主经营的企业往往倾向于引发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加大了通货 

膨胀的压力。

自主经营降低了企业领导对名义工资上涨的抵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下，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的工资规定［-7. 3,10. 3］。自主经营废除了这种官 

僚强制行为，但它未能用所有权的利益机制作为替代来限制工资上涨。在资 

本主义企业里，所有者和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反对工 

资上涨，因为它会降低企业利润。从另一方面看，在短期内获取尽可能多的收 

入完全符合自主经营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人的利益。任何想继续得到工人爱戴 

的管理者都不会反对努力提高工人工资。如果这种工资上涨压力伴随着宽松 

的财政政策,那么就必然会形成工资一物价的螺旋式上涨机制。

5.失 业。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倾向于导致就业的迅速增长í-10. 1,10. 

2］。前面曾提到过这种扩张动力，即当劳动力充足（至少直到供给完全被耗 

尽）时，它鼓励进行持续生产。不存在任何节约劳动力的诱发因素。

在社会主义体制推行自主经营模式时，（就业）扩张动力仍然存在。但 

大部分扩张行为并不是由企业自身的储蓄来提供资金支持。企业一般将其 

资源作如下划分:将尽可能多的净收入作为名义收入为工人的当期消费提 

供基础保障，同时设法从政府和银行体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投资资金。银 

行贷款承担着负的实际利率,这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免费的补贴。

而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只要扩大劳动力能够提高利润时，它才会增加 

工人。①与之相比，自主经营企业的利益不在于获取利润，而在于提高企业 

工人的个人收入。因此,如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要求将每个工人 

的收入降至最大值之下，那么企业很可能避免达到这样一个就业水平。

第4、5点所描述的情况最终可能会促使企业尽可能以政府预算、信用体 

系和最终不得不由公众承担通货膨胀为代价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而且几乎 

不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所有这些产生了引发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的机制。

①换句话说，直到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等于支付给他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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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自主经营导致 

出现了许多负面特征。它是改革进程的死胡同之一。虽然在自主经营所有 

权形式下经营的企业与国有企业已经大大不同,但它们有着基本的同一性, 

或者至少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即都深陷于官僚体制之中。

20.4 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自主经营带来了企业管理层与职员之间新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相 

似的变化甚至在自主经营还没有推行之前（但其他改革趋向已出露端倪）已 

经出现。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政治结构的自由化和传统意识形态不断受 

到侵蚀［T18.4,23.1 ］。管理者变得不太愿意再强制遵守劳动纪律,也不再 

抵制工人提高名义工资的要求。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上述变化，其中包括工会代表性的加强，也与罢工合 

法化或者至少被容忍有关。在劳动力持续短缺、甚至不断恶化的同时，劳动 

力的流动性却大大提髙。改革体制已经无法采取有力的行政手段对付自愿 

变动工作的人。因此，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企业的管理也越来越依赖于工 

人的融洽合作。

另一个变化产生了更明显的影响。如果管理者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 

那么他/她就不能指望得到强大的官僚阶层的全力支持，也不会得到当地政 

党和工会的无条件支持。事实上，如果工人们对管理者极为反感甚至仇恨 

的话，那么他们完全能够让上级机关解雇企业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 

理者就更加依赖工人。由于政府“钢铁般的纪律”不断放松,管理者越来越 

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而且在一个日益倾向于“民粹主义”的环境下,不仅管 

理者的个人行为，而且他们的经济决策也都极容易遭人指责和非议。这也 

意味着在与上级的谈判过程中，管理者担任的角色之一便是代表工人的利 

益。虽然这样的角色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管理者并非全然不同，但这 

种行为在改革体制下却显得尤为突出。

20.5 道德协调

在本章的引言中曾提到，自主经营的思想为那些既想结束经典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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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制，又想抗拒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能。类似的思 

考和政治考虑使得某些社会主义流派将注意力转向道德协调［-6. 6］。自 

主经营的政策许诺要建立自治机制,这就有必要提一下社会主义的传统意 

识形态。许多人希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和其他机构能够无私地彼此 

自动协调，而不需要依靠政府强制或者物质利益刺激。①集体组织的代表们 

可以通过协商形成一致的计划意见。

但事实上，苏联或许多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真正认真地去尝试应 

用这一概念,它们都毫不犹豫地把协调职能交给了官僚机制。在中国，对自 

发式的相互协调机制的憧憬曾是毛泽东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② 

不过，中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很少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

在改革体制下，作为先驱者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下列情形:在20世纪 

70年代,经典社会主义下关于自发方相互协调的各种观念与自主经营一起 

蜂拥而至。改革的设计师们认为自下而上建立自发性的经济单位联盟是非 

常重要的。最小的单元是“联合劳动者基层组织”以及由它们组成“联合劳 

动者组织”,然后再由此构成更高水平的“联合劳动者综合组织”。最后一层 

将聚集为“工人委员会”，然后依次再放置在更髙水平的“商会”中(通常是每 

个共和国都有一个这样的商会)。③不过，完全相同的结构、甚至是完全相同 

的名称，再加上生产单位只能合并到这些组织中，一切就其本身而言，会让 

人们得出以下结论：它们不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成立，而且结构设 

计还要由中央来规划。所有这些明确表明：尽管在新机构所采用的术语反 

映了自发形成联盟的观念，但它与真正的自发性联盟毫无关系O®

赞成改革的观点认为自治单位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各种联合和联盟之间 

能够在各个层次上彼此密切协商，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任务共识。 

这样一个最全面的协议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社会契约”。因此，它能够创

① 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蒲鲁东，他曽这样写到(1867 - 70,2:414,6:92 - 93)：当一个人的 

自我意识被唤醒后，他就不再需要外部的纪律约束。经济结构可以建立在相互依存(mutuel­

lisme) 之上。 马克思为此对蒲鲁东进行了强烈批评。

② 这是毛泽东思想吸引西方新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之一。比如见J. Robinson(1969)o

③ 见 L. D. Tyson(1980)和 J. P. Burkett( 1989)的研究著作。

④ 关于南斯拉夫这一方面最好的描述和评论可参见A. Ben - Ner和E. Neuberger 

(1990),副标题是“南斯拉夫看得见的手和协商编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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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一种独特的协调模式。协议的产生既不是通过中央指令（就这个意义 

来说，没有官僚特征），也不是基于价格和买卖条件洽谈（从这个意义来说, 

没有市场特征），而是由社会责任和相互自愿帮助所推动的。因而,这种社 

会各层级最广泛的谈判过程应当被视为是一种道德协调机制。

事实上，很少通过法令将这一人为观念强加于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人 

理会所谓的“社会契约”，在它的背后，上级机关和买卖双方通过官僚机制和 

市场力量对经济活动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与官僚和市场协调机制的强大相 

比，道德协调的软弱便显露无疑。

让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道德协调在其中出现）来做个鲜明的对 

比：20世纪70、80年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慈善运动和协会 。 

它们在经典社会主义下是被禁止的［T. 6］，而且不是通过政府或官方群众 

组织成立的。它们是自下而上、主动自发产生的，藉以履行明确的特定任 

务。举例来说，匈牙利数十年来都否认贫穷的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在20 

世纪70年代意识到，其实社会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因此，成立了半非法的慈善组织——扶贫基金会，并且发现了许多需要帮助 

的人。匈牙利还出现了帮助匈牙利人逃离罗马尼亚的慈善行动。第一种慈 

善组织如今在苏联也已经出现。①

此外，还出现了各种从事慈善事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工作的组织团体:如 

环境保护、安排停车场和帮助老年人等等。每个社会都蕴藏着潜在的自治 

力量,只要消除了官僚阻碍，人们愿意为了崇高的道德事业而献身。道德协 

调机制无法履行基本的社会（包括经济）控制职能,但它们可以发挥必要的 

辅助作用,从而使经济更平稳地运转,让人们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20.6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自主经营

在改革阶段引入自主经营的国家带着这一特有的遗产进入了后社会主 

义转轨时期。在匈牙利和波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而当南斯

①所谓的合作社，如同在19章所描述的，事实上是私人企业，它们是主要的组织者和捐 

助者。尽管在1989年还处在启动阶段，合作社已经将其忌收入的50%捐献给慈善事业。见 

《莫斯科新闻》，199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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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进行转轨时，这一问题就得更加迫切。在这些国家里，不少人坚持认为 

自主经营体制应该加以保留，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支持这一观点。①如果 

真要这么做的话，那么前面我们所提到过的所有障碍和危险也将继续存在。 

事实上，它们还将遇到新的困难。这里,只谈一下另外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与政治状况有关。在这些国家里，多党制才刚刚起步。 

为了争夺社会上每个机构的每一个选举职位,政党之间一定进行激烈的竞 

争。如果企业领导当选某个职位，那么企业本身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政 

治斗争的舞台。当管理者岗位被政治精英占据后，只有经过很长一段时期 

后，才会出现人们所真正期待的东西:商业和生产的“非政治化”以及把专业 

和才干作为挑选管理者的标准。

另一个问题与私有化进程相关。自主经营企业的当选领导觉得有权决定 

有关公司未来的事务，包括出售企业。然而这方面的法规往往模糊不清；虽然 

可能没有明确赋予管理者这么做的权力，但也并不包含明确禁止的条款。

不过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关于自主经营的宣传总是设 

法向工人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工人集体是企业的控制者。

在私有化期间，这是某些策略行为重要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支持力量。 

在企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掌握信息的管理者与潜在的国内外所 

有者对私有化的有关条件达成一致。管理者希望得到的是:这些条件应该 

给予他/她以及企业的职工诸如职位、薪酬和就业等短期利益，即使就长期 

而言转让所有权是有害的，他们也在所不惜。

听起来也许有些令人奇怪:在进行自主经营的地方，消灭这种所有权形 

式，以及某些公共部门的初步国有化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被提上议事日程, 

因为这为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私有化开辟了道路。

① 例如，K. A. Soos(1990,p.68)就曾提出以下建议：“当前充满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 

定性和剧烈变动，而自主经营的实践毕竟已经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它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东西 

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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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讨论的隐含在政治与思潮背后的基本观点是：让 

市场作为中央计划方式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协 

调机制（或者至少在地位上等同于官僚机制），但公有制仍然 

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形式。

在这一比较广泛的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在许多方面还是 

有区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们希望朝着建立市场机 

制的方向究竟要走多远。但它们共同的理念都是信任市场，因 

此，将整个思潮描述为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还是比较恰当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们，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一般都强 

调他们希望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因此，也可以用另一种说 

法来合理描述这一思潮:计划一市场经济的观点。①

这些观点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关注市场 

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的实际变化构成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运动的主要趋势之一。

本章的主题是国有部门中出现的市场社会主义现象，不涉 

及市场在其他经济部门中承担什么角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说，它并没有充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市场在社会主义改革中 

起到了什么作用（第19章讨论了私营部门和市场的关系）。

①本书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计划视为官僚协调的要素之一，因此“官僚协调机制与市场协 

调机制"成为我在有关改革进程的讨论中表述自己观点时的一对概念。

但在说明启动并伴随改革进程的有关思想趋向时，应坚持争论中实际参与者所使用的术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章所提到的是那些“计划一市场”观点的支持者。



第二十一章市场社会主义 443

21.1 思想先驱

包含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是无法相容的。马 

克思欣赏流行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厂内部的组织形式，并将其与工厂外部 

明显缺乏有效组织的企业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 

“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自己 

处于对立状态之中。”①《资本论》里还有另外一段话:“在集体生产中，不再 

存在货币资本。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 

可以获得纸质凭证,以此从社会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与他们劳动时间相当的 

量。但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也不流通。”②恩格斯写到，共产主义社会不 

需要商品价值所代表的“间接的、毫无意义的”表达形式。它直接计算隐含 

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③马克思经典著作反复强调市场是运行很差的协调 

机制，必须被有意识的计划所取代。卡尔•考茨基这位马克思思想的伟大 

阐释者对此做出了如下总结:“关键问题就是要改变这种组织形式,正是这 

种在参与者背后运行的无意识的组织形式带来了摩擦、悲痛、灾难、破产和 

危机。因此需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把它调整为有意识的体制,通过事先 

计算所有调整因素来取代由供求关系进行的追溯性调整。”④。考茨基在此 

反对的事情之一恰恰被亚当•斯密视作市场的首要优点：市场正是通过在 

参与者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对那些已经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融入骨髓的人来说 ，不论是理性的辩 

论,还是超乎理性的感觉，都将导致他们带着怀疑、反感、嫌恶和轻蔑的情绪 

来看待市场，认为危机和无政府状态、投机、可怕的广泛竞争，以及所有的正 

确比率都只会在事后才出现。废除私有制的历史使命之一正是要结束这种 

盲目的、无计划的生产协调方式,并且要用有意识的计划来取代它。那些试 

图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相结合的人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

① 卡•马克思[1867—1894](1978,第 51 聿,p. 1021)。

②同上，第18章,p. 434。

③ 弗•恩格斯[1978 ](1975 ,pp. 294 - 295 )。

④ 卡•考茨基(.1910,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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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最忠实的追随者而言，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水火 

不容的。①

最先精辟阐述社会主义市场观点的先驱之一是奥斯卡•兰格(1936— 

1937)的经典著作。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展开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争 

论。②巨大的挑战来奥地利自由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20] 

(1935)的著名研究，他声称在缺乏私有财产和市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没有 

能力进行理性计算。兰格不同意这一观点并概括出了一种经济制度，在这 

种制度下,公有制企业要么利润最大化，要么遵从最优化的相关规则。由中 

央计划办公室来设定市场，结清均衡价格，事实上可以通过模仿市场机制来 

做到这一点：当它发现需求过度时就提高价格，当发现供给过度时就降低价 

格。兰格的一系列论证说明这种体制有能力平衡供给与需求。

在这场争辩中，有人曾提出有意识的中央计划无法令人信服地处理和 

协调与数百万产品供需有关的庞大计算体系。兰格反驳说,这种大量的计 

算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可以采取市场运行原则。中央计划者通过对过度 

供给(需求)的信号做出反应来不断调节价格。在此之后，买卖双方将对价 

格信号做出响应，最终他们的活动将趋于均衡。兰格的著作没有提供详细 

的实际改革建议，但其中包括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许多基本观念:愿 

意增加利润和降低成本的企业自主权,价格信号的基本作用以及集权与分 

权之间的特定联系。

辩论中对兰格思想路线最尖锐的批判是来自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1935),他的主要论点如下:社会主义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设定均 

衡价格，而是建立怎样的激励，然后可以迅速用于隐藏在许多不同地方且需 

要传播的信息。在这方面，市场、竞争和自由企业是必不可少的。当50年之

①《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在昂纳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坍塌的前几个月写 

道：“我们应该接受市场经济的这些恩赐吗？退回到生产资料私有制？退回到人剥削人的社 

会？退回到自由竞争、自由劳动力市场？不，决不能回到资本主义。不管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有 

什么优点，它都不能公平对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竭尽全力为人们谋取福利。这就要求有统一 

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只有一个基础得以存在一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我们使它变得越有 

效和越完美，对所有人而言也就越有益处。”1989年1月5日，p.5,社论。

② 西方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综述在A. Bergson的研究著作中有记载 

(1948,1967)0 关于现在的评论，见 A. de Jasay( 1990)、D. Lavoie(1985)和 G. Temkin( 198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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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回顾这场争论时,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哈耶 

克都是正确的。循着兰格路线朝着市场社会主义摸索的改革者们，通过自 

己国家的惨痛教训也认识到,兰格所提出的希望是美梦一场。

虽然最后通常都会醒悟过来，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迷住这么 

多人，是因为它的观念必然拥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产生影响力的秘密之一就 

在于思想领域。对于那些在政治思想方面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却抛弃 

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的 

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简单且从容的出路。①

现代西方著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超越了把市场理想化的幼稚阶段:它 

认识到市场机制也有其阴暗面,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过程无法奖励好的外 

部效应和惩罚有害的外部效应，无法保证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或者保证将 

社会公正原则应用于收入分配。同时,对计划的有益批判也指出了它许多 

不好的方面。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的思想提出了两种机制互为补充 

的可能性，即它们彼此都可以弥补对方的缺陷。当市场由于社会福利的原 

因需要纠正时，中央计划和控制将进行干预。与此相对，市场会让那些掌权 

者从协调经济活动的日常繁琐之事中解放出来，并在中央计划者做出损害 

买卖双方利益的错误决定时，增加发出信号的能力。这种趋势的提倡者希 

望最终能出现一种结合两种机制优点并使各自缺点最小化的体制。②

政治上的辩论又加强或补充了上述经济上的论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需要进行重大变革。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 

体制却取得了无数的经济成功。资本主义的“秘密”是:它的活动由市场来 

协调。资本主义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并且必须接收过来，但与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有关的更深层次的其他所有事物则必须加以保留。权力结构和公有制

①在此出现了与早期数学计划先驱者思想的奇特对称。这两种思想都将马克思主义和 

瓦尔拉斯联系在了一起。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领域中，集权和公有制与在瓦尔拉斯原理基 

础上运行的价格决定过程和分权生产共存。在数学计划的领域里，规划模型的结构遵循了瓦 

尔拉斯原理。瓦尔拉斯厚理著名的拍卖人就是价格控制办公室；在数学计划构架中，它包含在 

模型和计算机中。

② 在更早阶段我也倾向于这种观点(196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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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作用必须保留并且要与市场相结合。①“社会主义”(意味着一党制、 

权力垄断和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加上“市场”(企业自主、企业间的契约制度 

以及价格信号对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影响)：这就是用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的组合形式。②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在关键之处摆脱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束缚，但同时承诺在更深刻和更本质的领域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 

形态保持一致。

在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范围内出现了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影 

响了每一个进行改革的国家。有些学院派经济学家回过头来求助于兰格， 

有些人则独立地完成了“重新发现”的工作。也出现了不少在很多重要方面 

都不同于兰格的观点。虽然设计改革方案的专家不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 

响，但塑造这些想法主要还是上文介绍过的那些思想动机。③在接受市场社 

会主义思想时，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统治集团有意或无意地被如上简单概括 

的政治思路所支配。所有这些动机相互融合并同时出现。能够肯定的是:市 

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发挥了 

核心作用。经典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最明显和最根本 

的区别是:前者拒绝而后者信服并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经共产党修正过的

① 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决议中这样表达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 

的商品经济。”1984年，中共十二大三中全会决议，引自J. Wu和R. Zhao( 1987,p. 312) o

②“简言之:计划的优势就将越来越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的刺激因素相结合。但所有这 

些将只在社会主义主要目标和管理原则之中发生。”戈尔巴乔夫这样写道。米•谢•戈尔巴乔 

夫(1987,p.91)。或者是稍后的这句话：“市场的优越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如今的问题只 

是在市场条件下是否能够确保高度的社会安全。答案是：不但可以保证，而且事实上正是有管 

理的市场经济才使得国民财富增长到使每个人的生活标准都提高的程度。而且无疑疑问，国 

家权力仍然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米•谢•戈尔巴乔夫，《消息报》1990年7月11日。

③在此有几篇开拓性的研究著作，它们按国家分组分别是：南斯拉夫：B. Kidric(可以在 

1985年的出版物中参阅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的作品)；匈牙利：G. Peter( 1954a, 1954b)和雅 

•科尔奈[1957](1959)；波兰:W. Bnis[ 1961] (1972)；捷克斯洛伐克：O. Sik( 1966)；苏联:E. 

G.利伯尔曼[1962] ( 1972)；中国：孙冶方[1958 -1961 ]( 1982)0

参阅L Szamuely(1982,1984)对更早期争论的详细论述。想了解对改革思想的突出看法， 

包括对其缺点的批判，可参阅在改革思想和各类关于市场失灵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支(比较经济 

体制、委托代理和激励理论以及产权学派)之间建立联系的L Grosfeld(1989b)的著作，此外还 

有丄M. Kovacs的著作(1988和1990年简装版)。关于苏联，第一次尝试论述由公开性释放出 

来的大量改革思想的是A. Nove(1989)„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观点，见V. Klaus( 1989,199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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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意识形态之所以答应实行市场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充满了内部矛盾）是因 

为它力图调和无法共存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对市场的尊重。

21.2 来自历史实践的总结

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和经济思想领 

域内，它们还通过说服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者采取许多实际变革，从 

而产生切实的效果。尽管不打算一一列举，但我们还是根据市场社会主义 

类型改革变迁的顺序挑选出了长期使用（或在写作本书时仍在继续使用）这 

种控制机制的几个国家：南斯拉夫（1950-）、匈牙利（1968—1989）、中国 

（1978-）,波兰（1981-1989）、越南（1987—）和苏联（1985-）。

对这六个国家的讨论仅限于国有部门的控制。在南斯拉夫，还包括“社 

会所有制”下自主管理的单位;在其他国家，则包括国有企业和“类似国有” 

的合作社。

本书不打算逐一详细介绍这种变迁趋向在每个国家如何扩张、前进和 

后退的历史。本章在后面部分将概括出前面六个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时期” 

的一般模型。我们还是想在此再次重申本书其他地方曾反复强调过的观 

点:描述是非常抽象的;它将忽略国家之间的许多差异，也会忽略特定国家 

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它只是挑选出这六个国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 

主要特征、内在倾向和特定趋势。①

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特殊案例，因为市场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 

从一开始就与引入自主经营密切相关,这在本书中是作为一个单独变革趋 

向进行讨论的［120］。当然，与本章及下一章所讨论的内容相类似的许多 

现象也同样出现在南斯拉夫。

上述六个国家国有部门在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运作模式在下文中被简 

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可能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当这些思想应用于 

上述国家时，它们都被扭曲了。事实确实如此，但有什么理由说这种思想在

①其他一些国家也宣布了要进行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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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用时，其偏离市场社会主义远景和希望的程度就大于经典社会主义  

偏离“原教旨社会主义者"梦想和希望的程度呢？正如斯大林、毛泽东和拉 

科西的社会主义是现实存在的经典社会主义，那么铁托、卡达尔、邓小平、戈 

尔巴乔夫和拉科夫斯基的社会主义就是当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有鉴于此, 

使用“市场社会主义” 一词也就并无不妥。

21.3 放松管制的其他替代战略分类

立足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经济领导人开始向想像中的市场社 

会主义迈进，但他们究竟能走多远，则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①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出现了特定的放松管制过程。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放松 

管制”一词专门指使采取改革措施，从而使经济现象摆脱指令经济，即以命 

令为基础的直接官僚控制。根据这种狭义上的定义,我们不能假定放松管 

制的经济过程不再受中央的控制或者说摆脱了官僚协调的影响。在讨论 

中，放松管制一词只意味着经济规模不是由中央指令强制决定的。②

放松管制的替代战略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第一个问题是相对 

于从前被中央指令控制的某些特别重要的经济变量而言,放松管制走得有 

多远？即放松管制的程度如何。我将在后面讨论它［í21.4］。

第二种分类标准是放松管制的范围，即放松管制替代战略所延伸的范 

围。南斯拉夫以及后来匈牙利的放松管制从一开始就涵盖了所有领域的国

①在大量研究国有部门变化的著作中，我们挑选出了下列文献以供参考：南斯拉夫:J. 

P. Burkett( 1989)匈牙利：《比较经济学》杂志(1983年秋季，有关匈牙利改革话题专刊)，J. Kor- 

nai(1986b)、G. Revesz( 1990)；中国：B. Balassa( 1987)、W. A. Byrd( 1990)、H. Harding( 1987) x 

D. Perkins( 1988 ) E. J. Perry 和 C. P. W. Wong, eds. ( 1985 )、C. Riskin ( 1989 )、M. Xue 

(1982)；波兰：L. Balcerowicz( 1988) >Z. M. Fallenbuchl( 1988) xP. Marer 和 W. Siwinski,eds. 

(1988)；苏联:E. A. Hewett(1988)、A. Aslund( 1989) .M. L. Goldman( 1987);越南：G. Porter 

(1990)o

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于目前人们所谈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放 

松管制。即使在所谓的管制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发生过政府向企业(通常是私人所有) 

发布命令的现象,最多是规定某些价格以及釆取行政限制。不过，虽然就其内容而言，本书所 

讨论的放松管制过程与当今西方世界的放松管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都指向了同一方向：减少 

国家的直接干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使用放松管制一词也就显得更为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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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中国和苏联首先是选定“试验企业”来使用新的控制机制，而且按 

新旧不同机制运行的部门处于分割状态并长期共存。后来,按新机制运行 

的企业数目分阶段不断增加。①

然后我将引入第三种分类标准，即放松管制的先后顺序。在不同控制方 

式下同时运行的各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意味着放松管制是分阶段实施的,而 

不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决定放松 

管制的部门,在短期决策中就废除了指令经济一，快速执行并一举完成（但即 

使是这两个国家，其他部门放松管制的行动也是分阶段进行的）。相比之下, 

中国和苏联即使是在放松对投入产出的管制方面也是逐步推进的。

局部的放松管制措施会产生强烈的相互影响作用。因此，理论经济学 

家和经济部门里坚定的改革者指出放松管制的措施不应渐渐地逐一应用 ， 

而是需要“组合打包”并立刻开始实行。没有人否认“打包”原则，但包裹究 

竟要装哪些东西,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匈牙利的改革过程在这方面走 

得最远：1968年1月1日推行的新经济机制包含了在大范围同时并行的改 

革措施。虽然改革中确有突出事件（立即推行较大的打包措施），但这些措 

施最终还是无法囊括所有的控制过程。

21.4 企业的纵向依赖

在指出放松管制的程度、范围和先后顺序会依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之后，我们将开始忽略这些差异，然后概括出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中 

的国有企业的主要特征。为了防止无数的细节模糊主要特征，有必要进行 

这种抽象。②

①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此可以列举中国的经济特区作为例证。上文所提及的试验为某 

些企业提供了与经济中其他企业大为不同的特别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为特定区域提供 

特殊的经济控制环境。

其他国家，如苏联也表达了建立类似特区的思想。

②读者马上就可以看到，此处得出的结论是：官僚协调机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个 

原因，在用模型总结基本特征时，我们将主要考虑放松管制过程走得更远的国家，而不是“一般 

的”经济改革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而不选择苏联）。如果结论支持放松管制程度更高的经 

济，那么它也一定支持放松管制程度较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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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处于双重依赖的状态之中。从纵向来看,它依赖于政府当局；从横 

向来看，它依赖于卖方和买方。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形容任何体制下的 

企业:每个企业被政府所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都依赖于其投人的供应商和产 

品的消费者。因此,需要从这种双重依赖中分离出不同体制所特有的要素。

下面将逐一介绍企业活动各个方面的情况，借此来分析在经历了放松管制 

之后，企业的纵向依赖程度。我们希望尽可能对相关问题加以充分说明，因此会 

简单重复在本书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讨论过的一些内容。用多长的篇幅来论述某 

一观点并不能代表它所描述的现象的重要性;有些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只是简要 

提及。只是当某些问题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没有涉及时，我们才进行详细讨论。

1 .进入。通常仍然要由政府来决定建立新的独立的公有制企业，进口 

竞争或私营企业的进入也必须由政府来批准。

2 .退出。仍由政府来决定是否关闭公有制企业,这一问题与预算软约 

束现象密切相关［-21.5］。

3 .兼并与拆分。企业发起兼并或进行拆分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政府仍 

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4 .企业领导的任命。在领导人的任命、选拔以及批准方面，政府要么是 

直接决定,要么对此发挥决定性影响。表21.1根据中国的数据对这一现象 

进行了调查。

总的来说，上述1T点意味着该体制还没有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的特征, 

也就是说，自由企业的原则未能在国有部门加以应用。企业间的竞争无法 

带来企业之间或者企业领导人之间的自然选择。选择完全是人为的：政府 

决定企业的存活以及企业髙层领导人的提升或解雇。接下来还有十个要 

点,但前面所提到四点是最为重要的。只要上述结论成立，我们就有充分的 

理由说:在纵向和横向依赖中,纵向依赖占据着主导地位。

5 .产出和6.投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分别在1950年、1968年完全放弃 

了通过控制国有企业的短期生产来强制实行指令经济。

①还存在第三种依赖：企业领导对企业雇员，即企业工人的依赖。在讨论自主经营趋势 

时，我们曾涉及这一问题［í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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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中国管理者的提升,1985

管理者的不同提升渠道的分布, 

(占总量的百分比)

政府任命 60.1

经过磋商后政府任命 30.7

直接选举 4.4

直接雇用 1.8

其他 3.0

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p. 173),转引自Y. Huang(1988,p.6)o这组 

数据的英文出版物可见B. L. Reynolds,ed. ( 1988,表5.10) °

a基于对900个企业的调查，其中19.9%的数据来自集体企业。

中国在1984年开始放松管制,但程度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要低。中国 

引入了所谓的“双轨制”：国有企业接受强制分派的产出任务，而且多数情况 

下它没有束缚企业的整个生产能力。在完成上述强制分派的产出后，企业 

有权生产更多产品并且可以自由出售多余部分。强制产出的投入配额由政 

府通过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习惯方式定量配给，但企业本身必须获得强制 

计划之外自由产出所需的投入;定量配给机构不会为它们提供这类投入:背 

后的思路是，它们应该从别的企业超出强制计划的自由产出中获得。①如果 

不考虑技术细节,1987年苏联企业法及其实践与中国的中间道路解决方案 

在内容上十分相似。虽然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其产出的剩余部分，②(见表 

21.2)但是相当大比例的企业产出事实上都受到具有强制力的政府定购 

(rOC3AKA3)的约束。

即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这些产出不被指令所控制的国家，上级组织 

仍然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干预产出的决定。要求企业尽快交货的巨大压 

力不但来自消费者，还来自各种政党和政府组织。如果消费者和当局的愿 

望相互冲突，那么后者的力量肯定更强大。在只是部分废除强制指令的国

①无法得到放松管制程度的详尽数据。零星数据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强制计划 

束缚了企业生产能力的30 -100%左右。

② 有关苏联政府定购更为详细的讨论，见L. Voronin( 1989) , V. Sletsiura( 1989 )和E.

Gaidar ( 19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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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官僚对产出决策的干预更为显著。

表21.2苏联政府定购所占份额

政府部门

政府定购在生产总值（计划）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1988 1989

机器制造业 86 25
燃料能源 95 59
冶金 86 42
化工和木工行业 87 34
轻工业 96 30
建筑材料 66 51

资料来源:E. Rudneva( 1989,p.27)

中央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虽然没有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全面，但仍然存 

在大量的采购许可和配给。此外，如果在获得投入上有困难，政府干预则可 

以提供有效帮助。这种对投入的干预通常落后于产出方面的非正式干预。 

放松管制加大了买卖方关系中自愿合同的作用。但当对合同的解释或履行 

发生争论时,所求助的仲裁人是某个上级机关,而不是法院。

7 .进出口和8.外汇。生产企业在进出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显著扩大。 

但即使企业获得了从事国外贸易的正式权利，因而无须再和专业贸易公司 

公司打交道，上级组织仍然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干预:如设定出口任 

务、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完成一定数量的定单、优先考虑某些市场而避开 

其他市场,等等。就进口而言，有配额管制，或是每次交易都必须经过一套 

许可程序。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严格的中央外汇管理制度。

9 .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选择。上级组织经常干预企业技术和新产品引进 

的选择。企业的补贴、信用能力、进口许可以及其他类似问题一般都与上述 

选择相关。

10 .价格。部分放松了定价管制，但大部分价格仍然由政府决定,而且政 

府还对买卖双方名义上享有的自主定价权进行干预。计算方法是上面规定 

的,利润率是上面决定的,如果价格被认为定得太高,企业还将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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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资和就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阻碍着企业和雇员就工资达成 

自由协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设定就业上限和下限,以此对就业进 

行经常性的干预。

12 .税收和补贴。从表面上看，现行的税收制度或多或少对所有企业一 

视同仁。但事实上，为特定部门或特定企业制定的税收政策普遍存在。因 

此，有关税收额和最后支付期限的特定优惠政策同样广泛存在。

13 .信贷支持与借款偿还。官僚特征继续支配银行部门的运行。银行和 

企业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横向的商业关系，其中银行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水 

平。银行是政府的部门分支，目标是设法将企业置于其控制之下。预算软 

约束综合症仍然存在于要点10,12和13所涉及的领域［->21.5］。企业的 

纵向依赖力量在此再次凸显出来。

14 .投资。放松了对投资决策的全面管制。在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 

经济中，企业可独立决定的投资比例都大大增加，而且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企 

业自身从净利润中积累的储蓄。源自国家预算无须偿还的资金所涵盖的投 

资比例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银行信贷的作用不断增大。（见表21.3和2L4）

表21.3中国的投资资金来源

年份 基本建设（人民币亿元） 源自国家预算的部分（％）

1976 376.44 83
1977 382.37 78

1978 500.99 78

1979 523.48 76

1980 558.89 54

1981 442.91 50
1982 555.53 42
1983 594.13 50
1984 743.15 48
1985 1,074.37 35
1986 1,176.11 35

1987 1,343.10 3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8,p.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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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匈牙利的投资资金来源

国家启动的投资 企业投资

融资渠道比例 融资渠道比例

政府 企业 信贷 政府 企业 信贷

1980 83 14 3 10 68 22

1981 72 23 5 8 71 21

1982 69 27 4 8 73 19
1983 69 28 3 9 75 16
1984 81 19 0 10 73 17

1985 75 25 0 10 72 18

1986 61 39 0 11 76 13

1987 57 43 0 - - -

资料来源：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1982, p. 78； 1984, p.

77； 1987, p. 75； 1988, p. 58)

虽然企业投资资金中由自身财力提供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但正如表 

中所示，分权的实际水平要低得多。规模较大的工程所要求的额外资金远 

远超出了企业的自身财力，这就为国家通过国家预算或髙度集中的银行体 

系提供资金，从而为干预投资决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中央机构不干预 

投资的实际比例要远远低于表中所列出的比例。

上述14点基本涵盖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主要联系。上级组织对企业日 

常活动的干预只有部分由正式条例来加以规定，即政府有权批准企业行为 

或对企业下达命令。法律规定之外还存在着无数非正式的“无形”手段:企 

业领导被会议、个人谈话、电话和书信所支配；有时靠“糖衣炮弹”，有时则靠 

隐蔽的或公开的威胁。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有正式的指示和汇报体制，结构非常清晰。但 

在半放松管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混乱的非正式沟通日益盛行。企业 

与上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充斥着谁也弄不清楚的潜规则，用各种暂 

行规定、特殊处理和私人关系来规避官方“路线”。在一家企业中，各种机构 

都有发言权，而目标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聪明的管理者学会了 

对许多上级耍花招，挑拨离间，然后从中获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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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强制秩序逐步让位于松散易变的联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

虽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上下级之间也经常要讨价还价，但最终结 

论还是由上级组织来定夺。而现如今，讨价还价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下级在 

谈判中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使用误导性信息也变得非常普遍。①当然，讨 

价还价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企业过去常常是去争取更少的产出任务和更 

多的投入配额，而现在谈得更多的是官方许可价格、工资、税收、补贴、信贷 

条款、进□许可和外汇津贴。②

上述所有干预方式都可以被视为间接控制手段。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 

之间的根本区别可以这样总结: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受到直接 

的行政控制;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它们受到间接的行政官僚控制。一 

个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的经济逐步形成了。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设计师们希望部分放松管制也能够带来国家计划 

和中央经济管理的角色转变。这种想法的基本思路是:经济计划要避免卷 

入短期计划的详细分解细节之中，或一味纠缠于执行相关指令。这样才能 

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经济分析、编制宏观层次上的短期目标以及制定长期经 

济战略。由此,经济计划就可以与中央经济管理相互连接，中央经济管理将 

集中于实现主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以及稳定基本的金融指标参数(如 

利率和汇率)。

这一想法在现实中失败了。中央经济领导并没有去学习宏观管理，他 

们还是继续对无数的微观管理进行干预。国民经济计划的声誉和影响力慢 

慢地被侵蚀。在经典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下发展起来的计划模式根本无法应 

对新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决策部门的工 

作人员在制定政府决策时，未能学会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在 

经济管理部门运用的现代专业技能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经济当局对财政和

① 见 L. Balcerowicz ( 1988 ) o

②“管制调节器”一词在有关匈牙利的经济文献中用来形容那些由上级组织设定的财务 

或价值指标参数。一般是这样来描述改革：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所习惯的计划谈判已经让位 

给了“管制调节谈判”。见L. Antal( 1979,1985)o

G. Tidrick( 1987) xM. I. Blejer、G. Szapary( 1990)和 P. Bowles 以及 G. White( 1989)对中国 

的“管制调节谈判”进行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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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一窍不通。①虽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统计中仍然被称作“中 

央计划经济”，但是它们对经济的管理和重组并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更像是 

一系列的即席之作。

215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及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

在所有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文件都强调需要让企业对增 

加利润感兴趣。这是进行以下改革的原因；建立管理者报酬和奖金体制；与 

工人一起分享利润；企业福利支出的规模将取决于它的利润。企业从净利 

润中积累的储蓄成为它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规划 

中，它们假定企业将对价格和成本作出反应,这样价格就能够成为中央管理 

的控制工具之一。

尽管有了上述原则规定和相应的法律措施，但企业的利润激励依然很 

弱(即使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已经略有加强)。由于预算约束仍然相当 

软,对于企业而言，获利能力未能成为决定生死的头等大事或者中心目标。② 

价格对企业的行为确实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继续使用着四种导致预算软约束的方法:③(1)

①对宏观控制缺乏基本的理解和经验是导致经济管理机构转向微观管理的因素之一。 

工作人员更熟悉如何催促交货、通过建立奖金制度来鼓励出口或者投资行为、发放特别许可证 

或特许权，或者强加禁令。这才是他们游刃有余的拿手好戏。

上述问题在苏联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显得特别尖锐，中央经济管理缺乏基本的宏观经济 

知识。对形势的曲解使得金融政策错误百出，这是导致货币和财政问题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 

之一。

② 硬和软是一个连续体中的两个极端。硬和软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18.4］。预算约 

束的软硬程度依国家、时期、部门和企业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预算约束相对较硬的企业具有较 

强的价格和成本敏感性。

如果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忽略细微差别，相信不会有太多误差，而且为了简单起见，在不加 

限定的地方，我们主要是指软预算约束以及较弱的价格敏感性。

③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证明，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的企业都存在 

软预算约束，例如可参见如下著作：中国：M. L Blejer和G. Szapary ( 1990 ) xP. Bowles和G. 

White(1989)、B. Naughton ( 1985 )和 C. P. W. Wong ( 1986 )；匈牙利：J. Komai 和 A. Matits 

(1987,1990)；波兰：L. Balcerowicz(1988)和 M. E. Schaffer( 1989a);南斯拉夫：S. J. Gedeon 

(1985 -86,1987)、P. T. Knight( 1984)、L. D. Tyson( 1977,19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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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的补贴，（2）软的税收，①（3）软的信贷提供②和（4）软的管理价格③ 

［—>8.4］。

这组现象的某些典型表现形式是：

表21.5 中国亏损企业的救助情况（1988）

企业数目 百分比

被调查的企业总数目 403 100
被救助的企业 203 50.4

延迟最后还款期限 60 14.9
免除债务 3 0.7
提供新贷款偿还旧贷款 24 6.0

税前偿还贷款. 98 24.3

资料来源：与董辅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直接交流。

a贷款应该在税后从利润中偿还，税前偿还并计入成本将改善企业的赢利状况。

表21.6南斯拉夫亏损企业的救助情况（1980-81）

经济单位的数目, 有关的工人数目（千）

总计 13,667 4,848
1.1980年度财务报告未弥补亏损的单位 1,303 277
2.正在复苏的单位 178 51
3.开始启动破产程序的单位 20 2

资料来源:P. T. Knight（ 1984,pp. 5,78）。

a劳动者联盟的基层组织（BOAL）［t20.6］。大企业可以由几个劳动者联盟基层组织。

国家货币经常用来解救一直亏损的企业，见表2L5和21.6。在党和政 

府的决议和领导讲话中，反复承诺将停止救助亏损企业。④在所有进行改革

① 在M. I. Blejer和G. Szapary（ 1990）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清楚地表明这一过程。

② 关于这个现象，匈牙利的研究见E. Varhegyi （1987）,中国的见P. Bowles和G. White 0

③波兰经济顾问委员会曾做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无须密切注视成本或成本的各种要素 

……因为这些参数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合理成本'机制自动地转化到他们所生产商品的价 

格上涨之中。"引自 Z. M. FaUenbuchl（1988,p. 125）0

④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每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国有企业亏损。《人民日报》 

海外版,1986年10月10日。“中国已经花费400多亿（相当于中国工业总利润的一半，或者国 

家总基本建设的三分之二）来救助那些国有企业。”《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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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制定了或者准备制定有关破产程序方面的法律，但这 

些措施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

对一直亏损的企业而言，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仅仅依靠补贴或者软信 

贷生存;它们的生产能力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企业过去和未来（期 

望）的赢利能力与它的投资、增长和技术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弱。

纵向的谈判过程一如既往。企业可以就补贴、税收、关税等问题与财政 

和对外贸易机关进行协商,就贷款问题与银行进行协商，就价格与价格管理 

办公室进行协商。存在着大量的“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规定，以便应付特 

定部门或者特定企业的财务困难。

在规则普遍适用的地方，部分情况下完全可以个别情况个别解释，①或 

者是作为例外事件处理。而且规则总是在变化;企业根本无法确定政府将 

制定什么措施来影响它们下一年的利润（更不用说更遥远的将来了）。

企业利润的很大部分通过财政再分配，以各种各样的名目从企业拿走, 

然后又以其他名目分发给企业。各级组织都试图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影响 

企业，通过奖励和惩罚的方式强制企业执行它的目标，其中包括补贴和利润 

扣减。（另一个问题是:无数正面和负面的激励最终都相互抵消了。）

有时候钱从一个口袋取出后，又被放入同一企业的另一个口袋里。但 

经过再分配后总有赢家和输家。产生巨额利润的企业遭到过度盘剥，拿走 

的钱则传递给其他企业（见表21.7和21. 8中匈牙利和波兰企业的例子）。 

平等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应有之义,但将它应用于利润再分配无疑是对 

平等主义不可思议的歪曲。然而这正是现实中所发生的故事:均等化趋势 

贯穿于利润再分配的过程。②

上述经历都深深地扎根于企业领导的脑子里并塑造了他们的行为。他 

们的主要结论是:企业的利润不是生产中或者市场上产生出来的，是行政官 

僚们在办公室里决定的。

①在这方面，一个奇特例子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每个企业的税率都在马上级个 

别签订的合同中加以规定，见M. L Blejer和G. Szapary（ 1990） o

② 钱颖一（1990）建立了 一个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利润均等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理论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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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匈牙利的利润平均化

从原来的赢利水平转向
最终赢利水平

亏损企业 低赢利 中等嬴利 高赢利

亏损企业 0.233 0.500 0.122 0.145
低贏利 0.038 0.853 0.103 0.006
中等贏利 0.000 0.734 0.206 0.060
髙赢利 0.008 0.394 0.515 0.083

资料来源:J. Koma“ 1986b,p. 1697),基于与A. Matits的共同研究。见J. Komai和 

A. Matits(1987,1990)„

注：“最初”向“最终”赢利能力的转变是指从税前和补贴前的地位转向税后和补贴 

后的地位。企业被划分为四类："亏损”意味着赢利水平低于-2%；“低赢利"指介于 

-2%和+ 6%之间；"中等赢利"指介于6%和+ 20%之间；"高赢利"是指高于20%。表 

中数据是指在进行财政再分配之后，处于最初赢利水平的企业转变成为最终赢利水平的 

企业所占的比例。

表21.8波兰的利润平均化

从原来的赢利水平转向
最终赢利水平

亏损企业 低赢利 中等赢利 髙赢利

亏损企业 0.000 0.161 0.625 0.214

低赢利 0.000 0.706 0.279 0.015
中等贏利 0.000 0.084 0.817 0.099
髙赢利 0.000 0.011 0.413 0.576

资料来源：M. Schaffer(1990,p. 188)

注:此表采用了 1988年的数据。对“转变”的解释见表21.7的注释。企业被划分为 

四类:就原始赢利水平而言，“亏损”意味着负赢利水平;"低贏利”指介于0%和6. 8%之 

间；“中等赢利”指介于6.8%和+22.7%之间；以及“高赢利”是指高于22.7%。针对最 

终赢利水平，类别是这样划分的：“亏损"意味着负赢利水平「低赢利”指介于0%和3. 

2%之间；“中等赢利”指介于3. 2%和10.5%之间；"高赢利"是指高于10.5%。

事实上，许多人也都在问，为什么经济领导层不强制推行更严格的财务 

纪律？为什么那些再三强调的决议和措施没有被执行？这时候，支持走市 

场社会主义道路的激进改革者们就会严厉指责党的领导和政府高层机构, 

批评他们为何如此前后矛盾。在下面的分析里，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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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接受分权、市场机制、利润刺激以及硬预算约束等概念的统治精英同样 

无法做到协调一致。

其中有以下几个相互密切相关的因素：

1 .政治权力。企业的管理者只是统治集团中层干部，而官僚们却在每 

个层次上都掌握着权力。位于等级制度中的上层人员无法将这些管理者视 

为局外人，也不能在企业亏损或者面临财务危机时宣称这是管理者的责任。 

上层领导负责挑选并任命管理者，让他们成为企业的负责人、代理人并作为 

其权力的主要支撑力量。

另一个主要的政治考虑也在起作用:企业清算可能在工人当中造成强 

烈抗议，这会削弱本来就极不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权力合法性。

2 .意识形态。官僚集团也面临着道德危机。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效率,并宣称利润最大化就是它的目标。但这一目标 

与某些社会主义传统价值是相互冲突的:必须与弱势人群结盟、保证工人的 

安全、社会平等的要求以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以共产党为 

核心的官僚集团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所有者。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 

者内心充满了矛盾,他们一方面支持市场、企业自主和利润动机，但另一方 

面又受到经典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强大束缚:他们不得不援助陷入困境的 

企业;当然也不能将工人扔到大街上；他们有责任使企业维持一定的收入水 

平。父爱主义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不相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协调好企业 

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而且他觉得企业利润无论有多重要,仍然是第二位 

的。所有这些无疑都鼓励了预算软约束行为。①

3 .所有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私人所有者和作为雇员从事经营 

活动的经理，他们的社会角色都相互分离。就财务而言,所有者(个人所有 

者或者公司的股东)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增加利润,这是他自己的事业: 

根本不需要政府的诱导或指令。如果他的资本在某个领域没有产生预期收 

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必然会退出。他付给管理者报酬,而且如果他 

们的工作没有增加利润，就可以解雇他们。利润也同样激励着商业银行和

① 中国的银行高层管理者们曾很好地说明了上述病症：银行的任务是“奖励好的和帮助 

差的［企业「，他们这样说道，“这是公有经济。我们不能关闭企业；我们不得不帮助它们生 

存。”见 P. Bowles 和 G. White(1989,pp. 489,492)引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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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中介。市场以盲目、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强制 

推行财务纪律。

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点。①国内外建议者呼吁市场社 

会主义应该有强有力的政府并能够坚决执行财务纪律，但无疑是缘木求鱼： 

当公有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中央无法建立有效的 

权威;企业也不畏惧这些措施真的能够加以执行。②功能的分离在此并不适 

用。你能期望集国家、所有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官僚机构进行自我约束吗？ 

企业的预算约束只有当企业真正与政府分离后（在出现困难时，企业只能依 

靠自己）才能变硬。保证这种分离自发形成的唯一途径就是私有制。③

在经济中创造活力的企业家们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出现:是否生产 

不再由政府武断决定，而是依靠企业家自身的积极性以及能够在以私有产 

权为基础的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获得融资。一边是自由企业，一边是私人 

产权,市场竞争只有与这两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才能够有真正的财务纪 

律。④

4 .协调和控制。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是上级组织执行微观管理职 

能［-21.3］并对企业活动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因此,上级组织也要分担责 

任。如果随之发生失败,企业的管理人员完全有充分的证据并理直气壮地 

说，他们采取的任何一个重要行动都与上级党和政府组织进行过讨论，或者 

这类活动完全就是上级组织的命令。他们可以继续找借□说，之所以造成

①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部门中同样存在预算软约束综合症，如以 

色列、印度、希腊、巴西和阿尔及利亚的国有部门都是这样。

②这种现象一威胁和承担责任的“可信度”——在有关预算软约束的博弈论模型中从 

许多角度都进行了分析，见第8章，注21。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M. Dewatripont和E. Maskin（ 1989）所进行的研究，其中他们考察了预 

算软约束综合症的原因。该研究使用博弈论模型证明了，如果信用扩张采用了中央集权模式， 

那么银行就不可能执行事前的威胁；它必须追讨贷款并且还要继续为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方 

案提供资金。但当银行部门实行真正的分权时，威胁就会变得可信，从而能够使预算约束变硬 

并且吓跑那些提不出具有经济收益投资方案的人。

③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公有企业不多，而且被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私有企业所包 

围，那么就能够人为地保证公有企业的预算硬约束。这样,为数不多的国有部门的行为将类似 

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私有企业的行为。

④根据P. MurrelK 1990a,1990b）,按照市场社会主义构思的改革实验，最严重的缺陷恰 

好是它们无法提供熊彼特式企业发展所必须的机会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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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是因为错误的价格、税收或缴费、政府下令涨工资以及上级采取的其他 

措施。任何濒临破产的企业都有许多髙官位居其上,他们与企业领导占有 

同样的事前信息，也参与了错误决策，因此，完全有动机掩饰责任。在这种 

情况下，怎么能够期望严格的纪律？官僚控制越是占据主导地位,预算约束 

变硬的可能性就越小。①

在关于预算软约束的辩论中，经常出现会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让公 

有制企业的预算约束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变硬？鉴于上述四 

点，可以毫不含糊回答:不,不可能。②

人们经常用预算软约束理论来批评市场社会主义，对此我们有必要进 

一步加以澄清。预算软约束并不是导致改革乏力和失败的最深层原因。最 

根本的原因还是权力结构，以及试图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来进行改革的 

所有制关系和协调机制。预算约束只是这些更深层次原因所产生的综合影 

响的外在表现，尽管一再强调预算约束,但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它根本不 

可能变硬；利润激励仍然很弱。因此,价格未能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发挥核 

心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为关键:各类其他问题和复 

杂的现象（如企业需求失控、投资和进口饥渴、效率低下）都可以部分地或全 

部归结到预算软约束这一病症。③

让我们把改革者头脑中的想像（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流派） 

与实际情况进行一下比较。市场机制与其他协调机制的首要区别是使经济 

活动的参与者对价格起反应。即使预算约束不是非常软（它甚至能够在很

①如前所述，微观管理是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之一，因为它阻碍了彻底的职责分权并且 

为上级组织提供了掩盖错误的动机。但它同时也是预算软约束的结果，因为金融控制不足以 

为中央组织提供充足有效的传递手段。

②我在文章中从未建议说:在国家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的预算 

约束可能变硬。后来的研究更加深了我对这种可能性的怀疑。此后，我与我的同事一起做了 

一些详细的经验分析——见J. Komai和A. Matits（ 1987,1990）——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调查 

研究资料（见注25）。我也尝试过从理论上重新评价上述关系。本书概括了作者的理论思路。 

所有这些都导致我非常直率地给出了这一否定回答。

③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在有关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评论文献中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错误理解。正如文中评论所解释的，这一现象在我的思想路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但这与它在整个体制解释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矛盾。在图15.1所介 

绍的概念框架中，预算软约束综合症是第四层次的特征之一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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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抑制所有的需求和供给反应），市场仍然无法发挥作用。

虽然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非常迟钝,但它对成本和价格也并不是完全不 

在意。它利用容易获得的机会来削减成本，但它并不会用心去抓住所有机 

会。它抓住每个机会来提髙价格，这往往比玩弄使预算约束软化的其他方 

法更简便。在不违反其他利益（如满足政府某些相反的期望）的情况下，有 

些企业也会对产出或投入方面明显的价格变化作出反应。但所有这些都是 

不常发生的，与真正的市场机制相比，这类反应往往是粗糙的、被扭曲的和 

缓慢的，而市场所要求的是经常的、有效的、具体和快速的反应，正是这种对 

价格的敏感反应,才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效率。

有人可以补充说，也许价格信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价格不敏感以及 

造成这种不敏感现象的预算软约束也影响了价格。如果当企业的利润水平 

总是很低或者为负时，它仍然能够生存甚至继续发展，此时使用任何调节价 

格的方法都是不必要的。这种价格机制导致了对自身错误的默许。①

准备朝着市场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的人希望企业对价格作出灵敏反 

应,这样经济就可以通过所谓的财务调节器来进行中央管理,从而取代原来 

投入产出方面的数量指令。提高利率,投资就会减少；货币贬值会带来出口 

增加，进口减少;提髙产品A对B的相对价格，企业就会用A来替代B等等。 

但这些都是必将落空的期望:如果企业几乎不理会这些所谓的财务调节器, 

那么中央试图通过调节器来施加影响根本就是徒劳的。这就像当传感器还 

没有装进电视机，却想通过遥控器改变电视频道和音量一样,除了用手完成 

之外,你别无选择。

前文已经明确指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是一个半货币化经济在 

改革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有部门仍然是半货币化经济，尽管货币 

发挥的积极作用有所增加。

21.6 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

前面的部分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所包含的思想与改革进程中

①劳动力市场对相对工资水平具有很强的影响，因为雇员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 

雇员的工资达不到他们认为的合理水平,他们不会顺从地较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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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现实与期望 

会相差这么远？

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通过废除或遏制指导体制和指令经济能够创造一 

个可以立刻“引进”市场协调机制的真空，但却事与愿违。真空中充斥着官 

僚协调机制的修正形式。直接的纵向控制首先让路给间接的纵向控制，其 

次才是市场横向协调以微弱的（并且经常被歪曲）［-21.7 ］形式占据少许空 

间。

多数观察者都认识到官僚影响仍然非常强大，但在情况描述和因果关 

系分析方面还是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强调说，虽然企业想要引入市场社 

会主义改革,但保守的官僚们反对这样做，这些保守官僚在党的领导集体中 

有它的代表，甚至有煽动分子（“强硬派”）。根据这种分析，官僚的抵制从某 

种程度上说是来自上层。另一个版本的诊断认为保守派受到了两面夹击: 

来自上层的改革意识坚定的最高领导要求更彻底的改革,而来自地方和企 

业层级的领导要求独立。不过顽固的保守官僚们始终固执己见。

另外还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些诊断中确有合理成分，但认为它们都未能 

令人满意地描述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我便是其中一员。

本书所定义的官僚是指具有科层等级结构的社会群体。它没有“超出” 

社会之外,它存在于社会的每个细胞之中。平均起来，每八个和十个家庭中 

就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官僚成员，他的日常生活、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 

都与官僚体制紧密相关。每个官僚机构都想要生存并继续发挥作用。这种 

行为根本不需要来自上面的命令或鼓励:官僚机构中的所有人员都希望官 

僚协调机制能够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种体制赋予了他们权力。当然，这也 

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他们坚守自己的权力领域是因为他们认同自身的工 

作，并且相信这样做有用。价格机关里的人想要制定价格，工资机关里的人 

想要决定工资，投资分配者想要分配投资,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想要分配劳 

动力,等等。如果这些领域出了差错，每个人都在想:应该通过更全面的干 

预来恢复秩序。①在其自身领域的每个人都会不断增强完善官僚控制的趋

①一旦在经济中出现了任何严重问题，直接控制的办法会立刻死灰复燃，这足以说明官 

僚机构持续繁殖和撤退后仍能卷土重来的能力。举例来说，经常项目平衡的问题往往促使当 

局使用更严格的外汇配给和进口许可等行政管理手段，见J. Gac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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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换句话说，要努力防止官僚们不希望出现的东西从一系列规定、指示和 

禁令组成的严密网络中泄漏出去。

企业领导在要求自主时也只是半心半意。当周围情况一切良好时，他 

们宁愿息事宁人，也不用费心琢磨如何获得由于再分配而被拿走的利润、资 

源和工资基金。但当问题或障碍出现时，他们期望有人干预，甚至要求干 

预。如果在获得投入方面存在困难或者银行不提供信贷时,他们会请求政 

府部门或者当地党委书记来协调。企业经理们曾花费了一生的心思来建立 

他们的“关系”，现在如何让他们突然失去以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 

处于没有“关系”或“上级主管”的状态呢？如果遭受财务损失，难道他们必 

须面对预算硬约束、破产和失去管理职位吗？通过游说获得适当的官方决 

策支持、走后门、精明地与上级组织讨价还价，这些才是他们游刃有余之处. 

市场中的竞争和无情淘汰则是陌生和令人畏惧的东西。

在市场中，独立自主的经济体之间彼此发生相互关系。官方在宣传市 

场社会主义改革时，强调它能够协调好中央控制和企业自主。①然而中央控 

制和企业自主在逻辑上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余地去摆弄诸如“独 

立自主”这种词的含义。一个企业只有当它和其他企业都不附属于行使真 

正统治权的共同上级组织时，它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只有一个企业真正与 

别的企业相互分离时，它才是独立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所有者(或 

者说,就公司制而言，有不完全相同的几类股东)。

所有这些也解释了公有制和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是怎样产生的。各 

式各样的官僚协调方法会自发地不断复制自身，无须特别强制,这根本不需 

要中央的指令;相反，即使在一些中央决议文件中一再强调要减少官僚协 

调，它还是能够死灰复燃。

在此,我必须回到体制要素之间的亲和力这个问题上。在本书两个更 

早的地方曾讨论过［í15. 2,19. 4］的两条线路现在可以结合起来看了。经

① 苏联总理尼•雷日科夫1985年2月2日曾这样说过:"我们工作的目标是详细阐述管 

理我们庞大经济体的有效方法，并且在计划框架内给予企业和社团广泛的经济自主。”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8年为启动改革所做的重要决议中是这样表达的：“中央 

计划控制与市场机制运行的结合将大大增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独立性和决策范围，同时提 

高它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H. Vass,ed. (1968,p. 31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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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社会主义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体制，除别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公有制和官僚 

协调之间存在一种亲和力，这些体制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 

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体制，因为私人所有与市场协调之间存 

在亲和力,它们也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彼此加强。但是在尝试建立市场 

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没有凝聚力的体制，其中的体制要素 

相互排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与市场机制的运行是不可能共存的。

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冯•米塞斯［-21.2］在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辩 

论中曾有力地强调过这一点。G •沃伦•纳特（1968）把在不存在私人所有 

权的情况下,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的想法称为“一个美妙的幻想”。A. A.阿 

尔钦、H.德姆塞茨以及“产权流派”其他成员再次吸引了研究社会主义体制 

的经济学家。①尝试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幸实践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连 

串的争论。

21.7 公有制企业的横向联系

自放松管制以来，公有制企业之间的横向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官僚干预依然大量存在，但买方和卖方企业之间现在可以对很多事情达成 

一致。它们订立买卖合同，经过双方同意后就可以更改合同，形成一致同意 

的价格，彼此提供信用等等。这些联系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但它 

们的作用在改革体制下大大加强。

不过上述现象需要进行认真评估。如果将市场一词进行严格定义的 

话,那么这些横向联系几乎不可能被称为市场协调。一个真正的市场是由 

价格、可获得的货币利润以及对手之间的竞争来推动运转的。这些推动力 

在半放松管制的国有部门中非常微弱。官方在宣传改革之初就劝说管理者 

要表现出“市场是他们心中的上帝”：在新闻界、电视上、政治家的讲话中都 

催促管理者们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重视质量和适应国内外需求。但管理者 

的行为并不受劝说的影响。事实上，并不是市场控制企业的出生、成长、衰退

①见A. A.阿尔钦(1974)和A. 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1972)。有关进一步的讨论, 

见 D. Lavoie( 1985 ) ,G. E. Schroeder( 1988 ),G. Temkin( 1989)和 J. Winiecki( 199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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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死亡。企业开始考虑利润水平、工资和支付给工人的利润分配额、福利开 

销或投资规模，但这些都依赖于上级机关的决策,而不是依赖于市场。

除了设法劝说企业更重视市场外,经济管理者还开始通过巧妙的激励 

机制和精心设计的价格安排［-21.2］来模拟市场。问题在于，市场机制运 

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着的人们是否对价格、供需和买卖有个人兴趣,而 

不是什么公式在左右着价格运动。当价格上涨时，与价格有利害关系的那 

些人根据这一信息行动:有些人不能实现他们的买入意图,然后自动从生产 

者的行列中退出；而其他人则抓住机会加入产品生产，从而赚取更髙的利 

润。当价格下降时，情况正好相反。然而在人为模拟的市场中，价格所提供 

的信息与供需决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却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前一部分指出了公有制与官僚协调之间的亲和力。需要再次强调的 

是，公有制和市场协调之间是不存在亲和力的。市场关系不会自发地与公 

有制并肩出现；市场社会主义只是试图在协调过程中把它人为地强加其中 

的参与者。

在市场得以正常运转之前，一个重要条件是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合同应 

该兑现。而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合同违约通常是不受惩罚的。存在支 

付困难的公有制企业只要采用向供应商付款的办法就能轻松渡过难关。这 

种强制信贷成为软化预算约束的主要方式之一。于是就产生了乘数效应： 

产出没有得到补偿的企业无法向供应商付款,然后供应商以同样的方式对 

待它自己的供应商，如此类推。这一现象用财务术语来说就是“排队”：债权 

人在债务企业那里排成一列，它们期待着总有一天会轮到他们。如果“排 

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结果将是一场真正的流动性危机。①每个企业 

可以公然拒绝支付账单，因为它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因为财务危 

机而陷入破产；国家和国家银行体系总会通过某种方式来解救它。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会出现这种强制信用和排队现象，因为中央 

银行会自动地将相应金额借记人买方企业账户和贷记入卖方企业账户。市 

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类似于市场”，恰恰在于它允许企业间的商业信用。

①举例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斯拉夫企业间债务的年增长率大约为30一 

50% o 详细分析可参见 S. J. Gedeon( 1985 - 86)和 L. D. Tyson( 1977 )0 E. Varhegyi ( 1989, 

1990b)对发生在匈牙利的类似现象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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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同时容忍大量违背支付义务的行为，这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精神和法律 

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横向联系这一问题而言,有必要提一下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另一重 

要分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架内建立国家资本市场。①这一提议的出发点 

是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现状的批判。最初设想的改革计划的主要缺点之一 

是它仅仅试图创建商品市场，然而事实上需要一个包含资本市场在内的更 

为广泛的联合市场。②迄今为止推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只允许公有制有 

三种资本配置方式:（1 ）中央政府组织分配的预算资金投资；（2）国家银行体 

系允许延期偿还投资贷款；（3）公有制企业通过自身积累获得投资资金即 

“内部”自我融资。

因此,应允许另外一种方法：（4）公有制企业可以向另一个公有制企业 

提供资本。如果想发展资本市场，那么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必须改变，即把 

它们变为股份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自己发行股票,另一家企业也 

可以购买这些股票。这样就会出现交叉所有权:一家国有企业成为另一家 

国有企业的部分所有者。

根据这一计划,不仅生产企业可以相互购买股份，国有银行也可以购买 

企业的股份，反之亦然:企业可以购买银行的股份，银行也能像股份公司那 

样运作。国有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也可以将它们的资本投资于企业的股 

份。③地方的政府组织（如市和乡政府）和非赢利性的机构（如大学和医院） 

也可以购买股份。④

这一改革方案假定上述所有者都可以将股份自由转让。相关的交易将

① 这一观点在句牙利的改革经济学家中相当普及，创始人是匈牙利经济学家M.塔多斯 

（1986,1990）。类似的观点出现在其他改革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波兰。对这个观点更详细的说 

明可参见W. Brus和K. Laski（1989）,他们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提供了许多重要观念。

②提出这种观点的那些人通常会补充说，劳动力市场也是必要的。

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改革最深入的那些国家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整个养老金体 

制也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国家垄断机构进行管理。保险业务要么被一家国有垄断公司所控制， 

要么集中于一些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国有公司手中。

④多数提倡引入国家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对公司股份能否向私人出售都避而不答，虽然 

有关股票的提议即便在潜在的国家所有者范围内都未能实现，但却引入了债券制度。尽管只 

是触及了总资本中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但至少可以说私有债券的自由买卖是建立真正的资本 

市场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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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运营的股票交易所进行。建议者希望国家资本市场能创造出流动性 

比以前更强的新的公有制形式。

在写作本书时，这一提议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实施。在处于后社会 

主义阶段的东欧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的是首先通过私有化将企业转变为股 

份公司，然后将公司股份出售（或自由转让）给国内外私人所有者［- 19. 7］。 

人们希望私有产权能在银行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私人保险公司也迟早会 

建立起来，再加上分散经营的养老基金,这些机构会将它们的部分资本投资 

于股票。但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不是在市场社 

会主义体制中，而是在私人部门将平稳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社会主义体制 

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评估国家资本市 

场的实际效果是缺乏说服力的。

很难说那些仍然沿着市场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是否会建立国家资 

本市场，例如中国。如果真的建立起国家资本市场，那么那里的经验将提供 

更好的判断依据。在缺乏实际经验的情况下，只有凭猜测来支持对上述提 

议的评价。

我自己对此深表怀疑。即便在与商品有关的交易中,通过人为手段模 

仿真正的市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完全有理由担心国家资本市场将是更拙 

劣的模仿，它只会导致国家所有权从国家的一只手转到国家的另一只手，而 

不管另一只手是被命名为“企业”、“银行”还是“保险公司”。事实上，每个 

新的所有者都是具有预算软约束特征的企业，即或多或少带有官僚性质的 

组织。没有资本主义的私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市场。

21.8 两种依赖的比例

半放松管制经济概念的建立是在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可以以任何比例 

相结合这一前提假设之上的，比如说，以50： 50的比率。经验表明，这一前 

提假设是错误的。当然，市场的有效运行可以与政府干预并行不悖，只要政 

府不频繁介入市场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协议。但官僚干预却能够达到摧毁市 

场生命力的临界规模。无数针对国有部门的干预都必定会超越这一临界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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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回到在21.4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在任何 

体制下都有双重依赖，它纵向依赖于政府机关，横向依赖于市场。但这种双 

重依赖对处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的国有部门，又显示出了什么样的体制 

特征呢？横向市场依赖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有所加强，但它仍然是次 

要的。纵向依赖发生了变化，间接官僚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直接官僚控制，但 

纵向依赖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脱胎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革趋向带来 

了协调与控制实际方法的许多改变，但它们并没有引发彻底的变革。

对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双重依赖所导致的管理者职位、动机和行为的 

变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管理者的装扮、词汇和举止越来越像他/她西方 

的同事们。管理者再也不把自己称为派驻在生产前线的党的战土。

事实上，这种变化只是流于表面。他们当然可以像西方管理者那样成 

为拿工资的雇员，但却不是自担风险的企业家。他们被授予c类产权，即部 

分控制权,他们不拥有其他产权。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者的短期和长期利 

益与企业所有者在利润和资本净值上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他们认同利润 

目标，并且认为自身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所取得的成绩。①而社会 

主义企业管理者的命运却与等级制度中职位髙于他们的那些人紧密相连 。 

虽然他们一只眼睛盯着市场，另一只眼睛却要盯着他们的上级，事实上更重 

要的是向上的眼睛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现有的奖惩和未来的提升都取决于 

上级领导。所有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官僚机构的总和。但这完全又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经典社会主义的既定模式依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权 

既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人［-5. 3 ］。所有权模糊不清是企业管理者利 

益模糊不清,充满矛盾的最终原因。

许多人期望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创造出新的“管理者阶层”，这些人 

一般而言独立于党和政府,并组成社会团体来制衡官僚政府。同时,他们独 

立于雇佣劳动力，作为“雇主”的化身与“雇员”形成对比。然而这些期望几 

乎都没有实现。

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依然是被任命的人员［-3. 2,18. 1 ］。事实上，市场

①不少著作都研究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相互分 

离的关系。见 A. D. Chandler ( 1977 ) E. S. Herman ( 1981 ) XS. J. Grossman 和 O. D. Hart 

(1986)以及 E. F. Fama 和 M. C. Jensen( 198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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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反映出他们扮演了如下角色:他们是1. 

等级制度中的中层官僚,依靠上级领导，同时自己管理自己;®2.作为部分所 

有人，获得充足的剩余收入;②3.技术官僚，除了具体职务之外，主要关注生 

产和技术发展;4,选举产生的自主经营型领导，他们代表雇员的利益。

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管理者对角色2、3、4的认同程度比经典社 

会主义体制要强。就管理者的行为而言，角色1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21.9 国有企业与民（私）营部门的关系

许多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思想的倡导者将下列现象视为理想 

状态：

国有部门应该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需要转变为市场行为。同时也 

应该存在私营部门，但只是处于补充和次要的地位。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上 

述两个部门还应该相互合作。按照这一改革方案,本章和19章所讨论的两 

种趋势能够结合在一起了。

上述理想状态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凑巧实现。比如说，在匈牙利农业生 

产中，某些大的合作社在很长时期内通过提供种子、运输和其他服务，有效 

地帮助了成为它们会员的家庭农业。但就整体而言，经济改革在较长时期 

内还是令人非常沮丧。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私营部门吸收了一些劳动力（通常是最好的白领和脑力劳动者），这使 

国有企业深感不安。私营企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无数的官方规 

定限制了公有企业决定工资的权利，而私营部门却可以支付高得多的工资。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公有企业管理者被数不清的规章制度所牵制，他们也非 

常羡慕私营企业的独立自主权。

与此同时，私人企业家认为，公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享有许多

①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者向下与雇员进行协商的地位有所削弱。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 

这个变化［—20.4,23.1］。

②管理者贪污得越厉害，他们从剩余收入中攫取的数额就越大。如果他们一丝不苟、认 

真工作，那么只能获得根据有关规定允许发放的领导工资和定额奖金。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 

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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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是不公平的:公有企业在信贷、材料进口、外汇配给以及投资的政府补 

贴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公有企业依赖党和群众组织的支持, 

而且还和政府的每个部门和每个层级都维持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全职受 

雇于私营部门的人也羡慕国有部门员工在许多方面享有的特权以及工作保 

障。

除了投入方面的竞争之外，还有产出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卖方之间的 

竞争”只存在与少数领域，如食品或餐饮业。但进入限制维持着垄断，或者 

说至少让公有企业占据着统治地位。持续的短缺依然在大范围内存在，因 

此无论是公有性质还是私有性质的生产一销售商都享有卖方对买方的优 

势。在这个方面，两个部门倒是可以和平共处。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家从别的私人企业家那里获得部 

分原材料、半成品和机器。但他们只能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剩余的部分，这 

将他们置于被剥削的地位。私人企业家常常采取贿赂官员的办法来获得他 

们所需要的投入品。

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公有企业购买私有企业的产品 ，但这一做法受到 

各种行政禁令的限制。对私营部门而言，国有部门作为买方则意味着一个 

巨大的赢利市场，但这个市场对它们基本不开放，主要留给了别的国有企 

业。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没有形成“公平”的竞争条件。每 

个部门都感到环境对它不利而对竞争对手有利，考虑到不同的影响因素，而 

这两方面又都是正确的。

21.10 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变革的评估

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思想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希望官僚协调和 

市场协调能够融洽相处并弥补各自的缺陷，从而成为互为补充的协调机制 

[í21.2]。上述期望几乎没有实现。下面我简要地评估一下市场社会主义 

改革所带来的变化。

对国有部门部分放松管制缓和了经典社会主义直接官僚控制的极度僵 

化,从而允许企业管理者更灵活地适应当时的情况。尽管进步不大，但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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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在许多企业，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了,产品范围也有 

所拓宽、新产品的推出更为频繁。与过去的指令经济相比，企业更加重视购 

买者的需求。这些变化缓和了许多领域的短缺状况。①

也许在社会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要比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更为重要。 

在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经济氛围要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人性化。 

部分或者全部取消指令经济有助于解除那些生硬的命令，并削弱了对违反 

纪律者进行严厉报复的军人心态。②管理者不再生活得胆战心惊，因为在传 

统体制下，即使最轻微的错误都会被当作蓄意破坏而被处以监禁 、劳改或死 

刑。这使得其他领域的镇压有所减轻。在经济关系领域，人们有了更大的 

活动范围：同事、友谊和乐于助人，换句话说，即有了道德协调。

但这些积极的方面并不能说明部分放松管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基本 

上达到了人们的预期。在进行改革的国家里，仍然无法根治国有部门在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染上的痼疾。最初的成就并没有伴随着平稳的业绩增 

长，反而出现了退步和减速。一旦稍有增加的企业决策权达到极限,效率的 

提高必将与体制限制发生冲突。大量短缺现象继续存在，质量和技术的发 

展无法实现持续突破，于是出口方面的严重困难就随之而来。这些只是最 

突出的问题。除此之外，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犹豫不决还造成了新的紧张: 

不平衡导致旧的传统宏观紧张更为复杂。③随后我们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 

—■问题［—*23 ］ 0

国有部门的改革摇摆不定,其结果便是官僚协调和市场机制的缺点非 

但没有互相纠正，反而趋向于彼此加强。国有部门两头落空,所谓的相互协

①尤其当部分放松管制发生在相对有利的宏观环境下的时候，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会自我 

强化，就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早期的情况。如果宏观环境紧张且其他形势也不利时，部分 

解除指令经济本身对情况的改善起不了什么作用。随后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í23］。

② 间接控制的一种形式是:部长不命令企业领导做某些事情，而是礼貌地要求他这么做。 

毫无疑问，企业领导完全依赖于部长，于是他通常会把礼貌当作指令一样来执行。尽管如此， 

也不能说变化完全不相关的。毕竟“文如其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文明的形式，这一 

点增强了下级的尊严感。最后也使得他更容易对上级领导说“不"。

③有许多迹象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类型的改革往往削弱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大概是因 

为宏观不平衡的影响结果。R. S. Whitesell的研究(1989-1990)用基于生产函数的计量经济 

学分析来比较匈牙利和西德工业的效率，结论是匈牙利的相对劣势随着改革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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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只是徒有虚名,事实是“既非计划又非市场。”①

没有纪律就没有协调。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强制推行严格的纪律:它下 

达命令、奖励顺从的行为并且报复那些蔑视纪律的人。没有人可以不受惩 

罚地背离计划指令，忽视公开宣布的优先投资的最后期限，或者超出工资基 

金或规定工资率来发钱。如今这种纪律被解除了，虽然还下达指令，但不遵 

守指令并不会带来多少危险（或者说，多半可以敷衍了事）。中央再也不能 

强加它的意志了。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同样强制推行纪律。竞争对手是无情的，在买 

方市场经营失败的卖方只有被迫退出。有时失败是非常悲惨的，尽管不时 

会有各种救济，但那毕竟是真正的破产。银行坚持要求贷款必须偿还,如果 

有必要，无力偿还房屋抵押借款的破产债务人连自己的屋顶都保不住。雇 

主会强制雇员遵守工作纪律和工资纪律。处于半放松管制状态的国有部门 

完全缺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市场纪律。

在此有必要暂时偏离正题，谈一谈改革期间公有经济的道德观。如果 

想让市场真正运转，就不仅仅需要物质刺激、遵守法律（要求商业合作者订 

立公平契约并且严格遵守），而且需要有商业诚信（丧失“商誉”、信任和声誉 

将意味着严重的损失）。就这点而言，先前讨论过的道德协调机制就显得非 

常重要［T.6］，否则，在律师、法院和收取罚金方面就会耗费巨资。在市场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商业诚信未能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国有部门和私有 

部门全都违背诚信原则。

半放松管制的国有部门很少有与私有制、市场和竞争紧密相连的勤奋 

和节俭，它所表现的是非常低级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渗入了整个社会肌 

体: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家在生产方面都借助于与政府官员的私交,在个人 

事务上也同样如此，贿赂更是平常行为。②遭受短缺之苦的买方，不论是企 

业、自己经营的手工业者，还是消费者都设法去做同样的事情。国家财富在 

公众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它是从公民的税收和贡献中 

产生的，或者说掌管国家财富的那些人能对此负责。许多公众不会谴责欺

①这一简明的形容词语是由T. Bauer（1983）创造的。

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贪污腐化现象的理论研究，可参见P. Galasi和G. Kertesi（1987, 

198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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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或盗取国家财产的行为。

上述现象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建立在计划指令和企 

业自由决策［-21.4］基础上的双轨制几乎是在怂恿操纵行为。在计划指令 

控制体制下，企业在进行讨价还价时，总是设法获得最大的投入配额，接受 

最小的产出任务。这在双轨制下继续存在，而企业又有了一个新特征，即自 

己不使用按照很低的官方价位分配给它的原材料或机器，而是以市场价格 

将它们卖给另一家国有企业或者私营部门。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几乎不干 

别的，而是专门利用关系获得廉价的政府配给，然后再高价出售。①这种企 

业名义上是公有制，但事实上它或多或少已经变成了管理者的私人财产，他 

们将大部分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②这是官僚机构与私营部门相互渗透的 

开始，这包括法律形式上的合资企业和私下的个人交易。私人企业多是由 

党和政府髙级官员或企业管理者的家属成立的,因为他们知道该如何“走后 

门”。③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极为罕见,但它与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 

义传统产生了激烈冲突,因此,很难得到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 

的认可。

高收入阶层的出现与上述现象紧密相关。有些人致富是得自真正的市 

场成功，但有的人却是凭借歪门邪道:贿赂、欺骗国家或者消费者。一般人 

不会去做严密的经济分析或者警方调查。他的内心一片茫然，他甚至不能 

确定到底是对改革不满，还是对私营部门或者官僚机构不满。他捞到的钱 

里可能既有自己的努力也有特权所赐,在赚取市场利润的同时也有来自贪 

污腐败的收入。于是，对“投机者”和“贪污腐败”的憎恨情绪迸发出来。④ 

改革自己绊倒了自己，陷在半途，离群众越来越远。

上述现象可以让我们对源自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一市场思想的改革方

① 对双轨制的批评，见J. Wu和R. Zhao(1987)的研究。

②引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篇文章来说:“这些企业集行政管理和经济权力于一 

身,他们将政府职责和经济生活结合在一个机构中；正是他们为了利润倒买倒卖，由此导致中 

间人的盘剥；他们因此搜取了高額利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年3月7日。

③E. Hankis(1989)将改革体制下的这种相互渗透称为"大勾结"。

④有时,在斯大林的统治力量中会形成联盟，如拒绝重商主义和市场的新左翼、民粹主义 

的空想分子，以及坚持平等主义的保守官员同盟,这些人就曾是匈牙利1972-1973年第一次反 

改革运动中的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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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实际运行看得更清楚。市场社会主义在狭义的经济逻辑上似乎无可辩 

驳:你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体制，其中有独立自主的国有企业，有一个目标 

明确、利益中立的中央机关，两者相互结合就构成了市场。可问题在于，隐 

含在这一理论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面对社会主义体制 

的真实结构,残留的旧意识形态以及所有权关系，市场社会主义是注定不会 

成功的，它也无法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经济体制。

不过，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改革实践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这不 

仅仅包括本部分开头所提到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就总体而言，它带来了更 

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影响了那些有启蒙思想的社会领导阶层 。①在传统 

体制下，人们以为指令经济、全能的中央集权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方式就是经 

济控制的最髙形式，而市场社会主义动摇了这一盲目信任。它开始鼓励独 

立自主的经济单位，希望它们能够自发自愿地建立联系；它开始恢复曾被旧 

教条摧毁的市场和自由企业的名誉。一旦人们接受了国有部门同样需要市 

场的观点，他们就会带着更少的偏见和更多的同情来看待私有企业。所有 

这些变化都为更深层次和更彻底的社会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2111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部门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出发点是国有部门的主导作用。在革命之前，对国 

有部门即存在像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那样实施的传统控制模式，也有如匈 

牙利或波兰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控制形式。如今应该怎么做 

呢？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国有部门未来究竟该占多大比例？很显然，这是我 

们在19.7部分所提及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一般情况而言,公共所有权私 

有化和发展私营部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速度？市场社会主义辜负了人们对 

它的期望。这是导致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尽可能地加速私有化进程的因素 

之一。

① 根据图15.1,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主要带来了第三层次（协调）和第四层次（行为）的变 

化（虽然不是持续的激变,但也是非常关键的变化）。与此同时，它对第一层次（政治权力的结 

构和意识形态）也产生了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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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进程的起点是国有部门比例为70—95%,现在就研究这一进程 

将在哪里结束为时尚早。当然，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哪些领域 

可以保留公有产权，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在本 

书范围之内。

即使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私有化，国有部门占相当比例的阶段还将持 

续一个时期,而且这一比例会比转轨结束并最终稳定下来时它所占的比例 

要高得多。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国家应该对国有部门的运行采取 

什么控制方式？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三考虑市场社会主义改 

革的经验,即那时是采取什么形式控制国有部门的？有何成败得失？

最近东欧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市场社会主义的复兴。市场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出现在抱定决心要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共产主义者 

当中，而现在的第二次浪潮却影响着一些东欧的非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是坚 

决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些曾经在野而现今已经能影响 

国家职能的政党和作为顾问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及经济学家都持有如下观 

点:旧的党政体制无法在国有企业中引入真正的市场行为，新的民主体制必 

须表明它是能够做到的。这种观点在西方的评论家和顾问当中同样存在。 

这种期望在实践中既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否定。但我个人却对其现实性 

充满怀疑。我坚信，只要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那么国有企业管 

理者的行为就仍将充满矛盾。除非情况发生根本转变，否则他们仍将是半 

商半官，而且会继续利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来捍卫这些企业受保护和享有 

特权的地位（包括他们自己的管理者地位）。只有当私营部门逐渐发展成为 

有威胁的竞争者时，继续存在的国有企业管理者才能更像真正的商人。最 

后我想说的是，当且仅当市场机制的真正社会土壤——私营部门——发展 

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时，市场协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二十二章价格改革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对价格 

体系的修正。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两个趋势——私营部门的兴 

起和在市场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改革国有部门的控制方式 

密切相关。因此，本章与第19章和第21章所阐述的内容有非 

常紧密的关系。①

作者通常使用“价格改革”这一说法来表示一组复杂的变化。因此，我 

将所研究的现象分解为不同的构成要素，具体分类如下所示：

1 .确定价格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政府保留了价格控制权？在多大程 

度上它把价格制定让位于市场机制？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区分:确定产品 

价格的方法和确定要素价格的方法［-22.1,22.2］。

2 .政府制定价格的原则。在政府保留价格制定权的领域，价格制定采 

用什么样的经济原则？在改革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原则的影响有所 

改变［—22. 3］?

3 .税收和补贴制度的改变。这些是怎么与价格发生联系的［->22.3］?

在分别研究了价格改革中的这些因素之后，将讨论局部改革过程中一 

些共同的问题［-22.4］。

本章所分析的价格改革改变了协调机制（图15.1中的第三层次）和经 

济中参与者的行为（即第四层次），但并没有引起激进的变革，然而这是改革

①对于价格改革与第20章中所讨论的自立经营的关系，将不再进行专门探讨。因为这 

与市场社会主义与价格改革方面的内容有部分重叠，本章都将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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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22.1 产品价格的确定

根据价格的制定方式，首先需要对三种类型的价格加以区分:行政价 

格、虚假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8. 6 - 8. 8 ]。改革导致上述三种价格类 

型所适用的范围比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①

行政价格(administrative prices)的适用范围不断缩小。虚假行政价格 

(pseudoadministrative prcies)的应用领域逐步扩大:行政价格的强制效果越 

来越弱，生产商一销售商对形式上由权力机构制定的真实水平价格的影响 

程度日益提高。虽然明确的价格计算规定，但也允许生产商自己计算的价 

格，由于对价格计算规定很容易进行变通处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虚假行政 

价格。②与此同时,公开宣布大范围放开价格。虽然这些都是一般性的共同 

趋向，但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发展的程度和导致变化的原因还是存 

在着显著差异。

其中一个原因是:私营部门在国民生产和营业额中的份额不断提高。 

私人企业家当然希望以买卖双方自愿签订合同的形式来确定价格。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私营部门的权重越大,市场价格所应用的领域也就越广。

导致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与中央经济领导层逐步放松管制有关。南斯 

拉夫在这方面最为彻底: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改革早期就已经放开, 

行政价格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

在匈牙利,行政价格所影响的范围也不断收缩，但在1989年(即改革社

① 关于匈牙利的价格制定，可参见B. Csikós-Nagy (1985)和W. Swaan( 1990) o

苏联对此进行了广泛争论，可以参考下列著作：0. Bogomolov(1987)、A. Komin( 1988)、V. 

Pavlov( 1987) XN. I. Petrakov( 1987a, 1987b)和 N. P. Shmelev( 1988a, 1988b) o 争论中特别强调 

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通货膨胀风险以及改革的社会后果。西方对苏联价格问题的分析，可参 

见 M. Bomstein(1987)和 E. A. Hewett( 1988) 0

有关中国在这方面的大规模争论，可参考G. Liu( 1986,1989)的著作。相关研究，可参见 

J. S. Prybyla(1990,第 11、12 章)。

② 在匈牙利，每年都需要制定各种价格。例如，1985年曾做过14,311个份调查。其中 

只有24%的企业被征收了巨额罚金。L. Hubner,figyelo杂志，1986年8月14日，第5页。此 

外，对企业征收罚金对参与其中的管理者的个人财务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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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体制的最后一年），国有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很大比例仍然服从于行政 

价格。这种严格的价格控制覆盖了许多领域，其中包括原材料、生产和消费 

服务以及大众消费品。因此，行政价格的制定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 

本、家庭预算和工资都产生了广泛的外溢影响。

中国则推行了双轨制［T21.4］：对强制产出和配给投入实行行政价格， 

而自由投入和经买卖双方自由协商确定的产出部分,其价格则依据市场原 

则确定。这就形成了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行政价 

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生产企业不仅可以充当生产者，而且可以作为中间 

人把廉价的配给投入以市场价格卖给其他生产企业;后者会发现相对于可 

自由售出的产出而言，以市场价格买入投人品仍然有利可图。由此我们可 

以发现一个由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杂交而成的混合体:隐藏在配给投入价 

格补贴之中的租金被中间企业据为己有，或者被中间企业和买方共同瓜 

分。①

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国的价格制定体现了三种典型情况，它们的各种 

组合分别被应用于其他改革国家。

这里要特别注意政府价格机关对私营部门价格所采取的措施。在他们 

的默许下，逐步放松了对私营部门价格的管制,其程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 

期而有所不同。在某些他们想要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是规定计算 

方法或者确定“公平利润”的边界。在其他情形下，他们会设法制定官方的 

强制价格。这样,到底会形成虚假行政价格还是真正的行政价格要取决于 

政府机关政策的连贯性。如果政府机关的目标是更加严格地执行行政价 

格,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检察人员并对蔑视官方价格管制的行为处以更严 

厉的惩罚。当然，执行这种政策也并非不可能,但所引起的反应却不会仅限 

于有更多的人遵守规定价格。许多私人企业家可能对此已深为反感，干脆 

交回自己的营业执照。于是他们退回到非法状态,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毫 

无疑问，几乎很少有私营部门会始终听从行政价格的摆布，因为私有产权与

①有不少中国和外国专家期望双轨制下的自由价格领域能够使市场机制逐步对管制领 

域产生影响。但根据上迷情形来看，它是以严重扭曲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而实际上双轨制在许 

多方面既没有摆脱官僚机制的问题，又带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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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价格在本质上就是对立的。①

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以及所有改革国家里价格机关对私营部门的干涉 

都有力地证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改革经济中都存在着平行价格体 

系。②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出现了上述迹象，但在改革体制下这一现象 

变得非常普遍。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产品的标准价格都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 

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统一的价格；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企业所要求的价格必然会有很大差别。但这里所描述的现象与不完全竞争 

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价格差异无关，我们看到的是官僚控制机制和市场机制 

并存而带来的混合现象。举例来说，就某个具有特定面积和质量的公寓住 

宅而言，假如允许房东和租户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达成自由协议，那么 

可能存在真正的“白色市场”(white market)租金。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行政 

式“白色”租金，这是政府机关为了保证国家配给住宅而制定的租金。这种 

租金通常带有大量补贴并远远低于达到供需平衡时的市场租金。但还可能 

存在大量的“灰色市场”租金和“黑色市场”租金,这些租金往往隐藏在租赁 

协定的背后，只是违反法律的程度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搬进国家公寓住宅 

的人要向搬出去的人支付转让实际使用权的“钥匙费”，然后由房屋办公室 

通过一定的供给程序予以确认。或许还需要贿赂住宅管理官员，如果有的 

话,贿赂金额当然也应计入租赁成本。

取代官僚、扩张市场协调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平行价格运行体制， 

形成差别价格。在表22.1和22. 2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差别价格的典型例 

子。

人们通常对那些从平行价格体系的较髙价格中赚取利润的人非常愤 

慨。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在经济学上却站不住脚。我们不

①制定价格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清楚地表明了政府对私营部门模糊暧昧的行为特征［1 

19.5í0首先政府需要私营部门，但又无法容忍看到私人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上自主确定价格并 

且获得很高的收入。它更愿意看到他们消失，让他们的收入“蒸发掉"或者彻底从生产领域退 

岀。

②关于平行市场的运行及其效果的数学分析模型可参见M. Alexeev( 1987,1990) .W. 

W. Charemza、M. Gronicki, R. E. Quandt ( 1989 )、R. Ericson ( 1983 ) > B. G. Katz 和 J. Owen 

(1984)以及 J. Komai 和 J. W. Weibull( 19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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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站在道德的基础上评判市场价格。很髙的市场价格(白色、灰色或黑色市 

场)主要意味着供不应求。此外,风险溢价也有助于形成较髙的价格，这取 

决于违犯法律的程度和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价格不会被道德谴责压低，而 

只能依靠更多的供给，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自由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可 

以自由进入生产领域。

表22.1苏联食品的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

项目
市场价格作为行政价格的百分比

1980 1987

土豆 360 345

水果 238 230

肉 239 259

乳制品 323 410

资料来源：由P. Mihalyi在苏联统计报告的基础上为本书编辑整理。

表22.2波兰汽车的行政价格和市场价格

年份-
市场价格作为行政价格的百分比

波兰菲亚特126 波兰菲亚特125 波罗尼滋

1980 190 190 180

1981 210 190 170

1982 220 160 150

1983 230 200 180

1984 200 150 140

1985 190 140 140
1986 250 170 180
1987 300 210 280

1988 350 340 470

资料来源:根据Z. Kapitany( 1989b)的访谈以及在波兰统计资料基础上为本书进行 

的整理和编辑。

注:在本书的研究期间，波兰不存在新车的自由市场。超出中央配给范围的汽车销 

售价格通常通过在所谓的汽车交易所进行拍卖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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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产要素价格的确定

生产要素（简称要素）的价格确定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要素价格包括利 

率、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外汇汇率和工资。

所有改革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都力图避免要素价格受到放松管制趋势 

的影响,而且对它们进行严格控制。要素分配始终处于官僚协调机制的控 

制之下。但只要存在平行市场（白色、灰色或黑色），就必然会出现规避要素 

价格控制的现象。

1 .利息。大部分信贷供给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分配，同时强制执行由中 

央确定的利率。表22. 3以波兰为例说明实际利率的变动。尽管资本严重不 

足，但实际利率却非常低甚至为负。稍后我们将研究这一现象［T23. 4］。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这一现象就足以证明市场协调机制还远没有成为这些 

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如果实际利率在长时期内为负，那么就无法 

控制投资分配，而且当决策者通过比较现在和未来的收入与支出进行决策 

时，必然会传递给他们错误的信息。单单是负实际利率的外溢影响就会严 

重扭曲整个价格体系。

表22.3波兰实际利率的变化

年份 通货膨胀率
利率

名义 实际

1982 104.5 29.2 -75.3
1983 21.4 8.2 -13.2
1984 14.8 8.4 -6.4
1985 15.0 7.8 -7.2
1986 17.5 8.2 -9.3
1987 25.3 8.7 -16.6
1988 61.0 22.5 -38.5
1989 244.1 160.0a -50.0- -60.0b

资料来源:1982 - 1988年的数据：G. W. Kolodko (1989, p. 16）； 1989 年数据：与 G.

W. Kolodko的个人交流。

a 1989年12月份的数据。

b年平均实际利率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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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内部的信用交易很常见,所要求的利率大多与官方利率相差 

甚远(远高于官方利率)。但在改革阶段仍然没有成立私有银行的迹象。在 

某种程度上说，存在私人信贷市场，但它的颜色是“灰色的”或者“黑色的”； 

私人信贷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违法行为。贷款人不能指望有法律保障的合 

同。因此,在这个领域也存在着一个平行价格体系，但与国有银行部门的信 

用交易额相比，私人信贷市场几乎微不足道。

2 .工资。平行的工资体制正逐步发展。①有很多机会让人们在私营部 

门挣到比公有部门多得多的收入。在此暂不考虑那些独立地、在正式或非 

正式私营部门工作而无须付薪雇员帮助的人的收入。这里只关注拿工资的 

雇员。他们的工资通常比在国有企业从事类似工作的人所能获得的报酬要 

高出很多，这包括很多原因：

♦私人雇主尽最大努力来规避税收义务,而受到严格控制的国有企业 

即便想这么做，也不可能实现。被节省下来的税收有一部分可以用来支付 

较高的工资。

♦私营企业的工作强度更高:雇员们更为勤奋并严格遵守工作纪律，部 

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挣得更多，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 

此外，管理成本和其他日常费用要低得多。因此，即使产品价格与国家价格 

相同，私营企业不仅能够保证企业家的利润,而且能支付较高的工资。

♦在多数情况下，私营部门的定价要高于国有企业，这进一步保证了企 

业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

♦私人企业家基本不受政府强制性工资限额的约束，或者说即使有这 

些行政规定，他们也可以很容易加以规避。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机制影响 

了工资的制定。由于缺少优秀的、可信赖的劳动力，私人雇主准备支付相应 

的工资以便把他们吸引过来。后者既可以选择放弃公有部门的工作，也可 

以保留那份工作，利用工作之余在私营部门干活。②

① 见 R. I. Gabor 和 G. Kovari ( 1990) o

② 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面临着如何分配精力的问题。他们通常会在国有企业工作时少 

干些活，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你多努力，都只能获得很少的报酬。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私营 

部门的额外工作中，因为它支付得更多，而且从私营部门得到的收入与所付出的努力紧密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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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所描述的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10. 5 ］相关的所 

有事物仍然适用于公有部门的劳动力市场:①人们能清楚地感觉到同时受到 

官僚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双重影响。②上级组织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工资, 

而且企图阻止工资上涨的趋势。然而他们也不能完全避开市场影响。与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断增强，而且往往受 

到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我们曾提到过：私营企业的扩张趋 

势加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同时推动了国有企业和合作社的工资不断上涨。 

另一个因素是放松管制的趋势,它试图废除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管理工资的 

职能（一项或两项），这符合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

虽然市场的影响（特别是不同行业、工作和地域的相对工资）变得越来 

越强，但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受到政府的控制。官僚机制的影响越强, 

私营和国有部门工资水平之间的鸿沟也就越大。

不久我们会再探讨这一现象的宏观经济后果［723. 1］。不过,有必要 

在此把迄今为止讨论过的两类价格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一些研究：国有部门 

的利息和工资支出。根据规范的微观经济学,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应 

该或多或少体现出这两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因此，如果在做投资决策 

时适当关注这种价格比率，投入组合将趋向于达到资本和工资组合的理想 

状态。在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中，又出现了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私人手工业者雇佣了一些人，他与雇员在自由劳动合同的基础上达成 

协议,并通过私人借款来购买节省人力的机器。私人手工业者必须进行利 

息和工资的比较,但国有企业或者合作社却没有必要做这种比较。因为对 

他们而言，投资资金的预算约束是软的，即使计算有误，企业仍能够生存。 

事实上也根本不需要关注这两种要素价格之间的比率，因为它根本无法提 

供关于资本与劳动力相对稀缺程度的任何信号，这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 

的状况并无二致。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价格都是专断确定的，它们之间 

的比例没有任何合理的经济含义。

3. 土地价格和租金。③对于公有土地而言,价格和租金通常都由地方政

①这一分析仅仅与国有和半国有企业有关;在此不讨论自主经营企业的问題［120.3］。

②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K. Fazekas和J. Kollo（ 1990） o

③这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目的（例如建筑物）的土地价格或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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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机关制定。国有企业或公有机构使用的土地价格和租金或多或少都是专 

断确定的。

部分土地（各国有所不同）在私人手中，它的价格或租金是由市场确定 

的。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之一,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改革国家中的许 

多人将储蓄投资于房地产,以便起到保值作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因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投资保值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由于两种协调机制而产生的扭曲混合体:做 

得最好的是那些通过个人影响廉价地获得政府的定量配给土地，并且把它 

当作保值型私人财产的人。

4.汇 率。中央银行除了有权定量配给外汇之外，还保留着制定汇率的 

权力。大多数改革国家一般都公然高估本国货币，这再次严重扭曲了整个 

价格体系。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期就存在的外汇黑市，在进行改革的国家黑市 

则急剧扩张。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越深入,对西方越开放，平行外 

汇市场就会在公众领域中越宽。如果此时再遇到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必 

然会出现资本外逃。人们不仅设法将储蓄投资于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 

开始关注外币的日常交易。表22. 4比较了一些国家官方和黑市汇率。

表22.4黑市与官方汇率：国际比较

年份
对美元的黑市汇率/官方汇率（％ ）

中国 匈牙利 波兰 苏联 南斯拉夫

1985 109.4 137.0 401.0 723.6 111.2

1986 109.1 133.7 442.8 611.8 120.3

1987 120.4 134.8 412.0 915.6 110.9

1988 268.8 156.1 636.8 1,195.0 117.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分析,1990年第426、620 -621,657 -658、699、712页。

注释:资料中引用的数据是年末的黑市汇率（国家货币/美元）与有效官方汇率的百

分比。

当然,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包括工资）是密切相关的。当局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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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要素价格对产品价格施加强大的间接影响。那些试图建立市场社会主义 

的改革规划者们希望这些由中央制定的要素价格能够帮助他们间接地控制 

生产，但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

22.3 政府制定价格和财政再分配的原则与实践

这一部分只研究国有企业的行政价格。①行政价格的制定与对价格一 

成本差额管理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差额为正,那么国有企业［-8.2］就能 

够赢利，财政就可以通过各种税收拿走大部分盈余。如果企业出现赤字，损 

失或者损失的很大一部分通常会得到弥补。在财政再分配的框架里，国有 

企业的收入通过各种方式被纳入国家预算或者由国家预算中加以补充［一 

8.6,21.5］。②即便在旨在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趋势下,上述作用也没 

有被削弱。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机关在确定价格、税收和补贴的时候都会 

严格遵循一系列的原则。下面只将这些原则简单出来（前文已经有过论 

述）。③

A.价格应该反映社会成本。

B.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是经济管理部门鼓励生产者执行特定任务的 

手段。

C.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是稳定的。

D.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以领导认为理想的方式影响公众需求。

E.价格、税收和补贴应该为了收入再分配的目的而使用。

所有列出的原则出现在改革的官方文件中;政府曾尝试过在不同程度上 

应用每个原则，但由于它们彼此冲突，实际上没有一个原则能够始终如一地加 

以贯彻。这些矛盾本身就使得价格和财政再分配体系必然是专断制定的和不

①价格机关也设法将下迷的价格制定原则应用于虚假行政价格领域。顺便提一句，在这 

种情况下，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

②相关内容可参见21.5部分的注释。

③原则A一E在前面讨论价格制定时曾进行过论述［-8. 6,8. 7］,这里我们在分析时加 

入了财政再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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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现有原则之间的冲突还很可能由于加入了新的原则而变得更为复 

杂。

F价格应该有利于形成供求平衡。根据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市场 

出清必须成为定价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原则，但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改 

革国家的价格办公室能够确保原则F发挥主导作用，它很难在实践中确立 

自己的权威地位。经常会出现某一产品的持续过度需求（很少有持续过度 

供给的情形），即使价格办公室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它仍然不会去调整价格。

这里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兰格的模式 

要求政府价格办公室应该模仿市场，并根据收到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信 

号提高或降低价格没有一个改革国家（包括奥斯卡•兰格所在 

的波兰）开始着手实验去接近这个理论模式的理想状态，甚至根本没把这个 

模式作为行动目标,这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与制定价格所必须遵 

循的其他原则存在冲突,那些原则大部分都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方意识形 

态和管理实践紧密相关;另一个原因是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谁能够观察到 

数百万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别呢？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的协 

调机制，原因之一就是分散化过程会自动完成上述目标。

从这个观点来看，匈牙利的短暂实验还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匈牙利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曾尝试引入一种价格控制体系并使用了复杂的公式, 

以便让某些国内价格逐步向国际价格靠拢。①结果实验失败了。在真正的 

市场上，外贸交易中的进出口价格，以及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价 

格是以极为复杂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真正影响供求决策并影响供求价格的 

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并最终支配着参与者相互签订私人合同。任何由命 

令所规定的计算方案都无法替代这种充满活力的合作机制。

坚持原则F要求价格对供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这与原则C对稳定 

的要求相冲突。由于官僚控制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制定长期保持不变的固 

定价格才能保持稳定。

这里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原则E（即收入再分配）的应用情况，这一原则 

与财政再分配是连在一起的。改革经济激励机制的设计者们通常从以下一

① 见 B. Csikós - Nagy( 1985) SR. Hoch( 1980)、W. Swaan( 1990)和 L. Zelko( 198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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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争论出发:必须区分企业通过良好业绩而赚取的利润和不劳而获的 

利润（例如，继承了引入利润激励机制之前留下来的优质设备，遇到了市场 

上的好运气，或者价格机关为其产品制定了有利的价格）。他们还认为拿走 

这些不劳而获的利润是公正的。而相反的意见是，企业或许不应该对自己 

的损失负责，它可能继承了劣质的设备，在市场上运气不佳，或者价格机关 

为其产品制定了不利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补偿企业的损失是公正的。 

这种根据原则E进行的公正分配可以被称作补偿原则。

如今,补偿原则与市场协调发生了强烈的本质性冲突。市场并不“公 

正”；它奖励好工作和好运气，而且用同样的方式惩罚坏工作和坏运气。但 

从长远观点来看，它使所有市场参与者习惯于适应这一普遍存在的状态；利 

用有利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来抵御坏运气。然而,补偿原则教给企业的 

是:从长远观点来看，根本不值得抓住有利的机会，因为利润终将被拿走。 

如果企业碰到坏运气，最好的办法是吵着闹着要求得到父爱主义政府的帮  

助［T表21.5 ,21.6］。补偿原则E和平衡原则F相互冲突。

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觉到价格体系和财政再分配体系之间不可分割的 

联系；它们几乎是彼此的镜像。如果出于某个原因，价格办公室制定的价格 

远远高于“成本加上正常利润”，那么根据补偿原则，行事的税收办公室就将 

拿走企业得到的额外收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税收就无法更改，即便提高 

价格的最初原因已经不存在，但税收已经“嵌入”价格之中（在相反的情形 

下，补贴嵌入价格）。上述链条也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出于某个原 

因，税收办公室对某一产品征税;价格办公室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并因此提高 

行政价格。在相反的情形下,如果价格办公室提前注意到补贴的可能，它将 

首先会把价格制定在“成本加上正常利润”的水平之下。

这一系列的争论又把问题带回到软预算约束。当普遍适用的价格体系 

完全是扭曲的、专断的和不合理的，那么赢利能力也就无法反映企业的经营 

效率。价格体系中的每个错误不但为财政补偿提供了借口，而且为它提供 

了动听的理由。问题在于财政补偿导致根本无法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这 

三组现象——专断的价格体系、专断的财政再分配、预算软约束——进入了 

一种恶性循环。它们是彼此的先兆,而一旦出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 

其他两个没有发生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单独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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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我带入下一个主题:全面价格改革的范围和限制条件。

22.4 价格改革的范围和限制条件

在改革过程中，价格体系的发展有两种可以观察到的趋势。一个是整体 

自发地朝着真正的市场价格发展。另一个是专断的、不合理的行政价格和虚 

假行政价格始终负隅顽抗。第一种趋势与私有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的扩张有 

关，而第二种趋势则与公有制和官僚协调机制依旧占据着关键领域密切相关。

上述两种趋势都普遍存在，谁也无法将对方永久地挤出去。两者之间 

还相互影响。一方面，许多官僚机关以及部分公众对全面推行市场价格充 

满愤怒。另一方面，专断制定的产品和要素的行政价格所产生的外溢效果 

还影响了基本上由市场机制控制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被管制的利 

率、土地价格、外汇汇率以及国有部门的名义工资都是专断的和不合理的, 

再加上许多能源、原材料、公共服务的价格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那么这种 

扭曲的价格必然会传递给市场价格，因为前者的价格影响着后者的成本计 

算。当旧的价格体系依然牢固地占据着经济活动的核心领域（即国家控制 

的领域）时，我们无法在某些经济领域（即政府直接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领 

域）建立令人满意的价格体系。

在那些被行政价格和财政再分配严格控制的领域里，由于担心会出现 

无法控制的结果，从而导致局部变革始终步履维艰，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 

刻遭到遏制。没有迹象表明，一系列的局部变革将逐步向合理的价格体系 

靠拢,从而建立供需平衡。此外,每次局部价格调整的影响都会被通货膨胀 

所抵消。如果A类产品的价格因为中央所采取的措施而上涨了 50%，那么 

为了保持更合理的相对价格,B类、C类等等各种产品的价格很快都会涨上 

去（也许不会太明显，但肯定要上涨）。问题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抵消了局部 

价格调整的效果，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关系:在存在普遍短缺以及公开的或被 

压制的通货膨胀［-23.5 ］的条件下，改善相对价格本身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要想改变价格关系，通常必须在提高特定产品价格的同时，抑制住其他产品 

价格的下降趋势。因此,一系列的提高局部价格措施必然推动平均价格水 

平的上涨，也就是说，将导致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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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济改革的领导人并不担心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后果。①他们害怕突 

然引入这种全面的价格改革可能会造成的痛苦创伤。事实上，虽然有可能带 

来一段时期的通货膨胀，但全面的价格改革并不一定会持续地引发通货膨胀。

通往全面价格改革的道路困难重重。在第一阶段，全面改革就受阻于 

上文曾提到的恶性循环，即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包括工资）、税收和补贴需 

要同时进行改革。把先前纸面上的理论付诸实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要进行真正的改革，就必须全面放开价格,如果仍然广泛保留着行政 

价格，那就无法实现让市场逐步发挥作用。如果只是对所有制关系进行局 

部微小的变革,而且要保留混合协调机制，那么想在这一阶段推行全面彻底 

的价格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两个目标无法调和。

在第二阶段,彻底的价格改革又受阻于公众情绪对改革后果的预期 。 

即便价格改革的设计者们真心希望改革可以不降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但 

事实上大规模的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是那样的 

话，赢家将会保持平静,而输家将满腹牢骚甚至愤然反抗。那些由于预算约 

束变硬而被暂时剥夺了工作的人肯定是输家,改革前享受某些商品和服务 

补贴的消费者也是输家。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改革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内在两难状况，即越是强权 

压制的体制，就越容易完成彻底的经济变革，而由此必然带来巨大的震动， 

甚至大规模的暴乱。镇压越缓和,权力阶层的精英们就越是需要考虑群众 

抗议所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安定影响。但公众的不满只有在经济问题解决之 

后才会停止，而经济问题却只有在废除了专断的价格体系和财政再分配体 

系之后才能够解决。

到了这个阶段，价格改革进程被“锁住”。即使对每个国家的当权者而 

言，前途都是一片茫然，但他们仍然选择了小步走、渐进的和局部修正行政 

价格的政策。改革道路上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力建立有序的价格体系。然而 

如果没有全面的价格改革,其他的变革也就不可能完全成功。私营部门的 

运行效率之所以依然达不到理想状态，除了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之外,价格体

①设计改革方案的一些经济学家非但没有被通货膨胀风险所吓倒，反而认为适度的通货 

膨胀对一系列局部的价格调整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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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出扭曲的信号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国有部门无法呈现出真正的市场特 

征，因为价格、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有效运作， 

价格体系的扭曲是原因之一。本章的最终结论需要补充到关于市场社会主 

义思想是否可行的批判分析之中［T21. 10］。国有企业无法对价格和成本 

作出反应，但无论如何都不值得太在意所谓的价格，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 

都传递着错误的信息。

22.5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出发点是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扭曲的价格体系 ，而 

且它还继承了同样的两难选择:是进行彻底的改革实验以及市场的全面自 

由化，还是去尝试渐进的价格调整呢？它是否准备接受伴随着第一种选择 

而带来的巨大痛苦呢？或者,如果它决定支持第二种方案，它会不会造成类 

似于社会主义改革实验所同样遇到的失败？不仅无法消除扭曲的价格，而 

且局部的价格改革措施和自由化还将加速通货膨胀。

在写作本书时，采纳第一种方案的转型已经发生，或者说正在发生，至 

少有三个国家是这么做了。

波兰政府从1990年1月1日开始着手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措施之一 

就是除了少数特例之外,几乎放开了所有产品的价格，把价格的制定权让位 

于市场。通过推行内部可兑换及进□的自由化来促使国内价格体系密切关 

注世界市场价格。在放开产品价格的同时，开始严格限制国有部门的工资 

支付。至于别的要素价格,如国有银行体系的利率以及外汇汇率仍然服从 

行政管理规定。

在德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1990年7月1日，西德马克在东德变成法定 

货币。东西德经济体的合并迫使东德的价格必须向西德的价格体系靠拢。

捷克斯洛伐克在1991年初也开始了包含大多数产品在内的全面价格自 

由化改革，这立即导致了价格体系的迅速重组。

在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在完成体制革命之后，继续实行渐进的价格自 

由化改革以及逐步取消价格补贴的政策。

对未来经验的认真观测和比较分析将会揭示出这两种政策的优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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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能够观测到宏观经 

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在此仅限于讨论与前面章节中 

提及的改革趋向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现象。首先需要回答这样 

一个问题：

当私营部门重新兴起［-*19］,出现了自主经营的经济成 

分［120］,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协调机制［í21］进行局 

部价格改革时［122］,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产生哪些矛盾呢？ 

这里我们并不认为，只有当上述四种趋势发展成熟之后，才能 

讨论这个问题。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是否已经从经典社会主 

义在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如果转变已经开始，那么就完全 

可能出现本章中将要谈到的宏观矛盾。其他三个趋势也促成 

了宏观矛盾的出现，我们也将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以作为补 

充，但这三个趋势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必要或充分条件。宏 

观矛盾与政治领域的变化密切相关［118］。

改革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在 

波兰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从现在起我们就将之命 

名为''波兰综合症”)。①虽然那一时期的波兰是个极端的例 

子，但''波兰综合症”的症状可能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南斯拉 

夫、匈牙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波兰” 一词只是用来形容综

①“波兰综合症”一词由P. Wiles(1982,p. 7)提出。政治领域的半自由化、由团结工会 

领导的大罢工运动和半心半意地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三者混在一起使整个社会充满了 

内部矛盾。当Wiles于20世纪80年代初写他的文章时，已经出现了灾难临近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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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症的术语，在讲到其他国家的例子时也会使用这个词。在 

写作此书时，“波兰综合症”在苏联大规模爆发。将来也许有 

充分的理由把它重命名为“苏联综合症”，因为苏联的例子比 

波兰更清楚地阐明了上述联系。①

与第三部分所有章节一样，这里也侧重讨论趋势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某个趋势可能只是以潜伏的形式存在着，但当 

情况发生变化时就会突然爆发。它也可能在某个地方被有效 

地抑制着，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几乎不存在任何抗击它的力量 ， 

甚至没有抗击它的愿望。当然由于国家和时期的不同，情况 

也会有所变化，但本书不打算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作者在此不打算对有关国家进行全面的宏观经济分析，也 

不想在对所有成就和问题进行对比之后,就改革进程所带来的 

宏观后果进行综合评价。唯一的目的对“波兰综合症”（即各类 

宏观矛盾的典型组合）进行描述并阐述其中的因果关系。

d

23.1 就业与工资

就业。就处于改革过程中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而言，其特 

点是充分就业和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公开失业在比例上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②尽管迫切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型（这必然带来失业），但却没有

① 关于波兰综合症，见 D. Lipton 和 J. Sachs(1990)；还有 Z. M. Fallenbuchl( 1989)、R. 

Frydman、S. Wellisz、G. W. Kolodko( 1990)、S. Gomulka 和 A. Polonsky ( 1990 年版)、B. Kamins­

ki ( 1989) XG. W. Kolodko( 1989,1991 ) SG. W. Kolodko D. Gotzkozierkiewicz 和 E. Skrzeszewska 

-Paczek( 1990)、D. M. Nuti( 1990)和 J. Rostowski( 1989b) 0

关于苏联综合症，见 A. Aslund(1989).K. Kagalovsky ( 1989 )和 R. I. McKinnon ( 1990b) o 

此外还有国际组织的有关研究和评价，例如欧共体(1990)的研究，以及七国集团(G7)( 1990) 

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的联合研 

究。

② 南斯拉夫是个例外，它存在相当多的失业［—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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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由于软预算约束,企业可以继续生存,而且也保障着大 

部分工作岗位。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宏观水平上的充分就业，而且劳动 

力储备还很富裕。①虽然也不存在大量失业，但是农村却存在着大量隐性的 

劳动富余。与此同时某些部门和岗位又存在局部的劳动力短缺，这主要是 

发生在城市里。完全可以像评价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描述中国的国有部 

门:一旦某人变成企业的雇员，他/她的就业甚至工作场所就得到了保障。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就业计划。在改革阶段，就 

业计划背后的强制性命令或被废止或被削弱，把雇员束缚在工厂的官僚镣 

铐也放松了很多。劳动力短缺连同上述强制约束的放松，雇员自愿离开工 

作岗位的现象日益增加。企业领导不得不重视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同时也 

改善了雇员确定工资时的谈判地位。

工资。在经典社会主义下,确实存在工资压力：雇员设法推动工资上涨 

[-10.5]。当劳动力短缺加剧时，工资压力也随之加大，但官僚坚决反对， 

因此就发生了冲突。最高层领导想要把消费置于控制之下,从而能够完成 

严格的投资计划并防止消费者市场上出现更为严重的短缺（由此将形成超 

出正常状态的更大不满）。它坚决要求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维持工资纪律[T 

10.3]o

比较而言，正是改革导致了上述关键变化:工资压力加大，而官僚又竭 

力反对。雇员越来越敢于说出不满并更加大胆地提出要求。于是开始建立 

起真正的组织并出现了罢工活动。这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 

的，因为政府必将对第一次行动进行彻底镇压,而且雇员们也了解其后果意 

味着什么,这样也就组织不起来任何行动了。

声势最浩大的运动出现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形成意味着政治反对派运 

动，以及代表工人利益并追求自身经济目标的独立工会运动同时出现在政 

治舞台上。虽然时常出现罢工（例如南斯拉夫,包括几十年后苏联出现的大 

规模罢工行动），但如此全面的群众性运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 

工人组织是镇压缓和的结果，同时也证明了镇压有所收敛，工人组织通过破

①在改革过程中，苏联中亚地区的隐性失业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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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镇压机制也抑制了镇压行动。①

罢工和工会性质的组织并不是雇员自下而上施加更大压力的唯一手段。 

雇员及其代表在所有有关工资、劳动定额和利益的讨论的态度（不论是在车间 

还是在企业层面，也不论是单个人还是结成一群）都变得更加积极有力。不仅 

是意识到罢工可能发生就能够增强工人的谈判地位，同时也削弱了生产管理 

者的谈判地位。劳动力市场上的状况只是提供了改变谈判力量的经济条件。 

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双方的行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另一个因素是直接面对雇员的中层管理者认为更高层组织并不支持他 

们,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分权措施。越是宣称企业是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 

也确实如此），企业领导就变得越依赖于雇员［->20. 4］,其极端形式是在企 

业中推行雇员选举管理者的自主管理模式。但即使在只是部分推行自主管 

理或根本没有推行自主管理的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企业的领导 

人而言，在雇员中享有多高的声望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又与迈向自由 

化的趋势紧密相连:更高层的领导没有什么动力把令下属反感和仇恨的老 

板强压给工人。如今获取声望最直接的途径是增加工资，这才是消除任何 

紧张关系最简单的办法。

企业领导更加可以采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为上面要求执 

行工资纪律的命令远不如从前强硬。在指令经济完全或部分废止的地方， 

强制推行的工资计划也同时被完全或部分地废止了。人们日益强烈要求在 

制定工资方面享有充分的管理自治权。②由于企业可以轻易规避对工资的 

间接控制，因此这种办法也没有什么作用。但官方的工资指令管理却没有 

被任何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所取代，利润动机未能鼓励严格控制成本（包括 

节约与工资相关的支出），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办法来弥补由于工资成 

本上涨所带来的任何损失（见软预算约束现象［-21.5 ］）。

虽然这里谈到的主要是企业，但非企业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被置于次要部门的工人发出了越来越洪亮的声音 ，教

①在政治权力占据着优势地位时,如果政府机构觉得工会组织已经“做得太过火了”，它 

就将设法进行镇压。1981年波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军队取得权力而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 

法组织。但这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波兰团结工会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并且建立了政府。

②举例说，关于苏联可参见E. Gaidar（19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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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卫生工作者同样提出了工资方面的要求。

名义工资无法控制的趋势也逐步显现出来。当通货膨胀加速和工资一 

物价的螺旋形上涨开始时[-23. 5],这一趋势也就随之加强（见表23. 1中 

所列的数据）。在波兰和匈牙利，大多数时间里名义工资的上涨都超过了生 

产力的提高。名义工资失控并不是因为计划者对合理的名义工资水平判断  

失误,其根源是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由官僚机构强制推行的工 

资纪律已逐步失效，但需要由私有制、市场竞争和失业来维持的工资纪律还 

没能建立起来。经济改革缺乏任何社会力量或机制来执行工资纪律。

表23.1匈牙利和波兰的名义工资及产出变化

年份

年平均变化率

匈牙利 波兰

人均产出 名义工资 人均产出 名义工资

1971 4.6 4.6 7.2 5.5
1972 1.6 4.6 6.1 6.4

1973 4.8 7.2 6.5 11.5

1974 2.4 6.7 4.9 13.8

1975 1.3 7.4 3.4 22.8
1976 -1.2 5.6 0.6 9.4
1977 5.9 8.1 0.7 7.3
1978 3.0 8.5 3.4 6.3
1979 0.7 6.1 -2.4 9.0

1980 0.1 6.0 -4.4 13.3

1981 0.1 6.3 -7.8 27.3

1982 3.4 6.4 -2.1 51.2

1983 -0.5 4.8 4.5 24.4

1984 1.4 12.2 1.1 16.3
1985 0.2 9.8 2.8 18.8
1986 2.4 7.2 2.2 20.4

1987 0.8 8.2 -2.8 21.1

1988 2.0 - 0.7 81.9

1989 -1.1 18.4 -2.2 286.1

来源：名义工资:联合国(1990a,p. 389) ；1971 - 1985 ,GDP： * P. Mihalyi 在 R. Sum- 

mers 和 A. Heston( 1984)的基础上计算；1986 - 1989,GNP：P. Marer 等人(1991,国家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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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增长与投资

增长政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增长政策是非常明确的：中期必须 

不计成本或代价来获得尽可能快的增长。强制性增长战略的［-9］实施次 

序及方法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明确的增长政策却日益模糊不清，多数情况下甚至 

演变成了彻底的精神分裂:部分领导人想要继续实施强制性增长，而另一些 

领导人又倾向于放慢增长速度以改善生活水平，修正以前的不均衡状态。

上述两种冲突态度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不少国家的领导人为增 

长率的放慢而苦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遏止下降趋势的决心。①经济增 

长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就是早期获得快速增长的粗放式方法的潜力正在被 

耗尽。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劳动力剩余已经被耗尽。②领导层再三 

宣布必须转向集约式增长，即“增长的新路子”，但在现有经济体制的条件下 

根本无法实施所谓集约式增长战略。因此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主 

义国家就尝试用最直接的方法来集中实现增长，这种方法就是加大投资。 

这样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稍后将论述到的造成宏观矛盾的推动力之一:投 

资过热。

在讨论为什么要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时［-16. 1 ］,第一个被提及的 

原因就是增长放缓,其逆向反应便是刚刚概括的“不惜代价求增长”。但改 

革背后同样重要的一个动机是公众的不满。这给经济政策该如何做出反应 

造成了严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积累对消费的比率应该朝着有利于消费的 

方向转变，这样实际消费的增长才能最终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 

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不仅仅由商品消费流所支配，而且还取决于直 

接供应消费品部门的资本积累（机器和建筑物的存货）。在强制增长的几十 

年里，住宅部门、医疗保健、国内贸易、餐饮业、维修服务、道路运输和旅客运

①在宣布改革和公开性之前，苏联的改革就始于戈尔巴乔夫把加速增长定为目标口号。 

匈牙利、波兰和中国也时常以相似的方式把加速增长确定为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② 造成增长减速也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匈牙利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债的高速增 

长。 



第二十三章宏观矛盾 499

输等许多部门的发展都被忽视了。由于不断拖延上述部门的必要发展，因 

此积压了大量工作。如果在改革初始阶段就尝试处理这些积压下来的工 

作，那么巨额投资就是必不可少的。住宅和运输部门尤其需要资本密集型 

投资，但想加速任何一个被忽视的部门的发展都需要投资。因此，这种两难 

境地似乎越来越难以解决:要想实现消费的快速增长就需要降低投资份额， 

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对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的部门增加投资。在投资与消费的 

一般性两难困境中，又出现了如何对各部门进行投资再分配的具体两难问 

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优先发展次序的传统受益者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但现在这一部门觉得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就施加更多压力来获得它惯有 

的投资“津贴”。如果真正开始发展先前被忽视的部门，那么其所需的高额 

投资将从直接诱导增长的“内螺旋”中［19. 4,优先权1 ］抽取投资资源,这 

必然导致增长率放慢。于是两难境地变得更为严峻:投资比率是否应当缩 

减,资源应该转移给什么部门？

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它类似于向一个人提出了相互矛盾的 

两个要求:结果只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加剧矛盾，甚至爆发危机。投 

资加速和投资减速交替进行，服务部门之间的投资再分配更是摇摆不定。① 

但如果高层领导中出现了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任何一个倾向,那么就可能导 

致一种模糊不清的强制增长政策。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官僚机构的条件反 

射。经过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决策者已经形成了增长越快体制就越强大 

的感觉。强制增长是一种自发倾向，而一般常识却不断提出需要在支持消 

费,以及增加消费投资方面做出让步（这可能是由于决策者担心看到群众不 

满）。因此，政府总是不断从提高生活水平的态度（自我强加的态度）退回到 

根深蒂固的增长优先行为模式。对此，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投资决策的分散化。以市场社会主义精神构想的改革增加了国有企业 

的投资决策权限。虽然在实践中各国和各时期都有所不同，有两种情形在 

经济改革中相当普遍。一个是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留存比例（不需再要移交 

给国家预算），并且可以将这部分利润用于企业自身的投资;另一个是在企

①在M. Lacko（1984）关于匈牙利的例子中表明，服务领域占总投资额的比率是如何作 

为有利于或不利于全面经济形势发展的变量而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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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内，减少了无须偿还的国家预算补贴，同时增加了必须偿 

还利息的银行贷款。①

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分权措施能够使赢利能力的考虑在投资决策中发 

挥重大作用，企业因此将避免进行可能遭受损失的投资。但是由于下列一 

些原因，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在每个进行改革的经济体中，实际利率都是负的［-22. 2］。②因此，如 

果不考虑别的原因，那么对投资贷款的过度需求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贷款 

总是带有赠与的含义，即这也是来自国家的补助。支付利息的义务对投资 

决策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企业的扩张冲动及其投资饥渴仍然可以畅行无 

阻。即使投资计划产生了亏损，软预算约束又保证了完全可以弥补亏损。

决策权不完整的银行、干涉企业运营的上级机关以及半自治的企业领 

导之间形成了一个内部网络关系。银行不会拒绝信贷申请,而且即使企业 

未能履行它们偿还债务的义务，银行也往往是急于为它们提供帮助,而不是 

对它们采取严厉措施［-23.4］。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下企业在做投资 

决策时可以根本不考虑利润因素。表23. 2的数据(匈牙利)表明：投资活动 

与企业投资前后的赢利能力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

总之，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使用政 

府配额来限制能够用于投资的额度。改革过程放松了外部的政府限制，但 

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对财务困境的担心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改革 

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12. 2］,而并非 

使之有所降低。我曾描述过增长政策中的精神分裂症现象，即强制增长的 

渴望伴随着消除强制的愿望。投资领域的动机和行为导致强制增长倾向在 

上述两种精神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③

①前面已经论述过［121.7〕国家资本市场和交叉所有权的问题。在匈牙利的改革后 

期，这些新的形式给企业带来了获得资本和投资资源的机会。

②1989年苏联的长期名义利率为0.82%,见E. Gaidar(1990,p. 24)。这意味着可以在 

非常高的负实际利率水平下得到投资贷款。

③ 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增长政策中表现地极为突出，见G. Peebles(199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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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赢利能力与投资活动的相关性(匈牙利)

1980—1982年最初的1980—1982年财政再分配1980—1982年投资 

赢利能力平均水平之后赢利能力平均水平活动的平均水平

1976—1979年的平均 

赢利能力水平
+ 0.83 + 0.16 -0.06

1976—1979年财政再 

分配之后的平均赢利能 + 0.17 + 0.07 -0.07

力水平

1976—1979年投资活

动的平均水平
-0.01 -0.06 + 0.18

来源:J. Kornai 和 A. Matits( 1987 ,p. 115 ) o 

注：以所有的匈牙利国有企业数据为基础。

23.3国家预算与财政政策

在进行改革的经济中通常都存在巨额预算赤字,而且不少国家的赤字 

还在不断增长。①很多改革国家的政府直到很晚才承认曾利用各种财务手 

段向议会和公众隐瞒了预算赤字,这至少说明以前确实存在大量赤字。②这 

个问题公诸于众也是政治生活变得更公开的信号。③但这不仅仅是一个秘 

密真相大白的问题，改革过程本身也推动了预算赤字的增长，或者说加强了 

扩大预算赤字的倾向。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体制中也会出现预算赤字，有时 

候也非常严重而且难以应付，例如美国长时期内存在的预算赤字。因此，首 

要任务是辨别与体制相关的特征，更准确地说就是要辨别社会主义改革过

① 比如，1985年苏联预算赤字大约为2%,到1988年已经上升到了 11%,见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1990,第10页)。

②I. Birman( 1980)最先提醒人们重视苏联隐瞒预算赤字的问題。

③ K. Kagalovsky(1989,p. 450)是苏联最早专注于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这样说到：“在 

那时候(1986),预算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是由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的，根据我们的估测，预算赤 

字提供了大约15—17%的预算收入。在“公开性"的时代里，没有必要再玩捉迷藏了。仅仅是 

公开承认预算赤字的存在是不够的，而且还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精心地 

隐瞒了预算赤字，因此在有关苏联的研究文献中，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它对经济到底产生了什么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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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引起或加剧的那些特征。

1 .消费者补贴。根据经典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父爱主义政府必 

须照顾其公民的福利［74.4 ］。在进行改革后，官方意识形态开始放弃这种 

观点，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希望逐步把消费成本更多地转嫁给个人、家 

庭和住户［->19. 6］。政府想从先前所做的承诺中摆脱出来，因为这些承诺 

根本不可能完全履行;①政府无法成为一个“福利政府”，当然它也不愿意再 

去制造“福利国家”的形象了。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变也在财政体 

系和其他领域中反映了出来。

官方一再做出决议,要取消食品及其他大众消费品补贴，同时减少对严重 

亏损的国有住宅部门、运输和其他公共生活福利设施的预算支持。当执行这 

些决定时,往往会在群众中造成不满、引起不同激烈程度的抗议、罢工和示威; 

有时当官方遇到了强烈的抵制时，就不敢再按照决议行动。被这种“废除父爱 

主义”措施剥夺了既得利益的人会引用社会主义做出的福利承诺，对取消现行 

补贴的计划表达愤慨之情。某些措施使得最贫穷者和社会最弱势群体心情沉 

重，甚至达到了悲惨的境地，因为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政策，这类人 

至少能够获得少量救济和补贴，例如食品、大众消费品、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 

宅和医疗保健。②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设法通过发放货币来补偿价格补贴的减 

少。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废除补贴也部分减少了预算负担。

但是，继续存在的补贴仍然是预算支出的主要项目。

2 .对公有制亏损企业的补贴。尽管价格主管部门设法阻止产出价格的 

上涨,但名义工资的失控和其他投入品的较高价格还是带来了成本的增加。 

再加上其他许多价格体系的扭曲和另外一些有损效率的因素，从而导致很 

大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经常亏损［-21. 5,21.6］。亏损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 

同时加大了预算压力。

① 如前所述，中国中央政府预算中的福利支出水平比苏联和东欧低。即使在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下，住宅、卫生和养老金支出的一部分转嫁给了企业，而剩下的（尤其在农村）仍然由家 

庭负担。

② 取消补贴也损害了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在某些方面，分界线不在“穷”“富”之间，而在特 

定补助的受益者和非受益者之间（如享受国家补贴获得了廉价住宅的租户与花费自己稀缺资源 

建造了造价昂贵的公寓和房屋的所有者）。因此,特权群体也可能反对废除某些特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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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政府各个层级都会发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尽 

管当局再三下决心要解散亏损企业，但最终几乎每次都在企业的威胁下不 

得不给予政府补贴。①预算压力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预算软约束。

3 .出口补贴。高层的经济领导人想鼓励出口，其中主要是那些能带来 

硬通货收入的产品出口。一旦贸易和经常项目恶化,外债负担变得更加严 

重的时候［-23.6 - 7］，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来促进出口。出 

口补贴成为预算日益繁重的负担。②

表23.3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用于投资和补贴的预算支出

投资 补贴

（占GDP的百分比）

投资 补贴

（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

匈牙利

1970 11.2 26.2 21.3 49.7

1980 9.6 27.9 16.3 47.1

1987 3.5 18.4 6.5 33.8

波兰

1982 4.8 20.5 9.1 39.0

1988 5.5 15.1 11.2 31.1

苏联

1985 8.2 8.7 16.5 17.5

1989 8.9 9.3 17.1 17.9

越南

1984 5.9 7.5 23.1 29.5

1988 5.6 8.2 20.3 30.0

资料来源：匈牙利：L. Murakozy(1989,pp. 105,113,115)；波兰：D. M. Nuti(1990,p.

174)；苏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 p. 10);越南：D. Gotzkozierkiewicz和G. W. 

Kolodko( 1990,p. 12) o

① 举例说，波兰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地非常缓慢：1982年占预算支出的47%,这个比 

例在 1985 年仍然有38%。见 Z. M. Fallenbuchl（1988,p. 126）。

② 第2和第3点有部分重叠。在某些情形下，企业开始亏损是因为它被迫在价格不利的 

时候提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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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投资项目。前面已经讨论过投资过热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它所带来的预算后果。虽然改革使得由国家预算支持的投资项目比例急 

剧减少，但患有投资饥渴症的企业仍然想方设法从预算中获得尽可能多的 

资金支持。

从表23.3可以看出，补贴和由国家融资支持的投资在政府支出中占有 

很大的份额。

5 .政府机关和军队开支。尽管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来精简党政机关和群 

众组织，但这些决议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每个机构都坚持自己存在的必 

要性及相应的员工水平。如果必须要撤消某个组织，那么也会有另外一个 

取而代之。因此,这类做法丝毫没有减少预算支出。

由于公开出版的数据无法清楚地显示出军队的支出规模，所以在这方 

面没有做过令人满意的研究。①根据西方战略专家的判断，苏联、中国和其 

他社会主义改革国家的军事支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陷于停滞或者倾 

向逐步下降。即使这一判断成立，军队的需求仍然是造成预算紧张的一个 

经常性原因。

6 .外债偿还。在改革期间，对外国债权人负债一直呈上升趋势［->23. 

6］。少数国家不得不以不断恶化的条款来筹措信贷资金。偿还债务（到期 

应偿付金额及利息）开始成为预算的沉重负担，而且在许多国家，外债负担 

还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

第1-6点所涉及的趋势都与预算支出相关，现在我们转向收入方面的 

趋势。

7 .营业税。这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主要税收收入来源。在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的条件下,税收的征收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的营业额都要经过政府 

的交易体系，因而很容易进行核对检查。在改革体制下这种征税形式变得 

非常成问题，因为相当大比例的营业额转移到了私营部门，对它的控制变得

①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军队开支共计773亿卢布（真理报，1989年5月31日）， 

即GNP的8.8%。这是先前公布的数字的两倍，但仍然比美国的估计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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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困难或者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①

8 .来自企业和地方机构的税收收入。分权增加了企业无须上交预算的 

利润留存比例。从扩大企业自治范围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它 

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国家预算收入。地方机构也出现了类似变化:它们可以 

更多地保留自己区域内征集的税收收入。如果支出与收入的分权能够结合 

在一起，上述事项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如果收入的分权快于支出，那么这 

一过程很可能导致出现预算赤字。

9 .通货膨胀的影响。关于通货膨胀本身的问题我们稍后再做讨论，这 

里只谈一下通货膨胀过程对预算的影响。②当通货膨胀开始不断上升时，预 

算支出的增长率与预算收入的增长率通常会有所不同：税收的支付和征收 

都需要花费时间，因此，收入增长会落后于支出增长。负的实际利率使情况 

更为恶化:即使对延迟缴税征收利息，它也不能补偿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的 

价值损失。

虽然上述列举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有可能维持或增加预算赤字的9 

个因素都已略有提及。经济决策当局没有能够精心设计财政政策以应付这 

些困难，甚至在很长时间之后，领导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的政府已经习惯于通过对投入和产出的实物数量做计划来决定所有 

重要问题。唯一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公众手中所掌握的钱按照固定消费价 

格计算可以购买多少产品。融资过程并不重要，因此无须给予关注。但是 

在改革体制下，突然加入了像预算赤字这样的问题。只懂得实物计划和直 

接官僚控制的政府（只知道如何经营一家全国性“工厂”）便手忙脚乱，一知

①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存在与工资相关的税收，但国有部门的雇主会自动进行扣除。 

居民没有注意到他们在缴税，因为菅业税和与工资相关的税收两者都是背着他们进行的。作 

为改革过程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也尝试过模仿西方模式引入收入税，第一个将它付诸实施 

的国家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新的税收制度带来了各种矛盾。虽然它宣布新税制的目的之一是克服收入分配中 

的不公正，但它未能做到这一点。它未能与逆所得税相结合，也没有帮助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 

人,事实上有些不少人比以前的情况更糟糕。新税制也未能削平高收入者的收入。许多不能 

或者不愿隐瞒他们收入的人宁愿少干活、从事利润较少的工作或者放弃他们从前所追求的事 

业。于是，税收对努力和成绩产生了负激励，对供给来说也是如此。其他一些人则把从前公开 

进行的活动变成了 "灰色"或“黑色“领域，在这些领域税收机关往往无能为力í119.5］。

②互为影响也同样重要:预算赤字在造成通货膨胀中所起的作用íí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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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解地开始应付财政问题（不久以后，他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货币问 

题）。

行事草率的现象比比皆是：出台的措施都是临时抱佛脚，①常常是一个 

规定刚刚宣布就很快被撤消。当政府最后意识到预算赤字的危险时，它又 

表现出一种可称之为“预算贪婪”的情绪。企业和家庭都发觉公共财政的管 

理者不放过任何可以提高额外收入的最微小机会，或者是力图避免任何支 

出项目，而根本不考虑任何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首先受影响的人是否有能 

力应对。

虽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精简机构,但金融部门的人员仍在增加,采取了 

越来越多的财政措施，税收和补贴体系也变得愈加复杂。在改革国家中，财 

政机关成为了官僚机构里最有影响力的部门之一。

处理公共财政事务的机构使用什么样的协调机制呢？在任何体制下, 

当国家预算制定完成并经立法机关通过后，都存在某种官僚协调机制来执 

行国家预算,通过行政手段征税和开支。但预算决策是一件事,相应的协调 

机制则与特定的体制紧密相关。

在议会政治结构中，预算中的所有支出和收入项目最终都要通过自治 

机制（self - governing mechanism）决定。这个说法也可以倒过来说：只有当 

公共支出和收入由整个共同体决定，或是由经自由选举的代表机构来决定 

时，才可能在共同体内实行真正的自治。

自治机制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中只是表面文章。在既定的权力结构 

下，国家预算最终是由同一个官僚统治集团（或者更精确地说它的最高领导 

层）做出决定,而且他们还将继续实施这些决定。相比较而言，在改革体制 

下，自治成分（包括议会的作用）有所加强。②不过，所有关于预算的指导性 

原则仍然由官僚高层决定，这方面几乎没有改变。因此，预算赤字仍然是少

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推行的禁酒措施，这不仅无助于打击酗酒行 

为，反而鼓励了非法的大规模家庭制作并且导致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损失。

②当议会开始对预算的通过开始真正负起责任时，会出现一些清晰可辨的迹象：以精确 

数据为基础对下列问题展开了争论：军队开支、维持党和群众组织的预算支持以及政府机关的 

工作;在辩论中听到了与政府的意见有重大不同的观点。这些现象意味着体制已经达到了政 

治结构发生改变的临界线（革命性转型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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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圈内人士处理的问题,与公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23.4信贷体制与货币政策

制度。经济改革国家银行体系的协调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协调机制是 

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呢?①回答这个问题比回答刚才提出的关于财政体制的 

类似问题要困难得多。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银行体系是由行政与市场的特定 

组合来加以协调的。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而按照商业原则运行的商业银 

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接受政府监管。经济改革国家的银行体系乍一看似乎与 

此相似。政府的集中影响力——纵向联系——是非常强大的，但给人的印 

象是管理者和官员在与货币打交道;接受银行存款、发放贷款、经常账户往 

来、开支票和转账凭证、计算利息、管理债券和股票,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 

有商业交易、横向联系和“买卖”，换句话说，存在市场协调。

在改革进程中，银行体系经历的结构变化加强了上述印象。出现了分 

权的趋势,其中有些与区域自治的发展有关;②每个地区都成立了单独的银 

行。除此之外，则以双层银行体系替代从前的单一银行体系，即中央银行在 

上层运行而相互独立的商业银行作为下层运行。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分权 

已经伴随着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而出现了。③

表面上“市场化”的程度很髙，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为了支持这一结 

论，我们必须认真考察经济改革过程中银行的所有权关系 、银行领导的动机 

以及银行与体系内其余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考察南斯拉夫或者中国地区性银行或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活动 ，我 

们就会发现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对利润有直接的兴趣。国有银行就像社会主 

义经济中的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管理者的

① 详细描述可参考下列著作中：南斯拉夫:L. D. Tyson( 1980)、S. J. Gedeon( 1985 -86, 

1987)；匈牙利：M. Tardos ( 1989 )和 L Szekely ( 1990 )；中国：L Wulf ( 1985 ). F. Levy 等人 

(1988)以及 X. Zhou 和 L. Zhu( 1987) 0

② 南斯拉夫和中国通过分别建立国家一级和省级银行网络完成了重要变革。

③1988 - 1989年匈牙利是完全地实行双层银行体系的第一个国家，见M.塔多斯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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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很高,但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与银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可能不会 

像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银行家那样对银行利润漠不关心,但他们的职业 

生涯仍然由政府所控制，而且他们无须赢得并维持真正的银行所有者的信 

赖。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屈服于来自官僚部门的压力，不得不遵从党和政 

府的中央及地方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的意愿。

虽然存在显著区别,但这里不可能对经典社会主义单一银行制在改革 

条件下以及局部分权之后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个别讨论。①在接下来的内 

容里，除非有特别说明，“银行”和“银行体系”都是指整个银行部门。

在真正的信贷体系里，利息是信贷的价格。贷款者提供贷款以便通过 

利息交易来创造利润;借款者请求贷款时所依据的是将需要支付的利息考 

虑在内后，是否还值得使用贷款。在真正的信贷市场上，实际利率0.4个百 

分点的变动都将影响商业交易。②然而经济改革国家却一直人为地维持负 

实际利率［-23.2］。这导致经济改革中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成了分配信贷, 

收集和存储货币的办公署,而不是依照商业和市场原则运行的机构网络。

在实际利率为负的地方，从银行接受贷款的任何人都可以把贷款作为 

政府的捐赠从而据为己有。切合实际的论点是负债越多越好。③来自家庭 

的信贷需求，特别是来自公共部门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信贷供给。④利率未 

能在信贷分配中起到任何平衡作用。⑤银行不是根据商业原则来“销售”贷 

款以期通过利息来获取利润;它是依照非商业的官僚标准进行信贷分配。 

问题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事先就加以明确宣布的公开标准，其他因素——

①当局部分权已经发生时，对中央银行而言强制推行其思想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过程， 

不再像从前命令它自己的分支机构处理某些事务那么简单。在这种条件下，信贷供给失控的 

趋势日趋严重，下文我们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②E. Varhegyi(1990a)在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在匈牙利经济改 

革中，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对实际利率的变动根本不敏感。

③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也可能发生。事实上，这是市场协调失衡 

的迹象。

④在有关商品市场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同一现象í--11.2］：需求适应于期望供给。企业 

与银行之间有许多非正式的关系，如果觉得没有机会，就不会提交信贷申请。因此，尽管需求 

忌是会略微超过供给，但过度的信贷申请数额始终有限且差额数量也不会太大。关于这点，可 

参见M. Lacko的研究。

⑤在缺少利率的平衡作用时，使用"信贷市场”一词似乎并不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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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纵向谈判、个人关系和贿赂——都在幕后起作用。

对参与者行为及其背后推动力加以澄清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中所出 

现的货币紧张现象。信贷需求总是超出信贷供给并不是信贷供应者所面对 

的唯一问题，因为权力的压力和个人关系的影响也会带来信贷供给的增 

长。①与此同时，由于不存在所有权利益、真正的利润动机或者对任何企业 

倒闭的担心，因此根本无法限制信贷供给。至多会有中央银行设法通过行 

政手段停止或抑制信贷供给的过度增长，但这几乎从未成功过。原因是对 

从事商业贷款的机构而言，在缺少内部动机的情况下，要限制其信贷分配活 

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资本主义信贷体系有着数百年的经验，逐步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机制来 

协调中央国有银行与私人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后者的自主权也 

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严格的法律规定（官僚协调）、利润 

为基础的私人合同（市场协调）和无瑕疵的商业品行（道德协调）的特定组 

合，它为中央银行提供了影响商业银行运作的有效手段。②这种以特定所有 

制关系和权力结构为基础有机发展的微调控制机制无法被“复制”，也不可 

能在一夜之间应用于中央指令性的社会主义国有银行体系。

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银行体系的内部信用交易。在经典 

社会主义体制下，在单一银行体系之外提供信贷是被禁止的；企业不允许相互 

提供信用。在改革体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不 

断增长。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基于两个企业之间的自愿信用协议,大多数 

都是强制性信用:买方企业就是不付款给卖方企业。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 

为前者没有收到它自己企业的付款。它可能把从拖欠货款企业取得的期票作 

为债务解决手段。延迟支付和强制贷款链条很可能使大部分生产部门产生流 

动性危机。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就需要银行体系不断干预，提供银行信贷来

①一个南斯拉夫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在私人会谈中告诉我，共和国（或者地方）总理或地 

方内阁成员曾不止一次地亲自干预，要求批准某个企业的信贷申请。他觉得不可能拒绝这样 

的一再要求。

②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制的运转也存在大量的错误和摩擦，而且它不止一次被证明没有 

能力避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部门是最容易出现软预算综合症的 

领域。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储蓄与信贷协会的倒闭。为了救助这些协会，美国政府 

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给纳税人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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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无偿债能力的企业变成有偿债能力的企业。而与此同时，期票作为“准货 

币”在企业部门流通，这就妨碍了银行体系控制货币供给。①

货币政策。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比，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中央银行也 

同样无法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它还是要屈从于官僚压力;它是中央行政管 

理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实体;它的领导是由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来任 

命的。中央银行的活动必须受到中央的控制。

这里我们还需要回到预算赤字的问题［一23. 3 ］。很显然，预算赤字不 

得不由信贷资金来弥补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理想的过程应该是企业、 

公众和家庭自愿地向国家提供信贷资金。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采取的主要形 

式就是上述债权人把购买附有利息的政府债券作为投资。而在进行改革的 

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不使用这种方法，而是依靠中央银行向预算借出资 

金，这完全是长期隐瞒公众视听的信贷手法，而且还有着充分的理由。因 

此，事实已经很清楚，预算赤字最终是通过仁慈的中央银行直接印刷钞票来 

弥补的。毫无疑问，这是通货膨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与前面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一样,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同样是非 

常复杂的专业技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学习和掌握 

这一技能，因此，会频繁出现极为严重的错误。

在改革进程中，货币政策在两种行为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严格，有时宽 

松。它有时候会抵制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信贷要求，有时又会屈服于上述压 

力。但即使制定了限制货币供给的政策，仍然会存在许多缺口。如果政 

治一官僚的压力非常强大,银行体系无法抵制,便只好批准信贷要求(即使 

这与它一直执行的限制性政策相矛盾)。

在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中，通常是宽松的政策占上风。这样,在宽 

松的阶段，就会有过多的信贷(最终是过多的货币)被投入到经济中,创造出 

远远超过实际供给的需求。

① 在 L. D. Tyson(1977)、S. J. Gedeon( 1987)和 E. Varhegyé 1989,1990b) ［t21.7］的作 

品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例如在匈牙利，企业间的强制性信贷总额占1989年未偿还短期贷款 

总额的1/3以上。以上信息来自E. Varhegyie

强制贷款在企业间普遍存在，究其原因，除了与前面所提到的之外，还因为在这种经济中 

只是依赖横向合同，而在合同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基础都未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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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短缺与通货膨胀：内部经济关系

在此,我想尝试着对改革经济中的宏观紧张及其综合效果进行一次全 

面的回顾。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本部分不讨论外部经济联系以及外贸和 

国外信贷对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而集中讨论内部经济联系。在后面 

的两个部分里，我们再引入外贸和国外信贷。

讨论的出发点是第11、12章的主题: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短缺和通货 

膨胀。那两章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同样适用于处于改革过程的经济，这里 

不再赘述。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经历了改革之后,情况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

改革体制已经偏离了从前的正常状态;需求失控的现象日益严重，宏观 

层面的过度需求不断累积并越发严重。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所有的机 

制都具有刺激需求的作用，但官僚控制手段和各种障碍都试图限制需求。 

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大大削弱了这些限制手段的作用。工资上涨的压 

力一再被突破，这推动了家庭需求的增长。企业的投资饥渴变得更为强烈， 

这又提髙了来自企业部门的需求。过度增加货币供给的动机变得更加有 

力。在此必须特别提到预算赤字，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来为它提 

供资金。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宏观过度需求容易引发价格上涨趋势,但行政 

价格管理方式可以有效地抑制这一趋势。在改革阶段，则有以下几种可选 

择的干预方式：

1 .它可以继续把行政价格管理作为主要干预手段来抑制价格上涨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会强制性储蓄并由此导致未用完的和无法用完的货币  

不断积累,即形成所谓的“货币积压”。抑制性通货膨胀因此产生并逐步发 

展，在1990-1991年它以最极端的方式在苏联发生。

2 .部分或全部废除价格的行政管理方式［-22.1,22.4］。这样，价格上涨 

的力量就被释放出来，并由此带来了全面的价格水平变动。抑制性通货膨胀 

部分或者全部转变成为公开的通货膨胀。这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越南发生时 

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匈牙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没有上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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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剧烈)。有关公开的通货膨胀突然爆发的数据可以在表23.4中找到。

表23.4.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

时期 中国 匈牙利 波兰 南斯拉夫 越南

1960 -1980 - 3.7 5.0 - -

1965 -1980 0.0 2.6 - 15.3 -

1966 -1970 - - - - 2.3

1971 -1975 - - - - 0.7

1976 -1980 - - - - 21.2

1980 6.0 9.1 9. 1 - -

1981 2.4 4.6 24.4 46 -

1982 1.9 6.9 101.5 30 -

1983 1.5 7.3 23.0 39 74a

1984 2.8 8.3 15.7 57 -

1985 8.8 7.0 14.4 76 -

1986 6.0 5.3 18.0 88 487

1987 7.3 8.6 25.3 118 316

1988 18.5 15.5 61.3 199 308

1989 17.8 17.0 244.1 1,256 96

资料来源：第一行：F. L. Pryor(1985,p. 123)；第二行:世界发展报告(1988,pp.222- 

223)；中国：1980 - 1989,T. Sicular( 1990,表 1 );匈牙利：1980 - 1986,M. Bleaney( 1988 ,p. 

122), 1987 - 1989,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中央统计 办公室，布达佩斯)(1990, p. 

223)；波兰：1980 -1986,M. Bleaney( 1988,p. 122) J987 - 1989,G. W. Kolodko、D. Kotz 
一 Kozierkiewicz 和 E. Skrzeszewska - Paczek( 1990 ,p. 47 );南斯拉夫和越南：G. W. Kolod- 

ko、D. Kotz - Kozierkiewicz 和 E. Skrzeszewska - Paczek( 1990, pp. 23、77、79 ) o

a 1981 -85期间的平均数。

企业的利润动机还没有强大到成为决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也不 

是毫无作用。对企业而言，利润还是有好处的，毕竟谁也不喜欢挨家挨户地 

乞求补贴、优惠税额和软贷款。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利润计划在一系列 

目标中只居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值得去努力完成利润目标。然而在改革 

体制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尽其所能提高价格。

中央的价格政策是想通过两种方式调整相对价格。一方面，中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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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价格。另一方面，一个接一个地放开某些产品和服务政府控制价 

格，任由其价格上涨。不管是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还是上述两种方法的任 

意组合，一连串的局部价格上涨未能达到调整相对价格的原有目标。与此 

同时，这个过程成为了价格水平普遍持续上涨的推动力之一。

3 .虽然出现了通货膨胀式的价格上涨，但它的速度和规模仍无法恢复 

宏观需求和宏观供给之间的平衡。均衡价格的迅速提升都受阻于各种限制 

措施和刚性条件。此外，国有企业仍然没有真正对价格作出反应，因此，价 

格的提高无法抑制它们的投入需求。于是,公开的通货膨胀和短缺并存，其 

中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波兰。所以本章所讨论的这种现象又被称作“波兰 

综合症”。

方案1和2从未真正得以彻底实施,只能说抑制性通货膨胀和短缺在某 

些国家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国家则是公开的通货膨胀。方案3即通货膨 

胀和短缺并存的现象在所有改革经济中都非常明显，至少有这种迹象。有 

时是某些部门出现了严重短缺的迹象,而整个经济却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 

状态。

改革因摇摆不定而自食其果。不仅需求失控的诱因无法根除（尤其是 

软预算约束），而且又增加了新的因素，如更强大的工资压力。与此同时，价 

格已经或多或少地放开。因此，在持续性短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经典社会 

主义体制下稳定的价格和工资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事实上，如果改革措施 

设计得很糟糕（如波兰或苏联），通货膨胀和短缺并存的情况将越来越恶化。

价格上涨促使雇员更积极地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①投入价格的上涨 

以及工资的提高大大提高了成本,这又造成价格进一步上涨。于是就出现

①在这方面，波兰走得最远。在波兰团结工会上台之前，曾设法使工资与生活指数挂钩； 

价格上涨自动地带来了工资的上涨，这使得通货膨胀不断加速，并最终发展成为恶性的通货膨 

胀。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一届政府的合法性及政治可信度非常脆弱，根本无法抵挡工资指 

数化的要求。在本书中，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以及行政性管理逐步失效都是以非常极端的形式 

发生的。

波兰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波兰团结工会接管了政府及其相应的经 

济职能。于是，它对从前为之斗争的工资指数化政策表现出了 180度的大转弯。不久之后，它 

开始实施由国家执行的严格的工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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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怕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导致工资和其他成本的上升,而这又导 

致价格进一步上涨。短缺的自我再生机制使这一情况变得愈加复杂。当人 

们预感到短缺时,便会导致囤积，企业和家庭都设法储备供给不足的物品。① 

在表23. 5中，就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它和表11.7结构相似，并且表明了投入 

存货与产出存货之间的比率是如何导致短缺的。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 

上述比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3-4倍,但在苏联的改革时期，几乎是资本主义 

经济的6倍。

表23.5苏联投入产出存货比率的变化

时期 投入一产出存货比率

苏联 1980 4.8

1981 4.9

1982 4.6

1983 4.6

1984 4.7
1985 4.7
1986 5.2

1987 5.6

1988 5.8

1989 6.2

资本主义国家 1981—1985年的平均水平

澳大利亚 1.4

加拿大 0.9

美国 1.0

西德 0.8

资料来源：苏联的数据来自A. Aslund(1991,p. 27),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见表

11.70

①虽然方案1——公开的通货膨胀——在南斯拉夫处于支配性地位，但也出现了短缺。 

南斯拉夫的库存也在显著增加，部分是因为担心进口产品出现短缺，部分是由于通货膨胀预 

期。见 J. H. Gapinski,B. Skegro 以及 T. W. Zuehlke( 1987)和 J. P. Burkett( 198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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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螺旋相互缠绕。虽然局部的价格上涨无法阻碍短缺的再生机制， 

但短缺本身却始终为价格上涨提供了理由和借口，这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加 

速发展。反过来说，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导致囤积，从而又 

使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两种动态变化过程纠缠在一起,每一个都很危 

险,完全有可能将经济推向危机。①

我们简要回顾了因为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所引发的新的紧张以及由 

此产生的相互影响。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逐步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 

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可以抵抗紧张趋势的力量。由于私有部门已经发展起 

来,它可以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弥补国有部门所无法满足的部分需求，这 

提高了整个经济的适应能力。私营部门的复苏还能促使整个经济在宏观水 

平上更加接近供需平衡状态。私营部门变得越强大，不利于形成市场出清 

价格的行政障碍就越小,而私营部门在吸收过度需求方面也就能发挥更大 

的作用。

23.6 对外贸易与外债

几乎所有改革国家都开始陷入对资本主义国家负债的过程之中。少数 

几个国家的负债规模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比例，②这成了最令人头疼的宏 

观矛盾之一。

这里我们需要避免那些过于简单和片面的解释。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 

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内都曾债台高筑。但同样的结果一 

负债——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原因。

负债不断累积的一个共同原因是20世纪70、80年代债权人愿意慷慨贷 

款。本书不打算探讨隐藏于这种意愿背后的原因。当然，当大范围的国际

①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在苏联变得尤为严重。如果挑选近千种食品、衣服和家庭用品来检 

验，那么会发现只有11%比较容易获得。一家研究机构在消費者民意测验中发现，如果供应加 

大的话，超过70%的人回答将购买更多的肉、肉类制品、水果、蔬菜和奶酪。见A. Voronov 

(1990,p. 27)和 T. M. Boiko(1990,p. 85)。

②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债务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文献中，其中可参见下列文章：W. Ma- 

lecki 和 G. W. Kolodko( 1990)、R. McKinnon( 1990b)和 I. Zloch - Christy ( 198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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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运动开始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是可信的债务人。毕竟过 

去在提供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信用额还很小的时候（因为西方不愿意借出而 

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借入），它们总是准时和可靠的。

信贷来源十分充足,这是个很大的诱惑。但为什么处于改革中的社会 

主义国家未能抵制住这种诱惑呢？需要做出判定的是，在负债与改革所引 

起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负债倾向早已成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一部 

分［-14. 3］，但它大体上还有抵制的意愿和能力。可在改革阶段，这种抵制 

力已经大大削弱，甚至完全被瓦解了。

另一个解释是外交政策的变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将自身隔离于资本 

主义之外，认为后者怀有敌意，并且心存恐惧。它也担心，当人们更加了解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并与本国情况进行比较的话，可能对本国居民造 

成的煽动性影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政治要素就是部分放弃这种孤立  

状态，或者用中国改革宣传者们的说法是,向西方开放。

这种开放包含着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联系。人 

们必然会感受到以下互惠效果：

♦从西方进口产品并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作的期望之一就是要熟悉 

和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组织、管理方法，以及能带来大范围的生 

产技术流入。

♦西方贷款被看做扩大对外贸易和补充国内融资渠道的手段。外国信 

贷提供了灵活和易于控制的外部资金来源,而且能马上为进口交易提供资 

金。

♦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产品有利于扩大对该市场的出口，这意味着可 

以连续不断地支付进口。人们认为长期外国贷款有利于提高具有自我偿付 

的出口能力，从而可以偿还贷款并进一步扩大进口。

♦根据市场社会主义进行的分权化改革加强了所有上述互惠效果。企 

业更大的自主权应该包括与外国商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可以避开那些 

过去拥有垄断权的外贸企业。无论如何,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之后，它们 

就能够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更灵活地适应外部市场。

但上述期望中能够真正实现的却很少。与此同时,负面的趋势出现了, 

它们相互影响并引发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负债不断地加速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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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显而易见:改革经济无法通过出口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然而从资本 

主义市场进口产品的压力却不断加大。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讨论过 

为什么半官僚、半市场的改革经济缺乏效率和灵活性。这里我们将研究那 

些主要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内容,对改革经济的特征进行补充说明。

虽然生产企业拥有了部分的对外贸易自主权，但它们仍然缺少强烈的 

动机以更高的效率向资本主义市场出口产品，或者节俭地使用进□设备。 

外汇汇率与实际情况不符:髙估本国货币，从而使进口便宜而出□却赚不到 

钱。这正好与想要鼓励的行为背道而驰（当然首先要假定汇率和外贸价格 

还是有影响的）。事实上，当谈到汇率和进出□价格的影响时，所谓的价格 

敏感性就更差了。在软预算约束的“军火库”里，有许多武器可以用来抵挡 

外来影响。如果进□材料的价格上涨或者出□价格下跌，这就为外贸企业 

或者生产企业要求损失补偿提供了正当的借口。①补偿可以通过改变关税、 

使用特定乘数改变外汇汇率、税收减让、价格补贴等等来完成。好企业并不 

会得到太多奖赏,如果失败了，也不会遭到太多惩罚。

取消官僚限制和增加企业自主权，其中包括批准进□自主权,更容易满 

足企业对进口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依然没有强烈的利润动机、市场竞争 

和硬预算约束，缺少了这些东西，企业并不把找到自己产品的买主当作生死 

攸关的大事。因此，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在产品出口上花太多精力。即使那 

些努力想在资本主义市场干好的企业，也会遇到诸多困难,从无数的官僚干 

涉到投入品的短缺限制（其中包括进口材料、半成品和设备）。结果通常是 

进口大于出口，而且用于补偿贸易赤字的贷款总额不断增长。

当上述一切发生时,债务增长会进入一种危险的自我繁殖状态,而且很 

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一个国家的债务越高，它筹措新贷款时被迫接受的条 

款就越苛刻。如果在偿还债务时出现困难（支付到期款项及利息），它的信 

用等级就会恶化，进一步筹措贷款将变得更为困难，贷款条件也就更加不 

利。尽管最初债务的增加是由于进口超过了出□，但人们却希望现在能够

①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进行改革的国家，都无法很好地适 

应能源价格的上涨。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6个较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1美元产值 

生产上所花费的能源是西欧国家的两倍多。东欧近一半钢铁是通过极其耗费能源的“平炉炼 

钢"技术生产的，这一技术在西方差不多已经被淘汰了，见B. de Largentaye（ 1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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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固定的贸易盈余以偿还债务。很少有改革经济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即 

使它们做到了，也只能是短暂维持。这一过程通常是以严重的支付危机而 

告终,而且即使国家没有彻底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状态 ，它也只是设法停在 

危机的边缘。

上述一系列的思维逻辑论证及其他许多因素都说明：处于改革过程中 

的社会主义经济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更容易陷入债务危机。政治和经济领 

域的改革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了借债行为。①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观测上的支 

持。表23.6和23.7比较了两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在1988年的债务负担: 

走改革之路的匈牙利和波兰;坚守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 

马尼亚。②很显然，改革国家的债务负担更严重。

表23.6净债务：国际比较

净债务与向市场经济出□的比率(％ )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 221 307 374 396 349

波兰 433 503 534 545 458

经典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42 50 53 66 62

罗马尼亚 93 97 100 70 33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p. 206) o

① 罗马尼亚在1981年承担了 10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直到在1989年前才通过采取强制 

性出口和严格限制进口的政策才全部还清，这两种措施都严重损害了国内消费，也只有像齐奥 

.塞斯库那样的极权镇压式管理才能做到。任何宽容和温和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都无法这样 

做,可参见 A. Teodorescu ( 1990 )。

②这里没有把东德考虑在内，因为与西德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为它创造了特殊条件。关于 

西德对东德的帮助，可参见J. Lisiecki ( 19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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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7净利息支出：国际比较

净利息支出与向市场经济出口的比率(％ )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改革社会主义国家

匈牙利 17.5 19.0 21.0 20.2 18.8

波兰 43.1 43.7 43.2 42.4 36.8

经典社会主义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 5.1 4.3 4.6 4.3 4.3

罗马尼亚 10.1 10.0 10.2 5.2 2.8

资料来源：联合国(1990a,p. 206)o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大一部分的外债偿还责任都是由私人企业来承 

担的。政府只负责偿还它自己的借款，或是它所拥有的企业的借款，以及为 

私营部门提供担保的借款。①因此,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以及负债 

管理)，政府和私营部门会各负其责。与此相对比，虽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 

已经进行了部分分权，但在批准外国贷款和偿还外债方面仍然实行严格的 

集权管理。这意味着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都落在高层领导肩上，而且会直 

接指派银行机构完成这项任务。国有企业与严重的国家外债问题没有直接 

的利害关系，也不会卷入其中。即便整个国家到达了破产的边缘，任何的国 

有企业都不可能倒闭。尽管如此，其严重后果最终还是被分散化，因为是公 

众承担着偿还债务的成本。

私营部门对由政府控制的外债增加或减少起不了什么作用。改革经济 

在法律上不承认私人对外贸易和私人主体间的外汇交易。但这样的活动仍 

然存在。作为政治自由化和向西方开放的结果,有更多的人出国旅行，与国 

外亲戚和熟人保持联系变得更加容易；更多的人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这使 

得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在国内或国外购买或者售出硬通货、在国外出 

售国内的货物、在国内出售在国外得到的货物变得愈加困难。这已经不再

① 不少技丁美洲国家拥有非常庞大的国有部门，正是这些国有部门带来了大量外债。从 

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拉美国家负债不断累积的起因马社会主义国家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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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进行商务旅行或在国外度假期间偶然发生的临时交易了，“购物旅行”， 

尤其是带有商业目的的“购物旅行”大量出现。很多人都变成了外汇和外贸 

生意上半职业性的交易商。

这一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官方宣传与接受市场 

机制之间是多么的矛盾。即使在多数情形下私人外贸和私人主体间的外汇 

交易对社会是有帮助的，但仍被视为投机，而事实上,这类活动最终增加了 

国民收入，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的实际外汇供给要远远好于官方贸易和消费 

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况。甚至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要比官方金融报告所 

显示的好得多，因为家庭非法保存的外币事实上构成了国家储备的一部分。 

在购物旅行最普及的匈牙利和波兰，很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部分从 

事对外贸易活动，他们仔细地盘算,在哪儿可以购买以及什么值得购买，然 

后在别处以更高的价格售出。

问题是这种非常有益的私人活动却处于严重的冲突状态之中，浪费着 

人们的精力和时间。人们总是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官方就会发出禁令:官员 

们有时会严格执行命令，有时又熟视无睹。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不知消耗 

了多少聪明才智和进取之心。

23.7 短缺、通货膨胀与负债

第23.5部分研究了宏观矛盾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综合影 

响:短缺和通货膨胀的相互制约。迄今为止还没有考虑经济的对外联系，下 

面将对此进行分析，其核心就是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三者之间的关系。

1 .短缺导致更多进口。短缺经济吸引着经济管理者利用资本主义市场 

的进口来弥补特定的缺口。不管是需要缓和公众的不满，还是消除生产和 

投资的障碍，这都是可以利用的最方便和最快捷的方法。改革经济的领导 

人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求助于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更害 

怕来自公众或企业领导的不满,而在举借外债的问题上却可以毫无顾忌。

2 .短缺导致更差的出口表现。在卖方市场,生产者并不完全依靠在资本 

主义市场中寻找买主。如果他没有找到买方，只要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 

贸易伙伴继续存在短缺,他仍然可以轻易地找到销售机会。长期的短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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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失去了活力，在改革经济的所有部门中始终是卖方市场居于主导地位。

3 .负债导致短缺。当看到债务不断累积时，经济管理者倾向于用行政 

手段来抑制进口,扩大出口，一般都采取发布政府指令或安排政府定购的方 

式,有时也会直接施压。经常账户的平衡问题是力图恢复改革前的机制并 

保留微观控制［—21.4］的主要动因之一。官僚干预始终与短缺相伴而行， 

特别是当过去进口的产品发生短缺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短缺现象还可 

能因为产品由国内消费转向出口而变得更为严重。

4 .负债导致通货膨胀。这里存在两种因果性联系。一个是如果领导层 

对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不断增长的负债做出合理反应,那么他们不得 

不将本国货币贬值，这就使得进口更加昂贵，进而造成成本一物价的螺旋式 

通货膨胀。

另一个因果联系是偿还债务需要大量的预算支出和/或中央银行控制 

外汇。预算支出通常用印刷更多的货币来弥补，也就是利用通货膨胀来解 

决债务问题。

上述研究并不是很全面，但它足以表明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这三个经 

济问题本身就很严重，而且还相互影响。一旦它们相互纠缠，乱成一团，经 

济就可能处于危机状态。1988-1989年间波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通货膨 

胀变成恶性通货膨胀，①短缺无处不在而且十分严重,债务负担将国家推到 

了破产的边缘。

波兰出现的情况，就像本章的前言所强调的那样，是个极端的例子。但 

在出现短缺、通货膨胀和负债问题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这三种危险趋势 

的相互影响并不断加强。

23.8 生活水平

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宏观矛盾对生活水平的影响 ，对不同国家和不同

① 波兰的恶性通货膨胀在1990年采取稳定措施之前出现了非常极端的比例：消费者价

格在 1988 年 12 月到 1989 年 12 月之间上涨了 636(见 D. Lipton 和 J. Sachs(1990,p. 105)0

苏联经济在1989—1990年也陷入通货膨胀的漩涡之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注释 

2中提到的文献以及E. Gaidar(1990)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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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以及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不同社会阶层是不同的。因此，这里我们仅 

限于研究某些一般性现象。

主要的赢家是那些加入私营部门而获得额外收入的人。在中国，就是 

好几亿农民，参与农业之外私人活动的好几千万居民（或是专职从业人员， 

或是在国有部门工作而到私营部门打零工的人）。在写作本书时，苏联已经 

有几百万人在“合作社”（事实上是私营的）工作。其他改革经济也都有类似 

的情况，这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某些改革国家的供给状况有所改善，这使全体居民都受惠。供给的改 

善有以下几个来源:一个是私营部门的复活和扩张。例如，中国农业的迅速 

增长不仅使农民过上了好生活，而且也很快改善了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状 

况。那些接受正式或非正式私营部门服务的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公 

有部门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私营部门通过交换消费者产品或服务所 

获得的每一个卢布（或福林）收入都意味着相应提高了一个卢布（或福林）的 

大众消费水平。

全体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髙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政策优先发展次序的改 

变,只要增加公众消费或服务部门的投资（住宅、卫生）就可以实现［123. 2 ］。 

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增长发挥了有利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旨 

在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措施提髙了公有企业的自主权、拓宽了横向市场 

联系的范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商品的种类。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是匈牙利。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近十 

五年内获得了持续的重大改善。南斯拉夫和中国也是如此,而且其他改革 

国家也都略有改观或者至少是局部的改善。

但即使在相对而言最成功的改革国家，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的趋势也迟 

早会中断，对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来说,还未出现真正的改善趋势。没有任 

何国家能够摆脱本章所探讨的宏观矛盾。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矛盾还处于 

潜伏状态;领导层有意识地将矛盾隐藏起来;或者更糟糕的是:采取了短期 

措施,但结果只是拖延时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消费是宏观分配最后考虑的变量。一旦出现麻 

烦，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地强制降低生活水平，但投资和军事开支将不会受到 

影响，更不会去申请外国贷款。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对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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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硬镇压整个社会根本不可能有抗议的声音。

在改革社会主义下，上述解决办法就不再完全适用了。由于自由化和公 

开的程度不断提高,公众可以表达不满。管理国家的人们认为有必要避免出 

现不满情绪。在改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层曾承诺一定会结束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所带来的苦难，而且生活也将得以改善。因此，当经济开始布满乌云的时 

候，领导层不会自动地采取原有的办法来限制，它可能会尝试其他方法。

通常不会削减军费开支。①这样就剩下了两种可能性:抑制投资或者举 

借外债。这两种方式可以暂时维持实际消费继续增长（即使速度有所放 

慢）。即使无法再增长，至少也不会下降。或者即使下降，至少也不会暴跌。 

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少，但即使在那时,任何时候的承诺总是 

高于最终发生的结果。

当领导层采取以上两种方法设法防止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时,它们最 

终会相互干扰。减少投资损害了未来发展的基础，而且迟早将导致生产的 

停滞或下滑。当继续对投资进行行政限制时，投资领域的矛盾会不断加深。 

投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总是高于不断减少的资金供给。投资任务的积压日 

益严重;在那些没有得到充足投资资金份额的部门和地区，当地官僚也加入 

不满的行列。

如果投资与消费的总和（总支出）能够借助于外国资源来保持增长，那 

么就可以避免上述两难境地。举例来说,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成功 

实现了看似持久的福利增长的部分原因，再三提到的所谓“土豆加牛肉共产 

主义”或者“冰箱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资金来支撑的。外国贷 

款通过类似的方式帮助了其他改革国家，防止了其国内宏观矛盾大幅度降 

低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就像本章前面所提到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只 

会更加严重:债务开始不断累积，然后加速增长。最终偿还债务的账单还是

①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削减军费。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迫使苏联表示出更强烈的意 

愿来达成协议并从前线撤退。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它需要减少军事上的经济资源 

投入。只要东欧在军事方面仍然严重依赖于苏联，那么它们在减少军事支出之前就需要取得 

苏联的同意。因此，可以大致这么说,这种再分配在苏联和与其有军事联盟关系的社会主义国 

家里同时发生。

事实上，在削减军事支出与把释放出来的经济资源转为民间消费之间有很长的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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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到公众门口的台阶上，随后他们就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缩减消费。

宏观矛盾的缓和还具有另一个特征。当限制实际消费或减少消费时， 

使用的方法从来都不是降低名义工资。领导人更愿意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 

提高消费者价格，其中一个原因便是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个位 

数——比公开降低名义工资更容易从政治上加以控制。

通货膨胀既可能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停滞共存 ，也可能与后者的微 

弱增长共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必然会造成实际收入的再分配:部分人口 

能够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然而有些人（像领取养老金者、在谈判中处于弱 

势地位的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员）却经历了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社会矛盾 

被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所激化。①

本章所涉及的宏观矛盾是体制特征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 

们是由改革所带来的。在现行体制之内，没有什么神奇的药方能够消除矛 

盾所产生的根源。每一种办法（如减少投资、筹措信贷资金等等）都只起到 

延缓的作用。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日后将以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那些在改革体制下管理国家的人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 

主要问题不是缺乏专业知识，②而是意识形态的桎梏。一个人越是坚定地信仰 

社会主义体制，他/她就越难发现日益恶化的问题正是体制本身所带来的。共 

产主义的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之初承诺改善生活,可在看到困难后,又再三延迟 

兑现承诺的最后期限。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认定他们打心眼里就是想欺骗 

人民。他们确实真诚地相信（也许信念也在逐步减弱）问题只是暂时的。③

公众的感觉越来越差，但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状况本身很糟糕,对领导 

人承诺梦想的破灭让人们更加沮丧。每个不能兑现的承诺都对信心造成了 

破坏。宏观矛盾的加剧、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以及领导人威信的丧失都

①有关改革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紧张和不平等的分析，可参见T. Zaslavskaya （1990）,特别 

是 pp. 86 - 153 和 Z. Ferge （ 1988 ）。

②在特定时期和某些国家里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官方教条培养起来的经济领导人无法 

理解金融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宏观联系，而且许多问题都是他们自己行动的结果。

③戈尔巴乔夫的新年讲话里有这样一段话：“经济改革还未能全面展开，已经取得的成 

绩不能令我们满意。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短缺现象和EJ常生活中的其他困难……在新的一 

年里，我们任重而道远，还要为使经济状况好转而继续努力。这些改变终将到来。”（《真理报》， 

1989 年 1 月 1 E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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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最后，当掌权者对自己是否具有解决众多问题的能力丧失信心时，革命 

将不可避免。另一种可能爆发革命的情况是，群众日益不满并且决定放弃 

这一体制，而此时领导人已经无力抵抗。

23.9 预演：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宏观矛盾

一旦后社会主义体制取代了经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它同时也就 

继承了本章所描述的宏观矛盾。国有部门面临着工资上涨的压力；投资领 

域状况紧张;政府预算出现赤字;对信贷的需求超出供给;存在着货币供给 

过度增长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还在持续，还有可能加速;短缺在许多领域 

依然非常严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很不理想;债务负担沉重而 

且还在不断上升。

在体制革命后的数月中，政治形势的好转让公众为之欣喜，但他们的经济 

状况却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突变。过去的时代已经使公众极为疲倦, 

很难再相信新的承诺，即使这些承诺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做出的。

新的民主体制继承了从前体制的宏观矛盾，并且从一开始它就面临着 

体制本身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是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局部变革并延续很长 

一段时期？还是应该坚决地采取一揽子措施,全面实现持久的宏观稳定，以 

便恢复工资并控制秩序、消灭预算赤字、限制信贷供给、放开价格并同时引 

入可兑换机制？

如果在革命之前没有经历改革，并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存活到了最后一 

刻，那么在体制变化的出发点，本章所讨论的宏观矛盾有些是不存在的，或者 

是以不太强烈的形式存在。就像前面看到的那样，经典社会主义体制通过镇 

压和官僚控制比半放松、半镇压的改革体制更好地抵制了上述大部分趋势。 

必须认真对待由齐奥塞斯库、济可夫和胡萨克等前政府使用强硬办法压制住 

的宏观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在革命结束后在这些国家里逐步显现。①正是因

①在此没有提到东德。虽然前提环境是相似的（从经典社会主义跳跃到后社会主义阶 

段），但它所面临的转轨环境存在于德国统一的整体框架内，这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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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管理职能将掌握在民主政府的手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制那些 

危险趋势的出现，因为国有部门仍然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些国家, 

同样可能出现工资上涨压力、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外债负担。

还可以预期会有大量的失业，社会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社会主义体 

制下的雇员认为充分就业或者接近充分就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旦出现 

问题，对他们而言，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心理上。 

此外，后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处理失业的制度和机构,例如，失业人员登记、向 

他们支付救济金、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培训或者引导他们找到新工作。

在此只是希望引起人们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危险的注意，而且我们所 

关注的只是作为前政权遗产而出现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宏观经济矛盾 。 

至于新体制如何去克服这些矛盾，则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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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已经依次介绍了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过程 

中最具代表性的趋势，现在对这些趋势之间的联系做一些评 

论。我们将从不同角度对改革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最后将 

以展望取代旧体制的转型来结束这本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 

书。

24.1 变迁的深度、彻底程度以及主要因果关系

要解释接下来的内容，希望读者还能记得图15.1（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主 

要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16.2部分中有关偏离经典社会主义过程的两种 

标准: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利用这种分析工具，表24.1对前面章节所讨 

论过的主要趋势进行了探讨。

表24.1变迁的深度和彻底程度

趋势 深度（图15.1中的排序） 彻底程度

0. “完美”控制 第三层次:协调 没有什么变化

1.政治改革 第一层次:权力和意识形态 适度或温和

2.私营部门复兴 第二层次:所有权 彻底的，但只在狭窄的领域发生

3.自立经营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温和

4.市场社会主义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适度或温和

5.价格改革 第三、四层次:协调和行为 适度

6.宏观矛盾
第四、五层次:行为和持续的 

经济现象
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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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控制被列在顶端，编号为趋势0。在深度方面，它指向因果链条 

的中部，即对协调和控制进行修正，但即使这样，它也没有改变经典社会主 

义初期的主要特征。因此,即便这一趋势在官方宣传中被认为是改革，其效 

果也只是为了保存现存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

在此之后，表中接下来列出了真正的改革过程,编号为1一6,然后依据 

改革的深度对它们进行了排序。

趋势1即政治改革影响了因果链条的深层次:经典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 

和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不仅仅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是所 

有其他领域发生任何变化的必要条件。只要共产党当权，那么只有政党自 

身发起改变或者至少容忍改变，体制才能逐步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于 

是政治改革或是将上述改变纳入到体制内的官方意识形态中，或是做出意 

识形态上的让步并忽略与其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的现象。

改革过程在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很小：自由化并非连贯一致，而且没有得 

到充分发展。当旧的传统结构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继续存在时，其 

他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全面和始终如一的彻底转型。虽然权力垄断被动摇， 

而且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淡化,但它们依然足够强大，可以阻止体制内其他 

要素发生任何连贯一致的全面变革。

趋势2即私营部门的复兴造成了第二层次的彻底剧变:尽管只是发生在 

狭窄的领域,但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的变化是与经济改革相关的诸多现 

象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带来了真正的而不是假的、编造的变迁。

在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从事私人活动的领域里，出现了与经典社会主 

义体制不同的要素，它无法与体制内的其他部分完全融合。虽然当下的政 

治体制已经比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自由得多，但还是无法也不愿容忍私营部 

门的自由发展，并且对其运作和扩张施加严格限制。

趋势3即自立经营也给所有权关系（第二层次）带来了变化，但远不如 

私营部门复活所导致的变化彻底。在第三层次，自立经营的推行引起了协 

调形式的较大变化,并导致部分放弃了中央的集权化控制。

它的起源（由中央官僚指令强制推行）及其日常运营都使它与权力结构 

紧密相连,这一点与经典社会主义版本差别不大。

趋势4得益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它导致了第三、四层次上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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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改革“蓝图”既没有质疑第一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共产党的权力 

垄断,也没有质疑第二层次的主要特征即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市场社会主 

义的核心是在现行政治结构中将公有制与市场协调联系起来,全部或部分 

地取消指令经济，提高公有企业的自主权。

市场社会主义蓝图毕竟还是实现了，这应该归功于人们不情愿地放弃 

了官方意识形态中经典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思想:计划、官僚协调优于 

市场协调并且可以替代它。这还要归功于官僚们被迫抛弃了它最得心应手 

的武器（即指令），而且等级制度中的髙层官僚开始允许低层官员在某些领 

域拥有决策权。

但在此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无法接受这 

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政府的 

高层官员既不能也不愿放弃他们对公有部门的统治。在现行政治结构下， 

不可能逃脱官僚的微观控制、对企业行为持续不断的干涉，而且相对于纵向 

从属关系而言，市场的横向依赖关系完全处于劣势。只要第一、二层次的特 

征依然基本保持不变，就不可能在第三、四层次中发生彻底的变化。市场社 

会主义的蓝图不可能连贯一致地向前推进，它的实施方式存在着不可避免 

的矛盾。

趋势5即一系列局部的价格改革带来了第三、四层次的变化。趋势1- 

4的综合影响推进了价格改革的实施。这里我不想对此事无巨细地加以描 

述,只谈一些典型的因果关系。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一些影响价格的“父爱 

主义补贴”被废除,私营部门复活也使得某些经济部门中出现了市场价格。 

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激起的变化使企业在价格制定中发挥了更大作用，它们 

进一步要求形成市场出清价格。

和趋势4 一样，这里也需要做一些补充性说明。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很多 

东西还是没有改变，这意味着仍然保留着诸如定价、税收等旧的非市场原 

则。政府不想放弃在广泛领域进行中央定价的政策，也不愿放弃由政府制 

定大部分价格的权力。价格机关和企业在价格上的纵向谈判变成了公有部 

门中经常发生的事，而私营部门的运行（这样形成的市场价格才是价格的自 

然形式）仍然局限于狭窄领域。

即便是局部的政治自由化，往往也能够让公众表达他们的不满。政治 



530社会主义体制

气候使得领导层不得不下决心推行价格的全面自由化，或者至少是开始进 

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如果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管理价格的制定）。这 

已经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一趋势仅仅限于一系列局部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 

价格改革措施，而不是迈向一个理性的市场出清价格体系。

趋势6即宏观矛盾是伴随着改革过程的其他特征一起出现的，它发生在 

第四、五层次上即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长期经济现象。有些宏观矛盾（如通 

货膨胀、负债）也出现在其他体制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改革过程通过特定 

渠道加剧了某些矛盾:如工资压力、投资失控、预算赤字、通货膨胀、持续短 

缺和负债。把它转化为图15.1的语言之后，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一、二、三 

层次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过程中第四、五层次中的主要特征。

这7种趋势的概括研究增强了关于[-15. 5]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推 

论，即主要的因果链条是从第一层次推进到第五层次,也就是从权力和意识 

形态推导出经济现象。从根本上说，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决定性的。这 

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基因图谱”[-15.3],而且经典社会主义体 

制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了尽可能维持传统的所有权形式，可能 

会强烈抵制第一层次的彻底变化，有时甚至会竭尽全力加以抵制。只有当 

上述“基因图谱”被修正时，深入、彻底和持续的变化才会在整个有机组织内 

发生。对第一层次状态的理解将为把握其他层次的问题，以及揭示改革过 

程的进步和局限提供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从上述讨论也可以看出所有权在 

解释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是第二位的）。

在对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研究即将进入尾声时，人们不免要问:如何 

能证实第15章中所阐述的因果解释？回答是:主要的检验标准是体制的变 

化是否遵循了上述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即使改革过程和后社会主义转型还 

远远没有结束（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但根据迄今为 

止的观测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历史经验已经证实了本书有关因果关系主 

要链条的理论陈述。

虽然因果关系的主要链条从第一层次向第五层次依次进行，亦即从较 

深的原因推进到较浅的原因，但其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反馈、反应以及相互作 

用的现象。下面仅挑选其中三个重要关系作为例证。

一个相互作用是改革趋势提髙了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各方面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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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包括独立政治运动、社会团体、私人企业、自治地方机构、自主经营的 

企业、按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变得更独立的国有企业,等等。自治与 

“服从听指挥”同时并存，但由于改革自治的比重已大大提高,而且正是由于 

自治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不断降低。在多民族国家里，民 

族独立运动逐步发展，势头越来越猛烈。一旦自治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它 

就会进入自我繁殖过程,于是政府赖以随意驱使每个组织和个人的缰绳必 

将从它的手中滑落。

产生反应的一个例子是宏观矛盾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由于 

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私人企业家进入了公有部门不能满足需求的领域（至少 

不再受到干预）以解决短缺问题。

第三个尤为重要的反应是:通货膨胀、短缺和生活水平的停滞或下降增 

加了公众不满。经济紧张导致了政治紧张，这完全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 

和示威活动。最终,经济危机可能导致政治危机，从而启动彻底的和革命性 

的变革。

就总体而言，尽管这些关系非常重要，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因果关系的主 

要链条，并且只能称之为对主要因果影响的反应或者相互作用。在下一部 

分中会谈到一些反作用。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趋势1-6的排列顺序（这在有关章节的安排和总 

结表24.1中已经有所体现）与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改革事件发 

生的真正历史顺序与上述排列顺序完全不同。就像前面所强调的［-16. 

4］，研究改革国家历史进程时，几乎没有规律性可言。举例来说,在中国，影 

响了好几亿农民的所有制改革就发生在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运动的最初 

期,但在那个时期，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变革。而在苏联，政治领域的巨变已 

经持续好些年，但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却依然是走走停停。

还是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而且这一规律可以从上述一连串思想推导出 

来。在执政党的领导层下决心偏离经典社会主义道路（或至少听任这种状 

况的发生）之前，其思想必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 

偏离经典社会主义从哪里开始，其出发点都会落在第一层次上，并且受到自 

上面的措施和自下面的自发行为或压力的综合影响。如果执政党顽拒绝所 

有变化，那么结果或是它成功地镇压了所有指向变革的努力（例如古巴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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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1990年的情形），或是爆发真正的革命,从而完全跳过渐进改革阶段 

（例如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罗马尼亚）。①

24.2 缺乏连贯性的改革趋向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í15. 2］，各种要素之 

间具有一种凝合力，相互补充而又彼此吸引。至少作为纯粹的理论原型，经 

典社会主义体制就像是一座所有砖块都紧密粘合在一起的建筑物。

改革破坏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环环相扣的特征,而且没有能力建立新 

的秩序来替代旧体制。旧的规律只是部分适用，而且新的结构性规律还未 

能凝合在一起。一切都在流动着，或者说只有一点凝胶。社会充满了没有 

凝合力的各类要素:它们相互排斥而非彼此吸引。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介 

绍过许多这类内部矛盾。这里我们会有所重复，以此作为在改革阶段出现 

矛盾和缺乏连贯性的实际例证。我们将研究几对现象，看一看每对现象中 

两项内容相互吻合的程度，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凝合力（或出现了什么冲 

突）。每对现象中的第一项内容均按照图15.1中逻辑顺序进行排序。

当体制对事件的控制逐步减弱时，对思想的控制也减轻了。在对僵化 

教条进行改革的第一个浪潮期间，党仍然可以自圆其说地提到马克思和列 

宁:他们并非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也反对其他人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奉为 

神谕。但问题是,很难再命令人们停止觉醒。过去真诚信仰经典社会主义 

体制并且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马列主义者”（党的术语）的官员开始怀疑斯 

大林犯了错误，或是在他的一两本书里，或是在他提出的某些主张里。于是 

官员们开始认为斯大林错误地运用了列宁的正确教导，甚至可能是以一种 

罪恶的方式运用了列宁的思想。在随后的浪潮中，同一批官员们开始怀疑 

列宁主义的基础。

自由化趋势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它鼓励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科学研 

究人员独自思考并且客观诚实地分析现实。但这会将人们引向何方呢？他

①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权力集团对改革的顽固抵制最终被来自苏联领导的明确信息 

所打破。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不能再指望苏联坦克帮助他们镇压任何起义；以前那种对东欧 

的军事干涉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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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追寻探讨所有有害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认知的过程是漫长 

的,第一个阶段从个人身上找出错误的根源。此时，斯大林和全国形形色色 

的小斯大林们被认作是坏蛋，他们'应该承担全部罪责。下一个阶段是:问题 

不能只是归咎于个人，也要归咎于特定时期所采取的错误政治路线。再后 

来,即便这样也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释。社会主义是好的体制，但迄今为止它 

所应用的特定版本（特定“模式”）是错误的。放弃的并不应该是社会主义， 

而是“国家社会主义”（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的官方观点）、旧的“指令机 

制”（匈牙利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官方态度）或者“行政命令体制”（苏联 

20世纪80年代末的官方看法）。“模式变革”而不是体制改变是必不可少 

的。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有着相当严密的逻辑体系,它依赖于没有 

丝毫挑战余地的公理，并且由于是公理,也无须证明。举例说，其中一个公 

理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出现的任何负面现象都是资本主义的余毒， 

或者特定个人的错误，或者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的结果，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是体制的问题。另一个类似公理是党的领导作用（即党的垄断权力）。党的 

路线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没有理由去怀疑上述公理的正确性。事实是:愿 

意改正自身错误才是党英明的标志。但是当进行改革时，却容许怀疑公理, 

而恰恰导致经典社会主义精心设计的逻辑结构受到挑战。

任何旧原则和旧道德的原理都不可能永远不变。如果意识形态没有出 

现混乱，那么一个信仰公有制的人怎么可能容忍私营部门甚至鼓励其发展？ 

怎么会一边对计划大肆吹捧同时又决定逐步彻底抛弃它？历来竭力贬低市 

场却又公开声称要代表市场的利益？从前人们被规劝要做出牺牲和遵守纪 

律，而在改革过程中，物质主义、“没有报酬连肌肉都懒得动一下”的习惯、享 

乐主义和接纳“消费社会”的价值观越来越成为普遍接受的东西。公开立誓 

的革命者所信仰的清教徒主义和禁欲主义此时完全被当成一个奇特的时代 

错误。

另外两对缺乏连贯性的现象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过：即官僚 

和私营部门的共生现象［-19. 5］以及政党政治权力、国有制与市场社会主 

义市场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121.6 ］。这里仅仅需要指出这两对关系，以 

及它们在引发改革过程的内部矛盾时起到的重要作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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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改革国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内部矛盾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除, 

也无法逐步得到解决。与此相反，每对矛盾又产生了新的冲突。每个改革 

国家的历史都充斥临时抱佛脚的急躁情绪:创造新事物的试验在进行，但总 

有某些领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或是向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复归），当然它再 

也无法完全恢复到最初的形式了。由于问题不断增多，领导层总是试图通 

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来解决问题，或是在任何其他方法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就 

用强制的方式来解决。

总之,只要还保留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它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稳 

定性和能量。但经历过改革的体制却天生不稳定，在有的地方它只能存在 

很短的时间，而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也会允许它存在更长一段时间。

24.3 改革与公众的情绪

对于某些社会变迁而言，我们能够轻易地确认社会中的哪些群体支持 

改革,以及哪些群体反对改革。而在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却无法做 

到这一点。似乎不可能做出一般性的明确判断:谁是改革的拥护者，而谁又 

是它的敌人。

人们很容易接受以下的老套说法:所有的人都支持改革，其中包括政府 

机构中的开明官员，当然也存在来自党内的保守派成员、秘密警察和军队领 

导的抵制。但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南斯拉夫，长期存在的凝聚力是民族感情，它赞成与苏联断绝关系, 

包括不采纳苏联的社会模式。在匈牙利，血腥镇压1956年革命导致了广泛 

的社会公识:大部分人们要求和平和安宁、“不关心政治”的生活以及生活水 

平的切实改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满足于小范围的政治让步,人们对 

官方容忍从第二类经济中赚取收入的态度也表示支持。但即使在这两个改 

革平衡相对而言持续最久的国家里，公众对变革的态度也是处于矛盾之中 

［一18：7］。这也适用于其他改革国家。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变化的社会阶层 

相当有限，剩下的人常常是既欢喜又悲伤,既有信心又感到不安。

在进行改革之后，在一般情况下,对不同意见采取更为温和的形式。人 

们批判和抗议的领域有所拓宽，但也有人不满足于这些自由。此时,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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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言论与社团的更大自由。

大多数人欣喜地看到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而且权力机构也不再随 

意干涉他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失去父爱主义所提供的保护。 

企业领导确实害怕真正的市场竞争和买方市场体制；工人们也担心失去有 

保障的工作，以及充分就业的保证从此结束。

价格体系以及财政再分配体制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纯粹以经济分析 

为基础来理解，任何人都会认为必须恢复正常的价格秩序。但人们已经习 

惯了这种混乱的价格及税收体系。大多数人都是食品、其他大众消费物品 

以及国有住宅补贴的受益者，如果停止上述补贴，这些受益人群将会感到他 

们是输家。

在进行了局部分权的地方，自主权得到提高的人们会感到高兴。但这 

意味着减少了曾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人的权力，而失去权力的人就未必开心。

私营部门的发展对活跃其中的人有利，但即便如此，当这些人开始从事 

经营后，也会抱怨各种各样的官方限制、税收负担以及其他缺陷。购买私营 

部门产品的人对供给有所改善的情形自然觉得满意,但同时也会埋怨价格 

太高。

无须再继续罗列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就能够看到：由于关于改革 

过程的思想本身就存在内在矛盾，也无怪乎群众未能在这些思想背后站成 

一列。群众运动可能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爆发以支持特定的改革观点。 

在波兰、南斯拉夫和苏联，爆发了抗议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的罢工运动。虽 

然罢工运动不是什么反改革的示威活动，但也不能说它们有精心的策划，用 

以支持改革或者一些具体的局部改革计划。真正把人们调动起来的是对先 

前承诺的失望和对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强烈不满。

罢工以激烈的方式表达了一些不太容易凸显出来而又广泛存在的问 

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最初的改革热情逐渐消退。虽然改革赢得了新 

的支持者，即那些已经意识到旧状态再也无法维持的原保守派官员,但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到幻想破灭，或者甚至感到被愚弄了。在20世纪 

80年代末改革的最后阶段，情形就是如此。那时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到达转 

向革命的关口，苏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苦痛和觉醒越来越普遍地蔓延开 

来,而且政治紧张程度在1989-1990年间也不断增长。不管改革可能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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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带来多少好处,人们已经不那么相信改革了。他们更强烈地感到改 

革承诺与他们自身不断上升的期望之间有了越来越大的鸿沟。

24.4 未来：旧体制的遗产与新体制的建立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实证分析，它没有采用规范的 

方法来论述后社会主义体制；也不打算向正在进行转轨的国家提出实际政 

策建议。①作者仅仅根据本书的论证提出了一些大胆的预测。

社会生活中的确出现了革命性转型。在某些国家，重要的政治事件浓 

缩在相当短的时期里，而且几乎是以突然爆炸的方式发生:持续几天或几周 

的群众示威活动，共产党政府在一片动荡之后下台，然后是包括反对派在内 

的新政府取而代之。这正是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发生的情形。但政 

府的更替并不是体制的变迁，而仅仅是后者的政治先决条件之一。体制的 

变迁是看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出发点是新体制从旧 

体制那里接受的遗产。在第17-23章中，每章的结尾处都有一节文字分别 

介绍了旧体制遗产的不同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遗产进行一下总 

结和概括（当然不可能毫无遗漏）。

新体制接受了状况不佳的国民财富，其中包括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对国 

民财富的扭曲、改革未能或者没有尝试去改善的部分,特别是落后的技术水 

平，已经严重老化并且保养不善的机器库存和建筑物。商业网络、运输、住 

宅和医疗机构等方面的情况更加糟糕。处理善后工作的任务总是被长时间 

拖延，如今每个人都认定进一步拖延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日常的生 

产和生活从过去到现在都在不断损害自然环境，如果再不考虑环境保护问 

题,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与物质财富贫乏相伴的还有从旧体制那里继承下来的匮乏的人力资 

本。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许多领域的劳动专业技术已经极为落后,而且劳 

动纪律松散,管理者和白领工人都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替代 

他们的年轻一代，其技能水平也无法令人乐观,因为数十年来在教育方面同

①有关政策建议的文献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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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存在严重缺陷。即便是整个经济以合理的速度发展，也需要付出巨大努 

力来完成被拖延和忽略的各项任务。事实上，新的政权通常是在停滞或者 

衰退的危急状况下开始掌权的，因此,在经济中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必然需 

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

新体制继承了严重的宏观矛盾，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通货膨胀、短缺、过 

度的需求以及花不出去的货币存量。不少国家都存在着不断累积的巨额外 

债负担。有些矛盾与体制有关——继承了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与所有制关 

系——而且这些矛盾很可能由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加剧。从 

旧体制继承而来的宏观矛盾很可能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这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权是否打算彻底实施宏观稳定计划，以及是否有能 

力完成这一任务。

新体制继承了旧的组织网络：国家机构的特定结构和科层（官僚）等级 

体制以及一整套的法律规章等等。所有这些机构和制度都经历了数十年的 

渐进演变过程，是旧体制根据其需要从可能的形式中精挑细选并逐步发展 

起来的。新政权不想运用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通过无情摧毁旧世界来建 

立一个新世界，新政府致力于进行和平稳妥的转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旧 

机构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碍新体制的发展。新机构的成长仍需要 

时间。

新体制也继承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一部分 

自主经营机构,以及半公开、半隐蔽的弱小的私营部门。存在很多经济私有 

化方案；有些建议提出了加速解决方案。但不管采纳哪个方案，为资本主义 

提供广泛社会基础的新所有者和企业家阶层不可能在几天或几周内就出 

现。

新体制接收了旧体制的专业人士。由于本书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 

论问题，因此这里的有关评论将仅限于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政治转变必 

定对许多个人产生影响。与旧政权联系紧密的那些人在职权再分配中的机 

遇会比较差,而与当前新当权的政治力量关系紧密的人则会有较好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在进行后社会主义转轨的国家里已经不存在政治迫害。从前 

身居要职的人要么继续在位，要么就转向其他领域（例如政府官员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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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里拿高薪水的管理者）0®边境的开放鼓励许多人移民国外或者在 

国外就职，从而加大了对留在国内的专家人员的需求。专家的职位分配稍 

微有了些变化，但原来的人基本继续留任。这提高了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 

的连续性，但与此同时，旧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规范也就有更大 

的机会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将在长期内继续保持一种奇特的 

双轨体制。②这是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要素同时并存而又彼此缠  

绕的一种“混合”体制。③如果实际发展过程的确像取得政权的党和运动所 

宣称的那样,资本主义将取得普遍优势。这完全可能发生，但即便如此，社 

会主义秩序的遗产仍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 

面。这一双轨制特征将成为各种冲突的来源。④这里只提一个可能出问题 

的领域——居民所接受和尊重的道德价值观可能发生的转型，不过我们只 

想将讨论限于几个问题。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渴望什么？国家应该让他们最终获得安宁，不 

要再被成千上万的条例和规章所侵犯，不再被各种义务和职责所限制？或 

者他们要求一个积极的政府，采取明智措施，照顾被社会遗弃的人,保护环 

境并且控制价格的任意上涨？还是他们接受甚至欢迎所有人都可以尽其所 

能地去赚钱,亦或他们痛恨高收入并强烈要求对此课以重税？

如果政治领域能够平稳发展，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能学会运用适度和 

微调的方法去干预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方式，而不是使它们乱成一团并剥夺 

它们固有的激励作用。但即使能够实现上述情形，人们的态度仍然是矛盾

①经常有人对旧的掌权者（包括那些名字上刻有原罪的人）提出抗议，这些人往往在新 

的环境下也获得拥有高薪的显赫工作，从而获得了"自我救赎”。在某些特定领域，抗议行动的 

确抢先一步制止了这类所谓"救赎勾当"，但这类现象仍然相当普遍。

②在以前的书里，我就曾对这一状况做出辻预言。P. Murrell（ 1990a, 1990b）也依据完全 

不同的理论思路，独立对这一状况有过类似的预言，甚至在两部作品中，作者都使用了大致相 

同的措辞。

③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主义和私营部门共存［í19. 5］几乎是上述现象的 

前奏，但在那时，私营部门处于从属和被许可的地位。可以预期，在后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关 

系会发生变化，私营部门迟早会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并且重新获得国家权力的幕后支持。

④在前面的章节里，各章最后都论述后社会主义时，也都在不同地方指出导致冲突的可 

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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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希望政府进行明智的干预，但他们对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仍抱有怀 

疑态度，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除人们的这种怀疑。

可以预期，许多居民坚信团结、正直、同情弱者以及社会理性，正是这些 

把无数诚实的人吸引到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但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许 

多人常常会旧病复发，重新回到早已声誉尽失的官僚统治、国家社会主义、 

父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很难预测价值观体系变革与清晰起 

来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其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波折。除了公众情绪以外， 

我们也无法对所有其他社会特征的深刻转型做出时间上的预测。如果转轨 

的参与者，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转轨从哪里开始，以及 

给新政权留下深刻痕迹的旧体制的特性是什么，那么转轨过程肯定会变得 

更容易一些。正是这个想法促使我写一本分析社会主义体制的书,提到这 

一点也是想让读者放心:从头到尾读完本书终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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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经济改革为背景写作的理论专著《短缺经济学》就已经是参与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人手一册的 

宝典。眼前这本书，更可以说是科尔奈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实际观察和理 

论探讨的总结。毫无疑问，科尔奈的这本著作将和他先前的著作一样，给正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体 

制进行系统改革的中国同行以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吴敬琏

匈牙利因盛产对当代经济思想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而名闻遐迩，波拉尼、冯•纽曼、卡尔 

多、希托夫斯基等经济学家都是匈牙利人,科尔奈显然也应被纳入这个伟人的行列。不过，科尔 

奈很特别。他起初是一家共产党机关报的经济新闻记者，在工作中近距离观察到了集权的计划经 

济是如何扭曲了厂商效率的。在保持对实际经济问题密切关注的同时，他转向了面向全世界的学 

术研究和教学。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他对社会主义体制研究的巅峰之作，这部著作既有深刻的 

理论思想，又有广博的实际知识，从中还能看到作者饱含提升人类经济福利的激情。这是一部有 

志于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人的必读之作。

—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当选主席青木昌彦

雅诺什•科尔奈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一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是在恰当的时候由恰当的 

作者所写的一本恰当的著作，该书对社会主义的早期成就及其逐渐瓦解进行了学术的、现实主义 

的和见解深刻的分析。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斯坦利•费舍尔

雅诺什•科尔奈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敏锐的共产主义问题的批评家和分析家，过去若干 

年的巨变产生了很多见解，这部著作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以及它应该和将会如何演进的问 

题。本书必将成为经典。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劳伦斯•萨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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